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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2015–2030年仙台减少灾害风险框架》(以下简称《仙台框架》)获得通过四年之后，第五版《联合国减少

灾害风险全球评估报告》正式发布。现在正值一个全球紧迫感增强的时代，我们从未如此迫切地需要采取更进

取的集体行动，来降低灾害风险，打造恢复力，和实现可持续发展。

在人类历史的任何时候，我们都没有过需要在一个超级互联、快速变化的世界中面对一系列既熟悉又陌生的风

险。新的风险和相关性正在出现。几十年前有关气候变化的预测已经成为现实，而且比我们预期的要早得多。

随之而来的还有致灾因子强度和频率的变化。风险确实是系统性的，迫切地需要协调一致共同努力，采用综合

和创新的方式来减少风险。

2015年，各国通过了《仙台框架》，来应对更广泛的灾害和风险。《仙台框架》为政府和公民制定了明确的

政策途径，来防止和减少自然和人为灾害以及相关环境、技术和生物灾害和风险所造成的影响。在减少风险

和打造恢复力之间建立逻辑联系，《仙台框架》为《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巴黎协定》、《新城市议

程》、《亚的斯亚贝巴行动议程》以及《人类议程》提供了一个连接纽带。

这一版《全球评估报告》是对实施《仙台框架》的首份阶段性总结。这份报告提供了有关实施《仙台框架》的

成果、目的、目标和优先事项，以及实现与灾害有关的可持续发展目标的最新进展。此报告分析了风险科学的

变化情况，指出了需要进一步作出努力的领域，并探讨了理解和管理系统性风险的各个方面。其中介绍了努力

实现基于风险知情的可持续发展的创新型研究和实践，还介绍了需要考虑的灾害和相关风险的更广泛范围和

性质。

这份报告是迈向21世纪有关风险和风险减少观点的重要一步——理解这一观点是我们共同努力创造可持续未来

的必要前提。我们正在迅速接近一个临界点，即如果过了这个临界点，我们可能将无法缓解或修复已爆发的级

联性和系统性风险的影响，特别是那些因气候变化而产生的影响。紧迫性显而易见。这要求我们在全球社会做

出变革的速度和规模上有更大的雄心；我们必须做出与当前所受威胁同等规模的改变。最重要的是，我们不能

让惰性和短视妨碍我们的行动。正如瑞典气候变化活动家Greta Thunberg最近提醒我们的那样:“在生存问题

上没有灰色地带。现在我们都拥有一项选择。我们可以打造变革行动来保障人类未来的生活条件，或者我们可

以继续一如既往，然后一败涂地。这取决于你和我。”

前言

联合国秘书长减灾事务特别代表

联合国减少灾害风险办公室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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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外已经成为新常态

非线性变化是一个事实，正在威胁着可持续发展的所

有三大支柱（社会、环境、经济）。这种情况发生在

多维度和多尺度上，而且比之前认为的可能更快、更

令人惊讶。新的风险及其关联性正在以我们没有预料

到的方式出现。如今，高度相互依赖的社会、技术和

生物系统在全球范围互联互通，人类文明已经成为一

个“超级有机体”，人类进化的环境正在因此而改

变，引发之前都没有出现过的新灾害。

人类活动会导致暴露增加，增加系统混响的倾向，形

成难以预测的级联后果反馈回路。微小的变化最初只

是产生涟漪，非线性效应和相关的路径依赖关系会放

大涟漪，从而引起变化的发生，进而导致重大且潜在

不可逆后果的出现。随着生态系统中人类、经济和政

治系统的复杂性和相互作用日益增强，风险也变得越

来越具有系统性。

为了让人类走上一条至少是可控的、最好是可持续的

和可再生的发展道路（与2030年的愿景相一致），重

新审视和重新设计我们如何应对风险至关重要。

执行摘要

质疑现有假设

目前还难以预知相关变化（包括致灾因子强度和频率

的变化）对人类活动的影响。目前的风险衡量和管理

方法不足以应对各项挑战，包括灾害的多方面相互关

联、对暴露广度知之甚少，以及关于脆弱性的深层次

细节；如果我们要做的不仅仅是治标不治本，就必须

解决这些不足的问题。

现有的风险理解方法通常基于对人类来说最大的、

在历史上最明显和最容易处理的各种风险，而不是

基于风险的全盘情况。大多数模型基于历史数据和观

察结果，假设过去可以合理地作为对现在和未来的指

导。地球人口的绝对数量、不断变化的气候以及生物

和物理世界之间的动态联系都在对这一假设构成挑

战，要求我们重新审视有关过去和未来风险之间关

系的假设。

减少单一灾害风险的时代已经结束了；当前和未来的

灾害风险管理方法要求我们理解风险的系统性。这需

要我们大力加深对自然界中人类系统的理解，从而识

别先兆信号和关联性，以便更好地做好准备、预测和

适应工作。

因此，对当前风险评估方法的主要革新必须能够实

现2015年后各个协议的结果和目标，这些协议包括

《2015–2030年仙台减少灾害风险框架》（《仙台

框架》）、《改变我们的世界：2030年可持续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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议程》（《2030年议程》）、《巴黎协定》、《亚

的斯亚贝巴行动议程》（AAAA）和《新城市议程》

（NUA）。

学习应对复杂性

风险错综复杂。虽然对风险进行分类以便将责任分配

给不同的组织、机构或个人是可行的，但风险管理不

能“部门化”。风险的复杂性正在挑战将问题分而治

之和治标不治本的问题解决模式。在我们了解风险

时，必须避免采用孤立的脱离背景情况、忽视风险系

统性特征的简化措施。这同样适用于我们针对风险

治理的机构安排，也适用于社区组织、研究工作和

政策制定。

基于具体情境调查视角和跨情境研究可以将不同学科

和很多其他形式的知识汇聚到一起，包括当地从业者

的本地智慧以及文化和本土敏感性。通过鼓励开展跨

学科、综合、多部门的研究吸引非传统同行参与进

来，可以提高风险评估和决策效率，减少重复努力，

促进相互协调的集体行动。

能代表所有部门的国家规划机构必须制定减少风险的

战略，采用国家的所有机构都参与减灾的方法来减少

风险，这样才能够充分应对《仙台框架》所囊括的范

围更广的各种灾害和风险。我们已经建立了一个制定

全球风险评估框架（GRAF）的流程，来帮助产生各

种相关的信息和见解，支持和指导将系统化风险和机

会纳入我们的政策和投资之中。我们必须为国家和非

国家行动者们提供持续的、多年期的、具有创造性的

资金支持与合作，这样他们才能拥有所需的工具，更

好地认识和应对系统性风险，并且在所有规模层面应

用可持续风险管理战略。

数据、方向、决策 

将实现风险知情的可持续发展的愿望变为现实，我们

需要及时、准确、分门别类、以人为本和易于获取的

稳健的数据和统计资料，因为通过这些数据和统计资

料，我们才能够了解进展情况，并为投资提供相应的

指导。在通过《2030年议程》和《仙台框架》四年

之后，很多国家已经采取了具体的措施，努力实现这

些变革计划的宏伟目标，包括在数据领域。

对《仙台框架》和与灾害有关的可持续发展目标

（SDG）进行综合监测和报告已经成为现实，这

都得益于通用指标和在线《仙台框架》监测工具

（SFM）的使用。国家统计局正在建立该框架，将

与灾害有关的数据纳入官方统计范围内。过去四年

中，报告所有收入群体经济损失数据的会员国比例

有所增加。

数据的可用性和质量都在稳步提升，统计能力建设领

域正在日益开放，以适应日益复杂的数据系统之间的

相互协作和协同需求。全球和各个国家必须继续协调

统一，以加强数据生成、分类、互操作性、统计能力

和报告方面的工作。利用全球不同框架内正在开展的

相关工作非常重要——包括支持和借鉴联合国秘书长

独立专家咨询小组（IEAG）建议的可持续发展数据

革命。越来越多的国际关注和有关不同目标的针对性

资金投入正在慢慢开始产生效果。关键是要保持住当

前的良好势头。

然而，数据收集往往各自为政，不通用，不可比较，

还存在偏差，而且通常在“知道”信息和让知道的信

息“可用和可获取”以及“应用”所知道的信息之间

存在脱节。很多国家无法充分报告在实施《仙台框

架》和与风险有关的可持续发展目标方面所取得的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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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情况。还有很多国家政府缺乏分析和使用数据的能

力，即使他们拥有收集数据的手段。发展主体、私营

部门以及学术研究界可能具备这种能力，但是仍然难

以让可互操作的聚合数据和分析结果产生真正的益

处。如果不能在准确、及时、相关、可互操作、可访

问和特定情境数据的支持下，将紧迫感转化为政治领

导力、持续的资金支持，以及以风险信息为依据的政

策承诺，改变就不会发生。

必须加大对物理基础设施的投入，特别是信息技术部

门，以确保在所有行政级别上都能更好地进行在线报

告和损失核算，同时提升地图绘制和地理空间数据

方面的能力。数据创新（包括公民生成的数据）必须

成为主流。

必须在全球公共利益的基础上与其他利益相关方和专

家组织（包括私营部门）建立合作伙伴关系，从而支

持构建强有力的数据共享网络和全面报告机制，包

括应对《2030年议程》的数据挑战。这些合作伙伴

应该研究数据的多种用途，促进对数据收集和分享的

需求和内在激励——包括在采用统一区域目标和指标

的情境下（例如具有类似地缘政治和灾害情况的国

家），以支持进行空间比较。

开放数据和分析、共享和互操作软件、计算能力和其

他技术的发展都是技术推动因素，可帮助改善数据科

学、风险评估、风险建模、报告以及最终基于证据制

定相关政策。在这些方面要取得成功依赖于相关的投

资、人们与其他学科开展合作（跨文化、跨语言、跨

政治边界）的意愿，以及为将要开展的紧迫的新工作

创造正确监管环境的意愿。

如果要在下一个十年结束前实现《仙台框架》和

《2030年议程》的目标，这些都是时间非常紧迫的行

动。通过更好地获取优质数据，会员国可以监测和报

告进展情况，确定资源投入到何处的优先级，明确方

向修正方面的要求。

整体状况 

《2019年联合国减少灾害风险全球评估报告》（GAR）

是根据最新数据编制的，包括使用SFM针对《仙台

框架》目标提交的国别性报告，并推断有关全球灾害

风险状况的早期经验教训。虽然观察期仍然太短，无

法在全球范围内得出明确的结论，但有可能可以确定

灾害影响程度、地理和社会经济分布的某些格局，并

且为各国在何处以及如何成功减少风险，概括出几

个出发点。

在损失方面，低收入国家和高收入国家之间仍然存在

严重的不平等，最低收入国家承担的灾害损失相对最

大。对于那些在备灾、融资以及灾害和气候变化响应

方面能力最低的国家（例如小岛屿发展中国家），与

国内生产总值相关的人员损失和资产损失往往更高。

《仙台框架》目标A——相对于人口规模的死亡率已

经在长期下降。然而，自1990年以来，国际报

告的因自然灾害导致的死亡总数的92%发生在低

收入和中等收入国家，而这些国家一直集中在亚

太区域和非洲。地球物理灾害事件导致的人类生

命损失最大。虽然大多数死亡都是集中型风险爆

发的结果，但是广布型风险所导致的人口死亡比

例正在上升。

过去20年中，与生物致灾因子相关的报告灾害

发生率有所下降，但是与自然致灾因子相关的灾

害数量略有增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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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标B——1997–2017年期间，通过SFM报告的国家

有8800万人受到多灾种灾害的影响，其中洪灾的

受灾人口达7600万人。过去十年来，自然灾害平

均每年导致近2400万人流离失所，仍然是造成流

离失所的主要原因。

目标C——2005–2017年期间所有经济损失的68.5%

归因于广布型风险事件，正如之前的GAR所指出

的那样，广布型风险事件正在不断侵蚀我们的发

展资产。广布型风险一旦变为现实所造成的损失

继续被大大低估，而且这些损失往往由低收入家

庭和社区承担。

目标D——住房部门的经济损失占全部损失的三分之

二，农业是受影响第二严重的部门。数据并不完

美，有关灾害损失的报告仍然严重不足，妨碍了

对灾害影响的准确计算。

目标E——需要立即采取针对性的行动，以满足根

据《仙台框架》制定国家和地方减少灾害风险

（DRR）战略的2020年最后期限要求。已经取得

稳步进展，但鉴于将这些战略视为实现2030年目

标的基础，进展还不够。

目标F——在减少灾害风险方面的发展援助非常不

稳定，而且通常是事后的和微不足道的。与救

灾资金相比，用于减少灾害风险的资金微不足

道。2005年至2017年，用于减少灾害风险的资金

为52亿美元，占人道主义融资总额的3.8%——在

每100美元中尚不足4美元。

目标G——多灾种早期预警系统实践的初步报告提示

了在分析（数据收集和风险评估）和随后的行动

（响应）方面需要吸取的经验教训以及需要提升

效率的地方。

需要做出更大的努力，不仅仅只分析直接损失和破

坏，要更全面地了解灾害的影响。之前的GAR已经指

出，应该更加强调在损失分析中披露收入或资产损失

的比例。要做到这一点，我们需要重新审视2015年后

协议各项目的和目标的衡量指标，并且针对最脆弱人

群所遭受灾害影响的维度建立衡量标准。值得注意的

是，这方面应该进一步深入开展分布分析，从采用区

域、国家和次国家数据转向采用家庭层面的数据。我

们必须立即采取行动，更详细地了解冲击是如何以系

统的方式来影响人们的生活。然后，我们必须支持国

家设计相关的解决方案并且影响人们的行为，从而防

止风险的产生和扩大，以及从灾害中恢复。

不让一个人掉队

正如风险具有系统性，相互关联一样，脆弱性也是如

此。在一个人的整个生命周期中，风险、影响和应对

能力是在不断发展变化的。脆弱性可能会出现，变

化，加剧，长期持续存在，而且脆弱性可能会代际传

递，扩大不平等。

尽管灾害会扩大现有的社会不平等，进一步加重脆弱

群体的不利地位，但脆弱性并非仅仅是贫困一种因素

的作用结果。并不是所有人都有同样的机会做出积极

的选择。地理位置、年龄、性别、收入、残疾状况以

及是否获得社会保障计划和安全网络都会极大地影响

人们在预测、预防和减少风险方面的选择。脆弱性会

不断累积和级联，因此迫切需要采取干预措施，来保

护那些脆弱性状况使其更容易受到灾害影响的群体。

对多维度脆弱性的衡量仍然不成熟，需要系统的努力

和持续的资金投入来进行分类数据收集。但是，使用

量化标记、替代指标和推算数据都是一系列有待进一

步阐述的问题。这些可以支持对社会脆弱性形成更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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贯、更准确的理解，从而帮助开展更好的响应行动和

覆盖落后群体。如果将多个组织的评估汇总在一起，

那么就可以为综合性风险减少战略和计划实现协调的

数据收集和数据交流。

数据的生成和收集工作必须以人为本，这样收集的信

息才具有情景性，才能改善我们对人们如何经历风险

和损失的理解，从而制定出相关的有效解决方案。风

险信息必须整合到发展指标内，并且为确定规划、预

算和行动的顺序提供信息支持。

设计有效的干预措施需要我们了解具体的情境信

息——了解生活环境如何影响个人保持健康、接受教

育、获取基础服务、过上体面的生活，以及最终在遭

到冲击后“重建得更好”的可能性。这需要更加公

平、包容、平等、健全的社会经济管理，而且需要以

对脆弱性的系统性、多维度理解为基础。衡量个人所

经历的灾害影响状况需要考虑社区之间以及同一家庭

内成员之间的资源共享方式。

促进平等

有限的少数国家分享了社会经济发展、经济一体化和

贸易的多数好处，而其他国家的政策空间有限，难以

通过磋商达成与他们需求相称的条款。越来越多的

证据表明，各国之间以及各国内部都没有平等地分享

经济一体化所带来的好处。不可持续的增长模式掩

盖了不同部门系统性风险的累积。一旦这些风险变

为现实，将严重干扰经济活动，对可持续发展造成

长期损害。

这要求我们从根本上重新设计全球融资和国际发展合

作系统，根据很多国家所面临的与其环境和经济风险

不成比例的暴露，纳入与其相称的情境驱动型解决方

案。正因为认识到了这一挑战，《仙台框架》目标F

呼吁大幅加强与发展中国家的国际合作，以便这些国

家拥有可以采取有效政策的空间，从而加强用于实现

风险知情可持续发展的国内公共财政。

国际社会要求建立一个更公平的、可持续的、平等

的世界，则必须具体化混合型和创新型融资方法，

采用能促进增长的税收政策，采用管理良好的国内资

源调动方法，这样才能应对这些具有级联性和关联

性的风险。

国家和地方的有利环境

《仙台框架》实施的主要责任由会员国承担。旨在减

少风险、实现可持续发展和应对气候变化的更广泛的

国家法律、政策和制度框架，对各国制定和实施有关

减灾、发展和适应气候变化的国家和地方战略和计划

的能力具有重大的影响。这些框架对让所有利益相关

方参与进来并为他们赋权至关重要，对建立两性平等

的基础至关重要，对将遭受灾害影响时更容易暴露和

更脆弱群体纳入进来至关重要。

立法、政策和体制结构和流程要囊括妇女和女童、残

疾人士、老年人以及不同民族、宗教背景的人士的观

点和经验，还要包括儿童保护措施，这样才能在国家

和地方层面上开展更公平、更有效的风险减少措施。

可以将这些支持框架理解为国家和地方减灾、发展和

适应气候变化计划以及新兴的综合减灾方法的核心组

成部分。协调一致的国家和地方计划是会员国能够最

好地践行《仙台框架》、《2030年议程》、《巴黎协

定》、《亚的斯亚贝巴行动议程》（AAAA）和《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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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议程》（NUA）联合承诺以及与特定地区、部门

或主题有关的其他协议承诺的好方法。这些承诺的多

维性质以及更重要的是它们所应对的潜在风险都要求

我们采用基于系统的方法来评估需求，并针对如何最

有效地利用现有资源做出国家和地方决定。

因此，鼓励各国政府和国家利益相关方在私营部门和

民间团体的支持下审查这些框架，以确定相关的促进

因素和机会以及识别实现综合风险治理的障碍。这些

可能表现为立法授权、体制结构、能力、资源、社会

平等/脆弱性、性别角色以及人们对风险的认识和习

惯性应对方法等形式。

风险减少流程与缓解、适应气候变化和降低脆弱性有

着多重联系，但是很少有减灾计划将这些关联性考虑

在内。鉴于气候变化效应对人类产生的巨大威胁，我

们必须采取更加综合的方法来适应并减少各种风险，

包括气候变化带来的风险，来自自然灾害和人为灾害

的较短期风险，以及与生物、技术和环境相关的灾害

和风险，同时努力通过发展来防止产生新的风险。未

能将气候变化情景纳入评估和风险减少规划将在我们

所做的各种努力中产生固有的重复性浪费。

虽然区域合作机制可以为具有类似风险概况和区域问

题的国家开展知识共享和能力建设提供关键的支持，

但是必须更积极地促进区域风险评估、风险信息系统

和国家能力建设等方面的工作。

通过在所有规模的政策和投资设计中纳入系统性风

险和系统性机会，将更好地理解《2015年后联合协

议》中展望的社会和自然系统的再生潜力，并将加快

进展。然而，很少有国家在减灾、气候变化适应和发

展规划之间实行集中的协调机制，更不用说建立需要

了解和处理系统性风险的跨学科、综合和多部门的评

估、规划和决策结构。

在努力实现E目标，以及根据《仙台框架》的要求建

立或调整国家和地方减灾战略时，各国采用了各种不

同的方法。这些方法包括：独立的计划和战略、全面

纳入可持续发展计划、综合的减灾和气候变化适应战

略、城市减灾战略或复杂环境下的减灾战略。这份

GAR是在衡量《仙台框架》的全球目标和灾害相关可

持续发展目标的指标通过不久后发布的，因此尚没有

足够的信息来确定这些措施是否正在影响结果，尤其

在产生新风险方面。

城市地区存在的动态的、相互关联的和多维度的风险

要求我们采取系统性办法，来设法了解各种相互作用

的系统的性质，并根据具体情况采取治理措施。脆弱

和复杂的情境（特别是存在大量国内和跨境移民的情

境下）为地方和国家减灾和综合风险治理带来了一系

列特定的挑战。由于风险情境不断变化，国家和地方

层面的流程需要具有灵活性和敏捷性，这样才能应对

正在出现的新风险。

应对气候变化的紧迫性

气候变化是灾害损失和发展失败的主要驱动因素。气

候变化会放大风险。几十年前有关气候变化的预测已

经成为现实，而且比我们预期的要早得多。2018年政

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IPCC）《全球变暖升温

1.5℃特别报告》给我们的风险减少工作带来了新的

紧迫感。《巴黎协定》努力寻求将气温升幅限制在工

业化前水平以上1.5℃之内，但是此升幅限制将在21

世纪30年代末至21世纪40年代初被突破。更糟的是，

根据IPCC估计，如果各国的努力仅限在《巴黎协

定》中所做的承诺（国家自定贡献），那么到本世纪

末，我们将看到2.9℃–3.4℃的全球变暖升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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致灾因子强度和频率的非线性变化已经成为现实。气

候变化会影响风险的强度和广度，从而产生更强大的

风暴，加剧沿海洪水，带来更高的气温和更长期的干

旱。与气候相关的紧急风险将改变我们目前的大部分

风险衡量指标。死亡、损失和破坏的增长都将超过已

经非常不足的风险缓解、应对和转移机制的能力。

如果突破1.5℃的阈值，随着生态系统服务的崩溃，

实现适应的可能性将下降。由于无法支持目前的经济

活动和人口，可能会引发前所未有的大规模移徙，使

人们从干旱和半干旱地区移到海拔较低的沿海地区，

从而进一步增加风险。

紧迫性显而易见；在实现改变的速度和规模上，我们

需要怀有更大的雄心壮志。如果我们要继续保持在

1.5℃的阈值之下，那么国家适应行动计划和减灾计

划中提出的降低脆弱性措施必须与能源、工业、土

地、生态和城市系统同时开展的系统性变革紧密关

联在一起。

在地方、国家和区域层面上制定的减灾计划以及为

其提供支持的评估都必须整合近期气候变化情景，

并针对IPCC提出的变革性适应详细阐述相关的有利

条件。

承担选择的结果

虽然国家是责任主体，但预防和减少风险人人有责。

风险最终是我们所有人（不管是个人还是集体）所做

出决定的结果。

不采取行动应对个人、组织和社会的系统性风险，

产生的后果正在越来越明显。即使远在地球的另一

侧，放任风险增长也会显而易见地影响到我们（例

如，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虽然政府有责任激励

和领导风险减少工作，但作为个人，我们必须承担我

们的决策、作为或不作为以及我们创造和传播风险的

后果。这意味着我们要对自身的行为做出根本改变。

鉴于IPCC报告所带来的紧迫感，我们必须动员起来

共同确定解决方案。我们必须审视我们自己的决定和

选择，包括我们的所作所为以及我们的不作为，来确

定我们如何影响风险的增减情况。我们必须诚实地审

视我们与行为和选择的关系，以及这种关系如何转换

到对产生风险和减少风险应承担的个人和集体责任。

必须将这种认知转化为行动，例如，通过重新审视我

们生产和消费的方式和内容。

更广泛地来说，在相关的地理空间尺度上和时间尺度

上，我们必须提供有利于做出良好决策的情景和选

项，并提供相关的数据和信息，来支持人们更好地了

解他们自身风险的性质以及如何应对这些风险。

我们需要在应对系统性挑战上怀着雄心壮志和广泛合

作的精神，同时还需要秉承与挑战规模相匹配的无私

人文情怀。人类能够（或者应该）做出决定，在更高

层次的行动和互动规则上更改深植的价值观。否则，

社会可能会继续创造财富，但代价是生态生命支持功

能的下降，并形成一个正螺旋上升的反馈回路，产生

具有级联效应的系统性风险，导致总体经济、生态和

社会体系越来越容易崩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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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一个全球紧迫性升高的时刻；我们正快速接近无

法缓解或修复的级联性系统风险影响的临界点。这需

要各国政府、私营部门、城市、社区和个人加倍努

力，拿出政治决心，并进行持续的资金投入，从而在

更好地了解系统风险的基础上构建解决方案。

我们必须从短视的、各自为政的规划和实施方法转变

为采用跨学科的协作方法，来打造恢复力，实现相关

资源的再生，同时避免负面的后果。我们必须应用我

们的知识，并且承认我们知识上的空白，同时优先采

取各种方法来了解我们尚不知道的信息。我们必须像

变化本身一样灵活，这样才能在变化中生存。

最重要的是，我们不能让惰性和短视妨碍我们的行

动。我们所面临的威胁规模巨大，我们必须怀着更大

的雄心紧迫地采取行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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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上没有所谓的自然灾害，
只有自然致灾因子

我们做出选择，
比如我们居住在哪里、
我们的建造方式，

以及我们开展什么研究

风险是致灾因子、暴露和
脆弱性的组合

死亡、损失和破坏是致灾
因子、暴露和脆弱性共同

作用的结果

GAR19 -  
导言

风险与致灾因子、暴露和脆弱性情境

《2015–2030年仙台减少灾害风险框架》（简称

《仙台框架》）强调，减少风险，人人有责——明

确指出需要全社会和所有国家机构参与减灾。之前

的《全球评估报告》（下文简称GAR）提出了一个现

在已被接受的观点，即管理风险不能只是像消防员、

急救人员和民防部门那样管理现实风险的后果。必须

因此，我们所有人都有责任理解风险的本质——死

亡、损失或破坏（定义灾害造成的影响即为灾害）是

致灾因子、脆弱性和暴露共同作用的结果。《仙台框

从更广泛的角度来理解风险——从情境和时间的角

度。之前的GAR还强调，风险不能简单地理解为致灾

因子的函数，而且灾害不仅仅是自然本身产生的，而

是自然事件和人类活动相互作用的产物。当人们遭受

痛苦，当我们关心的事物遭受破坏或损失，我们就把

这些事件定义为灾害。

架》敦促我们通过避免做出会产生风险的决策，同时

通过减少现有风险和提升恢复力来减少风险。

（来源：UNDRR 20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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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仙台框架》将这些信息转换成可以在现实世界中使

用的信息：

《仙台框架》告诉我们，风险的格局已经发生了变

化，而且情况很复杂，我们可能迟迟没有意识到这一

点，我们还有很多工作要做以便迎头赶上。《仙台框

架》呼吁所有利益相关方参与进来，呼吁将有关气候

变化、发展和风险融资的政策整合起来，同时指出，

风险和灾害是以不同的尺度、在不同的时期运作的一

系列复杂人类系统的一部分。如果不能管理这些系

统，将导致世界上多数人的发展成果付诸东流，并导

致我们全球社会的运行处于危险之中。

这份GAR旨在更好地理解风险的系统性，了解我们如

何识别、测量和模拟风险，同时给出了如何加强科

学、社会和政治合作的战略，从而实现系统化风险治

理。其中强调了一个观点，即如果我们要减少风险，

就必须降低脆弱性，构建恢复力。这份报告根据仙台

框架监测工具（SFM）中的正式报告，审视各个国

家以及区域和国际组织一直以来的工作情况。这份报

告还介绍了各国在制定国家和地方计划方面的实践，

从而加强减少风险的能力，将减少灾害风险（DRR）

与发展规划和适应气候变化（CCA）结合起来，同

时还特别关注了在迅速增长的城市和脆弱/复杂情境

下的风险。

这份GAR展现了我们急需采取行动和树立雄心壮志的

紧迫性，而且当前气候科学状况进一步加强了这一紧

迫性。我们可以预计致灾因子强度和频率将呈现非线

性变化。我们知道，人类活动受影响的许多方面目前

还无法预测，但我们正在迅速接近一个临界点，即如

果越过这个临界点，我们可能再也无法缓解或修复全

球系统中级联性系统风险的影响。在推动基于系统的

思维和方法指引方面，本GAR进一步呼吁采取紧急行

动，围绕土地、生态系统、能源、工业和城市系统开

展系统性变革和相关的社会和经济转型。

• 减少风险，人人有责：“尽管国家和联邦政府的

支持、指导和协调作用至关重要，但是在减少

灾害风险方面，有必要向地方当局和地方社区

赋权，包括酌情提供资源、激励机制和决策职

责。”（第19f节） 

• 灾害不是自然产生的：“当前框架适用于小规模

和大规模，频发和罕见，突发和渐发的由自然、

人为致灾因子引起的灾害风险，以及相关的环

境、技术和生物致灾因子和风险。其目的是指导

在所有级别以及所有部门内部和跨部门的发展中

对灾害风险实施多灾种管理。”（第15节）

• 风险是我们所做出决定以及我们消费方式的结

果，这些行为塑造了我们周围的世界：“商业、

专业协会和私营部门金融机构，包括金融监管机

构和会计机构⋯⋯要通过灾害风险知情投资，将

包括业务连续性在内的灾害风险管理纳入业务模

式和实践方法。”（第36c节）

• 理解和管理风险人人有责，而且对所有2015年后

议程取得成功都不可或缺：“减少灾害风险需要

全社会的参与和合作”和“民间团体、志愿者、

有组织的志愿工作组织和社区组织通过与公共机

构合作参与进来⋯⋯倡导打造韧性社区，采用具

有包容性的全社会灾害风险管理方法，加强各群

体之间的协同作用。”（第19d节和第36a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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场景设置

导言，第1章：一路走来，本章介绍了几十年来如何

几经转变最终通过《仙台框架》的背景信息。其中追

溯了我们是如何从管理灾害和寻求将减少灾害风险主

流化的理念，发展到一种管理社会、经济和环境活动

中所蕴含的更广泛风险的方法，并最终达成共同的全

球政策承诺。《仙台框架》的意义在于，在对风险及

其驱动因素拥有更深刻理解的基础上，朝着具备韧性

和可持续性甚至可再生的社会过渡。

第1章还介绍了作为2015年和2016年通过的一系列

旨在为全球人民和社会创造更美好未来的重要国际协

议之一——《仙台框架》的更广泛背景。包括：

这些都是《仙台框架》在所有层面上实施综合风险治

理理念的参考点。

本GAR的实质内容从第2章开始：系统性风险、《仙

台框架》和《2030年议程》，本章研究了系统性风

险的本质以及《仙台框架》所采用的基于系统的方

法。从单一灾害风险的观点转向对灾害风险的整体理

解，将灾害风险视为一个会随着时间变化的动态三

维拓扑结构，这具有深远的意义。本章介绍并阐述

了系统性风险的概念。本章深入这个领域，探索我

们需要了解什么，以及如何改变我们思维、学习和

行为方式。

本章从系统性风险的概念出发，讨论了当前的方法如

何测量和模拟灾害风险的整体表现。本章描述了不同

类型的会随着时态模式变化的系统性风险、信息反馈

在系统中的运作方式，以及如何使用衡量标准来查看

相关系统状况的方法。然后，还讨论了系统性风险的

治理问题，以及如何才能改变我们对风险和行为的思

维方式。其中考察了理论组合、人类的独创性和各种

技术的使用，这些都有可能帮助减少系统中的风险，

还探讨了社会、经济、政治和生态维度的动态相互作

用的复杂性质。

第2章还讨论了集体智慧的话题，即数据会因情境的

作用而发生变化的问题，同时还指出我们必须开展协

作，增进我们对系统性风险的理解。本章介绍了全球

风险评估框架，这是一项由专家呼吁、设计和制定并

得到了联合国减少灾害风险办公室支持的开放式协作

倡议。此框架旨在帮助世界应对风险评估的复杂性、

不确定性和低效性，同时为不同层面的决策者提供增

强型风险信息和可操作的深入见解、工具和论证，这

些见解、工具和论证不仅具有开放性、包容性，而且

还认识到风险的系统性。

• 《改变我们的世界：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

（《2030年议程》），为人类、地球和繁荣提

供了一项行动计划，设想建立一个没有贫困、

饥饿、疾病和匮乏的世界，让所有生命都能繁

荣兴盛

• 《巴黎气候变化协定》，在气候变化中为实现可

持续的、低碳的、具有恢复力的发展奠定基础

• 《亚的斯亚贝巴行动议程》，概述了各种在财政

上可持续的、适合国家具体情况的措施，来根据

公共目标，调整资金用途，减少包容性增长的结

构性风险

• 《新城市议程》，提出了一种促进公平、福祉和

繁荣的城市发展新模式 

• 《人类议程》，致力于解决与冲突有关的风险驱

动因素，并寻求通过投资于能提升当地能力的人

道主义响应措施来降低未来的脆弱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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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仙台框架》拓宽了 
世界风险观

第I部分重点介绍了风险科学的不断发展的情况。致

灾因子之间以越来越复杂的方式相互作用，我们对此

的理解也在不断拓展。脆弱性可以拥有很多个维度。

计算病毒暴露度与计算滑坡暴露度是不同的。因此，

在这份GAR中对风险的描述不再像之前那么简练。风

险是复杂混乱的。

计算一个国家所面临的风险是一项非常复杂的任务，

依赖于众多复杂的方程和众多数据集的输入。这样可

以产生一系列简练的指标和图表：多灾种年平均损

失、可能的最大损失，以及混合损失超越曲线。所有

这些都是令人印象深刻的科学方法，可以告诉社区如

何减少风险。然而，实际上他们并没有这么做。

这样的度量标准可能是针对多灾种的，但是它们依赖

于致灾因子概率可度量性。有些致灾因子可以使用这

种方法来衡量，但对于其他的致灾因子就比较难以衡

量了。人们已经很好地了解了地震风险的重现期，但

是洪灾更为复杂，因为存在更多的洪灾驱动因素（沿

海和河流洪水、人类基础设施和定居点等）。旱灾和

病虫害也比较难以衡量。当致灾因子不再只是自然致

灾因子，而是包括工业事故、流行病或农作物枯萎病

时，这些简练的计算方法就站不住脚了。

度量标准通常依赖于对建成环境的暴露度和脆弱性的

衡量。这是灾害成本和风险性质的一个重要部分，但

没有考虑到人的生命损失、受影响的健康和生计，或

致灾因子对脆弱群体的更大影响。

在认识到不确定性的前提下，第3章：风险，深入研

究了我们目前对一系列致灾因子的监测和建模方法，包

括海啸、滑坡、洪水和火灾。人们对其他致灾因子则不

那么熟悉，因为它们不是《兵库行动框架》的一部分。

然而，这些致灾因子是《仙台框架》的一部分，包括：

生物、核/辐射、化学/工业、NATECH（自然灾害诱发

事故灾难）和环境灾害。第3章重点介绍了我们对这些

致灾因子如何与暴露和脆弱性相互作用的理解。

第4章：变革的机遇和推动因素指出技术、政策、监

管和科学背景已经发生了变化，可以支持采用新的分

析、新的理解和新的风险沟通方式。本章还告诉我

们，灾害风险科学有了新的合作伙伴。自从《仙台框

架》通过以来，成千上万的人意识到他们在减少风险

方面可以贡献一份力量。流行病学专家、核安全专

家、气候研究人员、公用事业公司、金融监管机构、

分区官员和农民都可以在《仙台框架》中找到自己的

角色。对保护生命、财产和环境感兴趣的人们正在把

他们的知识和能力相互关联起来。

然而，新的机遇也带来了新的挑战。第5章：变革的

挑战概述了我们碰到的一些问题，例如，改变我们

的思维定式、政治因素，以及技术和资源方面的挑

战。为了取得成功，改善数据科学、风险评估和风险

建模的技术推动因素取决于人们与其他学科开展合作

（跨文化、跨语言、跨政治边界）的意愿，以及为将

要开展的紧迫的新工作制定适当的监管环境的意愿。

第6章：旱灾特别章节将所有这些主题联系在一起。

旱灾风险涉及气象、气候变化、农业、权力政治、粮

食安全、大宗商品市场、土壤科学、水文、水力学等

要素。旱灾具有高度破坏性，由于气候变化，预计在

世界许多地区旱灾将变得更加频繁、更加严重。本

章为2020年GAR旱灾特别报告奠定了基础，但在本

GAR中，这还是一个有关复杂的系统性风险的详细例

子，只有通过系统性响应才能减少和管理这些风险。

（第I部分，第3–6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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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仙台框架》的实施与 
灾害风险知情可持续发展 

联合国大会通过了有关制定减灾相关指标和术语的

不限成员名额的政府间工作组2017年的建议，成立

此工作组就是为了制定监测《仙台框架》实施情况的

指标。因此，会员国的报告周期很短。相应的，推断

目标进展趋势的可用数据非常有限，而且尚不能提供

统计置信度。然而，我们可以有信心地观察到灾害影

响的程度、地理和社会经济分布情况的某些模式，并

从中提炼出各国从何处入手以及如何设法减少灾害风

险的若干出发点。此外，我们还注意到，由于观察期

间仍然太短，尚无法在全球范围内得出明确的结论。

第II部分介绍了全球灾害风险的格局，重点强调了

《仙台框架》和《2030年议程》的全球目标。这部

分总结了迄今为止的经验，对国家报告中的特定国家

证据进行了比较分析，包括推出新的《仙台框架》监

测工具（SFM）。

第7章：《2030年议程》中的减少风险确定了《仙

台框架》和《2030年议程》灾害相关可持续发展目

标（SDG）的目标和统一指标，而且现在已经建立了

会员国统一的共同报告方法。2015年以来，已经开

展了大量工作来实施《仙台框架》，而且得到越来越

多利益相关方的支持，涉及不同的地域、行业和规

模。本章最后讨论了有效监测所需的数据类型，并且

认识到目前数据和知识方面的差距限制了政府就减少

风险采取行动并与公众进行有效沟通的能力。

第8章：实现《仙台框架》全球目标的进展提供了现

有的最新数据——包括自2018年3月1日SFM开始启

用以来96个国家提供的数据，并推断出有关全球灾

害风险状况的早期经验教训。自2015年以来，人们

越来越意识到需要更好的数据。SFM为简化有关灾

害损失的可互操作数据提供了一次难得的机会。本章

指出，很多国家灾害损失数据库的建立可能使用不同

的方法，这导致向SFM系统以可对比的方式报告数

据对很多国家来说仍然是一项挑战，而不仅仅是发

展中国家。

第8章还回顾了SFM对报告相关可持续发展目标的贡

献，强调了对各项全球框架进行综合报告的交叉益

处。第II部分认识到我们需要更加努力来优化这些互

动，从而实现不同框架的互惠互利，同时给出了一些

深入见解，来帮助获得更好的机会，以促进在不同的

可持续发展目标间进行交叉报告。

第9章：审查会员国《仙台框架》的实施工作着眼于

报告最初几年所取得的成功和面临的挑战，包括在数

据、统计和监测能力方面的成功和挑战，并提出进一

步的改进建议。本章还重点介绍了能力建设、监测和

报告方面的最佳实践，并讨论了广泛的国家机构和非

国家行动者的参与情况。

（第II部分，第7–9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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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造管理风险的国家和 
地方条件 

《仙台框架》呼吁政府通过和实施符合《仙台框架》

基本要素要求，并与其目标和原则（目标E）相一致

的国家和地方减灾战略和计划。

实现目标E是各国政府实现以下目标的基础步骤：

（a）到2030年实现《仙台框架》的最终目标；

（b）进一步开展风险治理，采用基于系统的方法，

将《仙台框架》中扩宽的风险范畴纳入《2030年议

程》实施情境。这需要不同部门和各级政府协调统

一，需要民间团体和私营部门参与进来，同时考虑不

同的时间框架来处理当前和正在出现的风险。正因为

如此，会员国一致同意应该在2020年之前实现目标

E。国家和地方减灾战略和计划是更广泛地实施《仙

台框架》和风险知情可持续发展的必要基础。

第III部分讨论了对会员国制定和有效实施国家和地方

计划和战略的有利环境，包括围绕《仙台框架》和上

述其他2015年后议程的技术支持系统和可用资源。

第10章：综合减灾的区域支持和国家有利环境讨论

了有利环境的各个重要方面，包括会员国通过他们的

区域组织和协定获得的相互支持和资源。这些支持

和资源可以是正式的政府间机制或创新型多利益相关

方合作伙伴关系，也可以包括会员国内部在国家和地

方各级制定的法律、政策、机构和融资的治理框架。

接下来，第III部分介绍了有关国家和地方实践的实

证，通过定性分析来扩展第II部分报告的《仙台框

架》监测数据。第11–13章研究和分析了在根据《仙

台框架》制定国家和地方减灾战略和计划方面、在

将减灾纳入发展规划方面，以及在将减灾与国家气候

适应战略和计划相结合方面的当前实践。以《仙台框

架》目标E为出发点，这些章节旨在展现当制定和实

施这些类型的政府政策时，使用基于系统的方法在国

家和地方层面上来减少风险时所面临的挑战、良好实

践方法和经验教训。

第11章：国家和地方减灾战略和计划指出，尽管世

界各地存在很多良好实践的例子（案例研究重点介绍

了一些国家如何克服资源和能力挑战），但是会员国

不能假定在《仙台框架》拓宽的致灾因子和风险范畴

下，现有安排仍然能实现其目标。同样，第12章：

将减少灾害风险纳入发展规划和预算探讨了各项挑

战，并收集了良好实践的例子，特别是要把握在更新

国家社会经济发展计划期间所产生的机会。第13章：

整合减少灾害风险与国家气候适应战略和计划介绍

了减灾和气候变化适应计划的融合程度，包括《联合

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和《巴黎协定》的正式报告

背景情况，以及国际资助的气候变化适应项目的相关

情况。根据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2018年报告

所述，如果气温升幅超过工业化前水平以上1.5℃，

全球变暖就会对人类的生存构成威胁，本章对此进

行了讨论。

第III部分包含有关风险环境的两章内容，之所以关注

这些方面是因为其复杂性而且具有产生风险的潜力，

包括级联风险和复合风险。快速增长的城市环境以及

脆弱或复杂的形势可能产生新的风险，并复合叠加

因自然致灾因子、武装冲突、贫困、营养不良和疾病

暴发所导致的各种风险，从而增加受影响人口的脆弱

性，并降低他们的应对能力。这些都例证了在风险治

理中采用基于系统的方法的必要性，包括在政府政策

中应对社会经济脆弱性，以及让非国家行动者参与广

泛的风险治理。

（第III部分，第10–15章） 

xvii



第14章：城市地区的地方减灾战略和计划讨论的是

城市环境。城市在全球各地的发展中国家正在迅速发

展，为很多地方政府带来了挑战。如果随着城市环境

的发展，非正规住区增加，还会进一步加剧这些挑

战。第15章：脆弱和复杂风险情境下的减灾战略应

结论、建议和支持材料
2019年GAR的主要结论和建议汇总在上面的执行摘要以及随附的文件GAR19精华版内。这些文件的内容源自

每一章和每一部分提出的结论和建议。

与之前的GAR一样，本报告以专家和能力机构的广泛研究、知识和专业知识为基础和依据。本GAR延续了支持

和介绍更多创新型研究和证据的传统，来支持我们加深对灾害风险的产生和传播以及灾害风险管理的有利条件

和障碍的理解。

GAR19引入了一个产生委托研究成果的更正式流程。在线版块“GAR19贡献论文”展示了从征集的论文中精

选的论文研究成果，这些研究成功通过了外部学术同行评审。还可在线上参考文献中获取其他材料。

可以通过GAR19网站（www.gar.unisdr.org/2019）在线访问和下载这份《全球评估报告》以及为研制这份报

告提供信息的支持性材料和数据。通过此网站，读者可以交互式地探究这份报告。

对的是在脆弱或复杂情况下减少灾害风险的关键方

面——比如在因武装冲突和饥荒导致人口流动的情况

下，决策者需要考虑已知的威胁，还需要考虑那些难

以预见的、新出现的新风险来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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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章： 
发展历程

1.1 

图1.1：减少风险——穿越时间和空间的旅程

（来源：UNDRR 2019） 1  （联合国大会2015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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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次联合国世界减灾大会（WCDR）通过《2015–2030年仙台减少灾害风险框架》（《仙台框架》）1以及

随后于2015年6月获得联合国大会决议（第A/RES/69/283号决议）的认可标志着这一正式开始于20世纪70年

代的进程达到高潮。

减少灾害风险全球政策议程的演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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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纪70年代

已经观察到自然灾害的实际和潜在后果正变得非常严

重，而且已经达到很大的规模，所以重视灾前的规划

和预防更为迫在眉睫，联合国救灾署于1979年7月召

开了一个国际专家小组会议，回顾了过去六年所制定

的风险和脆弱性分析方法的工作价值。

20世纪80年代 

这些工作为十年后从1990年1月1日开始实施的《国

际减少自然灾害十年国际行动框架》（IDNDR）2奠

定了基础。3 

20世纪90年代 

在联合国日内瓦办事处设立的一个秘书处的支持

下， IDNDR致力于通过协调一致的国际行动来减

少“自然灾害”造成的生命损失、财产损失以及社

会和经济破坏，特别是在发展中国家。得益于大力强

调有效地利用现有的科学和技术知识，IDNDR成功地

提高了公众的认识，特别是政府的认识，使他们摆脱

宿命论，努力减少灾害的损失和影响。IDNDR的一个

关键时刻是（1994年）世界减灾大会通过了《建立

更安全世界的横滨战略：自然灾害预防、备灾和减灾

指南及其行动计划》（《横滨战略》）4。

1994年

《横滨战略》标志着考虑减灾有关事务时的政治和分

析背景开始发生重大转变。虽然IDNDR在很大程度上

受到科学和技术方法的影响，但是《横滨战略》却高

度重视灾害风险分析中的社会经济脆弱性，强调人类

行动在减少社会面临自然灾害时脆弱性的关键作用。

21世纪00年代

会员国在IDNDR结束时已经被动员了起来，于是在

1999年决定采用“国际减灾战略”（ISDR）作为

IDNDR的后续战略。5此战略旨在：（a）支持社区打

造应对自然危害以及相关技术和环境灾害影响的恢复

力，从而减少造成现代社会中社会和经济脆弱性的复

合风险，和（b）通过将风险防范战略纳入可持续发

展活动，从而从提供灾害保护转向管理风险。

在《横滨战略》所涵盖时期结束的时候，2004年和

2005年，联合国国际减灾战略秘书处对《建立更安

全世界的横滨战略》进行了一次回顾。《横滨审查报

告》发现有证据表明，官方和公众对灾害对社会经

济、社会和政治结构的影响有了更大的了解，并指

出“需要对切实实践做出更大的承诺”。此外，还指

出了五个主要领域的挑战和差距：治理；风险识别、

评估、监测和预警；知识管理与教育；减少潜在风险

因素；做好有效响应和恢复的准备。

2005–2015年 

《横滨审查报告》于2005年1月提交至在日本神户

举行的第二次世界减灾大会（WCDR）。它为制定

《2005–15年兵库行动框架：构建国家和社区的恢

复力》（HFA）奠定了基础。在WCDR之后通过并实

施的HFA，标志着通过制定区域战略、计划和政策，

通过创建全球和区域减少灾害风险（DRR）平台，通

过“联合国减灾抗灾行动计划”，来促进国家和地方

减少灾害风险，加强国际合作的里程碑。

会员国通过了一系列原则，来支持HFA的实施，包

括：各国与受权的相关国家和地方当局、部门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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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益相关方共同承担预防和减少灾害风险的主要责

任；采用具有包容性的全社会参与的方法；协调各

部门内部和跨部门以及与所有层级有关利益相关方

的关系；采用多灾种方法，开展具有包容性的、基

于证据的风险知情决策；通过灾害风险知情有关的

公共和私人投资来应对潜在的风险因素；加强国际

合作；以发展中国家为重点。

HFA为促进管理国家在增长和发展中的潜在风险提供

了详细的指导和政策空间——这些都是灾害风险管理

（DRM）界在工作中大多存在不足的地方。而且，

在很多国家制定政策、立法和规划框架方面，HFA为

从灾害管理向风险管理的转变奠定了基础，这些转变

最终被载入了后来的《仙台框架》。除此之外，HFA

还见证了，与单一灾害管理方法相比人们对采用多灾

种风险减少方法愈发重视，尽管存在与政治和经济优

先事项的竞争，而且在众多部门和层级上以及随后在

将风险信息应用于决策的过程中还存在能力、技术和

资金资源的限制。

在HFA优先行动事项4（减少潜在风险因素）方面取

得的进展最少。总的来说，体制、立法和政策框架并

没有充分地促进将灾害风险考量因素纳入公共和私人

投资、环境和自然资源管理、各个社会经济部门的发

展实践、土地利用规划和地域发展之中。

政策、金融工具和各部门机构之间缺乏协调统一和

一致性，也是一种风险驱动因素。很少有国家通过

问责、责任和执行框架，也很少有国家采取适当的

政治、法律和财政激励措施，来积极地寻求减少和

预防风险。

此外，很少有国家全盘应对他们所面临的往往相互交

织的风险，在进行卫生、农业和粮食安全、教育、基

础设施、旅游和水资源等关键部门的投资时忽略了灾

害风险。激励性的措施需要加强，包括在经济评估、

竞争力战略和投资决策中纳入减少灾害风险的成本和

收益，以及在债务评级、风险分析和增长预测或在全

球金融结构中对风险进行的不准确定价。

因此，高收入国家和低收入国家的灾害暴露的增加速

度高于脆弱性的下降速度，新风险的产生速度高于现

有风险的减少速度。住房、企业、基础设施、学校、

卫生设施和其他资产的损失和损坏不断增加，在许多

情况下还会导致政府的或有负债和主权风险增加。

研究还发现，在城市发展规划和管理不善、环境退

化、贫困和不平等、风险治理薄弱的助推下，频繁

的、广泛的低严重性灾害日益影响社会中的较脆弱因

素，从而对实现社会发展目标构成挑战。因为风险的

诱因和影响会跨地理区域和收入阶层进行传播，会在

当前和未来几代人之间传播，会在社会和经济部门之

间传播。所以HFA帮助将灾害风险确定为全球和区域

治理、国家安全和保障一个关键问题，同时灾害风险

还是实现可持续发展的一种威胁。

2 （联合国大会 1987）
3 （联合国大会 1989）

4 （联合国大会 1989）
5 （联合国大会 2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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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HFA实施结束时，会员国认识到这些努力并没有减

少物质损失和经济影响。他们得出结论，国家和国际

关注的焦点必须从保护社会和经济发展对抗已感知的

外部冲击，转向改变增长和发展模式，以全面的方式

来管理风险，采用能促进可持续经济增长、社会福利

和健康环境的方法，增强恢复力和稳定性。

这一结论为制定《仙台框架》奠定了基础，也促使在

之后的工作中更加强调应对潜在的风险驱动因素，防

止新风险的产生，减少现有的风险存量，增强国家和

社区的恢复力。

1.2 

《仙台框架》与追求风险

知情的可持续发展

在第三次世界减灾大会上就《仙台框架》进行磋商

后不久，2015年4月25日，尼泊尔发生了强烈的廓尔

喀地震。在经历了初震、多次余震和17天后的另一

场地震的破坏后，8,891人丧生，22,303人受重伤，

数百万人无家可归。尼泊尔不得不承担估计高达70

亿美元6的损失，这是它无法承受的损失。使人震惊

的同时，这场灾害提醒我们，如果听任致灾因子、暴

露和脆弱性情况不断演变，而且不充分重视其所累积

的必然风险，就将会遭受更大的损失。它再次展示

了不同部门、不同地域和不同规模的决策如何内在

地交织在一起，而这些决策对发展过程来说都是内

在产生的。

风险具有社会性集体累积的特点，而且随着时间的推

移会对个人、家庭、社区、城市、国家、经济或生态

系统产生影响，我们要加强对这些特点和影响的理解

和管理，这就是会员国在2015年6月联合国大会上通

过的《仙台框架》愿望和目标的核心。这些原则体现

了个人、政府、社区、私营部门、投资者、媒体和民

间团队在有效预防和减少灾害风险上的集体责任。它

们体现了我们更强烈地要求建立保护人口和生态系统

的问责机制，同时采用风险知情方法来更好地管理当

前和新兴风险。

与《改变我们的世界：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

（《2030年议程》）7一样，《仙台框架》的成果和

目标也以普遍性原则为基础，认识到任何社会（无论

收入等级如何）都无法避免已爆发风险的负面后果。

传统的基于事件（主要是直接的）影响估计将大部分

经济损失归于高收入国家——已投保的受损资产的货

币价值较高——而灾害造成的人员损失在中低收入国

家要高得多。这些分析正确地指出，世界人口中最脆

弱的部分始终在遭受着最严重的影响——在许多情况

下，导致发展成果付诸东流，削弱恢复力，破坏可持

续性，侵蚀人们的福祉，减缓社会经济增长。

联合国秘书长已经认识到风险对可持续发展构成的威

胁——无论是经济损失还是社会和生态系统遭受的破

坏8，并指出（2017年10月13日国际减灾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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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尼泊尔 2015）
7   （联合国大会 2015c）
8   （Benson 2016）；（Hallegatte等 2017）
9   （国内流离失所监测中心 2019）
10 （Wallemacq, Below和McLean 2018）
11 （Benson 2016）；（Hallegatte等 2017）；（ESCAP 2017a）

12  （ESCAP 2017b）
13  （Benson 2016）；（Kousky 2016）
14  （IFRC 2015）；（IFRC 2017）
15  （ESCAP 2017a）；（Hallegatte等 2017）
16  （UNFCCC 2016）
17  （联合国大会 2017b）

我们面临的挑战是从管理灾害本身转向管理风

险。贫困、快速的城市化、治理不善、生态系统

衰退和气候变化正在助长世界各地的灾害风险。

《仙台减少灾害风险框架》及其预防灾害和减

少灾害损失的七项目标对实现可持续发展目标

至关重要。

未解决的脆弱性、不断增加的风险暴露和扩散问题、

多变的灾害事件都在不断导致灾难性死亡，失去生计

以及无家可归——仅2018年一年，就新增1720万人

因气候相关灾害和自然灾害在国内流离失所。9据估

计，与高收入国家相比，最不发达国家人民受伤、失

去家园、流离失所或需要紧急援助的可能性平均要

高出6倍。10

受影响最大的是最边缘化的人口，而这会加剧不平

等，进一步加剧贫困，同时脆弱性又会导致其获取的

权利减少，能力减弱，机会下降。11例如，据估计，

在2010年巴基斯坦受洪灾影响的人口中，35.6%的人

因此滑落到了贫困线以下。12除了单一事件的集中原

因，在进一步分析这些灾害事件后果的时空性质时，

往往会发现，最终影响是一系列相关冲击（例如饥

荒、疾病和流离失所）的结果，这些因素共同促使人

们在多个维度（如生计、教育轨迹或劳动力市场机

会）上遭受负面影响。

此类分析仍然是一个研究非常不足的领域。累积风险

爆发的纵向和间接后果可能影响并导致受影响地区今

后几代人的发展成果付诸东流。这些后果可能包括儿

童早期营养缺乏、疾病、学校停课、认知和社会技能

发展不良，或有限的劳动力市场机会。儿童受到教育

和卫生系统中断的影响尤其严重；13妇女和女童会在

灾后遭受更严重的暴力和通常更糟的经济状况；14、15

而且目前对心理健康、幸福感以及体面生活的能力所

受到的负面影响还知之甚少。

此外，目前对存在于社会、生态、经济和政治系统内

部和之间的风险及其相互依赖性和关联性的了解也非

常有限，这也会削弱我们预测或改善结果的能力。然

而，可持续发展目标秉承集成统一和不可分割的原

则，《仙台框架》也呼吁采用基于系统的方法，呼吁

加强对系统性风险动态性质的理解，这些都正在推动

开展新的调查路线以及发展新的模型方法，促进社区

之间有关数据的收集和交换。

1.2.1 
2015年后减少风险的行动

2015年后达成的所有协议——包括《2030年议

程》、《巴黎气候变化协定》、16《新城市议程》

（NUA）、17《亚的斯亚贝巴行动议程》（AAAA）、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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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人类议程》19，都包含了他们各自所在范围内的

减少灾害风险和恢复力元素。20所有这些协议都指向

全球挑战与风险的相互关联性。

实施这些协议都要求通过促进风险知情投资和重点关

注规划不良的城市化、气候变化、环境退化和贫困等

问题来应对潜在的风险驱动因素，同时也为应对潜在

风险提供了一次机会。21遵循这样的做法所采取的共

同行动将同时支持实现所有协议的目标和指标，包

括《仙台框架》。减少灾害风险与2015年后发展协

议的相关性及其相互之间的联系为以下行动创造了

机会：建立国际一致性和促进风险知情的政策和决

策；推动采取多灾种、跨部门的风险评估方法；鼓励

加深对不同部门和各级政府的社会经济和环境脆弱

性的认识。22 

图1.2：风险知情可持续发展

（来源：UNDRR 20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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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  （联合国大会 2015b）
19  （联合国大会2016a）
20   （Peters等 2016）；（Murray等 2017）； 
（Garschagen等 2018）

21  （UNISDR 2015b）
22  （Murray等 2017）；（联合国 2018）

23   （美慈组织 2013）；（IRDR和ICSU 2014）； 
（Peters等 2016）；（Benson 2016）； 
（Hallegatte等 2017）

24  （联合国 2018）
25  （联合国 2015d）
26  （UNISDR 2015b）

尽管每个协议都从不同的角度界定了灾害风险和恢复

力，但有一个共识，即灾害风险管理（DRM）是打

造恢复力的先决条件之一。这也是实现可持续发展

的必要条件，并提醒人们应该协调统一做出综合响

应。23为了强调这一点，联合国秘书长指出，如果各

国要履行《2030年议程》的承诺，并确保“不让任

何一个人掉队”，减少灾害风险必须成为可持续发展

战略和经济政策的核心。24

1.2.2 
《2030年议程》

与HFA和千年发展目标不同，《2030年议程》及其

可持续发展目标的实施现已与《仙台框架》关联在一

起。这一定程度上是因为会员国要求通过建立共同的

指标和统一的报告协议来减少重复报告的负担（见本

GAR第II部分），而且也因为人们开始更广泛地认识

到这些议程在实现他们的目标（风险知情可持续发

展）上是相互依赖的。

《2030年议程》及其可持续发展目标建立在实现千

年发展目标的基础之上，其目的是在保护地球的同

时，进一步消除一切形式的贫困，促进繁荣、和平与

合作伙伴关系。25《2030年议程》认识到，通过直接

参照《仙台框架》，通过采用共同的指标，通过在很

多可持续发展目标中设定与降低风险相关的目标，

降低风险和恢复力可以在可持续发展政策中发挥核

心的作用。26 

针对这两项协议的目标和指标所采用的共同衡量标

准，和指定的相互促进的实施架构（包括公共数据以

及统一的监测和报告协议），能够支持我们建立一个

极为丰富的数据环境的愿景。分类数据集和统计数据

迄今在灾害风险领域还很稀少，而这些数据现在是衡

量风险知情可持续发展的先决条件。因此，国际统计

界已经动员起来（见第7章和第9章）；预计在数据

可用性、质量和可访问性方面将有所改善，因为相关

功能已经得到部署，而且对于寻求纠正数据和弥补能

力不足的国家来说，还能获取到其他资源（可能可以

通过全球和国家可持续发展目标架构来获取）。

我们的期望是，凭借拥有丰富数据的环境和更强的评

估能力，将能够加深对上述多维破坏取证信息的深入

理解。这也适用于系统性维度，这一点对更好地预测

未来的机会、冲击、风险、前兆信号、相关性和趋势

非常重要。

1.2.3 
《巴黎协定》

《巴黎协定》中本身就包含了灾害风险和恢复力的

内容。2015年在巴黎举行的第21次缔约方大会上，

《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UNFCCC）的缔约方

对《仙台框架》的通过表示欣然接受。《巴黎协定》

第2条、第7条、第8条和第10条都呼吁采取对灾害

风险能产生直接影响的行动。《仙台框架》特别指

出，“许多灾害因气候变化而加剧，而且频率和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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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都在增加，严重阻碍了可持续发展的进展”。要达

成本世纪将全球平均气温升幅限制在工业化前水平以

上2oC以下的目标，需要我们采取前所未有的系统性

风险管理以及集体行动，应对自然和人为灾害和风险

的根源因素。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IPCC）

估计，根据目前的国家自主贡献，气候系统温度将上

升2.9oC至3.4oC，27 这将导致未来水文气象致灾因子

强度超越已知的经验水平，并且改变计算损失和破坏

的方程以及几乎所有面临风险的人类和自然系统的脆

弱性曲线。

《巴黎协定》认识到必须应对与气候变化影响有关

的损失和破坏。此协议明确了减少灾害风险的核心

合作领域，并呼吁加大投入，来应对与温室气体

（GHG）排放水平上升相关的潜在风险驱动因素，

并鼓励创新和低碳增长。28然而，随着致灾因子强度

和频率的非线性变化成为现实，29在2030年前我们需

要怀着更大的雄心，加快行动步伐，从而实现与《仙

台框架》目标和结果的融合统一。

目前主要围绕减少灾害风险（DRR）与适应气候变

化（CXA）之间的共性来在《巴黎协定》和《仙台

框架》之间建立一致性。这两个框架的共同目标都

是加强社区针对各种环境、技术和生物灾害的恢复

力，以便更好地重建家园。联合国减少灾害风险办

公室（UNDRR）、《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

（UNFCCC）适应委员会以及最不发达国家专家组之

间的协调行动体现了对这些目标的支持。其中最不发

达国家专家组正在支持将减少灾害风险纳入国家适应

行动方案（NAPA）的主流实践方法。我们必须开展更

多工作，来了解并在现行的NAPA脆弱性降低措施、

地方适应行动方案和DRR计划中整合能源、工业、土

地、生态和城市系统同时发生的系统性变化的后果。

在地方和区域层面上，适应气候变化与减少风险流程

之间有着多重联系，而且如果开展能反映出缓解气候

变化（及其相关风险，包括技术风险）、适应气候变

化、减少致灾因子危险性和降低脆弱性之间重要关联

的统一工作，就能取得最有效的效果。

成功地将这两个框架整合起来的关键是建立明确的治

理安排和问责机制，以确保成功地采取集体行动和联

合监督流程，从而在汲取以往成功经验的同时尽量减

轻各国的报告负担。

1.2.4 
《亚的斯亚贝巴行动议程》

《亚的斯亚贝巴行动议程》（AAAA）为2015年后可

持续发展的融资工作提出了一个全球框架。在第34

节中，它提及了《仙台框架》，并承诺根据《仙台框

架》在所有层级上制定并实施全面的灾害风险管理

（DRM）计划。在促进包容性、资源效率、减缓和

适应气候变化以及灾害恢复力方面，AAAA还支持提

升国家和地方制定综合战略和计划的能力。AAAA鼓

励在发展融资（第62节）中考虑气候和灾害恢复力

建设，并呼吁建立创新型融资机制，使各国能够更好

地预防和管理风险，加强国家和地方行动者针对DRR

的管理和融资能力。30

AAAA强调了改善全球经济治理的重要性，通过强调

国际金融、货币和贸易系统的连贯性和一致性问题，

来应对过度波动，支持可持续发展。会员国作出的承

诺主要反映了金融部门的监管货币缺口和激励机制错

位所带来的系统性风险的挑战，并使各国能够制定更

有效的应对冲击和灾害的计划。更重要的是，AAA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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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7  （IPCC 2018）
28  （联合国 2015c）；（UNFCCC 2017）
29  （IPCC 2018）
30  （联合国 2015a）

31  （联合国大会 2015b）
32  （联合国 2015b）
33  （联合国 2016b）
34  （Murray等 2017）；（Garschagen等2018）

总结了在环境、社会和金融挑战日益增加的情况下，

人们对全球经济增长可持续性的担忧。AAAA提供了

一套全面的政策行动计划，包括100多项具体的措

施，来应对与转变全球经济和实现可持续发展目标相

关的更大、更多样化的融资需求。

AAAA呼吁国际社会通过鼓励量身定制金融工具，来

向国内资源和债务可持续性受到灾害威胁的国家提供

具有针对性的支持。31 与灾害风险相关的例子包括与

国内生产总值（GDP）挂钩的主权债券、在贷款合同

中加入“飓风”或“巨灾”条款、反周期贷款以及与

天气有关的保险计划。各会员国还承诺加倍努力，调

动国内资源，制定在财政上可持续的社会保障计划，

为优质投资制定国家支出目标，32从而为灾后最脆弱

群体提供支持，并让所有人都能获取必要的公共服

务。这意味着通过旨在促进债务融资、债务重组、

改善融资机会和调动国内资源的协调政策，来建立

全球金融基础设施，从而支持最需要援助的国家、最

不发达国家和小岛屿发展中国家（SIDS）的特殊需

求。AAAA在为风险知情发展提供融资方面给出了一

条明确的信息。尽管应对当前的短期风险仍然非常重

要，但决策者必须坚定地推动长期融资战略，以应对

未来的环境、社会和经济挑战。

1.2.5 
《新城市议程》

在其愿景、原则和承诺中，《新城市议程》（NUA）

都明确提及了减少灾害风险和恢复力概念，并推动采

取积极主动的基于风险的、针对全部灾种的全社会方

法。NUA呼吁对城市的自然资源开展可持续管理，通

过制定DRR战略和定期评估灾害风险来促进DRR（第

65节）。此外，NUA还表达了会员国做出的相关承

诺，即通过采用符合《仙台框架》的方法，来提高城

市的灾害恢复力（第67节和第77节）。33  

随着NUA进入实施阶段，显然会出现更加协调一致地

将其与其他议程联系在一起的重大机会。34 NUA和

《仙台框架》之间的协同作用为扩大合作提供了基

础，包括UNDRR领导的“打造城市恢复力活动”和

联合国人居署（UN-Habitat）之间的合作。此举致

力于实现《仙台框架》目标E和NUA的目标，特别是

支持城市制定并将地方DRR战略纳入城市发展计划。

33



35  （《人类议程》2019）

1.2.6 
《人类议程》

在全球范围内减少风险和降低脆弱性是《人类议程》

的一项关键信息，此议程呼吁预测和预防灾害和危

机。其中包括五大核心职责，都对在应对和减少人道

主义需求、风险和脆弱性方面取得进展非常重要，

这些职责分别是：预防和终止冲突的政治领导力、

不让一个人掉队、维护守护人性的规范、通过从提

供援助转向终止需求来改变人们的生活，以及人道

主义投资。

《人类议程》旨在通过促进不同的合作方式来减少风

险，从而超越人道主义与发展的鸿沟，确保以风险知

情为基础来开展可持续发展投资。包括：与发展合作

伙伴和地方当局一起开展风险和脆弱性分析，以及加

强现有的协调工作，来共同开展需求和风险分析，更

好地协调人道主义和发展的规划工具和干预措施。

2016年通过的《大协议：更好地服务于危难人群的

共同承诺》35认为，当今的人道主义挑战要求采用协

调一致的新方法来应对危机、冲突和灾害的经济、社

会和政治根源。

上述2015年后达成的每一项协议都承认了风险的系

统性，因此呼吁转变模式，采用基于系统的方法，以

新方式开展合作，来减少产生新的风险，并管理现有

的存量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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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6  （IPCC等 2018）

《2030年议程》的序言指出，可持续发展目标是综

合的、不可分割的，同时要平衡经济、社会和环境这

三个可持续发展维度。然而，本世纪很可能会被出现

的大规模动态风险所支配，而且这些风险会从本质上

影响这三个维度。《仙台框架》肯定地指出，在一个

人口越来越多、愈加网络化和全球化的社会中，风

险的本质和规模已经发生了变化，其程度已经超过

了现有风险管理体制和方法的能力范围。最近的事

件——例如大规模的长期干旱和热浪、金融和大宗商

品市场崩溃、大规模和长期的人类迁徙、网络漏洞和

政治剧变——都可能会同时对至关重要的基础设施以

及社会和经济绝大部分的生命支持系统造成不同类型

的损伤和破坏。

致灾因子强度和频率的非线性变化已经成为现实，36

而且现在正在威胁着可持续发展的三个维度，显然，

我们必须怀着更大的雄心，加快2030年前的系统性

行动步伐，实现与《仙台框架》的协调统一。《仙台

框架》规定了新的概念和分析方法，来提高对风险动

态和风险驱动因素在空间和时间范围内的理解和管

理。《仙台框架》要求我们特别重视物理、技术、

社会和环境灾害之间的相互作用，并关注“人为代

谢”。（“人为代谢”是指人类与环境之间的系统性

相互作用，包括维持对食物、空气、水和住所的生理

需求所必需的物质和能量的输入、产出和储存，以及

维持现代人类生活所必需的产品、物质和服务。37这

个术语是将系统性思维应用于工业和其他人为活动的

产物，是可持续发展的核心。） 

技术界使用模型来更好地了解当前或不久的将来的风

险，因此有关风险的观点本质上是由用来描述它的工

具所塑造的。多数模型都基于历史数据和观察结果，

假设过去可以合理地作为对现在和未来的指导。现

在，这一假设几乎在各个领域都已经过时：因为地球

上的人口数量已经达到前所未有的水平；气候变化的

影响；生物世界和物理世界之间、个人和社区之间存

在动态的全球联系。

第2章： 
系统性风险、 
《仙台框架》和
《2030年议程》

37  （Brunner和Rechberger 20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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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们已经明确了近期非线性变化的确定性，现在必须

重新审视过去和未来风险之间关系的这一关键假设。

《仙台框架》标志着一个对风险进行分类、描述和管

理的新时代。

《仙台框架》规定，国际社会必须正视我们对系统性

风险的动态特性的新认识、管理复杂风险的新架构、

适应系统，并且为风险知情决策开发新工具，从而让

人类社会能够伴随着不确定性而生存。针对单一灾害

进行风险管理的局限性，《仙台框架》推动开展必要

的对话和行动，来完善、扩展和提升理解和管理系统

性风险的能力。

显然，如今的环境、卫生和金融系统、供应链、信息

和通信系统是脆弱的。而且，这种脆弱性还存在于多

种空间尺度上（从地区到全球）和时间尺度上（从现

在到十年甚至更长期）。它们还受到气候变化、生物

多样性丧失和生态系统退化、疾病暴发、粮食短缺、

社会动荡、政治不稳定和冲突、金融不稳定和不平等

等破坏性影响的挑战，并且和这些影响互为因果。

 

冰岛的埃亚菲亚德拉冰盖喷发、美国桑迪飓风的影

响、东日本大地震、海啸和福岛第一核电站核事故都

是近期发生的复杂风险事件的例子。这些案例都涉及

关键的时空背景因素，包括意外和非线性元素。所有

这些都受到被低估的重大潜在风险驱动因素的直接和

长期影响，包括与关键基础设施布局、脆弱性和设防

储备能力缺乏等相关的背景条件。38

在当今全球化的经济系统中，通信和贸易网络已经产

生了高度相互依存的社会、技术和生物系统。这些网

络建立在高效的、能产生经济效益的动机之上，并且

具有内在的动机。这种狭隘的关注意味着，往往存在

未被发现的脆弱性，这些脆弱性会导致一系列不断变

化的系统性风险。实际上，通过全球互联互通，人类

文明已经成为一个“超级有机体”，人类进化的环境

正在因此而改变，诱发之前都没有出现过的新灾害。

尽管我们拥有技术和分析能力以及有关社会和地球系

统的庞大信息网，人类社会越来越无法理解和管理他

们所造成的风险。人类也迟迟没有认识到，地球自然

系统的退化正在成为影响到地方、国家、区域和全球

范围内脆弱的社会系统的大规模威胁（甚至是生死攸

关的威胁）的根源。地球自然系统结构和功能方面发

生的具有深远影响的变化已经对人类健康构成越来越

大的威胁。39 在全球经济一体化不断通过贸易调整来

增强针对较小冲击的恢复力的同时，日益一体化的网

络结构也正在为传统风险和新型系统性风险带来越来

越大的脆弱性。40 

本章探讨了在这个日益互联世界的复杂网络中所蕴藏

的系统性风险。这些网络的行为界定着我们的生活

质量，并将塑造《仙台框架》、《2030年议程》、

《巴黎协定》、《新城市议程》（NUA）和《人类

议程》之间的动态互动效果。最终，这些网络的行为

将决定所有层面的暴露和脆弱性。通过在所有规模的

政策和投资设计中纳入系统性风险和系统性机会，我

们将能更好地理解这些协调一致的政府间协议中所展

望的社会和自然系统的再生潜力，并将加快进展。

38  （Pescaroli和Alexander 2018）
39  （Whitmee等 2015）

40  （Klimek、Obersteiner和Thurner 2015） 
41  （Harari 2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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风险成为现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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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 

评估和分析系统性风险：绘制随时间变化的风险拓扑图

我们需要坚定的勇气来质疑当前的社会结构。41

自20世纪中叶起，已经开始发生范式转移。得益于计算能力的提升，以及大量数据流、观察结果、模型和叙

述的可用性和流通性，基于系统的方法越来越可以帮助我们理解在如今这个万物互联的世界中线性结构失效的

原因所在。（线性结构是指在当前的经济范式中在资源利用方面普遍存在的“提取-生产-分配-消费-报废”的

线性流程。）地球是一个系统——一个由众多系统组成的系统。显然，系统思维对打造《2030年议程》所设

想的未来至关重要。

图2.1：风险拓扑图

（来源：UNDRR 2019）

37



我们传统上对风险的理解，可以比作从上往下看喜马

拉雅山峰，云层会遮住下面的地貌。从上往下看，人

类已经对这些风险高峰进行了描述和命名，就好像它

们是独立存在的，而实际上，在云层之下，它们之间

的关联非常清晰。在出现重大的、有影响的多座风险

山峰时，如果其高度未超过云层高度，则目前看起来

仍处于模糊状态，但仍然具有高度的相关性。本章研

究了其中的几个问题，包括粮食系统的不稳定性、网

络风险和金融系统。

2.1.1 
系统性风险的例子

根据定义，系统性风险是突发的，如果使用当代的“

灾害叠加”方法，在爆发前，系统性风险不一定是显

而易见的。根据传统的灾害分类，由系统性风险引

起的灾害也可能不属于突发事件或具有明确开始日

期的事件。回顾过去，突发性风险通常都是显而易

见的——这是跨越人类强加边界（无论是从机构、

地理、学科、概念还是管理层面来讲）的一系列事

件的结果。

“紧急风险”一词最常用于金融系统（例如，当一家

重要的金融机构倒闭时，其他机构因为不透明的、复

杂的、耦合的关系也相应倒闭）。在银行业，由于存

在大量银行间存款、净结算支付系统、投资者恐慌或

信用违约互换等衍生品交易的交易对方风险，这些都

可能会导致紧急风险。就像“事后治病”的医疗机构

不一定是实现良好健康和幸福的全面性预防方法一

样——而且在很多情况下，还会在治愈旧病的同时不

经意间产生新病——传统的灾害响应和减灾方法并非

是提升社区恢复力和理解系统性风险的适当工具。

多个产粮区减产

极端气候事件预计将增加，粮食供应系统也日益相互

依赖，这些都对全球粮食安全构成威胁。因此，农业

模型必须将当地参数考虑在内，因为这些参数代表着

对全球生产资源的约束性因素。例如，当地冲击可能

对全球农业市场产生深远的影响。因此，农业模型必

须考虑到当地的参数，因为这些是全球粮食生产的关

键变量。不断增加的贸易流量和贸易网络的复杂性也

使得此系统更容易受到系统性破坏。42 例如，气候冲

击以及由此导致的全球粮食产区之一减产都可能对全

球农业市场产生连锁反应。如果一个以上的主要粮食

产区同时遭受损失，则动荡就会加剧——这种情况经

常被称为多个产粮区减产（MBB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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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2：多个产粮区减产

42  （Puma等 2015）
43  （Bailey等 2015）
44  （FAO 2017a）
45  （Hovland 2009）

46  （Gilbert 2010）；（Baffes和Haniotis 2010）
47  （Nazlioglu和Soytas 2011）
48  （Saghaian 2010）；（Frank等 2015）

（来源：UNDRR 2019）

学术界、行业和政策专家都警告称，需要更好地理解

MBBF的风险，并改进模型，来管理气候风险和不断

增长的全球粮食需求。43 其中最值得注意的是生产冲

击对农作物价格和农业大宗商品市场的影响。由于需

求增加和生产能力有限，未来几十年农产品价格的

波动性预计将上升。44 这一趋势已经很明显，特别是

在2007–2008年的粮食价格危机期间。45 在此过程

中，能源冲击、能源需求增加、汇率波动以及扩张性

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都发挥了关键作用，放大了严重

干旱和热浪状况对减产的影响。46 

这一经验表明，金融部门在农业市场上可以发挥关

键的作用。47 例如，多项研究发现，美国的乙醇政策

对油价以及农业大宗商品价格产生了重大影响。48 能

39



源价格和农业市场也存在负相关关系。49 由于气候变

化，这些影响预计在未来会进一步增加。50

此外，金融市场的变化也会促使农业生产者通过耕地

集约化或扩大生产来增加产量。这两种反应都可能对

环境产生负面影响，并最终会反馈到金融市场（通过

增加的气候变化）。这也意味着，金融市场在支持采

取预防行动、避免温室气体排放以及潜在地预防或降

低气候风险方面处于独特的地位，金融市场有能力重

新配置在其管理下的数万亿美元投资和资产，来适应

低于1.5℃的全球变暖目标。

《仙台框架》第36（c）条明确包含了私营部门金融

机构的作用，通过灾害风险知情投资将灾害风险管理

（DRM）纳入其业务模式和实践方法。51 实施金融

市场政策和改变投资者行为的主要挑战是气候变化研

究人员以及金融决策者和投资者可用的建模工具存在

非同步的时空尺度。气候变化模型倾向于关注发展的

长期范围场景（通常是到2100年），而金融市场活

动是根据年度或多年度的时间范围进行评估的，英格

兰银行行长马克•卡尼（Mark Carney）将其称为“地

平线悲剧”。52

如果相关人员能够将本地事件以及区域和全球驱动因

素和趋势考虑进来，则在这种背景下构建相关场景可

以帮助促进思考和决策。探索性场景可以从当前情况

出发，来探索各种驱动因素（如环境退化或气候变

化）、各种冲击（如灾害）以及各种趋势（如城市化

和移民）对未来的影响。

如果要完全理解多个产粮区减产（MBBF）的系统性

风险，则需要了解全球、区域和地方在风险、风险感

知以及风险预防和缓解战略上存在的差距，而且还需

要评估金融市场法规以及可能的创新金融工具对粮食

安全和环境的潜在影响。

社会恢复力、网络风险和网络超风险

贯穿当今所有各种系统的“结缔组织”会放大系统之

间的互联性——数字基础设施本身就容易受到恶意第

三方的破坏和攻击。

理解级联风险的程度，并开发隔离、测量、管理或预

防风险的方法，这些都是当今计算机系统环境以及主

导经济、社会甚至环境系统管理的计算机操作的一项

新挑战。因此，我们的风险管理方法以及理解风险驱

动因素之间互动性的方法都必须重点关注这种新兴的

巨大威胁，并根据我们在各种系统及其相互之间的关

系所掌握的知识来制定行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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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年，网络攻击升级至医疗系统，通过针对

医疗监控设备的攻击（“医疗设备劫持”）来危

及患者的生命。安全研究人员发现，Hospira输

液泵存在安全漏洞，可能会远程强制多个输液泵

向患者注射具有潜在致命剂量的药物。除了胰岛

素泵，还发现数十种设备也存在致命的漏洞，

包括X射线系统、计算机断层扫描仪、医用冰箱

和植入式除颤器。在这一发现后，包括美国国土

安全部和联邦药品管理局在内的监管机构开始警

告消费者，不要使用这些设备，因为它们存在漏

洞。这是美国政府首次建议医疗机构停止使用某

项医疗设备。

框2.1. 输液泵医疗设备劫持

51  （UNISDR 2015a）
52  （Carney 2015）
53  （Toregas和Santos 2019）

49   （Enders和Holt 2014）；（Harri, Nalley和Hudson 2009）；
（Nazlioglu和Soytas 2011）

50  （Gilbert 2010）

（来源：2016年世界经济论坛）

对信息技术（IT）解决方案的使用改善了相互依赖的

各种系统之间的协调，现代社会也受益于因此提升的

额外效率。尽管如此，这种对IT的依赖也使关键基础

设施和行业系统暴露在大量网络安全风险之下，从偶

发原因、技术故障到蓄谋的恶意攻击。由于网络攻击

导致的关键基础设施系统脆弱性增加，所带来的系统

性风险规模并没有被完全了解，无论是在国家还是地

方层面上。受到攻击的系统之外的级联效应可能会造

成毁灭性的后果，导致经济、食品和卫生系统混乱，

而且持续时间可能远远超过网络攻击的初始时间。因

此，我们的风险管理方法以及理解风险驱动因素之间

互动性的方法都必须重点关注这种新兴的巨大威胁，

并根据我们在各种系统及其相互之间的关系方面所掌

握的知识来制定行动。

对决策者来说，能够描述网络攻击单系统漏洞的模型

对他们理解系统性风险和妥善地为此做准备是没有帮

助的。相比之下，随着相互关联的技术系统将攻击

传播到社会生态系统的深处，现在已经可以获取能够

描述风险扩张程度的模型。53 此类模型可以开始为政

府、保险业和企业界提供有用的风险信息，从而可以

帮助考虑如何做好适当的准备，来防范网络攻击或管

理可能易受攻击的系统组件。

这些模型结合了两个领域的工作：探索网络攻击对保

险费率制定和其他风险度量机制影响的概念模型，以

及探索网络攻击对相互关联的经济和基础设施部门影

响的详细数学模型。随着会员国从基于致灾因子的灾

害管理转向《仙台框架》内的基于风险的管理战略，

这两种探索趋势正汇聚到一起，来重点关注新兴灾

害、风险以及动态互动情况，我们需要考虑所有这些

方面才能了解网络攻击的全面影响。

美国在应对粮食安全方面的案例就体现了这种方法对

处理级联风险问题的决策者的重要性。美国农业正在

从传统农业向“智能”农业、运输和食品加工系统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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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4  （Lanier 2013）
55  （Firth 2017）

56  （Lucas等 2018）

速演变，为新的、往往不为人知的网络攻击提供了载

体。现代高度网络化的食品系统结构及其运营（以及

对功能性能源、运输和其他系统的明显需求）从根本

上依赖于网络化的信息系统，其中一些信息系统可能

无法在网络攻击下万无一失。这些相互作用的网络系

统的综合复杂性会放大存在于任何一个主要系统中的

威胁和漏洞以及对其他依赖系统的风险。其结果是存

在与粮食安全供应、制造业、银行业、大宗商品、保

险和其他部门高度相关的未定性风险。

在当代工业化的食品系统中，有可能增加网络风险的

显著大规模特征包括： 

适时配送进一步加剧了农场和餐桌之间食品供应的潜

在脆弱性。所有这些变化都是由支持食品系统的信息

流和互动系统的进步所引起的。只要信息流对食品系

统的正常功能至关重要，就有可能因网络攻击而遭到

破坏或中断。

2.1.2
系统性风险的度量和建模

任何信息技术，从最古老的货币到最新的云计

算，基本上都是基于对应该记住什么和应该忘记

什么的设计判断。54

成熟的风险管理技术应对的是由外部因素（也称

为“外因”）对正在评估和管理的情形所产生的威

胁。通常，此类情形允许对风险评估和风险管理进行

分离。我们使用重复性历史观察结果来对致灾因子、

脆弱性、暴露和抗灾能力之间某些相互作用的可能性

进行描述，从而刻画风险的特点。然而，近期历史上

实际发生的极端的、灾难性的风险事件的基本特征缺

乏或者完全不存在根据历史观察结果所预测的模式。

a. 通过大量和快速地部署采用人工智能的智能技术

（例如使用机器人挤奶机）来加强农场的整合。

b. 通过食品供应链的垂直整合，农业生产者可以直

接加工农产品（例如，在农场将牛奶加工成乳制

品，直接供应超市和杂货店）。

c. 普遍缺乏对有关食品安全、可追溯性和保险要求

的遵守。

d. 快速推动智能技术在供应链和运输系统中的

应用。

e. 智能市场中粮食系统组件之间的相互依赖性日益

增强，这是由于新的、往往未定性的外包关系、

服务和高度协调的供应安排所造成的，从而使企

业间更容易出现级联违约和倒闭。

f. 在防御模式下，缺乏对社交媒体、市场以及食品

系统其他动态的实时或近实时所反映信息的监

控，因此无法快速检测出有关重大问题的预警信

号或系统异常（物理和数字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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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确定系统性风险的特征，这必然要应对信息

不足或模糊性的问题，这能帮助在描述对象、基

础设施和活动脆弱性的价值地图上获取可能发生

的灾害（由广布型灾害风险和集中型灾害风险引

发的灾害）的随机模式。由此产生的系统性风险

模型可以帮助实现在空间和时间上对相互依赖的

损失进行量化，并支持使用随机风险管理模型。

随机系统性风险评估工具已经认识到风险的复杂

性，不会试图简化计算。它们需要表示复杂组件

在系统中的分布情况，即使概率很低，它们也需

要包含极端事件（极端事件的分布异质性和可加

性）。因此，此类工具很难构建，其方法也不

框2.2. 出于好奇——系统性风险建模

同于多灾种建模所采用的方法，后者依赖于“规

律性假设”，试图使现实不那么复杂和无序，以

便于计算。

场景分析和随机模拟在保险业中已经得到广泛应

用。其目的是识别和评估风险，并检查它们之间

可能的相互关系。例如，在自然灾害领域，可以

模拟地震强度和可能的飓风路径，从而确定影响

场景，分析潜在损失。这些分析结果被用于定

价、内部准则和管理保险资产组合等目的。定

量评估风险的能力直接影响到相关灾害风险的

可保险性。

系统性风险背后的复杂性可能非常之错综复杂，因此

对风险进行量化和预测并不容易。在很多情况下，我

们只有有限的或者根本没有任何观察相关的真实世界

的能力，所以我们需要对系统动态状况拥有更好的理

解，才能对改善决策做出有效的估计。系统性风险模

型可以提供定量信息，来估计灾害暴露的时空分布和

潜在的巨灾影响。此类模型的设计和计算通常是一项

多学科的工作，面临着科学上的挑战，而且还需要对

包含什么和排除什么做出重要的判断。

为了使这些错综复杂的、相互关联的系统更易于管

理，我们需要拥有一个新的风险观点。这类似于拨开

云雾来揭示风险的三维形态，而且其拓扑结构还会随

着时间的推移不断变化。《仙台框架》促使人们摆脱

对预测和控制的痴迷，转而追求具有多样性、模糊

性和不确定性特征的能力。55 最近基于这些理念开展

了一些重要工作，这些工作表明，在非常不同的系统

中，风险的形态是相似的。不同领域系统性风险的这

种“同态性”表明，如果我们努力理解内生触发因素

和临界转变的影响，在不同领域中就会显现出更多的

共同的风险模式，从而促进我们对系统性风险的基本

特征产生一致的理解。56 一个复杂系统表面上的稳定

宏观配置将会崩溃，然后通过一系列微型事件的放大

效应进行重新塑造，直到出现一个新的宏观配置。这

方面的一个例子是房地产行业的“隐形”资产价格泡

沫，在泡沫破裂之前，这些泡沫是看不见的。如果要

了解这些关键方面，并（以一种易于理解的方式）针

对管理不同规模的决策者推广这种新方法，就需要更

全面地了解这些错综复杂系统的时空维度和差异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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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风险建模和复杂系统管理领域，有一些概念经常可

以互换使用，但它们的含义非常不同。框2.3提供了

在系统背景下风险类型的非详尽列举，可以作为此

GAR中如何使用这些术语的指导。

相关指标必须能最适当地反映系统性风险的特

征、即将发生的阶段转变以及潜在的复杂系统的

根本变化，同时为了让分析人员和决策者的注意

力集中在指标上，必须采用新的建模方法。如果

系统性风险可能很容易在早期得到缓解。然而，

如果未能或者甚至有意忽视系统性风险的潜在

驱动因素的作用，那么小风险就会发展成大问

题，增加干预失败和错失机会的机会成本。制定

并实施多学科方法来识别和处理前兆信号和系

统异常，对减少或避免复杂系统中的断续问题

至关重要。

能够恰当地联合制作系统性风险模型，就能揭示

出促使政策制定者超越传统风险观的激励因素，

而根据传统风险观，目前的系统性风险标准会忽

视或拒绝采用显著的早期预警信息。

已经设想的系统性风险的评估和管理方法仍处于

初期阶段，尚未成为21世纪风险管理机构当前

运营方法的一部分。尽管如此，随着大规模故障

可能出现和实际发生以及潜在的制约物种发展的

脆弱性，之前那个时代线性结构的局限性现在

已经被尖锐地揭示出来，20世纪的每一个主要

风险管理机构都越来越迫切地意识到必须进行

范式转变。

系统性风险建模——多主体系统研究

在开展系统性风险评估中采用多主体系统是一种日益重要的新方法，因为此方法能代表

系统的网络效应，并支持将人类行为和（情感）决策的随机性考虑进来。多主体系统是

一个由软件主体组成的松散的耦合网络，这些软件主体通过互动来解决超出每个单一的

问题解决者的个人能力或知识范围的问题。当某些主体构成故意或无意的威胁时，系统

性风险管理要求对所有互联的子系统进行配置从而让其他主体采取对策，以维护整个系

统的完整性。多主体系统研究的应用被认为可能适合于在线交易、灾害管理或社会结构

建模等领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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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系统研究的起源和基于系统的方法的发展可以追溯到19世纪晚期。这一系列有关复杂科学和适

应系统的研究在20世纪蓬勃发展，从Ludwig von Bertalanffy于1968年提出的一般系统论，到控制

论、突变论、复杂性理论和复杂适应系统。

然而，尚有待制定一份人们普遍接受的用于描述系统中风险特性方式的词汇表。《仙台框架》和

《2030年议程》都表示必须采用基于系统的方法来理解和管理风险，这促使UNDRR提出以下术语定

义，来指导在本GAR以及今后的实施工作中研究和应对系统中的风险。各个术语的定义之间可能存在

重叠的地方。

系统性风险——系统中内生或内嵌的风险，而系统本身并不被认为是一个风险，因此一般不会进行跟

踪或管理，但是通过系统分析可以理解其中潜在的或累积的风险，当系统的某些特征发生变化时，这

些风险可能对系统的整体性能产生负面的影响。

毫微风险——一个看似很小的事件，但往往通过一系列复杂的事件在组织的更高层次引发后果

（2011年Simon Levin之后）。

系统风险——系统的固有风险，当系统的实质性要素促使整个系统存在某一种风险特性，其风险可以

处于任何高低程度，例如完整的热带雨林生态系统具有非常低的风险，而油砂开采系统则具有非常高

的风险。

网络超风险（2013年Dirk Helbing之后）或级联多系统风险——多个系统中的固有风险，当系统的实

质性要素使包含多个系统的系统具有某一种风险特性时，其风险可以处于任何高低程度，从非常低的

风险水平到非常高的风险水平。正如MBBF工作项目分析中所描述的那样，整个粮食系统中的网络超

风险就是一个非常高风险的例子。

生死攸关的风险——相对于某一特定视角，所有系统的表现发生根本的、不可逆变化的风险；例如，

对人类在地球上的生存来说生死攸关的风险是由与气候崩溃相关的一系列风险所构成的。

风险随时间变化的拓扑地图（2015年Molly Jahn之后）——在多尺度上动态地描绘风险在时间和地

理空间中的状况，包括在所有规模上描绘多个复杂的非线性相关联系统的功能情况以及所有风险类型

之间的相互联系、依赖、相关性和关系（在《仙台框架》第15段提供了广泛的定义）。其目的是利

用人工智能和人类的集体智慧，通过识别前兆信号和异常（包括对变化的敏感性、系统反响、溢出和

反馈回路），来了解地球的目前和未来情况，以管理不确定性。

框2.3.与系统性风险相关的特定定义

（来源：von Bertalanffy 1968；Levin 2011；Helbing 2013a；Jahn 20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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复杂

繁杂

图2.3：繁杂系统与复杂系统

2.1.3 
繁杂系统与复杂系统

在讨论不同类型的风险评估时，必须明确“繁杂”

系统和“复杂”系统之间的区别。一个“繁杂”系

统可以被分解和组装，可以被理解为各个部分的总

和。例如，一辆汽车由数千个我们已经了解透彻的

部件组装而成，而这些部件组合在一起可以让驾驶变

得更简单、更安全，同样，多灾种风险模型可以支持

将多种风险聚合到表现良好、可管理或可保险的风险

产品内。相反，一个“复杂”的系统会表现出因为其

组成部分之间的相互作用而产生的新特性。复杂系统

的例子包括交通堵塞、政权更迭或自然灾害引发的

社会动荡。

《仙台框架》的行动优先事项促使人们对风险拥有新

的理解，辨识系统的真实性质和行为而非收集零散的

风险信息，具有明显的价值。这种观点支持在《仙台

框架》和更广泛的《2030年议程》的背景下，使用

复杂性理论来应对风险管理问题。从历史上看，风险

管理模型以及经济模型和相关政策制定都倾向于将这

些系统视为复杂系统。在应用这种方法时，简化的程

式化模型通常被应用于单个实体或特定的交互渠道，

首先定义风险现象，然后对其进行标记。之后，由利

益相关者协商确定方法，来量化或以其他方式客观地

反映相关风险，再对其进行概括，以做出政策选择。

目前大多数流行的风险管理工具都假定底层系统

是“繁杂”的，而非“复杂”的。事实上，这些工具

常常被故意设计来抑制复杂性和不确定性。在全球化

（来源：Gaupp 20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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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日益网络化的世界中，这种方法越来越过时，而且

具有潜在的危害性，还很可能根本无法捕捉到风险拓

扑结构日益复杂的情况。

风险和不确定性是衡量偏离“正常情况”的指标。风

险是通过概率计算可以量化的意外情况的一部分。不

确定性是意外情况的另一部分，在这种情况下，信息

可能存在但不可获取，或者未被识别为是相关信息，

或者根本就不可知。因此，不确定性的概率无法以目

前全球风险管理界可接受的方式进行可靠地衡量。目

前，将不确定性转化为本质上来自复杂系统行为的可

接受风险量是非常困难的，甚至是不可能的。任何复

杂系统中的某些不确定性都将是永远无法衡量的。在

某种程度上，风险可以由单个主体组成的网络来描述

和量化，这些单个主体之间的相互作用会产生宏观后

果，并反馈给个体行为。在复杂系统的背景下，理解

对变化和系统反响的敏感度要重要得多，也更具挑战

性。对此类系统的模拟表明，微小的变化最初只是产

生涟漪，非线性效应和相关的路径依赖关系会放大涟

漪，从而引起变化的发生，进而导致重大且潜在不可

逆后果的出现。

在自然界的人为系统网络世界中，不断增加的复杂性

可能是不稳定和无法控制的，而且或许也不能被事先

理解。在《仙台框架》和实现《2030年议程》的背

景下，无法充分理解和有效管理系统性风险是风险评

估面临的一项重要挑战。

为了让人类走上一条至少是可控的、最好是可持

续的和可再生的发展道路（与《2030年议程》相一

致），重新思考和重新设计我们应对系统性风险的

方法至关重要。必须改进对系统组成的了解，包括前

兆信号和异常、系统反响、反馈回路和对变化的敏感

性。最终，我们有关风险和恢复力方面的选择将决定

实现《2030年议程》目标的进展情况。

2.2 

系统性风险的时空特征

系统性风险事件可能是突发的和意外的，或者在对变

化前兆信号缺乏适当响应的情况下，此类事件发生的

可能性可能随着时间的推移而增加。要理解系统性风

险，需要针对相互作用的要素、要素之间相互作用的

强度以及触发事件的性质进行根据时间推移的描述。

对复杂系统的系统性风险行为进行建模在本质上是非

常困难的。造成破坏的程度取决于潜在流程的时间依

赖性和触发事件的严重程度，这方面通常通过数值模

拟来研究。换句话说，已经显现的系统性风险的影响

取决于系统不同部分交互的快慢程度以及触发风险事

件的极端程度。

时间和时机都是关键参数，当系统性风险的影响实现

时，或者用更熟悉的术语来说，当致灾因子、脆弱性

和暴露的后果显现时，这些参数决定着系统性风险影

响的性质。值得注意的是，这里要特别指出在系统性

风险背景下有关时间的两个重要方面。第一个问题与

动态系统和风险发生的多同步时间特征有关；第二个

问题是系统性风险累积和展开方式的时间演化，涉及

到系统组件异步运行的反馈循环。

47



2.2.1 
动态系统的多同步时间特征

多同步事件是指一个或多个系统内的同时中断（事

件）。如果发生干旱这样的单一极端事件，系统通常

会得到缓冲，从而减轻后果。例如，贸易可以缓解

全球粮食产区之一农作物减产造成的价格冲击。然

而，如果多个极端事件同时发生（见第2.3.1节），

系统可能会越过一个阈值，负面影响会随着每一个

额外事件的发生以非线性的方式增加。研究表明，

灾害（例如洪水）在极端情况下往往表现出较高的

空间相关性，即所谓的“尾部相关性”。57 例如，在

为了更好地理解多同步事件，需要在风险建模方面进行进一步的创新。59 例如，我们需要了解当前和未来灾害

事件的风险，例如野火、干旱或极端降水，以及它们对农业生产、粮食价格和粮食安全的连锁影响，特别是在

气候迅速变化的背景下。参见第2.1.1节以及MBBF的风险和后果。

2.2.2 
系统组件异步运行的反馈回路

影响单个系统组件功能的不良事件可以在较大的系统内引起反响或涟漪，并导致相关系统组件的崩溃，甚至可

能导致整个系统的崩溃。

中欧和东欧，由于大气环流模式的影响，江河流域的

洪峰流量呈现出很强的正相关关系。在概率风险建模

时这些跨区域的相关性尚未充分考虑，而概率风险建

模对于制定健全的保险计划至关重要。只要风险预测

忽略地理风险模式，就会造成复杂系统中极端事件的

风险被低估。

Copulas方法是在风险建模中更好地解释相关性的一

个有用的方法。58 这是一种统计工具，可以明白地解

释复杂的多元模型中的非线性相关关系。目前，此模

型已应用于金融、医学和巨灾建模等领域。

在供应链和交通系统中，使用全球导航卫星系统

（特别是全球定位系统（GPS））的应用程序一

直在成倍地增加，这些应用程序可以提供能提高

效率的创新型能力，使整个供应链的运行发生革

命性改变。在物流业，以及金融服务（例如结算

框2.4. 系统混响——全球导航卫星系统

系统）、粮食系统和医疗（例如制造业）等相关

行业，通过适时配送系统所带来的效率提升非常

显著。*GPS故障将导致交货延迟。订单和交付

阻塞可能通过正反馈循环导致许多服务同时出现

故障，而未出故障的时候这些服务很可能被认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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级联致灾过程指的是初始影响（触发事件），如

暴雨、地震活动或意外的快速融雪，随之而来的

是可能导致次级影响的一系列后果。这些又会导

致一系列复杂的脆弱性，它们以相互依存和不可

预测的方式相互作用，并可能对初始触发事件下

游的人群产生巨大的影响。鉴于亚洲高山区的构

造、地貌和气候条件，特别是与冰川湖溃决洪水

有关的条件，此地区极易产生级联致灾过程。

框2.5. 亚洲高山区

预计未来冰川湖溃决洪水的发生将会增加，原因

是永久冻土层融化，以及冰川退缩导致的山坡暴

露和环境不稳定。这将增加滑坡、雪崩和泥石流

灾害的可能性，这些灾害又会袭击冰川湖，引发

溃决洪水。

57  （Timonina等 2015）
58  （Aas 2004）；（Aas等 2009）

59  （Golnaraghi等 2018）
60  （Masih 2018）

（来源：Nussbaumer等 2014）

异步反馈最突出的宏观例子是气候系统的扰动。由于

短期的经济刺激措施，化石燃料的快速开采导致大气

中温室气体的存量稳步增加。碳从地面转移到大气

中的速度达到空前水平，已经与自然碳循环的再生动

力学不相匹配，导致地球系统功能的改变。据预测，

这些变化将导致新的、更频繁、更严重的灾害，从干

旱、洪水一直到地震活动的变化。60 

其中一些扰动会导致产生反馈循环，如森林和稀树

草原火灾频率的增加以及永久冻土层的融化，这些

都会进一步加速大气中碳储量的积累，并导致气候变

暖加剧，潜在地引发更具灾难性的突发性气候变化

现象。显然，对人类而言，将从地表碳消耗的速度

与自然固碳的速度同步将是一项更强有力的发展战

略，目前此战略已经被设想作为未来可能的排放路线

中一项要素，并根据《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

（UNFCCC）进行实施。

是彼此独立的。完全有可能的是，一个原本旨在

确保通过同步业务运作来获得效率提升的相对较

小型服务提供系统出现故障，却可能在当地，甚

至整个国家或全球范围内造成大规模的粮食和医

疗系统崩溃。

* 必须根据所带来的新风险来衡量效益的提高；例如，及时食物配送方案对社区的恢复力可能会产生不利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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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UNDRR 2019）

50 第 2章



61  （IFRC 2010） 62   （UNISDR 2009）；（UNISDR 2011b）；（UNISDR 2013b）；
（UNISDR 2015a）

人们已经开发了随机风险管理模型，来帮助了解

和量化系统性风险的动态情况，特别是异步反

馈事件。数值模型可以是非结构时间序列模型

（例如向量自回归模型）或结构模型（例如系统

动力学模型），或者两者相组合（由结构模型生

成场景来指定非结构仿真模型）。后一种方法允

许使用随机优化模型，来计算给出有力的预防或

响应战略。

框2.6. 出于好奇——异步反馈建模

为了评估大型集成系统的系统性风险动态情况，

需要保证系统组件的时间分辨率与相关的动态相

匹配。精细的时间尺度流程可以用秒来衡量，而

行星尺度流程可能用几十年或几百年来衡量。当

整个系统内生性地进行自我调整，或者通过反馈

回路被外源性冲击触发向新的平衡过渡时，时间

尺度的异步运行可能会造成系统不稳定。在试图

理解自然和人类系统功能的破坏和崩溃时，这种

动态不匹配很可能是核心的驱动因素。

2.2.3 
系统性风险的多空间尺度

HFA主要关注国家层面的风险，为公共政策提供信

息，并就DRR问题向各国政府提供指导。然而，无论

地理范围大小，风险都是相互关联的。较小空间尺度

的一个例子是城市地区，此地区是人口、经济活动和

建筑资产集中的中心地带，并且越来越多地被认为是

DRR的最前线。61 城市灾害会影响当地居民和生计，

并通过供应链和资源网络将冲击转移到其他地点。

城市地区的主要风险

之前的全球评估报告（GAR）将风险划分为多个类

型：日常风险（包括粮食安全、疾病、犯罪、事故、

污染，以及缺乏卫生和清洁的用水）、广布型风险

（包括源自较低致灾因子强度的死亡、伤害、疾病

和贫困）和集中型风险（包括导致超过25人死亡或

600多所房屋受损的重大灾害）。62 通过纳入多层次

的风险，在2015年之前，城市专家与灾害专家通过

合作来了解城市地区风险累积方式的必要性就已经变

得非常明显。

《仙台框架》更进一步明确了人们对理解和管理相互

关联的多维风险变量的需求，这些风险变量是不同的

系统在不同的地理或空间尺度上相互作用而产生的，

并且在这些系统之间放大。对城市风险的考量必须包

含与现有城市环境潜在的致灾因子和孕灾环境有关的

重要决策，例如传染病暴发、火灾和犯罪。还必须考

虑偶发或异常的风险，如洪水、地震、山体滑坡、极

端天气事件和海平面上升，以便建立对系统性风险更

具代表性的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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框2.7. 风险和相互作用的城市子系统——尼日利亚拉各斯

虽然系统性风险也影响农村地区，但由于城市地区作

为一个由众多系统组成的复杂系统所具备的独特特

征，系统性风险与城市地区的关系尤为密切。例如，

海平面上升和沿海洪水风险对城市地区来说都是关键

问题。世界上的多数大城市都位于低海拔的沿海地

区，而且没有足够的结构措施或行为调整来避免最初

的触发事件或级联致灾过程。63 很多中小城市地区也

处于类似的地理位置，而且发展迅速。由于城市人口

密度的原因，在城市环境中，了解和管理与传染病有

关的系统性风险的需求正在成倍增加。

为了减少或防范风险的产生，必须更好地了解城市和

农村地区之间的相互作用和相互依赖关系。这需要进

行有效的城市/农村（城市区域）有关数据的更新，

以适当的规模来处理信息，从而了解系统的影响。城

市区域正在收集和处理越来越复杂的数据，越来越多

地采用系统模型，包括通过已经在城市卫生观测站

测试过的方法。64 这是为了跨部门和跨学科地在城市

区域的知情人群中建立起城市集体智慧（见第2.4.1

节），以共同做出更好的决策。

城市地区风险和脆弱性变化的驱动因素

在多种当代趋势（包括快速城市化、气候变化和不平

等加剧）的共同作用下，城市风险的性质在变化，规

模也在继续增加。城市发展压力的增加会导致在灾害

易发区定居点的增长，例如开普敦自然行洪区的非正

式定居点，还有危地马拉城周围易发生滑坡的沟壑和

山脊。这些定居点还会破坏自然保护生态系统，这些

生态系统在历史上减轻了滑坡、洪水和风暴的风险，

比如吸水性湿地和陡峭土地上的植被覆盖。通常，受

这些灾害影响最大的地区是适应能力最低的人群（包

括没有土地使用权的居民和新近移民）所居住的非正

式定居点。

在尼日利亚拉各斯，从1986年到2002年，城市

化带来已开发土地增加了13%，红树林、沼泽灌

丛和其他有助于缓冲沿海洪水的天然植被减少了

11%。随后的洪水影响了多个贫民窟社区，这些

社区都是在填砂土地上发展起来的，无法支撑坚

实的结构，因此市场价值很低。

（来源：Okude和Ademiluyi 2006；Adelekan 2010）

随着气候变化造成的灾害事件日益普遍，以及不断演变的动态脆弱性和暴露，预计今后几十年城市地区的这种

侵蚀性影响将会增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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框2.8. 潜在的系统性风险——波多黎各

2017年飓风玛利亚袭击波多黎各后，圣胡安的

一家大型医疗批发供应公司无法维持生产。结

果，全球医院都面临严重短缺，静脉输液袋的价

格上涨了600%。此外，波多黎各制药商也无法

生产治疗糖尿病、癌症和心脏病所需的药物。

63  （Brown等 2013）
64  (国际科学理事会 2018)

这并不是重大业务中断的孤立实例。波多黎各经

济发展和商务部秘书认为“缺电是一切的根源”

，指出过去几十年长期对电网的投资不足导致飓

风玛丽亚成为此次长期和广泛影响的主要驱动因

素，这也是美国历史上规模最大的一次停电。

（来源：Alvarez 2017；Conrad 2018；Wong 2018）

最近的研究表明，在富裕的大城市地区，全球城市工

业网络更容易受到同时发生的多重灾害的影响，而不

是单一灾害的影响。65 因此，随着气候影响的日益普

灾害影响从城市地区转移到其他偏远地区

城市灾害风险的研究通常是从单个城市的角度进行的。然而，由于城市地区是全球社会和经济网络的一部分，

对一个城市地区的影响会级联到其他的遥远地区。

遍，能够中断城市经济流动和造成社会不稳定的影响

可能会变得更加严重。

65  （Shughrue和Seto 2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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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系统性风险治理

治理一般指达成和实施集体决策的行动、流程、传

统和体制（正式和非正式）。66 风险治理可以被定义

为“与如何收集、分析和沟通相关的风险信息以及如

何做出管理决策有关的行动者、规则、约定、流程和

机制的总和”。67 这通常与如何使社会从变化中受益

有关，即所谓的“正面风险”或机遇，同时将负面风

险或损失降至最低。相反，系统性风险通常被视作负

面风险。从定义上讲，系统性风险的实现会导致整个

系统的崩溃，或者至少导致主要功能障碍。68评估、

沟通和管理系统性风险（或简而言之治理系统性风

险）会变得复杂，因为潜在的损失会波及到整个相互

联系的社会经济系统，会跨越政治边界（包括城市

和会员国边界或地区边界），会不可逆地打破系统边

界，将难以承受的负担强加在整个国家身上。在确定

风险根源和分配责任方面，也存在几乎难以解决的困

难，也会给风险治理带来困扰。

需要建立什么机制来治理系统性风险？与任何新出现

的现象一样，系统性风险无法通过单独量化各个构成

部分进行衡量。这意味着有效的治理应该考虑相互关

联的元素和单个风险之间的相互依赖关系。因此，关

注互联节点或主体的网络视角也许比较有用，还可以

让个人和机构决策者承担更多的职责和责任，例如通

过建立集体责任原则的方式。69 

可以通过全球金融系统和国际气候变化机构的例

子来探讨这些机构在全球范围内的一些特点（见

第13章）。

2.3.1 
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

正如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之后所认识到的那样，系

统性风险治理需要新的体制结构。在危机之前，早期

预警系统（EWS）已经就位，可以识别出复杂金融

系统整体表现中的前兆信号和异常现象。然而，它们

未能探测到现在被认为是清晰信号的部分。据当时计

算，2007年美国发生金融危机的概率在0.6%到1%之

间。对于英国来说，计算结果类似，2007年发生金

融危机的概率在0.6%到3.4%之间。金融系统以孤立

的方式运行，其成员从自己的角度在各自的职责范围

内理性地运行。然而，这些系统经常遭受破坏，或者

在系统层级上表现为次优或顺周期性问题——即潜在

活跃度增强。很少有组织拥有在系统层级上开展研究

所需的资源和能力，更不用说在系统的系统层级了，

而且此问题的归属权也经常搞不清楚。70

全球金融危机促使制定了新的机构和机制，或者对

旧机构和机制进行重塑，来识别并在理想情况下预

防金融系统未来的系统性风险。将关键的发展中经

济体（如巴西、中国和印度）纳入全球经济决策流

程是取得的一项核心发展——特别是采用了由全球

重要工业化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组成的20国集团加上

欧盟（EU）的方式。与此同时，国际货币基金组织

在监督主要经济体方面发挥更重要的作用。71 还建立

了新的金融机制；例如，欧洲稳定机制是一个国际

金融机构，旨在帮助欧元区国家应对严重的金融危

机。72 还提议征收系统性风险税，来减少因为过于重

要而不能倒闭的银行数量。73然而，许多分析人士认

为，危机后的治理结构并不足以防范金融危机的进一

步爆发。74、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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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6  （Renn 2008）
67  （IRGC 2018）
68  （Kovacevic、Pflug和Pichler 2015）
69  （Helbing 2013b）
70  （Agathangelou 2018）
71  （Kahler 2013）

72  （国际清算银行 2018）
73  （Poledna和Thurner 2016）
74  （Agathangelou 2018）
75  （Goldin和Vogel 2010） 
76  （IPCC 2018）

框2.9. 系统性风险治理——全球气候变化治理

全球气候治理由联合国发起，从 1 9 9 2年

的U N F C C C开始，开始采取多边协议的形

式。2 0 1 2年《京都议定书》多哈修正案将

UNFCCC有效期延长至2020年。截至2019年2

月，修正案生效所需的144个会员国中，已经有

126个交存了接受书。2015年，在UNFCCC背

景下举行的磋商会通过了《巴黎协定》，197个

缔约方中有185个批准了此协定。作为具有法

律约束力和非约束性条款的混合体，根据此协

定，183个国家已经（通过NDC）概述了他们的

2020年后气候行动。除了官方全球气候治理的

演进，还出现了其他政治表述，包括相关的市场

创业和生活方式的改变，这些改变将采用更灵活

的参与性方法，来应对气候变化的各种问题。这

些措施包括“气候友好型食品”或生态驾驶和

共享汽车。

（来源：de Boer、de Witt和Aiking 2016；Barkenbus 2010）

2.3.2 
气候变化

尽管全球金融危机将注意力集中在全球相关联和具有潜在巨灾影响的级联风险上，但还有许多其他潜在触发因

素令人担忧。这些触发因素包括极端气候事件、武装冲突、被迫移民、粮食和水资源短缺、不受监管的数字

化、流行病和生物多样性丧失。气候变化正日益被视为一种具有潜在巨灾影响的系统性风险，其影响将通过金

融、生态和社会系统产生级联反应。气候变化或许也是全球治理机制中最完善的领域。

尽管无论金融系统治理还是气候系统治理都无法声

称取得圆满成功（注意IPCC警告称，《巴黎协定》

的国家自定贡献势必会带来工业化前水平以上2.9℃

至3.4℃的潜在全球变暖）,76但是这两者都提升了人

们对在全球范围内应对系统性风险的治理机制的必

要性以及相关时空复杂性的认识。此外，金融和气候

治理机制已经使人们注意到由各种挑战组成的复杂网

络。一大主要的挑战是确定系统性损失的原因归属情

况，并将此作为分配对风险治理至关重要的职责和责

任的基础。

55



气候变化的归因是通过计算过去的温室气体排放来确

定的。承诺和责任也可以通过对未来温室气体的预测

来解决。77 然而，系统性风险其他领域的归因可能不

太清楚，因为在确定复杂地理空间区域、不同利益相

关方和不同部门之间的因果影响方面存在很大的不确

定性。例如，专家们普遍认为，在某些地区，极端干

旱和洪水的风险因气候变化而增加，78 但是把任何事

件造成的损失归咎于人为造成的气候变化仍然是无法

实现的。由于系统性风险可以通过微观层面的破坏

（所谓的“无尺度特性”79），或通过与它在特定系

统中造成的破坏间接相关的行为，演变为全球宏观层

面的风险，所以归因变得更加复杂。因此，责任归属

的困难限制了减少系统性风险的解决方案的空间；还

会妨碍我们在为管理系统性风险确定明确的目标方面

制定共同的愿景。

尽管不是系统性风险所特有的，但是另一个挑战是在

触发因素、暴露和级联后果方面存在深度的不确定

性，而这些都是重要的网络节点。应对不确定性的一

种方法是通过迭代风险管理方法进行反复试验，但

是对于具有潜在巨灾风险的节点不建议使用这种方

法。80 可以通过将系统性风险与其他类型的风险结合

起来来对冲不确定性，从而共同应对。81 采用将网络

动态和社会流程考虑在内的系统方法，可以为设计风

险治理方法奠定基础。

除了不确定性，更令人畏惧的挑战是人们对许多风险

情境的系统性缺乏理解。82 气候风险界给出的一个建

议是使用一个三循环的学习流程，从反应到重构，最

后到转变。83 此举与采用一个适应性日益提升的风险

管理框架的建议是一致的，此框架重点关注的是具有

多重效益的解决方案。84 

任何风险治理框架（包括系统性风险）的核心都需要

采用具有包容性的利益相关方专家流程，来共同设

计、共同生成解决方案。尽管利益相关方参与的重要

性日益明显，但系统性风险也面临着特殊的挑战。85 

首先，损失的级联性和不确定性意味着利益相关方的

定义不清，而且常常跨越政治边界。由于存在不确定

性，风险治理者可能会根据针对问题及其解决方案性

质的不同观点，对问题进行描述，不同利益相关方也

会得出不同“风险结构”。86 对于“现实主义者”来

说，风险可以从它们的可能性和影响方面进行客观的

评估，而对于“建构主义者”来说，风险的存在和本

质来自其具体的政治、历史和社会情境，即风险是被

建构的。这两种不同的观点可能对政策的实施产生重

大的影响。87 现代性又反过来依赖于不断增加的复杂

性来管理它所带来的风险，而这些风险反过来又会导

致通常会嵌入到社会组织和体制建设中的灾害。88 因

此，迭代方法能够更好地通过在尽可能早的时间点识

别前兆信号或系统性能中的异常来确定潜在的冲突和

可能的解决方案。89 人类活动可能在某些系统性风险

考量中（如供应链风险）发挥的作用不如在其他系统

性风险考量中（如政治混乱）那么重要，这一点对确

定相应的治理方法非常重要。这个问题与治理系统性

风险的最优复杂性有关，也就是说，在资源有限的情

况下，此方法应该达到怎样的详细程度。

可以说，在存在复杂系统和系统性风险的情况下，当

前的措施和方法代表了一系列失败的尝试。90 然而，

这些方法正在提高人们的认识，并且正在应对一些挑

战，而应对这些挑战能够让我们对系统性风险治理这

一复杂问题的关键方面有所了解。

56 第 2章



过程管理与导航

探究系统

开
发
场
景

确
定
目
标
和

耐
受
程
度
水
平

决
定
、
测
试
、

实
施
战
略

应
对
未
预
料
到
的

障
碍

共同制定管理策略

监督
、了
解、

审查
、适
应

新兴方法（如国际风险治理中心（IRGC）的系统性

风险治理指南；请参见图2.5）正在寻求解决评估或

这种系统性风险治理方法的成功实施需要灵活性和

（持续的）情境适应性（IPCC采用的说法是迭代流

程）。这需要强有力的领导者有中长期的长远眼光，

适应或调整通常为非线性、非顺序流程的意愿，并

测量系统性风险、级联后果建模、应用不同的管理工

具 91 和实施参与式流程92等方面的难题。

且愿意接受和解决相关的利益权衡问题。93 来自相

对传统的风险分析的见解认为，94 风险沟通和风险管

理可以有效地应用于连接系统性风险和传统的风险

治理方法。

图2.5：系统性风险治理的灵活要素

（来源：IRGC 2018）

77  （IPCC 2001）
78  （IPCC 2012）
79  （Poledna和Thurner 2016）
80  （Schinko和Mechler 2017）
81  （Timonina等 2015）
82  （IRGC 2018）；（Timonina等 2015）
83  （Tosey、Visser和Saunders 2012）
84  （Frank等2014）；（Helbing 2013b） 
85  （IRGC 2018）

86  （Centeno等2015）
87  （Yazdanpanah等2016）
88  （Beck 1999）
89  （Linnerooth-Bayer等2016） 
90  （Page 2015）
91  （Poledna和Thurner 2016）
92  （Linnerooth-Bayer等2016） 
93  （IRGC 2018）
94  （Timonina等20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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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 

集体智慧、 
情境数据与协作

风险最终是一种人类的建构物，在语言和意义上创

造出这一个词的目的是为了描述人类生活中感到或

害怕的波动性和不确定性——换句话说，是对复杂

性和复杂的系统性效应的体验。在很多社会中，人

类已经习惯并开始依恋风险建构给我们带来的控制

错觉。但是，随着相互依赖的、全球互联的系统和

脆弱性的影响明显可能超出人类的测量或管理范

围，我们必须认识到这种错觉的局限性。还必须认

识到现有的治理系统和人类知识组织的局限性。这

需要一种新的范式来理解不确定性和复杂性并与之

共处——一种能激活人类社会和情境智慧力量的范

式，并在可能的情况下，通过适当设计的人工智能

来利用这种力量。

与目前依靠外部参考框架和分类技术专门知识的方法

相比，培养情境理解和决策能力是一种有效得多的方

法。在某种程度上，可以通过终身学习的方式来发展

这种能力，从而培养出一种关注情境相关性和自身角

色的觉察和内化能力；在这样做的过程中，还要认识

并预测相关性和非线性效应。

人类的决策是情绪化的，而非理性的，因此更容易被

具有价值观和信念意义的思维模型所激活。95 过去的

实践已经表明，使用叙述和描述意义的语言来协调身

份和情境之间不断变化的关系是建立恢复力，实现快

速感知，理解和意会的有效机制。这样，集体智慧就

有可能成为打造集体责任的必要前提，而集体责任是

系统性风险治理的核心。运用这种集体智慧是建立系

统性恢复力的关键。

2.4.1 
集体智慧

“集体智慧”是人类智慧、人工智能或机器智能与处

理能力的强大结合体。

为了充分应对、减少风险和预防灾害，必须打造恢复

力。打造恢复力要求：根据评估进行规划和准备，以

避免或尽量减少产生新的风险，同时减少现有的存量

风险；培养在面对中断时迅速有效地恢复职能的能

力；以及培养在受到冲击后适应和改变的能力。

如果通过集体智慧利用一个“更大的头脑”，每个

参与恢复力建设的个人、组织或团体都可以通过应

对这些复杂系统的挑战获得更成功的蓬勃发展。这

可能包括利用具有不同文化经验、实际年龄、教育

程度或职业和性别的其他人的智慧，再加上机器的

处理能力。

尽管处理复杂系统功能的大数据是必需的，但机器学

习和人工智能并不能帮助人们解决需要人与人之间信

任的更复杂的协调和治理问题。它们无法决定人们想

要过怎样的人类生活，比如怎样的城市生活。区块链

是用于协调交互和交换的分布式网络解决方案，它同

样不能独自解决这个复杂的人类动态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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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5  （Gatzweiler等2017）
96  （Whitmee等2015）
97  （Whitmee等2015）

98   （欧盟、研究和创新局、Directorate I - 气候行动和资源效
率 2018）

99  （Craglia等2018）

真正的全球集体智慧距离解决全球问题还有很长的路

要走。现在重要的是要组合使用各种新工具，来帮助

整个世界以与我们所面临的复杂问题相称的规模来思

考并采取行动。在太多领域中，最重要的数据和知

识仍然存在缺陷、支离破碎或封闭不开放，而且缺

乏获取这些数据和知识并用于决策所需的情境和组

织；到目前为止，还没有人有办法或能力把它们整

合在一起。

人类的健康和福祉、生态和技术之间关键的相互依存

性是高度复杂的——无论是其相关联的本质，还是在

时间和空间的响应方面。96 提高对人类-生态-技术系

统相互作用的理解至关重要，正如人们通过应用复杂

的计算机模型在气候科学领域开始取得成就一样。

系统建模的这场革命已经发展到一定阶段，现在可以

开始对天气、地壳变化、土壤、土地、海洋生态和

人类活动的实时交互作用驱动下的决策和投资在经

济（价值）、社会（卫生、福利和生产力）和环境方

面的影响之间的相互关联和相互依存性进行建模。97 

可以获取多个尺度的地理数据来支持这种方法，从而

更好地理解风险驱动因素的交互性，还可以用于减少

长期风险。

在许多情况下，用来预测未来趋势的复杂生态系统模

型使用的是从假定的因果关系中得到的统计数据，但

是这种因果关系在新情况下可能会发生变化，因此预

测可能会存在问题。我们越来越需要新的模型，这些

模型必须基于对导致系统以特定方式运行的底层流

程的理解，而且这些模型要能从全球到地方层面进行

扩展和交互。这些模型可以被用于创建一个恢复力罗

盘，帮助社区能够走向一个更具恢复力的未来。

然后，这些基于人工智能和机器学习的创新型模型

还可以通过独立的区域或国家级过渡性超级实验室 98 

或协作实验室在社区之间建立集体智慧（在第2.4.2

节进行进一步讨论）。这些实验室成员由来自各个

领域，包括学术界、政府、私营部门和社区的顶级

专家组成。

最近在计算能力、数据可用性和新算法方面取得的进

步已经在过去六、七年里带来人工智能和机器学习方

面的重大突破。很多相关应用正在进入日常生活，例

如机器翻译、语音和图像识别和地理空间优化，所有

这些都越来越多地应用于工业、政府和商业领域。在

DRR领域，越来越多的建设性部署人工智能，同时发

展集体智慧，这将对拯救生命、减少伤害、最大程度

地减少财产损失和改善经济系统产生积极的影响。这

些措施在任何时候都必须通过提高决策能力来促进社

会平等。要想成功做到这一点，我们需要强大的评估

框架，来评估人工智能的性能和质量，并建立人们对

这种颠覆性技术的信任。99 

理解自动决策情境下的公平性仍然需要进一步的研

究。当算法或决策不因某一特定群体的成员身份（如

性别、种族或性取向）而歧视相关个人时，此算法或

决策就是公平的。在“可解释人工智能”（即可以被

信任并且易于人类理解的人工智能技术，与之相对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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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机器学习的黑箱理念，后者通常很难解释为什么人

工智能做出某一特定决定 100）这一新兴领域，正在

开展大量的工作来应对这些复杂问题，并取代传统人

工智能的黑箱方法，从而减少偏差，提高决策者的

可理解性。

在网络安全方面，人工智能是一把双刃剑。它可以极

大地提高设备、系统和应用程序的安全性，但它也可

以增强那些试图攻击系统和网络的人员的能力，从而

成为网络攻击的高级工具。《仙台框架》已经考虑到

我们需要应对技术创新及其应用所带来的风险（见本

GAR第3章）。此外，人工智能针对恶意行为的稳健

性也会成为一个问题，这会对网络物理系统的安全构

成最直接的威胁，因为人工智能将被越来越多地应用

于网络物理系统内。

因此，用于协调问题的技术型解决方案需要与基于人

的解决方案（由人提供的解决方案或者人参与提供的

解决方案）结合起来。与机器（机器需要利用概率进

行操作）不同的是，在一个信任的社会网络中，人类

可以通过将价值附加到决策上，在极端不确定的情况

下做出决策。健康人类的这种能力得益于对高度复杂

的决策情况的情感反应，在这种情况下，纯粹的计算

和不涉及价值的成本和收益是无法解决的。

建立在客观和价值中立基础上的纯技术解决方案会把

人类从与环境的内在联系中分离出来。人类能够（或

者应该）做出决定，更改用于界定更高级别规则以及

用来塑造态度、选择和行为的深植的价值观。否则，

社会可能会继续创造财富，但代价是生态生命支持功

能的下降，并形成一个正螺旋上升的反馈回路，产生

具有级联效应的系统性风险，导致总体经济、生态和

社会系统越来越容易崩溃。

2.4.2 
情境数据、创新型协作与跨学科性 

复杂性正在困扰着将问题分而治之和治标不治本的

传统问题解决模式。正如IPCC所描述的那样，102 各

种“邪恶的问题”101 以及众多其他的科研机构 103 目

前都在向决策者施加压力，要求他们尝试新方法来应

对如今的挑战，但所有这些问题都不能用简化主义的

方法来理解。换句话说，故意将问题及其原因简单

化，将其从具体情境中隔离开来，都会使对问题的理

解以及随后的解决方案变得过时无用。我们所面临的

问题被包裹在情境内各种相互依存的关系之中，这要

求在评估和行动上采用完全不同的方法。

多数当前的科学研究工具和方法都从相应的情境中

抽取“题材”，以便获得详细的、专门的、可量化

的信息。未来更广泛的科学实践可能会发展出能充分

利用来自细节和相关信息的方法。但是目前，去情境

化信息或简化主义的文化习惯仍然是标准化的、权威

型的经验主义规范。为了更适当地评估由多种原因造

成的风险，迫切需要能够适当处理这种复杂性的观察

结果。关于采取何种行动、由谁采取行动以及利用哪

些资源的决定都是根据情况或事件的信息所做出的决

定。如果这些信息不具有适当的复杂性，那么做出的

决定就会建立在知识不足的基础之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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跨学科研究与响应

在复杂系统中，风险的产生和实现都不会一度停留在

一个部门内。然而，目前的体制结构通过只应对其具

体管辖范围内的问题来减轻这些复杂的问题。卫生危

机仍然停留在卫生部的职责范围内，而经济问题则由

财政或就业部门单独处理。同样，在大多数情况下，

与文化或政治风险重叠的生态风险仍然是分开并行考

虑的，但是必须从它们之间的相关性出发才能更好地

研究和理解此类风险。

需要建立跨社会系统的研究桥梁并加强沟通。在公共

服务系统领域尤其如此。教育、卫生、交通和通信等

系统之间缺乏沟通和情境视角都会增加社区层面的脆

弱性。这些部门之间的联系和更多的互动可以使社区

在应对长期风险和突发紧急情况时更稳健和更具恢复

力。开发“暖数据”方法可以培养各部门之间的关

系，来加强系统间的互动和协作。 

暖数据与情境信息

“暖数据”是关于复杂系统各部分（如家庭成员、各

种海洋生物、社会中的各种机构或一个组织中的各个

部门）如何结合起来为此系统注入活力的一种特定类

型的信息。

相反，其他数据只描述各个部分，而暖数据描述的

是它们在情境中的相互作用。暖数据能说明系统中

许多部分之间的重要关系。例如，要了解一个家庭，

仅仅了解每位家庭成员是不够的，还必须了解他们之

间的关系——这就是暖数据。暖数据可以用于更好地

理解相互依存关系，并改进对以关系型方式定位问题

的响应。这包括理解卫生、生态、经济系统、教育系

统等方面的系统性风险。去情境化会提供可能产生

错误的特定信息，而暖数据可以促进对生态系统的

统一理解。

框2.10. 暖数据查询

系统性后果（以及后果的后果）很容易与其因果

关系网络分离，并且情境之间关系的重要性可能

会丢失。例如，2018年下半年，大批寻求庇护

者北上穿越中美洲，媒体认为他们是在逃离暴力

或贫困（这种绝望行为的“明显”驱动因素）。

事实上，多年来的历史性干旱状况是一个潜在的

风险驱动因素，由于气候导致的天气模式的变化

加剧了旱情，而人类行为、政策或基础设施发展

并没有随之发生变化。这将是采用暖数据方法关

注的重点，从而理解导致大规模迁徙的一系列相

互依存的复杂因素。

100  （Sample 2017）
101  （Rittel和Webber 1973）
102  （IPCC等2018）

103  （Rockström等2009）；（Whitmee等2015）； 
（世界自然保护基金 2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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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4  （Vervoort等2014）

情境包括组合在一起产生特定情况的关系流程。事实

上，大多数复杂情况或系统都是“跨情境”的，也就

是说，不止一个情境在发挥作用。跨情境信息从多个

角度汇集了多种形式的观察结果。在认识到信息存在

多种形式的基础上，暖数据研究团队还要寻求当地人

的“原生智慧”、艺术和文化、个人乃至几代人的故

事等各种信息。暖数据的任务不仅包括细节和数据

点，还包括在很多尺度上细节之间的关系。

研究人员、政府和公共服务专业人员已经开始使用暖

数据形式的情境信息。他们使用这些信息来评估复杂

情况，并用来为复杂的社区（或生态）危机确定相应

的预防方法或响应措施，这些都需要具备跨越各种情

境条件的专业知识。

当应用于特定的本地情境和领域时，使用暖数据的情

境可以帮助本地利益相关方和决策者融入到跨学科的

情境中（即“协作实验室”），从而产生对相关不确

定性和复杂性具有稳健性的可替代愿景。104 在跨尺

度（从小农户到全球协作机构）的一组商定参数范围

内进行一套场景演练有助于确定利益相关方的偏好、

动机、特定尺度的趋势和驱动因素，还有最重要的是

能帮助增加建模演练所需的本地情境。

使用跨情境知识流程改变地方层级的互动模式

跨系统的桥梁构建是上述流程自然拓展的结果。这是

朝着在地方层面建立协作决策机构迈出的一步（“协

作实验室”）。这样做，就有可能把来自不同但相互

关联领域的人们聚集在一起，探索并激发或恢复当地

社区的活力。在这些社区团体产生并交换跨情境知识

的同时，就会开始形成新的交流模式，将本来分割开

来的不同领域的经验联系起来。情境暖数据的协作开

发会产生基于具体地点的解决方案，这些解决方案能

帮助围绕他们共同创建的行动措施进行自我组织，而

且他们对数据、风险和解决方案还拥有本地所有权。

通过提供情境，暖数据是一个能生成联系、沟通和行

动的“元转变”，能够以新方式来处理复杂性。通过

利用集体智慧和相互学习，可以显著提高当地应对风

险的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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跨学科

社会的利益
相关方知识暖数据

原住民智慧

公民数据

行为/实践

大数据

学科

深入的、各学科
领域的和更广泛
的场景、跨学科
知识

整体思维

学科
间的

图2.6：跨学科知识的一代

（来源：改编自Brown等人，2015）

当以这种方式（即跨情境）开展研究时，相互依存性

就变得显而易见。例如，粮食不能脱离经济甚至政治

系统；而且粮食也不能与文化或医疗分离开来。粮食

也是促进几代人之间紧密联系的重要催化剂。从此意

义上说，支持粮食倡议的工作不仅仅是分发营养，还

是把不同情境中的关系编织到涉及整个社区的项目和

行动之中。“解决方案在于认可集体响应的力量。没

有一个单一响应足以解决一个复杂的问题”105。

暖数据是由特定团队所生成的跨系统的重叠部分，这

些团队的主要研究任务是跨情境框架，意义构建以及

模式识别。采用具体情境调查和跨情境研究的视角是

一个可以将不同学科和很多其他形式的知识汇聚到一

起的方法，包括当地实践者符合当地情况的智慧以及

文化和本土敏感性。

当实施表面的解决方案来为复杂系统中的问题提供答

案时，问题接踵而至。发展情境理解和决策能力要有

效得多，而且可以同时让多个部门从中受益。我们需

要能够提供信息的结构和方法，以便在更大的全球宏

观情境下，从个体、微观层面感受潜在的系统性风险

影响，并展现出这些影响的情境关联性。

105  （Bateson, 2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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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 

转变范式—— 

全球风险评估框架介绍 

范式不会被常规科学所改变，范式的改变是一种

价值的改变。106

全球社会已经认识到，我们所造成的系统性风险可能

导致大规模的不稳定性，甚至无法控制。107 因此，

我们迫切需要更好地了解和管理不确定性，并动员相

应的人力、创新和金融资源。不可否认，我们必须扩

图2.7. 从全球风险评估到全球风险评估框架

（来源：UNDRR 20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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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6  （Kuhn 1962）
107  （Helbing 2013b）

展标准的风险管理框架，还要听取如何应对可控和不

可控制风险的范式转变的呼声——《仙台框架》所提

倡的那种转变。我们需要从一种范式过渡到另一种范

式——从管理灾害到管理风险，从管理“常见的”致

灾因子到改进对系统性风险不断变化的相互作用的理

解。探索建立“新关系系统”，从而使未来的理论和

解决方案“范围更广、预测更准确、能解决更多的

问题”。108 

我们需要对风险评估和分析方法进行重大革新，以充

分认识《仙台框架》的挑战和要求。正如已经指出的

那样，如今的方法是针对人类面临的最大、历史上最

明显的、可应对的风险“峰值”进行制定的，而非根

据它们之间的相互依存关系而制定的。

108  （Butterfield 20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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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8. GRAF 2020–2030

在最近几十年里，我们创造了也见识了对人类造成最

严重后果的许多其他类型的风险。了解风险的系统性

以及有关风险的新方法新理念所提供的机会将是21

世纪上半叶的核心挑战。

（来源：UNDRR 2019）

如果我必须选择一句话来描述我们世界的现状，

我会说，我们所处的这个世界正面临着越来越广

泛的全球性挑战，而应对方式却越来越分散，如

果不能扭转这一趋势，就会导致灾害的发生。1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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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9  （安东尼奥·古特雷斯，联合国秘书长，2019年1月）
110  （Butterfield 2007）

为了应对这一挑战，专家们呼吁UNDRR（是获得授

权为《仙台框架》和《2030年议程》的结果和目标

提供支持的机构）建立一个流程来共同设计和开发全

球风险评估框架（GRAF），从而为决策和行为转变

提供信息支持，特别是针对系统性风险。

这将为国家和地区政府以及非国家行动者（包括私

营部门企业和金融机构，请参阅《仙台框架》第36

（c）节）提供明确的支持，帮助他们在实现所有

2015年后政府间协议目标的努力中识别脆弱性和风

险形成的新模式，同时协助他们评估减少风险的进

展情况。GRAF还致力于成为联合国全面风险评估和

分析框架的重要组成部分，从而为《2030年议程》

提供支持。它还将为联合国秘书长的愿景贡献力量，

为综合防范平台和联合国恢复力框架内的决策提供

支持。

GRAF旨在让地方、国家、区域和全球各级的决策者

了解《仙台框架》和《2030年议程》中确定的行动

成果、目标和优先事项，并将行动重点放在部门和地

区内以及跨部门和跨地区的行动上。GRAF致力于应

对多项问题，例如评估农业系统的系统性脆弱性、加

强飓风易发地区的发电和配电系统的恢复力，以及为

公共和私营部门行动者制定业务连续性规划，以便在

快速增长的大都市地区提供基本服务保障。

GRAF的目标是提高对所有空间和时间尺度上当前和

未来风险的理解和管理。它致力于通过培养跨学科的

系统思维以及支持识别异常和前兆信号，来更好地管

理不确定性，调动人员、创新和金融资源。它寻求

揭示跨系统的多风险和行动者之间的相互联系、关

系、相关性和依存性，从而建立共识，并使决策者

能够采取行动。GRAF的设计和制定是由GRAF专家

组、GRAF工作组和UNDRR牵头的。在以用户为中心

的设计流程的驱动下，GRAF将与所有利益相关方合

作一起创建一个框架和实践社区，来理解和分享风险

情境、数据、信息、模型、度量标准、风险沟通模式

和决策支持。

“范式改变”可以被描述为“处理与以前相同的

数据，但是通过给它们提供一个不同的框架来将

它们放置在一个新关系系统内”。110

通过整体建模和相互比较等方法，GRAF将改善对风

险的多维性和不断变化相互作用的理解，从而预防

或适应关键系统（包括人类健康、生态系统功能和

经济发展）的不连续性，并创造可能转变行为的潜

力。GRAF致力于促进自我组织和学习，重点关注相

应的利益相关方就决策的影响和后果进行的本地信息

处理。专家们已经认识到通过了解和应对脆弱性和暴

露模式可以大幅减少风险，也知道有关脆弱性（社会

和环境）的数据严重不足，因此建议将此方面作为

GRAF的一个优先领域。

GRAF变革理论对制定和实施GRAF的关键要素给出

了早期思考意见。其中包括因果路径（人、科学和系

统），目的是清楚明确地定义要解决的问题以及要

测试和建立的要素。GRAF的共同设计和制定将通过

三个广泛的活动阶段不断开展：第1阶段 - 设计和设

立；第2阶段 - 建立框架；以及第3阶段 - 推广实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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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9. GRAF示意图

（来源：UNDRR 2019）

GRAF通过及时为利益相关方开发多用户的、开放和

包容的、协作的、共享的方法，来为相应规模的决策

者提供深入见解、工具和实际演示，因此可以激励

开展能为变革措施提供支持的跨学科系统行为。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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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更多的低成本模型

和数据库可供使用并与更

多用户相连

更多人可以构建风险模

型并理解风险随时间的

相互作用

应用编程接口
（API）

将促进暖数据研究、建立合作实验室和加速发展有关

系统性风险的集体智慧，从而营造出一种风险知情决

策的文化，转变人们的行为，并最终增强社会和系统

的恢复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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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结和建议

解决方案在于认可集体响应的力量。没有一个单一的响应足以解决一个复杂的问题。111

总结

随着人们对近期非线性变化的确认，必须重新审视过去和未来风险之间关系的关键假设。

多项一致的政府间议程所设想的社会和自然系统的再生潜力将得到更好的理解，同时通过将系统性风险和系统

性机会纳入所有规模的政策和投资之中，有关工作将加快进展。不同领域系统性风险特点的相似性表明，随着

人们努力理解内生触发因素和临界转变的影响，我们将会在不同的领域发现更多的模式，这将促进对系统性风

险的基本特征形成一致的理解。

图2.10.“创新曲线”——从破坏性到可再生方法

（来源：UNDRR 20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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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1  （Bateson 2018）

系统性风险可能很容易在早期得到缓解。然而，如果

未能或者甚至有意忽视系统性风险的潜在驱动因素的

作用，那么小风险就会发展成大问题，增加干预失败

和错失机会的机会成本。制定和实施用来识别和处理

前兆信号和系统异常的多学科方法对于减少或避免复

杂系统中的不连续性至关重要。

目前大多数流行的风险管理工具都假定底层系统

是“繁杂”的，而非“复杂”的。在复杂系统的情

境下，理解对变化的敏感性和系统反响情况要重要得

多，也更具挑战性。对此类系统的模拟表明，微小的

变化会产生初始的涟漪，而非线性效应和相关的路径

依赖性会放大涟漪，从而引起变化的发生，进而导致

重大且潜在不可逆后果的出现。

为了让人类走上一条至少是可控的、最好是可持续的

和可再生的发展道路（与《2030年议程》相一致），

重新思考和重新设计我们应对系统性风险的方法至关

重要。必须改进对系统组件的了解，包括前兆信号和

异常、系统反响、反馈回路和对变化的敏感性。

在富裕的大城市地区，全球城市-工业网络更容易受

到同时发生的多重灾害的影响，而非单一灾害。因

此，随着气候影响越来越普遍，能够中断城市经济流

动和造成社会不稳定的影响可能会变得更加严重。

系统性风险治理的难点在于识别因果根源和分配责

任。尽管金融系统和气候系统的治理都不能算完全取

得成功，但它们都提高了人们对治理机制在全球范围

内应对系统性风险的必要性和时空复杂性的认识。

虽然处理复杂系统功能的大数据是必要的，但机器学

习和人工智能在帮助人们解决需要人与人之间信任的

更复杂的协调和治理问题方面能力有限。与机器（机

器需要利用概率进行操作）不同的是，在一个信任的

社会网络中，人类可以通过将价值附加到决策上，能

在极端不确定的情况下做出决策。

复杂性正在困扰着将问题分而治之和治标不治本的传

统问题解决模式。这些问题被包裹在情境内的相互依

存关系之中，需要在评估和行动中使用完全不同的方

法。暖数据是各个系统的重叠部分。情境调查和跨情

境研究的视角是一个将多种学科以及许多其他形式的

知识（包括具体地点的当地实践者智慧以及文化和本

土敏感性）结合在一起的视角。

认识风险的系统性以及有关风险的新方法新理念所提

供的机会将是21世纪上半叶的核心挑战。GRAF力求

提高对风险的多维性质和不断变化的相互作用的理

解，从而防止或适应关键系统中的不连续性，使相关

利益相关方能够就决策的影响和后果进行本地信息处

理。GRAF可以激励跨学科的系统行为，从而支持变

革行动，促进有关系统性风险的集体智慧的加速发

展，从而营造出一种风险知情决策的文化，改变人们

的行为，并最终提高社会和系统的恢复力。GRAF旨

在为支持《2030年议程》和《仙台框架》的联合国

综合风险评估和分析框架做出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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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议

• 我们需要怀着雄心壮志，加快采取行动，从一种

范式过渡到另一种范式——从管理灾害到管理风

险，从管理“常见”致灾因子到改进对系统性风

险不断变化的相互作用的理解。

• 人类能够（或者应该）做出决定，在更高级别的

行动和互动规则上改变深植于自身的价值观。否

则，社会可能会继续创造财富，但代价是生态生

命支持功能的下降，并形成一个正螺旋上升的反

馈回路，产生具有级联效应的系统性风险，导致

总体经济、生态和社会体系越来越容易崩溃。

• 为了充分认识《仙台框架》的挑战和要求，需要

对风险评估和分析方法进行重大革新。如今的方

法是基于对人类来说最大的、在历史上最明显和

可以应对的各种风险来制定的，而非基于风险的

全盘拓扑情况。

• 风险模型应包括场景构建和随机模拟，从而帮助

在复杂系统中进行思考和决策。

• 需要一种新的范式来理解不确定性和复杂性并与

之共处——一种能激活人类社会和情境智慧力量

的范式，并在可能的情况下，通过适当设计的人

工智能来利用这种力量。

• 与目前依靠外部参考框架和分类技术专门知识的

方法相比，培养情境理解和决策能力会是一种更

有效的方法。

• 应该更多地关注情境暖数据的协作开发所产生的

基于具体地点的解决方案，这些解决方案能帮助

围绕他们共同创建的行动措施进行自我组织，而

且他们对数据、风险和解决方案还拥有本地所有

权。通过利用集体智慧和相互学习，可以显著提

升地方能力。

• 更好地理解城乡之间的相互作用和相互依存对

于减少或预防风险的产生至关重要。这需要进

行有效的城市/农村（城市区域）有关数据的更

新，以适当的规模来处理信息，从而了解系统的

影响。

• 私营部门的金融机构需要通过风险知情投资将

DRM整合到其商业模式和实践内。

• 我们需要能够提供信息的结构和方法，以便在更

大的全球宏观情境下，从个体、微观层面感受潜

在的系统性风险影响，并展现出这些影响的情境

关联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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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殊案例研究

菲律宾中小企业的恢复力如何

成为每个人的责任——一个 
“减少级联风险”的故事

2016年超强台风莫兰蒂对菲律宾巴丹群岛省的影响。在灾害中失去通信可能会产生级联效应，导致大范围的业务中断。

（来源：PDRF 20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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包括小型农业在内的中小企业是全世界许多经济体的

支柱，在菲律宾以及邻近的东南亚地区更是如此。

从街头市场的个体零售商等微型企业到在设备和劳

动力培训方面进行大量资本投资的制造工厂都属于

中小企业的范畴。中小企业已经被亚太经济委员会

（APEC）和东南亚国家联盟（ASEAN）确认为东南

亚社会经济发展的核心 112。东南亚地区也是全球自

然灾害最严重的地区。因此，他们的灾害恢复力也是

实现可持续发展的核心。在菲律宾，99.56%的企业

是中小微企业（MSME），他们提供了62.85%的就

业岗位。113 

当灾害发生时，私营部门的普遍形象是大公司帮助

提供设备或救济物资。然而，中小企业很少能以这

种方式向他人提供大量资源，而且他们通常也未加

入像商会这样的商业网络。中小企业扎根于农村和

城市社区，与他们的社区邻居一样面临着自然灾害

的风险。他们还面临着火灾以及化学、技术和环境

灾害（以及成为此类灾害的潜在来源）的风险。它

们与邻近居民的区别在于，在全球化经济中，中小企

业越来越容易受到因为很远地方所发生的事件所导致

的与供应链和市场准入相关的系统性风险的影响。 

之前的GAR以及其他一系列报告已经记录了2011年

曼谷洪灾对东南亚和东亚地区制造业供应链的系统性

影响 114。曼谷及其周边地区的洪水引发了地区性的

连锁反应，因为对日本等国制造业非常重要的很多零

部件都是在那里生产的。供电中断、无法进入工厂以

112   （ASEAN 2015，2016–25）；（APEC 2013）； 
（APEC 2014）；（APEC 2015a）；（APEC 2015b） 

113   （Almeda和Baysic-Pobre 2012）； 
（菲律宾贸易和工业部 2017）

114 （UNISDR 2013）；（UNISDR 20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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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2009年启动后不久，PDRF就被正式认可为与政府

合作的私营部门协调机构。117 十年后，此基金会已

经发展为私营部门备灾、救灾和恢复的主要保护组

织。PDRF与政府间组织亚洲备灾中心（ADPC）和

其他合作伙伴一起，于2015年开展了一个关于加强

亚洲中小企业灾害和气候恢复能力的区域项目，在为

中小企业提供支持方面获得了新的动力。118 

  

作为中小企业恢复力项目的一部分，菲律宾针对中

小微企业的一项调查显示，虽然企业主意识到了自

然灾害的风险，但很少有中小微企业拥有应急响应

计划、业务连续性计划、保险或金融资源来帮助他

们度过当地破坏性飓风或地震等重大灾害事件。119 

而且其他地方发生的灾害事件的系统性或级联性风

险也不在他们的计算范围之内。他们中的大多数人

声称，他们需要工作更长时间、更加努力才从灾害

中恢复过来，而且经常使用非正式渠道贷款作为恢

复资本。从根本上来讲，每次灾害来袭，他们都要

重新开始，而且往往还要背负额外的债务。在灾害

频发的菲律宾，这意味着他们无法发展或建立一个

稳固的企业。中小微企业主的个人生活就是灾害逆

转发展成果的具体体现。

在同一项目中，还开展了相关有利环境的分析，包

括菲律宾的立法和政策框架。结果显示，尽管存在

一系列政府机构负责中小微企业的发展、小企业融

资、减少灾害风险和气候变化适应，但没有明确的

机制来将这些机构整合起来，来支持中小微企业打

造对抗自然灾害、混合灾害和系统性风险的恢复力。

从某种意义上说，过去打造菲律宾中小微企业恢复

力“人人有责”但“事不关己”，因此这种情况显

然需要采取系统性响应措施。120 

及洪水造成的破坏导致曼谷制造业中断，从而阻断供

应链。泰国遭受破坏的供应商大多是对洪水灾害缺乏

恢复力的中小企业。很少有中小企业有应急计划或其

他场地来重新安置库存或厂房，部分企业在地面上拥

有敏感设备和物资，而且很少投保相关保险。很多无

法获得资本或恢复贷款的中小企业再也没能开门营

业。115 在地处三角洲的曼谷（海拔接近海平面）以

及中小企业是就业主力军的国家，此类洪水的影响源

自一系列风险的爆发。与很多系统性风险一样，事后

看来这些风险都非常明显，但是直到真正受到影响，

才能完全认识到这些风险。

尽管产生了这些负面影响，但2011年的洪水经历也

对该地区产生了积极的影响，在私营部门、政府和民

间社会之间开展了新的研究，建立了合作伙伴关系，

帮助提高私营部门和中小企业的恢复力。东南亚的这

些洪水和其他灾害表明，不仅大型跨国企业在全球经

济中面临系统性风险，规模小得多的当地企业以及在

他们之间运作的供应链也面临着系统性风险。

菲律宾灾害恢复力基金会（PDRF）是该国主要的私

营部门灾害恢复力协调机构，该基金会正在与政府和

其他合作伙伴一起，为中小企业提供有关业务连续性

规划和其他灾害恢复力方案的培训。116在短短几年的

时间里，此项合作已经在菲律宾各地培训了约7000

名企业主。此项培训从多方面来考虑业务连续性所面

临的风险，包括自然和技术灾害的直接影响、灾害的

间接或系统性影响（如停电、通讯、交通系统和供应

链中断），以及传统上认为的业务连续性风险，例如

经济衰退和通过全球金融体系带来的其他冲击。参与

此项合作伙伴项目的多数中小企业过去从未做过此类

风险知情规划。

76 特殊案例研究



在2018年菲律宾图盖加劳举办的“企业恢复力培训课程”上的演讲
（来源：PDRF 2018）

菲律宾政府迅速接受了挑战。菲律宾政府与ADPC一

起，召集了相关的政府和私营部门组织，商定了一

份路线图，旨在打破藩篱改善政府和私营部门的合

作，来支持菲律宾中小微企业针对他们可能遭受的

冲击提升恢复力。121 2016年7月，中小微企业恢复

力核心团体正式成立，由多样化的政府和私营部门机

构组成，包括：贸易和工业部中小企业发展局；民防

办公室；菲律宾工商总会；菲律宾出口商联合会； 

菲律宾亚太灾害管理联盟；菲律宾雇主联合会；科学

技术部；内政和地方政府部；菲律宾灾害恢复力基金

会（PDRF）；以及亚洲备灾中心（ADPC）。此团

体在继续开展其工作的同时，还指派不同的组织在全

115  （ADPC 2014）；（ADPC 2017d）； 
（Haraguchi和Lall 2015）

116 （PDRF 2019）
117 （菲律宾 2010）
118   由亚洲开发银行、在全球灾害风险管理倡议框架内的

Deutsche Gesellschaft für Internationale Zusammenarbeit 
GmbH，以及加拿大提供支持。

119（ADPC 2017b）
120（ADPC 2017a） 
121（ADPC 2017c）
122（ADPC 2017a）

国范围和各区域范围内领导不同主题的实施工作。122

在此核心团体内，PDRF在提高中小微企业业务连续

性意识和能力建设方面发挥着领导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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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PDRF和其他机构加入了2017年启动的亚洲备

灾合作伙伴关系（APP）计划，支持中小企业个体

打造恢复力的理念还扩展到了区域层面。APP采

用“网络的网络”方法，旨在改善交流，加强互动

与合作伙伴关系，在政府、当地人道主义组织网络

和私营部门网络之间分享知识和资源。123 以ADPC作

为秘书处，APP已经在柬埔寨、缅甸、尼泊尔、巴基

斯坦、菲律宾和斯里兰卡正式建立了国家备灾合作伙

伴关系。124

因此，曼谷洪水在提升减少风险的意识方面产生了积

极的作用，并且已经渗透到该区域其他国家的政府政

策和行动以及私营部门的参与当中。在菲律宾，它促

进了人们采用“系统性减少风险”的新工作方法，来

应对影响中小企业业务连续性及其对社会经济发展贡

献的广泛的地方性和区域性灾害风险。

123 （ADPC 2018） 124 （ADPC 2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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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言

在了解我们的世界在未来一个世纪所将面临的风险时，我们不能依靠过去的信息为基础来预知未来的状况。气

候变化、河流的人为改道或截流、人类互动行为的新动态、空气质量、新的工业设施、不可避免的事故、生物

多样性的丧失、海洋酸化、日益加剧的社会和财富不平等，以及新的战争等种种影响，都代表着一种我们只能

估计的情境。

第I部分： 
《仙台框架》拓宽了 
世界风险观

某些灾害的影响可以建模。水动力学模型可以预测在

给定的流域内，在给定的流量、流速、水深和障碍物

的条件下会发生什么。模型可以用来显示具有特定毒

性、死亡率、载体类型等特征的疾病传播情况。这些

模型能够让我们按预期准确地感知未来几年风险的某

些方面——在某些情况下，可以感知几十年的情况。

地震灾害在很大程度上是由地表深处的因素造成的，

人类无法影响这些因素，但是也不能忽视由水力压裂

引起的诱发地震所带来的未知风险。但从风险的角度

来理解，地震灾害研究必须预测事件对暴露在风险下

的资产的影响，因此在此方面也面临着挑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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暴露、脆弱性和互联性的底层结构正在发生快速的变

化，早前版本的报告（GAR15）所提出的暴露模型

已经被更精准的衡量工具所取代，过去五年，我们的

世界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人们期望更多地了解灾害对

社区、生态系统和机构的影响。

出于必要，这一版《全球评估报告》描述风险的方式

仍然参考了之前《全球评估报告》中的做法。仍然试

图衡量、量化并传递有关风险的信息，来帮助决策者

采取适当的行动，因为这些都是现在就可以使用的工

具。在本部分中，第3章介绍了对之前版本的《全球

评估报告》的读者们来说已经熟悉的一系列致灾因子

（地震、海啸、滑坡、洪水和火灾），还介绍了已经

纳入《仙台框架》的更广泛风险范围的一系列其他

灾害（生物、核/辐射、化学、工业、NATECH（自

然灾害诱发事故灾难）和环境），以及这些灾害的暴

露和脆弱性问题。在这方面，本章的目标是提供有关

最新信息、模型和发展情况的概述，来支持决策者根

据已知的情况进行减灾和备灾。但这一部分内容也与

变化有着密切的关系。

第4章从可用技术及其使用方式（知识的性质、开放

数据和软件的潜力、知识和数据系统的互操作性，以

及数据科学的进展）方面探讨了变化的促成因素，并

探讨了跨学科和跨国界协作方面的积极进展和机遇。

第5章认识到，即便是在必要的时候，做出系统性改

变也极具挑战性，因为人们习惯了对风险的思维方

式（思维定式挑战），以及如何更好地向人们传达风

险，总是存在的政治挑战，以及在技术和资源方面公

认的局限性。

本部分的最后一章（即第6章）是关于干旱风险的特

别章节。预计未来一个世纪干旱的发生率会增加。干

旱范围广，会对社会经济活动、社会脆弱性和发展产

生级联性影响，因此是一种最复杂的天气相关灾害。

然而，在世界大部分地区，主动减少干旱风险仍然是

一项挑战，因为人们常常低估干旱作为风险来源的影

响，而且其对人类和环境系统的影响在短期和长期都

是复杂的。此章节内容强调我们无法通过采用单一风

险的方法来应对某一类型的风险，并要求在《仙台框

架》中强调系统风险分析和综合风险治理的重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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变化
仙台框架要求我们改变
原来的观念和方法，这
包括系统、驱动因素、
技术、思维方式和全球
责任如何在减少风险中
发挥作用。这既更诚
实，也更不确定。

“动物卫生专家正在与东非
的边境控制官员协调，以控
制家畜流行病的传播。”

责任
管理风险不再只是消防员、应急人员和民防部门的职责

——而且还是流行病学专家、核安全专家、气候研究人员、公共事业公司、
保险监管机构、区域规划官员和农民等的职责

压力因素是不断累积的……
……能力并没有

相应提升

风险驱动因素/压力因素

减少风险，
人人有责

《仙台框架》拓宽了世界风险观

（来源：UNDR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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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不确定性
纳入进来

考虑整个问题，
即使是在不确定性增加的情况下

“美国的互联网服务提供商正在与NASA协调，
来预测太阳天气将如何干扰基本的卫星覆盖”

“在意大利开发的一个暴露模型得
到了志愿者扩散网络的验证，
目前正在日本、墨西哥和

尼日利亚使用”

进步
带来新的机会……
……和复杂的问题

在系统的系统中，所有的因
素都是相互关联的

复杂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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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风险”这一术语具有不同的含义：（a）作为有害

影响发生概率的同义词，和（b）作为对不良后果强

度的数学期望的同义词（甚至作为后果的准同义词，

风险与不良后果具有相似的含义）。

在此《全球评估报告》发布十年后，世界人口预计将

超过80亿，到2055年，将超过100亿。从1985年至

2014年，人口增长已经导致自然灾害造成的经济损

失从每年140亿美元增加到每年超过1400亿美元。1 

自GAR15发布以来的这段时间，减灾界已经将其关

注的重点从单一的灾害扩大到研究更复杂的真实场

景，人们已经认识到一种灾害可能最终导致另一种灾

害（级联灾害），或者跨越时间和/或空间的多种灾

害可能导致更大型的灾害。此外，《仙台框架》已经

扩大了需要考虑的灾害范围。

多数灾害科学研究现在使用开源工具，这也是推动

广泛使用共享开放数据运动的一部分。风险信息的

民主化使个人、社区和政府能够得出结论，并影响

第3章：
风险

其自身的暴露和脆弱性。向开源和开放数据的转变已

经为减灾界和灾害科学研究界开展更大的全球合作奠

定了基础。

开放、协作、交流与合作的势头方兴未艾。尽管这

一运动也会受到抵制，但是技术和数据科学的趋势

表明，拒不合作者将越来越少。开放性解决了许多

挑战，但在产生和传播好的风险信息方面仍然存在

挑战。

本部分将概述自GAR15发布以来有关风险理解的发

展情况。《仙台框架》将考虑的灾害范围拓展到了自

然灾害之外，此外还呼吁认可地方、区域、国家和全

球行动者们所发挥的作用和产生的影响，同时加深

对暴露和脆弱性的理解。此外，还考虑采用一个扩展

的灾害清单，包括人为灾害和过去难以表述的自然灾

害。在研究风险的动态相互关联的本质时，它呼吁必

须发展新的思维方式、生活方式和合作方式，认识到

系统的本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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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的挑战需要新的解决方案。虽然全球风险评估报告

可能再也不会为各国提供单独的风险度量数字，但

此评估旨在尽可能真实地反映风险状况。面对这一

挑战，必须承认:（a）事实可能很复杂，（b）有些

读者会失望，因为本节的重点不是提供可能最大损

失（PML）和平均年损失（AAL）数字。此外，尽管

本GAR寻求对《仙台框架》扩大的致灾因子范围给予

应有的关注，但是在之前GAR中涵盖的部分致灾因子

在本报告中并没有进行介绍——主要是风和暴雨。

本GAR确实包含了许多之前并未涵盖的致灾因子，包

括生物风险、化学和工业、环境、NATECH和核/辐

射。GAR在致灾因子覆盖方面从来没有穷尽介绍过，

虽然GAR19努力做到综合全面，但总有一些章节需

要在未来进行完善。

世界各地的人们和资产正暴露于越来越多混合的灾害

和风险中，这些地方甚至在之前并没有任何记录。热

浪夹杂干旱条件会引发猛烈的野火，燃烧的森林和危

险化学品（如塑料燃烧产生的二恶英）又会造成严重

的空气污染，同时用于消防灭火的阻燃剂会流入水

路、饮用水和海洋系统，造成水污染。换句话说，一

场超级暴风雨是由不同的自然和人为事件和过程经过

复杂的相互关联造成的。

本部分内容在最后从多维角度对干旱进行了探讨。过

去的GAR没有介绍干旱风险，部分上是因为这是一种

高度复杂的风险。驱动因素是多方面的，人们所感知

的次级效应（失去生计、被迫迁移，以及表层土壤和

养分侵蚀）影响比初级效应更强烈。有关干旱的章节

将作为将于2020年发布的有关干旱的非周期性GAR

特别报告进行介绍。

3.1 

致灾因子

灾害界已经推动提升了风险评估的准确性和复杂性。

在过去的范式中，灾害和致灾因子可以互换使用。这

也反映了风险科学对实证论的重视。在许多方面，重

视用科学方法来理解致灾因子已经带来了人们对灾害

研究的部分关注。在与理解风险有关的全球研究中，

对致灾因子的研究继续占据主导地位。

《仙台框架》的时代开启了一扇大门，让更多的研

究团体参与进来，理解风险的真实性质。社会科学

研究人员、经济学家、公共政策专家、流行病学家和

其他能够提供有关脆弱性和暴露性质的有价值信息的

人们正在寻求构建一个欢迎各方加入的群体，共同致

力于提供越来越清晰、越来越准确的风险信息。毫无

疑问，风险信息的性质是而且将继续是定量的，但是

人们对概率模型和同质数据集的关注正在转向对未

来不确定性的关注，从而更准确地代表这个世界的

真实情况。

在本节中，仍然会首先关注各种致灾因子，但是要指

出的是《仙台框架》已经证实了致灾因子之间的相互

关联以及致灾因子研究与其他风险研究之间的联系。

1 （UN DESA 20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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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1  
地震

过去几十年，地震造成了平均每年超过2万人的直

接死亡，造成的经济损失可以达到一个国家财富的

很大一部分。平均而言，地震占因灾害造成的年

度经济损失的20%，但在某些年份，这一比例高达

60%（如2010年和2011年）。2 在中美洲和加勒比地

区，危地马拉（1976年）、尼加拉瓜（1972年）、萨尔

瓦多（1986年）和海地（2010年）地震导致的直接

经济损失分别约占各国名义GDP的98%、82%、40%

和120%。3  

虽然全球地震模型没有发生显著变化，但许多输入数

据都发生了变化，对地震研究和理解的方式也发生了

变化。GAR15当时关注的地震是地面震动，关注的

地震影响是与因为震动所导致建筑物结构破坏相关的

影响。而近五年来，新的地震模型以及对断层及其在

时间和空间内运动的更好理解都为人们带来了新的地

震知识。这得益于更强大的协作，使地方层面的数据

能够帮助为全球层面提供信息支持。

一般来说，地震模型在很大程度上基于过去的地震数

据：震级、频率、地面震动和破坏。因此，全球层面

的模型主要是通过对过去事件的统计分析以及有关破

坏和死亡人数的经验数据建立的。模型正在以下几个

方面进行改进：对活跃断层如何积聚地震能量的理解

加深；破坏性地震的地面震动记录的可用性加强；通

过实地观察和计算机模拟，更好地了解结构的脆弱

性；以及通过广泛的信息来源（包括卫星图像和众

包）更好地描绘人类和建构环境。

全球模型现在已经整合了有关断层和微断层的地方信

息，并能得到经过验证的板块运动测量结果。大地测

量学（研究地球形状和面积的数学分支）的应用越来

越受到重视。每一个因素对地面震动的影响都是不同

的，因此细节层次越高，预测就越准确。

一个特别有意思的发展是使用有关一个地点的地

震风险驱动因素的信息来为具有类似动态因素

的其他地点的风险场景和规划提供信息支持。

这使得专家能够通过学习其他地方运行的模型结

果来理解这些模型。火山研究界也正在使用此项

技术。在火山危机期间，最具挑战性的任务是

解读监测数据，从而更好地预测火山运动的演

变并作出应对。4 换句话说，火山学家需要对接

下来可能发生的事情做出知情决定。除了实时监

测数据，火山学家还需要同一火山的历史运动

和过去的爆发数据。此类分析需要建立标准化和

组织化的数据库，以记录同一火山的过去事件。

此外，如果火山不经常爆发或没有得到充分的研

究，火山学家唯一的办法是查阅其他火山的情

况，因此我们非常迫切地需要建立一个强大的监

测数据库。

框3.1. 火山风险

（来源：（Costa等2019）；（Newhall等20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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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0 5,000 10,000 >25,000

按一个六边形网格（0.30x0.34十进制度数 - 在赤道约1000平方公里）建筑成本
（美元/平米）归一化的年平均损失（美元）

低 中 高

全球地震模型（GEM）现在已经包括近1万条断层

线。只有在卫星性能提高、计算能力扩展以及数百名

国家和地方地震专家不懈努力的共同作用下才能达到

这种全面的综合性水平。

由于可用数据的详细程度因地点而异（因区域而异，

因国家而异，有时甚至在国家内部也存在差异），为

了确保将最新的数据纳入全球模型，必须在从地方到

全球的所有各级分析中都采用一致的方法和工具。然

后，这些信息可以组合成一个均质的马赛克图案，从

而可以比较不同地点和区域之间的灾害。

从区域上讲，地震模型通过拓展后，现在世界上大部

分地区都拥有质量更好的模型，其地震目录和地质参

数的质量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好。风险模型已经发展

到可以在模型中包含级联灾害。这种新能力的一个例

子是人们越来越重视对或有损失或间接损失的建模。

试点工作表明，在某些场景中，有可能估算出在发生

不同规模的灾害事件时某些类型商品价格的上涨情

况。对于风险管理人员和规划人员来说，这将有助于

理解事件可能产生的连锁反应，也有助于为应急措施

提供信息支持。

图3.1. 2018年亚洲部分地区的地震马赛克地图示例

（来源：GEM 2018）
免责声明：这些地图上所显示的边界和名称以及所使用的称呼

并不意味着联合国官方赞同或接受。

2  （灾害传染病研究中心 2018） 3 （Silva等20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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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年底，GEM研究人员发布了一个将各种地震模

型结合在一起的马赛克式的模型，来创建全球灾害和

风险地图，其中包括国家/区域层面可用的有关地震

风险的最先进信息。马赛克元素是指这个模型将来自

世界各地的区域和国家模型拼接在一起，就像马赛克

瓷砖一样叠加拼接，使用地方的输入数据为全球图景

提供信息。

改善对活跃断层的特征描绘，同时拥有将未来地震的

发生地点与活跃断层源联系起来的能力，这是一种重

要的转变。20世纪90年代中期推出的全球地震灾害

评估计划（GSHAP）5 也推动采用区域协调一致的地

震灾害评估方法。与GSHAP不同的是，现在对最大

型地震的新风险评估与特定的断层源相关联，从而总

体上可以对最重大地震的风险做出更细致、更精确的

估计。这些进展有助于更好地了解这种灾害。有关断

层的地方层面信息正在改变我们理解地震的方式以及

地球板块和次级板块（如微断层）运动方式。现在，

这种协作方法可以在灾害地图中看到地方的断层信

息，推动从过去地震的空间模式向源自当地地质和测

地线知识的详细断层模式的转变。然而这种详细的数

据仅在少数地方可以获取，特别是在较发达国家和靠

近主要板块边界的地方。在远离这些边界的稳定大陆

区域，研究人员依赖于基于历史地震和地质条件基础

知识的相对较简单的方法。

从短期来看，马赛克模型在促进风险评估的开放数据

范式的同时，接受了一定程度对数据来源保障的损

失，保证维持加入各种数据的传统，有利于合作和

相互补充。此架构还能为国家和地方风险建模者提

供激励，使他们能够为自己的社区提供高质量的地

方视角——数据和资料来源的民主化能带来长期的

可持续性。

开源、协作的方法似乎有助于提高标准化，并使得

信息可以共享。这主要是因为开源建模引擎（如

OpenQuake6）可以为专家提供一个平台，使用经过

测试的工具构建一致的模型，从而透明地比较和评估

结果。从历史来看，公共机构（特别是发展中国家）

要么没有先进的分析工具，要么经常依赖外部顾问来

为灾害和风险建模。从依赖于私有的黑箱模型向公共

的开源模型转变，可以使公共机构能够建立自己的灾

害和风险观点。同时，这还能提供公开、透明、优质

的信息，提高更广泛利益相关方的风险意识。

随着数据量的增加，模型通常会变得越来越复杂，并

得出更好的模拟。尽管预测仍以几十年（而不是几年

或几个月）为单位进行讨论，但现在已经有可能预

测某些地区30年时间期间的结果概率。多数全球地

震模型都是基于这样一种观点：在任何给定的一年

中，一个地点发生50年或100年或500年一遇事件的

概率是相同的。如果已经发生了一次此类事件，那

么下一年还会拥有与前一年同样的机会再次发生此

类的事件。

为了理解这一点，可以想象每年第一天都会滚动一次

一个拥有50个面的骰子，用来确定这一年是否会发

生50年一遇的地震。即使某一特定年份很不幸地滚

动到标有地震的那一面，但是在下一年重新掷骰子的

时候，滚动到发生地震的概率也是完全相同的。

日本、新西兰和美国正在对做出具有时间依赖性的预

测进行研究。这些复杂的模型可以做出类似“圣安德

烈亚斯断层现在比20年前更接近断裂”的表述。从这

个意义上说，如果存在一个50年的概率，那么在50年

周期接近尾声时，如果什么都没有发生，这个事件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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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的可能性就会比此周期开始时要更大。在每个场景

周期结束时，可以调整模型的可能性。

这在数学上是复杂的，向公众解释起来甚至更复杂，

但这与公众对近期记忆中尚未发生事件的成熟度的看

法是一致的。具有时间依赖性的预测不适用于大多数

其他灾害。但是却在地震科学中有用——前提是必须

拥有足够详细的数据——因为多数地震事件都是由于

压力增加导致板块滑动或破裂的结果，而且这种可能

性确实会增加。

了解破坏性事件造成的损失程度对于为决策者和灾害

风险管理者提供相关信息并制定风险减少措施来说至

关重要。例如，2002年，土耳其建立了一个针对住

宅建筑的巨灾保险库，将风险从公共部门转移到国际

再保险市场。7建立这一金融机制需要一个地震模型

来估计每个省的预期经济损失。最近，研究人员演示

了概率损失模型如何确定哥伦比亚应该优先考虑哪些

学校接受改造干预。8 

开源的活跃断层数据库现在已经可以免费获取，用来

帮助改善有关板块破裂时间、地点和特征的预测。火

山风险界也在使用拥有类似驱动因素的场景比较方

法。其目标是囊括所有可靠来源的有关历史上火山

运动的所有处理过的数据，包括导致火山爆发的数

据。此数据库包含火山信息、监测数据和支持数据，

如图像、地图和视频，以及适用的警报级别。9 数据

点还拥有时间和地理信息，以便在空间和时间上进

行分析。10

其他先进的工具正努力通过GPS测量和陆基点定位来

显示板块的运动方式，从而预测地震事件。自2015

年以来，全球地震活动模型一直在使用此项技术来估

计6级以上的浅层地震。11 使用此项技术的前提是将

某一地区历史地震事件的记录数据与全球应变率地图

结合起来。应变率充当断层应力累积的评价指标，而

地震则是此应力释放的结果。

地震的分组可能会对保费产生巨大的影响，因为保险

公司往往使用此分组来决定他们的承保范围（仅包括

主震，或包含在预定时间内发生的余震）。因此，越

来越有必要了解地震是如何聚集发生的，并对前震、

主震和余震进行定义，然后确保在规划和风险转移中

使用适当的考量因素。例如，2011年克莱斯特彻奇

（新西兰）发生了6.2级地震，造成了重大损失。此

次破坏特别严重，因为前一年在同一地区发生了一场

7.1级地震，已经削弱了结构，尽管当时造成的破坏

相对较小。克赖斯特彻奇地震是余震还是一场单独发

生的地震？

据预测，地震科学将受到气候变化和类似动态因素的

影响，因为它们与暴露和脆弱性有关。从历史上看，

地震风险模型在评估暴露时只考虑建成结构，在评估

脆弱性时只考虑这些结构的类型和高度。然而，毫

无疑问，今后的研究必须更全面地反映地震事件对人

类、社会、经济和生态的影响。

4（Sobradelo等2015）
5 （GFZ Helmholtz-Zentrum Potsdam 2019） 
6 （GEM 2019）
7（Bommer等2002）
8（Mora等2015）；（Silva等2019）

9（Winson等2014）；（Fearnley等2017）
10（Newhall等2017）
11（Bird等20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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诱发地震（由人类活动引起的地震）引起了越来越多

的政治关注。水力压裂是最近关注的焦点，但早在

20世纪60年代就有记录表明，由于流体被注入油田

而导致了地震。12  此外，还有一些水坝诱发地震（水

库诱发）的例子，例如埃及的阿斯旺水库。13 虽然诱

发地震可能不是一种新现象，但它是灾害模型中的一

个新因素，而且在一些使用水力压裂法的常见地区

（加拿大西部和美国中部），它正在被纳入用来更

新建筑规范的致灾因子危险性地图。

风险暴露和损失记录方面也在发生变化。多数预测风

险的保险公司都预计损失会上升，因为随着经济增长

以满足不断增长的人口需求，预计处于风险暴露下的

资产规模也会增加。必须把这些损失放入具体的情境

内；在发达世界已被确认的很多趋势不一定适用于发

展中国家。在较富裕的国家，保险渗透率和用于降低

风险的监管标准（甚至在风险被构想出来之前）要普

遍得多。2017年，新兴市场的非寿险渗透率平均为

1.5%，而非洲保费仅占GDP的0.9%。只有摩洛哥、

纳米比亚和南非超过了2%，14 与之相对比的是经济

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成员国的非寿险渗透率平

均占GDP的8.5%到9.5%。15 政策的改变和对减少风

险的更大关注也有助于降低风险，但在经济增长超过

风险管理和治理结构投资的地方，风险将继续增长。

3.1.2  
海啸

海啸必须被视为一种多学科的灾害。地震、山体滑

坡、火山或气象事件都可能引发海啸，其中大地震是

最常见的触发因素。因为其触发因素需要特定的条件

才能引发海啸，所以海啸肯定比触发海啸的事件更罕

见。海啸只有较少的历史数据集，无法描述每个特定

海岸线上的海啸风险，尤其是针对只拥有有限海岸线

的特定地区。更具挑战性的是，在过去的100年里，

只发生过为数不多真正具有毁灭性的海啸，造成了

全球大部分的海啸灾害损失。大型海啸发生的频率

相对较低，但可能造成巨大的影响。例如，在过去

的20年里，印度洋海啸（2004年）和东日本大海啸

（2011年）就证明了这一点。这些灾害的规模远远

超过了这些地区以前所认为的风险大小。

评估海啸风险需要一种综合的多学科方法。这个课

题包含多个学科，例如地球物理学（如地震学、地

质学和断层）、流体力学和流体建模（如滑坡动力

学、火山学、海岸工程学和海洋学）、脆弱性和风

险评估（如地理、社会科学、经济、结构工程、数

学和统计科学），还包括灾害风险管理和缓解。

图3.2中海啸的最大浪高与其破坏程度无关。已知

最大的海啸发生在1958年美国阿拉斯加州的立图亚

湾。由于当时该地区暴露的资产数量有限，因此巨

浪造成的破坏相对较小。2011年的东日本大海啸和

2004年的印度洋海啸比立图亚湾海啸小得多，但造

成的损失要大得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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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阿拉斯加州立图亚湾 - 1958

 智利瓦尔迪维亚和太平洋 - 1960
意大利蒙特托克Vajont大坝 - 1963
美国阿拉斯加和太平洋 - 1964
阿拉斯加雪米亚岛 - 1965

美国华盛顿州斯皮里特湖 - 1980
日本海 - 1983

日本北海道奥尻岛 - 1993
巴布亚新几内亚 - 1998
马尔马拉海 - 1999
印度洋 - 2004
千岛群岛 - 2006
所罗门群岛 - 2007

 萨摩亚 - 2009
苏门答腊 - 2010

 日本 - 2011
所罗门群岛 - 2013

冰岛 - 2014
智利 - 2015
新西兰 - 2016
格陵兰岛 - 2017
苏拉威西岛 - 2018

爪哇和苏门答腊 - 2018

波高（米）

400 500

滑坡

地震

火山爆发

图3.2. 选择的部分海啸的浪高（记录的最大浪高）

（来源：美国国家海洋和大气管理局国家地球物理数据中心/世界数据服务全球历史海啸数据库，2019年；国家环境信息中心， 
2019年）

海啸的危害是多种多样的；规模较小的海啸也可能造

成破坏，印尼2018年的帕鲁海啸和2010年的明打威

海啸就是明证。这些事件是非常规机制引发海啸的例

子，较小规模的触发事件，引发了出乎意料地大规

模的海啸。

由于海啸的低频性质，沿海社区往往对海啸毫无防

备。也许最恰当的例子是2004年的印度洋海啸，此

次海啸袭击了近12个国家的沿海居民，他们大多毫

无准备，造成23万多人死亡。由于此海啸造成的巨

大后果，我们需要更复杂和全面的方法来了解和管理

更大范围的海啸风险。最明显的干预措施体现在风险

减少活动方面，例如建造吸波海堤、高架设施、疏散

路线和早期预警系统。2004年以后，海啸研究和风

险减少活动已经扩展到很多以前很少关注海啸风险的

地区，特别是南亚和东南亚。

12 （Raleigh、Healy和Bredehoeft 1976）
13 （Gahalaut和Hassoup 2012） 

14 （非洲保险组织 2018）
15 （OECD 20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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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解海啸致灾因子的驱动因素

利用概率模型进行海啸致灾因子分析始于21世纪00

年代初。随后从地方到区域再到全球范围进行了一系

列应用。海啸致灾因子建模中涉及很大的不确定性，

尤其是在致灾因子危险性曲线的低概率区域，这些区

域也是预计会产生最极端结果的地方。传统上，概率

海啸危险性评估（PTHA）涵盖中型到大型区域，可

提供对沿海深水区海啸最大高度的定量估计。然而，

由于海啸破坏是由资产和人口所在地的岸上水流造成

的，因此需要做出更多努力来确定这些地区的海啸致

灾因子强度。

建议采取以下几项衡量海啸强度的方法：

尽管可能无法提供最佳的精度，但是水流深度是最常

用的海啸致灾因子强度测量值。16 这是因为多数的建

筑破坏观测和针对海啸死亡风险的概率评估都将脆弱

性作为水流深度的一个函数，而且是唯一的破坏指

标。水流深度也是海啸退去后在多个地点最容易观察

到的强度参数（使用水渍或碎片标记）。17  

海啸致灾因子危险性是通过给定地点超过给定海啸

强度的不同概率来表示的。这包括在给定时间范围

内海啸高度的最大值。最高浪高为20米的海啸比最

高浪高5米的海啸发生的可能性要小得多。这是因为

这种规模的海啸的驱动因素比较少见——更大的地

震、山体滑坡或火山活动都比较小规模的此类事件更

不常见。为了确定海啸危险性，人们采用PTHA方法

来在全球范围内量化海啸损失的概率。为此，建立了

全球范围的海啸传播模型，并通过将放大系数与统计

模型相结合，将近海浪振幅转换为岸上最大淹没高度

的估算值。

GAR15就采用了使用PTHA量化的全球海啸致灾因

子危险性。但由于GAR15侧重于对海啸风险进行量

化，因此从未发布过官方的海啸危险性地图。后来，

基于GAR15数据开发了一套升级版的全球海啸危险

性地图，其中包括了来自概率地震模型的认知不确定

性（由于缺乏知识而导致的不确定性）。18 这些全球

海啸危险性地图利用了来自地震模型的全球构造信

息，为世界范围内的许多海岸线提供了由震源引起的

海岸线最大淹没高度。19 

还存在一些其他的更难以建模的海啸产生因素。还有

一些由山体滑坡产生的海啸以及气象海啸（特定气象

条件造成破坏性海啸的罕见事件）。

风险和影响评估需要将致灾因子估计以及暴露数据

和脆弱性函数（描述多个级别的致灾因子强度对不

同类型暴露的预期影响的关系函数）结合起来。这将

可以确定影响的可能性和严重程度，包括人员伤亡、

直接经济损失或受损建筑物的数量。影响评估可以估

算一个或多个场景的后果（即使用确定性评估，确定

海啸在一个或多个地点的潜在影响）。风险评估包括

一个从致灾因子频率派生而来的频率成分，用于描述

在一个确定时间范围内的预计严重程度（例如，预

计50年一遇的平均损失金额）或提供一个给定的年

发生概率。

• 海啸水流深度，即海水超过地面的最高高度 

• 波流速度 

• 波流加速度 

• 波流惯量（波加速度与水流深度的乘积） 

• 波流动量通量（水流深度与波流速度平方的

乘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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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利伊基克的疏散路线  
（来源：Flickr.com用户Francois Le Minh 2007）

16 （Behrens和Dias 2015）
17 （Suppasri等2013）
18 （Davies等2018）  
19 （Berryman等2015） 

20 （Dominey-Howes等2010）
21 （Shoji和Nakamura 2017）
22 （Suppasri等2013）

由于在完全概率事件集中对大量事件进行岸上淹没模

拟存在高度的复杂性，目前还没有对岸上海啸影响进

行全面概率估计的研究，只有少数针对特定重现期的

此类研究。20通常，这些基于场景的风险评估都是因

为工程需求而进行的相应详细的模拟；在理想情况

下，这应该是从概率估计中分解出来的结果，而非使

用单个的详细评估来得到全球风险情况。但这些情况

表明，人们渴望获得有关海啸的详细而准确的风险信

息，以便为建筑规范、减灾措施、保险选择和公共安

全措施提供信息。

通过对近期海啸事件的事后分析，研究人员对面临海

啸时的脆弱性有了越来越多的了解。近年来出现了

各种各样可用的新数据。例如，2011年东日本大海

啸的调查结果显示，公路桥似乎能够承受10米的水

流深度，被冲走的可能性只有10%。21 此外，在流速

为1 m/s和5 m/s时，小型渔船被冲走的概率分别为

60%和90%。22 当流速分别为1.3 m/s和3 m/s时，养

殖筏和大叶藻被冲走的概率为90%。这些细节丰富了

对暴露及其对海啸其他影响的脆弱性的理解，并有助

于改善风险评估的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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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全球风险评估方面，概率海啸风险评估（PTRA）

方法为世界沿海国家提供了因建筑破坏造成的直接经

济损失的可能最大损失（PML）估计。这是目前最

先进的海啸风险全球模型。就绝对值而言，日本的风

险远远超过其他国家。但是，如果将PML值与每个

国家的总暴露值进行归一化，那么几个小岛屿发展中

国家面临着类似的相对海啸风险。

东地中海盆地国家在上述方法的风险评估中也排名较

高。全球PTRA是同类中的首批应用之一，无论空间

范围如何。因此，在应用的不同方法和数据中都存在

很大的不确定性。对于对暴露的估计，在具有足够分

辨率的地形数据集的可用性方面，还面临着重大挑

战。这些前提情况表明，虽然此模型可以为全球海啸

风险的趋势提供一些线索，但在未来几年，凭借经过

改进的方法和更好的数据，未来的模型将为全球海啸

风险提供更精确的估计。

迄今为止，海啸风险研究的重点是由地震引发的海

啸。但是正如本GAR所概述的那样，尤其是在当前朝

着理解风险系统性迈进的框架内，还需要开展进一步

的工作来确定滑坡、火山和气象负荷所引发事件的特

征。对海啸风险的认识还没有达到对其致灾因子认识

的同样水平。为了在《仙台框架》首个优先事项“了

解灾害风险”的背景下加快了解海啸风险，还需要开

展更多工作来丰富一个健全的PTRA方法框架，以便

从更多维度来认识海啸的暴露和脆弱性。

3.1.3  
滑坡

滑坡致灾因子危险性评估应包括对导致滑坡（最终造

成破坏）的地质-水文-力学过程进行诊断。

滑坡致灾因子危险性评估基于对滑坡的地质-水文-

力学分析，对于极易受到滑坡影响的国家来说是公

认的规划基础（例如阿富汗；亚洲的喜马拉雅造山带

斜坡；南美洲的玻利维亚、巴西和委内瑞拉；以及欧

洲的意大利和西班牙）。但是，现今的滑坡事件造成

的损失证明，人们并没有适当地开展这些评估或者实

施这些评估本应促成的缓解措施。

多标量滑坡减灾方法是一种基于地质-水文-力学分析

在地方层面上评估滑坡致灾因子危险性的新方法。这

种方法旨在识别所在地区斜坡最常见的地质-水文-力

学情境，23并确定其对应的滑坡机制，然后将其作为

该地区的典型机制。24 以一套具有代表性的滑坡机制

为基础，可以让滑坡风险管理在地方层面上更具可持

续性，因为这样可以在认识典型滑坡特征和成因的基

础上，指导人们选择相应的滑坡减灾措施。

城市化经常延伸到不稳定的斜坡和古老的滑坡地带。

非正式定居点尤其如此。所以，滑坡往往会影响城市

地区的最贫困地带，因为贫困人口扩张的地方甚至无

法承受最简单的工程测试。

滑坡机制诊断

滑坡是在斜坡上发生的一系列现象的最终过程，

包括应变局部化和渐进破坏（整体定义为滑坡机

制）。25 通过对边界值问题的数学简化，可以对滑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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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部分饱和

2饱和

A
B

C

现象学解释最相关的
斜坡因子和过程

极限平衡分析

应用最相关因子和
过程的数值建模

机制进行建模。这就要求同时积分多个微分方程，来

表示影响系统平衡的不同过程，且系统一般处于连续

过渡状态。

为了提高效率，研究人员通常会简化模型，模拟最具

影响力的过程。内部过程可能包括诱发斜坡破坏的特

征；外部因素包括可能引发斜坡断裂的因素。在气候

的；针对一个足够小的目标区域，可以对滑坡致灾因

子危险性进行建模，但在更大的尺度下，获取所有变

量所需的详细数据是不可能的。为了应对这一点，研

究人员依靠的是对斜坡地形、岩性和水文、构造结

构、土地利用和斜坡-结构的相互作用开展的现象学

驱动型滑坡中，驱动条件通过降雨入渗、土壤水分蒸

发和植被蒸腾作用等过程不断变化。这些条件的改变

可能导致斜坡断裂的开始或进展。

滑坡的驱动因素多种多样，因此采用全球概率模型分

析是不现实的。例如，滑坡可能由降水、气压变化或

地震活动引起。同样，依靠区域模型也是不切实际

研究。26 这些是指示斜坡移动和断裂的形态要素。在

更详细的层面上，它们可以给出内在的剪切带的存在

迹象，并为在初始斜坡条件定义中所使用的数值策略

提供指导。现象学研究还必须考虑从实验室测试和监

测数据中获得的斜坡土壤的水力学特性。

图3.3. 滑坡机制的分阶段诊断方法

23 （Terzaghi 1950） 
24 （Cotecchia等2016）

25  （Chandler 1974）；（Chandler和Skempton 1974）；
（Potts、Kovacevic和Vaughan 1997）

26（Cascini等2013）；（Palmisano 2011）

（来源：Cotecchia 20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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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域单元内滑坡
致灾因子危险性评估 

阶段  2 

第
2步

 
 第

1步
 

 
第

3步
 

创建中型GIS平台 

第
2步

 

地域单元中斜坡因子的
识别与记录 

 第
1步

  

 

RLM与中型GIS平台联合磋商 

第
3步

 

II：极限平衡分析 

III：数值分析  

I：现象学分析 

斜坡因子的
测量与记录  

将数据纳入
区域GIS系统 

典型地质-水文-力学机构的
数据分析与选择（GMi）

典型滑坡机制的
分析结果研究与选择（Mi）

阶段  1 假设 1和2 

 

区域滑坡手册
（RLM） 

虽然数值模拟可能非常先进，但在多数情况下，能实

现所有斜坡因素和过程的斜坡模型是不可行的，而且

由此得到的地图数据库可以作为相应给定区域滑坡致

灾因子危险性评估的指导。其中包括表征有关地点滑

坡因素的数据，并且特别强调在第一阶段就被确认易

引发滑坡的因素，还包括关于斜坡移动的数据。

可能产生误导性的结果。因此，仅建立模型并不足以

进行合适的危险性诊断，必须与实地研究结合起来。

在对研究区域的滑坡机制进行有效可信的分析之后，

就有可能集中精力设计出相应的风险减少措施。这些

措施必须根据易发生滑坡地区的特点进行认真定制，

并且可以包括建造排水沟渠和种植高吸水性植被来稳

定斜坡等措施。

图3.4. 获取滑坡致灾因子危险性评估所需的一系列措施

（来源：Cotecchia 2016）

滑坡减灾的多标量方法

图3.4第1阶段中所获得的所有知识，以及用于评估此地区特定区域单元内滑坡致灾因子危险性的方法步骤，

都应该使用全球信息系统平台在滑坡手册中进行报告。27其中汇集了有关此区域斜坡的地质-水文-力学知识，

可以为土地利用规划或此区域不稳定斜坡的减灾设计提供参考。在任何区域都应该对此模型进行不断升级。

96 第 3章



27 （Mancini、Ceppi和Ritrovato 2008）；（Lollino等2016）；（Cotecchia等2012）；（Santaloia、Cotecchia和Vitone 2012） 
28 （Ikeuchi等2017）

采用目前的方法，滑坡风险评估仍然具有高度情境性

和区域性。从最严格的角度来看，它包括不同的阶段

分析，首先是现象学，然后是数学/数值，从而得到

具有代表性的地质-水文-力学情境和滑坡机制。

原则上，只要拥有足够详细的数据集，就可以利用

上述具体的滑坡致灾因子危险性评估结果，来为创

建风险概况提供信息。但是这在大多数情况下根本

不实用。

3.1.4  
洪水

虽然地震科学的发展已经能够以一种协调、协作的方法

来为致灾因子建模，但是洪水科学面临着多个障碍，使

其达到同样建模水平的过程更加复杂。简单来说，洪

水就是通常干燥的陆地上出现了水。导致洪水的原因很

多，可能是降水过多、雪融化过快、大坝决堤、海啸或

风暴潮、水资源管理不善等。决定洪水风险的动态因素

很难建模——这也是为什么在现有资源下无法对所有洪

水成因进行建模的一个关键原因。已经存在针对很多不

同洪水驱动因素的很多模型，但并非全部驱动因素，而

且在一个统一的洪水模型中协调不同驱动因素的工作对

洪水研究界来说仍然是一项挑战。

针对河流和海岸洪水，已经建立了几种不同的洪水模

型。但是要建立一个更全面的全球模型，挑战在于如

何将这些模型结合在一起。朝着这一方向迈出的第一

步是将一个水动力学模型与来自潮水和风暴潮数据集

的下游边界条件联系起来。28 通过此项工作，已经在

全球范围内绘制了河流水位和河口洪水之间相互关联

的影响图。其他举措也在为将地方洪水模型嵌套到全

球模型内寻找方法，从而提高计算效率，并且在拥有

地方模型的地方提高局部的精度。

在评估洪水风险时，存在一个与触发因素有关的关键

问题。不存在导致洪水的单一触发因素；洪水是由多

个驱动因素引发的。考虑到短期天气预报在准确性方

面的挑战（在短期天气预报中，至少可以对部分动

态因素进行建模），洪水的降水驱动因素的风险预测

挑战要复杂好几个数量级。降水模式必须考虑多个动

态因素。即使在同一流域，相同的降水以不同的方式

分布也会导致截然不同的结果。必须考虑其他条件，

包括土壤条件（非常干燥、部分饱和、融雪等），然

后必须将所有这些因素与当地因素联系起来，而且这

些当地因素在全球层级的整合也是有挑战性的。全球

模型和本地模型之间的主要区别不在于过程（这些过

程实际上是相同的），而在于根据当地的具体情境进

行模型定制的能力，这种能力才是影响全面理解风

险的关键。

较早的水文模型侧重于预测河流的可能流量，创建河

流流量的时间序列，并将这些流量值应用于包含洪水

流量和深度的水力模型内。现在，由于可以在功能强

大得多的计算机上运行相关计算，可以以更精确的方

式解决水文循环的问题，从而支持改善水文模拟，产

生更可靠的流量值。

使用这些模型工具，现在可以获取很多的洪水概率地

图。近年来的主要进展是将这些地图整合起来。通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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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洪水合作伙伴（GFP），人们正在开展比较各种

现有模型的工作，找出需要进一步研究和发展的不足

之处。GFP是一个由科学家、机构和洪水风险管理者

们组成的多学科小组，致力于开发有效、高效的全球

洪水工具。其目的是在全球洪水预报、监测和影响评

估方面建立合作，来加强备灾和响应，从而减少全球

灾害损失。29 与地震科学一样，最理想的情况是使用

本地制作的模型，然后还需要一个计划来收集这些模

型，并找出填补相关不足的方法。其研究结果应为其

他模型提供依据，从而促进它们相互改进。

过去，洪水制图人员和洪水预报人员是独立工作的，

但现在他们使用相同的、时间尺度一致的基础数据，

正在慢慢地走到一起。自2015年以来，干旱界和洪

水界一直致力于携手打造一个共同的框架，提供一个

可以简单地指出水是过多还是过少的单一模型。印度

和巴基斯坦之间的边界地区就是一个干旱和洪水之间

相互作用的典型例子。该地区经历连续的洪水和干

旱，两者都是该地区农业生产的基础（洪水会增加地

下水位，该地区会在干旱期间吸收这些水分，地下水

位会因此下降，然后再迎来下一轮洪水）。

研究的关键是要摆脱简单的水文风险范式，转而

关注其影响。如果将暴露和脆弱性纳入模型之中，

那么概率模型就会变得更加重要，可以提供关于潜

在影响的信息，而不仅仅只是为了了解某项致灾因

子。然后，它可以为决策者提供信息，以便他们

能够发出详细的早期预警，或者在更大的时间尺度

内，将这些信息纳入有关土地利用规划、建筑审批

和基础设施发展的决策中。

在对过去的分析和对未来的预测能力方面，气候模型

也得到了改进。致力于得到高分辨率的气候模拟结果

的研究可以在此方面提供更多细节。2015年，气候

模型的分辨率为80 km2；现在，精细模型的分辨率

最多可以达到40 km2，提升了整体的全球精度。遗

憾的是，全球层面的模拟模型能力有限，但预计在今

后几年将有所改进，分辨率将有更大的提高。气象再

分析也延伸到更长的过去时段，20世纪的再分析提

供了可回溯到1851年的全球气象条件预报。GFP一

直致力于通过改善深度测量来更好地呈现水力动态特

性，但是实现全面的全球覆盖需要大量的资源。很多

研究人员正在努力改进当前的可用工具，并在现有研

究的基础上对水力致灾因子危险性进行评估。在地方

层面，还需要开展更进一步的研究，这样可靠的致灾

因子和破坏计算才能成为现实。

数据不足是全球模型的一个障碍，而相关地区缺乏收

集此类数据所需的资源，人们对数据安全敏感性的担

忧都会使数据不足的情况加剧，进而阻碍全球模型所

需要的数据的交互和共享。卫星提供详细数据的可用

性能帮助校准和验证水文模型，而这些模型可以用于

当地数据不足的地方。正在填补这方面缺失工作的一

个例子是土壤湿度主-被动遥感卫星，可提供关于土

壤湿度的详细资料。尽管此资源已经有一段时间可用

了，但是只有最新版的模型才能合并这些数据。30 在

进行全球洪水模拟时，高质量和高分辨率数字高程数

据的可用性仍然是一项关键挑战。

将认知不确定性包含进来也代表了风险计算方式的另

一项重大转变。由于洪水场景建模所需的变量范围很

广，而且需要大量的计算资源（单个场景的运行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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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需要一天），计算洪水风险很难。因此，有必要对

场景进行采样。样本的集合可以创建一个能产生平均

结果和标准偏差的组合。

较短期预报具有时间依赖性（例如：山洪暴发3至6

个小时、正常天气预报1至3天、中期预报3至15日、

季节性预报时间更长）。对气候变化的较长期预测基

于泊松分布（代表某一特定事件的概率，与此事件最

后一次发生之后所经历的时间长短无关）。通常用三

种不同的视角来描述：短期、中期和长期。

在全球范围内研究洪水风险的变化是困难的。气温正

在上升，这将对如何研究和计算洪水风险以及世界洪

水的影响产生重大的影响。在此基础上，研究人员

开发了各种不同的场景，来研究预期的气候变化将如

何影响洪水风险。挑战在于，气候变化的影响不会均

匀地使世界各地的平均气温同样升高。平均温度的变

化在不同的地方会存在很大的差异。尽管随着气温升

高，冰川融化，水位上升，洪水可能会全面增加，但

总体而言，气温升高预计会加剧某些地区的干旱和蒸

发。将会出现更多的干旱和洪水，但这种变化将有助

于突出地区之间的差异。

在全球层面，人们的共识是，平均海平面、风暴潮等

级、风暴潮频率、波浪作用和水温/水量的变化将对

目前使用的长期风险模型的基本假设产生重大影响。

在所有场景中，世界很多地区的沿海洪水风险都将增

加。预计沿海洪水的影响甚至比河流洪水更大；未来

可能受到破坏的基础设施和资产的价值也正在上升。

使用模型来预测可能干预方法的成功概率和价值是科

学界的另一项重要变化，而且可以用于帮助决策者做

出知情决定。

目前，全球洪水风险建模正在从模拟洪水风险场

景，向开发评估适应策略如何降低此风险的方法迈

进。例如，全球洪水风险模型被应用于研究2100

年之前在气候变化和社会经济发展的场景下，通过

堤坝和堤防开展适应性措施的成本和收益。31 为了

让此类研究对决策者有用，2019年将推出名为“

渡槽洪水”（Aqueduct Floods）的工具，让任何

人都能针对任何国家、州或流域评估这些成本和

收益。

近年来，洪水风险界越来越认识到很多水文和气象风

险（如洪水、野火、热浪和干旱）是很多物理过程相

互作用的组合结果，这些物理过程在不同空间和时

间尺度内产生不同的影响，因此正确地评估此风险

需要科学家和实践人员将这些相互作用纳入他们的

风险分析。32 这些相互作用可能导致极端事件发生的

概率不成比例，这些极端事件被称作“复合洪水事

件”。33 这些复合事件已经被世界气候研究计划确定

为天气和气候极端事件领域的重大挑战。因此，人们

已经启动一项新的进程，来：（a）确定构成复合事

件的关键过程和变量组合；（b）描述对时间、空间

和多变量之间依赖关系进行建模的可用统计方法；

（c）确定记录、理解和模拟复合事件所需的数据要

求；以及（d）提出一个分析框架，来改进对复合事

件的评估。34 

29 （EC 2019）
30 （NASA 2019b）
31 （Winsemius等2013）

32 （Zscheischler等2018）
33 （Zscheischler等2018）
34 （Zhang等20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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复合事件分析已经成为大规模洪水风险分析中一个发

展迅速的分析领域。洪水风险研究传统上只研究一个

驱动因素引发的洪水（河流洪水、降水洪水或沿海洪

水），现在的研究越来越多地研究这些驱动因素的组

合影响。2017年，史无前例的局部降雨强度（降水

洪水驱动因素）以及飓风哈维、伊尔玛和玛丽亚引发

的风暴潮（沿海洪水驱动因素）共同导致了休斯顿、

佛罗里达州和加勒比地区许多岛屿遭受重大洪水事件

和破坏。35飓风哈维目前是美国历史上造成损失排名

第二的自然灾害事件。此外，由于没有考虑到复合洪

水，休斯顿面临的风险过去被低估了，现在仍然继续

被低估。尽管复合事件可能造成巨大的影响，但人们

对它们的了解仍然不足，而且在灾害管理计划中通常

会被忽视。这种忽视从根本上严重影响了现有的洪水

风险评估。

在地方层面，几项研究发现，在澳大利亚、中国、欧

洲国家和美国，沿海洪水的频率或规模与河流/降水

洪水之间存在统计相关性。36风暴潮与河流流量之间

的相互作用可能导致三角洲和河口水位升高。37 为了

理解这一点，研究人员将一个最先进的全球洪水演进

模型与一个风暴潮和潮汐的全球水动力模型的结果耦

合在一起。38、39 在全球范围内，当使用动态海平面

作为下游界限时，则三角洲与河口的年度最高水位

增加0.1米，而如果不使用动态海平面作为下边界条

件，很多低洼平坦地区的最高水位增加超过0.5米，

例如亚马逊盆地以及东南亚和东亚的许多河流流域。

已经有研究在探讨各种风险减少措施对决策者帮助的

有效性。这些基于假设的干预措施的研究表明，并非

所有的风险减少措施都是相同的，适用于一种场景的

措施可能并不适用于另一种场景。例如，修建河堤可

以在一定程度上防止洪水造成的损失，但最确定的措

施是将人口转移到更安全的地方。然而，这也会导致

事后发展规划的复杂性增加，以及关于重新安置的无

数法律和社会问题。

另一个趋势是越来越多地使用适应性途径方法来管

理洪水风险。在英国，环境部设立了“泰晤士河口

2100”计划，旨在为伦敦和泰晤士河口制定一项持

续至本世纪末的战略性洪水风险管理计划。40 此计划

有助于引入一种具有成本效益的新型方法，通过定义

适应性途径来管理不断增长的洪水风险，而且可以根

据需要来管理一系列变化。可以在初期采用一种较便

宜的防洪方案的可行途径，但是如果第一种途径没能

充分应对风险的驱动因素，则决策者可能会转向更昂

贵的方案。例如，如果由于气候变化的加速效应，人

们发现平均海平面的上升速度比预想的要快，那么决

策者可能会采取拥有不同成本和影响的不同途径，比

如设立新的下游拦河坝。适应性途径方法正在发展成

为一项面向全球应用的工具。41  

3.1.5  
火灾

近年来，全球范围内已经记录的强烈热浪和野火数量

越来越多，引起了人们的极大关切。显然，预测的气

候变化可能在未来对此类现象产生重大影响。每年，

森林大火都会导致高死亡率和财产损失，特别是在城

镇森林交界域（WUI）。这些火灾影响数百万人，并

对生物多样性和生态系统造成毁灭性的全球影响。野

火灾害可以迅速将其性质转变为技术灾害（例如在森

林和住宅混合地区、重工业区或回收区）。在这种情

况下，由于会释放出有毒成分（如二恶英）以及具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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跨境影响的细小和超细小颗粒，就会引起全球关注。

尽管国际政策和消防安全立法已形成有效的预防机

制，但是环境和技术火灾继续威胁着受影响地区当地

人口的可持续性和生物多样性。42 

据报告，2018年是最热的年份之一，受影响的欧洲

地中海国家包括希腊、意大利、葡萄牙和西班牙，中

欧和北欧国家也受到了影响。例如，奥地利2018年6

月的全国气温比平均水平高出1.9℃，是有记录以来

最热的10个六月份之一。43 较高的气温通常与长期干

旱、热浪和山洪等极端天气事件相关联。空间密集的

短期降水期通常会导致山洪，因此更经常发生在较干

旱气候期间。44 在这种情况下，干旱气候区发生的火

灾事件很容易转化为特大火灾，比如2007年8月的希

35 （Dilling、Morss和Wilhelmi 2017）
36  （Loganathan、Kuo和Yannacconc 1987）； 
（Pugh、Wiley和Chinchester 1987）； 
（Samuels和Burt 2002）；（Svensson和Jones 2002）；
（Svensson和Jones 2004）；（van den Brink等2005）； 
（Hawkes 2008）；（Kew等2013）； 
（Lian、Xu和Ma 2013）；（Zheng等2014）； 
（Klerk等2015）；（van den Hurk等2015）； 
（Bevacqua等2017）

37 （Ikeuchi等2017）
38 （Yamazaki等2011）
39 （Muis等2016）
40 （环境部 2012）
41 （Ranger等2010） 
42 （Karma等2019）
43 （环境信息国家中心 2018）
44 （Allan和Soden 2008）

2018年美国加州的野火
（来源：Joshua Stevens，通过美国国家航空航天局（NASA）地球观测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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腊大火，45 这场大火摧毁了大片森林，甚至发生在北

极圈内，如2018年7月瑞典发生的野火。46 

对于火灾的定义一直是一个挑战。在欧洲联盟

（EU），关注的重点一直是森林火灾。野火更频繁

地发生已经促使人们将野火定义扩展至不要求起火点

发生在会影响森林的任何地方。野火是一种失去控制

的火灾。这并不包括出于合法目的而点燃的火焰，如

焚烧农作物，但是如果火焰蔓延到预定区域以外，则

应包含在内。

WUI火灾一般由自然原因（如雷击）或人为原因（如

营火或纵火）触发。随着火势的蔓延，它可以从各

种可燃物中获取燃料，并扩大规模和影响，而且在

特定条件下，可能会变成大型火灾。47 靠近居民区的

大型火灾（WUI火灾）通常会对人口、关键基础设施

和环境带来重大风险。正如希腊（2018年）、葡萄

牙（2017年）和美国（2017年）发生的火灾那样，

火灾的急剧蔓延和失控通常会导致人员伤亡和财产

损失。

例如，2018年是加州历史上最致命、最具破坏性的

火灾季。大火烧毁了766,439公顷土地，造成了超过

35亿美元损失。门多西诺复合火灾烧毁了186,000多

公顷，是加州历史上最大的单场火灾。48、49、50 

除了火势扩张的影响，火灾产生的烟雾也会带来重

大的健康风险，因为这是一种包含多种物质的化学

混合物，随着火线的扩张，根据所燃烧的材料类型

会产生各种颗粒物或气体污染物，如一氧化碳、二

图3.5. 加州火灾的气溶胶

（来源：2017年哥白尼哨兵数据，由荷兰皇家气象研究所处理，2017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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氧化碳、氨、二恶英和其他高毒性化合物。51即使

在火灾得到控制之后，所产生的大量烟雾和极端的

热辐射结合在一起，也可能导致直接暴露的人员窒

息和死亡。52 

过去，常常没有关于火灾的信息，甚至在区域一级

也没有。由于方法、模型和定义的不同，过去往往

无法在国家层面汇集各种不同的信息。第一步是通

过从各国收集火灾信息并将其纳入一个共同的数据

库，例如欧洲森林火灾信息系统（EFFIS），来协

调统一各个系统。虽然这种方法是朝着正确方向迈

出的一步，但仍然因为各国数据收集方法不同而受

到限制。在欧盟，有22个国家向EFFIS提供信息，

但在此网络中还有39个国家没有系统性数据收集方

法，因此无法提供数据。这种情况在其他地区也不

罕见。

EFFIS在过去的20年里一直在发展。最初的目的是评

估潜在的火灾风险。当火灾发生时，其目标是实时监

测进展情况和烧毁区域，包括土地覆盖破坏评估、

排放评估和潜在的土壤侵蚀评估，以及植被再生。

欧盟之前致力于计算来自各个国家的各种指数，而

现在的统一协调和标准化已经促使各国使用一个标

准化指数。

自2015年以来人们就一直在开发一个全球火灾信息

系统——全球野火信息系统（GWIS）。此系统负责

野火风险评估的全球小组预计将在2020年前制作一

份全球层级的风险评估报告。GWIS使用开源工具，

致力于提供开放数据，已经拥有每年有关3.5至4亿公

顷烧毁土地的记录。然而，所使用的基本信息仍然不

包括非常小型的火灾，因此燃烧的总面积可能比这

些数字要高。仅在欧洲，估计就有15%到20%的火灾

被排除在这些数据之外。在全球范围内，这一比例

很可能是相同的，因此估计全球的烧毁面积约为4.5

亿公顷。实地核实全球数据的成本高昂。在一些区

域，正在开始使用遥感数据，来避免地面数据收集

产生的费用。由于火灾的发生和影响在视觉上很明

显，因此火灾遥感的效果很好；卫星和其他传感器的

组合使用对火灾监测非常有用。这些资源也已经汇集

至GWIS内。

新一代卫星可以基于更灵敏的仪器设备和更高分

辨率的传感器，在不久的将来把小型火灾包含进

来。GWIS帮助向前迈出的最大一步就是分析全球级

别的数据集，此数据集非常庞大，需要巨大的计算能

力才能进行分析，而这在以前是无法获取的。现在这

些数据已经可以使用，其他部门可以使用这些数据开

展学术研究、全球多灾种风险评估以及对连锁或级联

灾害的分析考量。

现如今可以对单一火灾进行分析，了解它们是如何变

化发展的。分析每天两次的图像，来确定火灾及其蔓

延速度，可提供一个火灾的“气候”视图（火灾是否

正在蔓延，覆盖范围是否正在增加）。但是基本要求

是拥有一个火灾数据库，GWIS数据库现在已经涵盖

从2000年到现在这段时期的数据。

45 （Gouveia等2017）
46 （Anderson和Cowell 2018）
47 （Ronchi等2017）；（Intini等2017）
48 （地理区域协调中心 2019b）

49 （Berger和Elias 2018）
50 （地理区域协调中心 2019a）
51 （Dokas、Statheropoulos和Karma 2007） 
52 （Karma等20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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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000平方公里的
燃烧区域

相当于黎巴嫩的
面积

并不是所有通过遥感探测到的火焰都是野火。每年夏

天，研究人员都会在爱尔兰观察到异常的火情，但他

们发现，整个夏天，爱尔兰都会庆祝几个篝火节，这

些节日会带来误报读数。

2017年，加拿大不列颠哥伦比亚省经历了其历史上

最大的一次火灾，该省1.3%的面积被烧毁。烧毁的

森林和居民区面积达12160.53平方公里；近4万人疏

散，300多座建筑被毁。

随着气候变化对地球变暖的影响，火灾的发生率将会

增加，以前不容易发生火灾的地区也将会发生火灾。

一个重要的转变是人们开始加强对火灾季研究的关

注，来确定火灾季是如何变化的。2017年，欧洲最

具破坏性的火灾（6月和10月）就发生在传统的火灾

季（7月至9月）之外。每年的火灾季正在变得越来

越长，而且受影响的面积也在变大。

图3.7显示，加州火灾发生和平均烧毁面积的高峰

季在7月至10月之间。但是在20起最具破坏性的火

灾中，有14起发生在10月或之后，而且除了3起以

外，其他所有最具破坏性的火灾都发生在过去20年

之内。

野火的另一个影响是排放物。大规模野火对环境的

影响（特别是产生的大量二氧化碳和水蒸气）可能

会产生显著的温室效应。53 同样，动植物会受到严

重破坏，对生物多样性造成重大影响。54 野火对水

文、土壤性质和水土流失的影响也非常重要，55 同

时土壤的理化性质和微生物特性都会受到野火灼

烧的强烈干扰。此外，由火灾产生的一些有毒化合

物（如重金属）会被吸收到比燃烧区域更大的受影

响范围内。灰烬可能会沉积在土壤和水源内，56 对

农作物质量和食物链安全产生影响。根据最近的一

项研究，严重的野火还可能危及下风处社区的供

图3.6. 加拿大不列颠哥伦比亚省2017年野火，烧毁面积相当于黎巴嫩的国土面积

（来源：不列颠哥伦比亚省野火消防局，2018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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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57 野火产生的颗粒物也是一种健康风险（主要

是雾霾造成的健康风险），就如同沙尘暴带来的

健康风险一样。尽管仍难以可靠地量化，但估计表

明，每年有26万人死于森林、泥炭和草原火灾产生

的烟雾。58

最先进的动态火灾模拟模型已经在澳大利亚的一处

易发生野火的地区进行了测试。59这些测试已经为野

火城市疏散流程建模和计算安全疏散时间提供了一个

新的框架。60个人火灾疏散计划可能对火灾危险地区

附近的社区发挥至关重要的作用。部分地区已经制定

了家庭层面的简易版WUI火灾应对计划，为家庭提供

住宅安全检查清单和提示，从而提高家庭和财产在野

火中的生存能力。然而，这些计划大多都仅在富裕

地区可用。

各类火灾每年造成30多万人死亡，是全球意外伤害

的第四大原因，2 0 1 4年占全球伤害死亡总数的

5 %。61 95%以上的火灾死亡和烧伤发生在低收入和

中等收入国家。这些国家的城市人口有很大一部分居

住在低收入的非正式定居点，住房质量差，为其提供

支持的基础设施和服务有限，面对火灾和其他灾害

的脆弱性很高。然而，人们对这些地区城市火灾的发

生、影响和原因还知之甚少。62 

图3.7. 加州火灾按月的发生次数和按月的燃烧英亩数，1996–2017年

53 （Kim和Sarkar 2017）；（Kim等2009）
54 （Boisramé等2017）
55 （Shakesby 2011）
56 （Pereira等2013）
57  （Robinne、Parisien和Flannigan 2016）； 
（Hallema等2018）

58 （Johnston等2012）
59 （Beloglazov等2015）
60 （Ronchi等2017）；（Kinateder等2014）
61 （WHO 2014）
62 （Rush等2019）

（来源：UNDRR，数据来自加州消防局（2018年）和加州（2019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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框3.2. 筛选的部分大型非正式居住区火灾

3.1.6  
生物灾害

生物灾害包括有机来源或由生物载体传播的灾害类

型，包括病原微生物、毒素和生物活性物质。相关例

子包括细菌、病毒或寄生虫，以及有毒的野生动物和

昆虫、有毒的植物和携带致病因子的蚊子。63 虽然生

物灾害也会导致植物和动物疾病，但本章的重点是那

些影响人类健康的生物灾害。

与其他灾害一样，生物灾害及其相关的传染病以不同

的规模发生，对公共卫生造成的后果也各不相同。疾

病可以根据其传播和感染方式进行分类，即：水和

食源性疾病，病原体可通过受污染的食物或水进入人

体；媒介传播的疾病，传播媒介包括蚊子、蜱虫和其

他节肢动物，或将疾病从动物传播给人类的其他动物

（人畜共患病），或在人类之间传播；空气传播或呼

吸道感染，经由呼吸道在人与人之间传播；以及其他

与体液（如血液）接触有关的传染病。

生物灾害会影响社会各阶层群体。在极端情况下，流

行性传染病每年会影响数百万人，对个人、社区、卫

生系统和经济造成潜在的严重后果，特别是在流行性

传染病最常见的脆弱性国家。然而，没有一个国家能

幸免于这种风险。通过变异、重组和适应，新的病原

体不断出现。随着全球变暖和人口增多，随着相关畜

牧业战略的发展，随着生态系统的变化，随着交通和

大规模配送系统的速度加快，以往人们了解较为透彻

的传染源正在改变它们的行为或影响范围。

由于传染病很容易跨越行政边界，因此全球防御措施

的有效性取决于各个国家各个层级在预测和预防传染

病出现和暴发工作中最薄弱环节的有效性。生物灾害

及其对全球公共卫生的影响已经表明，必须建立一个

涉及所有部门的集体协调机制，来预防新的风险，减

少和减轻现有风险，并加强恢复力。人们正在通过将

生物灾害纳入风险管理的全社会、全灾种方法来促进

和加强这种方法的应用，《仙台框架》、SDG和《巴

黎协定》就是这方面的体现，此外还有《国际卫生条

例》（2005年）（IHR）64 以及其他相关的全球、区

域、国家和次国家战略和协议。

• 2011年2月，菲律宾马尼拉Bahay Toro发生

火灾，三小时就导致1万人无家可归。

• 2012年5月，加纳阿克拉最大的非正式居住区

Old Fadama发生火灾，约3500人受到影响。

• 2014年4月，智利瓦尔帕莱索发生火灾，约

2500座房屋被毁，12500人被迫疏散。

• 2017年3月，南非开普敦Imizamo Yethu非

正式居住区发生火灾，造成2100多座房屋被

毁，9700人无家可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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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世纪已经经历了多次重大传染病疫情。霍乱和鼠疫等原有疾病卷土重来，重症急性呼吸综合征（SARS）、中

东呼吸综合征（MERS）和H1N1大流行性流感等新的疾病也接连出现。另一场埃博拉疫情或一场新的大流行性

流感也很可能而且几乎肯定会发生。唯一未知的是，它们或者一种新的但同样致命的威胁将在何时何地出现。

63 （联合国大会 2016b）
64 （WHO 2016）

65 （WHO 2017）

图3.8. 21世纪的主要传染病威胁

例如，鼠疫通常被认为是一种过去时代的灾害。然

而，2017年马达加斯加爆发的一场大疫情导致2417

例病例和209人死亡，并且向与此岛国有关联的多个

国家发出了警报。65 这次疫情的原因是肺鼠疫，这是

比黑死病更具致命性和传染性的一种感染。疫情的爆

发是因为该国存在的地方性不利因素，例如首都拥挤

的生活条件、流动性增加、缺乏疾病意识，以及感染

预防与控制（IPC）措施不力。与马达加斯加有贸易

和旅行联系的9个国家和地区发布了鼠疫防备警报，

突显了生物灾害的跨境、多部门影响。

2002年，中国出现一种新型冠状病毒，席卷全球，

引发了一种前所未闻的致命疾病。8000多人感染

SARS, 774人死亡。这种疾病蔓延到多个国家，引发

了全球恐慌，并在多个部门造成了巨大的经济损失，

最终在大约6个月后才得到控制。根据计算间接成本

（来源：世界卫生组织（WHO），2018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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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方法，估计的经济损失在300亿美元到1000亿美

元之间。SARS之后是人感染禽流感A型（H5N1）病

毒。香港曾于1997年通过有效地消除其在家禽中的

传播控制过该病毒，此病毒此次在中国青海湖再度出

现，青海湖是候鸟迁徙的一个中转点，也是一处巨

大的水禽保护区。该病毒在亚洲和非洲蔓延，造成

了农业部门的巨大经济损失。2009年，一种新型流

感病毒H1N1（源自猪的一种病毒）开始传播，带来

了21世纪的首次大流行性流感。值得庆幸的是，由

于加强了健康监测和预防结构，疫情并没有预期的

那么严重。但在2012年，一种新的冠状病毒出现，

导致了一种与SARS类似的疾病。MERS是一种由冠

状病毒引起的病毒性呼吸道疾病，2012年在沙特阿

拉伯发现首例，通过与受感染的单峰驼接触进入人

群传播。66 MERS病例在本出版物发布时仍然活跃，

令人担心该病毒可能在中东和其他地区造成灾难性

的流行病。

2014年西非爆发的埃博拉疫情是另一场出乎意料的

严重事件（几内亚、利比里亚和塞拉利昂）。埃博拉

不仅没有在地域上受到限制，反而影响了三个非洲国

家，并蔓延到其他几个国家，引发了全球恐慌。2018

年8月1日，刚果民主共和国正式宣布2018–2019年埃

博拉疫情爆发，这是该国40年来第10次爆发埃博拉疫

情。疫情集中在一些由于地理因素限制和安全隐患阻

碍了对疫情的控制和管理的省份。

抗菌素耐药性（AMR）已经成为另一项健康威胁，

正在危及医学界治疗传染病的能力。67 抗菌素在医疗

领域的不当使用以及在畜牧业和食品中的不规范使

用（会增加微生物获得抗菌素耐药性的自然能力）正

在全球范围内加剧和加速AMR风险。据预测，AMR

问题将夺去更多的生命，并引发管理成本的大幅上

升。68 

艾滋病（获得性免疫缺陷综合征）是有记录以来

最大的流行病杀手之一，它是一种新型传染病

在全球快速蔓延的一个例子。在1981年确诊后

的十年内，全世界有超过1000万人感染了艾滋

病。累积总人数达到7000万，其中一半已经死

亡。全球目前有3700万人感染艾滋病毒（HIV，

人类免疫缺陷病毒）， 2017年新增感染病例

180万例，每个国家都受到感染。联合抗逆转录

病毒治疗大大降低了死亡率，目前通过大规模

调动国内和国际资源，已使全球近2200万人受

益，包括在世界上最贫困的国家。

框3.3. 艾滋病毒/艾滋病
正如人们在流行病高潮时经常观察到的那样，艾

滋病利用了社会的断层带。边缘化、破坏和冲突

成为艾滋病毒传播的渠道。全球艾滋病毒感染者

总数的约53%位于东部和南部非洲，这些地区多

种因素的组合效应助长了艾滋病的传播，包括难

以获取诊断、性传播感染治疗稀缺、由劳工迁移

引发的性行为混乱、冲突后复员，以及因污名、

否认和资源匮乏延误了有效治疗。但在过去20

年里，该地区在控制新感染、扩展治疗途径和减

少死亡方面取得了巨大的进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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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物风险的驱动因素/因果因素

与其他一些灾害（例如地震或洪水）不同，生物灾害

可以在社区中持续存在（比如：地方病）而且当居民

基本上免疫时，通常造成的风险很低。某些社区地方

病的生物灾害在被传入没有免疫力的新宿主社区时，

就会成为带来流行病的风险。当人们从无病地区迁移

到存在地方病的地区时，因为他们通常缺乏免疫力，

所以容易感染和传播疾病，导致产生超出正常预期的

病例。这些灾害有可能造成许多病例以及高发病率和

死亡率，并可能蔓延到该国其他地区或跨境传播。在

发生干旱、洪水、地震和冲突等危机或紧急情况时，

会加剧疾病传播和人口流离失所，因此该风险也可能

会发生变化。

然而，如果这些高流行区域忽视响应措施，或通

过此流行病不断扩张的传播（中亚、东欧、中东

和北非每年的新增艾滋病毒感染人数在不到20

年的时间里增加了一倍），艾滋病的再度肆虐并

不是不可想象的。灾害以及治疗供应链的相关问

题（例如2010年海地地震）、战争，或对脆弱

的国家卫生系统的任何重大压力或冲击都可能轻

松破坏治疗机制，导致此疾病的再度复燃。

全球艾滋病毒大流行的情况是一种系统性风险，

其根源遍及社会经济、文化和行为层面。感染艾

66 （Zaki等2012）
67 （WHO 2015）

68 （WHO 2014）
69 （Jones等2008）

滋病毒的免疫缺陷人群中结核病（TB）和病毒

性肝炎等并发症的高发病率要求对艾滋病毒、结

核病、病毒性肝炎和其他性传播感染做出全面的

协调响应。对该病采取更广泛的办法要求在整个

人口范围内做出超越个人诊断和治疗的响应，采

取长期的、集体的、多学科措施，包括教育、

行为改变、社会服务、检测、护理和方案评估

等。应对这些挑战需要进一步加强卫生系统：通

信、IT、后勤、药品和疫苗供应，同时特别是要

提高卫生人员和社区领导人的能力，打造可让他

们协同工作的平台。

生物风险的模式很清晰。像鼠疫和霍乱这样的旧疾病

会再次出现，新疾病也会一起不断出现。这是在一系

列复杂而具有挑战性的因素相互作用下推动的，反映

的是生物致灾因子、人们的灾害暴露、人们易受感染

的程度，以及个人、社区、国家和国际行动者减少风

险和管理爆发后果的能力之间的相互作用。

几乎所有新出现或重新出现的病毒感染都来自于动物

的传播。土地利用、耕作方法、畜牧业和粮食生产方

面潜在的风险变化已经使得人与动物之间的接触增

加，但却很少考虑到相互联系的系统对生态和人类造

成的后果。来自家养动物的主要驱动因素包括现代农

牧业生产系统以及活禽市场。69 野生动物人畜共患病

可能由与狩猎活动、森林砍伐和生态系统破坏有关的

因素引起。

（来源：UNAIDS 2015, 2018；WHO 2019；Schneider 2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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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新的疾病产生威胁传播的可能性受到病原体和特

定人群因素的影响。70 在21世纪，气候变化和水资源

短缺等生态变化已经成为疾病传播的强大驱动因素。

在越来越多的国家，快速的无规划城市发展模式使迅

速增长的城市成为许多新出现的环境和健康灾害的焦

点区域。寨卡病毒的爆发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伊蚊

的幼虫在死水中茁壮成长，而死水在贫民窟地区大量

存在，例如打开的容器、轮胎，以及用来收集雨水供

家庭和花园使用的水桶。因此，改善人类环境可以减

少接触病媒蚊子。71 

战争、内乱和政治暴力及其后果（例如难民、流离失

所者和粮食不安全）都会导致以前受到控制的传染病

（如霍乱、麻疹和白喉）死灰复燃。72 大量人口的流

动为常见或新型传染病的出现和传播创造了新的机

会。例如，也门发生了近代史上最严重的霍乱疫情之

一。自2017年4月以来，报告了130多万例霍乱疑似

病例，2641人死亡。73 疾病的灾难性蔓延是当地两

年冲突带来的结果之一，冲突导致该国的医疗、水和

卫生系统和设施遭到破坏，而且国内流离失所现象普

遍，营养不良率高得惊人。

本GAR的目的之一是帮助了解风险的性质如何在几十

年来公共卫生服务中所践行的系统性风险方法中体

现。评估影响人类健康的生物风险的系统性方法从对

生物灾害的描述开始。这些包括感染性、致病性和毒

力、感染剂量和宿主外存活等多个方面。然后，根据

宿主因素、环境因素、传播、传染源和媒介等标准来

定义暴露情况。最后，脆弱性是公共卫生中已经研究

透彻的一个领域，可以通过人口特征和人口基础设施

等因素来描述。这些因素又进一步细分为所谓的健康

的社会决定因素：（a）社会和经济环境：教育、医

疗服务、社会支持网络——来自家庭、朋友和社区的

更大支持、文化、习俗、传统、信仰、收入和社会地

位；（b）物质环境：洁净的水和空气、健康的工作

场所、安全的住房、社区和道路都有助于保持良好的

健康状态；就业和工作条件；以及（c）个人的个体

特征：行为、遗传和应对技能。74 致灾因子、暴露和

脆弱性这三大风险因素的测量和相互作用具有高度的

复杂性，因此为了评估生物灾害的系统性健康风险，

相关建模也具有高度的复杂性。75  

生物风险管理和国际公约

在生物风险方面，卫生和流行病学领域依赖于一个

由卫生部门以及社会和发展合作伙伴组成的合作伙

伴关系网络。对于非流感病原体，共享的形式多种

多样：国际、国家或地方为“扩大免疫规划”或通

过现有的机构和研究人员网络建立的临时性或常规

监测。

为了应对人畜共患病原体的出现和传播，WHO已经

加强了与联合国粮食及农业组织（FAO）和世界动物

卫生组织的合作，达成一份三方协议，来协调全球应

对动物-人类-生态系统交叉领域健康风险的活动，共

担责任。76 在流感方面，风险监测、准备和响应是一

个持续的过程，需要不断获取流行病毒。这包括每年

通过WHO协调的全球网络实验室“全球流感监测和

响应系统”（GISRS）与尽可能多的国家分享病毒。

基于这些样本，WHO和GISRS可以进行风险评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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监测季节性流感病毒的演变和疾病活动。疫苗生产商

使用GISRS生成的材料和信息来生产流感疫苗。作为

回报，制造商会为大流行病的防备和响应措施提供资

金支持和实物承诺（PIP框架）。此外，GISRS还针

对潜在的大流行病流感病毒的出现发挥着全球警报机

制的作用。

疾病风险通常都可以预防或减轻，通过提高警惕并在

所有各层级迅速做出响应，可以减少其危害。77 各种

不同形式的风险评估是开展有效的、具有良好针对性

的风险管理措施的基础。

人们使用战略性风险评估来进行风险管理规划，重点

是预防和准备措施、能力发展，以及中长期风险监测

和评估，包括追踪风险随时间的变化情况。战略性风

险评估支持通过结合致灾因子、暴露、脆弱性和能力

分析来对风险进行分析，以便采取行动降低风险水平

和对健康的影响。在生物和其他灾害的风险评估中要

应对多个常见的风险因素，例如人口统计（年龄或性

别）、卫生服务的可用性，以及社会中卫生和其他系

统的能力。此外，针对特定群体还会应用一些更具体

的风险因素或脆弱性源数据，这些群体包括暴露在生

物灾害下、居住条件拥挤、流离失所的群体；还会应

用一些疾病或病媒可能生存或生长的环境因素。

在自然或人为事件（包括疾病在内）后评估生物灾

害的风险也很重要。例如，包括诊断功能和疫苗冷

链在内的卫生设施的功能可能受到水和电力等服务遭

到破坏和中断的影响。灾害对用水安全、卫生设施和

卫生条件的影响可能导致与水有关的传染病或媒介

传播疾病。

风险管理措施

风险评估能为决策者提供信息，从而采取行动，预

防、发现、准备和应对生物灾害。这包括采取及时

有效的措施以减少相关群体暴露在因生物灾害而增

加的感染风险内、控制风险的传播，以及最终阻止

传播。基于社区单位的行动和初级卫生保健是加强

社区和个人应对各种紧急情况的恢复力的核心，具

体方法是提高个人的健康、免疫和营养状况，从而

减少他们对疾病的易感性。在流行病、灾害和冲突

后情形中提供初级保健对广泛的各种疾病的预防、

早期诊断和治疗至关重要。

有效的水、清洁和卫生（WASH）规划可以预防或

减少严重腹泻疾病的风险。卫生部门必须与规划

人员和工程人员合作，确保用水安全和卫生基础设

施。氯获取方便，价格低廉，易于使用，而且针对

大多数重要的水传播病原体都有效。部分具体的预

防干预措施可以减少疟疾等病媒传播疾病的风险。

针对具体疾病的策略（如蚊帐、改善排污系统以减

少病媒滋生地，或喷洒杀虫剂）都可以帮助降低相

关风险。

70 （Sands等2016）
71 （WHO 2019）
72 （Blumberg等2018）
73 （WHO 2018b）

74 （Sarmiento 2015）
75 （Sarmiento 2015）
76 （WHO 2010）
77 （Morse等20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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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然辐射 = 85%

医学

14%

核工业

1%

大气氡

42%建筑/土壤
18%

宇宙

14%

食物/饮用水
11%

国家疾病监测和拓展至社区层面的早期预警系统

（EWS）对迅速发现易流行疾病的病例并进行迅速

控制至关重要。应建立能发现疫情的监测和早期预警

系统，并通过国家系统向WHO报告符合《国际卫生

条例》（IHR）报告标准的相关病例。进一步的风险

管理措施包括防护设备、IPC、行为改变措施（通过

风险宣传提升公众意识和教育），以及有效的治疗

和/或常规和紧急疫苗接种。风险信息还能用于为各

级的响应规划和卫生系统的能力发展措施提供信息支

持，包括培训卫生工作者和其他部门的关键人员，如

后勤人员、水和卫生工程师以及媒体。

生物风险往往都是可以预防的，并且可以通过提高警

惕和清晰的监管框架来减少其危害。78 2005年，所

有国家同意修订《国际卫生条例》（IHR），该条例

旨在帮助国际社会预防和应对可能跨越国境的突发公

共卫生风险。《国际卫生条例》最初只针对天花、霍

乱和黄热病这三种疾病，重点是遏制疾病在边境和其

他入境点的传播。然而，天花在20世纪70年代已经

被根除，霍乱报告不受各国欢迎，因为会对旅行和贸

易产生负面影响，同时由于已经存在一种有效的疫

苗，黄热病的控制也变得更加容易。但此条例作为

国际公认的监管架构的价值并未丧失。1997年香港

H5N1的预警和2003年SARS的国际传播都显示，必

须更新《国际卫生条例》来应对系统的全球化和互联

性，从而在其成为现实之前预先阻止无法预见的微

生物威胁。2007年生效的《国际卫生条例》（2005

年）更加灵活，更加面向未来，要求各国考虑所有

生物灾害的可能影响，无论它们是自然、意外或故

意发生的。

3.1.7  
核/辐射

放射及其产生的辐射早在生命出现之前就存在于地

球上了。事实上，它们从宇宙形成之初就存在于太

空中，而放射性物质在地球形成之初就是地球的一部

分。但是直到19世纪最后几年，人类才首次发现了

这种基本的普遍现象。大多数人都知道在核能发电或

医疗应用中会使用辐射，但是对核技术在工业、农

业、建筑、研究和其他领域中的许多其他应用却几乎

一无所知。对公众造成最大风险的辐射源不一定是那

些最引人注意的辐射源（图3.10）。事实上，在世界

某些地区，搭乘飞机旅行和居住在隔热良好的住房内

等日常经历都会大幅增加辐射暴露。79  

在核和放射性风险之间不存在形式的区别，因此两者

相关的安全措施也不存在相应的区别。然而，将与核

能发电有关的暴露与其他辐射暴露区分开来是一种成

图3.9. 辐射的来源

（来源：世界核协会 2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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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离辐射

水辐解

DNA损伤

修复 错修复 无修复

细胞恢复

不会被免疫系统消灭被免疫系统消灭

身体细胞 生殖细胞

无影响 癌症 遗传效应 组织损伤

细胞死亡

细胞突变

78 （Morse等2012）

熟的实践方法。从物理角度看，这两种情况都可能导

致同一种辐射暴露，所以这种区分考虑的是风险源的

不同特征。本GAR认为，核风险源自（或可能源自）

核链式反应管理中的不确定性或链式反应产物的衰

变。因此，辐射风险来自于与任何涉及电离辐射的其

他活动有关的不确定性。

图3.10. 辐射损伤细胞的潜在生物学影响

（来源：UNDRR）

79 （UNEP 20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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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体中临床
可观察到的

非常低 低 中度 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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增加患癌风险

烧伤、
辐射病和死亡

人口中统计意义上可观察到的
（流行病学）

生物学上可信

与核能有关的物理风险最明显的表现就是它对生物

的影响。电离辐射引起的细胞损伤可造成以下三种

情况之一： 

结果（b）和（c）会对整个有机体产生非常不同的

影响。

尽管没有明确的科学证据表明癌症是由低剂量辐射引

起的，但保守地说，世界各地的监管机构都认为，任

何剂量，无论多么小，都是一种风险，而且可能具有

危险性。并且认为风险与剂量成线性比例关系。

极高的辐射剂量会对造血器官、胃、肠道和中枢神经

系统造成严重损害，而且会导致死亡。这种剂量水平

通常只会在非常严重的事故中发生，而且只有在非常

接近放射源的情况下才会发生。

较低剂量的电离辐射会导致白血病和癌症，甚至在暴

露多年后才出现，而且其影响可在今后几代人身上显

现出来。高剂量辐射会导致其他的健康问题，如心脏

病、中风和白内障。

除了辐射对健康的影响，如急性辐射综合症和癌症发

病率增加，还观察到辐射对心理健康的不利影响。心

理健康是三里岛核事故和切尔诺贝利核事故引发的最

大的长期公共健康问题。联合国原子辐射影响科学委

图3.11. 辐射剂量与健康影响的关系

（来源：数据改编自联合国环境署 2016） 

a. 成功地自我修复

b. 无法自我修复后死亡

c. 无法自我修复后幸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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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0 （UNSCEAR 2015）
81  IAEA的基本安全原则由多个组织共同支持：欧洲原子能共同体（Euratom）、FAO、国际劳工组织、国际海事组织、OECD NEA、
泛美卫生组织、联合国环境规划署（UNEP）和WHO；（IAEA 2006）。

82 （NEA 2016）

对于报告中概述的安全标准，假定不存在相关的阈

值水平，在低于此阈值水平的情况就没有相关的辐

射风险。81 在这些标准中一般意义的“辐射风险”

是指辐射暴露对健康的有害影响，包括发生这种影

响的可能性（以及任何其他的安全相关风险，包括

对环境中生态系统的风险）。这些标准的基本安全

目标是保护人们（个人和集体，以及环境）免受电

离辐射的有害影响。这些标准已经认识到辐射对人

体健康的影响涉及不确定性；特别是，“必须做出

假设，因为低剂量和低剂量率的辐射暴露对健康的

影响具有不确定性”。

对核反应堆堆芯、核链式反应、放射源或其他辐射源

失去控制会导致核设施和核活动产生最有害的后果。

为了减少事故产生有害后果的可能性，人们已经制定

了优化核安全的多项设计原则、概念和工具，以及纵

深防御（DiD）的理念。DiD基于提供多重防御屏障

的军事哲学，可概括为在履行以下三项基本安全职能

时的一系列预防、控制（保护）和减轻措施：（a）

控制电源，（b）冷却燃料，（c）限制放射性物

质。这些措施包括五个层级，如表3.1所示。82 

采用重复、多样、阻隔、物理隔离和单点故障保护等

原则，来确保保护的有效性。防护层包括物理屏障以

及行政程序和其他相关安排。

员会（UNSCEAR）发现，在福岛第一核电站事故中，

对健康最重要的影响是心理健康和社会福祉。现有

的国际安全标准包括对相关规定的基本要求，其中指

出要考虑减轻核事故对社会心理和个人心理健康的影

响。但是，并没有提供对所需工具的明确描述。WHO

和OECD核能署（NEA）最近推出了一项联合倡议，旨

在提出切实可行的解决方案/工具，来支持在规划和响

应核和放射紧急情况时的决策过程。这些行动的基础

是制定一项政策框架，来落实WHO有关核和放射紧急

情况下的心理健康和心理支持的现行准则。

核事故对心理健康的负担虽然是具体的，但并非核领

域所独有的。将心理健康纳入《仙台框架》标志着，

人们对自然灾害和人为灾害对心理健康影响的认识以

及全球致力于减少这种影响的一个转折点。

联合国大会相应行动解决了一个问题，即与潜在的辐

射风险的主观推断相比，如何客观地将辐射对健康的

不利影响归因于辐射。

UNSCEAR报告称：80 

• 区分“健康影响源自以往暴露的客观归因”

和“来自未来暴露的潜在风险的主观推断”。

• 结论是，人口中健康影响发生率的增加不能归因

于低剂量，但是出于辐射保护和资源分配的目

的，可以推断出来自计划情形的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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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大事故

1
2

3
4

5
6

7

事件

事故

严重事故

带有场外风险的事故

无重大场外风险的事故

严重事件

事件

异常

超比例事件

更
少

防御纵深
（DiD）级别 目标 基本方法

设计保守，高质量施工和运行防止异常操作和故障1级

控制、限制和保护系统和其他监督功能控制异常操作和检测故障2级

场外应急响应减轻大量释放放射性物质的放射性后果5级

配套措施和事故管理控制严重的工厂状况，包括预防事故的发展和减轻
严重事故的后果

4级

专设安全设施和事故程序在设计的基础上控制事故3级

两种核风险分析方法（确定性和概率性）都使用“假

定初始事件”。这些都是“所有可能导致严重后果的

可预见事件，而且所有发生频率很高的可预见事件都

是可预见的，并在设计中予以考虑”。83 相关例子包

括：冷却剂丧失事故（冷却系统损坏）、场外电源断

电（电站停电）、反应性引发事故（硼稀释、泵流量

增加等）或外部事件，如地震或火灾。主要的确定性

方法致力于验证假设初始事件的频率是否在可接受的

标准范围内。84 

表 3.1. 纵深防御（DiD）水平

（来源：IAEA 1996）

图3.12 . 国际核与辐射事件分级表

 （来源：IAEA 20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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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最近通过分析所吸取的经验教训强调了信任的

重要性。对授权、核查和确认国内和国际消费市场安

全流程的信任是在受辐射污染地区维持可行的农业生

产的关键。这表明有必要采取一项涉及农民、渔民、

分销商、消费者、专家（包括大学）以及地方和中央

政府的协调沟通战略，让利益相关方更密切地了解正

在进行的努力以及正在取得的成果。邀请独立的，国

际的认可专家（例如通过非政府组织）可以被看作是

建立信任的方法。

多年来，在关于核安全的很多重要经验教训中，最难

沟通和处理的就是核安全的人员方面，这方面可能同

核操作中出现的任何技术问题一样重要。核电是一项

技术性很强的事业，设计、建造和运营核电站的人员

都是工程和科学领域的高素质专家。然而，技术方面

不是确保安全的唯一重点领域：还需要重视工作环境

中的安全文化。相关组织机构需要考虑人们之间的互

动和沟通方式；当问题被提出时，如何解决问题；应

该提供什么样的安全优先级——尤其是在需要应对相

互竞争的优先事项时。88 

伦理和社会维度也很重要，放射防护和社会科学应该

携手共进。在社会科学的参与下，更好地了解辐射防

护系统，可以促进纳入新的研究成果，并使该系统

更加灵活。

在切尔诺贝利核事故发生后，国际原子能机构

（IAEA）和NEA联合编制了一份国际核与辐射事件分

级表（INES）。这是用于迅速和持续沟通有关放射

源事件的安全重要性的一种工具。85 

INES最初是针对核事件制定的，现在已经可以用来

说明一系列活动的事件重要性，包括工业和医疗使用

放射源、核设施运营，以及放射性物质的运输。此分

级表包含7个层级的数字评级（每提升一级表示严重

性上升10倍）。级别的评定根据的是对以下三个领

域的影响：

对核事故的经济影响评估是存在争议的，而且严重依

赖于对分析中所包括的有关损失类型的主观假设、

针对特定事件的经济恢复力，以及事故后当局和人

们的行为。86 

一份NEA报告提出的其中一项因素与农业遭受的破坏

有关。87世界上很多核设施四周都是农田，或至少存

在部分农田。这些地区通常人口稀少，但小型农场和

菜园并不少见。在此类情况下，从经济和社会的角度

来说，应对事故后农业区域的污染问题尽管是非常个

人的问题，但也很重要。这些问题需要在受影响个人

积极参与规划和决策流程的背景下予以解决。

83 （IAEA 2016）
84 （IAEA 2010）
85 （IAEA 2013）；（IAEA 2014）
86 （NEA 2018a）

87 （NEA 2018a）
88 （NEA 2018b）
89 （IAEA 2018）

a. 人与环境

b. 放射屏障和控制

c. 纵深防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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气候变化的影响可能从两个方面对核电站相关风险产

生影响。89 气候的逐渐变化缓慢地影响核电站的运行

环境。主要的潜在威胁包括：海平面上升，这可能导

致沿海地区被淹没；环境温度升高，这会降低核电站

的热效率；较低的平均降水量，这会降低冷却效果；

以及影响工厂建设的更大平均风速。另一类原因是核

电站与其他建筑一样，很容易受到极端天气事件的影

响。值得注意的是，现有的选址和设计标准已经预测

了各种极端天气事件。这些事件包括极端高温和干旱

（这可能降低冷却效率）、洪水（导致淹没）或火灾

（影响工厂建设）。与其他复杂的技术一样，核能发

电也会同时带来好处和风险。随着更高效核风险管理

的不断发展，核能发电作为潜在的零排放能源发电方

式的价值正在世界范围内日益受到人们的关注。由于

核电站的使用寿命内温室气体排放量较低，核能是高

排放化石燃料技术的替代技术，而化石燃料技术目前

仍在全球发电中占主导地位。全系统转向可再生能源

和核能的组合，将有助于减少二氧化碳排放，并有助

于控制全球气温上升。

没有哪个行业能幸免于事故，但所有行业都能从中吸

取教训。民用核电历史上发生过三次重大的反应堆事

故：三里岛、切尔诺贝利和福岛第一核电站。这三次

事故都对核风险管理和公众对核能风险的认知产生了

重大影响。人们已经认真汲取了其中的教训，并在世

界范围内加以吸收利用。这些经验教训已经帮助在核

领域推动卓越风险管理再上一个台阶。

人们已经发现核事故的根本原因在文化和体制上。90

国际核安全小组（INSAG）的后续行动强调，“要在

所有情况下，在面对所有挑战时实现高安全水平，

整个核安全系统必须是健全的”。91 该小组确定了参

与打造一个健全、有效的核安全系统的三大利益相

关方团体：

在其有关保护人们免遭辐射暴露的建议中，国际辐射

防护委员会强调了让受影响人群和当地专业人士参与

事故后情况管理的有效性，并强调在国家和地方层面

上当局有责任创造条件并提供方法，支持这些人员获

得赋权并参与辐射事件后的相关工作。

事故恢复管理的经验教训包括：

• 监管方 - 负责独立的安全监督

• 工业 - 包括对核电厂安全负有主要责任的被许
可人

• 利益相关方 - 主要是公众成员

• 需要在事故发生之前建立信任 

• 需要一个灵活的监管框架来最好地应对发生的事

故情况

• 应围绕已知的危险设施确定相关的医疗社区网

络，并准备好提供浅显易懂的放射学信息，以便

他们能够处理受影响的利益相关方的担忧

• 政府的决定应该积极地反映出已经考虑到了利益

相关方的担忧

• 处理受影响的利益相关方担忧所需的专家资源可

能是非常广泛的，并且应该在全灾种框架中进行

相关规划

• 应备有可用的个人剂量测定和区域监测设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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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所有类型的灾害，社会对风险的理解和接受取

决于相关的科学知识和评估，也取决于对风险和效

益的认识。辐射灾害是现代社会研究最多的风险之

一。而公众年剂量限值（1 mSv）的暴露死亡风险很

低——约0.00005%，无疑远低于其他癌症风险（如

年龄、酒精、饮食、肥胖、免疫抑制、阳光、烟草和

石棉），有关低剂量对个人的影响的证据仍然非常有

限。在多数暴露情况下都无法可靠地描述暴露水平的

影响，这可能导致对风险的误解、错误描述和过度反

应。

辐射防护和核能界在有效地沟通风险和不确定性方面

不断遇到困难——无论是新核电站或废物处置设施选

址，还是为退役或遗留物管理作业选择终点位置，或

者是在管理紧急情况或事故后恢复作业方面。然而，

在过去十年中，人们对辐射对健康负面影响的认识已

经发生演变，从而发展出了沟通辐射风险的新方法。

3.1.8  
化学/工业灾害

工业生产是现代世界经济的一大核心特征。工业创造

就业机会，并提供广泛的基础物资、产品和服务。然

而，当局必须与工业界合作，确保生产、处理或储存

有害物质的工业设施（例如尾矿管理设施（TMF）、

管道、石油码头和化学设施）位于安全的地点并安全

地进行运营，因为相关事故可能对人、环境和经济产

生深远的严重影响。

工业灾害源于技术或工业条件、危险程序、基础设

施故障或特定的人类活动。92具体包括有毒物质的释

放、爆炸和起火，以及化学物质向空气、附近水道和

土地的泄漏。在很多国家，工业灾害会因为设施的老

化、废弃或闲置而加剧。由于缺乏处理减少技术风

险的体制和法律能力，这些问题更加严重。自然灾

害（例如风暴、滑坡、洪水或地震）也会引起工业事

故，因为这些事件可能会触发位于其破坏范围内的工

业设施释放有害物质（见第3.1.9节）。与工业事故

相关的影响包括可能对一个系统、社会或社区造成的

生命损失、伤害或财产的破坏或损坏。93 有效的风险

管理需要系统、部门、国家和不同层级内部和之间开

展合作。

大多数工业事故都涉及有害物质向水体的释放，这会

对水资源造成严重的影响，威胁到饮用水、家庭用水

和农业的安全以及人类的安全。

90 （IAEA 2015）；（IAEA 2017） 
91 （IAEA 2017） 

92 （联合国大会 2016b）
93 （联合国大会 2016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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几十年来，工业事故的预防、准备和响应问题一直

受到政府和工业界的关注。20世纪80年代中期，印

度博帕尔事故导致超过1.5万人死亡，10多万人受到

影响。作为对此的响应，工业事故问题的紧迫性和

政治重要性达到了新的水平。尽管过去40年期间，

监管和新标准已经推动工业安全取得了重大的进展，

但随着各国面临新的挑战和风险，重大事故仍然时

有发生。近年来，与极端天气有关的事件曾引发工

业事故，造成严重的环境和经济后果，例如美国的

飓风哈维。

需要采取多学科和跨部门的方法来应对工业事故风

险。《仙台框架》通过其在基于系统的风险管理方法

中的四大优先事项来推动采取这一方法。

本节探讨了工业风险的趋势以及这些风险的潜在驱动

因素（找出相关的诱发因素）。本节讨论了如何衡量

风险管理的进展情况，介绍了减少工业事故风险的方

法，并探讨了未来有效风险管理的挑战和机会。

工业灾害和风险的趋势

工业事故风险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现场活动、操作流

程以及所使用的危险物质类型。石油、天然气或化学

品加工行业有着数百种流程。它们可能存在于陆基设

施（也称为“固定设施”，如化学设施、石油码头和

TMF）、管道、铁路、公路和水路运输，以及海上

石油勘探平台。爆炸品工业（涉及制造和/或存放爆

炸品、烟花及其他烟火物品）也是工业事故风险的主

要来源。在金属加工过程中广泛使用氰化物和砷等危

险物质，这意味着采矿业也具有很高的风险。

此外，许多其他行业也可能成为工业风险的来源。这

些行业有时被称为“下游用户”，包括食品生产、发

电厂和金属电镀等行业；它们大量使用危险物质用于

制冷、燃料、金属处理和各种其他专门用途。后者在

风险管理方面尤其具有挑战性，因为它们对这些材料

的认识可能低于那些核心业务就涉及高度管制物质的

开发、制造、储存或处理的行业。

图3.14展示了全球媒体在一年时间内报道的化学事故

信息，显示每年有数百人死亡，而且世界上某些地

区的死亡率高于其他地区。媒体报道并不代表所有

已发生事件的全貌，但是在引述重大影响时，特别

是在死亡、受伤、疏散和环境污染方面，媒体报道

往往是一致的，而且具有合理的可靠性。在这些事

件中，12%（77起）涉及至少1人死亡，25%（163

起）涉及死亡和/或受伤，另有4%（26起）涉及疏散

和环境影响。

图3.13. 2014年欧盟和欧洲经济区国家高危险性固定设施场所的
分布情况（《塞维索指令》）

（来源：Wood和Fabbri 20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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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收集的用于评估全球工业事故风险状况的数据有

限。政府和工业界拥有一些有关工业事故的数据来

源，可以用来量化某些类型事件的频率和严重程度，

但它们并不足以提供一个涵盖全球工商界发生的所有

事故的完整视角。系统地识别和记录因果趋势和影响

在很大程度上是由政府要求（不包括“事件通知”数

据库）和行业倡议驱动的，因此现有数据在性质上都

是片面的和碎片化的。94 

虽然工业事故是决定性事件，不能通过简单的计算

某一特定规模事故的发生次数或趋势来进行全面评

估，但工业事故仍然是未能控制风险的明显证据。过

去的事故也可以提供诊断信息，特别是某些拥有共

同特征的事故（例如位置、工业类型、设备、物质

或原因）。

重大事故通常比较少见。任何一个国家在长达10年

期间的事件平均发生频率往往都极低，特别是在小型

国家和工业化水平较低的国家。然而，很多新兴经济

体在危险作业领域都经历了快速增长，原因是石油和

天然气、化学和石油化工以及采矿业等特定细分工业

的扩展，背后的组合驱动因素包括新兴经济体的需求

增加、拥有获取相关原材料的能力以及对降低生产成

本的需求，此外贸易壁垒的减少和政府吸引外资的激

励措施也是助长因素。

尾矿管理设施

尾矿管理设施（TMF）（主要是在石油码头和采矿

设施中储存化学废料的大坝）的设计、建设、运营或

管理失败的后果可能带来含有危险废物的产品释放

94 （Wood和Fabbri 2019）

图3.14. 2016年10月1日至2017年9月30日各大洲媒体报道的化学事件 

（来源：Wood和Fabbri 20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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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来，对人类健康、基础设施和环境资源构成严重

风险。现今并没有可公开访问的TMF目录或有关全

球尾矿存储量的数据。然而，在最近几起灾难中可

以看到该类性质事故的规模。2014年加拿大波利山

（Mount Polley）重大溃坝事故和2015年巴西本托

罗德里格斯（Bento Rodrigues）事故分别释放了超

巴西本托罗德里格斯的两座铁矿TMF崩塌，造

成了巴西历史上最严重的人类和环境灾难之一。

约4000万立方米富含重金属的废物淹没了下游

村庄，造成19人死亡和多西河（Doce River）流

域污染，对生物多样性和饮用水供应造成了巨

大破坏。有毒的浮油顺流而下650公里，污染了

2200公顷土地，影响了约40座城市。这场灾难

暴露了运营公司与各级当局之间在监管、监测、

执法、信息传递、早期预警、响应和协调机制方

面存在严重的缺陷。三年后，补救措施仍然没

有得到有效实施，受影响的人们继续承受着此

次灾害对环境和社会经济的影响。在撰写本文

时，巴西国家检察官正在对矿场和大坝运营商提

起诉讼，声称早在2011年，董事会就被告知大

坝存在渗流，建议考虑暂停运营，搬迁本托罗德

里格斯城镇，并安装预警警报，但是运营商并未

采取行动。

2019年1月初，巴西布鲁马迪纽的另一座大坝发

生溃坝，导致186人死亡，122人失踪。布鲁马

迪纽的TMF属于本托罗德里格斯大坝的两家母

公司中的一家，此事故释放了1200万立方米的

尾矿。泄漏的化学物质已经渗入河川土壤，对该

地区的生态系统产生了永久性的影响。

框3.4. 本托罗德里格斯尾矿管理设施事故（TMF），巴西，2015年；以及布鲁马迪纽，巴
西，2019年

上游溃坝导致的巴西本托罗德里格斯一所学校的废墟和破坏情况 
（来源：Rogério Alves/TV Senado 20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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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7 2015 2016 2017 合计

死亡人数

96

159

24
7

286

95 （Roche、Thygesen和Baker 2017） 96 （Roche、Thygesen和Baker 2017）

框3.5. 加纳液化石油气（LPG）事故

图3.15. 自2007年以来加纳与液化石油气事故有关的死亡人数

2017年10月，加纳一处液化石油气集散地发生事故，造成7人死亡。自2007年以来，加纳工商业场

所的液化石油气事故死亡人数已升至286人。

过2500万立方米的有害物质，加起来相当于2万个奥

运规格游泳池的容量。95 

对过去10年全球TMF故障的分析表明，虽然总体故

障数量有所下降，但严重故障的数量有所增加。96

尽管采矿业取得了很多进步，但是TMF仍然会出现

故障。在过去的六年里，巴西（三次）、加拿大、

中国、以色列、墨西哥和美国共发生了八次重大的

TMF故障。识别TMF及其潜在的灾害（包括故障的

风险）对于提供针对性干预措施以及调整法律和政策

框架非常重要。

（来源：UNDRR，数据来自Citimfonline 20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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框3.6. 2007年白俄罗斯道加瓦管道泄漏

2007年3月23日，白俄罗斯一条输油管道因基础

设施老化而断裂，导致约120吨柴油泄漏到道加

瓦河的支流乌拉河。浮油向下游延伸了100多公

里，经过多格夫比尔斯和里加，到达波罗的海

的里加湾。白俄罗斯和拉脱维亚专家采用了共同

协作的国际应急行动和协调一致的评估方法

（波恩协议石油外溢规范），避免了泄漏造成

的长期破坏，而且该公司支付了与评估环境破坏

相关的款项。

图3.16. 乌拉河泄漏物的路径

（来源：UNDRR 2019） 
免责声明：此地图上所显示的边界和名称以及所使用的称呼并不意味着联合国官方赞同或接受。

里加

泄漏

拉脱维亚

爱沙尼亚

立陶宛

白俄罗斯

俄罗斯联邦

陶格夫比尔斯

石化设备

石化工厂、油库和油井都会储存和处理大量的有害物

质。如果设计、建造、管理、操作或维护不当，就可

能造成无法控制的泄漏、火灾和爆炸，并可能造成生

命损失或环境破坏方面的灾难性后果。有效和安全地

开采、储存和配送石油产品都会带来技术和环境方面

的挑战，但对经济活动仍然是必不可少的。由于每一

个设施都是独特的，因此需要采取量身定做的综合方

案，来确保这些设施以安全、无害于环境且经济高效

的方式进行运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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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5年12月11日，一个油库的石油储罐过满外

溢，导致数起爆炸和火灾，燃烧了5天，没有人

员伤亡，人员受伤也相对较少。此次事故造成约

2000人撤离，20座房屋被毁，60家企业受损，

估计总损失超过7.5亿欧元。

污染物污染的土壤和地下水以及有毒烟羽从英格

兰南部一直扩散到法国和西班牙北部沿海地区。

事故后成立的重大事故调查委员会就燃料贮存油

库的安全和环境标准以及紧急响应措施，向工业

界、监管机构和应急服务机构提供了建议。事故

发生后，法国和其他欧洲国家也对燃料贮存油库

进行了检查。

框3.7. 2005年英国班斯菲尔德事故

虽然有关工业事故的数据往往不足以全面的评估其潜在影响，而且很难以任何标准化的方式加以量化，但相关

数据已经获得。表3.2探讨了化学事故公共数据库中各种影响数据的优点和局限性。

2005年英国班斯菲尔德油库爆炸产生的有毒烟羽  
（来源：Flickr.com用户Ken Douglas 2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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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响数据的类型 优势和限制

从历史上看，确定并记录了死亡人数。伤害通常也会被量化，而且随着事故的严重程度的提升，受伤数
量和严重程度的准确性也会增加。

人类健康

环境影响报告使用各种不同的单位来量化其影响（立方米、河流长度、停电持续时间等），很少包括次
级影响或清理成本以及资源损失的恢复成本或经济成本。

环境

经常提供关于现场财产损失成本的数据，但不像人类健康影响数据那样可靠，而且通常只针对保险损
失。场外的财产损失虽然会发生，但是通常不会在报告中体现，也很少出现在事故数据库或保险公司
统计数据中。有时，媒体会对一个特别突出的事故做出估计。对于大型事故，这些数据有时也可以在
年度保险报告中找到。 

财产损失

这些数据通常是以估计数据提供的，通常足以用于估计此方面的严重程度，但无法准确地总结一段时间
内的重大事故的综合影响。

疏散和避难所

道路和公共设施遭受破坏是其他影响之一，这些影响通常在包括哪些方面以及如何量化方面定义不清
（中断时间、受影响人口规模等）。

社会混乱 

生产线和场所的临时和永久性停工是很多事故的重大经济影响。这些数据通常只在调查报告和媒体中
提供。

经济

这些影响可能包括伤害和/或具有长期影响的突发性暴露、心理健康影响以及对当地经济和社会生活
的长期影响。这些影响只能在事故发生后很长时间才能观察到，而且很难在事故调查或分析报告中体
现出来。

长期健康与社会

表3.2. 衡量工业风险的不同影响数据来源的优势和局限性

（来源：Wood和Fabbri 2019）

工业事故风险的复杂性和风险管理流程

化学品的异质性、通过化学工程将化学品转化为产

品的多种方式，以及大量的用于产品配送的公路、

管道、船舶和铁路基础设施都会为评估全球工业事

故风险和预测下一场灾难带来内在挑战。事件发生

的可能性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风险管理的水平（安

全管理系统）以及影响安全管理系统功能有效性的

组织决策。97

在各种类型的工业设施中，都需要专家和当局在现场

和场外不断努力，以避免发生事故。工业设施的安全

和风险管理的有效性取决于各个层级的规划、分析、

设计、建造、尽职操作、监测和监管行动的质量和

执行情况。

随着《仙台框架》的实施，出现了一系列监管流程

和举措。20世纪80年代，政府和工业界开始进行数

据收集和分析以了解工业事故风险，到20世纪90年

代，这些收集到的事故和未遂事故的相关数据被广泛

接受作为了解和纠正风险控制系统弱点的输入信息。

随后建立的数据库的主要目的是促进从事故中学习经

验教训，但很多此类数据库都是无法公开访问的。相

比之下，收集数据来评估控制工业事故风险方面的绩

效，是受到从灾害中吸取的教训以及国家和国际法律

的当代发展所推动的，这些法律明确地将减少化学品

事故风险的责任分配给现场的操作人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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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工业事故的性质对衡量减少此类风险的进展情

况带来了重大挑战，如框3.8所示。获取计算化学事

故风险指标所需的有关事故频率和严重程度的充分数

据是不现实的。化学事故的统计数据只衡量了发生事

故的灾难性故障；无法衡量可能发生但尚未发生的灾

难性故障。

框3.8. 工业事故风险的降低很难用事故数据来衡量

影响化学事故发生概率的变量是不稳定的，因此与

任何一个致灾因子相关的风险数字都有较高的不确

定性，而且在短时间内会发生剧烈的变化。对于每一

项化学过程，都需要一些必要的条件，才能防止其释

放。这些条件的任何变化都会带来风险的变化。一些

领先行业和当局已经开发出一些诊断工具，可以用来

提示特定类型活动和地理区域的风险升高情况。使用

安全性能指标来诊断潜在风险是一种相对较新的实践

方法，此方法最终可能成为全行业自我评估或检查当

局评估特定类型地点和问题区域风险的一种选择。98  

政府和国际组织也已经制定了多种方法来衡量工业或

政府管理系统控制工业事故风险的能力。然而，衡量

在降低事故风险方面的表现是复杂的。使用过去事故

的频率和严重程度作为风险衡量标准并不能解决工业

事故风险的全球评估问题。各国政府需要更多的信息

来了解他们的工业风险，并采取针对性干预措施来减

少这些风险。

97 （Wood和Fabbri 2019） 98 （Wood和Fabbri 2019）

过去事故的发生频率和严重程度无法用来说明下一次

事故可能发生在哪里以及可能的严重程度。因此，需

要额外的数据和分析来提供对因果趋势、典型故障机

制和其他风险升高迹象的洞察力，从而为有助于减少

未来发生事故的战略提供指导。这类信息通常包括过

去事故和未遂事故中出现的因果模式、潜在事故前兆

信息，以及关于特定地点的其他间接数据，或者可以

概括为关于特定行业或地理位置的数据。

• 工业事故风险并不是一个稳定的数字。影响

工业事故风险的众多变量使得实际风险水平

更有可能随着时间的推移而大幅波动。

• 严重工业事故是低频率、高概率的事件。事

故数据可能大大低估了实际的风险。

• 工业事故风险源分布在多个行业和地理区域

内。要获取完整的整体信息非常具有挑战性。

• 有关工业事故死亡的数据主要由企业所有。

有关事故原因的数据通常不掌握在政府

手中。

• 事故后的损失数据属于众多行动方，难以收

集和量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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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业事故跨境影响公约》 

《工业事故公约》是一项多边法律公约，旨在为各国

在工业事故预防、准备和响应方面建立和加强治理、

政策制定和跨界合作提供支持。这些方法和经验最初

是在1986年桑多兹事故后为欧洲地区制定的，同样

可以为践行《仙台框架》技术风险管理承诺的国家提

供深入的见解。

此公约的法律规定、政策论坛、准则和能力发展活动

可以支持各国预防事故的发生，减少事故发生的频率

和严重性，并在地方、国家和跨境层级减轻事故的影

响。此公约的范围也适用于由自然灾害影响引发的

工业事故。

3.1.9  
NATECH 

社会所依赖的很多商品和服务都是由工业活动提供

的。从炼油、石油和天然气的生产和运输，到核能

发电或特种化学品的制备，这些活动中有很多活动

本身就存在固有的冲击敏感性，包括由自然灾害引

起的冲击。

自然灾害有可能超出保障措施的保障范围，引发可能

导致有害物质释放、火灾、爆炸或间接影响的负面影

响，这些次生影响的范围比直接的、邻近的影响更为

广泛。自然灾害触发的级联技术灾害被称为NATECH

事故。99  

目前正在开展各种活动来加强国家和全球对工业事故

风险的评估。目前正在建立三个主要的数据来源，以

便将因果因素和其他信息与特定致灾因子联系起来。

加强土地利用规划政策 

土地利用规划是减少工业风险的核心。有关工业设施

选址和周围土地利用规划的决策对于保护和尽量减少

事故对周围人口、环境和财产的影响至关重要。通过

以下公约，多个国家已经注意到，加强土地利用规

划制度和分区机制可以提高安全水平和减少工业设

施的风险： 

a. 事件数据以及来自未遂事故分析的原因和故障

趋势

b. 用于找出安全相关薄弱点的安全表现指标计划

c. 用于预测某些薄弱环节存在可能性的致灾因子等

级系统

• 制定风险知情的土地利用政策和计划，建立土地

用途分区机制，为土地用途、选址和开发建议设

定要求

• 更新土地利用规划和工业安全程序，而且在规划

流程的早期阶段就需要有关当局、专家和公众开

展正式的磋商

• 确保将风险评估和其他工业安全方面纳入决策

程序

• 创建工具来简化规划人员、决策者和其他专家针

对风险评估的识别和沟通，以便对风险拥有一个

共同的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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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很多灾害情形下，NATECH事件都常常出现但经常

被忽略。对于已经在努力应对自然灾害影响的人们来

说，这些灾害可能大大增加他们的负担。NATECH事

件的后果可能包括健康影响和环境退化（例如2008

年汶川地震），100 以及由于资产受损和业务中断而

造成的地方或区域层级的重大经济损失（例如2011

年泰国洪水）。101 在某些情况下，跨部门的连锁效

应可能带来全球性影响，导致原材料和成品短缺（例

如2011年东日本大地震和海啸）102 和物价飞涨（例

如卡特里娜飓风和丽塔飓风对墨西哥湾海上基础设施

的影响）。103

本节介绍了NATECH风险的概念及其管理方面的挑

战，特别重点关注负责处理、储存和运输危险物质的

工业设施和关键基础设施。本节给出了影响风险的主

要因素，并且提出了如何衡量降低NATECH风险进展

情况的评价指标。

位于自然灾害易发地区的危险工业区和关键基础设施

的各处都存在NATECH风险，世界的很多地区都是如

此。虽然NATECH事件原则上可以由任何自然灾害触

发，但它们并不取决于灾难性事件。许多带来重大后

果的NATECH事件都是由一些被认为是次要的自然灾

图3.17. 2017年飓风哈维在德克萨斯州造成数起石油泄漏和化学物质泄漏  

（来源：忧思科学家联盟 2019） 
免责声明：此地图上所显示的边界和名称以及所使用的称呼并不意味着联合国官方赞同或接受。

99 （Krausmann、Cruz和Salzano 2017）
100 （Krausmann、Cruz和Affeltranger 2010）
101 （Aon Benfield Corporation和Impact Forecasting 2012）

102 （Fearnley等2017）
103 （Pan和Karp 2005）；（Grunewald 2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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害引发的，例如闪电、低温或降雨。104 在2000年的

罗马尼亚拜亚马雷事故中，大雨和意想不到的融雪，

再加上设计上的缺陷，导致一座尾矿库发生故障，向

河流系统排放大量掺有氰化物的废水，污染了多瑙河

约2000公里的汇水流域。105

目前还没有有关自然灾害区域内工业设施位置的统

一信息登记，也没有随着时间的推移对NATECH事件

进行系统性追踪。因此，没有可用的基线来比较风

险趋势。很少有探讨NATECH趋势的统计分析。针对

1986–2012年期间美国陆上危险液体管道网络的一

项NATECH事件分析使用的是美国管道和危险材料安

全管理局的官方数据库。此项分析得出的结论是，

尽管NATECH事件的相对数量保持稳定，同时各种原

因导致的管道事故的绝对数量在下降，但是所经历的

NATECH事件影响却在上升。106

如果不存在报告事故的法律义务，相关信息就会在学

习经验教训的过程中丢失。然而，即使事件报告是强

制性的，它通常也只适用于影响超过已定义的严重性

阈值的事件。在公共记录中也可以看到这一点，媒体

很少报道影响较小的事件，也很少获取有关未遂事件

的信息。由于将NATECH触发因素归因于自然灾害往往

是困难的，因此进一步加剧了报告不足的情况。工业

事故数据库中往往缺少自然灾害信息；同样，在灾害

损失数据库中也常常缺少有关NATECH事件的信息。因

此，定量的NATECH事件趋势分析是困难的，需要使用

评价指标来衡量降低NATECH风险的进展情况。

2012年日本柏市的辐射警告标志 
（来源：Abasaa 20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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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4 （Krausmann和Baranzini 2012）
105 （UNEP和OCHA 2000）；（EC 2000）
106 （Girgin和Krausmann 2016）
107 （Hudec和Lukš 2004）

108 （Krausmann、Cruz和Salzano 2017）
109 （Girgin、Necci和Krausmann 2019）
110 （Krausmann、Cruz和Salzano 2017）
111 （Cruz、Kajitani和Tatano 2015）

好消息是，过去10年间，人们对NATECH风险及其

管理需求的认识有所提高，尤其是由于一些具有里

程碑意义的事件。例如，在欧洲，捷克的一个化工

厂的保护屏障（根据设计，可以抵御100年一遇的洪

水）被压垮，导致氯和其他有害物质释放到易北河

内。107 此事故与其他事故一起促使欧盟采取行动应

对NATECH事件。2011年发生的东日本大地震和海

啸以及随后的福岛第一核电站核事故将NATECH风险

提上了全球议程。随着工业化的发展（特别是新兴经

济体）、脆弱性的增加（例如，由于社区侵占以及无

计划的城市发展），以及灾害发生频率和次数的变化

（包括气候变化的影响），预计NATECH风险将呈上

升趋势。108

NATECH风险的驱动因素

决定NATECH风险的因素多种多样。部分因素具有技

术性质，并与NATECH事件所固有的特点相关联；其

他潜在原因还包括风险治理挑战和社会经济情境带来

的结果。这些风险因素之间的界限往往因各种原因之

间的关联而模糊不清。109 总体而言，减少灾害风险

（DRR）框架还没有充分解决技术灾害问题，特别是

NATECH灾害问题，尽管这些框架经常强调此灾害是

级联多灾种风险的一个例子。此外，减少技术风险的

手段（例如化学事故预防和准备方案）往往会忽视

NATECH事件的特定驱动因素，在管理此类风险方面

留下一个重要的缺口。110

NATECH风险是一种多灾种风险，跨越不同的领域和

利益相关方，而传统上这些领域和利益相关方（技

术风险、自然风险、工业、民防等）之间并没有太

多互动。为了治理此类级联风险，必须改变相关范

式，确认此风险的多样性和跨学科性质以及与之相

关的挑战。同样至关重要的是要摆脱“天灾”的心

态，这种心态往往使利益相关方不愿对NATECH风险

承担责任并防范此类风险。过去，由于有这种心态可

能是因为缺乏可靠的自然灾害预测，但现在针对很

多触发NATECH风险的自然灾害的现代预测系统都可

以轻松获取，因此缺乏相关知识已经不再是不采取行

动的理由。

不能抛开周围的情况孤立地看待工业设施的风险管

理，而应该考虑到工业设施与其他工业、生命线和

附近社区的潜在交互作用，从而掌握级联事件的潜在

可能性。由于自然灾害往往会影响大片地区，因此与

NATECH风险的关系更为密切。有效地管理NATECH

风险需要采用系统性观点，需要对风险治理采取地域

性方法，并且将实体（例如工业设施、生命线和建筑

库存）、组织架构和社会经济因素都纳入对自然灾害

风险的分析当中。111 在某些地区，针对高风险化工

厂的土地利用规划规则致力于通过强制性风险管理分

析来考虑对附近工业设施的多米诺骨牌效应，从而确

保对周围社区的保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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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非核工业活动中的NATECH事故经常发生，但直

到福岛第一核电站灾害发生之后，公众才真正开始注

意到其潜在的严重后果。随着突然的媒体大量曝光和

公众的兴趣，监管机构对世界各地的核电站进行了

压力测试，更新了核应急计划，而且很多国家启动

了相关研究项目，来改善NATECH风险管理。这是一

个社会风险感知和风险承受能力如何影响安全防范决

策的例子。然而，风险感知具有高度的主观性，过度

反应可能导致不可持续的响应。例如，最近的一项研

究表明，在欧盟，人们感知的强风和地震的NATECH

风险与引发NATECH事故的自然灾害本身相比被过分

高估了，而因闪电和低温导致的事故风险则被明显

低估了。112

NATECH风险管理工具 

NATECH风险的管理机制可以采取不同形式，包括法

律框架、研究方案、风险评估工具开发、能力建设

以及其他倡议，所有这些都是为了更好地识别和控

制风险。

在几起重大的NATECH事故之后，同时随着气候变化

进一步突显了此类风险，一些国家已经采取措施来加

强风险控制。在欧盟，重大化学品事故风险由有关重

大事故灾害的《塞维索指令》及其修正案的规定进行

监管。113 此指令要求实施严格的安全措施，以防止

重大事故的发生，如果无法预防，则有效减轻其对

人类健康和环境的影响。从NATECH的角度来看，《

塞维索指令》是欧盟层面最重要的法律举措。在其

生效30年后，现在此指令明确要求在工业设施的安

全文件内必须定期确定和评估洪水和地震等环境灾

害。欧盟还有其他间接应对NATECH风险的法律文件

（如《水框架指令》或《洪水指令》），以及欧盟

民防机制，此机制要求欧盟成员国开展国家灾害风

险评估。114

在全球舞台上，多个国际机构已经开始关注NATECH

风险管理。例如，WHO认识到NATECH事件可能造成

严重的健康影响，最近已经向公共卫生当局发布了有

关自然事件导致化学物质释放的相关信息。115本文件

重点关注了地震、洪水和气旋，旨在向卫生部门的规

划人员和希望更多地了解自然事件导致化学物质释放

的公共卫生当局提供一些简要的信息。为了支持《仙

台框架》的实施，UNDRR已经召集了一组专家，来针

对国家灾害风险评估和人为/技术灾害制定“说到做

到”指南，其中就包括讨论减少NATECH风险的行动

和指南的章节。116OECD也针对其“化学事故预防、准

备和响应指导原则”发布了NATECH增编，就如何更

好地管理NATECH风险向所有利益相关方提供指导。117

相关研究倡议旨在从科学的角度更好地了解NATECH

风险，并开发急需的方法和工具来评估和控制此

风险。例如，在各国政府的呼吁下，欧盟委员会

（EC）联合研究中心（JRC）开发了“快速NATECH

评估工具”系统，通过支持侦测NATECH风险热点，

来帮助工业界和当局识别和减少NATECH风险。118此

系统可以为土地利用和应急规划、NATECH损失和影

响快速评估提供支持，以便为派遣救援队或发布公共

警报之前的应急响应决策提供信息依据。此系统的最

新版本可以针对特定的化学设施和陆上管道网络分析

绘制由地震和洪水引发的NATECH风险地图。此系统

的网址为http://rapidn.jrc.ec.europa.e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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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准

NATECH风险减少水平

无 低 中 高

了解自然和技术灾害，但
不了解它们之间的潜在相
互作用

工业和当局的NATECH风
险意识

工业、当局和公众的
NATECH风险意识

无NATECH风险意识

只考虑传统工业风险的
立法

考虑NATECH风险的立法 考虑NATECH风险的立法
和有关NATECH风险管理
的指导

无工业风险
控制立法

减少NATECH风险的
法律框架

工业事故和自然灾害的数
据收集，不考虑相互作用

数据收集，包括NATECH
事故，但没有详情

数据收集，包括NATECH
特定条件的详情

无事故资料
收集

收集事故数据

工业设施和自然灾害地图
的简单叠加

NATECH风险地图，包含
预期自然灾害特定后果的
类型、范围和概率

来自多种自然灾害和所有
危险设施的NATECH风险
地图

无NATECH风险地图

重大自然灾害 不同严重程度的重大自然
灾害

所有自然灾害，包括被认
为是轻微的自然灾害

无考虑的自然灾害 

主要的陆上危险设施 主要的陆上和海上危险设
施以及危险的关键基础设
施（如管道）

所有危险设施（包括中小
型设施和危险品运输）

无考虑到NATECH风险的
活动类型

当地层面（如设施）的
定性NATECH风险评估

当地层面（如设施）的
定量NATECH风险评估

地方、区域和国家层面的
定性或定量NATECH风险
评估 

无NATECH风险评估

工业防备 工业和当局防备 工业、当局和社区防备无NATECH 
备灾 

衡量减少NATECH风险方面的进展情况

通常，很难衡量降低NATECH（和技术）风险方面

的进展情况。没有通用的效果度量方法，也没有可

靠的参照点可用于比较。为了提供一种衡量进展情

况方法，可以使用定性指标作为降低NATECH风险

状况的评价指标。这些指标的性质、复杂性和规模

可能存在差异（例如在设施、社区或国家层面上）

，它们也可能因国家各地和执行的立法制度的不同

而不同，也可能因国家优先事项的次序而异。例

112 （Krausmann和Baranzini 2012）
113 （EU 2012） 
114 （Girgin、Necci和Krausmann 2019）
115 （WHO 2018a）

116 （UNISDR 2018e）
117 （OECD 2003b）；（OECD 2015）
118 （Girgin和Krausmann 2012）

表3.3. 衡量一个国家降低NATECH风险的定性标准的例子

（来源：Krausmann、Girgin和Necci 20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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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

低

中

高

意识

法律框架

数据收集

风险地图

自然灾害

工业活动

风险评估

防备

国家A
国家B

如，对于法律框架涵盖NATECH风险的国家来说，

这些指标可能与没有此类框架的国家存在差异。根

据分析的范围，有些指标可能被认为比其他指标

更合适。同样，某些指标可能只涉及政府资源和系

统，而另一些指标则评估工业基础设施和能力，或

社会规范和风险感知情况。119 

用于衡量减少NATECH风险进展情况的指标应涉及人

力、财力和物质资源，以及一个国家的法律和行政

基础设施。表3.3给出了一个四个级别量表的定性绩

效指标的例子，此量表的最低级别是完全没有降低

NATECH风险的任何工具。选择这些指标是基于专家

的判断，并假定已经获得关于技术和自然灾害的基本

信息（例如工业设施登记册，包括活动的类型、存在

危险物质的种类和数量、工业地点；以及包括地图在

内的自然灾害信息）。建议的这些指标是可以包含一

个或多个子指标的标值。例如，有关控制NATECH事

故风险的法律框架指标可以包括土地利用规划、安全

案例和应急规划等子指标。

目前正在制订一种将个别指标汇编成能反映所衡量风

险众多维度的综合指标的方法。此方法还包括根据单

个指标对降低NATECH风险的重要性进行加权处理。

在没有此类综合指标的情况下，可以单独比较表3.3

中个别衡量指标，或使用雷达图（见图3.19）可视化

显示所有的衡量指标。图3.19比较的是两个假设国

家的例子，他们的NATECH风险衡量指标有高有低。

图3.18. 表3.3为两个假设的国家给出了可比较的降低NATECH风险措施的可视化例子

（来源：Girgin、Necci和Krausmann 20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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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1 （IPBES 2018）
122 （Rockström等2009）
123 （Schippmann 2006）
124 （欧洲环境署 2013）

119 （Baranzini等2018）
120  （IPBES 2018）；（联合国 2017）；（IPCC等2018）；

（OECD和OCDE 2018）；（FAO 2018）； 
（国际资源小组 2017）

3.1.10 
环境 

来自最新的政府间和全球评估的证据表明，地球正在

处在一个过热的时期，而且人口越来越密集。气候变

化、粮食不安全、快速城市化和日益严重的污染水平

正在危害着人类和生态系统的健康。财富以及获得技

术和资源方面日益增长的不平等正在导致营养不良、

冲突和数百万人流离失所。120

通过众多主要国际科学机构的评估，人们已经加强

了对这些压力所造成的环境灾害及其相关风险和分

布式影响的了解。121 环境风险之间的相互联系是行

星边界和动力系统的核心。现在我们已经越过了9个

行星边界中的4个（气候变化、生物圈完整性丧失、

土地系统变化、已改变的生物地球化学循环（磷和

氮））。122 由于过度使用资源，24类生态系统服务

中有15类正在下降。气候变化和全球贸易正在加剧

人畜共患病和外来入侵物种的蔓延，并且已经对本

地和地方性物种和生态系统功能构成了直接威胁。

过度采伐、土地利用变化、不可持续地使用遗传资

源（或缺乏公平获取遗传资源的途径），以及气候变

化都是野生植物资源减少的主要原因，包括在商业上

被用于食物和医药资源的野生植物。由于过度捕捞和

栖息地丧失，全球约有15000种或21%的药用植物物

种濒临灭绝。123

2018年发生了强烈的热浪、野火和风暴。有记录以

来最热的20年都出现在过去的22年内。与此同时，

温室气体的排放继续增加（2018年又增加了2.7%），

极端天气相关事件继续在全球蔓延和加剧。

到2050年，预计人口的中值将增至100亿，到2100

年将增至近120亿。这些数字是根据目前婴儿死亡率

的下降以及女性教育、医疗保健改善和预期寿命增加

计算得出的。当与消费水平上升相关联时，全球资源

面临的压力将超过人类历史上的任何时候，这将造成

对资源的竞争，导致地球的再生能力超负荷。

要充分了解环境风险的性质，重要的是要了解其来

源。这意味着必须了解致灾因子本身的动态、人类群

体和生态系统对这些灾害的暴露情况、受影响人群和

生态系统的脆弱性，以及他们应对变化的恢复力。124

本节探讨了我们现在和将来面临的自然因素和人为因

素组合产生的一些主要威胁。

在确定如何以协调一致的方式更好地落实《2030年

议程》、《仙台框架》、《巴黎协定》和NUA等框架

和政府间协议时，必须考虑这些因素。会员国在通过

《仙台框架》时指出，在考虑跨部门、地域和层级的

风险知情决策时，其先决条件就是要先了解经济、生

态、社会、政治、卫生和基础设施系统之间的动态互

动关系。为了做到这一点，《仙台框架》为在实现其

他2015年议程的目标和指标时使用系统性的方法提

供了框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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鉴于很多环境致灾因子不断加剧而且存在复杂的相互

作用，减少风险的战略和风险知情决策绝对不能忽视

环境致灾因子的综合、多标量和乘数效应。

气候变化

气候变化是一个灾害和威胁的倍增器。气候变化是环

境变化的大力推动因素，影响着人类和生态系统的健

康，改变着生物体和生态系统之间复杂的相互关系。

从清洁空气和水的可用性到热冲击、粮食安全和住

房，气候变化正在对健康的环境和社会决定因素产生

不利影响，并且有可能对粮食供应和大规模灾难产生

广泛的系统性影响。在本世纪，气候变化已被确定为

影响公共卫生的决定性问题，125 也是最大的全球健

康威胁。126

 

温室气体排放的持续增加已经使世界进入了一个长

期变暖的轨道。如果没有快速脱碳，127 这将导致海

平面进一步上升、海洋变暖和酸化，同时更多的极

端天气将放大现有和正在出现的风险，如人畜共患

病和传染病的传播，特别是针对贫困人口和脆弱群

体。WHO在中高排放场景下的谨慎估计表明，由于

气候变化，2030年至2050年期间，每年可能会新增

25万人死亡。128

空气质量与污染

作为排在气候变化之后最重要的环境致灾因子之一，

空气污染正在加重全球疾病负担（GBD），通过增加

温室气体及其前体物、颗粒物、重金属、臭氧等的大

气浓度及其相关的热浪，已经导致约700万人过早死

亡和5万亿美元的年度经济损失。129 最易受影响的群

体包括老年人、儿童和贫困人口，而且与乡村社区相

比，城市居民的空气污染暴露更高。

空气污染的跨境流动也是一个令人严重关切的问题，

这会阻碍各国努力实现其在环境质量和公共卫生方面

的目标。研究表明，在某一污染源下风处的国家，输

送过来的污染对健康的总影响有时甚至可能大于该污

染源排放地的健康影响。130 更复杂的是，如果根据

空气质量整治指南来减少某些空气污染物（如硫酸

盐），则可能会减少云层覆盖，增加太阳辐射，导致

进一步的全球变暖。

大气中的二氧化碳和其他稳定的温室气体的浓度继续

增加。这主要是由化石燃料能源、工业、交通、土地

利用变化和森林砍伐造成的，而且正在使气候和海平

面不可避免地发生重大的、不利的且不可逆的变化。

减少黑碳、甲烷、对流层臭氧和氢氟碳化物等短寿命

气候污染物的排放，有助于在短期内限制气候变暖，

但不能替代减少较稳定的温室气体的排放。

目前正在通过多边环境协议及其议定书（例如《联

合国关于生物多样性、气候变化和防治荒漠化的公

约》）来应对这些与生物多样性有关的环境致灾因子

和相关危险。然而，生态系统和生物多样性反馈的复

杂性和动态性意味着，保护物种和生态系统需要的不

仅仅是维持和保护它们的自然栖息地。还要求在农

业、渔业和林业等部门的政策和协议中体现基于风

险的决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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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地

农业是最大的土地单一用途，占世界陆地面积的三分

之一以上，不包括南极洲和格陵兰岛。在农业中，深

耕以及过度使用农药、化肥和抗生素已经导致严重的

土壤侵蚀、地表水污染和抗菌素耐药性（AMR）的

蔓延，给人类和野生动物的健康带来了非常现实的风

险。131 全球气温上升和降雨模式的变化正在对农作

物产量产生不利的影响，特别是在热带地区，因为热

带地区的温度升高影响大于温带地区。随着生长季节

的变化，产量增长也在放缓。不断变化的降雨模式和

更大的降水变化性都对全球70%的雨养类农业构成风

险。132 据估计，目前有超过13亿人受困于不断退化

的农业用地。133 贫瘠土地上的农民和牧民（特别是

在干旱和半干旱地区）可选择的替代生计有限。

工业化耕作方式对环境的影响每年造成3万亿美元

的环境损失，134 贡献了全球温室气体排放的三分之

一。135 牲畜占农业生产饲料、牧草和放牧用地的

75%，但只产生16%的膳食能量和32%的膳食蛋白质

需求。136全球约三分之一的可食用粮食在进入市场之

前就已经丧失或浪费掉了。137

森林砍伐正在对生物物理世界产生广泛的影响，包括

对气候系统本身的反馈、生物多样性的丧失和土壤侵

蚀等方面。它正在导致当地社区恢复力的大幅下降。

 

海岸和海洋

海洋环境提供多种生态系统服务，因此是任何考虑环

境灾害、气候调节、资源开采和粮食生产的关键。风

暴和海洋天气事件是最突出的环境灾害，此外还包括

海洋变暖和酸化，以及废物和化学品污染。海岸带

和流域的退化加剧了洪水和风暴等自然灾害的影响，

同时土地退化严重加剧了干旱的影响，并且导致山洪

的增加。138

海洋环境的累积压力和多重压力因素正在影响海洋的

健康及其为人类人口提供支持的能力。主要的风险来

自人类在食物和生计上对海洋的高度依赖。超过30

亿人的膳食蛋白质有20%来自海洋环境。139 渔业和水

产养殖的每年产值超过2500亿美元，多达1.2亿人依

靠海洋为生。140 但是过度捕捞、非法和不受管制的

捕捞，以及破坏性捕捞方法都正在导致许多鱼类资源

面临危险。海洋污染、垃圾和塑料使海洋生态系统和

海洋生命暴露在各种各样的化学物质下，包括微塑料

和重金属，这些化学物质积累在整个海洋营养食物链

中，导致人类在食用海洋食品物种时也会暴露在这些

物质下。每年大约有8吨塑料从陆地进入海洋。141 食

用受污染的海洋食物的危害已经有充分的记录，但是

目前连一个简单的缓解方案都没有。

125 （Chan 2019）
126 （Watts等2015） 
127 （Rockström等2017）
128 （Hales等2014） 
129 （健康影响研究所 2018）
130 （空气污染半球传输工作组 2010）
131 （UNEP 2019）
132 （联合国 2017c）
133 （联合国 2017c）

134 （FAO 2015a）
135 （Campbell等2017）
136 （联合国 2017）
137 （联合国 2017）
138 （UNEP 2019）
139 （UNEP 2019）
140 （UNEP 2019）
141 （UNEP 20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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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洋变暖和酸化已经使一些海洋生态系统处于崩溃

的边缘。142 慢性的白化已经导致许多热带珊瑚礁死

亡，因为每6到10年就发生一次白化事件，它们根本

没有足够的时间恢复。143 海洋酸化也正在成为一项

重大的环境灾害，影响到各种海洋的浮游生物种群，

在更广泛的海洋生态系统中造成无法预测和可能不可

逆转的损失。

废物及化学污染

据估计，不良的环境条件是造成约25%的全球疾病负

担（GBD）和死亡的原因。144由于废物管理不善而引

起的环境灾害（包括食物垃圾、电子废物和塑料）是

一项全球关注的问题。很多国家仍然面临着基本的废

物管理挑战，例如不加控制的倾倒、露天焚烧以及无

法充分获取废物处理服务。在全球范围内，五分之二

的人口无法使用废物处理设施。145合成化学品和有毒

化合物最终会泄漏到湖泊、河流、湿地、地下水、

海洋和其他的水系统内，还有部分悬浮在大气中。146  

新出现的化学灾害包括：（a）内分泌失调，可能对

人类和野生动物产生几代的健康影响；（b）抗生素

耐药性，将在公共卫生系统内造成一系列新灾害；

（c）农作物和牲畜组织中化学物质的生物积累。

金杯毒酒：有毒的农作物 

当环境条件在植物细胞触发硝酸盐积累时，已知会引

起80多种重要的植物种类和农作物中毒。干旱会使

豌豆等关键主食农作物的这种情况加剧，因为干旱会

在细胞上触发了一种防御机制，其副作用是产生氢氰

酸和其他毒素。即使在干旱之后，缺水农作物的生长

也会导致这些毒素的积累，导致一些植物对人类和牲

畜有毒。1995–1997年埃塞俄比亚干旱期间，由于

某些豆科植物因水分胁迫而积累的乙二酰二氨基丙酸

147导致10多万人瘫痪。148

在环境政策领域中有一些有意思的创新，经常可以看

到通过整合不同的政策产生的红利效应。人们制定的

水资源管理方面的政策（特别是干旱和洪水风险管理

政策）越来越多地与水、粮食、能源、气候变化和人

类健康联系在一起。通过采用混合型政策方法，决策

者可以超越技术性修补措施，采用真正的多部门风险

管理方法，来应对跨学科挑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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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2 （UNEP 2019）
143 （UNEP 2019）
144 （UNEP 2017）
145 （UNEP 2019）
146 （UNEP 2019）

147 （UNDP 2016b）
148 （Surya和Rao 2013）
149 （世界银行 2016） 
150 （疾病预防控制中心 2019） 

3.2  

暴露

在过去的GAR中，全球风险模型和标准风险量度

（AAL、PML和混合损失超越曲线）的生成依赖于一

个由标准化的同质暴露数据组成的全球数据集。由于

国家报告的异质性和数据的可用性问题，基于模型的

暴露计算依赖于对建成环境的了解，并使用来自卫星

观测的数据。这些基于卫星的暴露层数据通常可以通

过地面实况调查在当地得到验证。实地分析人员团队

应该访问卫星建模站点，验证模型层是否准确地描述

了建筑范围、建筑用途、建筑类型、密度、楼层、材

料等。这种方法的优点是，即使考虑到当地市场的变

化，建筑材料的损失和替代价值也可以相对容易地按

国家来描述。第二个优点是，使用建筑资产意味着在

发生灾害事件时，对于投保更普及的受影响地区，可

以根据损失索赔来验证和修正模型数据。第三，建模

的很多灾害都是重大自然灾害，为此已经进行了广泛

的工程试验，从而更好地了解它们在面对某些自然现

象时的稳健性。例如，人们已经进行了广泛的测试，

来了解不同类型的建筑材料所能承受的地震引起的最

大地面加速度，或一个典型家庭住宅可能经历的模拟

洪水的规模。

3.2.1  
结构暴露

依靠结构暴露的建模分析存在一些困难。世界上很大

一部分地区很少发生地震灾害。例如，从地震的角度

来看，非洲大部分地区的风险相对较低。此外，根据

对非洲的建模结果，建筑材料的性质、人口密度和结

构暴露的其他因素表明很多非洲国家的真正风险并没

有得到充分揭示。正如过去的GAR所指出的那样，世

界上许多地区的广布型风险过去一直没有得到充分描

述。很多国家都存在各种主要的广布型风险，外加相

对较低的保险渗透率和非常多样化的建筑类型，这些

都明显表明过去要揭示很多国家的真实风险成本有多

么困难。干旱、流行病、家畜流行病、农业虫害等实

际上并没有对建筑物造成任何损害，但其直接和间接

的经济代价可能是毁灭性的。

2014年至2015年，埃博拉病毒在几内亚、利比里亚

和塞拉利昂爆发，造成超过1.1万人死亡。据估计，

此病毒已经造成相当于几内亚GDP 9.4%、利比里亚

8.5%和塞拉利昂4.8%的损失。149 利比里亚失去了超

过8%的卫生保健工作者。艾滋病毒/艾滋病、疟疾和

结核病的监测、治疗和护理工作受阻，整个地区都

受到了此疫情的经济影响。150 建立在对建筑物进行

统计和分类基础上的暴露模型无法有效地捕捉到上述

任何一种暴露因素，因此无法得出这些国家所面临的

真正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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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上述任何一项都不应减损对结构暴露理解的不

断发展和完善。它代表着方程的一个重要部分。尽管

这已经是现今可用的对暴露的最佳描述方法，但仍然

在不断改进。

高分辨率卫星数据和众包可用性的日益提升，正在提

升人们开发更好的建筑基本配置的能力，这对某些灾

害类型的风险建模非常重要。利用遥感和众包技术来

描述建筑物的物理暴露是可能的。通过结合高分辨

率卫星图像和众包技术来生成建筑档案，已经帮助人

们提高了对结构暴露的基本理解。了解建筑物的大小

和结构可以使模型更加精确，提升其描述损失可能性

的能力，从而支持开展更好的风险评估。利用卫星图

像，通过比较事件前后的照片，来判断某一建筑物的

高度是否发生了变化（表明受损或遭受破坏），也可

以更好、更快地了解某一事件造成的破坏。借由这些

信息，通过模拟可以确定在其他地区遵守不同的建筑

规范会在多大程度上影响结果的变化。

即便是针对结构暴露，使用卫星数据来进来相关分析

也存在挑战。例如，有些行政区域的面积非常大，在

这些区域内，灾害的影响可能存在很大的差别。因

此，需要采取额外的步骤，根据其他的信息源在每个

区域内对资产进行空间的重新分配。为了确定建筑

物的位置，需要考虑几个辅助数据集，比如夜间灯

光、151 人口地图、较小道路的位置，以及来自开源

地图资源的公共基础设施信息。均匀分布的暴露数据

集可以按照不同的方法进行汇总，来在国家、区域

或全球层面描述建筑存量的分布情况。全球层面的

建筑物估计数量采用0.5×0.5度来表示。不出所料，

由此生成的全球暴露数据库显示，大量建筑物集中

在东南亚、拉丁美洲西部、中南欧以及撒哈拉以南

非洲东部。

通过与当地专家和机构合作，在技术上验证国家层级

的数据是可能的。有必要让地方层级了解暴露情况，

代表性数据不足的政府和公民团体显然拥有这种意

图3.19. 2010–2016年埃博拉在利比里亚、几内亚和塞拉利昂预计造成的经济损失

（来源：世界银行 2016）

140 第 3章



151 （Elvidge等2012）

愿，但需要一个更有利的环境，来鼓励人们贡献并共

享关于他们社区的数据。

在撰写本文时，全球地震模型（GEM）的结果显

示，全球每年仅因地震造成的损失平均为634.7亿美

元。住宅建筑类存量占每年模拟总损失的64%，而商

业和工业类存量分别占22%和14%。按每个国家的绝

对损失总额计算，日本、美国、印度尼西亚和中国位

全球人类住区层中使用的现有暴露信息是使用欧

洲航天局（ESA）哨兵1号卫星的数据建立的。

随着哨兵2号的发射，研究人员希望能够提供更

多的细节，获取之前哨兵1号可能错过的有关更

小社区的信息。然后，还可以通过其他来源获取

更多信息，如社交网络。

框3.9. 全球人类住区层

（来源：ESA 2019：2019年2月1日上午10时。包含修改过的哥白尼哨兵数据，由ESA处理，CC BY-SA 3.0 IGO）

图3.20.2019年高分辨率卫星图像显示的伊拉克洪水

详细的卫星图像可以提供关于灾害影响的更丰富画面。这张图片结合了对伊拉克东部同一地区获取的两次信息，一次是在

大雨前的2018年11月14日，另一次是在暴雨后的2018年11月26日。这张图片用红色（伪彩色）显示了库特镇附近的洪水

泛滥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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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21. 地震风险造成的最高平均年经济损失（单位：十亿美元）

（来源：GEM 2018）

图3.22. 地震AAL相当于GDP的比例

居前列，这主要是因为这些国家的建筑存量的经济价

值相当地高，如图3.21所示。152

用绝对经济损失来评估风险可能会产生误导，因为结

构脆弱的贫困国家或人口较少的国家每年的损失比中

国、日本或美国等国低几个数量级。因此，根据总

暴露值对年平均损失（AAL）进行归一化是非常有用

的。不出所料，图3.22高值的国家主要是历史上发生

过重大影响灾难性事件的地方（2001年萨尔瓦多发

生7.7级地震，2007年秘鲁发生8.0级地震，2015年

尼泊尔发生7.8级地震）。

全球住宅暴露模型的建立主要基于每个国家的全国住

房普查数据。这些调查在世界各地以不同的时间尺度

（来源：GEM 2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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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2 （Silva等2019）

进行，有时还是在最低行政级别开展的。在最好的情

况下，调查数据包括以下方面的数据：建筑物数量、

结构类型（例如单个房屋或集体住房）、主要建筑材

对很多国家来说，调查数据只提供了关于住宅类型和

结构主要材料的信息。在这些情况下，使用系统分析

时只能使用替代信息源和当地专家的判断。对于一些

国家，必须在同一区域内（城市地区与农村地区不

同）使用不同的技术来制定地图方案。

但是，这种方法也面临一些挑战，例如区分城市和

农村的不同定义（在日本，人口超过2万的地区为城

料、屋顶材料、楼层材料、层数、建造年份，有时还

包括建筑物状况。

图3.23. 城市化程度：红色=城市中心；黄色=城市集群；透明=农村网格单元

（来源：EC 2018）
免责声明：此地图上所显示的边界和名称以及所使用的称呼并不意味着联合国官方赞同或接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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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在澳大利亚，人口超过1000的地区为城市）。

为了解决这一问题，全球人类居住区研究人员制定了

人为但同质的三个类别：城市中心、城市集群和农

村地区。城市中心要拥有每平方公里居民密度至少

1500人并且人口总数至少为5万人的1平方公里连续

网格单元。城市集群要拥有每平方公里居民密度至少

300人并且人口总数至少为5000人的1平方公里连续

网格单元。农村地区包括人口密度低于每平方公里

300人的1平方公里网格单元，以及城市集群和城市

中心之外的其他网格单元。153 在撰写本文时，包含

人口居住区信息的2018年数据层正在更新。

对于一些国家，已经拥有可用的高度可靠的数据

集。这些国家包括澳大利亚、加拿大、新西兰154和美

国。155 另一方面，也有一些国家没有可用的住房信

息，或者在完成国家普查后遭受过灾害的严重影响，

导致相关信息不再准确（例如海地或尼泊尔）。在这

些情况下，必须采用利用人口数据集、卫星图像和开

源地图数据的替代方法。

图3.24. 截至2018年，中东地区12个国家的住宅建筑数量在最小可用行政分区内的分布情况 

（来源：GEM 2018）
免责声明：这些地图上所显示的边界和名称以及所使用的称呼并不意味着联合国官方赞同或接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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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7 （非洲开发银行 2018）
158 （联合国人居署 2015）
159 （Gunter和Massey 2017）

153 （Melchiorri等2019）
154 （Nadimpalli、Edwards和Mullaly 2007） 
155 （FEMA 2017） 
156 （Tsionis等2017）

在区域或国家层面很少系统性地编制关于非住宅建筑

物的暴露信息。在多数情况下，经济普查调查等次级

数据来源可以提供关于雇员人数以及与商业和工业结

构有关的各种其他指标的数据。因此，非住宅占用

类型的暴露来源分析依赖于三个主要的数据集来源：

（a）有关不同部门劳动力的人口数据；（b）关于

许可证数量的数据，这些数据也可以用来确定日期、

业务类型、设施规模和工人人数；（c）根据占用情

况确定区域的大规模数据集。156 整合使用这些数据

集可以对每个占用地区的设施平均数量进行估计，然

后将其分布在几个类别中。

将不同来源的暴露信息组合在一起，会不可避免地导

致全球暴露数据集在分辨率、质量或年份上的不一

致。例如，通过集成替代数据来源来验证结构暴露的

信息，这样可以丰富和验证其他的暴露数据集合。通

过整合有关道路、基础设施安装、用水、到食物来源

的距离、电力需求、初级卫生保健的可用性、教育程

度等方面的数据，全球对结构暴露之外暴露的了解将

会提升。随着开放暴露数据可用性的提升，与数据可

用性和规模异构性相关的挑战最终将被克服。

3.2.2  
与增长有关的暴露

除了与建筑环境的暴露驱动因素并驾齐驱的上述挑战

之外，各种增长率中所隐含的人口、基础设施和系统

的暴露程度也代表着极其复杂的计算。

暴露不是静态的，风险会随着暴露的变化而增加（例

如，一栋三层楼的建筑可能在几周内变成五层楼，

人口可能很快地集体迁移，或者边境口岸可能被关

闭）。2018年非洲的平均GDP增长率为4%以上，三

分之一非洲国家实际GDP同比增长5%以上。157 在发

展中国家和转型国家，不断壮大的中产阶级和进一步

向全球市场的扩张都正在推动暴露资产的增加，而监

管架构和风险管理能力却难以跟上步伐。其结果是出

现一种复杂的风险，因为暴露资产的规模在增长，从

而降低遵循相应安全标准的可能性，而且这些都超过

了风险管理战略的公共投资水平。建筑法规、食品安

全检查、工业设施核查、疾病监测、生物多样性保护

等方面的情况也是如此。

城市化是21世纪最具变革性的趋势之一，此趋势在

暴露和脆弱性方面都带来了挑战，对住房、基础设施

和基本服务产生巨大的影响。这种城市增长的90%正

发生在发展中国家，据估计，发展中国家城市地区每

年新增居民7000万人；158 基础设施的发展跟不上此

增长的步伐。159 非洲是城市化速度最快的大陆；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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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0年到2015年，城市集群的人口增加了4.84亿，

而亚洲89%的人口居住在城市集群内。160 过去40年

间，低收入国家的建成区面积增长了300%，人口增

长了176%。161 例如，正式住宅和非正式住宅每年发

生火灾的数量是相似的，但是只有约18%的人口居住

在非正式居住区内，非正式居住区居民受火灾影响

的可能性要比正式住宅居民高4.8倍。非正式居住区

发生火灾的倾向表明，火灾的负担往往由贫苦人口

承担。162

从历史上看，许多大城市（如芝加哥、伦敦和东京）

都曾发生过严重的城市火灾，163 但一直都能够逐步

改善基础设施，建设将灾害风险考虑在内的建筑物。

新的特大城市和其他不断发展的城市地区也需要采

取类似的干预措施，来保护城市社区应对可预防的

风险。

非正式居住区正在给市政当局带来越来越大的挑战。

在这些地区，一次火灾这样的事件就可能导致多达1

万人无家可归。非正式居住区的城市形态助长了灾害

的迅速蔓延，造成生命、住房和财产的损失，给本已

脆弱的社区带来严重破坏。通过这种方式，结构暴露

助长了风险暴露的其他方面。

与其他自然灾害一样，火灾也具有同样多方面的政

治、社会和经济属性。火灾是一种取决于点火、燃烧

和燃料的物质状态。它还根植于一个地方的历史、治

理和阶层结构内，而且还受到该地方针对风险的特定

文化态度和对暴露理解的影响。贫困以及其他形式的

边缘化产生了脆弱性，造成住房质量差、人口拥挤和

投资保护措施不足等问题。164 当然，这种多维度暴

露相互交织的情况并非火灾所特有的。

图3.25. 南非的正式和非正式城市住宅的增长

（来源：南非消防协会 2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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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0 （Devigne、Mouchon和Vanhee 2016）
161 （Rush等2019）
162 （Rush等2019）
163 （Knowles 2013） 

164 （Rush等2019）
165 （Pacifici等2015）
166 （Hassan等2005）
167 （Hassan等2005）

尽管洪水相对较为常见，但是由于洪水的种类繁多，

而且会影响很多不同形式的暴露资产，因此相关的破

坏数据是不完整的。洪水通常不会造成结构破坏，

因此在洪水发生之后，对数据收集的关注重点与地

震不同。

野火的暴露计算不包括人类居住区；它只包括丧失的

自然区域的价值（意味着木材库存的成本和替代恢复

的时间）。对欧盟来说，2017年，火灾造成的经济

损失为112亿美元，但这还不包括建筑资产的成本。

通常，住房与火灾风险无关，但随着火灾对人类居

住区的经济影响日益增加，将住房考虑进来变得越来

越重要。在人口密集地区，火灾往往发生在靠近人类

居住区的地方，而且经济成本和死亡人数都在上升。

尽管这样衡量灾害影响似乎非人性化，但是对一些风

险信息使用者来说，重要的是要能以货币形式来衡量

损失及其暴露情况。这对为采取一些有效的减灾措施

（例如保险等风险转移服务）提供理由时尤其重要。

实际上，与预计的损失相比，对减少风险举措的投资

回报是正向的（通常是几倍）；但并非所有的风险减

少措施都是一样的。在经济账算清后，公共政策规划

者更有能力做出明智的决策。在许多情况下，减少风

险的举措本身在政治上并不受欢迎。在一个贫困的选

区，当还有孩子无法入学，人们仍在挨饿的时候，政

治家可能很难向选民解释投资建立一个可能几年都不

会发出任何警报的预警系统的合理性。

3.2.3  
环境暴露

在全球环境意义上的暴露需要将众多并不存在量化数

字的系统考虑进来。过去20年间，由于气候变化、

生物多样性丧失和管理不善，被植被覆盖的地球表面

约20%的生产力呈现持续下降趋势。过度开采资源和

土地利用变化仍然是主要的压力来源，世界上一半以

上的生态系统服务能力正在下降。

生物多样性和生态系统健康的普遍丧失就是人们未能

理解并管理全球广泛的暴露资产的证明。这种损失也

对减少风险和减轻环境灾害产生了重大影响。165 这

是因为生态系统服务能帮助调节气候，过滤空气和

水，减轻自然灾害的影响。还能带来其他的直接好

处，如向人们供应木材、鱼类、农作物和药物，所有

这些都是对人类健康的支持。这些通常在灾难发生后

会立即丧失，可能需要多年时间才能恢复。淡水生物

多样性和生态系统服务受到的威胁最大。世界各地的

河流和湿地干涸，遭受毁坏，充斥着垃圾、有毒污染

物和入侵物种，并且因过度捕捞和过度使用灌溉用水

而遭到破坏。三分之二的河流 166 及其淡水栖息地高

度退化。这个问题影响着生活在高度水资源威胁的地

区的近50亿人口。167

海洋生物多样性正面临着过度捕捞、海洋变暖和酸

化、海冰融化（冰下生物群落减少）、石油和天然气

开发、航运、沿海栖息地破坏、珊瑚礁消失、富营养

化和污染（包括海洋塑料、有毒藻华和入侵物种）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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风险的威胁。陆地生物多样性正面临着各种风险，包

括气温上升、草原退化为不适合野生动物生活和农业

种植的沙漠和旱地、热带森林砍伐和退化，以及高山

生态系统和极地地区冰川融化。

暴露于不安全的饮用水和糟糕的卫生条件下，已经导

致每年有200万人死于由水传播的感染，而这些死亡

本来是可以预防的。168 随着发展中国家许多地区干

旱的增加，基于水的卫生设施建设将更加难以实施和

维持，导致灾害和风险的发生次数和程度都将上升。

总的来说，暴露的生物多样性和生态系统面临的压力

（由气候变化、栖息地破坏和转变，以及土地利用变

化带来的压力）意味着基因和物种多样性不可逆转地

持续下降，以及各种规模生态系统的退化。169当生态

系统衰退或消失时，授粉等重要的生态系统服务就会

丧失，碳汇、自然虫害控制以及获取草药和传统药物

等自然恢复力的构建者也会丧失，而这些对世界上大

多数人口的健康都非常重要。170在生态系统生物多样

性的丧失中，除了牺牲一种剩余资源来减轻风险外，

几乎可以肯定还会发生更加频繁的灾害事件。

总之，除了任何单个利益相关方感兴趣的暴露之外，

还存在其他不同的暴露维度。这不是对过去版本GAR

分析的控诉，而是对《仙台框架》阐明的新范式的反

映。风险是自然和人为灾害作用的结果，对各级政

府、所有部门和各个社会维度来说是一个管理问题。

健全的卫生系统以及管理良好的道路系统和训练有素

的监测人员网络都有助于共同增强恢复力。因此，在

2030年之前的《仙台框架》适用期内，重要的是通过

科学研究寻求更好地理解和描述尽可能多的暴露维度。

3.3 
脆弱性

灾害的影响不仅包括受影响的人群或经济损失。尽管

每个社会都存在风险脆弱性，但当灾害来袭时，有些

社会遭受的损失要比其他社会大得多，恢复的速度也

要慢得多。现有的很多关于风险的文献仍然是针对具

体部门的，并将脆弱性视为人们对风险的暴露情况。

本节在之前GAR所提供的分析以及关于风险暴露的多

维度方面的经验证据的基础上，重申需要对脆弱性采

取更全面的以人为中心的办法。本节评估了个人、家

庭和社会在管理风险方面可能面临的主要障碍，包括

为了实现更快、更好地重建在信息、资源和激励措施

方面的挑战。然后，提出了一个问题：为什么有些人

在克服逆境方面比其他人做得更好？

脆弱性的定义是“由物理、社会、经济和环境因素或

过程决定的情况，这些因素或过程会增加个人、社

区、资产或系统遭受灾害影响的敏感性。”171 脆弱

性与各种不同程度的灾害发生有关，会随着时间对各

国的经济、社会环境/生态状况产生不利的影响。这

里隐含着“脆弱性差异”的概念，指的是人口所暴露

风险的不同方面和不同程度，这些差异会导致灾难中

的不同影响和结果。172

致灾因子识别只是风险管理战略中的一个初始步骤。

虽然强度仍然很重要，但是更重要的是人群概况，其

经济、人口、环境、体制和社会特征可能使其成员在

灾害之前、之中和之后处于更大的风险之中。尽管有

证据表明，制度或治理较完善的较富裕国家更有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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减少灾害风险，173 但是在过去的几十年里，多个国

家都取得了经济的迅速增长，但脆弱性的降低速度却

没有相应提升。

在人们构想《仙台框架》的时候，世界上的极端贫困

正在显著减少，在改善受教育机会和获取医疗保健方

面正在取得重大进展，而且在妇女、青年、残疾人和

老年人赋权方面也在不断推进。然而，四年后，尽管

取得了一些成就，但是各区域、国家内部和不同人口

群体之间的减贫仍然不平衡。虽然自1990年以来，

超过10亿人的生活水平超过了每天1.9美元，但每年

仍有数百万人因遭受各种冲击而重新陷入贫困。174 

在全球范围内，在发展中和发达经济体中，那些被落

在后面的人群（例如生活在贫困中的人群、失业和未

充分就业的人群、残疾人、妇女和女童、流离失所者

和移徙者、青少年、原住民群体和老年人）往往认为

更容易被困在高脆弱性的循环中。生活在贫困之中的

人群可能会陷入长期失业和未充分就业、低生产率和

低工资的循环之中，在遭受极端天气时尤其脆弱。被

剥夺权利的少数群体、流离失所者和移徙者经常遭受

歧视，无法获得/持续获得法律体制保护和公共医疗

服务。对于这些家庭来说，脆弱性可能会长期发展并

且持续下去，导致难以克服的收入、性别、种族、家

庭和社会地位，以及工作类型方面的差异。175 第15

章将进一步讨论在脆弱和复杂的环境（如冲突、饥

荒，以及造成流离失所或大量迁徙移民的其他情况）

中调整并实施DRR计划的政府挑战。

3.3.1 
衡量脆弱性

灾害会严重干扰日常生活。它们会破坏生计、家庭和

社会网络，中断求学轨迹、卫生服务、基础设施网

络、供应链以及与基本服务的联系，所有这些都对人

们的福祉至关重要。从概念上讲，近几十年来，围绕

脆弱性定量化的问题一直争论不断，相关争论涉及在

以调查为基础的定量的方法（单一横断面、小组调查

和社区调查）和定性方法中应该使用的适当方法、量

度和指标的问题。关于风险和脆弱性的经验性文献非

常多。因此，在分析人员/组织机构定义和衡量与灾

害有关的脆弱性方面不可避免地会存在差异。然而，

考虑到灾害的破坏性影响日益加剧，衡量脆弱性能力

的提高（尽管是不完整和不完善的）应该是朝着促进

灾害恢复力提升迈出的可喜一步。176  

脆弱性和风险

脆弱性必须根据人口为什么脆弱来定义；因此，脆弱

性的衡量需要了解脆弱性的精确特性。应该将风险暴

露作为脆弱性的许多维度之一加以分析。例如，脆弱

的家庭通常更容易暴露在风险下，而且受到的保护较

168 （WHO 2018c）
169 （Heywood 2017） 
170 （联合国 2016a）
171 （OEIWG 2016）
172 （Shupp和Arlington 2008）

173  （UNISDR 2009）；（UNISDR 2011b）； 
（UNISDR 2013b）；（UNISDR 2015b）

174 （联合国经济及社会理事会 2018b）
175 （UNDP 2014）
176 （Wei等20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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少。177 这种暴露对他们的社会经济地位和福利都会

产生直接的影响。同样重要的是，风险暴露如何导

致脆弱性或使其增加。178 例如，努力避免风险暴露

的家庭可能被迫采取代价高昂的预防措施，而这又会

增加此家庭陷入贫困的可能性。因此，决定不对高风

险，高回报的活动进行投资，则可能需要以收入作为

相应代价，也意味着一个家庭持续贫困或陷入贫困的

可能性更高。179 例如，一场灾害可能会使本来就收

入微薄的家庭进一步陷入贫困，或者使非贫困家庭的

收入降至贫困线以下。180 一场冲击可能导致家庭做

出儿童辍学的决定，永久地影响人们的健康，影响人

们获得足够营养的能力，导致预期寿命缩短，或者无

法为可治疗的疾病获取相关治疗。

我们还应该从相反的方向来评估脆弱性和风险之间

的因果关系。Hoogeveen及其同事在将脆弱性纳入

贫困分析的同时，对反向因果关系提供了有用的见

解。181 例如，为了避免粮食匮乏或粮食不安全，家

庭可能选择价值较低的农作物，或者可能被迫在不

安全的地区种植（例如被地雷污染的土地或冲突地

区），或生活在灾害易发的环境中（例如滑坡、洪

泛区或铁路沿线）。因此，不仅是暴露会导致不利

的福祉结果。风险（作为一种冲击）也会导致不良

的福祉结果。

脆弱性评估

脆弱性评估可以是部门评估，也可以是多维评估，展

示所使用的脆弱性指标的分布情况，还可以按性别、

家庭规模、地点等进行分类。虽然存在几种方法，但

它们往往都是事先制定的，并且仅限用于特定的部

门。此外，很多脆弱性度量侧重于灾害和风险，而忽

略了关于应对灾害和风险的能力的信息，因此只能了

解脆弱性的一部分。脆弱性评估是应针对特定群体或

地区的特定政策问题的要求而启动的（例如，某一地

区灾害导致流离失所人口的脆弱性概况），其重要性

在很大程度上受到其他政策规划目的的制约。最后，

此类评估通常由国际组织、非政府组织和私营部门在

一个项目时期内开展，因此研究结果可能会失去系统

的纳入整体风险流程的机会，且常常受到评估部门对

某些类型脆弱性的主观刻板印象的影响，无法对脆弱

性客观衡量。

脆弱性特性被用于找出“易于遭受严重困难”的

群体——这一术语是由经济学家、诺贝尔奖得主

Amartya Sen首先提出的。典型的例子包括儿童和孤

儿、孕妇或女童、哺乳期妇女、（受抚养子女、老人

或残疾人）的唯一或主要照护者、面临性或性别暴力

风险（GBV）的群体、遭受家庭暴力、剥削和虐待的

成人或儿童、艾滋病毒携带者、老年人、少数族裔、

某些种姓、国内流离失所者（IDP），以及单身妇女

或儿童为户主的家庭。这些群体通常被描述为“脆

弱”群体。然而，值得特别注意的一点是，尽管这些

群体的特征是脆弱的，但是风险并不是他们问题的核

心特征，即使在某些情况下，由于他们应对这些风险

的机会有限，风险可能导致了他们的贫困。182 换句

话说，个人特征可能与脆弱性相关联，但个人特征并

不能界定其脆弱性，而脆弱性评估能够帮助确定的恰

恰是脆弱性概况与风险之间的相关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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风险在频率、强度和对福祉的影响方面都存在差

异。183 虽然脆弱性的来源是多种多样的，但在脆

弱性评估中一些最重要因素包括贫困、不平等、性

别、184  教育和健康状况、残疾和环境问题是反复出

现的。表3.4给出了一些例子。这些例子概述了风险

类型以及在灾害场景中衡量脆弱性的可能指标。

对于哪种指标最合适的问题，没有完美的答案，因

为每种场景都要求采用不同的方法。但是，有一个

共同之处在于应该基于以下方面来选择相应的指标：

（a）它们是否能够适当地表达其基本概念，以及

（b）它们是否有能力为行动和政策规划提供信息。

177 （Hoogeveen等2003）
178 （Bergstrand等2015）
179 （Bergstrand等2015）
180UNISDR 2013b）；（Sen 2000）；（Narayan等2000）；
（UNDP 2014）；（世界银行 2013） 

2008年，一名海地妇女躲避热带风暴汉娜

一名妇女站在海地戈纳伊夫大教堂的入口处。在热带风暴汉娜导致该地区洪涝之后，多达400人在此避难。热带风暴汉娜总共导致数

千人滞留，超过160人死亡。

（来源：联合国 2008；Logan Abassi）

181 （Hoogeveen等2003）
182 （Hoogeveen等2003）
183 （Holzmann和Jorgensen 2000） 
184 （Nelson 20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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风险类别 范围 指标

家庭人数：家庭人数、受养人人数、新生儿、户主性别、老年人、家庭死亡
人数、家庭解体情况等。妇女获得资源的机会。

教育水平：识字率、失学人口、学前学校毛入学率、小学毛入学率、小学净
出勤率、中学净出勤率、中学净入学率。

年龄结构：老年人口百分比、五岁以下儿童百分比、65岁及以上居民百
分比。

人口特征：常住人口密度、每居住区的人口数量。

人口增长：出生率、正出生率、常住人口增长率。

出生、生育、老年、家
庭破裂、死亡

生命周期/
人口风险  

贫困：按性别、年龄、就业状况和地理位置（城市/农村）划分的国际贫困
线以下人口比例；按性别和年龄划分的生活在国家贫困线以下的人口比例；

按照国家定义，在所有各方面都生活在贫困中的所有年龄的男性、女性和儿

童的比例；按性别，区分儿童、失业人士、老年人、残疾人士、孕妇、新生

儿、工伤人员、贫困人口和脆弱人口进行划分的社会保障人口的比例。

收入：人均收入、高收入者比例（男性/女性）、每户平均挣工资的人数。

就业：就业与人口比率、就业地位、按部门/职业/教育划分的就业、非正式
就业、失业率、劳动生产率、社会保障、高任职资格就业、没有经济活动的

妇女多占百分比、不同部门的工作人口分布。

失业、收成不好、生意

失败、重新安置、流离

失所、跨境移民 

经济风险

身心健康状况：自杀风险、老年人、物质成瘾、赤贫、五岁以下儿童死亡

率、新生儿死亡率。  

安全用水：使用安全管理的饮用水服务的人口；使用安全管理的卫生服务的

人口；使用现代燃料做饭/取暖/照明的人口；城市空气污染水平。

营养：营养不良盛行程度（食物匮乏）、严重食物贫乏盛行程度（收入匮

乏），和体重不足儿童盛行程度（儿童营养不良）。

疾病、伤害、事故、

残疾、流行病

（如疟疾）、

饥荒等。

健康和福祉风险

每日生活费不足1.25美元的残疾人士百分比；受社会保障的残疾人士的百分
比，或领取福利金的残疾人士的百分比；在所有灾害造成的死亡中，残疾人

死亡的百分比；面临卫生支出枯竭的残疾人家庭的比例。

获取并受益于公共服务残疾和特殊需求风险

表3.4.在脆弱性评估中选定的风险类别和指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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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础设施：住房质量、建筑年龄、人口密度、五层或五层以上公寓住宅、空

气质量、饮用水、紫外线暴露、气候变化。 

农业系统：土地利用变化的百分比、森林和植被覆盖的土地面积的百分比、

土地退化的百分比、可耕地和永久耕地的面积、减少对化肥和农药使用的依

赖、森林覆盖的土地面积的百分比、可持续森林管理的面积百分比。

湿地/河流：保持的湿地面积百分比、保持的河岸植被、水质和浑浊度、河
流断流。

海岸/海洋：健康海草床和海藻的面积、受保护的海洋面积比例、海洋生态
系统的健康（以海洋营养指数衡量）、活珊瑚礁生态系统的覆盖、作为缓冲

区的健康红树林面积（以面积、密度和宽度衡量）。

污染、气候变化、

森林砍伐、土地退化、

滑坡、火山爆发、

地震、洪水、飓风、

干旱、强风、刀耕火种

农业、林产品过度

采伐、沙漠化、

工业采伐/非法伐木、
过度放牧、土壤侵蚀 

环境风险 

应用一种方法而非另一种方法的可行性常常取决于数据考量因素。虽然过去十年来风险分析人员日益认识到通过脆弱性评估来评估灾

害差异性影响的重要性，但对大多数国家来说，横断面住户调查通常是最不可能获取的。确定数据源，评估这些数据源用于衡量的适

宜性，并为补充措施提出建议，这些都对开发脆弱性评估方法至关重要。185

脆弱性评估的数据来源

在某一脆弱性调查场景中（单一横断面、小组调查或

社区调查），定量指标衡量的是某一特征存在的程

度，而定性数据包括数值观察，指出某一类别是否存

在某一特征。定性数据还可以包括来自访谈、观察、

项目数据、行政数据或记录的文本或可视数据，并支

持推论。对个人、家庭和社区选择用来预测、减轻和

应对这些灾害风险的战略进行定性分析也是有益的，

尤其是在扩大可用的政策选项方面。

在没有大规模家庭调查的情况下，选择一个小型的固

定样本也能帮助了解与系统性风险有关的脆弱性动态

问题。由于它们只涵盖一定的年份范围，因此可以使

用回溯模型来模拟补足调查年份缺失的数据。对于在

灾害前后都收集了固定样本数据的（幸运）情况，分

析人员可以通过评估事前机制和事后响应来研究整个

灾害连续性（灾难前、灾难中和灾难后）的变量。186 

例如，关于流离失所、移徙、收入多样化和生计机会

的信息对事前机制是有用的，而有关就业和未充分就

业、汇款和非正式转账的变化则是事后机制。187

辅助数据

辅助数据来源包括行政数据、地理信息系统（GIS）

数据、发展/恢复力/生计项目数据、人口普查和人口

统计数据，以及人口和健康调查。这些信息源可以为

脆弱性分析提供补充，因为它们可以捕捉风险的跨时

间维度信息，特别是当风险分析人员只有一项横断面

调查来作为评估基础时。

185 （UNDP 2016a）
186 （UNISDR 2013b）；（UNISDR 2015b）

187 （Hoddinott和Quisumbing 2003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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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IS数据也是非常有用的信息来源，因为它使得分析

人员能够绘制脆弱性信息的地图并在空间上参考脆弱

性信息单元，从而探索自然灾害和脆弱性变量之间

的关系。这些数据还能帮助改善数据空间分布的可

视化、抽样的分层、脆弱性空间关联的识别、地理定

的反应。2017年美国哈维飓风期间，尽管早期预警

系统发布了警告信息，但与男性相比更多女性决定不

撤离。在世界各地，妇女和女童在料理家务、照顾儿

童、老年人和残疾人方面承担着巨大的个人和职业任

务。她们通常是最后撤离的。因此，简单的救生决定

（比如决定何时以及是否撤离灾区）成为了一个艰难

的选择。189 

位，以及某些类型冲击的局部和非局部（外部）影响

的评估。188

社区层面定性的面谈和焦点小组数据是了解人们在灾

害发生后如何反应的宝贵资料，从而预测人们在未来

要将上述内容转化为脆弱性评估行动，需要在家庭和

社区两级询问灾害准备和响应的相关问题，从而进行

交叉验证。在冲击是多重和协变的情况下，社区信息

可以为将要分析的个人反应提供选择，而非只是简单

地提供是或否的答案。使用代理问题来确定某些群体

是否从风险管理计划中受益或者被排除在风险管理计

划之外的可能性也是至关重要的。脆弱性评估一再证

2010年，阿富汗巴米扬地区的人口普查员
（来源：联合国 20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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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在社会上受到“歧视”的人群在灾害中往往也更

易受到影响。190

最后，普查数据和人口调查（例如人口和健康调查）

对绘制和分析生命周期风险特别有价值。191 人口普

查数据可以提高对年龄群体规模和地理分布情况的了

解。例如，将人口的地理分布与降雨和地震灾害数据

相匹配，就可以优先找出最容易受到天气和地震冲击

的人口群体。此外，营养和健康调查还可提供有关保

健和饮食、粮食成分、粮食生产、粮食安全、粮食不

安全等问题的信息，并能突显出营养不良发生率较高

以及传染病发病率较高的地区。

3.3.2 
生命周期脆弱性

风险和应对能力是在一生中不断积累的。生命周期方

法通常用于将不同的脆弱群体聚集在一起，并在其中

确定行动的优先次序。192 此方法建立在脆弱性的多

维概念基础之上，最初是由世界银行提出的，可以帮

助为每个群体确定风险因素，然后预测这些风险在生

命周期下一阶段产生的长期后果。193 通过在前几个

阶段的研究投入，可以得出生命轨迹，因为冲击的后

果可能会累加为长期后果。童年早期的挫折会对一个

人今后的生活产生复杂的影响，包括成长、工作和社

会地位，此外还要考虑年龄增长所带来的不确定性以

及脆弱性向下一代的传递。194 本GAR认为，需要进

行及时和持续的投入来应对脆弱性的累积性和级联

性，从而有效地保护那些脆弱性情况（许多是结构性

的，还有许多与生命周期有关）而更容易受到风险影

响的群体。

在选择了度量标准之后，就可以使用生命周期方法根

据贫困程度、数量或两者组合的方式对各种群体进行

排序。由于脆弱群体是根据其特定特征聚集在一起

的，贫困数据可以作为一种非常有用的检验标准，因

为这些数据经过良好的衡量，并且与大多数其他特征

（年龄、性别、健康和资产所有权）有关。195 如果

没有可用的此类基础数据，可以先对人口群体集群进

行定性分析，然后再采用基于调查的方法。196

脆弱性的生命周期方法的优势在于，它可以预测不同

人口群体遭受的社会经济影响，从而确定风险应对机

制的优先次序，同时还能制定相关政策，防止这些风

险蔓延到生命的后续阶段。换句话说，这种分析不

是一成不变的；相反，分析会研究脆弱性随着时间不

断变化的动态过程，然后基于从中了解到的信息进行

适应调整。

实际上，在涉及到评估这些脆弱性时，这意味着如果

在分析的早期阶段就确定了一个脆弱群体，那么分析

人员可以通过纵向调查来跟踪这些指标，从而更好地

度量这些脆弱性因素随时间的变化。这类信息不需

188 （Hoddinott和Quisumbing 2003a）
189 （Vidili 2018） 
190 （Hallegatte等2016）
191 （Hallegatte等2016）
192 （Bonilla Garcia和Gruat 2003）

193 （Irving 1996）
194 （Morrissey和Vinopal 2018）
195 （Hoogeveen等2003）
196 （Lokshin和Mroz 2013）

155



要单独进行收集。相反，脆弱性分析可以为制定现有

和未来的调查以及国家统计局（NSO）编制的普查数

据提供信息。在理想的情况下，将对灾害敏感的指标

纳入进来可以改进对灾害事件的衡量，确定其与福

祉其他方面的联系，并将这些指标与风险管理手段

结合起来。

3.3.3 
社会经济脆弱性

过度依赖资产损失来解释脆弱性会掩盖风险与贫困之

间的关系。根据定义，富人拥有更多可以损失的资

产；因此，他们的利益主导着仅限于资产损失的风险

评估。但衡量资产损失忽略了一个重要的维度，尤其

是在发展中国家；贫困人口损失资产的可能性较小。

正如高度发达国家更容易受到风险影响一样（因为可

以损失的资产更多），富人也是如此。但较不富裕国

家和较不富裕人群经受的损失也同样重要。事实上，

他们还缺乏在维持消费的同时消除冲击影响、恢复和

重建资产的手段和机会。

为了弥补将资产损失作为脆弱性关键衡量标准的偏

见，“牢不可破：打造贫困人口面对自然灾害的恢复

力”报告引入了福祉损失的概念。除了传统的资产损

失之外，福祉损失还可以用来解释人们的社会经济恢

复力，包括：197

传统的风险评估通过评估资产暴露和风险脆弱性，来

确定预期的资产损失。“牢不可破”模型还纳入了社

区的社会经济恢复力来预测福祉损失。

在采用系统地方式来理解和表示社会经济脆弱性方面

已经取得了进展。联合国人道主义事务协调办公室

（OCHA）牵头的INFORM等多合作伙伴项目已经确

定了几个可在全球范围内追踪的结构脆弱性指标。这

些指标包括社会经济脆弱性的静态指标，如基尼系数

和援助依赖度，以及更动态的数据，如国内流离失所

者（IDP）人数、某些疾病的患病率和营养不良率。

这些指标作为基础是有用的，但通常仅限于分析多年

的静态数据、国家层级的分辨率和某些脆弱性种类。

尽管如此，这些信息仍由许多合作伙伴进行了标准

化和验证。

新的灾害影响指标（包括贫困人口数量、贫困差距和

福祉损失）可以用来量化传统风险管理没有涉及的干

预措施的作用。资产信息知情风险管理战略主要关注

保护型基础设施（如堤坝）以及资产的位置和基本情

况（例如土地利用计划或建筑规范）。198 

采用福祉信息的战略可以利用更广泛的可用措施，如

普惠金融、私人和公共保险、对灾害做出响应的社会

保障网、宏观财政政策，以及备灾和应急规划。即使

这些措施不能减少资产损失，它们也可以增强社区的

社会经济恢复力，或者增强社区应对和从资产损失中

恢复的能力，并减少灾害对福祉的影响。

社会脆弱性代表的是人们和社会无力承受他们面临的

多重压力的影响。相对于物理脆弱性，社会脆弱性与

a. 他们在恢复期间维持消费的能力 

b. 他们通过储蓄或借贷来重建资产存量的能力

c. 消费回报减少——也就是说，与富人相比，穷人

更容易受到消费减少1美元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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致灾因子强度无关。衡量社会脆弱性组成部分的方法

差别很大，但可以大致分为基于指数的定量型评估和

社区参与的定性型评估。

基于指数的评估

脆弱性指数是由多个脆弱性指标组合而成。而这些脆

弱性指标是对脆弱性特征的直接度量或替代度量。然

后，将脆弱性特征分组成不同的脆弱性类别。例如，

一个建筑物拥有多个物理脆弱性类别，例如屋顶和层

数，每个类别都拥有一个或多个特征，例如屋顶形状

和覆盖物以及地上和地下的层数。关于社会脆弱性，

教育和粮食安全就是脆弱性类别的例子。这些类别又

具有多个脆弱性特征，例如受教育水平和受教育机

会，以及粮食的可用性、可获得性和稳定性。199

通过分析不同的变量集群来确定目标人口的脆弱性

和恢复力水平，就有可能开始实现社会脆弱性的量

加拿大温哥华帐篷城 
（来源：flickr.com用户Sally T. Buck 2010）

197 （Hallegatte等2017） 
198 （Walsh和Hallegatte 2019）

199 （Murnane等2019）
200 （Cutter、Boruff和Shirley 20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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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200目标变量被分为两组。第一组包括有关个人的

变量（例如教育、年龄和性别），这些变量聚合在一

起产生社区层级的结果。第二组包括关于整个社区的

变量，例如人口增长、基础设施质量和城乡划分，这

些变量不需要再进行分解。然后从中提取11个综合

因子，通过公式计算出一个社会脆弱性指数。

2015年，此方法被用于计算温哥华市洪水的社会脆

弱性，其中考虑了：201

另一项倡议构建了一个专门针对滑坡致灾因子的社会

经济脆弱性指数，研究的是与脆弱性/灾害风险不同

问题相关的三个子指数：202

定性方法

通过一项脆弱性和能力评估（VCA），203 红十字会

与红新月会国际联合会（IFRC）使用了多种参与性

工具，来评估人们的自然灾害暴露情况以及抵御自然

灾害的能力。这是备灾工作不可或缺的一个组成部

分，同时帮助在农村和城市基层制定以社区为基础的

备灾方案。脆弱性和能力评估能帮助确定地方优先

事项以及减少灾害风险所需采取的适当行动，还能帮

助根据人们的需求设计和制订相互支持的响应方案。

脆弱性和能力评估是对国家和次国家风险、致灾因

子、脆弱性和能力地图绘制工作的补充，能够帮助找

出面临最高风险的社区。在这些社区开展脆弱性和能

力评估可以诊断风险和脆弱性的特定领域，并确定可

以采取什么行动来应对这些问题。

联合国开发计划署（UNDP）、联合国难民署（UNHCR）

和联合国儿童基金会（UNICEF）广泛使用参与式工

具，来开展脆弱性和能力评估，使社区能够识别他

们自己与灾害管理相关的能力和脆弱性，制定减灾战

略，打造应对未来灾害的恢复力。通过这些活动收集

的数据可比性会增加，从而为对脆弱群体进行更多了

解和分析增加了更多的数据信息。通过由不同的组织

开展的可持续汇总的评估，脆弱性分析可以扩展到针

对那些落后群体的行动响应和覆盖范围，同时随着不

同行动方之间的数据收集和沟通，并将这些调查结果

更加协调统一地纳入DRR战略，从而可以为脆弱性分

析提供更加连贯的全貌和更详细的细节。

• 应对能力（年龄、性别）、族裔（少数族裔身

份、移民）

• 获得资源的途径（收入、财产价值、租户百分

比、教育、失业、政府转移收入）

• 住户安排（单亲家庭、单人家庭）

• 公共交通（作为主要的家庭交通方式）

• 建筑环境（住房质量、建筑年龄、人口密度、五

层或以上公寓住宅） 

• 人口与社会指数（年龄分布、可能存在灾害暴露

的工人人数、人口密度、外国人比例、教育程

度、住房类型）

• 二次破坏触发指数（公共机构数量、道路面积

比、电子供应设施数量、学校面积比、工商业面

积比） 

• 准备与响应指数（灾害频次、互联网渗透率、防

灾设施数量、感知安全、医生人数、行政区的财

政独立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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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结

脆弱性评估一再证明，在社会上受到“歧视”的人群

在灾害中往往也更易受到影响。风险通常都是系统性

的、相互关联的，风险的驱动因素也是如此。脆弱性

也是如此。甚至儿童也能认识到贫困、健康不良、

就业前景差和社会排斥之间相互关联的影响，但量化

和衡量这种多维度脆弱性的能力仍不成熟。对定量

标值、替代指标和外推数据的使用为我们指明了前

进的道路。

“脆弱群体”通常被认为面临高风险。然而，风险并

不是这种情况的决定性特征。儿童、残疾人、特定种

姓或经济群体的简单特征并不能界定他们的脆弱性。

必须从对某物的脆弱性角度来思考脆弱性。的确，在

很多情况下，由于他们处理这些风险的机会有限，认

识到的风险可能会加剧他们的贫困。换句话说，个人

特征可能与脆弱性相关联，但是不能界定脆弱性；脆

弱性评估能够帮助确定的恰恰是脆弱性概况与风险之

间的相关性。

脆弱性评估是单独进行的，其目的通常是在制定规划

和在紧急情况中支持针对特定的政策问题或者特定的

受益人群。通过汇总由不同的组织/行动者开展的评

估，脆弱性分析可以扩展针对落后群体的行动响应和

覆盖范围，同时随着不同行动方之间数据收集和沟通

协调，并将这些数据更加协调统一地纳入DRR战略，

从而更详细地提供有关整个社会的更加连贯的状况。

在全球层面系统地收集丰富的调查和普查数据，有助

于在今后几十年具有针对性地推动开展社会保障网项

目和应急措施，努力实现可持续发展目标，支持实施

更好的干预措施，打造社会和经济的恢复力。掌握关

于不同脆弱群体阶层的应对机制的良好数据，可以帮

助各国政府以更公平的方式更好地重新分配用于社会

保障项目或针对发展合作伙伴项目的公共资源。以系

统和全面的方式开展这种简单的治理行为，从而产生

相互的复合价值，并释放恢复力。

201 （Oulahen等2015）
202 （Park等2016） 

203 （IFRC 2018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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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如全球减灾与恢复基金（GFDRR）所指出的那

样，204如果社区和政府要打造灾害恢复力，就必须获

取可理解的、可用于采取行动的灾害风险信息。科

学、技术和创新的进步可以帮助进一步了解灾害风

险，并有助于实现这一目标。特别是当来自公共、私

营、学术和非政府组织（NGO）部门的各种利益相

关方结成合作伙伴关系并共同合作时。

自GAR15发布以来，技术进步一直呈指数级增长。

除此之外，越来越多的人认识到同时也愿意分享数

据、信息和数据处理能力，这些都使得人们能够更好

地了解全球变化，并能够预测自然系统将如何对人类

的活动和政治决定做出反应。

目前人们正在不断促进让科学和技术界参与发展、

政策实施并向风险管理界提供数据和服务。这能确

保DRR业界可以从尽可能最好的科技进步和建议中受

4.1  

技术和数据共享的变化

了解人和事物所处的位置以及它们之间的关系，对于做出风险知情决策至关重要。实时信息对于备灾和灾害响

应非常有用。基于位置的服务正在帮助政府制定战略优先事项，做出决策，以及衡量和监测结果。

益。技术改进的最大领域之一是计算处理能力的可用

性和可访问性。超级计算机和虚拟服务器更好的可用

性就是这方面的体现，它们已经提高了基于云的灾害

建模计算能力的整体可用性。同样地，在可用的数据

方面也得到了改善。例如，欧洲航天局（ESA）哥白

尼卫星标志着在全球可用的、开放的高分辨率卫星图

像方面取得了重大进步。

4.1.1  
灾害知识 

针对地球系统（气候、海洋、陆地和天气）以及社会

系统（人口位置、密度和脆弱性）收集的数据是很多

计算的基本输入数据，这样才能更好地理解风险的性

质和驱动因素。

第4章：  
变革的机遇和推动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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什么是FAIR数据？

可查
找

可访问

可重
复使
用可互操作

在不断提高人们对致灾因子、暴露和脆弱性的理解，

以及在减少风险对人、基础设施和社会的影响方面，

科技界发挥着重要的作用。卫星在监测很多类型的大

规模灾害过程方面具有独特的优势，包括森林火灾、

河流泛滥、地震易发区，以及人类定居方式、群体

迁移趋势和珊瑚礁退化等。可以提供近实时的遥感

数据。相关数据可以包括精确测量的受影响地区的地

图、光学图像或雷达图像。

4.1.2  
开放数据

开放数据可以有很多不同的解释和含义。在这里，开

放数据被描述为“任何人都可以自由使用、重复使用

和重新分发的数据——最多仅受限于有关标注来源和

如何分享等类似的要求”。205  

实践已经证明开放数据政策是国家经济力量的强化

剂，它可以创造出高很多倍的价值，而且使用这些数

图4.1. FAIR数据是指可查找、可访问、可互操作和可重复使用的数据

205 （开放数据手册2019）204 （GFDRR 2018a）

据所创造的产品和服务可以带来更多税收，从而提供

更高的投资回报。开放数据还满足了社会对访问和使

用公共数据的道德原则的需求。在研究和创新领域，

开放数据可以促进跨学科、机构间和国际研究。它还

能促进数据挖掘，以便在研究人员和决策者可以获取

的越来越多的大数据中实现信息的自动识别。最后，

公开的公共数据可以支持改进决策，提高政府和社会

的透明度。

作为开放数据原则的补充，研究机构和学术机构也常

常遵循开放性科学方法。这些都建立在数据尽可能开

放的基础之上，但我们也要认识到，如果必要的话，

（来源：UNDRR 2019：https://www.nature.com/articles/sdata2016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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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关闭数据。可查找、可访问、可互操作和可重复

使用（FAIR）的数据原则也是开放和可交换知识的一

个核心方面。

对于使用公共资金创建的数据，或者存在明显的公共

利益的数据，开放数据应该成为默认选项。当然，也

存在让某些数据更加专有或保密的多项原因，这些原

因需要与上面概述的开放性所带来的好处进行权衡。

例如，相应的例外包括基于国家安全、执法、个人隐

私和商业专有权等方面的限制。不太为人所知但有时

却更为重要的例外情况还包括对原住民权利的保护，

以及文物或濒危物种的确切位置。206  

已经存在一些提倡开放数据的运动。例如，开放数

据助力恢复力倡议（Open Data For Resilience Initia

tive）旨在支持区域风险管理专家团队建设开放数据

项目的能力和对项目的长期所有权。创建全球开放数

据指数也有助于在国家层面对数据开放的程度进行排

名，以鼓励使用来自更开放司法管辖区的数据。

一些国家拥有开放数据政策，而另一些国家可能也有

开放政策，但需要通过磋商获得资金，因此限制了他

们的开放程度。保护主义仍然是公开分享工具、数据

和知识的一个障碍，因为人们自然而然地关心其生计

的长期存续能力，并认为他们的竞争优势根源于他们

所获得知识的排他性。

在某些情况下，最好的可用数据是由私营公司产

生和拥有的数据。私营部门的私营风险模型也不开

放，由少数几家提供“黑箱”模型的大公司主导。

这些模型——无论是否可供公众使用——都不会泄

露模型中使用的计算方法性质。当数据公开时，

通常都至少落后于最新数据一个版本；而且在某些

情况下，这些数据根本就不是免费的。这可能带来

明显的数据责任方面的挑战。如果数据被用于风险

和灾害建模，那么数据就需要是准确、可信和可靠

的，这也会带来关于数据来源和更新频率方面的重

要问题。如果没有关于特定数据集的出处、历史和

处理等方面的清晰信息，就很难确定这些数据可能

的可靠程度。

在卫星提供的开放数据方面取得的进步已经使研制更

先进的模型成为可能。陆地卫星（Landsat）计划和

哥白尼（Copernicus）卫星计划分别是美国地质调

查局/美国宇航局和欧洲航天局的两个当代范例。陆

地卫星能提供地球表面中等分辨率多光谱数据的最长

时间记录，而哥白尼卫星则公开提供全球可用的最高

分辨率图像。2014年，哨兵1号（Sentinel-1）为陆

地和海洋服务完成了极地轨道、全天候、昼夜雷达成

像任务。2015年发射了哨兵2A号（Sentinel-2A），

随后2017年又发射了哨兵2B号（Sentinel-2B），可

提供10米、20米和60米空间分辨率的影像。这些卫

星改进了以前的可用分辨率，并能提供用于多种灾害

模型的高分辨率影像。数据的开放性已经使基于卫星

数据的科学研究得到了蓬勃地发展。

在最初的两项哨兵卫星执行任务之后，哨兵3号

（Sentinel-3）（用于测量海洋表面地形、海洋和陆

地表面温度、海洋颜色和陆地颜色）也加入了进来。

哨兵3号具有高度可靠性，可帮助为海洋预报系统以

及环境和气候监测提供信息。哨兵5P号（Sentinel

-5P）于2017年发射，提供空气质量和气候数据。哥

白尼卫星计划通过哨兵任务提供多种类型的数据，已

经革命性地改变了可用开源数据的规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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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们已经认识到，尽管开放的可用数据对灾害风险管

理的很多应用领域都很有用，但是在极端事件期间往

往需要更高分辨率的影像。在此方面，通过根据《空

间与重大灾害国际宪章》分享相关数据，私营部门提

供者可以与空间科学研究机构合作，为灾害恢复提供

及时、准确的数据。

4.1.3  
开源软件 

开源软件可以被描述为提供源代码而且任何人都可以

免费使用这些源代码的软件。与开源软件相对的是专

有软件，用户通常必须付费才能获取专有软件，而且

在使用和分发方面需要遵守一些限制。

开源软件在10年前很少见，但现在已经很常见了。

也许开源工具最大的好处是它们的灵活性和不断更新

发展的能力，这是因为越来越多的人使用并根据他们

的特定需求来调整软件。共享软件有助于增进对基于

同一研究方法的致灾因子的理解。

政府组织正在越来越多地使用社区驱动型开源软件，

同时越来越多的私营企业专注于为开源软件提供技术

支持。政府使用开源软件的行动已经在克服部署障碍

方面取得了长足的进展。与任何技术一样，需要对拥

有开源软件的总成本进行重要评估。虽然使用开源软

件可能会带来最初的经济效益，但是定制和维护成本

可能很高，因为这取决于开发软件的社区以及用户的

知识水平。

对未来的适应性也是需要考虑的一个方面。如果使用

开源软件，当设计软件背后的公司倒闭时，软件本身

可能不太会受到影响。由于其他开发人员可以简单地

从最初的开发人员中断的地方继续开发，因此软件的

可持续性得到了更好的保证。对未来适应性的展望也

支持了这一理念。如果基本信息是可用的，并且是广

泛可理解的，那么继续对此主题产生兴趣和开展研究

的可能性就更有可能继续下去。这些系统强调测试和

持续集成，其引擎中的每一项更改都由其他人进行审

查，并且可以包括一项科学评审和发布流程。在将更

改的内容纳入系统时，将重新运行所有测试。保证整

个过程的可见性和透明性，这样可以确保如果漏洞得

到修复，通常会带来测试结果的改进。

开放软件和工具正在成为研究机构内的首选软件。在

早期阶段，开源意味着商业软件免费但通常只是其原

始版本。然而，在过去的几年里，开源软件已经取得

了指数级进步，并且经常代表了科学建模工具的同类

最佳版本。随着科学植根于开源工具，更多的用户可

以获取这些工具，从而做出更大的贡献，并允许他们

的知识和研究反馈到改进工具本身的开发之中。

并不是所有的软件都是开源的，仍然必须依赖一些专

有软件。专有软件可以为使用自己拥有的数据和信息

进行风险建模的组织带来益处，特别是在专有软件由

商业企业制作并用于其商业目的的情况下。

开放数据和开放源码交叉的一个领域是众包。人们对

使用众包数据来解决某些类型的数据问题的兴趣日

益增长，已经带来了风险科学中很多实用层面的发

206 （GEO 20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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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其中一个值得注意的例子是OpenStreetMap的使

用，它对几乎所有风险科学都非常重要。人道主义

OpenStreetMap团队已经开展了几个项目，使用社区

志愿者来提供本地来源的情境信息。他们正在培训志

愿者以一种质量可控的方式收集和编码信息，然后将

数据提供至中心，这些中心可以利用这些数据更好地

了解各种灾害。因为仍然有些人不太愿意依靠群众来

获取有关风险、暴露和脆弱性的重要情境信息，因此

在某些情况下，这些系统还补充了“专家意见”，来

加强数据来源。

4.1.4  
互操作性

互操作性可以定义为“计算机软件系统与其他系统或

产品协同工作的能力，而不需要用户付出特别的努

力。”207 数据的互操作性具有技术、语义和法律维

度。从技术的角度来看，数据需要具有兼容的格式和

一定的数量，以便能够将不同种类的数据集成起来形

成新的数据和产品。208

从语义的角度来看，互操作性的主要挑战之一包含在

用于描述任何给定数据集的元数据中。当试图组合数

据时，所面临的挑战可能仅仅是因为数据创建者的母

语与数据用户的母语不同，这意味着数据很难组合在

一起。另一个语义上的挑战是不同学科（甚至是子学

科）所使用的命名约定和描述术语的差异。这些有关

命名法的问题非常重要，特别是在识别和测量风险和

灾害的情况下。

我们可以将合法的互操作性描述为，当来自不同数据

源的多个数据集被合并时，用户可以访问和使用每个

不同的数据集，而不必寻求数据创建者的明确授权。

对于灾害风险管理来说，重要的不仅仅是数据和系统

的互操作性。DRR本质上就是跨学科的，这一点已经

反映在关于级联风险和灾害的讨论之中。研究人员和

专业人员通常在各自的学科领域内孤立地开展工作。

提高知识和数据的可用性可以鼓励实践者考虑风险知

情决策的更广泛含义。

在模型组件的互操作性方面，其中一项建议是使用机

器学习来弥合不同灾种模型之间的差距，从而建立一

个跨灾种的协调模型，创建一个能生成全球地球模拟

系统的完整仿真模型。这是未来的目标，可能成为一

项非常有用的政策和倡导工具。然而，在现阶段还无

法在全球层面之外有意义地开展此项工作。为了使模

型能够为减少风险、备灾和响应工作提供信息，模型

必须位于地方层面。机器学习也许能在这方面提供帮

助，但它需要大量的工作来确保数据以正确的方式输

入系统。随着人们对多灾种的不断思考，这一领域未

来可能会进一步扩大。

对于用于灾害风险管理的数据，必须是可发现的、可

获取的、可访问的和可用的。209“联合国全球地理空

间信息管理专家委员会关于灾害地理空间信息和服务

的工作”等倡议强调，在危机期间，国际组织、非政

府组织和各国政府之间分享关于公民和基础设施的数

据极为重要。

近年来，台风和飓风等自然灾害的影响以及西非埃博

拉疫情等流行病的影响进一步凸显了在数据可用性和

可获得性方面存在的不足。人们越来越多地需要将数

据用于DRR和管理，这也突显了利益相关方之间协调

与协作方面的挑战。这已经促使联合国全球地理空间

信息管理专家委员会创建了一项“针对灾害地理空间

信息和服务的战略框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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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战略框架的成功实施将带来“通过使用地理空间信

息和服务来预防或减少灾害对人类、社会经济和环境

的风险和影响”的成果。210 

此战略框架建立在多份关键文件的基础之上，例如

《仙台框架》和《联合国大会第59/12号决议》，同

时呼吁所有会员国和其他利益相关方在提升的人力资

源、基础设施和地理空间数据管理能力的支持下实现

良好治理实践方法和科学政策的制度化。此框架通过

支持国家应对灾害带来的各项挑战以及社会、经济和

环境影响，从而帮助实现可持续发展。

4.1.5  
数据科学

创造数据的能力仍然领先于使用数据解决复杂问题的

能力。毫无疑问，在已生成数据所包含的信息中，还

蕴藏着大量的价值有待挖掘。随着所收集数据量的增

长，对在正确的时间找到正确信息的要求也越来越

高，在如何存储、维护和使用所收集到的数据方面也

面临着挑战。

在科学技术中应用计算机科学和计算处理的理念并不

新鲜。近二十年来，在数据科学的使用方面，已经存

在很多不断发展的实践方法和流程。越来越主流的趋

势是相关情境的转变，人们不再依赖昂贵的超级计算

机来承载和处理数据。云计算使用分布式计算网络，

其中的进程可以在很多机器上并行运行。云计算的发

展降低了很多用户的进入成本。这意味着现在有更多

的云计算被用于风险管理。将此与机器学习和人工智

能的发展相结合，从而支持在不同的数据集中实现更

强大的交互，并对风险驱动因素进行更精细的建模。

云计算模型正在成为大多数中、大规模全球数据集（包

括地球观测（EO）应用）的主流工作模式。这是因

为云服务能够存档大型卫星生成的数据集，并提供处

理这些数据集的计算设施。

随着云计算服务得到越来越广泛的应用，此项技术正迅

速成熟。以地球观测分析作为一项使用案例，风险界可

以使用很多不同的平台和应用程序。其中包括开放数

据立方体（Open Data Cube）、211 哥白尼数据和信息访

问服务、212亚马逊云服务平台上的地球观测（Earth on 

Amazon Web Services）、213 谷歌地球引擎、214 JRC地

球观测数据和处理平台、215 NASA地球交换中心，216 以

及欧洲中期天气预报气候数据存储中心。217

每一种云计算服务都能带来不同的益处。涉及的范围

从数据的摄取方式（有些包括预加载的数据，这能减

少用户方面的工作）到脚本语言（用于处理）。使用

云服务的主要缺点之一是缺乏互操作性。这意味着对

于用户来说，必须在灵活性和易用性之间进行权衡。

例如，亚马逊网络服务是灵活的，但是它们要求用户

能够使用基本的内容库来开发应用程序。这种灵活性

是以需要拥有一个艰难的学习过程为代价的。相比之

下，谷歌地球引擎可提供对函数和数据的即时访问，

减少了进入的障碍。

207 （贝尔蒙特论坛2015）
208 （GEO 2015）
209 （Murnane等2019）
210 （联合国全球地理空间信息管理专家委员会2017）
211 （开放数据立方体2019）
212 （EU 2019）

213 （Amazon 2019）
214 （谷歌2019）
215 （Soille等2018）
216 （NASA 2019a）
217 （EU 20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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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享受云计算所带来好处的同时，使用云计算时还需

要考虑一些问题。这些问题包括必须认识到现有的可

用技术的分布很少是均匀的，很多地区仍然面临着满

足基本电力需求的挑战，更不用说访问、共享和处理

大量数据所需的高速互联网连接。由于这个原因，软

件开发人员经常需要考虑离线功能以及下载所需数据

集的能力，以便模型可以在本地运行。在活跃的灾害

场景中，获取电力是一个特别需要关注的问题，因此

离线开展工作的能力必不可少。有些模型可能需要几

天时间的运行时间，如果在此期间断电或出现技术故

障，则必须重新运行模型，这将会浪费宝贵的时间和

计算资源。

目前，很多不同领域的研究人员和实践人员正在全球

范围内迅速交换大量数据（来自传统的现场数据以及

卫星传感器）。传统科学学科之间的相互依赖性日益

增强，因此在一个学科中收集的数据很可能可以用于

其他学科。这会带来对共享数据的更大需求，从而促

进科学进步。218 

从地球观测传感器和很多其他来源创建的大量数据的

一大主要益处是促进了自动化知识发现的发展。计算

机处理能力的易用性以及更好的数据访问能力已经带

来了机器学习技术的发展。正如GFDRR所指出的那

样，在任何新兴技术中，都存在着很多模糊和重叠

的术语，如人工智能、机器学习、大数据和深度学

习。219  有鉴于此，可以接受对这些术语进行互换。

在风险管理中使用机器学习也不例外，而且还有新的

应用和用途正在不断开发中。在灾害风险管理中，机

器学习的很多用途集中于改进风险建模的不同组成部

分，例如暴露、脆弱性、致灾因子和风险。

机器学习正在从硬编码算法向不断学习和自我更新的

算法过渡。新方法的开发可以在此方面提供助力，在

这些方法中，可以让机器在大量明显非结构化的数据

中查找信息。220 虽然最近的发展正在提供非常强大

的机器学习算法，但重要的是要记住，模型的好坏取

决于模型中所使用的数据。

4.2 

总结

显然，开放数据和分析、共享和互操作软件、计算能

力和其他技术的发展都是技术推动因素，来帮助改善

数据科学、风险评估和风险建模。在这些方面要取得

成功还依赖于人们与其他学科开展合作（跨文化、跨

语言、跨政治边界）的意愿，以及为将要开展的紧迫

新工作创造合适的监管环境的意愿。

218 （Kunisawa 2006）
219 （GFDRR 2018b）

220 （UN-GGIM 20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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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绝大多数情况下，向《仙台框架》的转变会带来

一段时间内应对灾害风险的方法变得更加复杂，但

最终会带来有关减少风险的准确思考和精准工作。在

技术能力、开放性、一体化和相互支持方面取得非凡

进展的案例激发了对未来的希望。然而，仍然存在着

重大挑战。

仍然有一些主流期刊和报纸发表关于自然灾害（“自

然灾害”是一个很久之前已经被风险界弃用的术语，

目前强调的口号是“灾害并非自然的”）的文章。仍

然有人更愿意认为风险只是致灾因子的函数，而对暴

露和脆弱性的思考非常有限。有人更愿意看到每个国

家都拥有类似于可能最大损失（PML）这样的常见

风险指标，却不会为这些指标所展现风险全貌的有限

程度而感到苦恼。

第5章：  
变革的挑战

在如何计算、定性或描述某些类型的数据方面，仍

然存在严峻的挑战。最明显的挑战是如何展示非概

率性致灾因子（其中很多已经在本GAR中进行了概

述）的概率，以及描述人员或财产面对不同致灾因子

的脆弱性。

在公共投资和发展规划的宏大计划中，在将减少风

险作为优先事项确定下来方面仍然面临挑战。有些

挑战与将某些种类的风险和减少风险行动政治化有

关，有些挑战与采用有意义的方式应对风险所需的

资源有关。

5.1 

思维方式挑战

人们越来越有兴趣展示致灾因子（特别是受气候变化影响的致灾因子）之间的联系，以及这些灾害通过对经济

和生计的影响对人类安全带来的威胁。然而，这种联系是复杂的。虽然已经证实水资源短缺和粮食不安全是造

成流离失所和不稳定的生活条件的重要因素，但人们对此类关联的强度仍然知之甚少。研究人员仍在努力研究

如何确定具体的驱动因素，从而为深思熟虑的行动提供信息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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致灾因子的多样性和复杂性决定了专家和有关当局必

须不断努力，以减少可能影响人类健康、基础设施和

环境资源的灾害风险。老化的基础设施以及薄弱的体

制和基础设施能力对世界很多地区的风险管理都构成

挑战。工业安全并不总是政治议程上的重要议题，当

企业和有关当局变得自满时，人为失误就会显露出

来。跨部门的多学科合作是加强以预防为重点的工业

安全治理的关键。包括大型工业化国家在内的部分国

家尚未制定专门的防灾和备灾方案和协议。在工业安

全方面，《工业事故公约》的缔约方数量已增加到

41个，国家实施报告也展现了随着时间的推移所取

得的进展情况。过去的事故突显了在事故预防的跨境

合作和跨境水污染方面需要得到更多的关注。

2014年5月，部长们通过了经合组织理事会关于重

大风险治理的建议，建议指出“各成员国应建立并

促进对国家风险治理采取全面的、全灾种的、跨界

的方法，以此作为增强国家恢复力和响应能力的基

础。”221 每一场灾害都会对提高人们的意识产生巨

大的影响。人们还会认真吸取教训，并纳入世界各地

的体制内。然而，重要的是要牢记“灾害的根本原因

是文化和制度上的”这一总体结论。222 国际核安全

小组的后续工作强调，“要实现在任何情况下，在面

对任何挑战时都达到高安全水平，那么整个核安全体

系必须是健全的。”223 但如果灾难性故障才是做出

改变的最可靠驱动力，那么显然我们的思维方式还不

足够具有前瞻性。

建立一种全面的、全灾种的、跨界的风险治理方法并

非易事。人们越来越认识到建立这种办法的重要性，

日本是最典型的例子之一。在国际层面上，本GAR本

身就标志着在建立风险趋势和风险管理全球视野的一

个里程碑。最后，NEA报告也代表了核能部门在建立

全灾种思维方式方面的一个重要里程碑。224  

《仙台框架》是提高全风险意识和促进多利益相关方

合作以更好地管理风险的第一步。将人为风险纳入

GAR和GRAF将引起国际社会对这一主题的关注，并

将改变公众对减少此类风险的看法。

5.2 

政治挑战

全球的快速城市化使得政府、产业和其他利益相关方

在预防和管理与危险工业设施相关的风险和影响方面

面临着多方的挑战。在灾害易发地区开发用于住房或

其他用途的土地的社会经济压力正在增加。一些重大

事故，例如2015年中国天津港爆炸事故提醒人们，

由于缺乏适当的安全措施，后果往往会更加严重。平

衡社会的需要和要求并充分利用可获取的工具来应对

风险是一项难度很高的挑战。

降低风险很少成为国家政治议程的重要内容。一方

面，在安全标准似乎很高的国家，自满可能妨碍这一

政策领域成为优先事项。另一方面，其他国家对经济

发展的重点关注会导致灾害或风险预防和备灾政策缺

乏政治能见度。《仙台框架》在此方面提供了一个机

会——提升所有减少风险工作的形象，并说服政策制

定者必须要继续加大对灾害预防的投入，而非日后承

担不作为的代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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墨西哥湾马康多海上油井喷发并爆炸造成11

人死亡，16人重伤。此事故向墨西哥湾倾倒

了大约500万桶石油。深水地平线研究小组

（Deepwater Horizon study Group）在对马

康多事故的研究中指出，此事故的组织性缺陷

包括： 

框5.1.美国马康多，2010

图5.1. 2010年4月22日原油溢出流入墨西哥湾美国沿海的想象图；画面中心底部的深紫色漩涡就是溢出的石油

221 （OECD 2014b）
222 （IAEA 2015b）；（IAEA 2017a） 

223 （IAEA 2017）
224 （NEA 2018b）

来源：ESA 2010和Nadeau, P H.（2015）。

a. 多系统操作员在操作的关键时期出现失常

b. 未遵守必须遵守或已接受的操作指南（“玩

忽职守”） 

c. 疏于维护

d. 仪器要么不能正常工作，要么数据解读错误

e. 经营风险的不当评估和管理

f. 在出现非预期互动的关键时刻执行了多项

操作 

g. 运营小组成员之间沟通不足

h. 缺乏风险意识

i. 关键时刻转移注意力 

j. 在没有提升相应保护的情况下努力提高生产

力的激励文化

k. 不当的成本削减和偷工减料 

l. 缺乏适当的人员遴选和培训 

m. 变更管理不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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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3 

技术挑战

虽然概率模型已经开发了几十年，但是缺乏统一的风

险分析方法和工具。需要对传统工业风险分析进行扩

展，以考虑人为和其他非概率事件的特征。在确定

性风险评估中并没有充分考虑到这些风险。由于尚

没有理想地清楚了解风险的全部性质，因此即使在

一般认为已经对灾害做好充分准备的国家，备灾水

平也很低。

数据的可用性是理解很多致灾因子的瓶颈。数据是

获取风险动态知识的基础，对风险评估、场景规划

和风险降低实践都至关重要。数据的可用性（和不

可用性）受到多种因素的驱动。在自然灾害的情况

下，NATECH灾害等的连锁事件往往会被忽视，只有

当其带来的中期至长期健康影响、持续的水和土壤污

染以及清理和恢复造成的重大经济损失等方面的全面

冲击变得明显时，人们才会认识到它们的重要性。数

据不可用的另一个原因是，有关技术风险的信息通常

被认为是保密的，由产业严格掌控或作为国家安全的

事项被严格掌握。在很多国家都不对灾害影响进行登

记，而且往往监管机构甚至也不知道其国家领土内危

险设施的数目、作业类型和地点。此外，危险设施的

运营方还存在一种倾向，即避免主动披露其设施发生

的事故或未遂事故的信息，以避免对其作业造成负

面影响。225 

造成数据匮乏的另一个因素是，一旦媒体的关注减

弱，利益相关方对风险的兴趣就会丧失。这通常伴随

着对优先级的重新定义，以及随后可用来降低特定风

险的资源的减少。经济压力是决策过程中的一个强大

因素，尤其是利润率较低的作业和地点，或者是在面

临其他治理挑战的国家。经济制约可能导致有意或无

意的不良决策，例如，生产力的提高或操作效率的优

化优先于可能的安全考量。226 在某些情况下，未能

实施足够的风险管理解决方案还可以归因于经济驱动

因素，例如当资源紧张时，以及当其他风险被认为更

为关键时。损失数据库中的资料质量良莠不齐，其详

细程度和准确性水平不一。有关人为灾害的详细程度

尤其参差不齐。

脆弱性仍然是灾害模型中的一个薄弱环节。正如前几

章所指出的那样，除了少数例外，直到最近，脆弱性

主要是根据物理脆弱性来测定的。社会经济脆弱性要

复杂得多，要将其纳入模型当中需要更清晰的定义、

不同类型的数据以及一系列关于哪些可以建模的困难

决定。这种脆弱性还是一个依赖于场景的动态变量；

例如，在流行病学中，任何一种特定的疾病通常都比

其他疾病更快、更严重地影响某些群体。模型的验证

也是一项技术挑战。卫星可以针对某些类型的风险信

息提供大量信息，但是模型需要地面观测数据来验

证，这也需要资源。通过从一个大得多的尺度中获取

答案然后用于较小的尺度内，如果做得不够仔细，那

么结论的有效性就会存在风险。使用代理指标（不完

善的函数来描述无法精确测量的元素）是一种完善风

险模型构建的流行方法，但是这种实践方法会危及结

果的可信度和可辩护性。地面实况演练正在成为一项

标准要求，在地方层面验证气候变化影响也在成为一

项标准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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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4 

资源挑战

可预见的灾害继续发生在普遍具有高度风险意识和成

熟风险管理能力的国家。在发展中国家，这种情况更

具有挑战性，因为这些国家往往缺乏基础设施、技术

能力和计算能力，使决策者没有准备好以自己的方式

来理解风险。此外，低收入国家往往难以获得财政资

助，特别是因为减少风险的工作往往不属于人道主义

资金资助的范畴。

在活跃的灾害情况下，在管理灾害对人口和建成区环

境影响的同时，还必须对首个事件所引发的灾害链事

件做出响应，这不可避免地导致对稀缺响应资源的竞

争。227 例如，1999年土耳其科贾埃利地震之后，伊

兹米特消防局约一半的人力资源被派去扑灭一座炼油

厂的大火，而非用于支持地震灾民的搜救工作。228情

况会变得很复杂，因为次生事件的后果可能包括有毒

物质释放、火灾或爆炸的风险，这些都可能阻碍应

急响应活动，而且会危及应急队伍从而加剧影响。229

5.5 

总结 

风险沟通已经在朝着一体化和参与式流程进行重要的

范式转变，而这在实践中往往很难管理。风险沟通不

能被视为风险评估和决策的事后想法。对于那些对被

要求做出与风险相关决定感到焦虑的人们来说，他们

可能质疑相关的风险信息和预警。如果人们被要求疏

散到不舒服的避难场所，他们会希望此举拥有正当的

理由。他们的标准可能不强调准确的科学证据，或者

他们对证据的解读可能与风险研究人员存在差异。更

广泛的社区人员参与到风险评估、管理和缓解将帮助

提高人们有关风险的素养水平，使各方都从中受益，

从而确保更有效地进行风险沟通，并解决人们关于风

险的问题。

以下挑战需要我们的直接关注以及采取行动：

225 （Krausmann、Cruz和Salzano 2017）
226 （Wood等2017）
227 （Necci等2018）

228 （Cruz等2004）  
229 （Girgin 2011）
230 （IRGC 2015）

• 意识：需要开展进一步的教育和提高意识的运

动，来帮助利益相关方认识到面对各种致灾因

子的脆弱性。

• 风险治理：应该采用全局管理的方式进行风险治

理。此外，私营部门和政府需要拥有能促进分担

责任和风险损失的措施和模式。IRGC就如何应对

新出现的风险，提出了一个创新型风险治理框架

和指引。2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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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法律基础设施：经验表明，如果存在相关法律规

定，则减少风险的效果最好，因此应该制定和执

行具体的减少风险的立法。与此同时，还需要就

如何实现法律框架中规定的目标提供指导，来帮

助行业遵守这些目标，并支持当局评估企业是否

达到相关的安全目标。此外，还需要一个责任和

补偿框架。

• 风险沟通：加强各级沟通，确保风险信息在全社

会自由、有效地流动。还应确保更好地交换和获

取风险管理资源。

• 风险评估：研究应重点关注开发用于风险评估

和风险制图的方法和工具。为此目的，需要有针

对所有致灾因子更优的损失和损害函数。还应该

评估对人口、环境和经济影响，而后两者往往被

忽视。

• 数据收集：应帮助和促进便利和免费地分享所有

风险、灾害事件甚至未遂事故的相关数据，以支

持从过去的事件中吸取教训，从而开展预防和减

少灾害风险工作。最好也应在部门和国家之间进

行数据交换。

• 合作和伙伴关系：所有利益相关方之间的合作，

特别是地方层面的合作，对减少风险至关重要。

应建立公私合作伙伴关系以及区域和国际网络，

来促进有效风险管理方面的协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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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5 （Wilhite 2014）；（Wilhite、Sivakumar和Pulwarty 2014）
236 （Wilhite 2014）；（中东欧全球水合作伙伴 2015）

231 （UNISDR 2011a）
232 （UNISDR 2011a）
233 （van Lanen等2017）；（UNESCO 2016）
234 （Spinoni等2018）；（IPCC 2014）

在与天气有关的自然灾害中，干旱因为其内在性质以

及广泛的级联影响，可能是最复杂、最严重的灾害。

干旱会对农业生产、公共供水、能源生产、交通、旅

游、人类健康、生物多样性、自然生态系统等造成

影响。干旱是周期性的；干旱可以持续几周到几年时

间，会对大片地区和人口造成影响。干旱的相关影响

发展缓慢，而且往往是间接的，在干旱结束后还可能

持续很长时间。虽然这些影响会造成严重的经济损

失、环境破坏和人类痛苦，但是与其他自然灾害（例

如洪水和风暴）相比这些影响反而一般不那么明显，

因为上述其他自然灾害会造成直接的结构性破坏，而

且破坏与灾害明显相关，并且可以在经济上进行量

化。231 因此，干旱风险往往被低估，成为一种“隐

藏的”灾害。232在世界上大多数地区，主动式干旱风

险管理仍不现实。

与干旱有关的死亡主要发生在贫困国家。然而，在富

裕国家，人们也会受到间接影响，如热应激或灰尘，

导致多种健康影响。233相关例子包括与公共供水故

第6章：  
旱灾特别章节

障、粮食不安全和潜在冲突有关的持续失业、迁徙和

社会不稳定。

21世纪，世界很多地区的干旱可能变得更加频繁和

严重。234 更好地理解导致干旱的物理过程、干旱的

传播、面对干旱的社会和环境脆弱性及其影响比以往

任何时候都更为重要。关键的挑战在于我们必须转向

广泛地采用主动式风险管理策略。235 这包括分析过

去的干旱趋势和预测未来的干旱情况，还包括对社会

和环境暴露和脆弱性的分析。所有这些都是为了确定

干旱风险，然后可以通过制定适应当地环境的政策和

管理计划来管理干旱风险。236 

干旱是一种反复出现的现象，由某一地区的长期平均

气候情况所界定。干旱应区别于旱季（季节性或完全

干燥的气候（例如沙漠））和缺水（指在气候上可用

的水资源不足以满足长期平均需水量的情况）。大旱

是指非常漫长和普遍的干旱，持续的时间比普通干旱

要长得多，通常是10年或更长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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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水循环的影响以及对社会和环境的影响，通

常可以分为以下不同的干旱类型： 

1.气象干旱是指可能长达数月至数年的一段时

间，某一地区降水不足或蒸散发和降水量的收

支不平衡，而造成的水分短缺现象。这种水分

短缺是气候学上的界定。这些干旱往往伴随着高

于正常的气温，出现在其他类型的干旱之前并

会导致其他类型的干旱。气象干旱是由大规模

大气环流模式的持续异常引起的，这种异常往

往是由热带海洋表面温度异常或其他的远程条

件引起的。

2.土壤水分（农业）干旱是指由于降水量低于平

均水平而导致土壤水分减少的一段时期。此干旱

会影响农作物生产，造成土地退化，并影响的生

态系统功能。

3.当河流的流量以及蓄水层、湖泊或水库的蓄水

量低于长期平均水平时，就会发生水文干旱。因

为涉及到储水枯竭但没有补充的过程，水文干旱

发展缓慢。这些变量的时间序列被用于分析水文

干旱的发生、持续时间和严重程度。

框6.1. 干旱的类型 

虽然降水不足常常引发干旱，但其他因素（包括降水

强度较大但频率较低、土壤水分条件、水资源管理不

善和土壤侵蚀）也可能导致或加剧干旱。例如，过

度放牧导致更严重的侵蚀和沙尘暴，加剧了20世纪

30年代北美大平原上的“尘暴区”（Dust Bowl）干

旱。237 干旱威胁着人类的安全，因为干旱会破坏生

计，侵蚀文化和个人认同，还会增加人类迁徙流离。

干旱会削弱国家为人类安全提供必要条件的能力。干

旱可能同时影响其中的部分或全部因素。严重不安全

的局势（例如饥荒和社会政治不稳定）通常是多种因

素相互作用的结果。阿拉伯叙利亚共和国的冲突就是

一个干旱如何加剧不稳定的典型例子。238、239 对于很

多已经处于社会边缘、高度依赖资源并且资本资产有

限的群体来说，人身安全将逐步受到破坏。在这种

情况下，一系列较小程度的干旱就可能产生非常严

重的影响。

6.1 

干旱指标

不同的干旱类型需要不同的指标来描述其表征。

世界气象组织（WMO）和全球水伙伴（GWP）发

布了一份关于广泛使用的干旱指标的概述。240 例

如，标准化降水指数（SPI）和标准化降水蒸散指数

（SPEI）241、242 就是在气象干旱分析中众所周知的指

标。与土壤水分有关的指标（如干旱指数 243或帕尔

默干旱指数 244）都旨在从植物水分胁迫的角度来描

述干旱的影响。水文指标（如径流百分位数值）可用

于量化河流和水库的水量亏缺。245最后，还可以使用

基于遥感的指标（如归一化植被指数或光合有效辐射

吸收比例）来监测干旱对植被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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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近还制定了将几个物理指标合并成一个指标的综合

指标。例如，欧洲干旱观测站使用综合干旱指数246来

监测干旱对农业和自然生态系统的影响。

为了全面了解干旱的潜在影响，需要一组核心变量来

表征与水分短缺有关的不同方面。干旱的频率、强度

和持续时间是其中的一些关键变量。严重性描述的是

整个事件持续时间内的累积亏缺，而强度描述的是干

旱期间降水、土壤湿度或蓄水亏缺的平均程度。两者

都可能决定相关的影响程度。

例如，受影响的时间和面积与缺水在时间和空间上的

传播有关。时间更长、范围更广的事件可能引发级联

效应，其程度与缺水直接相关。在生长期内，干旱的

开始、暂停和结束时间是特别相关的信息。干旱结束

后还可能会继续受到干旱的影响。

干旱分析中出现的一个新的考量因素是发生的次季节

性（不到3个月）干旱事件，这些事件可能加剧或延

长较长期的干旱或原本的旱季。这些“骤发干旱”指

的是相对短期的暖地表温度和异常低的土壤湿度。根

据与“骤发干旱”有关的物理机制，这些事件可分为

两类：热浪和降水不足。247 

了解厄尔尼诺南方涛动等低频气候特征背后的机制对

干旱事件的季节性预测非常关键。虽然还处于起步阶

段，但凭借可靠的监测网络和适当的风险评估，我们

将可以提供可靠的季节预测，从而帮助开发早期预警

系统（EWS）。248

6.2 

气候变化与未来干旱

知识的提升进一步证实了IPCC第四次评估报告 249 的

结果，特别是在全球大幅变暖背景下，突发事件和不

可逆的变化风险在不断增加。这些风险包括世界很多

地区日益干燥、干旱和极端气温增加。250 尽管气候

预测存在不确定性，但在21世纪，全球多个地区很

可能发生干旱的频率和/或强度会变高。这些地区包

括地中海地区、南部非洲、北美西南部和中美洲地区

的国家。251

降水减少或降水模式改变以及由高温导致的蒸发

需求增加是驱动这些变化的潜在过程。据估计，

在10年期间内，气温升高3℃将为约30%的显露土

地带来当前百年一遇的干旱（每100年发生一次的

严重干旱）。252

237 （Cook、Miller和Seager 2009）
238 （Erian、Katlan和Babah 2011）
239 （Erian等2014）
240 （Svoboda和Fuchs 2016）
241 （Mckee、Doesken和Kleist 1993）
242 （Vicente-Serrano、Beguería和López-Moreno 2009）
243 （Cammalleri、Micale和Vogt 2015）
244 （Palmer 1965）

245 （Hisdal等2004）；（Cammalleri、Vogt和Salamon 2017）
246 （Sepulcre-Canto等2012）
247 （Otkin等2018）
248 （Dutra等2015）；（Naumann等2014）
249 （IPCC 2007）
250 （世界银行2012）
251 （Orlowsky和Seneviratne 20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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低

无变化

这些情况表明，除非采取适当的减缓和适应气候变

化的措施，否则很多经济部门和脆弱地区的干旱风

险将会增加。由于干旱，世界上很多人口密度高、

社会脆弱、依赖当地农业生产的地区可能遭受重大

损失。

IPCC第四次评估报告之后的研究表明，有中等可信

度认为世界某些区域（包括南欧和地中海地区、中

欧、北美中部、中美洲和墨西哥、巴西东北部和南部

非洲）预计干旱持续时间和强度将会增加。多个地区

的土壤湿度可能下降，特别是中南欧和南部非洲。在

一系列情景模式中，持续4至6个月的土壤水分干旱

的范围和频率增加了一倍，12个月以上的干旱在20

世纪中期至21世纪末期间变得更为常见，次数增加

了三倍。253 土壤湿度的降低会增加极端高温天气和

热浪的风险。254

与对过去趋势的分析相对比，温度的影响在干旱预测

中变得更加明显。干旱预测使用两个IPCC代表性浓

度路径（RCP）。RCP4.5预测的未来情景采用强有

力的植树造林计划，减少耕地和草地的使用，严格的

气候政策，此情景的二氧化碳排放量仅略有增加，随

图6.1. 根据SPI-12（左）和SPEI-12（右）的干旱程度。顶部版块显示的是1981–2010年期间的累积严重性，底部版块显示的是
1951–1980年和1981–2010年期间的差异。灰色区域代表的是寒冷和沙漠地区。

免责声明：此地图上所显示的边界和名称以及所使用的称呼并不意味着联合国官方赞同或接受。

（来源：JRC 2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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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不久开始下降。在RCP8.5预测的情景中，二氧化

碳排放量将持续上升，其中耕地和草地的使用量将

增加，到2100年人口将达到120亿，严重依赖化石燃

料，而且没有实施气候政策。255 

根据使用SPI模型输出的结果，到21世纪末，一些地

区的干旱程度可能会增加：阿根廷和智利、地中海地

区和南部非洲大部分地区，而且在RCP4.5和RCP8.5

气候情景下都是如此。只有在更极端的气候情景下，

即RCP8.5，中国东南部和澳大利亚南部地区才可能

出现干旱程度增加的情况。正如预期的那样，几乎

整个地球（不包括北美北部、欧亚大陆北纬地区和

东南亚海域）都显示出干旱程度增加的趋势，如果根

据RCP8.5的情景，旱情更加严重。SPEI模型输出的

结果表明，更多地区可能将经历更频繁、更严重的

干旱事件。

结合从图6.1和6.2中得到的信息，过去几十年的多

数干旱热点地区的干旱程度（DS）预计将进一步增

加，从而成为受影响风险最高的地区，包括不可逆

转的土地退化。根据中等和高排放情景（RCP4.5和

8.5），预计干旱程度将继续增加的区域包括阿根廷

和智利南部、地中海地区和南部非洲大部分地区。

高温可能会加剧这些地区的干旱。

252 （Naumann等2018）
253 （Sheffield和Wood 2008）

254 （Seneviratne等2006）
255 （IPCC 20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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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6.2. 根据SPI-12（左）和SPEI-12（右）的干旱程度（DS）。所有版块都显示了1981–2010年和2071–2100年在RCP4.5（上）和
RCP8.5（下）情景下的差异百分比。浅灰色区域代表的是少于三分之二的模拟结果在变化迹象上一致的区域。深灰色区域代表的是
寒冷和沙漠地区。

（来源：JRC 2018）
免责声明：此地图上所显示的边界和名称以及所使用的称呼并不意味着联合国官方赞同或接受。

6.3 

评估全球干旱风险

科学界以不同的方式使用和定义“风险”以及“致灾因子”、“暴露”和“脆弱性”等相关术语，DRR和气候

变化适应（CCA）界对这些术语的使用存在显著的差异。256 它们的分析基于两种理论框架，通常称为结果或

影响方法（CCA界）以及情境或因素方法（DRR界）。

结果或影响方法基于压力源和响应之间的关系。采用此方法，分析的目标是脆弱性（社会遭受的破坏越大，也

就越脆弱）。这种方法依赖于使用历史影响的定量度量作为脆弱性估算的评价指标。258 然而，依赖于历史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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响会存在多项限制，主要是因为影响通常只在短时

间内可用，有时甚至不可用，这使得基于此数据生

成相应的全球风险地图受到限制。此外，受影响的人

数和影响的类型因地区而异，从而阻碍了一致的大

范围分析。

情境或因素方法基于界定脆弱性的内在社会或经济

因素或维度。采用此方法，脆弱性是一个基础，使

人们能够理解为什么受影响的人群或资产容易受到

干旱的破坏性影响。它更适合用来设定降低风险的

目标。这种方法通常依赖于没有共同度量单位的综

合风险决定因素。259 所得到的数值并不是对经济

损失或对社会或环境破坏的绝对衡量，而是一个

相对的统计数据，只能提供潜在影响的区域排名，

可用来帮助确定加强灾害管理和适应计划的行动优

先顺序。

256 （Brooks 2003）；（Field等2012）；（Wisner等1994）
257 （Tánago等2016）

258 （Brooks、Adger和Kelly 2005）；（Peduzzi等2009）
259 （OECD、JRC和EC 2008）

179



260 （UNDP 2004）
261 （Carrão、Naumann和Barbosa 2016）

这两种方法是在不同层面开展干旱风险评估的可替

代但又相互补充的方法。因为干旱的影响具有情境

特定性，而且不同的地域各不相同，因此回归模型

（即结果方法）对在地方和国家层面制定备灾计划

和缓解措施非常重要，同时综合指标（即情境方法）

可以在区域和全球层面上确定可以减少影响的通用

重要因素。

对于全球评估，采用的是情境方法。此方法将风险定

义为一个自然致灾因子、暴露的资产以及暴露的社会

或自然系统的固有脆弱性的函数。根据这一定义，干

旱造成损失的风险取决于干旱程度和发生的可能性、

暴露的资产和/或人群，以及他们的脆弱性或应对灾

害的能力。

干旱风险评估结果是水资源管理部门和决策者等制定

相应管理计划以减少影响，保护人们免受干旱影响的

重要依据。因此，干旱风险评估应包括针对特定用户

需求的信息。这些信息应该能回答有关在哪里和哪些

实体更有可能受到影响的问题。由于不同的经济部门

（例如农业、公共供水、能源生产、内河运输、旅游

和公共卫生）和不同的生态系统所面临的风险和脆弱

性各不相同，干旱风险评估必须具有部门针对性。

6.4
 

评估农业和其他主

要部门的风险 

本节将介绍一个全球干旱风险评估的例子，其中重点

关注的是对农业和基础部门的影响，这在全球范围内

都是非常有意义的评估。评估是基于UNDP提出的概

念方法进行的。260、261 其中包括对致灾因子、暴露和

社会脆弱性的评估，然后将这些评估结合起来，得出

对干旱造成的重大影响的风险评估。下面的小节将进

一步解释各个步骤。

6.4.1 
评估灾害

降水可以作为人类-环境耦合系统可用水量的一个

评价指标。262 因此，降水亏缺的频率和强度可以

代表某一地区的干旱灾害程度。然而，现在人们更

多地认为气温升高和蒸发需求增加会影响可用的供

水量。

262 （Svoboda等20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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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6.3. 根据标准化降水加权异常（WASP）指数衡量的全球干旱灾害：（a）致灾因子、（b）暴露和（c）脆弱性

致灾因子

危险性减少 危险性增加

暴露

暴露减少 暴露增加

（a）

（来源：JRC 2018）

（b）

（来源：JRC 2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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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JRC 2018）
免责声明：这些地图上所显示的边界和名称以及所使用的称呼并不意味着联合国官方赞同或接受。

脆弱性

脆弱性减少 脆弱性增加

在目前的评估中，干旱灾害的评估是通过计算超过历

史参考期（1901–2010年）的全球降水亏缺程度中

值的概率来进行的（图6.3（a））。利用WASP指数

来计算降水亏缺的严重程度。263 之所以选择WASP指

数，是因为：它在时间和空间上是标准化的；能够限

制由于在旱季开始或结束时期发生的小降雨量造成的

较大的标准化异常的影响；强调雨季期间的异常，此

期间农作物对降水的变化更为敏感。

6.4.2 
评估暴露

暴露的评估受到位于易干旱地区的资产、基础设施、

农地和人口影响。本GAR所使用的干旱暴露模型是基

于直观的空间地理信息进行计算和验证的。这种评估

干旱暴露的方法是全面的，考虑了描绘农业和初级部

门活动的多项物理因素（评价指标）的空间分布，264 

这些物理因素包括：农作物面积（农业干旱）、牲畜

（农业干旱）、工业/家庭用水压力（水文干旱）和

人口（社会经济干旱）。

此方法提出了一种非补偿模型，结合了干旱暴露的

不同评价指标。使用这种方法，某一项指标的高值

和另一项指标的低值并不能抵消。因此，如果某个地

区至少有一种类型的资产非常丰富，那么该地区就很

容易遭受干旱。例如，完全被雨养类农作物覆盖的地

区会完全暴露在干旱中，与面临风险的其他因素存在

与否无关。

（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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牲畜[2005]

牲畜减少 牲畜增加

全球农地[2000]

农作物面积减少 农作物面积增加

（来源：JRC 2018）

（a）

图6.4.（a）牲畜的全球分布情况，每网格单元的数量；（b）全球农地，每网格单元的耕地百分比；（c）2015年全球人类居住区的
人口估计数。人口分布和密度，每网格单元的人数；以及（d）基线水压力：每年总用水量（市政、工业和农业），占每年总可用流
量的百分比。

263 （Lyon和Barnston 2005） 264 （Carrão、Naumann和Barbosa 2016）

（b）

（来源：JRC 2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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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口[2015]

人口减少 人口增加

基线水压力[2010]

水压力减少 水压力增加

（来源：JRC 2018）
免责声明：这些地图上所显示的边界和名称以及所使用的称呼并不意味着联合国官方赞同或接受。

（d）

（来源：JRC 2018）

（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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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4.3 
评估脆弱性 

脆弱性评估是任一干旱风险评估的关键组成部分，因

为此评估支持针对特定部门或更敏感人群设计中长期

的备灾措施。特别要指出的是，减少干旱影响的干预

措施应以减轻人类和自然系统的脆弱性为目标。

在目前的框架内，干旱脆弱性是采用由社会、经济和

基础设施因素组成的多维度模型来表示的。社会脆弱

性与个人、社区和社会的福祉水平相关联。经济脆弱

性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个人、社区和国家的经济状

况。基础设施脆弱性包括支持商品生产和生计可持

续性所需的基本基础设施。脆弱性的这一定义符合

UNDRR提出的框架 265，此框架认为脆弱性是对特定

区域的个人和集体社会、经济和基础设施因素状况的

反映。这些因素可被视为当地制定减少脆弱性和促进

适应性计划的基础。266

根据这一理论框架，每个因素都可以采用能反映社会

及其经济不同组成部分的水平的通用评价指标来描

述。这方面符合以下理念，即：个人和群体需要一系

列的独立因素或能力来实现恢复能力的提升，而且没

有任何单一因素足以描述社会应对这类灾害所需的各

种生计结果。

267 （Brooks、Adger和Kelly 2005）
268 （Carrão、Naumann和Barbosa 2016）

265 （UNISDR 2004）
266 （Naumann等2014）

如图6.3（c）所示，最易受干旱影响的区域是中美

洲、南美洲西北部、中南亚、北美洲西南部和几乎

整个非洲大陆（南部非洲的一些地区除外）。这些结

果与其他作者的结果相吻合，267 他们也将撒哈拉以

南非洲的几乎所有国家列为最容易受到气候灾害影

响的国家。

6.4.4 
评估干旱风险

图6.3展示了干旱风险的三个组成部分及其组合情

况，形成了全球干旱风险图。采用多元和非参数线性

规划算法（数据包络分析）对风险的三个组成部分进

行汇总。268 每个组成部分的值并不是一个绝对的度

量标准，而是一个相对的统计数据，可提供一个潜在

影响（热点）的区域排名，通过此排名可以相应地优

先考虑加强适应性计划和缓解活动的措施。图6.5显

示，高暴露地区的干旱风险普遍较高——主要是人口

密集地区和农用地开发较广泛的地区，如中南亚、南

美洲东南部平原、中南欧以及美国中西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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干旱风险

风险减少 风险增加

图6.5. 基于图6.3所示的风险组成部分的干旱风险

（来源：JRC 2018）
免责声明：此地图上所显示的边界和名称以及所使用的称呼并不意味着联合国官方赞同或接受。

6.5 

其他部门的考量因素

上述评估针对的是农业部门和其他基础部门活动。但

是，可以对评估方法进行应用和重新校准，来分析其

他部门的风险，例如能源生产（水力发电，以及热力

冷却和核电站）、航运和运输（水道）、公共供水或

再生水，这些都应该作为所有综合干旱风险管理计划

的一部分。

6.5.1 
不确定性

在此类分析中，必须考虑多项不确定性因素，因为所

涉及的度量标准在一定程度上是主观的，而且受到全

球范围内数据可用性的制约。农业干旱可以用几个不

同的指标来量化，每个指标都能够对干旱风险的不同

组成部分提供有效的估计。例如，图6.6根据基于土

壤湿度的年干旱指数（YDSI）绘制了干旱灾害图。

此指标能量化同时发生的土壤水分亏缺和极其罕见

的干旱条件，269可以替代或与上述使用的WASP指数

结合起来。

虽然可以在图6.3a的干旱致灾因子图和图6.5的干旱

风险图之间的空间分布中观察到类似的情况，但是

使用一种或另一种指标可能在局部尺度上得出不同

的结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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YDSI

危险性减少 危险性增加

270 （Cammalleri、Vogt和Salamon 2017）269 （Cammalleri、Micale和Vogt 2015）

图6.6. 1980–2013年基于YDSI的干旱危险性

（来源：JRC 2018）
免责声明：这些地图上所显示的边界和名称以及所使用的称呼并不意味着联合国官方赞同或接受。

在其他部门对有关干旱的评估中，如水文干旱，如果

采用更合适的指标，这种不同指标之间的结果差异可

能更大。与水流和河流流量有关的指标（而非与土

壤湿度和降水有关的指标）能够更好地捕捉干旱对

能源生产和航运的危害。图6.7中所使用的一个指标

上面的内容说明了图6.3（a）、图6.6和图6.7中地图

所展示的信息只是对干旱的几种可能描述。这突显了

在提供针对干旱的确定性措施方面的复杂性。对于干

旱脆弱性和暴露也可以提出类似的论点，其特征甚至

与分析中认为重要的因素具有更根本的关系。例如，

就是此类指标的一个例子，其中致灾因子采用特定时

期（1980–2013年）内根据低流量指数观测到的水

文干旱事件数量来表示。270 此指标检测的是每天低

流量阈值以下连续不断的河流流量。事件数量只是用

来量化一个地区干旱“平均”灾害的可能指标之一。

与评估农业暴露和脆弱性有关的因素可能与能源生产

无关，反之亦然。

即使在一个具体的经济部门内，在对风险及其组成部

分进行表示和量化方面，选择也是多方面的。例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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干旱事件的数量

数量减少 数量增加

图6.7. 用根据低流量指数探测出的事件数量来描述的干旱

（来源：JRC 2018）
免责声明：这些地图上所显示的边界和名称以及所使用的称呼并不意味着联合国官方赞同或接受。

发电厂可能直接依赖水（水力发电）和间接依赖水

（发电机的冷却系统）。在这两种情况下，水不足都

意味着能源生产的减少或停止。发电厂通常使用地表

水；271 因此，它们会受到水文干旱以及相应的低流

量的影响。

在暴露方面，由于电力可以从源头进行长距离的跨国

界输送，因此统计和评估可能受到电力输出减少影响

的人员和资产是一项具有挑战性的任务。装机容量是

暴露的一个评价指标（图6.8）：装机容量越大，暴

露越高，因为可能有更多电力用户依赖于此。其假设

是这样的：即使发电厂没有满负荷运转，当能源需求

很高时，它们的满负荷能力也是至关重要的，特别是

这都会转化为机组水摄入量减少的可能性。如图6.7

所示的低流量指数等指标就可以作为能源生产的干

旱灾害的良好指标。虽然使用SPI等气象干旱指数的

方法已经在有限的地理尺度上进行了测试，272 但是

在全球尺度上仍然还没有建立与水文干旱的通用相

关性。

在较温暖和较干旱时期。273 使用装机容量的一个优

点是可以在全球范围内为单个发电机组提供全面的完

整数据。274

给定时间区间内的实际能源需求可以提供更为准确的

暴露估计。但是只能获取有限数量发电厂的此类具体

信息，而在国家层面也只有少量的一致数据，例如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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装机容量

容量减少 容量增加

274  （Global Energy Observatory等2018）； 
（S and P Global Platts 2015）

271 （Bauer 2014）
272 （Barker 2016）；（Bayissa等2018）
273 （van Vliet等2016）

图6.8. 设施直接或间接（冷却）依赖水的装机容量图

（来源：JRC 2018）
免责声明：此地图上所显示的边界和名称以及所使用的称呼并不意味着联合国官方赞同或接受。

年人均耗电量。此数据可以通过人口数据进行降尺度

（图6.9），但是需要注意一些问题。第一，人均消

费是指不论使用与否的全部消费。例如，人口稀少地

区的工业场所将对相关测绘单位的人均消费产生较

大影响。第二，假设用电量和发电量发生在很近的地

点；因此，将无法准确描述发生在一个重要但偏远的

发电厂的干旱情况。第三，需求等同于消费（即满足

所有需求）。

最后，干旱脆弱性是指可用于减轻缺水情况的方法。

从概念上讲，此术语可能有多个定义，取决于具体情

境。在发电厂层面，它本质上与生产单位能源所需的

水量有关。

从大的方面来看，国家能源部门的统计数字可以提供

诸多指标，有助于了解干旱和对干旱的总体脆弱性进

行建模。相关例子包括依赖和不依赖淡水的能源之间

的比率、燃料类型的多样化（通常需要获取不同的发

电容量因素）、电力总使用量中的进口比例、人均淡

水资源的数量、总能源生产中的用水比例、电力价格

演化等。可以组合使用各项描述来显示在国家层面上

脆弱性的某些具体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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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电力需求

需求减少 需求增加

图6.9. 2015年全国年人均用电量乘以人口得出的电力需求总量图；注意，所有非居民用途均包括在内

（来源：JRC 2018）
免责声明：这些地图上所显示的边界和名称以及所使用的称呼并不意味着联合国官方赞同或接受。

框6.2. 2003年欧洲干旱

2003年8月底，由于持续的干旱，欧洲的几家发

电厂暴露在低流量条件下。发电风险的三个维度

如图6.10所示。圆形的大小与电站的总发电容量

成正比，作为暴露的评价指标（从小到大的圆约

对应500到4000兆瓦）；使用受影响河流的低流

量异常（黄色、橙色和红色溪流）和河流取水量

在理想情况下，如果拥有关于发电厂特性的特定信

息，就有可能描述并从单个发电厂向全球层面拓展相

关的脆弱性情况。电力部门的数据是分散的、不平衡

的，有时还难以获取，但是一致的数据正在不断发展

和改进。275 图6.10是一个在发电厂层面开展动态风

险评估的例子，展示了2003年异常炎热和干燥的夏

天期间欧洲的情况，当时多座发电厂不得不减少输

出，因为他们从物理上和法律上都无法从河流获取足

够的冷却水。276 此地图通过低流量指数 277 重点描绘

了2003年8月底欧洲受低流量影响最大的河流情况，

以及面临断电风险的下游核电站情况。其中几座发电

站因为低取水量或高水温而不得不减少作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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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75  （Global Energy Observatory等2018）； 
（S and P Global Platts 2015）

（来源：JRC 2018）
免责声明：此地图上所显示的边界和名称以及所使用的称呼并不意味着联合国官方赞同或接受。

图6.10. 2003年为水力发电设施供水的欧洲主要河流

276 （Fink等2004）
277 （Cammalleri、Vogt和Salamon 2017）

（圆形的颜色）来表示致灾因子；圆形的透明度

水平表示的是与冷却系统相关的脆弱性水平，颜

色越深表示脆弱性越高（即单位能量输出所需的

水量越高）。

6.5.2 
空间尺度考量

除了各部门在致灾因子、暴露和脆弱性方面的突出差

异外，风险评估还受分析的空间尺度影响。这是因为

当转向更小的空间范围时，输入数据的细节通常会增

加。因此，所提出的方法要能允许在不同的空间范围

重新调整分析尺度，从而在不同的分析尺度上获得足

够（有用）的结果。如上文所示，相关范围可以从农

场层面到大陆和全球层面，从而可以分析在某一感兴

趣的特定地区（例如农场、国家、区域、大陆或全球

层面）的干旱风险的空间分布情况。

由于此框架是数据驱动型框架，因此需要更多的地

方层面的社会经济数据来获得可靠的估计结果。只

要获取这方面的信息，就可以根据当地的要求和可能

受到干旱不利影响的具体部门对分析进行定制并制定

适应策略。

暴
露

低 中 高
脆弱性

危险性

非常高

高

中

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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暴露

干旱风险

致灾因子

脆弱性

暴露增加危险性增加

风险增加脆弱性增加

暴露减少危险性减少

风险减少脆弱性减少

图6.11. 2018年阿根廷的干旱致灾因子、暴露、脆弱性和总体干旱风险

（来源：JRC 2018）
免责声明：这些地图上所显示的边界和名称以及所使用的称呼并不意味着联合国官方赞同或接受。

图6.11显示的是与图6.3和图6.5针对全球层面的分析

在阿根廷地区局部放大的结果。此项国家分析显示，

由于基础设施较弱和其他驱动因素的影响，阿根廷北

部地区的脆弱性更高。

将脆弱性与致灾因子和暴露相结合表明，偏远地区的

干旱风险较低，而人口密集地区以及农作物生产和畜

牧业的地区（如布宜诺斯艾利斯、科尔多瓦和圣达菲

省）的干旱风险较高。低暴露或几乎零暴露的地区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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旱风险较低。由于其余区域仍然受到严重干旱事件的

影响，它们的风险会因为暴露的全部实体（主要是耕

地）及其当地应对能力的相互作用而增加。

6.6 

干旱的影响

在水资源短缺变得严重并对环境和社会产生明显的不

利影响之前，人们往往不会注意干旱的情况。干旱的

影响可能受到适应性缓冲因素（例如蓄水、购买牲畜

饲料、土地和生态条件）的影响，也可能在降水恢复

正常后持续很长时间（例如由于地下水、土壤湿度或

水库储水不足）。干旱具有发展缓慢、持续时间长的

性质，除了直接和可见的农业损失之外，还会产生其

他各种的影响，这些通常都会使干旱影响的量化工作

变得非常困难。278 

干旱的影响可以分为直接影响和间接影响。279 直接

影响的例子包括受限的公共供水、农作物损失、地面

沉降造成的建筑物损坏，以及能源生产减少。由于生

计和经济部门对水的依赖，大多数的干旱影响都是间

接的。这些间接影响可以通过包括贸易在内的经济系

统迅速传播，对远离干旱发生的地区产生影响。间接

影响还可能影响生态系统和生物多样性、人类健康、

商业航运和林业。在极端情况下，干旱可能导致暂时

或永久失业，甚至业务中断，还可能在较脆弱的国家

导致营养不良和疾病。与干旱有关的损失可以进一步

分为有形损失（与市场有关）或无形损失（与非市场

有关）。后者尤其难以量化，包括生态系统退化或长

期适应措施的成本。

在少数公开的灾害数据库中，对干旱灾害的估计特别

不足，或报告很少。280 由于普遍缺乏有形损害，加

上持续时间长，因此很难获得正确的或可归因的损

失估计值。考虑到存在这些数据缺口，自1960年以

来，干旱损失估计不到自然灾害总损失的7%。281 但

是，应该注意，报告的干旱影响与实际的干旱影响之

间存在着很大的差距，这阻碍了对其进行系统性量

化的工作。

澳大利亚、巴西、中国或美国等发达和较大的经济

体都正在遭受干旱带来的经济和环境后果。欠发达

国家的人口面临着更多的直接或间接影响。单一干旱

事件造成的经济损失就可能是灾难性的，单个事件就

可能造成数十亿美元的损失。就损失而言，最严重的

事件可能影响整个地区或国家的经济。例如，根据

NatCatSERVICE的数据，2006年加州的严重干旱造

成了44亿美元的损失，2013–2015年美国中西部干

旱的报告损失也达到36亿美元。然而，人们认为干

旱的实际影响比这些数字要高得多，因为这些数字只

是主要反映了直接的农业破坏损失。2013–2015年

干旱影响了巴西中部（主要是圣保罗、米纳斯吉拉

斯和里约热内卢），报告的损失约50亿美元。据估

278 （Wilhite 2005）
279  （UNISDR 2011a）；（Tallaksen和van Lanen 2004）；
（Meyer等2013）；（Spinoni等2016）

280 （Svoboda等2002）
281 （Gall、Borden和Cutter 20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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计，2010–2011年非洲之角的干旱已造成多达25万

人死亡，1300多万人依赖人道主义援助，大约13亿

美元用于抗旱措施。282

在所有经济活动中，农业部门是受干旱影响最直接的

部门之一。人们对干旱对非农业用途的卫生和水资

源的影响的了解也在日益加深。为了分析灾害对农

作物、牲畜、渔业和林业的经济影响趋势，对2003

年至2013年期间非洲、亚洲和拉丁美洲48个发展中

国家在发生中至大规模灾害后的78项灾后需求评估

（PDNA）进行了审查。283 根据这份GAR，农业影响

平均占比这些国家所有经济影响中的84%。畜牧业是

受影响第二严重的部门，仅次于农作物，占110亿美

元，占PDNA报告的所有破坏和损失的36%，其中近

86%的损失是由干旱事件造成的。这些估计值中还缺

少因为生计中断、迁徙和不安全造成的损失。在植

物生长发育的各个阶段，环境条件都会对植物及其生

产力带来影响。研究表明，各生长期内的水分胁迫均

会显著降低粮食产量。284 严重干旱与整个易干旱地

区的主要谷物和大多数其他农作物的产量显著下降

相关联。285 

人类的健康对天气的变化和气候变化的其他方面很

敏感。气温和降水的变化以及热浪和干旱的发生都

会直接产生这些影响。与气候变化相关的生态破坏

（如农作物歉收或疾病媒介转移模式）或社会对气

候变化的响应（如长期干旱后的流离失所）都可能间

接地影响人类健康，而热应激和干旱尤其会对老年人

造成更严重的身体伤害。286

图6.12. 因干旱造成的期望年损失（单位：10亿美元），2015年

（来源：JRC，数据来自NatCatSERVICE、紧急事件数据库（EM-DAT）和DesInventar 2018）
免责声明：这些地图上所显示的边界和名称以及所使用的称呼并不意味着联合国官方赞同或接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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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82 （OCHA 2011）
283 （FAO 2015b）
284 （Singh、Mishra和Imtiyaz 1991）
285 （Hlavinkaa等2009）
286 （IPCC 2014）；（van Lanen等2017）

287 （IPCC 2014）
288 （van Vliet等2016）
289 （IPCC 2014）
290 （Duguy等2013）

到21世纪末，气候变化很可能增加目前干旱地区气

象和农业干旱的频率和严重程度。处于干旱和半干旱

地区的国家会尤其脆弱，因为在目前条件下已经明显

存在过度开发和退化的压力，而且这些地区的水压力

将进一步加剧。287因此，很多其他的经济部门和生态

系统可能会受到气候变化的不利影响。例如，依赖淡

水的生物群将直接受到流量条件变化的影响，还会受

到与流量减少有关的干旱所引起的河流温度升高的

影响。288 旱地的土壤水分会减少，农业干旱的风险

会增加，预计到本世纪末这些地区的农业风险将增

加。289 这可能会导致粮食不安全的风险增加，这一

点对贫困人口来说尤其重要。在很多国家，由于热浪

和干旱的增加，预计火灾风险也会增加，火灾季会延

长，大型、严重火灾会更加频繁。290

6.7 

认识到干旱 

是一种复杂的灾害

干旱是一种缓慢发生的灾害，通常被称为一种“慢性

现象”。对干旱缺乏一个普遍接受的精确定义，增加

了人们的困惑。定义必须具有区域特定性，因为每种

气候建制都有独特的气候特征。干旱的影响是非结构

性的，而且与洪水、热带风暴和地震等其他自然灾害

相比造成的破坏范围和时间范围更广。干旱的风险驱

动因素包括非气象因素，而且往往在空间或时间上与

干旱影响相分离。这些干旱特征会阻碍：准确、可靠

和及时地预报；干旱程度和影响的评估；干旱管理计

划和适当的减少风险战略的制定和执行。同样，地方

社区也难以应付与干旱有关的多时空尺度影响，从而

造成传统风险评估可能无法看到的次级和三级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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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年2月10日，南非开普敦附近特克斯洛夫水库的库容为12%  
（来源：Antti Lipponen CC 2.0 2018）

框6.3. 南非的多年干旱

自2015年以来，南非西开普省经历了持续的

极低和低于平均水平的降水周期，导致2017年

4月至9月期间水文干旱进一步加剧。2018年

初，降水不足导致了该地区一个世纪以来最严

重的一场干旱，对开普敦市来说这是一次真正

的紧急事件。这是南非最大的都市区之一，暴

露人口超过400万。

在这场多年干旱期间，水资源短缺通过水循环

传播，受影响最大的是为开普敦提供饮用水的

水库。

图6.13. 累积时间12个月的长期SPI值在很多个月中都处于极低水平，表明南非开普敦的水文干旱持续时间较长且严重 

（来源：JRC 2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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短期气象指标（例如SPI-3）在干旱高峰期没有

发现任何特别恶劣的情况，因为上一季度的降水

量接近正常，表明最多只是轻度干旱。然而，

较长的降雨积累期（如SPI-12，图6.13）表明

前两年的降水严重不足，SPI值下降到“极度干

旱”水平。这意味着，至少从2015年初开始，

水库的水供应就持续不足。

图6.14. 2015–2017年南非西开普省的累积降水量

（来源：JRC 2018）

图6.14显示了南非西开普省2015年01月到2017

年12月的累积降水亏缺（实线表示累积降水的

月均值）。由于降雨水平持续低于正常水平，亏

缺在时间上出现稳定的增长。

在此事件中，城市当局将每人每天的自来水使

用量限制在50升以内。由于该地区气候较为干

燥，西开普地区有多处专门应对缺水问题的水

库，来应对周期性降水不足。然而，此次情况很

不寻常，极低的水位使供水系统陷入严重困境。

特克斯洛夫水库是西开普供水系统中最大的水

库，占开普敦可用蓄水量的41%，但在2018年

初降至极低水平（约为4.8亿立方米总蓄水量的

11%）。此外，由于城市人口的快速增长，近年

来，水基础设施也没有跟上需求的步伐。得益于

实行限水、集体节水以及部分降水事件，2018

年得以避免所谓的“零水日”。然而，要从这一

水危机中完全恢复过来，还取决于水库的补充和

其他水源的可用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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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年特克斯洛夫水库部分接近干涸，露出通常被水覆盖的树桩和沙子 
（来源：Zaian 2018）

这种主动出击的方法基于多项短期和长期措施，包括

用于及时预警干旱情况的监测系统、识别人口中最脆

弱群体，以及为减轻干旱风险和改进备灾工作定制相

关措施。采用主动出击的方法需要事先规划必要的措

施，来防止或尽量减少干旱的影响。

干旱监测和早期预警（支柱1）是对即将到来的干旱

状况发出预警的有效、积极的干旱管理政策的基础。

此系统要能够确定气候和水资源趋势，探测干旱的

出现或发生的可能性、可能的严重程度及其影响。必

须通过适当的沟通渠道及时向水和土地管理者、政策

制定者和公众传达可靠的信息，以触发开始开展干旱

计划中所规定的行动。如果有效地加以利用，对处

于风险之中的人群和系统来说，这些信息可以作为

减少他们的脆弱性以及改善他们减轻风险和响应能

力的基础。

脆弱性和影响评估（支柱2）旨在确定与干旱有关的

历史、当前和可能的未来影响，并评估脆弱性。干旱

影响和脆弱性评估旨在加强对与干旱有关的自然和人

类流程以及可能发生的影响的了解。脆弱性和影响评

估的结果描述的是哪些人和事物面临风险及其面临风

险的原因。

6.8 

干旱风险管理

虽然不可能控制干旱的发生，但可以通过干旱管理计划中适当的监测和管理战略来减轻干旱产生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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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6.15. 综合干旱管理的三大支柱

（来源：UNDRR，在Pischke和Stefanski之后，2018年）

与干旱缓解、备灾和响应有关的工作（支柱3）致力

于确定适当的缓解和响应措施旨在减少风险、在干旱

期间确定其触发因素以便逐步采取缓解措施（特别是

短期措施），以及明确负责制定和实施缓解措施的组

织机构。触发因素是指决策者基于现有的指南或准备

计划启动和/或终止响应或管理措施的某项指标或指

数的特定值。291 触发因素应该将相关的指标或指数

与影响联系起来。

为了从被动型办法转变为主动型办法，必须考虑地方

或区域的具体情况，包括立法和行政框架以及当地的

干旱驱动因素。一项有效的干旱管理计划应能为正在

进行的一系列备灾和有效的干旱响应措施提供一个动

态的框架，包括：定期审查成果和优先事项；调整目

标、方法和资源；加强缓解干旱的体制安排、规划和

政策制定机制。292

在跨时间尺度的早期预警信息系统概念中嵌入一个用

于缓解危机的关键决策支持工具。巴西、中国、匈牙

利、印度、尼日利亚、南非和美国等国家正在继续努

力开展干旱预警工作。293 东南部非洲已经存在并且

还在继续开展区域干旱监测活动，西亚和北非也正在

开展相关的工作。多个流域的研究和经验表明，跨境

多国水资源管理和治理中存在的一些矛盾可能会妨碍

对社会经济影响的准确评估，还会妨碍有效利用科学

信息来满足在减少长期脆弱性方面的短期需求。

利用展开奖励机制来改善协作、用水效率、需求管理

和发展气候服务的这些经验可以在新威胁出现时为开

展水相关管理提供信息支持。

多项案例表明，在以下情况下，最容易实现气候相关

风险（在本例中为干旱）管理方面的改变：（a）发

291 （Svoboda和Fuchs 2016）
292 （EC 2007）

293 （Pulwarty和Sivakumar 2014）；（Wilhite和Pulwarty 20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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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受关注事件（气候、法律或社会），引发广泛的公

众意识和采取行动的机会；（b）领导和公众（即所

谓的“政策企业家”）参与进来，以及（c）已经建

立好研究和管理一体化的基础。294 最后这一维度强

调的是用于发展合作伙伴的知识应用能力和行动结

果评估能力的架构，以确保系统输出中对变化预测

的可靠性和可信度，从而支持根据新信息对管理实

践方法进行可接受的修订。国家干旱综合信息系统

（NIDIS）和饥荒早期预警系统网络（FEWSNet）就

是在天气-气候连续统一体内统一协调监测和预测、

风险评估以及社区和多部门参与的端到端信息系统

的例子，它们提供不同地区、国家和地方数据和信

息的协调服务，为规划和备灾提供支持。295 得益于

FEWSNet，已经出现了成功预防人道主义危机的干

旱风险干预案例，包括2015–2016年埃塞俄比亚的

严重干旱。

然而，干旱仍然是一种“隐藏的风险”。296 涉及家

庭、社区和个体企业的微观层面措施往往没有得到充

分重视，但我们可以说这些措施才是减轻干旱风险的

最重要因素。总结如下：297 

尽管干旱保险是一种有效的积极措施，但由于存在

交易成本高、信息不对称和逆向选择等障碍，很多

发展中国家在制定正式的干旱保险机制方面都受到

阻碍。298

JRC、综合干旱管理项目、NIDIS、FEWSNet以及其

他的信息和风险管理系统的经验表明，早期预警是一

个积极的社会流程，各组织网络可以通过这一流程进

行协作分析和协调。299 在此背景下，各种指标可以

帮助确定何时何地最需要政策干预，同时历史和体制

分析可以帮助确定需要了解的流程和切入点，以便减

少脆弱性。将当地的知识和实践方法考虑进来可以促

进相互信任、可接受性、共同理解以及社区的主人翁

意识和自信。300 对于早期预警系统来说，与各项指

标同样重要的是这些系统所处的治理环境，这方面也

需要我们的进一步关注。需要将集中和分散的活动结

合起来，特别是在所谓的“最后一英里”采用以人为

本的战略。

• 研究发现，更稳固的土地保有权、更易获取电力

和农业推广都能帮助孟加拉国农户采取减轻干旱

风险的实践方法。类似地，获取有稳固的土地保

有权、市场和信贷在帮助摩洛哥农民应对干旱方

面也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 更好地获取信贷已经帮助埃塞俄比亚的农户更好

地应对干旱的影响，因为他们无需再放弃他们的

生产资产。此外，由于埃塞俄比亚的很多农村家

庭倾向于将其储蓄用于饲养牲畜，而牲畜在干旱

期间可能会化为乌有，因此普及金融服务和其他

储蓄机制也有助于减轻干旱风险。

• 改变土地利用和调整耕作方式也经常被认为是增

强干旱恢复力的好方法。

• 通过开展非农活动和剥离牲畜资产可以改善生计

的多样性。

• 强大的资产基础和多样化的风险管理选项是肯尼

亚和乌干达抗旱型家庭的主要特征之一。这些方

面主要是因为这些家庭接受了更好的教育，拥有

针对各种灾害的应对措施的更多知识。这使他们

能够实现收入来源的多样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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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94  （Pulwarty和Maia 2015）；（Wilhite和Pulwarty 2017）
；（Gleick S2018）

295 （Pulwarty和Verdin 2013）
296 （UNISDR 2011a）
297 （Gerber和Mirzabaev 2017b）
298 （OECD 2016）

早期预警系统不仅仅是预测灾害和发布警报的科学和

技术工具，而应该被理解为在科学上可信的、权威的

和可获取知识的重要来源。这些系统综合了能帮助决

策（正式和非正式）的关于风险领域和来自风险领域

的信息，使脆弱的部门和社会群体能够减轻即将发生

的灾害事件的潜在损失和破坏。

主动型干旱管理的成本通常低于不采取行动的成本，

并会产生重大的经济效益。例如，一项研究估计，美

国联邦紧急管理署（FEMA）在减少干旱风险上每花

费1美元，该国将在未来的灾害成本上节省至少2美

元。减轻干旱影响的相关行动包括更稳固的土地保有

权、更易获取电力、更易获取信贷、改变土地利用和

调整耕种模式、更好地利用地下水资源和采取非农活

动实现生计多样化等。303 

干旱风险管理可以带来巨大的社会经济共同效益，因

为部分相关行动不仅可以增强针对干旱的恢复力，还

可以帮助抵御额外的社会经济和环境冲击。例如，人

们已经将提供农业推广、精耕细作、非农活动和高等

教育的区域和地方网络（与更强的抗干旱冲击恢复力

有关）确定为有助于解决土地退化、促进减贫和改善

家庭粮食安全的因素。304

6.9 

未来之路 

评估干旱对社会和环境造成影响的风险是一项艰巨的

任务。此项任务之所以很复杂是因为，干旱现象具有

缓发的性质，其空间范围和时间跨度往往很大，可能

导致远离干旱的地区的级联影响，而且其影响还可能

在干旱结束后持续很长时间。缺少关于过去影响（破

坏和损失）的标准化数据也是一个更复杂的问题。最

后，还需要研究野火、热浪甚至洪水等其他灾害之间

的相互关联以及综合风险。这些风险评估需要针对具

体的部门，需要获取与相关部门有关的一套充分的环

境和社会经济数据。

很多在气候变化面前表现出脆弱性的热点地区也表现

出土壤水分和土壤质量下降的情况，同时适应能力也

在下降。情景设定（基于过去、现在和预测的事件）

可以帮助更好地了解是否将过去的数据的概率信息以

及气候尺度的累积风险一起使用，以及怎样才能更好

的使用。我们迫切地需要比目前更严格地对待气候模

型所产出的结果，特别是在影响评估方面，从而为地

方层面的适应工作提供支持。所有这些的核心是打造

一个高质量监测系统的可持续的网络。

299 （Pulwarty和Verdin 2013）
300（Dekens和综合山区发展国际中心 2007）
301 （多灾种缓解理事会 2005）
302 （Logar和van den Bergh 2013）
303 （Gerber和Mirzabaev 2017a）
304 （Gerber和Mirzabaev 2017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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围绕干旱采取主动行动的主要假设是，当前或前期行

动和投资可以产生重大的未来效益。目前尚没有关于

干旱的全面研究。已经有人概述了迄今采取行动的益

处和不行动的代价方面所取得的进展情况。305 在干

旱以及其他灾害中，我们还需要做更多的工作来实现

所谓的“恢复力的三重红利”。306

益处包括：

需要明确承认不同的社会价值，需要加强合作的体制

机制，需要收集有关干旱影响的标准化数据，作为减

少脆弱性和增强恢复力的基础。“干旱和气候变化如

何影响未来的脆弱性”将成为一个在研究和安全方面

日益受到关注的领域。

6.10 

新出现的问题：为2020年 

干旱特别报告确定基调

尽管上个世纪在干旱研究方面取得了重大进展，但是

在如今这个联系日益密切的世界中，新出现了多个有

关干旱风险管理的关切领域：

鉴于这些挑战，UNDRR将于2020年发布一份关于干

旱风险的特别报告。上述讨论重点介绍了此特别报告

将讨论和进一步探讨的一些关键方面和挑战。

a. 避免灾害发生时遭受损失

b. 通过减少灾害风险来刺激经济活动

c. 制定特定灾害风险管理投资的共同效益或用途
a. 与气候变化相关的不确定性及其在各个层面的表

现，包括级联风险。

b. 了解干旱影响传播的日益复杂途径（例如水-

能源-粮食的错综关系、社会生态缓冲因素和阈

值）。

c. 评估干旱影响的成本，以及采取行动的效益和不

行动的成本。

d. 加强技术、效率和以社区为基础的知识所发挥的

作用。

e. 与人类安全、全球联网的风险以及影响恢复力的

冲突之间的联系。

f. 强调治理、融资和决策在预测、评估和采取行动

减少和管理复杂风险影响方面的作用。

g. 需要明确承认各种社会价值，并加强有关合作的

机构机制，包括数据收集。“干旱和气候变化如

何影响未来的脆弱性”将成为一个在研究和安全

方面日益受到关注的领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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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5 （Gerber和Mirzabaev 2017b） 306 （Tanner等2015）

第I部分  
总结和建议

总结

本部分致力于说明目前针对多种灾害的风险管理知识

的范围。并且几乎可以肯定地说目前的衡量、量化和

相应的响应措施不足以应付灾害多方面相互关联的

挑战，而且我们对风险暴露的广度以及脆弱性的复杂

详情知之甚少，在应对表面现象之外，我们还有很

多工作要做。风险确实是系统性的，迫切地需要协

调一致共同努力，采用综合、系统和创新的方法来

减少风险。

建议
“还有数百万人没有接受不确定性的现实”

- George Packer

• 联系与协作：此项工作已经在进行中，早在《仙

台框架》生效之前就已经开始了。但是，我们需

要在应对系统性挑战上怀着雄心壮志和广泛合作

的精神，同时还需要秉承与挑战规模相匹配的无

私人文情怀。特别是，与社会科学研究的整合非

常重要。

• 投资：资源上的挑战始终是更好地管理风险的首

要障碍。应该加大对地观察（EO）、计算能力、

缓解措施、监管执法和安全网络的投入，还应该

加大投入来减少不平等，改善参与度、获取度和

教育机会。

• 利用：目前朝向开放数据、协作科学和云计算的

发展趋势正处于黄金时代。信息的价值如此之

大，以至于囤积、孤立、竞争和保护信息的冲动

可能会主导这个日益不平等的世界。现在就是充

分利用、巩固和加强“相互支持和人道主义”价

值观的重要时刻。

• 接受不确定性：过去的GAR避免将干旱像其他灾

害一样全面包含在内，特别是因为干旱特别难以

处理。干旱涉及非常多的驱动因素和影响，而且

往往是间接的。但这不应该成为避免谈论干旱的

理由，因为这种具有破坏性的灾害每年影响数亿

人，并造成难以估量的经济损失。风险将不再简

单。对于风险科学家、政策制定者以及任何面临

风险沟通任务的人们来说，接受这一点既困难也

非常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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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殊案例研究

在国家风险管理系统中的地方灾害损失

数据收集——从埃塞俄比亚到冈比亚

埃塞俄比亚的很多农村社区依赖传统的浅井，比如冈萨拉萨的这口井。当干旱导致地下水水位下降时，它们就会干涸，

带来当地牲畜损失、粮食短缺和健康影响。 

（来源：Jean-Yves Jamin，https://flic.kr/p/Gsj85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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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案例研究强调必须将风险管理系统关联起来不仅要

寻求地方层面的意见还要通过政策、结构、治理和耐

心来增强不断发展的风险管理系统建设。

2014年，埃塞俄比亚开始开展记录灾害事件所导致

损失的艰巨工作。此项流程得到了UNDRR的支持，

基于专门开发的工具，在尽可能最低层的行政单位来

收集、验证和汇总数据。

就埃塞俄比亚而言，这意味着在“县级（第三级行政

部门）进行数据收集。这个国家拥有近700个县。然

后，这些数据再分别汇总到所属的70个地区，而后

区数据再汇总至一个州的总数据。

 

在地方层面收集灾害事件数据和有关损失时，埃塞

俄比亚加入了一个大约包含100个国家的集团，这

些国家都正在使用灾害损失核算工具DesInventar来

系统地记录灾害损失。307更重要的是，埃塞俄比亚

致力于开展了对任何国家的行政治理能力来说都是

一项挑战的数据收集工作。埃塞俄比亚之所以这样

做，是因为他们知道，除了地震活动频繁之外，他

们的领土还面临着迄今未计数的小规模、广布型灾

害的影响，这些灾害会侵蚀发展资源，并破坏该国

最贫困人口的发展机会。由于埃塞俄比亚人口众多

（1亿），人均GDP在任何全球指数中都处于最低的

五分之一，308、309、310准确地了解这些地方性损失的

性质将有助于帮助提升未来发展的决策，使其能够

更好地有针对性开展恢复力建设。

307  （UNISDR 2019）
308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 2019）
309  （世界银行 2019）
310  （联合国统计司 20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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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7%
生物灾害

25% 干旱

9%洪水

6%火灾
其他5%

18%
鼠疫

埃塞俄比亚灾害损失数据库的灾害事件类型记录，2018年

截至这份案例撰写之时，埃塞俄比亚与灾害有关的损

失的公共数据库中拥有约15000条记录。还有1万条

记录等待核查。这种数据收集规模是非常卓越的，基

本实现了埃塞俄比亚的承诺：了解其灾害影响的基本

情况；向其人民表明每一片被破坏的农场、每一场本

地洪水或流行病爆发都很重要，而且都将被统计、计

算；并分享了其经验，以增进全球对风险的理解。

埃塞俄比亚数据库中的损失数据也构成了本GAR第II

部分损失数据的一部分。如果没有埃塞俄比亚付出的

巨大努力，这些数字将不那么准确，因此有效性也会

下降。埃塞俄比亚的模式启发了该地区其他国家开始

系统地核算灾害损失。自2014年以来，又有19个非

洲国家开始使用同样的方法来记录他们的损失。

冈比亚就是随后加入这一行动的国家之一。其流程是

一样的。目标是建立一个可以帮助将风险信息纳入公

共投资规划和决策的系统。要做到这一点，首先要建

立一个全国灾害损失数据库，来核算过去的损失，然

后根据一些已经建模的风险来评估已经经历过的损

失情况，再根据预测的损失来评估预算支出，从而确

定预算是否充分和针对性是否适当。作为同一项目的

一部分，非洲的其他18个国家也开展了这一行动。

冈比亚的数据库比埃塞俄比亚的新很多，因此包含的

记录也要少得多。这也反映了该国的规模、所面临的

暴露情况，以及现有的信息收集报告结构。但是，尽

管与埃塞俄比亚相比，冈比亚人口较少，灾害的范围

更加有限，暴露的资产也较少，但是冈比亚的损失同

来源：（UNDRR 20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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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洋风暴给冈比亚的渔业经济造成损失，并可能因为气候变化而加剧

（来源：Vila, R.（2015））

样重要。冈比亚国家灾害管理局明白，要想管理损

失，就必须要了解损失并核算损失。通过一系列的平

台、数据收集会议，以及新的法规和计划，冈比亚还

承诺支持实现数据收集的制度化，以确保即便在此项

目的其他部分正在进行的同时，数据收集仍然作为一

个并行流程继续进行。

收集过去的损失数据是必要措施，但不是充分措施。

埃塞俄比亚和冈比亚在数据收集和反思流程中进行了

大量投入，以便了解在过去情况下哪些工作比较有

效，以及未来还有哪些可以改进的地方。他们正在思

考管理风险工作的监管、系统性和相互关联性。尽管

气候变化的影响预示着非洲大部分地区将面临严峻挑

战，但从今天开始行动并进行长期规划的国家正在为

适应气候变化做好准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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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言

随着风险的复杂性和范围的演变，《仙台框架》代表着一种转变，即从将灾害风险纳入主流转向采用管理社

会、经济和环境活动中所固有风险的方法，从而实现可持续发展。《仙台框架》包括七大全球目标，还包括一

套全面的指导原则，可以为减少灾害影响提供指导，同时应对灾害风险的潜在驱动因素，守护当前和未来几代

人的发展成果。向具有恢复力和可持续性的社会过渡取决于对灾害风险进行负责任地管理。会员国已采取大胆

举措，在国家报告系统内制定并纳入了各项目标和指标以及相关数据。

本部分内容将介绍全球灾害风险概况，并根据现有的

最新灾害数据，对各国关于国家报告的具体例证进行

比较分析，盘点迄今为止的经验教训。其中重点指出

了报告头几年期间取得的成功和遭遇的挑战，并为进

行进一步改进提供早期的经验教训。虽然观察期仍然

太短，无法在全球范围内得出明确的结论，但是我们

可以观察出灾害影响在强度、地理和社会经济分布方

面的某些规律，并且针对在减少灾害风险方面做得更

好的国家，总结了他们的出发点和方法。

会员国就《仙台框架》的主张达成一致，即在气候变

化、环境退化、贫困和不平等加剧下，灾害风险正在

第II部分：
《仙台框架》的实施 
与灾害风险知情 
可持续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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死亡率
高收入国家

国际报告的灾害事件中90%以上的死亡发生在低
收入和中等收入国家

约2/3的住房损坏是由与水文气象
致灾因子有关的灾害导致的

报告其国家和地方减少灾害风险战略状况的会员国
数量（目标E）正在逐步增加，但仍只占少数。 

低收入和
中等收入国家

报告

水文气象灾害

1 （联合国大会 2015c）
2 （联合国 2015c） 

3 （联合国 2015a）
4 （联合国 2016b）

迅速演变，正在跨越不同地域和收入水平产生级联影

响。此部分的报告分析回顾了UNDRR《仙台框架》

监测工具（SFM）的贡献，着重强调了不同的全球

框架采用统一报告的交叉收益。此项分析已经认识到

需要付出更多努力来管理这些相互作用，使它们产生

协同作用。因此，此项分析概述了在《仙台框架》和

其他2015年后协议之间建立协调一致性方面的国际

和国家进展情况。

在追求采用综合方法来减少风险和实现发展方面， 

《仙台框架》并不孤单。《仙台框架》是

2015–2016年期间达成的一系列经过国际磋商的众

多协议中不可分割的一部分，这些协议包括《2030

年议程》1、《巴黎气候变化协定》（在气候变化中

为可持续、低碳、具有恢复力的发展奠定基础）2、

第三次国际发展融资大会上通过的《亚的斯亚贝巴行

动议程》（AAAA）3（列出一系列财政上可持续的、

对国家适当的措施，来根据公共目标调整金融流动，

减少结构性风险，实现包容性增长），以及2016年

联合国住房和可持续城市发展大会上通过的《新城市

议程》（NUA）（推出促进平等、福祉和繁荣的城市

发展新模式）4。

（来源：UNDR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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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7章： 
《2030年议程》中的
风险减少

7.1 

《仙台框架》的目标和监测：简介 

《仙台框架》想达成的结果是到2030年“大幅减少个人、企业、社区和国家的经济、实体、社会、文化和环

境资产在生命、生计和健康方面的灾害风险和损失”。其第17段描述了达成此结果的目标：

通过实施能防止和减少灾害风险暴露、减轻面对灾害的脆弱性、加强响应和恢复准备工作的综合

型包容性经济、结构、法律、社会、健康、文化、教育、环境、技术、政治和体制措施来防止出

现新风险，减少现有灾害风险，从而加强恢复力。

《仙台框架》概述了七大目标和四大优先行动领域，

通过预防产生新的灾害风险和减少现有的灾害风险

来增强恢复力。四个优先行动领域是：（1）了解灾

害风险，（2）加强灾害风险治理，管理灾害风险，

（3）进行减灾投资，构建恢复力，（4）加强有助

于高效响应的备灾工作，并在恢复、复原和重建中致

力于“重建得更好”。5

自2015年以来，越来越多利益相关方已经为实施

《仙台框架》做出了重大努力，涉及众多不同的地

域、部门、司法管辖区和规模。这些努力都致力于实

现表7.1所列的一项关键成果和目标以及七项全球目

标（A-G）。

5（联合国 2015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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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标A：到2030年大幅降低全球灾害死亡率，力求使2020–2030十年全球平均每100,000人死亡率低于2005–2015年水平

目标B：到2030年大幅减少全球受灾人数，力求使2020–2030十年全球平均每100,000人受灾人数低于2005–2015年水平

目标D：到2030年通过提升恢复力，大幅减少灾害对关键基础设施的破坏和基本服务的中断，包括卫生和教育设施

目标C：到2030年将直接灾害经济损失降至全球国内生产总值（GDP）的一定比例

每10万人中因灾害导致死亡和失踪的人数
（此指标应根据指标A-2、A-3和人口数据进行计算）

A-1

每10万人中因灾害而受到直接影响的人数
（此指标应根据指标B-2至B-6和人口数字进行计算） 

B-1

相对于全球国内生产总值因灾害事件造成的直接经济损失
（此指标应根据C-2至C-6指标和GDP数据进行计算） 

C-1

灾害对关键基础设施的破坏D-1

灾害造成的基本服务中断的次数
（此指标应根据D-6至D-8指标进行计算）

D-5

灾害造成的住房部门的直接经济损失
（数据将按受损和毁坏住房进行分类）

C-4

灾害造成的直接农业损失。

（农业包括农作物、牲畜、渔业、养蜂业、水产养殖和森林部门以及相关设施和基础设施）

C-2

每10万人中因灾害导致死亡的人数 A-2

每10万人中因灾害受伤或生病的人数 B-2

因灾害而住所受损的人数B-3

因灾害而住所被毁的人数 B-4

灾害造成的所有其他受损或被毁生产性资产的直接经济损失C-3

灾害造成的被毁或受损卫生设施的数量D-2

灾害造成的被毁或受损教育设施的数量 D-3

灾害造成的被毁或受损关键基础设施单位和设施的数量D-4

灾害造成的教育服务中断的次数 D-6

灾害造成的被毁或受损关键基础设施所带来的直接经济损失C-5

灾害造成的被毁或受损文化遗产的直接经济损失C-6

因灾害而生计中断或丧失的人数B-5

每10万人中因灾害导致失踪的人数 A-3

灾害造成的卫生服务中断的次数D-7

表7.1.《仙台框架》的七大全球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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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标F：到2030年加强国际合作，对执行本框架的发展中国家完成其国家行动提供有效和可持续支持

目标G：到2030年大幅增加人民可获得和利用多灾种预警系统以及灾害风险信息和评估结果的机会

按照《2015–2030年仙台减少灾害风险框架》通过并实施国家减少灾害风险战略的国家政府数量E-1

多边机构提供的用于国家减少灾害风险行动的官方国际支助总额（ODA加上其他官方资金）F-2

双边提供的用于国家减少灾害风险行动的官方国际援助总额（ODA加上其他官方资金）F-3

用于转让和交流减灾相关技术的官方国际援助总额（ODA加上其他官方资金）F-4

为发展中国家提供减少灾害风险方面的科学、技术和创新转让和交流的国际、区域和双边方案和倡议的数量F-5

发展中国家中在减少灾害风险相关能力建设方面的国际、区域和双边方案和倡议的数量F-7

由国际、区域和双边倡议提供支持用于加强他们与减少灾害风险有关的统计能力的发展中国家数量F-8

每10万人中通过地方政府或国家广播机制得到早期预警信息的人数G-3

在国家和地方层级向人们提供可获取、可理解、可用的灾害风险相关信息和评估的国家数量G-5

按照国家战略通过并实施地方减少灾害风险战略的地方政府所占比例

（应提供负责减少灾害风险的国家层级以下的适当级别政府的信息）

E-2

早期预警后，通过预防性疏散措施降低遭受灾害或处于灾害风险中的人口百分比

（鼓励有能力这样做的会员国提供有关疏散人口数量的信息）

G-6

用于国家减少灾害风险行动的官方国际援助总额（官方发展援助（ODA）加上其他官方资金）

（关于提供或接受有关减少灾害风险的国际合作的报告应按照在各自国家适用的方式进行。鼓励受援国提供有关国
家减少灾害风险支出估计数额的信息）

F-1

目标E：到2020年大幅度增加已制定了国家和地方减灾战略的国家数量

灾害造成的其他基本服务中断的次数 D-8

用于减少灾害风险能力建设的官方国际援助总额（ODA加上其他官方资金）F-6

拥有多灾种早期预警系统的国家数量G-1

拥有多灾种监测和预报系统的国家数量G-2

拥有早期预警行动计划的地方政府百分比G-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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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益于会员国在《2005–2015年兵库行动框架》

（HFA）期间做出的重大努力，使相关成果、目标和

指标的实现成为可能。HFA重点关注从灾害响应到灾

害管理的转变来减少灾害风险，6 而《仙台框架》致

力于支持范式的转变。《仙台框架》关注更广泛的致

灾因子和风险范围，包括自然的和人为的、环境的、

技术的和生物的致灾因子和风险。它强调减少现有的

风险，还强调预防产生新风险对可持续发展至关重要

（如果做不到这一点，发展的成果将被逆转）。

在HFA期间，监测系统由会员国和区域政府间组织两

年一次的自我评价报告组成。此系统基于22个核心

指标（主要是政策指标）根据五大优先行动事项来识

别趋势、进展领域和挑战。很多会员国参加了这项工

作，自2007年以来，大约80%的会员国至少在四个

两年期监测周期内提供一次国家报告。2007–2009

年有61个国家编制了报告，2009–2011年有105个国

家，2011–2013年有101个国家，2013–2015年有

95个国家。

HFA的核心指标关注的是投入，而非产出或结果。然

而，《仙台框架》设有七大全球目标，其中四个重点

关注的是结果。与向管理风险的转变相一致，从A到

D的四个目标是客观和可衡量的，用相对于国家人口

和经济的规模来评估灾害损失的减少情况。目标A和

B明确允许相对于2005–2015年量化基线数据进行进

展情况的国际基准比较。

尽管《仙台框架》先于SDG达成，但是2015年后协

议的磋商是并行开展的，而且是相互支持的。因此，

《仙台框架》期望联合国大会“将其作为联合国大

会和峰会后续协调统一流程的一部分来审查《仙台

框架》实施的全球进展情况，如适当，还应与经济

和社会理事会、可持续发展高级别政治论坛和四年

综合政策评估周期保持一致⋯⋯”（第49段）类似

地，《仙台框架》还建议，应该建立一个有关DRR

相关指标和术语的不限成员名额的政府间专家工作

组（OEIWG），通过政府间流程来制定相关指标。

此工作组的工作是与可持续发展目标各项指标机构

间专家组（IAEG-SDG）的工作一起进行的（第50

段）。从2015年下半年开始，这两个政府间工作组

及其各自的秘书处（UNDRR和联合国经济和社会事

务部（UN DESA））密切合作，为《仙台框架》和

《2030年议程》制定全球指标和监测框架。

OEIWG由会员国和有关利益相关方提名的专家组

成，制定了DRR的相关术语以及七大全球目标的一

套38个进展指标。有关指标和术语的建议包含在

OEIWG的报告内，随后于2017年2月获得了联合国大

会的批准。7 

OEIWG建议UNDRR推动以下工作：

（a）在国家政府联络点、国家减少灾害风险办

公室、国家统计局、经济和社会事务部和其

他相关合作伙伴的参与下，为灾害相关数

据、统计和分析制订最低标准和元数据； 

（b）同有关技术合作伙伴一起制订衡量指标和

处理统计数据的方法。

6 （联合国 2007） 
7 （联合国大会 2016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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仙台减灾框架 可持续发展

目标

消灭贫困

可持续发展的
城市和社区

气候行动

每10万人中因灾害死亡、失踪和受到直接影响的人数

相对于全球国内生产总值（GDP）因灾害造成的
直接经济损失

因灾害造成的相对于全球GDP的直接经济损失、
关键基础设施的破坏和基本服务中断的次数

按照国家减少灾害风险战略，通过并实施地方减少灾害风险
战略的地方政府所占比例

按照《2015–2030年仙台减少灾害风险框架》通过并
实施国家减少灾害风险战略的国家政府数量

与此同时，IAEG-SDG中的会员国也确定了SDG多项

目标与DRR之间的明确关系，即SDG 1、11和13：

消除贫困、建设韧性和可持续性城市，以及采取应对

气候变化的行动。IAEG-SDG随后确认了OEIWG为衡

量这些目标进展情况所推荐的指标。此OEIWG报告

于2017年3月在联合国统计委员会第四十八届会议上

为了支持对《仙台框架》和《2030年议程》相关

要素的监测，UNDRR开发了相应的在线SFM，

作为所有会员国报告他们进展情况的一种报告机

制。UNDRR主导了一个综合流程，包括：8

 

获得认可。UNDRR被指定为共同指标的托管机构，

目前这些共同指标被用于衡量《仙台框架》全球目标

A-E以及SDG 1、11和13灾害相关目标的进展达成情

况。因此，对两个框架进行共同监测已经成为现实，

此举减少了数据收集方面的重复工作，减轻了各国的

报告负担。

图7.1.《仙台框架》与《2030年议程》——多用途数据、综合监测和报告  

 （来源：UNDRR）

• “《仙台框架》数据准备情况审查”是由会员国

开展的一项审查，旨在评估针对《仙台框架》七

大全球目标的38项全球指标的报告能力。此项

审查揭示了《仙台框架》在数据需求、数据可用

性和监测能力方面存在的不足；没有任何国家报

告称其可以针对所有指标获取或可能获取相关

数据。

• 在与会员国和其他合作伙伴协商的基础上，

采用用户驱动的方式开发了一个在线 S F M

原型。SFM是与企业应用中心（Enterpr is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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针对目标A-E使用SFM及其灾害损失数据库子系统的

首个报告周期从2018年3月份开始，并为2018年可

持续发展高级别政治论坛的审议提供了相关信息。11

有关2015–2017年期间目标A-G的报告于2018年10

月开始，这些报告构成了本GAR第8章分析的基础。

7.2  

目标监测所需的数据

本节内容描述了监测《仙台框架》七大目标所需的国

家数据类型。此概述将帮助理解监测系统是如何收集

和使用数据的。

表7.1所列的全球指标需要衡量三种独立但相互关联

的指标：

8   （联合国 2017）
9   （联合国 2017a）；（UNISDR 2018b）

10 （联合国经济及社会理事会 2017）
11 （联合国经济及社会理事会 2018）

Application Centre）合作开发的，于2018年3

月1日上线。

• 针对已商定的全球指标，制定技术指南说明，其

中包括灾害相关数据和统计的最低数据标准和元

数据，以及衡量指标的方法。9此技术指南说明于

2018年1月推出，用于协助会员国汇编使用SFM

进行报告所需的数据。技术指南说明的制定工作

是由OEIWG发起的，期间UNDRR与部分国家的

国家统计局以及UN DESA统计部门和联合国区域

经济委员会（REC）（特别是联合国欧洲经济委

员会（UNECE）和联合国亚太经济与社会委员会

（ESCAP））密切合作，来支持设定与灾害统计

有关的标准。

• 会员国监测报告的信息已经被纳入2018年可持

续发展高级别政治论坛（HLPF）的2017年和

2018年SDG报告内。《仙台框架》和SDG的所

有共同指标都在SDG分类中都被列为一级或二级

指标。10 

• 与国家政府机构开展全面能力发展活动，支持会

员国使用SFM提供系统性报告。为满足高效减少

风险的需求， 国家政府可以在不同的政府和行政

层级酌情选择尽可能多的报告机构，旨在让广泛

的利益相关方参与进展情况的监测和报告工作。

• 根据OEIWG的建议，每个国家根据本国情况制定

相应的目标和指标，为具体的国家减少灾害风险

战略提供支持（应在2020年达成目标E）。

• 第一类衡量的是就减少损失和灾害影响在国家层

面根据《仙台框架》实施减少风险工作所取得的

具体成果。包括降低死亡人数（目标A）、受影

响人数（目标B）、直接经济损失（目标C）以

及关键基础设施的损失和基本服务的中断（目标

D）。这些目标衡量了实施《仙台框架》将给各

国带来的部分主要好处。

• 区域政府间组织可以为所在区域使用SFM监测和

报告实施进展情况做出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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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2.1 
目标A到D——灾害损失

目标A、B、C和D分别是有关减少以下方面灾害损失

的目标：死亡率（A）、受影响人数（B）、相对于

GDP的经济损失（C），以及关键基础设施的破坏和

基本服务的中断（D）。每一个目标都拥有几个有关

损失和破坏的指标。例如，目标A致力于减少灾害造

成的死亡人数，采用两个指标来衡量：死亡人数和

失踪人数。

每一项指标都可以根据具体的标准/变量进行分解，

以更详细的方式给出。例如，目标A的两项损失指标

（死亡或失踪）可以按年龄、性别、收入水平、残疾

状况、致灾因子和地点进行分解。因此，作为一个数

字出现的实际上是许多数字，它们可以描述主要指标

的不同方面。

数据分解的目的是对信息进行更深入的分析和利用。

例如，按年龄或性别进行数据分解能帮助以证据为基

础了解灾害对处于生命周期不同阶段的儿童、青年、

残疾人、老年人或妇女造成的不同影响。对致灾因子

进行数据分解能帮助提高我们对特定致灾因子以及风

险对特定社区影响的理解。

鉴于这一流程的复杂性，《仙台框架》第24(d)条建

议，国家“系统地评估、记录、共享和公开说明灾害

损失，并酌情在具体灾害事件暴露和脆弱性信息的背

景下了解灾害在经济、社会、卫生、教育、环境和文

化遗产方面的影响”。

收集这些数据的最佳方法是建立、维护和系统地改进

灾害损失数据库。世界上越来越多的国家正在使用

DesInventar Sendai，这是一种收集、存储、分析和

显示灾害导致的损失数据的简单统一的方法。它使

用《仙台框架》对灾害及其影响的定义，同时使用

可进行数据分解的指标（包括OEIWG推荐的所有38

个指标）。12  

得益于此类数据的详细程度，记录与一系列中小型、

反复发生、会导致损害发生和累积的事件有关的损失

也是可能的，从而对所谓的“广布型风险”进行估

算。13 这些中小型灾害经常不在全球灾害数据库中，

但是可能对生命和生计造成侵蚀性损害，特别是针对

脆弱的贫困社区和家庭。

SFM的数据代表的是对无数小型、中型和大型灾害

影响的年度汇总。灾害损失数据库支持通过SFM报

告的年度数据合并。DesInventar Sendai可以对数据

进行可视化，或者向SFM全球目标领域提供信息的

自动传输。

• 第二类与目标E和G相关，定性地衡量会员国如

何建立政治和体制机制，来支持他们根据《仙台

框架》减少风险，即制定DRR策略以及在多灾种

早期预警系统（MHEWS）和风险信息等方面取

得进展。

• 第三类衡量的是根据目标F加强国际合作的情

况，这并非是对某项具体结果或国家实施情况进

行衡量，而是衡量国际社会内为DRR提供支持的

水平和类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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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UNISDR 2018b）12 （UNISDR 2019a）
13 （UNISDR 2013b）

SFM的子系统包含一个多国家的灾害损失数据库，

此数据库会对来自多个国家的独立数据库的信息进行

整理、协调和整合。从此系统中，合并后的损失数据

可以自动从SFM主系统传输至相应的目标和指标。

此大型数据库（在撰写本文时大约有70万条记录）

与GAR一起公开，而且也是使用DesInventar Sendai

构建的。重要的是要注意，并非所有国家都使用DesI

nventar Sendai，尽管那些依据技术指南说明规范建

立了自己损失数据库的会员国，也可能会使用几种

替代方法之一，来将详细的损失数据传输至《仙台框

架》损失数据库。

有效监测的效果最终掌握在会员国手中，需要他们积

极和持续的参与。首次审查表明，有必要在国家层面

建立更详细、结构良好的灾害损失数据库，从而支持

根据目标A-D来衡量结果。这将是今后几年在国家层

面重点关注的能力建设和机构协调领域。此类系统是

宝贵的工具和数据集，它们将帮助更好地了解全球和

国家层面的风险和灾害影响。

7.2.2  
目标E——风险减少战略

目标E和G不同于目标A-D和目标F，因为它们本质上

是定性的目标。因此，所需的数据性质和收集数据所

需的流程也是不同的。报告目标E和G的人员必须熟

悉其国家的DRR政策框架，而非从损失报告或国家预

算数字等数据来源中获取数据。

实现目标E的截止日期是2020年，有两个全球指标：

（a）制定和实施了国家DRR战略的国家数量与《仙

台框架》同步以及（b）制定和实施了地方战略的地

方政府百分比与相应国家战略相一致。

在报告时，会员国需要首先确定现有国家和地方战

略，然后应用《仙台框架》有关国家减灾战略的十项

评估标准。这样，就有可能从一系列定性判断中得

出有关战略一致性的一个指示性“总分”。14标准的

评估人员需要拥有DRR方面的专门知识，并且熟悉其

国家与DRR有关的战略以及相关机构结构、立法、信

息可用性，以及项目和流程。评分中存在一个主观因

素，即可以乐观地或悲观地指定一个中等的分数，而

这必然会对评估分数产生影响。但是，只要这些评分

标准随时间保持一致，并被认为是与灾害损失统计

等数据相比属于不同类型的定性衡量标准，那么这

些标准就可以为评估国家减少风险战略提供一种有

用的方法。

7.2.3  
目标F——国际合作

目标F要求受援国和援助国提供有关国际合作的财务

数据。

援助国家数据：用于此目标的数据包括统计报告员每

日历年度提供的国家行政部门中有关国际合作的数

据。统计报告员（通常隶属于国家援助机构、外交

部，或财政部或经济部内）负责收集各个国家/机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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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发展援助统计数据。15从以往数据来看，无论是援

助国或受援国都没有全部系统地提供与DRR有关的数

据；因此，《仙台框架》的报告要求有望促进系统地

收集此类数据。

有关目标F的技术指南说明建议针对DRR使用一种新

的政策标记工具，此举已经获得OECD统计工作组的

通过，16旨在支持对从援助国到受援国的资金流动开

展统计分析工作。OECD设计了此标记来为OECD发

展援助委员会（DAC）的审议提供信息支持。此标记

是一种定性统计工具，用于识别和记录以DRR作为政

策目标的援助活动。它可以为援助国和受援国提供一

种更加具体的方法。基于此标记的数据可以提供一种

衡量DAC会员国（或者根据此标记和方法所应用的地

方，也可以用于衡量某一部委或适当机构的援助预算

情况）对援助支持DRR的分配方法，包括有关以下方

面的概况：

通过使用此标记方法，援助国和受援国拥有更多选择

来生成分解数据，例如按部门对数据进行分解。这是

一种与目标A-D拟定方法相一致的方法，通过这种方

法可以在国家层面上收集和使用分解数据，从而为政

策和行政决策提供信息支持，同时还能在国际层面上

确定全球趋势、挑战以及减少风险投资的优先领域。

受援国数据：OEIWG还鼓励受援国提供关于国家DRR

支出估计数额的信息。通过使用国家核算数据来计算

国家DRR支出，受援国可以估算出官方国际资助占国

家DRR行动总支出的比例。这是对OEIWG成员国强调

在衡量目标方面展现政府政策领导作用（发展中国

家）重要性的回应。

里约标记（Rio Marker）法最初是OECD为了追踪

CCA公共投资而制定的，随后经UNDRR修改后被用

于DRR领域。此方法已经在西南印度洋地区的5个

国家进行了测试，然后又在亚洲、拉丁美洲和非洲

的15个国家进行了测试，此方面已经在这些国家作

为“风险敏感性预算审查”（RSBR）工作的一部分

帮助估算了受援国的国家支出情况。17 

RSBR是一项针对预算或系列预算开展的简单的、系

统的定量分析，使国家能够估算并认可其在DRR方

面的投入（每份国家报告的附件A 18 都描述了其预

算审查方法），同时一些国家正在开始使用此方法

来评估其公共投资计划和融资策略。19、20 如果RSBR

是由国家政府开展的，其审查结果通常用于追踪公

共投资情况，而且可以包含流入的资金情况。针对

一系列年度预算进行的RSBR可以支持识别和追踪

随时间的变化趋势。RSBR还能对风险管理的组成

部分进行分类，指出需要重点关注的趋势，例如增

加在预防/减少风险方面的投入，而非对灾害的重

复响应。

国家在预算审查期间可以根据他们的具体情况组合使

用RSBR和OECD的DRR援助标记方法，从而有效地获

取在SFM中进行报告所需的有关国家DRR行动所获得

国际援助的所有数据。

• 重点关注单个的DRR项目/计划

• 对致力于DRR的援助的全球估计

• 重点关注DRR的DAC会员国援助的比例

• 优先考虑的DRR重点援助部门

• 个别部门内的投资

• 援助优先级别以DRR考量为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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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OECD 2018b）
16 （OECD 2017c）
17 （UNISDR 2015f）
18 （UNISDR 2015d）

7.2.4  
目标G——多灾种早期预警系统和灾害风险信息的

可用性和普及性

目标G要求采取一系列定性措施，来评估以下方面

的进展情况：“到2030年大幅增加人民可获得和利

用多灾种早期预警系统以及灾害风险信息和评估”。

目标G有六项全球指标，涉及多灾种早期预警系统

（MHEWS）的质量以及灾害风险信息和评估的质量。

其中一项指标（G-6）是一项独特的产出指标，要求量

化早期预警信息在人员疏散方面的影响和效果。

目标G的报告需要围绕有效的MHEWS国家系统拥有

一套完整的定性数据，UNDRR技术指南手册已经对

此提供了相关指南。21 这些指南是在听取了专家意

见后通过公开磋商会基于OEIWG的审议结果而制定

的。此指南还使用了MHEWS核查清单。22 

7.3 

总结

减少风险在可持续的城镇化和发展以及CCA中的中心

地位毋庸置疑，而且已经被明确纳入各项2015年后

全球发展议程。全球、区域和国家各级正在开展的工

作体现出一种集体意愿，即促进并实施以风险为基础

的全面方法，来打造具有恢复力和可持续性的经济和

社会。在数据的可用性以及实现这一雄心壮志的能力

正在逐步提升的同时，国际、区域、国家和次国家各

级的活动也在扩大，为我们指明了前进的方向，对此

我们将在第III部分进行更详细的讨论。然而，至关重

要的是要保持势头，并继续协调全球和国家加强统计

能力，推动报告工作。如果要首先覆盖那些最落后的

群体，需要我们拥有紧迫感。这种紧迫感应该在准

确、及时、相关、可互操作和可访问数据的支持下转

化为政治领导力、持续的资金投入以及对风险知情政

策的承诺。

19  （UNISDR 2015b）；（UNISDR 2015c）； 
（UNISDR 2015e）

20 （UNISDR 2015b）
21 （UNISDR 2018b）
22 （WMO 20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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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8章：
实现《仙台框架》 
全球目标的进展情况

联合国秘书长有关《仙台框架》实施情况的2018年

报告强调“根据《仙台框架》的七个全球目标以及可

持续发展目标中减少灾害风险相关目标，全面概述进

展情况”对引导高级别政治论坛（HLPF）和2019年

全球减灾平台的讨论至关重要。23  

在线SFM系统是官方的会员国报告机制，辅以已经

编制和发布的技术指南说明。此监测系统可以为提交

以下方面的国家报告提供平台：

监测工作需要会员国做出巨大努力，来收集、输入和

核查联合国大会和联合国统计委员会商定的各项指标

所需的所有数据。

本章使用来自SFM系统的数据（包括灾害损失数据

库，并辅以其他来源的数据），重点介绍的是对各国

在实现《仙台框架》全球目标（A-G）方面所取得的

进展情况进行的定量分析。此定量分析根据在线监测

系统报告中截至目前的可用数据，对特定指标的具体

趋势、模式和分布进行了详细分析。本章还介绍了监

测系统的结构，展示了已经取得的成果，并在可能的

情况下介绍了数据趋势，同时还展示了会员国对监测

流程的参与程度。

• 基于商定的38项指标的《仙台框架》七大全球
目标 

• 三大SDG目标的11项指标，UNDRR是这些目标
的托管机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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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1  

《仙台框架》监测数据库

新的在线《仙台框架》监测系统是一个最先进的系统，由联合国大会通过，旨在为OEIWG建议的所有新指

标、扩展的致灾因子类型和元数据机制提供支持。访问网址为https://sendaimonitor.unisdr.org。

用于灾害损失和破坏数据收集的相关在线工具DesInv

entar Sendai（访问网址：https://www.desinventar.

net）也于2018年1月15日正式推出。UNDRR损失和

破坏数据公共存储库中的现有数据库也已迁移，以支

持OEIWG的要求。这一经过改进的系统支持使用共

同的方法来收集所有尺度（时间和空间）的详细灾害

损失和破坏数据。它还支持捕捉到具有时间和位置信

息的灾害信息，从而支持对灾害损失和破坏进行强有

力的分析。邀请所有会员国参与监测工作，并尽快开

始数据收集流程；于2018年3月31日取得了为SDG监

测和报告作出了贡献的首个数据报告里程碑。

气旋帕姆肆虐瓦努阿图（2015），摧毁15,000座房屋
（来源：Silke von Brockhausen/UNDP瓦努阿图）

23 （联合国大会 2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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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标报告概述

国家报告概述

死亡率 受影响人口 经济损失 关键基础
设施和服务

减灾战略 国际合作 早期预警和
风险信息

未开始
进行中
可进行验证
已验证

132
18
17
28

未开始
进行中
可进行验证
已验证

142
15
24
14

未开始
进行中
可进行验证
已验证

140
29
13
13

未开始
进行中
可进行验证
已验证

162
8

12
13

未开始
进行中
可进行验证
已验证

139
22
15
19

未开始
进行中
可进行验证
已验证

159
14
15

7

未开始
进行中
可进行验证
已验证

147
26

9
13

195
国家合计

116
未开始

67
进行中

7
可进行验证

5
已验证

A B C E GD F

8.1.1  
损失数据子系统如何为有关全球目标的数据贡献力量

截至本GAR撰写之时，可以获取DesInventar格式的104个国家的数据。这些数据库包含当地收集的有关灾害损

失的详细数据，使人们能够有代表性地了解灾害对各国的影响。此项倡议是一项开放数据和开源倡议，使政

府、受影响社区和其他利益相关方（包括私营部门）都能获取这些信息。以下各节所述的分析就是根据SFM综

合损失数据库的数据分析得到的。

8.1.2  
2018年会员国对监测系统的参与情况

截至2018年10月31日，已经有96个国家开始使用

《仙台框架》监测系统，其中79个国家输入了全球

目标数据，针对每个目标的进展程度各有不同。还有

16个国家已经开始确定他们的机构设置，或输入此

系统所要求的社会经济数据，例如人口、GDP、汇率

和其他变量。

在输入指标数据的79个国家中，迄今最普遍报告的

目标是有关死亡人数的目标A，有63个国家提供了至

少一年的数据。53个国家报告了目标B, 56个国家报

告了目标C和E, 33个国家报告了目标D, 48个国家报告

了目标G, 36个国家报告了目标F。

在各个目标内，不同指标的报告也存在差异，这反

映了数据的可用性和收集方面的挑战。其中最明显

的是目标F（国际合作），约有一半报告的国家（36

个国家中的19个）无法提供八项指标中任何一项的

数据。

8.1.3 
未来可能纳入监测系统的新数据类型 

截至2018年7月，除了针对《仙台框架》全球目标在

图8.1. SFM全球目标进展情况（截至2018年10月）

 （来源：UNDRR、SF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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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统内已经确定和包含的目标和指标之外，《仙台框

架》监测系统还允许会员国设置由国家自己定义和定

制的目标和指标。会员国可能出于多重原因希望能自

己定制目标和指标。衡量《仙台框架》全球目标的实

施水平只能反映一个国家所取得进展的某些方面。但

《仙台框架》是一份复杂的文件，其中包含广泛的一

系列减少风险和损失的建议措施。各国需要验证这些

建议和措施在多大程度上适用于他们的具体情况，因

此可能希望以一种能为他们的政策实施提供相关信

息的方式来衡量自己的实施水平。此外，根据目标

E，国家DRR战略应该具有国家的“目标、指标和时

间框架”，以及作为《仙台框架》监测系统一部分的

定制指标。

会员国才刚刚开始建立定制目标和指标的系统，因此

还不可能进行详细的分析。作为努力达成目标E的一

部分，会员国预计将按照《仙台框架》优先事项2的

建议，在国家DRR战略中设计各种定制目标和指标。

8.2  

灾害损失：《仙台

框架》目标A-D

8.2.1  
达成目标A-D：损失是否正在减少？

由于制定会员国报告系统需要广泛的专家意见和磋

商，到目前为止，仅有时间尺度较短的数据收集结果

和相关报告，而且提供数据的国家数量太少，因此无

法提供深入的趋势分析。因此，以下分析仅仅是基于

有限数据得到的结果，但是在分析时已经最好地利用

了现有数据，包括与其他数据源的对比。

将《仙台框架》中两个目标（死亡人数（A）和直接

经济损失（C））与全球数据源进行了比较。分析证

实，已经发现的进展似乎是正确的，因为所有的数据

系列都呈现同样的趋势——尽管在全球数据集中在可

用的指标范围和组成方面存在限制。关于实现前四个

目标的多数结论都是相当积极的，特别是在考虑相对

值的情况下。随着经济的增长和世界人口的增加，更

多的资产和人口暴露在风险之下，这会影响到对死亡

人数或经济损失等指标的解读。相对值允许对不同人

群随着时间的推移所受灾害的真实影响和规模做出更

准确的结论。例如，按绝对值计算，较富裕家庭可能

损失更多，因为他们拥有更多会遭受损失的资产。虽

然绝对数字也是有用的——它们可以提供关于灾害趋

势和成本的信息，但是它们往往不能详细地说明长期

来看灾害如何影响人们的生活。在灾害损失数据分析

中，最重要的是收入或资产损失的比例，因为损失

的严重程度取决于经历损失的个人以及他们经历损

失的方式。

8.2.2  
目标A——死亡人数：已证实相对于人口规模的死

亡人数长期呈下降趋势

首个全球目标是减少灾害造成的死亡人数。根据参

与《仙台框架》监测流程的国家报告以及其他全球

数据集所收集的数据，死亡人数的绝对值和相对值

都在下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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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终，针对目标A和B（即死亡人数和受灾害影响的人数），将进行2005–2015年的HFA期间与2020–2030

年《仙台框架》最后十年的对比。只有35个国家拥有2005年至2017年的完整数据。2016年和2017年，81个

国家中有69个国家分别报告了死亡人数数据，但这些国家与完成HFA基线的国家并不相同。因此，下面的初步

分析重点关注已经完成HFA基线的83个国家，考察的是2005–2015年期间的数据。

图8 . 2报告的是2 0 0 5 – 2 0 1 5年期间来自S F M和

EM-DAT的死亡人数数据。各国通过《仙台框架》监

测系统报告的数字比EM-DAT平均高出39%，某些年

份甚至高出300%，这是因为对数据集应用的方法不

同。EM-DAT对什么构成灾害（至少10人死亡、100

人受影响、宣布进入紧急状态和呼吁国际援助）所采

用的阈值意味着很多中小型灾害没有考虑在内。这一

差异可能非常显著，特别是对于那些没有受到大规模

灾害事件影响的国家，或者是在数据没有被大规模灾

害所主导的年份。

从这两个数据库报告的数据来看，从2005年到2015

年，全球死亡人数似乎在下降（图8.2）。有几个原

因可以解释这一现象。许多研究 24 和之前的GAR都强

调了这一趋势，并将持续的经济发展和更好的灾害管

理与死亡人数的下降联系在一起，特别是对于那些可

能获得早期预警的灾害类型。除了更好的、可用性更

强的早期预警系统（已证明早期预警系统在水文气象

事件中非常有效）之外，第I部分还讨论了脆弱性分

析的附加价值，并指出我们需要为那些针对最脆弱群

体的灾害影响维度建立度量标准。25  

图8.2.《仙台框架》监测系统中按国家报告的以及EM-DAT中全球报告的针对已完成2005–2015年基线年份数据的83个国家和地区的
死亡人数

（来源：UNDRR，数据来自DesInventar和EM-DAT）  
注：由于样本中没有海地，2010年显示的数据偏低。

224 第 8章



海啸（212514 - 28%）
气旋（145408 - 19.2%）
地震（82409 - 10.9%）
洪水（74013 - 9.8%）
生物（46115 - 6.1%）
多灾种（42611 - 5.6%）
意外（42611 - 5.6%）
降雨（32746 - 5.6%）
滑坡（39922 - 5.3%）
火灾（8677 - 1.1%）
其他

尽管全球各地的证据表明，提升恢复力与减少脆弱性

之间存在直接联系，但在继续监测《仙台框架》实施

情况的同时，更好的数据和分析将能够更好地揭示

这些关系，并提供相关信息以帮助决策者沿着正确的

方向制定预算和采取行动。其他对死亡人数减少的可

能解释包括，会员国积极开展减少风险存量的工作，

例如世界许多地区的防洪设施建设、针对大规模事件

做更切实有效的准备工作（包括设计避难所和疏散设

施），或根据地震法规改造现有建筑。

过去二十年的死亡数字一直受到大型地质事件的影

响，这些事件占全球死亡人数的51%（EM-DAT），

之前在死亡人数分布方面发现的其他规律仍然有效。

特别是，灾害造成的死亡人数集中在较低收入国家，

较低收入国家仍然占灾害死亡总数的大部分。

死亡人数相对较高的国家集中在低收入和中低收入

国家群体内（图8.4）。例如，在1990–2017年灾

害死亡人数与其人口比例最高的20个国家中，前5

在同期的SFM基线样本中占所有死亡人数的39%。其

他的数据来源和研究也证实了这一现象。这种现象可

能有几个原因，包括不可能提供或者不能有效地提供

地震事件预警，以及不抗震的建筑和基础设施中存在

巨大规模的现有风险存量（改造的成本非常高昂而且

非常耗时，尽管所有者和政府已经努力开展工作，而

且改进并更好地执行了建筑法规和土地使用规划）。

此外，在某些情况下，海啸预警可以为挽救生命提

供足够的提前时间，如2011年日本的成功预警。然

而，2018年10月，印度尼西亚帕鲁7.5级地震引发的

海啸造成了1500多人死亡，预警只有4分钟的提前时

间，因此效果较差。

个都是低收入或中低收入国家，只有5个是中上收入

国家。海地每10万人中有91.33人死亡，是迄今为

止死亡率最高的国家。海地主要受地震的影响，

其次是2010年的霍乱疫情以及2004年的风暴和洪

水影响。死亡率第二高的国家是缅甸，气旋（如气

旋纳尔吉斯）、热带风暴、洪水和山体滑坡都造成

了很高的死亡人数。

图8.3.1997–2017年《仙台框架》监测系统中所有国家的死亡人数的灾害类型分布情况

24 （Guha-Sapir等2017）；（Below和Wallemacq 2018） 25 （UNISDR 2017e）；（Walsh和Hallegatte 2019）

（来源：UNDRR，数据来自DesInventa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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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8.4. 1990–2017年灾害导致的死亡人数集中于少数几个剧烈事件中  

（来源：UNDRR，数据来自EM-DAT）

在分析灾害死亡人数的趋势时，可以观察到死亡人

数高度集中在高强度灾害内（图8.4）。自1990年

以来，四大事件导致了近一半的总死亡人数。2005

年巴基斯坦地震在SFM和EM-DAT记录的2005年全

球死亡人数中分别占64%和93%。2008年缅甸气旋

在SFM和EM-DAT记录的2008年全球死亡人数中分

别占85%和97%。虽然这些数字呈现上升趋势，但

这一趋势在统计上不显著，因为它会随所选择的时

期以及相应时期内发生的具体的集中型灾害而任意

变化。

如图8.5所示，其中报告了根据基线国家情况汇编

的数据以及一个所有SFM国家的样本。相对于其人

口规模，低收入国家的死亡和失踪人数比任何其他

收入等级的国家都要高出很多。一般来说，在较高

收入的国家，每10万人的平均死亡和失踪率往往较

低。与按收入划分的国家群体相比，小岛屿发展中国

家（SIDS）的平均比率高于中低收入国家的平均比

率。鉴于小岛屿发展中国家的数据基本上仍不完整，

图8.5和8.6中给出的可能是被低估的结果。

26 （萨摩亚 2018）
27 （UNISDR 2015a）；（联合国大会 2017c）；（联合国大会 2014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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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岛屿发展中国家由于其独特的特点以及对环境和

经济冲击的内在脆弱性，一直被认为是需要重点关

注和提供可持续发展资金的特殊地区。未来的灾害

损失对很多小岛屿发展中国家来说都是一种生死存

亡的威胁。

在《萨摩亚途径》中期审查过程中，世界领导人呼吁

采取紧急行动，应对小岛屿发展中国家继续面临的系

统性风险和脆弱性：

我们对气候变化的不利影响已经对小岛屿发展中

国家造成的不断升级的破坏深表关切⋯⋯我们重

申，我们与因自然灾害的强度和频率增加而受到

影响的会员国团结在一起。我们进一步呼吁通过

实施能防止和减少灾害风险暴露、降低面对灾

害的脆弱性、加强响应和恢复准备工作的综合

型包容性经济、结构、法律、社会、健康、文

化、教育、环境、技术、政治、金融和体制措施

来防止出现新风险，减少现有风险，从而加强

恢复力。26

这些脆弱性涉及人口规模和土地面积小、空间分散、

地处偏远、资源和出口基础狭窄、贸易增长乏力、

国家债务水平高以及全球环境方面的挑战，包括气

候变化的一系列影响。27 在某些情况下，人力、技术

和体制能力薄弱，加上国内资源短缺和不平等，都

会导致形成低生产力和投资以及有限的技术转移的

恶性循环。

与其他发展中国家相比，小岛屿发展中国家面临着一

系列特殊的挑战，使他们无法调动和吸引大量的必要

资金来实施《2030年议程》。例如，大多数小岛屿

发展中国家被列为中等收入国家，不符合从多边和双

边贷款机构获取优惠贷款的资格标准，尽管他们面临

图8.5. 2005–2017年不同收入国家群体和小岛屿发展中国家的每10万人年平均死亡和失踪人数

（来源：UNDRR，数据来自DesInventar和世界银行）  
注：分析中的基线国家是指在2005–2015年期间不间断报告数据的国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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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8.6. 2005–2017年小岛屿发展中国家按国家划分的每10万人年平均死亡和失踪人数

着较大的环境和经济风险。联合国、世界银行、英联

邦秘书处、加勒比开发银行和其他几个国际组织已经

图8.6显示了在小岛屿发展中国家中比率最高的前15

个国家2005–2017年每年每10万人的平均死亡和失踪

人数。显然，灾害对数个小岛屿发展中国家来说是一

种生死存亡的威胁，可以颠覆一个岛屿的整个经济。

例如，据世界银行估计，如果没有热带气旋，牙买加

的经济预计将实现每年4%的增长。然而，在过去的

40年里，每年仅增长0.8%。类似地，2017年飓风玛

利亚袭击了多米尼加，造成的损失相当于该国GDP的

226%。29 图8.7针对按地理位置分组的国家提供了同

成立了一个联合技术工作组，研究他们如何能最好

地支持各国以符合其国情的条款和条件获取资金。28 

样的比例数值。据观察，亚洲和大洋洲是每10万人死

亡和失踪人数比率最高的区域，其次是非洲。

长期趋势

如前所述，图8.2基于11年数据所报告的趋势可能具

有局限性，尽管这些都是可以用于在未来衡量此目标

进展情况的最新可用数据。例如，死亡人数的下降

似乎完全是由于2005年至2010年期间大规模事件的

（来源：UNDRR和世界银行）

28 （Hurley 2017） 29 （Kreisberg等2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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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生频率高于随后的对比时期，鉴于时期较短，因此

这种比较可能不具有代表性。可以假定，造成大量死

亡的大规模事件的频率是短期内全球死亡人数趋势的

真正驱动因素。因此，需要更长的时间才能得出更清

晰的结论。

于是，图8.8使用EM-DAT的数据研究了41年的时间期

间的全球每10万人相对死亡人数。向下倾斜的拟合线

显示，从1977年到2017年，每10万人的死亡人数比率

有所下降。1977–1996年期间，每10万人死亡人数的

年平均比率为1.56，1997–2017年期间下降到1.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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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8.7. 2005–2017年按地区划分的每10万人年平均死亡和失踪人数

（来源：UNDRR，数据来自DesInventa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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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8.8. 1977–2017年全球每10万人相对死亡人数

（来源：EM-DAT、联合国统计数据，由UNDRR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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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8.9. 1977–2017年全球绝对死亡人数（EM-DAT） 

在SFM中，如果可以收集到足够长时间的损失和人口

数据，我们就可以将在报告期内针对每个国家灾害所

导致的平均每10万人的死亡和失踪人数（指标A-1）

或其他相对指标（例如，每10万人的受灾害影响人数

（指标B-1），或相对于G D P的直接经济损失（指标

C-1））看作一份风险地图（图8.10）。到目前为止，

还没有足够的数据使这些地图具有很高的统计可信

度。如果会员国继续依照《仙台框架》监测，用于此

类地图的数据将会变得更加丰富，并最终能够为《仙

台框架》的实施、进展和影响提供有用的深入见解。

（来源：EM-DAT、联合国统计数据，由UNDRR处理）

图8.10. 指标A-1，每10万人死亡人数，数据为《仙台框架》监测系统中81个国家的2017年数据

（来源：UNDRR） 
免责声明：此地图上所显示的边界和名称以及所使用的称呼并不意味着联合国官方赞同或接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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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类方法来表示，这些统计方法也不能取代风险研

究人员进行的特定类型的数学模型。这些风险地

GAR09绘制了一幅世界多灾种（主要自然灾害）地

图。去除《仙台框架》监测系统数据中的世界空白区

域，则相对死亡率（A-1）与GAR09死亡率风险地图

之间存在良好的相似性。

图会受到可用数据带来的分辨率方面的限制，但它

们可提供一种通过所经历损失的直接数据来验证 

模型。

建立并维护详细损失数据库的国家可以使用这种技

术来生成评价指标风险地图，即使在较低分辨率的

情况下，这份评价指标风险地图也可以有效地表示

反复发生的局地灾害，如与天气有关的灾害或生物

图8.11. 全球风险评估死亡风险指数——GAR09

（来源：UNDRR） 
免责声明：此地图上所显示的边界和名称以及所使用的称呼并不意味着联合国官方赞同或接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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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8.12. 指标B-1a，受影响人数，SFM中83个国家的2000–2015年数据

8.2.3  
目标B——受影响人数

直接受灾害影响的人数评价指标可以通过以下方法

计算：（a）需要医疗照顾的人数（受伤或生病）；

（b）居住在被灾害毁坏或破坏的住房内的人数；

（c）生计受到影响的人数。虽然会存在一些重复计

算（例如受伤人员和住在受灾住房内的人员），但此

评价指标的主要目的是核实趋势。因此，其目的是衡

量这一目标的实现情况，例如，如果这些数字增长，

则受影响的总人数必然增长，反之亦然。如果这一数

字呈下降趋势，那么可以有把握地认为受影响的总人

数正在减少。

应用这些方法需要获取重要的相关数据。针对某个国

家内受灾害影响的相对人数的每一项指标都面临着挑

战，特别是在确定生计受到影响的人数方面。《仙台

框架》的目标A和目标B要求将损失数据除以人口数

量，从而得出相对人口的损失数据，让国家内部和国

家之间的数据更加具有可比性。

对本GAR而言，针对目标B的前五个指标，都能获

取良好的数据：人口中受影响的相对人数（B-1）、

患病或受伤人数（B-2）和受损和/或毁坏的住房

（B-3、B-4和B-5）。但是，对于生计指数（B-6），

只能估计与农业损失有关的工作者人数，无法估计其

他部门的类似数据。随着越来越多的国家在监测系统

中提交报告，包括有关生产性资产损失（指标C-2和

C-3）的更好报告，这些指标也能帮助核算有关受影

响人群的更多信息。

图8.12显示的是计算得出的16年期间相对于人口规

模的受影响人数。所显示的83个国家的数据与2000–

2015年的报告高度一致。这一数字没有显示出明显的

趋势，必须谨慎对待高比率数字——例如，2015年

被尼泊尔地震所主导，较少国家报告此年份的数据。

（来源：UNDRR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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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与目标A相反，目标A的相对趋势显示死亡人数在

下降。这可能反映了通过预防性措施在降低死亡风险

方面取得了良好成果，相关预防性措施包括疏散、更

好的早期预警系统，以及多项暴露因素的脆弱性下降

等，其中最显著的是在住房部门（图8.20，显示了住

房部门的相对损失趋势）。然而，与死亡人数下降相

反的是，在计算受影响人数中包含的其他影响（包括

伤害和生计中断（特别是农业部门）以及与相关破坏

有关的经济影响）似乎正在增长。

受灾人口与系统性风险——应对流离失所

正如此GAR全篇所展示的那样，单个灾害事件发生虽

然不可避免，但是灾害可能在各个部门和系统中引发

的影响（扩大不良后果的广度、持续时间、范围和规

模）是可以预防的。这些消极影响可能的表现形式包

括国内和跨境人口流动、可预防的业务中断、经济困

难、社会动荡、饥饿、贫穷和疾病等。

2008年至2018年期间，自然灾害平均每年造成2390

万人流离失所。30 灾害是记录中被迫流离失所的主要

触发因素，而且目前还没有任何减轻的迹象。31 人们

选择采用很多就地战略和异地战略来应对灾害影响，

包括对人口流动的影响。人们可能会逃往国内其他

地区或跨境32逃离，寻找一处更安全、暴露较少的地

方。为了应对灾害和环境退化或者预期会发生这些情

况，其他形式的人口流动也正在进行中——包括被迫

流离失所、自愿迁徙和有计划的重新安置。经济动机

在塑造从农村到城市中心的迁移路径方面扮演着推动

和拉动因素的关键角色。

在全球范围内，根据国内流离失所监测中心

（IDMC）的统计，2018年就新增1720万人因气候相

关灾害和自然灾害而流离失所。灾害背景下的流离失

所是一个日益令人震惊的全球性现实。根据UNHCR

保护和返回监测网络的数据，2018年1月至12月期

间，新记录了约有88.3万名国内流离失所者，其中

32%与洪水有关，29%与干旱有关。由于气候变化和

环境退化的缓慢影响，将出现更多的人口迁移。33 气

候变化的影响预计将增加极端天气事件的不规律性和

强度，并通过加剧现有的自然资源短缺（如水压力）

来推动渐发型灾害导致流离失所的风险。也门是世界

上缺水最严重的国家之一，其情况就是一个资源减少

导致流离失所的明显例子和提醒。

图8.13. 按致灾因子种类划分的与灾害相关的新增流离失所情况

32 （南森倡议 2015）
33 （国内流离失所监测中心 2018）

30 （爱尔兰红十字会 2018）
31 （国内流离失所监测中心 2017）

（来源：IDMC数据 20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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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个联系日益紧密和相互依存的世界上，流离失所

可能导致人们面临新的风险和挑战，如不平等、气

候变化、贫困、低就业/失业和快速城市化，从而加

剧脆弱性。为躲避灾害的影响而逃离家园往往是生与

死的抉择。但是，灾害导致的流离失所（包括疏散，

在某些情况下，还包括在环境压力下有计划的搬迁安

置）往往会产生严重的长期社会、经济和法律影响，

特别是在长期情况下。34 气候变化的影响和自然资源

管理不善会导致生计逐渐遭到侵蚀，这些往往是选择

新的家庭环境的决定性因素，从而分散环境压力因素

的风险和灾害的影响。快速的无规划城市化也会带来

新的风险。国内流离失所者（IDP）的就业机会往往

限于低质量的日常劳动，这对家庭预算、储蓄和支出

都会产生消极影响，并会导致IDP进一步管理风险和

应付消极冲击的能力下降。35 另外，IDP往往被迫定

居在高风险地区（例如洪泛平原、正在下沉的土地或

山坡等），人们对这些地区控制较差，然而这些地区

往往是人们最易负担得起但却容易发生灾害的地区。

这进一步增加了二次流离失所风险的可能性。36

《仙台框架》对人口流动作为风险驱动因素的系统复

杂性给予了应有的关注，同时也为增强恢复力提供了

机会。《仙台框架》强调了灾害造成的流离失所的

后果，但同时也指出了移徙者可以通过汇款、网络、

技能和投资在应对风险根源和提升恢复力方面做出贡

献。《全球移民契约》也确认了DRR与灾害流离失所

之间的关系，此契约旨在减轻阻碍人们建立和维持可

持续生计的不利驱动因素和结构性因素。

图8.14. 2018年新增流离失所的绝对值和相对值

（来源：UNDRR，数据来自IDMC 20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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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IDMC数据 2018）

然而，图8.13–8.15显示，虽然在制定全球规范框架

和政策方面取得了进展，但是并没有在预防和应对灾

害引起的流离失所挑战方面进行相应地实施和充分的

投入。37 如果不采取更大规模的行动来减少风险和增

强恢复力，脆弱性和风险暴露将在未来继续推动灾害

风险的上升。38 

8.2.4  
目标C——直接经济损失

绝对和相对损失数据

长期以来，“损失呈指数级增长”和“损失达到前所未有的水平”等说法已经主导了对灾害造成的经济损失的

讨论。这些估计在“盘点”平均损失时是有用的。图8.16显示，1980年至2017年，经通胀因素调整后的总体损

失和保险损失显著增加。然而，这些数字无法确定灾害损失如何影响人们的生活，也无法提供更详细的细节。

34 （UNISDR 2018a）
35 （Santos和Leitmann 2016）
36 （UNISDR 2014）

37 （国内流离失所监测中心 2018）
38 （UNISDR 2015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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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将数据与人口或经济规模联系起来来考察经济损

失的多项研究给出了一幅有些不同的图景。这种方法

着眼于研究相对于暴露情况（例如人口规模、GDP、

资本存量等）的损失，以及在通货膨胀和财富增长等

因素推动下的经济规模和形态的变化。39  

《仙台框架》采用一种特定类型的经济损失数据方

法，并规定目标C是到2030年减少与全球GDP相关的

灾害直接经济损失。当损失数字除以GDP时，就会出

现一个关于相对损失的不同观点，本节随后将对此

进行阐述。

当前数据中记录的损失水平可能会增加，因为暴露元

素的货币价值更高了，而且更多的此类有价值的资

产会暴露在风险中。这些因素不应与较高的风险混

为一谈。单个资产具有特定的风险水平，此风险不

取决于资产的价值，也不取决于是否存在其他的暴露

资产。将损失除以GDP的方法也能更好地反映风险水

平的变化。

使用可用的数据，下文章节衡量了参与国家正在达

成目标C的程度，展示了经济损失的情况。就死亡人

数而言，有一组国家已经拥有了基线年份（2005–

2015年）的完整数据，还有另一组不同的国家仅报

告了2016年和2017年的数据。这会妨碍进行全期间

一致分析的可能性。

同样重要的是，目标C没有明确规定要分析数据的最

短期间。如果要保证监测的结果与《仙台框架》期间

的结果相符，那么等到2030年再分析2015年至2030

年的趋势可能就太晚了。然而，各国降低风险的工作

并没有从2015年开始。HFA期间也应该考虑进来，

图8.16. 1980–2017年灾害损失总额和保险金额

（来源：UNDRR，数据来自慕尼黑再保险）

39 （Barthel和Neumayer 2012）；（Barredo 2009） 40 （Zapata Martí和Madrigal 20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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甚至还应该考虑这两个框架之前的若干年份（DRR在

政府议程中地位较低的一段时期），以获取能够证明

这两个框架所建议行动效力的趋势。

经济损失评估的数据和方法

经济模型

为《仙台框架》监测系统构建的用于评估灾害直接

经济损失的经济模型正在开发当中。此模型从更详

细和更精炼模型的概念和方法入手，例如联合国拉

丁美洲和加勒比经济委员会（ECLAC）的方法，但

是经过简化可以应对评估全球各地数百或数千起事

件的挑战 40 ，虽然还没有针对经济损失进行适当的

实地经济评估，并且随着目标和指标技术指导说明

的制定而不断完善。

为SFM提议的方法是从为GAR开发的简化版本开

始的。所考虑的项目数量已经在不断增加，当时

GAR11只有少量项目，GAR15增加了一般农作物和

牲畜，而如今的列表中包含200多项变量。虽然拟议

的一套方法相对简单，但由于很多指标缺乏可用的信

息，因此这也是一项具有挑战性的分析任务。然而，

随着越来越多的国家报告汇总和分解数据，最终将建

设一个更好、更契合现实情况的经济损失模型，用于

评估目前和过去的灾害损失。

农业

联合国粮食及农业组织（FAO）与UNDRR一起制定

了一种经过修正的用于估计农业部门损失的方法。此

方法广泛使用国家农业统计数字，包括种植面积、农

作物产量以及该部门所特有的其他信息。灾害对农业

部门的经济影响被分为多个次部门（农作物、牲畜、

森林、水产养殖、渔业、仓储和资产），以更好地反

映各个次部门的不同特点。就农作物和动物产品而

言，相应地要求各国报告有关公顷数和动物数量的数

值必须经过转换，以匹配目前可用的经济价值单位。

在哥伦比亚蒙波西纳盆地地区，降低针对气候变化的风险和脆弱性  
（来源：UNDP哥伦比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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洪水（162亿，27.3%）
干旱（122亿，21%）
鼠疫（73.9亿，12.4%）
寒潮（62.3亿元，10.5%）
森林大火（60.1亿，10.1%）
降雨（38.9亿，7%）
多灾种（31.8亿，5%）
风暴（8.7亿，1.5%）
生物灾害（7.6亿，1.3%）
火山喷发（7.5亿，1.3%）

当拥有足够的可用数据时，这是可以计算的。例如，

对于特定的年份和农作物，其损失的计算方法为：损

失的公顷数乘以预期产量再乘以每吨的平均价值。

遗憾的是，并非所有国家、农作物和年份都能获取

当地的价格和产量信息。在很多情况下，虽然可以

从FAOSTAT信息中提取数据，但仍然存在重要的数

据缺口。为了填补这些缺口，只能根据相似的人均

GDP（GDPPC）来估计区域价格集群。当缺少任何

国家的此类信息时，就会使用相应的集群数据。在极

端情况下，只好使用世界平均值。在动物产品方面，

也遵循同样的逻辑，唯一的差别是产量，FAO统计处

为此提供了国际有效的重量平均值。在没有提供分

解数据的情况下（即没有单独报告农作物和牲畜数

据），会出现另一种特殊情况。在这种情况下，会根

据收获的可用面积和农作物价格进行加权平均计算。

尽管可能存在数据缺口，但是通过SFM功能对可能

的数据来源进行三角剖分，可以对农业部门的灾害损

失进行整体分析，如图17所示。

图8.17. 2005–2015年按灾害类型划分的农业直接损失

生产性资产和住房部门

SFM采用一种基本方法来评估技术指南中描述的构

建元素的经济价值。这种方法会基于建设成本（采用

每平米为单位）、建筑的平均规模、建筑内容物的开

销费用（家具、电器和设备），以及相关物理基础设

施的成本（城市和网络基础设施，如车道、下水道、

供水和供电线路）来为某一构建元素（例如一座房屋

或学校，或一般建筑）分配一个价值。

价值 = 资产数量×平均资产规模×每平米的建

设成本×设备比率×基础设施比率

为了实际实施这一方法，已经根据所有经济活动

的“国际标准工业分类”（ISIC，第4版）制作了一

个重要若干类型资产成本数据库。41 此清单包含了与

主要经济部门相对应的几乎所有类型的建筑项目，由

各国自行决定是否增加更具体的类别，并对最初提议

的建筑价格进行调整。

（来源：UNDRR、提供SFM报告的83个国家，2018年3月数据，按2010年恒值美元计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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继GAR13和GAR15中进行的分析之后，最初使用社

会住房单位的概念来对住房部门进行评估（即采用

默认的经济评估估算住房成本，将其作为向需要住

房的家庭提供基本住房所需的社会住房单位的平均

大小）。国家可以修改此平均大小，以获得更精确

的、更符合具体情况的数值。采用类似的方式，教育

和卫生设施大小会在最初设置中设为每种类型的小型

设施的大小，从而提供一个保守的价值估计。同样，

与农业损失中所使用的流程一样，在没有找到任何数

据时，此方法会使用根据人均GDP估算的国家数据集

群来获取国家内每单位面积的建筑价值。

会员国可以基于区域或国家偏好修改为每个项目提供

的所有参数，如资产的平均面积、各个类型资产的建

设成本、设备与建设成本的比例、相关基础设施与

建设成本的比例，以及受损资产的平均修复成本损坏

比。这是一种非常灵活的工具，完全可以根据每个国

家的具体情况进行相应的调整。

关键基础设施 

OEIWG关于DRR术语的报告将关键基础设施定义为提

供对社区或社会的社会和经济功能至关重要的服务的

物理结构、设施、网络和其他资产。在有关目标D的

技术指南说明中，将“拟议的UNDRR基础设施部门

分类”章节中所列的资产类别作为关键基础设施，包

括范围非常广泛的设施和网络。根据此目标本身的要

求，关键基础设施包括卫生中心、医院和教育设施，

此外还包括其他部门的具体设施，例如发电厂、政

府设施、交通网络、以及供水、排污和固体废物处

理设施。关键基础设施的建筑物（例如卫生和教育设

施）的评估方法与上一节描述的生产性资产类似，尽

管根据目标D对其作为关键服务提供者的角色的评估

有所不同。

技术指南说明中的方法对线性网络（特别是道路）

的经济评估给出了简单的建议。此方法基于相应网

络每线性单位（米）的建造费用或修复费用。在道

路方面，根据世界银行的数据和统计，提供了用于

恢复和重建未铺设道路和单车道铺设道路的默认保

守数值。

列出的资产类型还包括更具体的结构，如发电厂和水

处理设施。没有为这些项目提供默认值，因为它们存

在巨大的差异性，必须针对每个国家的具体情况进行

定价。这一点特别重要，因为每一种此类资产都受到

当地法规的约束，并受到独特的区域地理、气候和环

境特征的限制。

文化遗产

文化遗产地点与历史遗迹、传统和礼拜场所有关，同

时也与受影响的社区有关，因为他们的身份、文化和

生计与这些地点直接相关。各国内部和各国之间的文

化遗产差异很大，这使得采用标准化方法来指定其经

济价值非常具有挑战性。大部分与文化遗产有关的损

失是无形损失（即与文化遗产的历史和/或艺术价值

有关的损失）。此外，在与文化资产相关的经济损失

中，很大一部分是间接损失，主要与旅游、文化和娱

乐相关的未来收入损失有关。

41 （UN DESA 20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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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为了能至少计算一部分直接经济损失，建议会

员国采用与灾前情况标准类似的标准来报告修复、

恢复和复原这些资产所需的费用。这对于固定资产

（建筑物、历史遗迹和文化遗产资产的固定基础设

施）以及绘画、文件和雕塑等可移动资产都是可行

的。当文化资产完全丧失时，对其进行经济评估是极

其困难的，因为根本没有办法确定被认为是无价的文

化文物的价值。在某些情况下（只要有可能），对于

被摧毁的或完全丧失的可移动文化遗产，可以使用经

通货膨胀调整后的收购价格或市场价值，也可以使用

建造这些资产复制品的成本。

经济损失的趋势和数字

图8.18给出了相对损失情况，其中每年的数据包

含所有8 3个国家的损失之和除以这8 3个国家的

GDP之和。由于GDP往往预计会逐年增长，因此

2005–2015年基线期的净结果（与HFA相对应）呈

急剧下降趋势。这显然表明，在此时期内各国在降

低风险方面做得很好，因为它表明相对于GDP的灾

害所致经济损失有所减少。但是，如上所述，异常

值是分析趋势的关键（见框9.1）。在任何具有损

失值的时间序列中，异常值（在本例中为大规模灾

害）的位置都可能会完全改变整个趋势。此外，在

如此短的时间序列中，研究时间段的变化会影响整

体的趋势线。

众所周知，2017年的经济损失尤其严重。根据瑞士

再保险的说法，这一年打破了多项纪录：42 

图8.18. 指标C-1，相对于GDP的直接经济损失，包括SFM中拥有基线数据的83个国家（2005–2017年）

（来源：UNDRR数据）

• 2017年，自然灾害和人为灾害造成的全球经济损

失达3370亿美元

• 2017年，灾害事件导致的全球保险损失达1440

亿美元——创历史新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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洪水（587亿，30.5%）
多灾种（277亿，14.4%）
地震（241亿，12.5%）
气旋（129亿，6.7%）
干旱（128亿，6.7%）
降雨（120亿，6.2%）
鼠疫（75亿，3.9%）
森林火灾（64亿，3.3%）

寒潮（63亿，3.3%）
山洪（49亿，2.6%）
暴风（37亿，1.9%）
风暴（34亿，1.8%）
滑坡（33亿，1.7%）
火灾（28亿，1.4%）
其他

遗憾的是，在监测系统的数据样本中，2016年和

2017年的报告国家与2005–2015年基线年份的国家

不同。此外，在2011年和2017年，大部分损失发生

在美国，而美国并不包括在报告国家的样本内。尽管

如此，将2016年和2017年包含在内的相对损失计算

仍然没有改变经济损失下降的趋势。

经济损失的灾害分布 

不同的致灾因子会以不同的方式影响暴露的资产。在

下面段落中，由于存在数据限制，只列出了全部损

失、农业损失和住房部门的损失。农业和住房是所有

部门中损失最大的两个部门。

从图8.19可以看出，与天气相关的致灾因子是造成经

济损失最多的原因，其中洪水是造成损失最大的灾害

类型，占全部损失的30.5%，其次是多灾种事件和地

震，占12.5%。值得注意的是，在符合《仙台框架》

的扩展数据集中，出现了生物灾害（流行病），而且

排在第七位。

图8.19. 2005–2015年83个国家按致灾因子划分的总经济损失（2010年恒值美元）分布情况  

使用来自SFM的数据，住房部门的重要性显而易

见。在2005–2015年期间的83个国家样本中，住房

部门的损失占所有经济损失的62%。虽然在其他部门

和更多国家提供更好的数据后，住房部门损失的比例

洪水、地震和气旋三种致灾因子在住房部门的破坏中占主导地位。尽管住房部门是受影响最严重和对人们来说

最重要的部门之一，但是关于住房部门中灾害全球影响的可用数据很少，而且数据来源比较分散。

可能会下降，但此数据仍然可以表现出这一部门的重

要性。仅针对2017年一年，这一年有81个不同的国

家（包括中国和一大批发达国家）提交了报告，在这

些报告中此部门的权重也是类似的：60.65%。

（来源：UNDRR数据）

42 （瑞士再保险 2019）

• 飓风哈维、伊尔玛和玛丽亚造成的保险损失总额

达920亿美元，相当于美国GDP的0.5%

• 2017年，全球所有野火导致的保险损失总额达

140亿美元——为单年内最高

• 2017年，超过1.1万人在灾害事件中死亡或失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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洪水（386亿，32%）
地震（225亿，18.6%）
多灾种（220亿，18.2%）
气旋（122亿，10.1%）
降雨（73.6亿，6.1%）
山洪（45亿，3.7%）
暴风（33.6亿，2.3%）
火灾（26.3亿，2.6%）
风暴（24.9亿，2.1%）
滑坡（22.2亿，1.8%）
其他

图8.20. 2005–2015年83个国家按灾害类型划分的住房部门损失（2010年恒值美元）

国家灾害损失数据库以及最近的SFM都支持会员国

收集这些部门和其他经济部门的详细数据。住房部门

的数据在应急响应期间非常重要（例如计算避难场所

需求和受影响人数），同时也是风险评估的重要输入

数据，风险评估可使用损失数据作为校验。

确定住房部门的破坏模式和趋势在决策中至关重要，

因为大多数人口（特别是贫困人口）都受到他们住房

的影响，住房是他们赖以生活的住所，也是他们维

持生计的地方。突显住房部门重要性的其他因素还包

括：了解城市中的风险，迅速、混乱的城市化导致城

农业损失主要是由洪水、干旱和生物灾害造成的

在有基线数据的83个国家样本中，农业损失主要是

由洪水、干旱和生物灾害造成的。

FAO 2017年有关此部门灾害影响的一份报告指出，

农业所遭受的影响“很少被量化或深度分析，而农

业往往是发展中国家的主要经济活动之一，平均占中

市特别脆弱；经济财富在城市中的不均衡集中，导致

很大一部分人口具有高度脆弱性；贫民窟的扩张（往

往会扩展到危险地段）；以及城市当局在建筑规范和

土地利用规划方面执行不力。

OEIWG的报告指出，有关住房损坏的数据以及居住

在这些住房内人口的数据将被用于衡量目标B（减少

受影响人数）的实现情况。同其他数据要求一样，由

会员国负责应对适当核算这些数据的挑战。对于那些

负责通过基于证据的信息来降低风险的人们来说，这

些数据最终将成为一项非常有益的资产。

低收入国家GDP的10%至20%，占低收入国家GDP的

30%以上”。43 在对74份灾后需求评估（PDNA）进

行审查之后，同样的报告发现，农业部门的损失占

气候相关致灾因子引发的中大型灾害所致全部损失

的26%，称“近三分之一的全部灾害损失发生在农业

部门”。83个国家基线中的数据与这一数字是一致

的，显示31%的损失发生在农业部门。

 （来源：UNDRR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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洪水（162亿，27.3%）
干旱（122亿，21%）
鼠疫（73.9亿人，12.4%）
寒潮（62.3亿元，10.5%）
森林大火（60.1亿元，10.1%）
降雨（38.9亿，7%）
多灾种（31.8亿，5%）
风暴（8.7亿，1.5%）
生物灾害（7.6亿，1.3%）
火山喷发（7.5亿，1.3%）
其他

FAO报告和样本数据一致认为，最具破坏性的致灾因

子是干旱和洪水。然而，FAO报告中干旱造成损失的

相对规模要大得多，达到总数的83%以上。这种差异

是由于数据的局限性以及基线样本的83个国家中缺

乏受干旱严重影响的国家所造成的。非洲、美洲和其

他大陆的许多受干旱影响的国家没有积极地向SFM

报告损失，也不是已经完成基线数据（2005–2015

年）的国家群体的一部分。随着会员国积极监测并核

算其损失情况，这些数据缺口将会缩小。

经济损害的区域分布和按收入群体分析

在2005–2017年期间相对于GDP的损失的地理分布

方面（图8.22），亚洲和非洲继续超过其他地区，

这表明与其他地区相比，这些地区灾害影响的严重

性更强。例如，ESCAP报告称，1970年至2016年

期间，亚太地区损失了1.3万亿美元的资产。44 这

些损失中的很大一部分是由洪水、风暴、干旱和

地震（包括海啸）造成的。对未来的预测同样令人

另一个差异来自对广布型风险的核算。FAO的数据来

自灾后需求评估（PDNA），PDNA只针对大规模灾

害，而其中大多数都是过去几年的干旱。将广布型风

险影响（中小型灾害）考虑进来可能会因为造成农业

损失的灾害而改变最终的构成情况。

震惊，预计灾害造成的全球经济损失的40%将发生

在亚洲和太平洋地区，其中最大经济体的损失也最

大：日本和中国，韩国和印度紧随其后。然而，在

分析这些数字占GDP的比例时，存在特别需求的国

家（特别是小岛屿发展中国家）负担不成比例地过

重，据估计，这些国家的年平均损失接近其GDP的

4%。45 损失和死亡方面的影响可能比数据显示的要

高得多，因为在这些国家中还有几个国家的灾害仍

然没有充分的报告。

图8.21. 2005–2015年83个国家按灾害类型划分的农业损失（2010年恒值美元）

43 （FAO 2017c）
44 （UNESCAP 2017）

45 （ESCAP 2017a）

（来源：UNDRR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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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8.22. 2005–2017年按区域划分的相对于GDP的年平均总损失

尽管灾害风险在整个亚太地区普遍存在，但分析指向

了多个跨境热点地区，这些地区发生变化的可能性更

高，同时暴露和脆弱性也较高，因此遭受的影响也

大。46 例如，湄公河和恒河-布拉马普特拉河-梅克纳

河三角洲等河流三角洲地区将受到海平面上升的影

响，海平面上升的原因包括下沉、水质恶化、沉积物

供给减少和地下水含盐量增加等。

在DRR的区域合作方面，亚太地区在改进集体备灾和

交流“重建得更好”的良好实践方法方面一直都特别

积极。印度尼西亚的东盟人道主义援助中心正在通过

提供政策建议、研究、战略性学习和有关有效DRR的

信息交流，来积极促进区域合作。此外，在现有的区

域集团（例如东盟）内，越来越强调开展联合演习，

通过加强风险管理能力和加强关键基础设施针对具

有跨境溢出效应的自然灾害的恢复力，来改进备灾

工作。灾后恢复项目也经常被当作交流良好实践方

法的机会，特别是在住房重建方面。ESCAP已经设

立了一个有关海啸、灾害和气候防备的区域信托基

金，可作为一个分享数据、工具和专门知识的有效

工具，来支持亚太地区的高风险国家打造灾害恢复

力。ESCAP最近还设立了亚洲及太平洋灾害信息管

理发展中心，向会员国提供关于地震、干旱、沙暴和

尘暴等跨境灾害的咨询服务和技术合作。

缩小差距，弥合分歧。重建信任，围绕共同的目

标，携手前进。47 

灾害中的歧视与社会对特定人群的歧视一脉相承。本

GAR强调，经济损失和死亡的总体数字掩盖了许多国

家的脆弱性和遭受的挫折。尽管过去二十年取得了重

大进展，但仍有7亿多人生活在极端贫困线以下，突

显了脆弱性、贫困和暴露之间的关系。营养不良人数

在长期下降后，从2015年的7.77亿上升到2016年的

 （来源：UNDRR和世界银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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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15亿，主要原因是干旱、冲突和与气候变化有关的

灾害。48 联合国预测，预计2019年非洲中部、南部

和西部以及拉丁美洲和加勒比地区的人均收入增长将

进一步下降或疲软。这些地区居住着全球近四分之一

的贫困人口，而且这些人往往也是面临气候变化和极

端天气事件不利后果风险最高的人群。49  

生活在贫困中的人群会在灾后遭受更多的痛苦。他们

的应对能力较低，因为他们很少从社会保障计划中获

益，较少或没有储蓄来消除灾害影响，他们的生计

依赖于较少的资产，而且他们更有可能生活在城市中

心的低价值、灾害频发地区，或者依赖于农村地区脆

弱的生态系统。他们长期处在贫困的循环中，贫困又

会转化为对教育和健康的不可逆转影响，从而增加贫

困代际传播的可能性。例如，在秘鲁，1970年安卡

什地震对教育获取状况的影响可以追溯至出生时受

灾的母亲的子女，突显了大灾难的影响可以延伸到

未来世代。50  

虽然应该对因果关系进行更详细的分析，但灾害与贫

困之间有着密切的双向关系。灾害会加剧贫困的深度

和广度，而贫困会加剧人们经历、应对和灾后恢复的

方式。ESCAP估计，亚太地区人口中有很大一部分

因特定灾害而陷入贫困（图8.23）。这在全球多个国

家都是存在的现实。此前的研究指出，拉丁美洲也

存在类似的发现。2010年，在遭受热带风暴阿加萨

袭击的危地马拉家庭中，人均消费下降了5.5%，贫

困增加了14%。51 在塞内加尔，据估计，对于2006年

至2011年的受灾家庭，其陷入贫困的可能性增加了

25%。52 类似地，根据世界银行的分析，对89个国家

的估计发现，如果下一年能预防所有的灾害，那么生

活在极端贫困（每天生活费不足1.90美元）中的人口

数量将减少2600万。53

图8.23. 亚太地区因特定灾害而陷入贫困的人口百分比估计

46 （ESCAP 2017a）
47 （联合国秘书长 2018）
48 （联合国 2019a）
49 （联合国 2019b）

50 （Caruso和Miller 2015）
51 （Baez等2017）
52 （Dang、Lanjouw和Swinkels 2017）
53 （Hallegatte等2017）

（来源：ESCAP统计数据库和国家灾后损失评估、《2017年亚太灾害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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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2030年议程》通过四年后，各国已经在报告方

面采取了大胆举措，特别是在衡量贫困和不平等的指

标方面（SDG 1和10）。可以根据贫穷和不平等数据

来分析灾害损失数据，从而更详细地了解灾害如何影

响人们的生活，并在不增加国家额外报告负担的情况

下，以补充方式采取直接干预措施来减少贫困和灾害

风险。这意味着要寻求高质量的数据，这些数据可以

用来比较各国之间和各国内部贫困、不平等和灾害影

响随时间推移的结果和变化，并逐年进行这方面的投

入。这还意味着提升这些数据的可用性，提高人们对

使用这些数据的认识并建立信任，同时加强人们使用

这些数据的能力，这样才能使人们的需求处于此类流

程的核心。54 

图8.24报告了2005年至2017年不同地理区域之间灾

害发生总数、死亡和失踪总人数、受影响总人数和经

济损失总额等绝对数据的分布情况。从地理分布上

看，可以再次明显地看到，2005年至2017年，亚洲

的灾害发生总数占全球的23%，但在全球经济损失总

额中占42%，在灾害发生数量和影响方面承担着不成

比例的过重负担。美洲的灾害发生数量占46%，经济

损失总量排名第二，但其死亡和失踪总人数却仅占

12%。区域间和区域内在社会经济发展、备灾计划和

恢复力方面的差别可以解释这种差异。

图8.24. 2005–2017年按地区的灾害发生和影响分布情况

（来源：UNDRR，数据来自DesInventar和世界银行）

图8.25报告了2005–2017年不同收入国家群体相对

于GDP的年平均损失。同样，低收入国家的这一比例

比其他收入国家群体要高得多，突显了按收入高低划

分的国家群体之间在分担负担方面的严重不平等，最

低收入国家承担的灾害影响最大。与经济损失相比，

情况有所不同：2005–2017年期间，中高收入国家

和高收入国家占经济损失的46%，而低收入国家占总

死亡人数的大部分（图8.26）。数据库中报告的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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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5年至2017年期间发生的灾害中，有41%发生在

中高收入国家和高收入国家。中高收入国家和高收入

国家资产的较高货币价值和更完整的数据可以解释其

遭受更大程度经济损失的原因。

54 （IEAG 2014）

图8.25. 2005–2017年按收入群体和SIDS划分的相对于GDP的年平均总损失

图8.26. 2005–2017年按收入群体的灾害发生和影响分布情况

（来源：UNDRR，数据来自DesInventar和世界银行）

（来源：UNDRR，数据来自DesInventar和世界银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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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数据集内的经济损失趋势

这些是标题数字所掩盖的差异，即较高的灾害登记率

和较完整的保险损失数字可以解释较高成本登记值的

原因。这些数字具有误导性，因为它们未能展示灾害

对人们生活的影响方式，也未能提供更详细的细节。

按绝对值计算，高收入家庭的损失更大，因为他们有

更多可以损失的资产，而且这些损失更明显，因为他

们往往有保险，而且得到更好的报告、记录。应对图

8.26中的低收入国家所经历的32%的总经济损失比应

对中高收入国家或高收入国家的类似比例更具挑战

性。灾害损失分析的一个重要问题是收入或资产损失

的比例，因为损失的严重程度取决于哪些家庭经历了

灾害以及他们经历灾害的方式。使用评价指标和组合

使用有关贫困、不平等、健康和卫生以及教育的数据

来源能帮助提供更多的细节，带来更全面的分析，从

而核算出灾害的真正成本，并为应对风险系统性的适

当举措提供资金。

8.2.5  

目标D——关键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遭受的破坏：

近年来大幅下降

2018年亚洲部长级减灾会议（AMCDRR）讨论了基

础设施问题的关键重要性，55强调“亚洲在2020年之

前需要的基础设施还有一半尚未建成”。此外，在恢

复力方面，应将整个城市基础设施视为一个相互关联

的独特实体，包括为城市地区不断增长的人口提供基

本服务的住房、工业和商业基础设施。在规划关键基

础设施时，必须采取着眼于整体的多部门方法。而且

应该不仅仅重视有形的基础设施，还要考虑到城市基

础设施向社会提供服务的相互依存性，包括能源、供

水、交通、电信和其他关键服务。

尽管私营部门需要通过政策工具（包括建筑法规和土

地使用规划）参与进来并接受监管，但政府在打造新

的具有恢复力的、风险知情的关键基础设施方面的责

任不容置疑。《仙台框架》中有关关键基础设施损失

的指标将继续监测通常由政府直接负责并直接执行的

关键基础设施所遭受影响的结果。这将促进现有关键

基础设施向着更明智的、风险知情的公共投资方向发

展，从而打造出具有恢复力的关键基础设施，服务于

具有恢复力的社会。

由于数据的局限性，研究基础设施遭受破坏的长

期趋势具有挑战性。上升趋势特别容易受到异常

值的影响。例如，在教育和卫生部门遭受的破坏方

面，2015年是一个异常值。这是因为那一年尼泊尔

地震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对建构环境、卫生和教育基

础设施造成了巨大的破坏。然而，随着与之前期间相

比报告的破坏数据越来越多，有关国家数据库中报告

的破坏数据不足问题正变得没有那么严重。

如果考察较短期趋势（例如2005–2017年），观点

会有所不同，而且似乎更为乐观。图8.27和8.28分别

显示了基线国家每10万人中受影响教育设施和受影

响卫生设施的比例。这些数据只研究广布型风险，

这样可以限制与异常值相关的问题。图8.26–8.28采

用不同的颜色突出显示了2016年和2017年的报告数

字，因为在此期间可获取数据的国家通常与基线期间

的国家不同，而且这些国家数量更少。图8.29显示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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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5 （Fuller 2018）

图8.28. 2005–2017年HFA和《仙台框架》期间广布型风险在83个基线国家造成的卫生设施破坏情况

图8.27. 2005–2017年HFA和《仙台框架》期间广布型风险在83个基线国家造成的相对于人口规模的教育设施破坏情况

 （来源：UNDRR，数据来自DesInventar和世界银行）

（来源：UNDRR，数据来自DesInventar和世界银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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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8.29. 2005–2017年HFA和《仙台框架》期间广布型风险在83个基线国家造成的相对于路网总长度的道路破坏情况

受损道路与路网总长度之比。如图所示，卫生和教育

设施损坏相对于人口规模呈下降趋势。至少在2016

年之前，道路的相对破坏呈现同样的趋势。

基本服务的中断情况（此目标的第二部分）近年来也

呈现下降趋势。图8.30显示了多个部门相对于人口规

模受灾害影响的设施数量。短期趋势（自HFA开始以

来）显示所有服务的受影响情况都呈现下降趋势。

（来源：UNDRR，数据来自DesInventar以及有关全球道路基础设施的CIA世界概况）  
注：《仙台框架》期间内2016年和2017年报告中所包括的国家可能不同。

图8.30. 2000–2015年相对于人口规模的公共服务中断情况

（来源：UNDRR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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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2015年这个时间序列的末尾出现了一个很大的异

常值，影响了所有的上升趋势，使得整体分析结果

呈下降趋势。在分析趋势时必须考虑这种情况，因

为大规模灾害随时可能发生，数据的读取可能因此

完全改变。

8.2.6  
目标A-D：2005–2017年期间的广布型风险分析：近年来有关广布型风险的惊人事实 

很多国家付出的DRR努力可以部分解释过去15年的

下降趋势。诸如安全医院和安全学校等运动已经对减

少总体破坏发挥了重要作用。发展通常可以降低风

险。例如，在铺设道路比例每年增长的国家，道路正

在变得更具恢复力。

之前的GAR（2013年和2015年）已经将广布型

风险定义为与相对低强度致灾因子相关联的一系

列频发灾害。一般而言，广布型风险是指散布范

围广、频率相对较高的中小型灾害。

广布型风险表现为大量反复发生的中、低强度的

灾害，这些灾害主要与局部致灾因子有关，如山

洪、滑坡、城市渍涝、风暴、火灾和其他特定时

间内的事件。

在HFA通过的时候，除了少数拉丁美洲国家外，

国家或国际报告都没有考虑广布型风险造成的死

亡、物理损坏和经济损失。因此，当时国际社会

基本上还没有看到这一层风险。然而，联合国系

统与合作伙伴不断努力协助各国系统地记录当地

的灾害损失，已经产生了有关广布型风险规模的

系统性和可比较证据，目前的相关数据涵盖100

多个国家。

由于大多数这些数据集都是使用相同的指标、可

比较的方法和类似的方式建立的，因此有可能从

全球的观察角度对这些地方记录进行分析。广布

型风险与集中型风险不同，广布型风险与不平等

和贫困更为紧密相关，而非地震断层带和气旋轨

迹等物理特征。

因此，规划和管理不善的城市发展、环境退化、

贫困和不平等、脆弱的农村生计和薄弱的治理等

风险驱动因素都会放大广布型灾害风险。全球风

险模型没有捕捉这一层风险，在全球数据源中也

没有在国际范围内报告其导致的损失。

以前GAR的一个主要特点是强调与这一层风险有

关的或有负债，这些或有负债往往由低收入家庭

和社区、小企业，以及地方和国家政府承担，同

时也是贫困的一个关键因素。

框8.1. 广布型风险的基本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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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822,296合计

风险类型 致灾因子
类型

记录的
灾害数量

死亡人数 损毁房屋
数量

损坏房屋
数量

受影响的
教育中心
数量

受影响的
医院数量

农作物
受损面积
（公顷）

指标C-1a——
总经济损失
（美元）

表8.1. 按致灾因子种类分解的广布型风险数据（2005–2017年），总结了从分析中获取的主要数据

《仙台框架》）的监测期，即最近12年的数据。在

之前的GAR中，曾研究过更长的时间期间，但数据

库覆盖的最初几年数据报告较少可能会导致分析结

果的偏差。虽然此次的研究期间较短，但所分析的

记录数量很多，涉及32万份灾害记录，包含的国家

数量也更多（104个），这些都增加了其作为统计样

本的优势。

由于《仙台框架》呼吁还要应对生物和环境致灾因子

（按“生物”分类）以及人为（技术）致灾因子，所

以该样本中包含了更广泛的致灾因子范围，该样本包

括所有已报告的流行病、工业事故和森林砍伐。

本节将提供有关之前GAR中所包含的广布型风险分析

的最新进展。广布型风险之所以很重要，原因有很

多。但是，主要原因是，基础设施和生计遭到的多数

破坏都源自广布型风险，也许多数经济损失（如下图

所示）也源于此，而且广布型风险还会侵蚀很多发展

资产，例如住房、学校、卫生设施、道路和当地基础

设施。GAR揭示广布型风险的努力旨在让人们看到相

关的代价，因为广布型风险的损失往往被低估，而且

通常由低收入家庭和社区承担。

有鉴于此，GAR19对广布型/集中型风险进行了重点

分析。目前的分析仅限于两个框架（HFA（基线）和

（来源：UNDRR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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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的异常值会更大。不包含异常值的趋势很重要，因

为它能表明风险正在如何影响世界上的大部分人口，

以及最重要的贫困人口。

图8.31显示了2000年至2017年所有SFM国家住房部门

和农业部门的相对损失。住房部门在总体损失中占主

导地位。相对损失的计算方法是受损或毁坏的房屋数

量除以人口数量。相对于前10年的稳步增长，2010年

以来损失开始大幅下降。然而，对于2015年、2016年

和2017年的数据应该谨慎对待，因为数据库中可用的

有关受损或破坏数量的数据明显少于往年。

其中一项结论是，在各种规模的灾害中，经济损失的

绝对值都在继续增加。然而，尽管拥有大量的广布型

风险的灾害记录（占所有数据的99.6%），而且广布

型风险占整体经济损失的比重较高，但是在目前可用

的数据范围内，广布型风险的影响正在慢慢下降。在

全球范围内都可以观察到这种经济影响的减少，而且

在向《仙台框架》监测系统报告的一些国家的相对损

失方面也体现出类似的趋势。

图8.31. 所有SFM国家内相对于人口规模广布型风险所导致的房屋损毁/毁坏数量（2000–2017年） 

要重点注意的是，经济损失的年度总额不能分类成广

布型和集中型风险类型，因为总额并非对单个灾害的

记录。一般来说，年度合并数值会超过广布型风险的

阈值，因此多数合并数据都归于集中型类型。

使用这一数据样本得出的广布型风险在经济损失领域

的权重比之前研究期间发现的要高出很多：此期间

所有经济损失的68%是由中小型、局部的频发灾害造

成的。这与之前占经济损失42%的研究结果形成了对

比，这也许也证实了会员国在减少集中型风险方面取

得许多成就之后，他们现在应该把注意力转向应对广

布型风险。

监测广布型和集中型风险

与采用完整数据样本相比，广布型风险显示出不同的

趋势。这是因为去除了大规模灾害所造成的异常值。

在HFA和《仙台框架》时代，存在一些异常值，特

别是尼泊尔地震发生的2015年以及遭到普遍破坏的

2011年。如果样本将美国包含在内，2011年和2017

（来源：UNDRR，数据来自DesInventar和世界银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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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3 
 

目标E：2020年减

灾战略进展情况

距离目标E截止日期还有两年时间，目前还没有所有

战略到位的全面蓝图。此目标明确提到“国家和地

方减少灾害风险的战略”，但衡量此目标的指标较

难量化。指标E-1要求国家战略“符合《仙台框架》

的要求”，同时要求地方战略“符合国家战略的要

求”。因此可以推断，地方策略也应该符合《仙台框

架》的要求。

考虑到相关国家的具体情况和能力，有些战略的范围

和行动都是有限的。因此，DRR战略被认为是一套相

关政策领域（从部门的角度）或针对特定灾害的政策

文件。因此，应该对这些战略是否符合《仙台框架》

的要求进行宽松的解释。

技术指南建议，战略与《仙台框架》的一致性可以通

过一个简单的评分系统来衡量，尽管此系统具有主观

性，但可以用来确定国家战略与《仙台框架》的一

致性。框8.2展示了在会员国进行的自我评估中，衡

量国家DRR战略进展情况的10项标准。应该强调的

是，评分仅用于确定国家战略与《仙台框架》相符情

况，不提供对战略实施情况的任何评估。

同其他目标和指标一样，存在多个数据来源，这会导

致得出的结论存在细微的差别。按优先顺序排列，这

些数据来源包括：监测系统、UNDRR关于《仙台框

架》实施情况的调查、数据准备情况审查，以及最后

几轮HFA报告的结果。56 

本节介绍了在线《仙台框架》监测系统中官方报告数

据的结果。通过利用来自其他数据源的事实和数据进

行拓展，此系统可提供有关会员国DRR战略进展情况

的最佳可用概览。

框8.2.用于为指标E-1（通过和实施符合《仙台框架》要求的国家DRR战略的国家数量）评分的DRR
战略关键要素

i. 拥有不同的时间尺度，包括目标、指标和

时间框架

ii. 有旨在防止产生风险的目标

iii. 有减少现有风险的目标

iv. 有加强经济、社会、卫生和环境领域恢复

力的目标

v. 应对优先事项1（了解灾害风险）的建议

vi. 应对优先事项2（加强灾害风险治理，管

理灾害风险）的建议

vii. 应对优先事项3（进行减灾投资，构建恢

复力）的建议

viii. 应对优先事项4（加强有助于高效响应的

备灾工作，并在恢复、复原和重建中致力

于“重建得更好”）的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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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8.32. 指标E-1，报告国家DRR战略的国家数量 
（2015–2017年）

（来源：UNDRR 2018b）

（来源：UNDRR数据）

8.3.1 
在线《仙台框架》监测系统的数据 

最重要的首个数字是报告其战略进展情况的国家

数量。2017年，47个会员国报告了其国家和地方

DRR战略的现状。2016年，只有27个国家给出了报

告，2015年有25个国家。针对2017年报告数据多于

往年，这是因为2018年3月启动了在线监测系统，而

且整个2016年期间都在制定技术指南说明。在47个

提交报告的国家中，只有6个报告称，根据《仙台框

架》国家DRR战略的10项标准，他们拥有全面符合

（100%符合）《仙台框架》的国家DRR战略。17个

国家报告称，他们的国家DRR战略基本符合《仙台框

架》的要求（E-1得分0.67-0.99），10个国家只有有

限符合或不符合（得分0-0.33）。

截至2018年10月，国家DRR战略的《仙台框架》总

体平均符合率为0.60。

经过更仔细的研究，更多的会员国报告称，他们的国

家DRR战略在衡量减少现有风险（平均0.67）以及在

优先事项1了解风险（平均0.64）这两个要素上的得

分高于实施《仙台框架》优先事项3的得分（平均得

分0.53），后者似乎更具挑战性。在2017年初开展

的准备情况审查中，在国家DRR战略中确定相关指标

似乎是各国面临的最大挑战。三分之一提交报告的国

ix. 促进与DRR有关的政策一致性，例如可持

续发展、消除贫困和气候变化，特别是与

SDG和《巴黎协定》的政策一致性

x. 拥有后续行动、定期评估和公开报告进展

情况的机制

i. 全面实施（满分）：1.0

ii. 基本实施，还需要更多进展：0.75

iii. 略微实施，没有达到全面实施或基本实施

的水平：0.50

iv. 有限实施：0.25

v. 没有实施或不存在：0

采用以下标准对各项要素进行平均加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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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8.33. 国家DRR战略符合《仙台框架》要求的10个关键要素的平均得分 

（来源：UNDRR数据） 

家表示他们没有指标，而截至2018年10月，约四分

之一的报告国家没有“不同的时间尺度，包括目标、

数个国家在当前报告的数值中反映出他们已经在改

善符合《仙台框架》的国家DRR战略方面取得了最新

进展。例如，纳米比亚在2015年就已经制定了国家

DRR战略，但当时与新《仙台框架》的一致性较低。

经过三年时间此战略已经得到改进（2016年得分为

50%）。凭借《纳米比亚将减少灾害风险和适应气候变

化纳入发展规划主流的国家战略》（2017–2021），

这一套DRR战略和政策已经完全符合《仙台框架》的

要求（2017年自我评分为100%）。

捷克在2015年还没有DRR战略。2016年起捷克实施

了国家DRR战略（2016年得分90%）。2017年，捷

克又全面符合了子指标（x）“后续嵌入机制”的要

求——将其得分提升至92.5%。

指标和时间框架”（平均得分0.60）。

8.3.2 
指标E-2

另一个需要强调的重要数字是报告他们地方DRR战

略的国家数量。2017年，42个会员国报告了他们

地方政府可用的地方DRR战略的比例，而2016年和

2015年分别只有21个和18个会员国提供了此方面的

报告。请注意，地方政府被定义为负责DRR的次国家

级公共行政机构——由各国自行确定。在报告了地方

DRR战略状况的35个国家中，有17个国家报告称他

们的所有地方政府机构都拥有符合其国家DRR战略的

地方DRR战略，有7个国家报告称没有地方DRR战略

或没有与其国家战略相一致的地方DRR战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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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个国家在提高拥有地方DRR战略的地方政府比

例方面反映了最近所取得的进展。例如，在黑

山，2015年还没有DRR战略；然而，在该国所有的

22个地方政府中，符合其国家DRR战略的地方DRR

战略从2016年的2个（9.1%）增加至2017年的6个

（27.3%）。在艾史瓦帝尼，具有符合国家DRR战

略的地方DRR战略的地方政府数量随着时间的推移

逐渐增加：在所有353个地方政府中，2015年为115

个（32.6%），2016年为119个（33.7%），2017年

为121个（38.3%）。

图8.34. 指标E-2，根据国家DRR战略制定地方DRR战略的国家
数量（2017年）

如有关监测数据分析的上一节内容所指出的那

样，47个国家已经针对关于国家DRR战略的目

标E（指标E-1）报告了进展情况。考虑到此数

字并不具备足够的代表性，因此采用了其他来

源来对此信息进行补充。按等级次序分析了以

下信息来源：来自SFM的数据、一份调查问卷

以及UNDRR对会员国的支持情况，并补充了那

些在“准备情况审查”中提交报告但是没有包

含在最早期名单中的国家。

2017年初，UNDRR开展了一次“准备情况审

查”，在做出回应的87个国家中，有50个国家

表示他们要么已经制定了国家战略，要么正处

于制定战略的不同进展阶段。2018年第四季

度，也对会员国开展了一项调查，来了解各国

报告《仙台框架》实施进展的概况，其中包括

目标E的进展情况。此项调查共收集了42个国

家的相关信息。UNDRR还与一些会员国建立关

系，支持他们在实现目标E方面取得进展。

在上述内容的基础上，对所有这些来源的信息进

行了三角剖分。这提供了有关121个国家在一个

或多个上述来源拥有的可用信息。在这121个国

家中，82个国家报告称，他们在制定符合《仙

台框架》的国家战略方面取得了基本或全面进

展。其余39个国家迄今取得了中等或较低的进

展。遗憾的是，这些信息来源不允许外推，这意

味着在目前可用数据的情况下，无法估计其余

70个会员国的进展情况。

SFM仍然是跟踪《仙台框架》实施进展情况的

主要和官方信息来源。因此，鼓励所有会员国继

续通过此监测工具提出报告。所有其他来源都是

补充来源，在官方系统可获取的报告达到足够水

平的情况下将不会使用这些补充来源。

框8.3.使用其他数据源来为SFM提供补充

（来源：UNDRR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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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4  

目标F：衡量国际 

合作——目前下结论还 

为时尚早

在“数据准备情况审查”研究中，会员国被要求评

估提供关键指标数据的可用性和可行性。此项研究

显示，只有38%的会员国（参与的86个国家中的33

个）能够报告指标F-1：“用于国家灾害风险减少行

动的官方国际支助总额（官方发展援助（ODA）加上

其他官方资金流）”；有能力报告其他指标的国家数

量类似或更低。例如，只有23%的会员国表示他们能

够报告指标F-4：“用于转让和交流减灾相关技术的

官方国际支助总额（ODA加上其他官方资金流）”。

监测工作首个周期的参与情况证实了相关数据的稀缺

性。到目前为止，指标F-1的平均报告率是目标F中

最好的，也仅达到会员国的25%。由于监测的参与率

低，因此没有对目标F的其余指标进行分析。

在全球范围内，用于跟踪ODA和DRR支出的可用数据

以及用于充分核算这些费用的可用数据仍不完整。例

如，OECD报告称，即便是拥有这些数据的国家或地

区，由于负责收集和处理这些数据的部门和政府层级

之间存在核算和行政管理各自为政的情况，也不会定

期收集这些信息。57 有必要获取关于全球灾害风险融

资缺口的宏观数据，以及国家和次国家的数据。要实

现这一点，必须立即对报告进行改进。通过《仙台框

架》重新引起的关注为各国提供了一次报告国家数据

的极好机会，从而更好地了解在灾害风险融资方面国

家和国际资源之间的相互作用。提供有关灾害援助和

资金支出流向的更全面情况，将帮助为更好的预防、

减灾和备灾提供资金建立依据。开始时可以使用评价

指标来构成有关DRR融资的全球图景。在未来的SFM

报告中，国家报告数据的可用性将提升，还可以使用

评价指标来得到精细度更高的补充数据。

对O E C D D A C58等其他来源的数据分析表明，用于

DRR的援助在国际援助融资总额中仍然只占很小的一

部分，而且用于灾害的支出主要是灾后支出。59可以

收集到关于灾害发展援助的三种类型的ODA数据（但

不仅限于此三种）：防灾和备灾、重建救济和恢复，

以及应急响应（图8.35）。用于D R R的52亿美元占

2005–2017年期间支出的3.8%，这仅占总支出的很

小一部分。大部分资金（1220亿美元，占89%）用

于应急响应，同时98.4亿美元用于重建、救济和恢复

（图8.35）。

资源缺口仍然很大，而且最需要援助的国家承担着不

成比例的灾害负担。此外，多数努力都集中在支持备

灾和恢复方面，而牺牲了专门用于了解造成灾害的潜

在脆弱性因素的资金。正如之前GAR所指出的那样，

对灾害响应的需求与可用的全球资金之间缺口日益扩

大，因此迫切需要开展有效的整合措施，在可持续发

展框架中为DRR提供支持。

虽然国际发展和人道主义资金正在不断融合，但存在

灾害资金缺口也支持上述研究结果。图8.36展示了请

求获取的资金与全球人道主义界所提供的资金之间存

在的缺口；并指出资金缺口增长了8倍。换句话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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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 （OECD 2018a）
58 （OECD 2018b）
59 （Watson等2015）

图8.35. 2005–2017年DRR在国际灾害援助中的份额（2010年恒值美元，单位：百万）

与之前GAR的研究结果相一致，全球的资金需求正在

增加，而应对这些问题的国家和国际能力并没有相应

地增长。鉴于传统资金来源受到压力，而且每年持续

都有数百万人受到灾害的影响，他们得不到重建生活

所需的援助和保护，因此应对这一问题时需要采取相

当谨慎的态度。60之前一项有关ODA61 20年趋势的研

究表明，在经济面临风险的地方，融资规模往往更及

时、更高；在主要是人口面临风险的地方，融资规模

往往较低。

在AAAA上的审议重申有必要重新关注致力于降低风

险脆弱性的金融工具和创新。例如，扩大使用与灾害

有关的国家或有债务工具（将债务偿付与国家偿债义

务挂钩的债务合同）可能是一种可选措施。需要将此

类方法纳入更广泛的一揽子努力当中，从而确保各国

（来源：UNDRR，数据来自OECD）

能够根据与其国情相适应的条款和条件获得一种风险

知情的融资办法。

为减少灾害风险提供资金方面的一项积极的国际发

展是迅速发展起来的灾害风险融资领域——这一术

语涵盖广泛的全球、区域和国家的风险分担和风险转

移系统和产品（公共和私营）。出于保险和风险分担

目的而对灾害风险进行量化是减少风险的另一种激励

形式，尽管其关注的重点是在社会经济发展中产生

更好的结果。同样，与此相关的资金流动不太可能

计入ODA数字。虽然本GAR已经对这一领域进行了详

细的描述，但是这一领域的复杂性需要采取更详细

的应对措施。这些发展很重要，可用于未来对F-1（

国际总流量）、F-2（多边组织流量）和F-3（双边

流量）进行报告时进行考量。例如，在多边组织方

60 （OCHA 2019）
61 （Kellett和Caravani 20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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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3）；以及（d）各层级为响应所收到的警告做好

准备（G-4）。指标G-1是四个指标的复合指标，代表

一个拥有四大关键要素的成熟MHEWS，取值0-1。

对会员国来说，提供指标G的报告是一项挑战，尽管

在制订指标时已经考虑到报告的全球可行性。34个

会员国已经针对2015–2018年至少报告了一个指标

（主要与指标G-3有关），报告国家数量最少的指标

面，GFDRR、62、世界银行 63 及其全球风险融资基金，64 以及亚洲开发银行（ADB）等地区性开发银行 65 可提

供专门针对灾害风险融资的国家项目融资、赠款和贷款。它们还可以关注用于减少风险的能力建设，跟踪DRR

支出，促进与CCA和减缓气候变化的整合统一。

8.5  

目标G：多灾种早期预警系统——进展与挑战

目标G应对的是M H E W S以及灾害风险信息和评估的

可用性和可访问性。指标G-2至G-4基于E W S的四大

关键要素，由有关M H E W S的一家国际网络66提供信

息，即：（a）基于系统性数据收集和灾害风险评估

的灾害风险知识（G-5）；（b）致灾因子和可能后

果的探测、监测、分析和预测（G-2）；（c）通过

官方来源来传播和沟通关于灾害发生可能性和影响

的权威、及时、准确、可采取行动的预警和相关信息

图8.36. 2000–2018年通过联合国申请收到的资金与请求的资金（2017年恒值美元，单位：十亿）

（来源：UNDRR，数据来自OCHA金融追踪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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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0.45MHEWS（G-1：从G-2至G-5全部报告）

19 0.58多灾种监测和预报系统（G-2）

31 0.72早期预警信息覆盖（G-3）

23 0.64拥有早期预警行动计划的地方政府（G-4）

17 0.38灾害风险信息与评估（G-5）

7 0预防性疏散所保护的人口（G-6）

34 –目标G的任何指标（G-1至G-6）

进行报告的国家数量和目标G指标的平均得分

指标 进行报告的国家数量 平均得分

表8.2. 目标G，根据指标G-2至G-6各维度总分划分的国家数量 

是G-2和G-5，这两个指标都要求采用多灾种方法并

明确说明主要灾害。

在34个进行报告的国家中，14个国家报告了从G-2到

G-5的一整套指标，从而可以计算出G-1。尽管进行

报告的国家数量很少，但是结果显示对多数国家来说

此目标还有改进的空间。最重要的是，针对G-5的报

告表明，多数国家需要对其确定的主要致灾因子进行

全面的风险评估，因为G-5是G-2至G-5中平均水平

最低的一项指标。

指标G-2针对的是多灾种监测和预报系统。这一指标

要求为监测和预报系统确定主要致灾因子。如表8.2

所示，在上下两端存在两个极值。换句话说，有几个

国家拥有能够很好地覆盖主要致灾因子的多灾种监测

和预报系统，而其他国家则没有。例如，黎巴嫩已经

确定了需要监测和预测的广泛种类的主要致灾因子，

62  （Hallegatte、Maruyama和Jun 2018）； 
（De Bettencourt等2013）；（GFDRR 2018b）

63 （Alton、Mahul和Benson 2017）

64 （全球风险融资机制 2019） 
65 （Juswanto和Nugroho 2017）；（ADB 2019）
66 （UNISDR 2006）；（WMO 2017）

包括生物灾害。因为多家机构参与了MHEWS，黎巴

嫩正在努力开发一个早期预警平台，这将帮助建立标

准化流程，确定明确的角色和责任。将进一步改进若

干灾害类型的预警信息，将触发响应行动的风险信息

包含进来，以便及时、统一地进行传播。

指标G-3与早期预警信息覆盖范围或通信方式的渗

透率有关。在31个进行报告的国家中，有10个国

家报告其目标人口得到全面覆盖。以纳米比亚为

例，2015年至2017年，当地通信和大众媒体渗透率

不断提升，使早期预警信息能够覆盖其整个人口。报

告的渗透率显示，大众媒体能够接触到的人口比警报

声和公共公告牌等当地通讯系统更多。

指标G-4与当地根据早期警报采取的行动计划有

关，这些计划又与备灾工作有关。在23个报告国家

中，12个国家报告称其所有的地方政府都拥有根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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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8.37. 报告指标G-1至G-5的国家数量早期预警采取行动的计划，然而有4个国家报告称他

们在地方层面没有针对早期预警采取行动的计划。为

了在地方层面上改善备灾并对预警做出响应，所有地

方政府都需要此类计划来针对早期预警采取行动。

指标G-5与风险信息和评估有关。在17个国家中，只

有3个国家针对其确定的主要致灾因子拥有可用的灾

害风险信息和评估。缅甸报告称其已经存在有关七大

主要灾害的风险信息和评估。这些数据表明，缅甸拥

有针对气旋、地震、洪水、暴雨和海啸的高质量风险

信息和评估系统。

指标G-6与早期预警后通过预防性疏散所保护的人口

有关。这一指标可以衡量以拯救生命为重点的人员疏

散的积极方面。然而，针对此项指标的数据收集和报

告是一项挑战。在六个进行报告的国家中，只有坦桑

尼亚联合共和国报告了这一指标的数据，而另外三个

国家什么也没有报告，另外两个国家部分报告了通过

预防性疏散所保护的人数（或采用疏散人数作为其评

价指标）。

还有几个国家报告了2015年至2017年期间他们在改

善MHEWS方面取得的最新进展。例如，捷克在2015

年到2016年期间改善了针对干旱的监测和预报系统

和风险评估，可以通过G-1、G-2和G-5得分的提升观

察到这些进展。在此期间，坦桑尼亚联合共和国在四

个关键要素的所有领域都在不断改进其MHEWS。它

正在试点实施MHEWS，此系统可以提供关于极端气

温、山体滑坡、洪水、强风和风暴潮/海啸等自然灾

害的预警信息。G-1至G-5五项指标得分的提升反映

了他们的进展情况。

（来源：UNDRR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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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6 
 

有关《仙台框架》目标

A-G首次报告数据的总结

本GAR的信息来自目前可获取的最新灾害数据，并推

论出有关当前全球灾害风险状况的早期经验教训。在

数据基础设施方面，自2015年以来，人们越来越认

识到需要更好的、更具可比性的数据，同时SFM为

简化有关灾害损失的可互操作数据提供了一个良好的

机会。虽然观察期仍然太短，无法在全球范围内得出

明确的结论，但是可以观察出灾害影响在强度、地理

和社会经济分布方面的某些模式，并且针对在减少

灾害风险方面做得更好的国家，总结了他们的出发

点和方法。

a. 从更广的格局来看，在损失方面，低收入和高收

入国家的损失负担严重不平等，最低收入国家承

受着最高的损失和最大的灾害代价。资产和人员

损失在备灾、筹资和响应能力最低的国家（例

如小岛屿发展中国家）往往较高。然而，好消息

是，对所有收入国家群体来说，包含经济损失数

据的报告所占的比例都在增加，特别是在过去四

年，这与以前的下降趋势形成了对比。

b. 长期来看，相对于人口规模的死亡人数已经有所

下降。然而，自1990年以来，国际报告的因自

然灾害导致的死亡人员总数的92%发生在低收入

和中等收入国家，而这些国家一直集中在亚太区

域和非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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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地球物理灾害事件（例如地震和海啸）导致的人

类生命损失最大。过去二十年，报告的与生物灾

害有关的灾害次数有所减少，同时与自然灾害

有关的灾害数量则略有增加。在受影响人口方

面，1997–2017年期间，SFM国家发生的多灾

种灾害影响了8800万人，其次为洪水，影响了

7600万人。

d. 过去十年来，自然灾害平均每年导致2390万人流

离失所。67 灾害作为有记录的被迫流离失所的主

要触发因素，仍然没有减少的迹象。

e. 集中型风险仍然是导致人口死亡的主导力量，

但是广布型风险导致的死亡人数似乎正在增

加。2005–2017年期间，大部分经济损失是由与

广布型风险相关的灾害造成的，其中所有经济损

失的68.5%可归因于广布型风险事件。随着灾害

日益频繁，特别是对生活在贫困中的人群来说，

广布型灾害（例如干旱）所累积的破坏往往比小

型和中型冲击（会带来低强度但是更加频繁和反

复的冲击）更大。

f. 与之前GAR的分析一致，广布型风险会不断侵蚀

发展资产，例如房屋、学校、卫生设施、道路和

地方基础设施。然而，广布型风险的损失仍然继

续被低估，因为这些损失通常由低收入家庭和社

区承担。

g. 与天气有关的灾害是导致经济损失的主要原因，

洪水是造成损失最大的灾害，其次是地震。

同时，住房部门的损失占全部经济损失的三分

之二。

h. 农业是第二大受影响部门，其损失在中低收入国

家中明显更高，而且影响更为持久，而且洪水、

干旱和热带风暴的频率和严重程度都在增加。干

旱与农业之间的关系值得特别关注，因为农业占

干旱所导致破坏和损失的84%68。灾害除了造成

明显的生产损失外，还会对农村的生计、粮食

价值链、农业大宗商品的贸易流动，以及粮食和

非粮食农用工业产生重大的影响。致力于支持生

计机会的多样化、农场和非农业活动以及可持续

就业（自我雇佣）的举措至关重要。拓展普惠金

融、提供社会保障和适应性安全网、提供应急融

资、通过支持农村社区将其储蓄投资于所选择的

经济项目来建立所有权，这些都能帮助家庭更好

地应对灾害，更好地重建家园。

i. DRR融资一直都非常不稳定，而且通常是事后补

救，作用也微不足道。2005年至2017年期间，

总共52亿美元的DRR融资额仅占人道主义融资

总额的3.8%（在支出的每100美元中还不到4美

元）。全球资金需求正在增加，而国家和国际应

对这些问题的能力并没有同步增长，导致数百万

受影响人口相应援助的落后。

j. 报告国家和地方DRR战略状况的会员国正在逐步

增加，但是在距离截止日期还有一年时间的情况

下，还必须继续努力改进，才能实现全球范围的

全面覆盖。

k. 2017年灾害造成的经济损失总计750亿美元

（UNDRR数据），其他来源的此项数据都超过

3000亿美元（慕尼黑再保险和瑞士再保险）。750

亿美元的年平均损失估计值与其他的观测值存在

很大出入，这是因为数据不完善，而且灾害仍然

有很多没有被报告/少报，这些都影响了对灾害

真实影响的准确计算。在距离2030年最后期限还

有11年的时候，我们应该在改善各项指标和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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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7 （国内流离失所监测中心 2019） 68 （FAO 2015b） 

的报告方面拥有紧迫感，从而支持为受灾人口打

造基于可信数据的解决方案。

l. 虽然对盘点平均损失很有用，但是平均估计值往

往不能提供有关灾害如何影响人们生活的更详细

细节。按绝对值计算，高收入家庭的损失更大，

因为他们有更多可以损失的资产，而且这些损失

更明显，因为他们往往有保险，而且被报告得

更好。之前的GAR曾多次指出，在灾害损失分析

中，最重要的是收入或资产损失的比例，因为损

失的严重程度取决于具体的家庭及其受灾情况。

m. 本GAR认为，随着跨不同全球框架的数据收集工

作已经展开，有必要对跨目标的指标进行重新审

视。还必须通过深入研究分布分析，从区域、国

家和次国家数据再进一步到家庭层面，为最脆弱

群体所遭受的灾害影响的不同维度建立衡量标

准。我们的目标是首先更详细地了解灾害如何系

统性地影响人们的生活，然后支持各国制定解决

方案，并指导人们的行为，从而成功地从灾害中

恢复过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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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9章

第9章： 
会员国的《仙台框架》
实施工作审查 

《仙台框架》代表的是一种可持续发展的风险知情方

法，与数据收集和分析方面的具体需求密切相关。对

于灾害风险管理（DRM），人们做出了新承诺，并

且要求获取以可信数据为基础的强有力指导，这些

都要求在多个维度上转变行为和实践方法。包括数

据、政策、规划协议、有效决策的协作机制，以及技

术性和职能性实施能力。满足这些目标的数据要求

需要利益相关方之间相互协调，而这在传统上是无

法实现的。

《2017年<仙台框架>数据准备情况审查》包含了来

自87个国家提交的信息，评估了这些国家在监测和

报告方面的准备情况，还评估了这些国家灾害相关数

据的可用性以及在财政资源和技术专长方面存在的不

足。在参与审查的国家中，四分之一报告称没有取得

进展或只是根据《仙台框架》（目标E）在制定国家

和地方DRR战略和计划上取得初步进展，72%报告称

取得了中等至实质性进展，3%报告称进行了全面实

施。审查的结论是，如果要有效地报告SDG和《仙台

框架》全球目标的进展情况，需要使用多种类型的数

据，包括地球观测（EO）和地理空间信息。在国家

报告和数据收集实践方面取得的进展可以提供实用的

标准、工具和方法，来指导各国努力弥合当前进展状

况与需要达成的进展状况之间存在的差距，从而为实

现《仙台框架》目标提供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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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仙台框架》范围的扩大会产生几个结果。优先事

项1给出了有关损失数据收集的明确建议，用于目标

A-D的全球指标也需要损失数据，这意味着强烈鼓励

各国针对多时空尺度的自然灾害，系统地核算灾害的

损失和破坏情况。十多年来，UNDDR一直与会员国

合作，促进灾害损失核算。系统性核算损失可以从技

术的角度转化为建立国家灾害损失数据库，从而以分

类的方式记录各种规模灾害的很多损失指标。优先事

项1的建议甚至更进一步，建议这些数据库和信息应

该是可以公开可访问的。

9.1  

灾害损失数据库

《仙台框架》及其前身HFA已明确认识到收集损失数据的重要性和实用性，认为这将帮助各国增加对其所面临

风险的认识。除了上一章列出的目标A-D的损失数据外，《仙台框架》优先事项1：了解灾害风险（第24段） 

建议会员国：

（d）系统地评估、记录、分享和公开说明灾害损失，并酌情在具体事件的灾害暴露和脆弱性信息的背景

下了解灾害在经济、社会、卫生、教育、环境和文化遗产方面的影响；

（e）酌情免费提供非敏感的灾害暴露、脆弱性、风险、灾害和损失分类信息；

《仙台框架》（第15段）指出： 

当前框架适用于大小规模的各种风险、频发和不频发风险、突发灾害和渐发灾害、自然灾害和人为灾害，

以及相关的环境、技术和生物灾害和风险。其目的是指导在所有级别以及所有部门内部和跨部门的发展中

对灾害风险实施多灾种管理。

虽然有一些著名的全球灾害损失数据库（例如

EM-DAT、慕尼黑再保险公司的NatCat、瑞士再保险

公司的Sigma和其他数据库），69 但是重要的是要注

意，任何针对《仙台框架》监测系统的报告流程都必

须基于官方认可的数据，由各国政府来收集和验证。

这些数据应该符合《仙台框架》的要求。这些数据应

该涵盖小规模和大规模的灾害，以及渐发型和突发型

事件，涵盖大量的灾害（包括人为灾害），同时最重

要的是，要记录一套全球指标数据，目前全球损失数

据库尚没有其中部分指标的数据。

69  （灾害传染病研究中心 2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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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次审查表明，有必要在国家层面建立更详细、

结构良好的灾害损失数据库，从而支持根据目

标A-D来衡量结果情况。这将是今后几年在国

家层面重点关注的能力建设和机构协调领域。 

此类系统本身就是宝贵的工具和数据集；它们

将帮助更好地了解全球和国家层面的风险和灾

害影响。

关于灾害数据和趋势分析的方法建议 

趋势分析很容易被操纵以获取期望的结果，特别

是在所分析的数据包含高度分散的数值或异常值

（即远高于或低于平均值的数据点）的情况下。 

当数据序列包含离散值或异常值时，在分析趋势

和得出结论时必须考虑到高度的不确定性。

例如，灾害造成的经济损失可能在一定时期内呈

现出增长或下降的总趋势，但这种趋势可能是因

为受到在系列开始或结束时发生大规模灾害的推

动。在很多方面，与规模较小、反复发生、频率

较高、趋势较稳的大规模风险事件相比，不经常

发生的大型事件会被视为异常值。改变所显示的

年数，包括或排除这些异常值，可能会产生看起

来明显不同的趋势。

良好的统计分析需要涵盖适当时期的数据。一般

来说，数据样本的周期越长，结论越可靠（不确

定性越低）。《仙台框架》目标规定了一个分析

的时间段，从2005年开始一直持续到2030年 

《仙台框架》结束。建议针对目标A和目标B

可以将2005年至2015年作为最初阶段（即基

线），但强烈建议会员国在基线期间为以损失为

基础的所有四大目标提供数据。

然而，《仙台框架》报告的10年跨度（基线）

甚至整个25年的时间跨度仍然很短，可能无法

提供得出结论性趋势所需的足够的统计基础。

另一个会深入影响趋势分析质量的因素是样本中

所有数据点的质量和完整性。遗憾的是，就基

线而言，各国至少需要回溯到2005年的历史研

究，甚至更早，以减少分析的不确定性。优质、

此外，为了有效地实施《仙台框架》的建议，应该建

立数据库，收集必须在次国家层面可用的地理分类数

据。灾害损失数据库中的数据至少应按事件、灾害

和地理区域进行分类。将损失数据库与SDG原则相结

合，鼓励各国追求更高水平的分类（基于性别和性

别角色、家庭水平等记录其在社会经济影响上的差

异）。人们经历灾害的方式是不同的，即使是在同

一个家庭内。传统的度量方法无法捕捉这些变化，因

为度量标准仅停留在国家、次国家甚至家庭层面。尽

管数据仍然很少，但有证据表明，在部分国家（并非

所有国家），妇女和儿童受到灾害的影响更加严重。

因此，需要进行更多的调查，来捕捉潜在的风险，这

些风险可能包括但不仅限于性别和年龄差异，从而为

有关这种差异的政策提供信息支持。

框9.1. 首个报告期的统计分析的方法：异常值，以及趋势强度的统计和进一步研究的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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完整地收集过去的所有这些数据对会员国来说将

是一项挑战。在很多情况下，会员国没有进行相

应的数据收集工作，因此，无法保证得到所有同

分类的数据。

异常值和误导趋势

在分析趋势时必须考虑异常值，因为大规模灾害

随时可能发生，数据的读取可能因此完全改变。 

对于地震来说尤其如此。因此，如果异常值出现

在最近几年，则更有可能呈现上升趋势；同样，

如果异常值事件发生在较早年份，则更有可能呈

现下降趋势。

较早年份的数据缺失和上升趋势

趋势分析取决于分析周期的长短，因此分析周期

应该尽可能地长。在数据质量面临挑战的情况

下，在数据可用性和质量较好的情况下，考虑较

短的时间，可能会得到更可靠的分析结果。缺失

的数据点在早些年更为常见。因此，如果按年取

绝对值，可能会发现上升趋势，这是近年来可以

获取更多数据点的结果。例如，数据质量和覆盖

度对确定损失趋势有重要影响。在这种情况下，

认识到在审查期间没有足够的良好数据，因此会

低估在过去很久发生的损失，从而导致最近的损

失显得相对较高。

70 （Marin Ferrer等2018）

从国际社会致力于减少灾害损失的角度来看，《仙台

框架》和SDG监测流程所引发的数据需求可以为建立

一个自下而上的全球灾害损失数据库提供一次良好的

机会。这将促进全球整合评估目标进展情况所需数据

的进程，并整合出一个整体的、坚实的、基于可信数

据的DRR框架。从国家的角度来看，国家灾害损失数

据库能提高各国了解其风险的能力，并为评估和处理

其灾害损失和影响（特别是与气候和天气有关的灾

害）提供坚实的数据基础。更具体地说，损失数据库

可以帮助显著提高对灾害和风险如何影响最脆弱群体

的了解，并可以成为更好地了解气候变化影响趋势及

其真实剧烈程度的基础。全球、国家和次国家灾害

风险界都共同热切希望采用具有更好结构的、有效

的、协调一致的方式来收集灾害损失数据并提供相

应的报告。

灾害损失数据的格局非常复杂，因为各国采用不同的

方法来收集、编码和分析数据。JRC工作组最近的研

究表明，70 在欧洲大陆，在数据指标的类型、阈值、

致灾因子类别和所收集数据的分辨率（范围可能从

建筑物或资产水平到国家总数）方面都存在差异，

数据收集程序也存在差异。例如，一些欧洲国家出

于补偿目的收集建筑/资产级别的数据。在西班牙，

官方资金的补偿数据是由西班牙民防局（Direcció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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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eneral de Protección Civil y Emergencias）收集

的，而在法国保险政策数据是由国家自然灾害观察局

（l’Observatoire National des Risques Naturels）收

集的。澳大利亚和加拿大等其他国家也建立了财产数

据库和可公开访问的数据集，但同样存在指标集太小

的问题。那些侧重于财务赔偿的数据库通常缺乏分类

的人口损失指标，甚至缺乏一些主要的人口损失指

标，例如受伤或生病的人数。

尽管根据最初的预期，拥有丰富信息的国家可以很轻

松地达到《仙台框架》监测系统的所有要求，但是初

步证据表明，多数发达国家并没有综合的损失和破坏

信息系统，因为提供相关数据的机构部门比较分散或

者特定灾害信息的数据源数量非常庞大。即使在存在

国家数据库的地方，它们也不一定包含OEIWG建议

中所要求的大部分指标。例如，澳大利亚、加拿大和

美国的可用数据库或其他财产损失数据库只包含提

议指标的有限子集；在部分欧洲国家也存在类似的情

况。例如，在很多此类数据库中，没有收集关于关

键基础设施、受伤/生病人员或受影响人员的指标。

在大多数已知的损失数据库中，无论其来源、软件或

设立年份如何，都很少或没有按照SDG数据分解工作

流程的要求根据性别、年龄或其他标准对人员损失数

据进行分类。

随着各会员国继续致力于建立、改进和调整这些损

失数据库，在几年内有可能可以建立一套综合的全

球数据集。UNDDR已经在开展合并工作，从越来越

多的国家收集数据，来建立用于GAR中分析工作的数

据集。从GAR09中的12个国家开始，然后是GAR11

的21个国家，接着是GAR13的56个国家，GAR15的 

图9.1.DesInventar Sendai数据库涵盖的国家数量，2009–2017年

82个国家，现在是GAR19，这个综合数据集已经包

含了103个国家的数据。

9.2 
 

打造国家监测能力

方面的成功与挑战

9.2.1  
会员国对监测《仙台框架》实施情况的期望 

要了解《仙台框架》监测方面的成功与挑战，重要的

是思考会员国在建立机构机制方面要开展哪些工作，

因为这些机构机制是进行报告以及通过此系统收集和

共享实质性信息所必需的。尽管《仙台框架》监测系

统具有与任何国际发展领域相关的标准报告机制相同

的很多功能，但由于DRR的跨部门性质，此系统也具

有一些独特之处。

（来源：UNDD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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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制结构

《仙台框架》监测流程采取的第一个步骤是为《仙台

框架》监测指定一个联络点，选择参与监测流程的机

构，并明确所选机构的角色和职责。

预计每个会员国都将指定一个主要的联络点来监测

其《仙台框架》的执行情况，并正式向UNDDR提供

相关信息。然后，联络点负责选择将参与监测流程

的国家机构。这样做能通过不同部委和部门之间的

数据共享，加强监测由中央政府转向地方政府的进

程及其系统化。如果认为监测进展情况是必要的，

指定的联络点也可以将其管辖范围以外的机构纳入

进来。最后一个步骤是为选定机构提名的个人指定

具体的角色。相关角色可以包括： 

技术要求

根据上述结构，不同的机构负责对38项全球指标

或国家定制指标中的一项或多项进行报告。与HFA

的报告流程不同，《仙台框架》监测工具没有既定

的周期。然而，通常有两个时间节点需要提交报

告：（a）每年3月份，为可持续发展高级别政治论

坛（HLPF）中的SDG监测报告提供有关全球目标

A、B、C、D和E的进展报告，以及（b）10月份针对

所有目标A-G为一年期的GAR提供报告，或者隔年提

供已报告进展情况的盘点。此外，预计每个会员国都

将制定一套由自己国家确定的目标和指标，来落实

其定制的报告要求。然而，这方面的报告要求由会

员国自行决定，可以根据国家的DRR战略需求和要求

进行调整。

通过严格的磋商流程，UNDDR已经制定了相关的指

导方针，而且可以公开获取此指导方针的所有联合

国语言版本，其中包括有关以下方面的信息：所需

的最小数据集、推荐的最优数据集（包括数据分解）、

挑战、时间考量因素、计算方法（从最小到推荐数

据集）和元数据：内容、方法和其他主题（覆盖范

围、代表性和质量）。71这些技术性指导说明构成了

报告流程的基础，但允许各国根据具体情况来定义

相关参数。

a. 协调者：这一角色通常由仙台国家框架联络人

担任。她/他负责为全球目标设定国家报告，包

括增加机构/用户、配置元数据，还负责定制报

告，设定国家确定的目标和指标。（元数据指的

是额外的人口和社会经济参数，各个国家需要将

这些参数输入SFM，用于根据有关《仙台框架》

全球目标进展监测和报告的技术指南进行相关计

算，例如：货币汇率、GDP和人口。）

b.  贡献者：贡献者是指根据他们所属机构的重点领

域被分配了不同指标的机构代表。其主要职责是

为分配的指标输入数据。

c. 验证者：此项责任通常由《仙台框架》联络点的

所属机构承担，但也可以由其他机构承担。此角

色通常由政府内部承担，而且级别较高。只有在

验证者验证了数据之后，才能在在线系统（在分

析模块下）中公开获取这些数据。

d. 观察员：这是一项可选职能，允许此责任承担者

对输入的数据进行观察和评论。但是，没有编辑

权。因此，此职能可以由政府内外的任何机构

承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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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社会、经济和环境统计的看门人，国家统计局

具有良好的优势来应对《仙台框架》、《2030年议

程》、《巴黎协定》和其他全球倡议提出的重要数

据需求。

将《仙台框架》的全球目标指标纳入SDG全球指标框

架内，可以为很多方面提供机会，此项工作将作为

各国针对2015年各项协议更广泛的后续行动的一部

分。已经观察到很多国家都拥有共同分析和发展应用

信息的愿望。73 有些会员国将NSO作为其监测系统的

关键贡献者之一，这表明需要严格控制的优质数据才

能系统地、一致地响应《仙台框架》的要求。

监测的能力培养：掌握技能

新的《仙台框架》就是在会员国呼吁建立一个更

健全、更全面的量化框架后以磋商的方式制定出

来的。根据OEIWG的建议，在开发监测工具的同

时，UNDDR还采取了以下举措： 

9.2.2  
在打造监测《仙台框架》实施情况的国家能力上

取得的成就 

本节介绍了自2018年3月1日启动《仙台框架》监测

以来，在报告规模、国家统计局（NSO）参与、能力

培养工作，以及跨部门、多利益相关方合作伙伴关系

在数据收集和监测程序方面所取得的成就。

报告规模：数字就是成功的最好证明

从《仙台框架》监测启动以来至2018年10月进行数

据情况查看为止，已提交报告的国家数量就是会员国

在培养《仙台框架》监测系统能力方面取得成功的证

明。在此期间，80个国家在2015年以来的一个或多

个报告年度提交了报告。此外，还有很多国家已经建

立了上述的体制结构。对这些结构的审查显示，其中

43个会员国已经通过在线系统为三个或以上的部委

和部门指定了一项或多项角色。

在国家每年至少针对一个目标提交报告方面，也在呈

上升趋势，2015年至2017年，每年至少报告一个目

标的国家数量从43个逐渐增加到75个。

国家统计局的参与：至关重要的统计数据 

监测和数据收集工作应归口到国家统计局（NSO），

在国家和次国家层面支持打造一种以可信数据为基础

的学习文化。72

• 《仙台框架》准备情况审查（面向会员国的一项

综合调查）的主要结果是，几乎没有一个国家拥

有必需的能力并设有相应的职能来报告所有目标

的进展情况。为此，已经制定了技术指导说明，

来作为支持会员国数据合并工作的路线图。

• 自从监测系统提出以来，各国已经得到了训练有

素的人员的支持，每个区域采取了不同的办法。

非洲联盟委员会通过其非洲DRR工作组在政策层

面牵头制定了路线图。区域经济共同体还承诺为

272 第 9章



能力发展的战略方法

《仙台框架》已经认可了国家在促进实现其DRR目标

和优先事项方面的主要作用，并强调了与其他利益相

关方共同承担这些责任和采用参与性方法的重要性。

为了支持这种方法，联合国会员国已经明确，在DRR

方面机构和个人都需要获得支持和能力提升。没有足

够的能力，《仙台框架》的实施将面临挑战。

旨在为实施《仙台框架》提供可持续能力发展方面

的指导，UNDDR全球教育和培训机构目前已经开

始为会员国、利益相关方和合作伙伴的磋商提供协

助，最终打造一种“实施《仙台减灾框架》的战略

性能力发展方法”——一项2020年风险知情发展

愿景。

磋商带来了语言上的精炼，会员国和其他利益相关方

再次强调了有效发展DRR能力可以帮助推动实施取得

进展，而且此项工作应由国家开展并进行协调。重

要的是，此战略方法归纳了有关不同的DRR利益相关

方在能力发展方面角色和责任的建议，针对六大关

键的需求领域提供了高层次的指导，并且验证了所

建议的能帮助加强能力发展和实现其制度化的“核

心力量”。

此战略方法是一份指导文件，旨在反映需要做出

的改变和随着时间推移的发展趋势，致力于获取和

分享随着时间不断产生的经验教训、最佳实践和案

例。其执行的后续步骤包括提升所有人的认识和意

识、试点试验、为其执行制定监测、评估和学习机

制，以及为不同层面的适应工作制定能力发展“市

场”指导。能力建设是一个长期的过程，应该纳入

DRR战略实施计划，从而支持此战略的实施并实现

《仙台框架》。

71 （UNISDR 2018b）
72 （Peters等2016） 

73 （联合国 2017a）

其会员国的监测流程提供支持。2018年，政府

间发展组织（IGAD）在6月份举办了相关活动，

南部非洲发展共同体（SADC）在8月份举办了活

动，西非国家经济共同体（ECOWAS）在11月份

举办了活动。在亚太地区，由会员国主办的分区

域培训在国家层面上为此提供了补充（分区域培

训包含来自重点机构的两到三位重要官员，重点

机构包括国家灾害管理机构和NSO，而国家培训

则包括来自几乎所有部委的代表或负责分享所需

数据的部门代表）。

• 开发一个在线电子培训模块，以支持会员国鼓励

其重要部委和部门的指定工作人员开展自我学

习。其设计中包含为受训人员提供证书的激励措

施，而且还将根据需要纳入进修课程，从而确保

受训人员拥有有关《仙台框架》监测系统所设想

的定期改进的最新知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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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部门和多利益相关方的参与：在监测中不让一

个人掉队

在有关DRR的国家报告方面，《仙台框架》的监测工

作呼吁采用一种新的思维方式。在HFA时代，国家灾

害管理组织（NDMO）承担了在HFA监测工具中提交

所需信息的责任。当时，报告是一项在NDMO授权下

开展的集中工作。很多NDMO建立了一个离线协调流

程，在多数情况下，国家减灾平台在此流程中作为

多部门和多利益相关方的协调机制。然而，编制报

告并将其提交至HFA监测工具仍然是NDMO的主要职

责。74 SFM为数据分享和信息管理提供了一种不同的

方法。SFM提供了机会，可以根据出于数据收集目

的而向不同部委分配的指标来为这些部委分配不同的

角色。例如，农业部可以重点关注目标C中此部门的

经济损失，而卫生部和教育部可以提供目标D中相关

基础设施的数据。然而，应该注意的是，提供数据的

责任必须以结构化的方式分布在既定限制范围内，以

确保定性的严格性和报告的及时性。

除政府提供的数据外，私营公司、大学和其他第三方

行动者也可以提供补充的数据，来帮助扩大或验证官

方的报告系统。75 为此，多个会员国已经把他们的国

际和国家发展伙伴作为观察员或贡献者的身份拉入进

来。出于为可持续发展全球框架提供支持的目的，在

现有的报告和数据收集系统中建立互操作性和对比性

也能加强此类合作伙伴关系。76 

9.2.3  
打造国家能力方面的挑战 

本节内容指出了会员国在报告《仙台框架》七大全球

目标的指标时所面临的挑战。来自不同国家经验的挑

战涉及数据管理的各个阶段，包括收集、验证、储存

和分析，还涉及拟议的分析基线以及机构在监测和报

告方面的总体能力。

数据是监测流程的核心。联合国秘书长关于数据革命

的独立专家咨询小组（IEAG）提出了9项核心原则，

所有为衡量可持续发展提供数据的行动方都应遵循这

些原则。77就《仙台框架》而言，最初几年的报告工

作面临着以下挑战：

• 数据的可用性。这方面包括数据的收集实践方

法、组织文化、数据分享机制或缺乏相关机制、

成本（例如建立收集系统、存储数据和购买数

据）、私营部门专有问题和数据管理等。在灾害

损失的特定领域、国际合作的所有领域，以及早

期预警、风险信息和DRR战略的很多方面都存在

严重的数据差距。

• 数据的质量。《仙台框架》和《2030年议程》

的实施、监测和报告都基于生成、提供和获得优

质的灾害相关数据，这样会员国和其他利益相关

方才能在国家内以及国家之间和地区之间进行有

效地整理、比较和分析。如果不使用普遍认可的

方法和质量标准，这方面的工作将变得更具挑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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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8 （联合国 2017a）
79 （Fakhruddin、Murray和Maini 2017）
80 （Fakhruddin、Murray和Maini 2017）

74 （UNISDR 2013a）
75 （Murray 2018） 
76 （Migliorini等2019）
77 （Espey 2017）

一些关键机构（例如NSO以及国家制图和地理信息机

构）已经认识到需要集体努力来提高数据的可用性、

可访问性和质量。除非解决在数据可用性、质量和可

访问性方面的差距，否则各国确保对《仙台框架》的

所有目标和优先事项进行准确、及时和高质量监测和

报告的能力将受到严重损害。78

灾害损失核算：幕后工作

收集损失数据的过程和方法都是一项复杂的任务，

需要技术和非技术投入，以及来自不同学科的合作

伙伴的参与。尽管《仙台框架》并没有强制要求建立

灾害损失数据库，但是没有事件良好记录的损失核算

系统将缺乏可信度。与输出型指标有关的部分主要

挑战包括：

性。一些NSO正在探索将公开的EO数据和统计数

据纳入现有的决策结构。EO与传统统计方法具

有互补性，这意味着EO可以为现场数据测量结

果（例如调查和库存数据）提供验证选项，还可

以用于沟通和可视化SDG和《仙台框架》指标的

地理维度和场景，同时在适当的情况下，提供对

指标的分解数据。

• 数据的可访问性。政府机构之间的数据共享引起

了多个国家的关注。只有少数机构拥有关于数据

访问的一套程序。即便开展了非正式的交流，但

是在没有官方授权的情况下，可能也难以发布或

二次使用相关数据。但是，正如上文中关于相关

部委之间分工的段落所指出的那样，一些会员国

正在开始建立数据共享机制，以促进SFM的全面

报告。

• 数据的应用。虽然在数据创建和管理方面的持续

投资是必要的，但是信息的最终价值不在其生产

中，而体现在使用中。为了确保数据的适当应

用，需要在生成数据时就考虑到用户的需求。这

就是会员国在利用数据并将信息转化为可采取行

动的政策方面所面临的关键挑战之一。数据提供

方经常在支持信息转换的操作工具上投资不足，

而且没有意识到让使用数据和推动行动的人员参

与进来的重要性，因此会影响利用数据的机会。

• 并非所有国家都系统地收集灾害损失和损坏数

据，而将这些数据纳入国家官方统计数据的国家

就更少了。79 

• 已经存在几个灾害损失数据库，但它们面临着标

准化数据收集流程、数据缺失以及对物理破坏和

损失的经济估值不一致等方面的挑战。80

• 缺乏简单的损失数据报告程序和通用语言，来确

保各国之间损失数据收集、可比性、记录和报告

的标准化。即使在存在损失核算系统的地方，这

些系统也可能属于非政府领域，因此并没有得到

用于《仙台框架》监测目的所需的官方认可。

• 对“全球准备情况审查”作出响应的多数国家都

收集了大量的关键灾害损失数据（目标A-D，用

于目标A和B的数据更多）。很多国家都表示已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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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分解：多即是少

尽管《仙台框架》并没有强制要求进行数据分解，但

是我们鼓励会员国根据为支持各项全球指标而制定的

不同标准，提供尽可能多的分解数据。“不让一个人

掉队”的关键主题认为个人的尊严是根本，应该为所

有国家和人民以及社会各阶层实现《2030年议程》

的目标和指标。确保将这些承诺转化为有效的行动，

需要对目标人群拥有准确的了解。在相关的情况下，

按收入、性别、年龄、种族、族裔、移徙状况、残疾

状况、地理位置和其他特征进行指标数据分解对衡量

受影响人群的脆弱性至关重要。汇总的数据可能会掩

盖脆弱群体内部的不平等，除非对数据进行分解，否

则这些不平等会隐藏起来，无法被政策制定者看到。

更密切地关注不同群体存在脆弱性方面的差异，也需

要能够更详细地聚焦特定群体的数据和分析。根据具

体情境，采用不同层级的数据分解。家庭数据广泛用

于在微观层面开展灾害影响的审查、监测和评估，并

为相应的政策制定提供信息。政策和国家级方案可能

需要国家或区域层面的数据，而希望改变家庭层面

（例如老年人、妇女和儿童）贫困和脆弱性动态状

况的干预措施则需要在个人层面进行数据收集。

在此方面，针对有关消除贫困的SDG 1的各项指标，

相应国家和机构正在做出重大的努力。国际家庭调查

网络、人口和卫生调查、多指标集群调查，以及非

洲家庭调查数据库、拉美和加勒比地区家庭调查数据

库等区域倡议都是前景良好的例子。它们可以为跨部

门收集数据提供机会，从而为应对系统性全球挑战提

供切入点。

基线：回到过去

只有在存在基线的情况下，才能对进展和变化情况进

行监测。例如，在《仙台框架》目标中，预计各国将

报告2005年至2015年期间与人口有关的损失数据，

以便与2015年至2030年每10万人的数据进行对比。

建立了良好的灾害损失核算实践方法；然而，通

常更多地可以获取有关有形损失和人员影响方面

的数据集，而有关经济损失、生计、特定资产和

基础设施的损失、文化遗产和基本服务中断等方

面的数据较少。

• 目前已经存在多种致灾因子分类，包括综合灾害

风险研究（IRDR）的致灾因子分类82和剑桥用于

复杂风险管理的威胁分类。83受控术语表是技术

数据标准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因为术语表可以

为被测量或计量的内容提供精确且一致的定义。84

• 在分类方面，就灾害类型而言，只有在国际层面

才广泛采用一个针对单个热带气旋的命名系统。

同时，采用跨多个灾害类型来分配唯一标识的系

统拓展方法也会带来一些挑战（例如，缺乏国际

认可的标识生成机制；对于影响多个国家的事

件，缺乏标识协调程序；以及采用标准操作程序

方面的挑战）。85 

• 最后，在“全球准备情况审查”报告中，40%至

60%的国家认为，他们可以为与灾害损失相关的

目标A-D的多数指标制定基线标准，但是认为可

以为关键基础设施、基本服务中断、生产性资

产损失和住房部门制定基线标准的国家要少得

多。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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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收集历史损失数据需要投入时间和资源，对于

缺乏必要数据基础设施的国家来说，这可能无法完

成。由卫生指标和评估研究所（Institute for Health 

Metrics and Evaluation）领导的GBD研究是了解灾

害相关死亡率趋势的一个潜在资源。此项研究是现有

的最全面的全球流行病学研究，描述了全球、国家和

区域各层面各种原因造成的死亡率。目前相应机构正

在探索从GBD中提取一些用于SDG的基线卫生测量数

据。在监测灾害损失数据方面，充分利用和最大限

度地利用可以提供补充的数据集对以下方面至关重

要：（a）数据可比性和（b）深入地理解更准确的

基准，以此作为出发点，从而帮助实现《仙台框架》

和《2030年议程》的承诺。

适应符合预期的体制机制 

尽管很多会员国采取了强有力的举措，但在政治认可

和积极参与方面仍有改进的空间，从而在国家规划方

面更好地协调不同的全球框架。有必要展示各框架之

间的协同作用以及可实现的效率。例如，在国家层

面提供建议时，可以将《仙台框架》的讨论内容纳入

SDG数据内，从而确保协调统一。

此外，还需要政治意愿和持续地提供资金，来加强

对所需数据基础设施的投资。提高国家和地方政府

对不同框架如何进行协调的认识也至关重要。考虑

到SDG具有更高的国际和政治地位，SDG界需要对

《仙台框架》更加敏感，并积极考虑与此框架的协

81 （联合国 2017a）
82 （IRDR 2014）
83（Coburn等2014）
84 （Fakhruddin、Murray和Maini 2017）

85 （Dilley和Grasso 2016） 
86 （联合国 2017a）
87 （Murray 2018）
88 （Peters等2016）

调统一，尤其是框架中提倡改善SDG数据系统的部

分。这种结合将帮助减少各自为政和重复工作。87

捐助者和区域开发银行的投资组合制定标准应该认

可并奖励那些可以带来多个恢复力目标和指标进展

的倡议。88一些国家还设立了由国家利益相关方组

成的委员会，来识别数据持有者以及所需数据的缺

口，在可用和可能的情况下，这方面也应该与SDG

进行协调。

SFM为采用共同的方法来监测和提供相关报告提供

了机会。但是，由于需要部委之间的政策决定和有关

的行政措施，各个国家并不容易在短时间内建立此类

体制结构。这导致一些国家回退到使用HFA程序，即

要求提供离线信息，并选择使用集中的数据管理流

程。结果，有时会出现困境：没有专注于建立一个分

散的体制机制的会员国可能在他们的报告承诺上取得

更快的进展，而那些加大努力来根据SFM制定新体

制结构的国家反而可能在系统内延迟报告。

第一年遇到的问题

S F M预计的时间跨度为1 2年。截至撰写本G A R

时，SFM已经推出了有大约一年时间。它是分阶段

推出的，随着时间的推移发布不同的模块。在此在线

工具推出和用户越来越多的同时，人们也需要一个学

习的过程。但是，在很多情况下，指定国家联络点也

需要时间，而且联络机构及其工作人员的流动率很

高，还需要对新工作人员进行再培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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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有600多名用户可以访问此系统，他们发挥着不

同角色的作用。然而，不能假定所有用户都能同样轻

松地熟悉此系统。即使可用的信息就存在于政府领域

内，仍然需要一段时间来确保其顺利转换为监测系统

所需的格式。事实上，认为这些角色的分配仅仅是一

种技术性职能是对这些角色的严重低估。在监测系统

内，填写表格是一件简单的事情，但是在政府程序要

求的背景下，其背后的努力和承诺再怎么强调也不过

分。这也是另一个需要专门时间的过程，而且必须在

一开始就进行。

SFM是一种在线工具，因此高度依赖宽带互联网连

接。因此，正如人们对任何在线报告机制的预期一

样，区域之间甚至同一区域内的国家之间的带宽差异

是一个根本的问题。尽管这在一定程度上是一个更广

泛的连接性挑战，但一些发展中国家的大量报告证

明，他们并没有让这些限制阻碍他们对责任的承诺。

将内容翻译成各种联合国语言需要时间，而且有时是

交错进行的。此外，翻译不是一项一次性任务，因为

每个新模块的部署（包括在多语言中部署）都需要类

似的反馈循环。这可以丰富软件的功能，使用户越来

越容易地记录他们的数据。

9.2.4 
根据目标提交报告：努力达成目标 

会员国在根据各项全球目标的指标提交报告时可能

面临相关目标特有的若干挑战。这需要就《仙台框

架》全球目标监测和进展报告技术指南中强调的那

些问题，开展进一步的技术讨论。OEIWG在其报告

89中指出的主要考量问题之一是，会员国同意各国可

以选择使用一种国家方法或其他衡量和计算方法来

衡量个别指标的关键参数，特别是针对目标A-D。然

而，OEIWG还建议，如果改变方法，各国应保持元

数据的一致性。90有鉴于此，本GAR在下面概述了一

些关键问题。

目标A

如前所述，此目标涉及与 2 0 0 5 – 2 0 1 5年相

比，2020–2030年期间降低每10万人的因灾死亡

率。与死亡人数估计有关的部分问题如下：91

• 确定哪些死亡与灾害有关，并可全面归因于灾害

是一个复杂的问题；除了灾害对健康的直接影响

之外，还存在很多间接导致死亡的途径。

• 暴露于灾害之中与死亡之间的时间间隔也可能存

在很大差异。对慢性病的护理中断和持续压力的

出现可能导致更大的疾病负担或死亡，而所导

致的死亡可能在灾害后数月或数年之后才真正

发生。

• 世界各地的数据可用性并不统一。WHO定期收到

来自约100个会员国的死亡原因统计数据，但每

年5600万例死亡中仍有三分之二（3800万）没

有登记。

• 虽然所有国家都容易遭受灾害和生命损失，但是

中低收入国家的灾害和死亡风险暴露普遍较高，

而且这些国家往往同时还缺少关键的等级数据，

这些都进一步扩大了数据差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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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录事件损失的灾害损失核算系统是为目标A提供可

信信息的关键要求。事实上，尽管存在上述挑战，与

其他目标相比，报告目标A的国家数量最多。同样明

显的是，越来越多的国家正在共同努力积累分类数

据，尽管这并非强制性要求。

目标B

这一目标涉及在2020–2030年期间比2005–2015年

减少每10万人的受灾人数。与估计受影响人口有关

的部分问题如下：93

89 （联合国大会 2016a） 
90 （UNISDR 2018b）
91 （Saulnier等2019）

92 （UNISDR 2018b）
93 （Clarke等2018）

鉴于灾害可能影响个人生命和财产的不同形式，各国

都需要采取多部门的监测和报告方法，来促进获取更

广泛的信息，并加强分析。致力于卫生工作的主要组

织（如WHO和英国公共卫生局）正在努力通过为卫

生部门制定更长期的指导方针来解决与卫生有关的一

些问题。通过认真研究，精心规划和健全的系统来改

善卫生，农业和运输业不同部门的数据分析，可以帮

助人们建立对数据的信任，增强人们的数据使用，从

而使他们的需求成为数据收集过程的核心。

• 人口的跨境流动会给核算带来挑战；有人建议，

不论死者的国籍如何，每一例死亡都应在死亡发

生的国家核算。92

• 大多数脆弱群体（包括非法移民）往往得不到当

局的承认；因此，实际数字要高于报告的数字。

• 正如一些会员国所报告的那样，数据分解是一项

挑战，需要系统地记录每次灾害事件的灾害损

失。尽管在目标中应对了这一问题，但是如果没

有灾害损失核算系统，很难从相应的时期获取基

线数据。

• 与目标A一样，同样存在归因的问题。目标B包

括通过灾害的级联效应发展成重大影响的很多情

况。采用简单的评估方法至关重要，因为衡量工

作需要从多个部门获取信息。

• 与目标A一样，受伤和患病人口的数据可以来自

已经针对灾害特定影响进行调整的现有健康指

标，但是对测量的时间范围进行细分非常重要，

而且应包含有关继发性疾病和损伤的数据。心理

健康问题是与灾害相关的最严重的健康影响之

一，是一个需要在计算患病和受伤人员时对其进

行准确定义的特定领域。

• 地方当局和国际标准还需要通过地理信息系统

（GIS）和遥感技术来考虑非正式居住区遭到的

破坏程度，这些技术可以评估住房和当地基础设

施等物理环境遭受的影响。

• 当用于评估灾害对受灾人员影响的数据不可用或

不足时，评价指标可以作为一种有用的替代数据

来源。例如，世界银行集团的GFDRR就广泛使用

评价指标，GFDRR采用PDNA技术，使用用于就

业、农业、卫生、运输和通信等方面的部门特定

数据，此外FAO也在使用农业、粮食安全和营养

数据的评价指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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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标C

这一目标包括减少直接经济损失总额占全球GDP的比

例。与经济损失估计有关的部分问题如下：94

虽然与经济损失有关的指标在方法和计算上似乎是比

较复杂的指标之一，但这也是现有准则涵盖最全面的

目标。此外，由于大部分经济损失由高收入国家承

担，这些国家也是正规保险机制普及率高的国家，因

此可提供更多有关验证经济损失的结构性信息。相关

机构需要加倍努力和持续的资金支持，才能更好地获

取有关世界人口中最脆弱群体所遭受间接成本和级联

影响的信息。

目标D

这一目标旨在减少关键基础设施的损失和基本服务

的中断。与这方面损失估计有关的部分问题如下：97

• 灾害造成的全球年度损失的定义忽略了会带来经

济影响的生产力和福祉方面的重大损失。但是，

这样做避免了必要评估方案的复杂性，从而确保

了指标计算的实用性和可行性。

• 目前仍然没有充分的间接经济损失评估方法，也没

有包含在《仙台框架》内。但理解灾害对经济福祉

和生产力的级联影响至关重要，尤其是随着时间的

推移，灾害风险的驱动因素还会发生变化。

• 就像目标B一样，当缺乏可靠的信息时，评价指

标可能有用，但需要注意的是，要尽可能多地使

用非私营价格指数；这方面的一个例子是有关

重建投入的数据，例如建筑材料。这些挑战还

延伸至受灾比率（即因灾导致的破坏量）的应

用方面，这些比率可能在破坏比率中给出二元、

分类（碎片化）或连续（百分比）的数值。在灾

害影响之后的不同时期，报告方法还应反映需求

情况，因此需要针对快速评估和后续评估（一年

后）制定相关的评估规约。95 估计文化遗产的损

失也是一项具有情景特定性的特殊挑战。虽然现

有的指导建议对不可移动和可移动文化遗产的资

产进行价值标定，但它们的价值很难与这些文化

遗产与当地之间的联系以及（如适用的话）与旅

游相关收入分割开来。与自然环境有关的文化遗

产问题还会进一步提升这一挑战。

• 在《全球准备情况审查》中，做出回应的国家提

到，通常在物理损害和人类影响方面拥有更多可

用的数据集，而有关经济损失的较少。96

• 明确的定义对实现目标D报告的一致性至关重

要。例如，在衡量渐发型和小规模灾害造成的破

坏方面就存在多种挑战。98

• 灾害损失数据受大规模灾难性事件的影响很大，

此类事件代表的是重要基础设施损坏方面的重要

异常值。UNDDR建议各国按事件来报告数据，

以便能够进行补充分析，从而获取包括或排除此

类灾难性事件的趋势和规律（就破坏而言，这些

事件可以代表异常值）。

• 由于已经建立的国家灾害损失数据库不一定包括

有关铁路、港口、机场和其他基础设施受损的历

史数据，因此建立基线数据是一项挑战。99

• 与建议相反，基础设施资产和服务的破坏和中断

可以根据机构级别（例如初级或次级卫生设施）

而非根据规模来进行数据分解。这种分类符合公

共部门风险评估的实践方法以及用于保险产品的

私营部门灾害模型。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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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4 （Clarke等2018）
95 （Clarke等2018）
96 （联合国 2017a）
97 （Clarke等2018）
98 （UNISDR 2018b）

99 （UNISDR 2018b）
100 （Clarke等2018）
101 （联合国 2017a）
102 （UNISDR 2018b）
103 （OEIWG 2016）

出于《仙台框架》监测的目的，目标C和D的基线数

据不是强制的，因为目标的描述中不包括基线比较的

内容。但是，在可能的情况下，建议各国按事件来核

算数据，以便能够进行补充分析，从而获取包括或排

除此类灾难性事件的趋势和模式（就破坏而言，这些

事件可以代表异常值）。作为目标D的一部分，获取

有关关键基础设施的信息对政府来说至关重要，因为

减少这些基础设施和服务的损失可以减少其他目标的

损失，尤其是目标A和目标B。

目标E

这一目标涉及增加根据《仙台框架》制定国家和地方

DRR战略的国家数量：

因此，建议各国对国家DRR战略进行详细的自我评

估，并将其作为针对既定全球目标和指标的基准。然

后，他们可以找出在开展DRR行动和其他行动方面存

在的差距。

目标F

这一目标旨在加强DRR方面的国际合作。在全球备灾

审查中，对于目标F，只有20%（所有目标中最低）

的国家报告说他们拥有可用的数据。101 各个国家都

打算在后续工作中为DRR提供或接受国际合作。102

会员国针对目标F的部分指标提出的挑战包括：103

• 在国家DRR战略的自我评估中存在一个主观性因

素，会员国会根据《仙台框架》相关的10项标

准为自己评分。然而，与会员国熟悉的HFA监测

工具相似，此监测工具也存在主观评分的因素。

• SFM可以为DRR战略提供一个具有明确指标和目

标的监测平台。

• 应把重点放在DRR战略的实施上。由于各会员国

的法律和监管制度各不相同，在评分计算中是否

包含DRR战略的通过和实施情况，由各会员国自

己决定。

• 将DRR组成部分从总资源量中分离出来。

• 有关共享请求信息的保密性问题。

• 有关“减少灾害风险行动”、“减少灾害风险相

关技术”和“减少灾害风险相关能力建设”的通

用术语。

• 与国家战略相比，地方DRR战略的异质性要大得

多，在不同国家和地方行政单位之间也存在差

异，并且会随着时间发生变化。因此，国家政府

很难在没有实质性计划（例如立法）的情况下跟

踪所有的地方战略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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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标G

这一目标涉及提升早期预警系统（EWS）、风险信

息和评估，以及灾前疏散的能力。与目标E一样，此

目标也存在主观评分的因素，需要基于对灾害的排序

进行评分，还需要针对与EWS和风险信息有关的问

题所采取的主动行动进行评分。有效MHEWS的关键

组成部分包括对灾害、脆弱性和暴露进行系统性检

测、监测和预测。它们还包括对所涉及的风险进行详

细的分析，以及在地方层面负责当局将风险信息传达

至暴露于或处于风险人群的适当方法，以便及时采取

适当的行动进行准备和响应。

需要考虑的几个问题如下：104

关于MHEWS的早期经验强调，仍然可以通过过去的

经验来改善早期预警的实践方法，在分析层面（数据

收集和风险评估）以及随后的行动层面（响应）提高

早期预警的效率。国家机构需要对系统的风险评估和

识别步骤行使强有力的所有权。不存在任何“现成

的”EWS；相反，各种不同的实践方法使MHEWS的

设计具有多样性，而且专门针对特定的具体场景。国

际组织通过增强国家自主权和加强国家预警能力，可

以帮助增强地方能力以发挥补充作用。

• 尽管在确定DRR行动方面很有用，但是在发展援

助内的部门定义方面，OECD DAC债权人报告系

统制度守则并没有全面涵盖为发展中国家提供的

所有DRR相关支持。

• 用于得到指标F-2数据的方法。这方面需要进一

步的发展和澄清，特别是在“提供者”的报告选

择方面，而且还应该报告经由多边机构渠道的资

金是采用何种方式提供的。

• SDG指标17.7.1还缺少国际公认的方法或标准，

在为指标F-4制定方法时还缺少对“环境友好型

技术”的定义。

• 很多发展中国家缺少有关科学和技术创新的实用

和可靠指标。此外，关于“按合作类型在国家间

制定科学和/或技术合作协议和项目”的SDG指

标17.6.1，还没有国际公认的方法或标准。

• 由于国家之间的MHEWS差异很大，因此UNDDR

建议重点关注系统的功能性，而非系统的数量。

• 由国家决定选择将哪些主要灾害纳入MHEWS，

因为人们已经认识到在国家之间灾害事件的频

率、规模和强度都存在巨大的差异。

• 在衡量预警信息的覆盖范围方面，会员国可能希

望审查有关“信息冗余”程度的评价指标。信息

冗余度是指提供相同权威预警信息的不同预警传

播渠道的数目和种类。

• 在计算覆盖范围时，理想方法是使用“暴露人群

数量”这一指标。然而，识别和计算“暴露人群

数量”非常具有挑战性，特别是针对中小型灾害

事件以及暴露人群并非都受其影响的灾害事件。

因此，UNDDR建议使用评价指标，例如所针对

的次国家行政单位的总人口。

• 由于不止一个MHEWS会覆盖相同的地域或人

口，因此会员国应考虑重复计算和信息一致性的

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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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3.1 
农业部门

全球25亿人以农业为生。世界四分之三的贫苦人口

的粮食和收入来自农业、畜牧业、林业或渔业。小农

户管理着全球约5亿个小型农场中的80%以上，同时

提供发展中国家所消费粮食的80%以上。105 随着灾害

和极端事件发生的频率和影响不断增加，他们经常面

临风暴、干旱、洪水、虫害和疾病的影响，这些都会

破坏或影响他们的收成、牲畜、物资、设备、种子和

粮食。在过去十年中，农业部门损失占发展中国家气

候相关灾害造成的所有损失的26%。106 而且，灾害的

影响并不仅局限于眼前的短期时间内。灾害往往会破

坏十年的发展成果，导致社区更加脆弱，难以吸收、

恢复和适应未来的风险。

FAO与UNDDR合作，已经制定了“评估农业灾害直

接损失的方法”，可以用于根据《仙台框架》有关全

球经济损失的目标C来追踪指标C-2（减少灾害导致

9.3
  

支持专题和部门进展情况审查 

需要对《仙台框架》的全面报告开展部门分析。各个部门已经开展了相当多的国际合作。下面举两个农业和学

校安全方面关于此类合作的例子。

104 （UNISDR 2018b）
105 （UNEP和国际农业发展基金 2013）
106 （FAO 2018）

的直接农业损失）的进展情况。这种新方法致力于实

现农业灾害影响评估的标准化。但是，需要在国家

层面实现这种方法的制度化。因此，FAO一直在为采

纳、操作和实施这一方法为国家机构提供支持和能力

建设帮助。拉丁美洲、加勒比地区、东非和东南亚越

来越多的国家已经采取了这一新方法，并准备报告和

持续跟进《仙台框架》承诺中减少灾害造成的农业直

接损失方面的进展情况。

FAO支持各国减少风险，加强农业生计，打造对抗

灾害和危机的恢复力，同时保持对具体情况的针对

性，并扎根于当地的生计和粮食系统。FAO与恢复

力有关的工作主要围绕三大类冲击：自然灾害，包

括气候变化极端事件；粮食链危机和跨境威胁，包

括病虫害和粮食安全，这方面与《仙台框架》相一

致；以及长期持续的危机，包括暴力冲突。通过这

种整体方法，FAO能够应对灾害的复杂性和威胁的相

互关联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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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综合的DRR教育方法。107 此框架是根据与区域、

国家、次国家、地区和当地学校各级灾害管理相

一致的教育政策、计划和方案制定的，其目标是：

（a）保护学生和教育工作者在学校不会遭受死亡、

受伤和伤害；（b）制定针对所有预期灾害和威胁

的继续教育计划；（c）保障教育部门的投资；以及

（d）通过教育加强减少风险和恢复力建设。

2013年，UNDDR携手来自教育部门减灾和恢复力全

球联盟的合作伙伴推出了“安全学校全球倡议”，此

举是对2013年全球减灾平台发表的“高级别对话联

合公报”的响应措施。此倡议旨在确保相关的政治承

诺，促进全球将安全学校落实到位。此项全球倡议鼓

励和支持政府结合综合学校安全的三个技术方面来制

定和实施国家学校安全政策、计划和项目。它提供技

术援助和专门知识，来支持相关国家政府在国家层面

全面落实学校安全，并推广其他国家和地区在安全学

校实施方面可以效仿的良好实践方法和成果。

全球联盟的合作伙伴已经开发了不同的工具和方

法来加强学校安全。例如，联合国教科文组织

（UNESCO）提出一种多灾种学校安全评估方法，即

为确定安全升级战略进行目视检查（VISUS）。VISUS

方法中包含一个强大的针对决策者、技术人员和大学

的能力建设组成部分。这种方法使他们能够在如何

优先为改善学校安全提供资金方面做出更好的知情决

定，而且已经在7个国家（萨尔瓦多、海地、印度尼

西亚、意大利、老挝人民民主共和国、莫桑比克和秘

鲁）进行了成功的试验，在这些国家对50多万名学

生和教育工作者的安全进行了评估。UNESCO正在通

过在世界各地实施VISUS方法，努力实现“有关学校

安全评估的国际项目”的概念化。

改善危机和风险治理

只有具备风险知情的法律、政策和体制系统，同时粮

食和农业有关部门具备灾害和风险管理能力，从而在

所有层级上开展充分的灾害风险和危机治理，才能保

护农业生计不受多种灾害的威胁。

早期预警-早期行动

监测风险和灾害能帮助预防、准备和减少影响。FAO

早期预警行动（EWEA）系统将预警转化为能减少特

定灾害事件影响的预期行动。此系统重点关注整合现

有的预报信息以及制定计划，以确保政府合作伙伴在

收到预警时采取行动。EWEA的季度报告已经发布了

在全球范围内监测农业和粮食安全主要风险的早期预

警来源。在国家层面，FAO与国家部门密切合作，开

发适合当地情况的EWEA系统。目前正在肯尼亚、马

达加斯加、蒙古、太平洋岛屿、巴拉圭、苏丹和其他

国家实施。

9.3.2 
学校安全倡议

教育部门减灾和恢复力全球联盟是一个由联合国机

构、国际组织和区域网络组成的多方利益相关方机

制。合作伙伴正在努力确保所有学校在面临灾害风

险时的安全性，确保所有学生都生活在安全的文化

氛围中。为了实现《仙台框架》的承诺以及对可持

续发展目标的支持，此全球联盟的工作最终将通过

教育和知识的传授，来为全球的安全和恢复力文化

贡献力量。它通过“学校综合安全框架”来促进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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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7 （教育部门减灾和恢复力全球联盟 2017）

9.4 

编制全国灾害统计资料

《仙台框架》和《2030年议程》共同报告机制的通

过已经推动国际统计界支持制作与灾害有关的统计资

料和框架。下一节将讨论此项工作及其影响。

在一个全球商定的政策框架和全球指标监测系统的背

景下，各国政府已经更加重视与灾害有关的统计数

字。由于这一统计领域对几乎所有国家来说都是一项

新的任务，因此迫切需要技术指导和在国际上分享工

具和良好实践方法。

《仙台框架》和SDG已经为国际监测界定了DRR的核

心概念和指标，但是需要将这些商定的概念和定义转

化为生产和传播统计数据的具体说明和技术建议。国

际指标监测系统的基本要求包括要确保衡量灾害发生

各个阶段的概念和方法的可比性。这些系统在很大程

度上取决于国家和地方各级的协调性和一致性。

各国在编制数据和制作与灾害有关的统计表方面有着

不同的实践方法，因此很难对涉及多种灾害的数据进

行比较或进行时序分析。《仙台框架》重点关注风险

评估，反映了政府对改善预防和准备工作的要求。由

于风险评估还需要灾害数据以外的信息，因此需要跨

灾害、时间和地理位置进行灾害测量和统计，并将灾

害信息与社会、经济和环境统计数据结合起来。

在很多情况下，与灾害有关的数据是在国家统计系统

之外产生的，并不包括在官方统计内。NSO通常不参

与数据的编制。但是，考虑到NSO的传统优势和国家

DRM的体制背景，可以为NSO确定不同的角色。这

些角色可以分为两部分： 

9.4.1 
概念问题

灾害相关统计包括但不仅限于有关灾害发生及其影响

的统计。与灾害有关的统计还包括用于风险评估和灾

后影响评估的统计信息，这些信息依赖于对各种有

关人口、社会和经济的数据来源的分析，例如人口普

查、调查以及官方统计中用于多种目的的其他工具。

有关人口、企业和基础设施的地理参考统计信息也

可以为评估受影响人数和自然灾害的其他可能影响

提供支持。

• 任何NSO都应该承担的核心角色。这些体现了

NSO的典型优势，例如编制时序统计资料和指

标、提供适合DRM目的的基线信息、支持评估社

会、环境和经济影响等。

• 可以纳入NSO职能和责任让其承担更多任务的拓

展角色。这些角色可以包括主要的影响评估、协

调地理信息服务和开展风险评估。部分NSO已经

落实了此类角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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灾害风险在国家内部、世界各地以及时间上的分布都

是不均匀的。每个灾害事件各不相同；灾害事件相对

不可预测，而且会对受影响区域的社会和经济状况造

成重大的改变。为了弄清真实的趋势，而非随机波动

或极值的影响，灾害相关统计信息的很多分析都需要

连贯的时间序列，还依赖于清晰有序、结构良好的统

计汇编工作。这方面特别重视统计信息随时间推移的

协调一致性，而且还要尽可能地保持跨国家和跨地区

之间的协调一致性。

有关灾害影响的统计信息要与可唯一识别的灾害发

生事件关联在一起。对这些统计信息的收集需要采

用结构化的方式，并且在记录时保持与潜在灾害发

生事件相关特征（如时间、位置或灾害类型）的关

联，同时还要保持用户可以访问并输入跨灾害的分

析结果（如随时间推移的监测指标或预测和减少灾

害风险模型中的指标）。因此，灾害相关统计中的

一项基本挑战是保证统计数据的可访问性，可用于

多种形式和目的的分析，同时通过元数据的结构化

使用来保持协调一致的汇编。

此项挑战最好通过开发、协商和应用一个共同商定的

衡量框架来解决。

在此基础上，2019年3月5日至8日召开了联合国统计

委员会第五十次会议。在此次会议上（委员会报告

还有待编辑），108 联合国统计委员会请联合国统计

司、ESCAP、UNECE、ECLAC和UNDDR同现有的区

域专家组和任务组的成员一起磋商，审议设立和协调

下列机制的备选办法和方式：（a）在委员会职权范

围内的一个正式机制，以便推动制定一个灾害相关统

计的共同统计框架；（b）一个跨专家领域的网络，

在加强灾害事件和灾害有关的统计工作方面保持合

作、协调并为此筹集资金；以及（c）在适当的时候

向委员会汇报情况。

此委员会还敦促国际统计界拓展在灾害事件和灾害统

计方面的能力建设，协助国家灾害管理机构、国家统

计局和其他相关贡献者提升能力，来满足对采用循

证方法的报告要求，帮助实现国家发展政策、计划

和规划，以及《仙台框架》和《2030年议程》的目

标和指标。

9.4.2 
发展灾害相关统计的国际支持

目前已经有多项国际倡议为发展灾害相关统计提供支

持。自2015年2月以来主要包括：在环境统计发展框

架修订专家组支持下的联合国环境统计司环境统计

发展框架 109，以及UNECE有关衡量极端事件和灾害

的任务组。

在区域层面，ESCAP在2014年成立了亚洲及太平洋

灾害相关统计专家组。这些工作已经产生了一个灾害

相关统计的框架，以及一个旨在为国家统计系统提供

支持并且适用于多种规模的技术准则。ECLAC长期

以来一直向各国提供灾害统计和指标方面的技术援助

和培训，现在也成立了一个衡量和记录2018–2019

两年期DRR相关指标的工作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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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8 （联合国经济及社会理事会 2019）
109 （UN DESA 2017）
110 （联合国经济及社会理事会 2018a）

111 （GEO 2019b） 
112 （GEO 2019b）
113 （GEO 2019a）

9.4.3 
利用与灾害有关的地理空间和地球观测数据

《2030年议程》需要数据来了解需求，来研究和确

定解决方案，来监测进展情况。在努力实现SDG以及

《巴黎协定》、NUA和其他相关协定的目标和指标

的过程中，利用与灾害有关的地理空间和地球观测

（EO）数据和工具非常重要。

联合国全球地理空间信息管理专家委员会（UN- 

GGIM）重点关注提供相关的指导说明，来促进在地

理空间信息在国家、区域和全球政策框架内的生产、

提供和使用，从而支持各国在此方面的实施工作。这

将带来对地理空间和其他关键信息的更好整合，从而

支持2015年后的各项发展议程以及国家风险减少战

略和其他国家计划。UN-GGIM第八次年会审议的两

份报告特别重要，因为它们重点介绍了地理空间信息

和服务对灾害管理以及地理空间信息对可持续发展

的贡献。110 

地球观测组织  111（GEO）是一个政府间合作伙伴

组织，致力于改善EO的可用性、可访问性和使用

情况，从而造福社会。GEO拥有一个包含70多项

活动的工作项目，涵盖《2030年议程》、《巴黎

协定》和《仙台框架》的全球优先领域。通过这

些工作，GEO汇集了一个“全球地球观测系统的系

统”，112，此系统可提供4亿多单位的数据、信息

和资源。113 

9.5

总结

在通过《2030年议程》和《仙台框架》四年之后，

国家已经采取了切实有力的措施，努力实现有关这些

变革计划的宏伟抱负。在实现这些目标的共同努力

中，各国都面临着严峻的全球性挑战：不平等、气候

变化、不稳定和快速城市化。全球的决策者们需要批

判性地反思他们的国家、城市和社区如何在面对相互

关联的风险时具有更强的恢复力。通过提供迄今为止

最新的数据和成果，让具体的实施和切实的进展来满

足人们提升恢复力的愿望。虽然还需要更确凿的可信

数据，但初步的调查结果重申了之前的趋势，即世界

人口中的最脆弱群体遭受最高的灾害死亡人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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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II部分  
总结和建议 

总结

直接损失只是众多影响中的一部分。需要更全面地理

解灾害的影响。在灾害来袭时，很多方面都会遭受间

接影响，例如死亡率和发病率，以及决定受影响人口

福祉的资产、基础设施、就业和教育机会等方面。有

必要重新审查各项目标和指标的数据，通过深入进行

分配分析，从区域、国家和次国家的数据转而采用家

庭层级的数据，为最脆弱群体的灾害影响维度建立衡

量标准。114 应当酌情针对所有衡量标准中的关键指

标（如死亡率、发病率、教育获取状况和营养结果）

进行分解。如果要首先惠及那些最落后的人群，就必

须了解社会经济环境如何影响任何特定个人保持健康

和接受教育的可能性、获取基本服务的可能性、过上

有尊严生活的可能性，以及在遭受冲击后最终恢复得

更好的可能性。

贯穿整个灾害期间的并且可以开放访问、经过验证、

可互操作的数据对于制定基于可信数据的政策至关重

要。上述的例子以及有关《仙台框架》监测的技术指

南，都鼓励人们理解报告SDG和《巴黎协定》进展情

况所能带来的跨部门益处。越来越多的国际关注和有

关不同目标的针对性资金投入正在慢慢地开始产生效

果。然而，保持势头并继续协调全球和国家在数据分

类和跨数据库可比性方面的努力至关重要。

这一部分内容已经表明，尽管灾害风险在全球范围内

不断加剧，但应对这些风险的集体意愿仍然不足。初

步调查结果带来的希望是，通过评估灾害的真实成

本，会对国家规划制定和预算编制中所固有的权衡取

舍进行优先考虑。由于数据收集的能力和资金有限，

各国政府需要决定首先将资源投入到何处。通过分析

社会、经济和环境活动中固有的内在风险，同时对目

标人群拥有准确的了解，决策者就可以为其社会定制

出长期的解决方法和有效的行动措施。

向会员国提出关于改进 

《仙台框架》监测数据 

收集的建议

• 衔接《仙台框架》的各项数据收集工作，应与国

家统计局协调，将其纳入官方统计领域。这样可

以使灾害损失核算成为向《仙台框架》监测系统

提供数据的一项标准的良好实践方法，因为这种

方法支持按事件进行分解的数据，从而使其可以

得出更可信的分析结果。

• 投资建立一个强大的定制报告机制，重点关注国

家所特有的问题，并为国家DRR战略的监测框架

以及国家气候变化适应计划（NAP）和《仙台框

架》地方监测提供支持。

• 与区域内的其他国家或具有类似地缘政治/灾害

概况的国家协调相关的目标和指标，以便在需要

时进行空间对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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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4 （UNISDR 2017e）；（Walsh和Hallegatte 2019）
115 （数据革命集团 2019）

116 （可持续发展解决方案网络 2017）

• 利用数据科学的最新研究成果，促进基于共同原

则和标准的报告流程。同时，根据秘书长的IEAG

关于数据革命的建议，对于支持可以促进可持续

发展的数据革命也非常重要。115 

• 投资物理基础设施，特别是IT部门，来确保在所

有行政级别更好地进行在线报告和损失核算，同

时打造制图和地理空间数据方面的能力，通过落

实实地监测与卫星监测相辅相成的倡议，更好地

记录损失情况。

• 建立协同作用，支持会员国（特别是发展中国家

和欠发达国家）努力与相关的联合国驻地机构和

非驻地机构（不同SDG目标和指标的监护机构）

合作，确保在SDG报告方面获取国家内可能的最

佳协同作用。

• 与其他利益相关方和专家组织建立合作伙伴关

系，这是建立强大的数据分享网络和全面报告的

关键。在尽可能的程度上，此类合作伙伴关系应

该探索数据的多种用途，从而让人们对数据收集

和共享产生更广泛的需求和内在激励。让私营部

门参与进来，例如保险业、房地产业、商会和工

业。这对更全面地计算经济损失非常重要。

• 促进建立一个适合于监测和实现SDG和其他联合

国里程碑式协议的数据系统，并帮助政府：116

 о 更有效地管理和治理，为政策制定者们提供

关于服务质量、人口福祉和环境状况的实时

或及时信息，以便他们能够修正方向和改变

政策，以满足不断变化的需求。

 о 监测历史进程，确保目标能够实现，持续

跟进其变化情况，并帮助预测我们的未来

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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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协作制图技术制定城市和 
社区减少灾害风险计划—— 
坦桑尼亚联合共和国达累斯萨拉姆

特殊案例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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坦桑尼亚联合共和国达累斯萨拉姆是非洲增长最快的

城市之一。目前人口为410万，预计到2030年将成为

一个超大城市。地图和地理空间信息对任何城市的发

展都至关重要，对提供公共服务和确保其公民的安全

也至关重要。然而，众多因素增加了达累斯萨拉姆居

民安全所面临的复杂性。

这些因素包括人口从1970年的约30万人迅速增长到

如今的规模，未经规划的非正式居住区，以及高度多

变的气候环境，所有这些都助长了洪水发生的高风险

性。117达累斯萨拉姆的各个机构在技能、培训和设备

方面的技术能力有限。由于缺乏对现有地理空间信

息的访问而且在数据方面存在不足，这一挑战进一

步加剧。118 

2018年初，暴雨引发大范围洪水，5万人受灾，至少

41人死亡。根据官方数据，政府的应急响应和恢复

成本超过78万美元。119 

为了应对一系列不断增加的挑战，一个由当地学术机

构和非政府组织组成的联盟与坦桑尼亚科学技术委员

会、坦桑尼亚红十字会、世界银行和社区成员合作，

于2015年成立了Ramani Huria。这是达累斯萨拉姆

的一个社区风险制图项目，此项目正在生成大量的地

理空间信息。这些信息包括土地利用、基础设施和暴

露数据，可以直接为制定DRM和DRR计划提供信息

支持。截至2018年10月，Ramani Huria已经绘制了

覆盖228个社区约350万居民的社区地图。

117  （Calas 2010）
118 （世界银行 2017）
119 （世界银行 2018）

引发社区相关知识，了解历史洪水的程度 

（来源：Mark Iliff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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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合作流程为达累斯萨拉姆市各层级的决策提供了

信息，以便采取行动改善达累斯萨拉姆居民的城市

条件。在社区层面，这些地图被用于指导有关排水沟

清洁项目和疏散规划有关的行动，支持与坦桑尼亚红

十字会的Zuia Mafuriko(斯瓦希里语，意为“停止洪

水”)项目合作建立10个应急洪水响应团队。在城市

层面，大量的地理空间信息支持制定一项事前计划，

以便在发生灾害时宣布进入紧急情况，采取行动，并

确定角色和责任。此项工作是通过达累斯萨拉姆多机

构应急响应小组完成的。该小组由一个全市范围内的

多利益相关方倡议，致力于协调城市和区域层面的灾

害响应和规划工作。

 

地图是通过学生和社区成员的协作创建的。这样做能

使得生成地理空间信息的技术技能转移，确定历史洪

水的范围，同时通过这一单一流程，不仅让社区参与

进来，而且社区还能获取有关灾害管理计划的信息。

通过提高地理空间信息的生成和使用能力，增强了城

市和社区层面的灾害恢复力。

此外，此协作方法还作为一种机制，使社区成员和地

方政府参与进来并且获取相关信息，同时改变自身的

行为，为社区行动提供支持。例如，将固体垃圾倾倒

入排水渠的影响告知社区成员，同时在当地提供方便

的固体垃圾处理点，这些组合措施可以帮助降低洪水

的严重程度。在更广泛的城市层面，此举可以帮助相

应机构组织更加集中精力关注更大的潜在问题和造成

风险的原因。

2018年4月达累斯萨拉姆市强瓦尼大桥附近发生的洪灾  
（来源：Ramani Huria 2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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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言  

本GAR的第1章、第2章和第I部分描述了《仙台框架》如何呼吁政府采取风险知情的治理安排，囊括更广泛的

灾害和风险范围，并纳入系统性风险的概念。这需要不同部门和各级政府协调统一，需要与科学家、民间团体

和私营部门合作，来应对当前的和新兴的风险。然后，第II部分提供了会员国在《仙台框架》目标和指标方面

进展情况的首次全球报告，并指出优先领域是提升必要的数据收集能力。

这部分内容以目标E（即到2020年大幅增加拥有国家

和地方DRR战略的国家数量）为起点，但是将此目标

放在会员国努力实现所有目标并最终通过综合风险管

理实现《仙台框架》成果和目标的更大背景之下。实

现E目标是实现2030年减少灾害损失、死亡人数、受

影响人口、经济损失、基础设施破坏和关键服务中断

等目标的基石。因此，会员国决定在2020年前实现

这一目标。因此，本部分采用定性的方法，全面介绍

了在国家和地方层面为综合风险管理创造有利环境方

面的当前实践方法、挑战和经验教训。本部分还讨论

了区域合作的作用，以及各会员国正在使用的将DRR

纳入国家和地方发展计划、适应气候变化（CCA）

工作、城市环境以及脆弱或复杂情境之中的很多方

式和方法。

我们最大的责任是做个好祖先

（Jonas Salk）1 

第III部分： 
创造管理风险的 
国家和地方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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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利的环境和区域合作 

《仙台框架》促进区域和国家合作，特别是优先事项

2中提到了“国家、区域和全球层面上的灾害风险治

理”。因此，全球和区域机制是为国家层面有效的

风险治理创造有利环境的重要因素。之前已经对围

绕《仙台框架》监测流程的技术支持系统和资源进行

了讨论，现在将讨论会员国可以通过他们的区域组织

和协议获取的支持和资源，以及他们在国家和地方层

面已经落实到位的治理框架。因此，本部分的第一章

将介绍各会员国通过区域计划、战略和知识共享在创

造有利环境方面取得的进展情况。

与《仙台框架》保持一致的减灾战略或计划 

到2020年实现目标E将是一个取得进展的标志，也是

为到2030年实现《仙台框架》所有目标和指标创造

有利环境的一个重要因素。距离2020年仅剩一年，

距离2030年仅剩11年，各国迫切需要更新现有的战

略和计划，为自己设定更具雄心的优先任务，实现可

获得公共和私人投资的预期风险管理目标。

尽管没有专门设定目标，国家和地方DRR战略的重要

性早在HFA实施期间就已经一再强调。截至2015年

HFA实施期结束，在2013–2015年期间提交进展报

告的105个国家中，94个国家报告称拥有管理灾害风

险的立法和/或监管规定，2 69个国家报告称拥有国

家战略和计划。当时还没有关于地方DRR战略的官方

记录，因为自2015年以来才对这方面进行系统性监

测。然而，正如GAR15所述，根据HFA制定的大多

数国家DRR战略和计划主要侧重于备灾和减少现有风

险。现在，除非各国能够遏制新风险的产生，否则到

2030年不太可能实现《仙台框架》的目标。

同样重要的是要留意实施阶段的一个教训，即很多优

秀的DRR战略虽然制定了出来但是却没有得到实施，

因为一个国家要么缺乏资源要么缺乏政治支持，而且

没有展现出利益相关方的减灾意识。3 计划和战略不

仅要有抱负，而且要在国家背景下切实可行。要想产

生效果，这些计划和战略需要利益相关方参与进来，

并且在制定和实施时拥有足够的资源、能力和承诺。

第11章着眼于介绍在制定和实施国家和地方计划方

面一些特定国家的实践方法。

1 （Cornish 2005）
2 （UNISDR 2019b）

3 （Jackson、Witt和McNamara 2019）；（UNISDR 2015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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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30年议程》已经认识到，灾害的威胁会逆转近

几十年来的大部分发展进展。6 因此，打造发展资产

对抗冲击和灾害的恢复力，同时减少新投资中所固有

的灾害风险是一项合乎逻辑的重要行动方针。但是，

仅仅解决灾害对发展的风险是不够的，因为许多风险

就来自发展。发展可能成为灾害风险的一大主要因

素，因为发展可能导致：人口和经济资产处在暴露的

地理区域内；因为快速的无规划发展在城市地区累积

风险；过度依赖自然资源和生态系统退化；因为部分

群体的创收机会有限而导致社会不平等。

有一些部门的发展动态也在助长风险，例如在易发生

灾害的沿海地区发展旅游业或在旱地种植耗水量大的

农作物，以及气候变化带来的更广范围的影响。7 加

雅加达的洪水 
（来源：世界银行）

发展规划中的风险减少  

除非各国加快遏制基于发展的风险驱动因素，否则发展的可持续性将受到威胁。另一个关乎成败的问题是，必

须保持住DRR可能给可持续发展带来的许多共同效益。4 GAR15指出，全球每年在适当的DRR战略上投资60亿

美元将可以产生3600亿美元的总收益。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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剧不平等的发展模式会导致贫困，产生社会和政治排

斥问题，从而推动灾害风险增长。8  这促使将社会公

正和平等作为具有灾害和气候恢复力的发展的核心价

值，因为这样能确保在国家和社区之间和内部一起共

同审议各种选择、愿景和价值，而不会使贫困和弱势

群体的境况恶化。9

通过减少灾害风险来刺激经济活动的潜力尚未得到充

分理解。但是，它可以为公共和私人投资以及家庭层

面的生计投资创造有利的环境。这并不只是政府的责

任，因为大企业和小企业的业务连续性管理也需要考

虑灾害风险和气候变化的影响；现在越来越多的私营

企业已经认识到了这一点。10  

尽管《仙台框架》以及其他的全球和国家政策框架都

反映出将DRR纳入发展的政治承诺日益增强，但是各

国对如何切实有效地将DRR纳入主流事务的工作知识

仍然参差不齐。第12章所探讨的机制旨在阐明如何

通过综合的国家和地方计划和战略在实践中实现这一

目标，而且众多2015年后议程都已经非常清楚地表

明，风险知情发展是唯一的可持续发展类型。

减少风险和适应气候变化

在国际、国家和次国家层面，将DRR和CCA议程融合

起来的想法在概念和实践上都在逐渐引起人们的兴

趣。这些努力的共同目标都是打造人们、经济和自然

资源对抗极端天气和气候影响的恢复力。

在全球层面，自2007年《巴厘岛宣言》以来，DRR

与CCA的整合一直是UNFCCC决策的一个关键组成部

分，也是2012年联合国可持续发展大会（里约+20）

的成果，当然也是之前已经讨论过的多项2015年后

协议的成果。《仙台框架》明确认可了CCA在DRR中

的重要性。11 特别是得益于2018年IPCC的《全球

升温1.5℃特别报告》（IPCC SR1.5），现在应对气

候变化的行动已经被认为是全球和国家减少风险战略

和计划的一项紧迫的优先任务。12

世界许多地区已经感受到了气候变化的影响。目前

的预测表明，如果不对气候变化采取协调一致的行

动，就不可能实现可持续发展的目标，许多社会可能

面临重大逆转，人类在地球上的长期生存也可能受到

威胁。气候变化已经导致了平均天气状况的变化、更

频繁且更剧烈的天气事件，以及海平面上升。预计在

未来几十年，气候变化将进一步加剧与天气有关的灾

害，所导致的损失可能很快就会抵消关键部门的发展

4 （Tanner等2015）
5 （UNISDR 2015c）
6 （联合国大会 2015a）
7 （Leahy 2018）
8 （UNISDR 2015c）
9 （科学和环境中心 2018）

10 （ADPC和iPrepare Business facility 2017）
11 （UNISDR 2017a）
12  （IPCC等2018）；（IPCC 2018）； 
（科学和环境中心 2018）

13（IPCC 2012）；（IPCC等2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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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果，13对人类健康和粮食安全，以及许多相关的生

态系统以及人造建筑和系统产生级联影响。

部分国家面临着与气候变化以及其他自然和人为灾害

影响有关的高风险，他们往往倾向于优先制定独立的

CCA战略和计划，而不是将它们与DRR战略整合在一

起，特别是在资源和能力有限，而且更容易为CCA获

取可用的外部融资的情况下。一些国家的CCA战略和

计划已经整合了DRR，特别是在太平洋地区。然而，

现在是时候对各个国家所面临的短期和长期的综合

风险采取更全面的综合方法了。正如本GAR前面部分

所重申的那样，风险的系统性需要采取基于系统的

方法；气候风险需要成为所有发展和风险减少计划

的一部分。

城市地区的地方减灾战略和计划

世界上大部分人口（42.2亿，占55.3% 14）目前居住

在城市地区。到2050年，预计66%的人口将居住在

城市、城市中心、城市周边地区和城市群。这种增长

的大部分将发生在非洲、亚洲和拉丁美洲的城市，这

些地区的非正式居住区扩展速度很快，而且城市管理

能力有限。截至2014年，全球城市贫民窟人口为8.8

亿。15 与此同时，流离失所的组成和分布也在发生变

化。UNHCR的数字显示，“世界上每122人中就有

一人是难民、国内流离失所者或寻求庇护者，而每

10名难民中就有6名以及至少一半的国内流离失所者

居住在世界各地的城市地区、城市和城镇内。”16 除

了改变整个城市的面貌，这还会增加以前不存在或只

属于例外情况的特定情境脆弱性，同时降低地方政府

了解和管理风险的能力。

城市的物理和空间特征、居住区模式、建筑环境标

准、城市居民的社会经济脆弱性和贫困，以及环境

挑战都是在快速发展的城市地区迅速萌生的一些风险

驱动因素。城市为了容纳不断增长的人口进行无规划

的扩张，这往往会导致不当的土地利用，在这种情况

下，气候变化影响与薄弱的基础设施共同作用使得城

市脆弱性加大。通常，缺乏适当的建筑规范以及在现

有建筑标准合规监管方面的挑战会进一步增加风险。

来自生活条件不佳、健康不良、营养不足、贫困和卫

生条件差的风险会在洪水和热浪等事件中被放大。的

确，在气候条件不断变化以及沿海城市不断扩张的情

况下，“预计在21世纪，很多城市的热浪、干旱、

暴雨和沿海洪水的频率和强度都会上升，从而增加城

市居民的风险。”17 城市化和城市的复杂特征会增加

面对自然灾害和气候变化的脆弱性和风险；同时，它

们也可以为可持续发展提供机会。国家城市政策已经

被确定为政府根据《仙台框架》支持实施NUA、SDG

和DRR的一大关键工具。2016年联合国住房和可持

续城市发展大会（第三次世界人居大会）根据联合国

人居署收集的数据，对35个OECD国家的国家城市政

策的现状和范围进行了评估。18 这些实施国家城市战

略的国家明白，这样做拥有充分的经济理由，因为

随着城市化进程的推进，城市地区贡献的GDP比重越

来越高。如果对城市地区提供政策和财政支持，来

298 第 III部分



了解和有效减少或管理气候和其他风险，那么就能

提高该地区的经济竞争力，吸引企业，吸引投资资

本，创造就业，并改善税收和服务。19 

越来越多的城市和地区希望通过债券融资来改善基础

设施。然而，过去5年间，信用评级机构就市政信用

评级和气候变化发布了警告或指导意见。如果不管理

和减少风险，城市的评级可能会被下调，因此，这进

一步要求各国政府通过国家城市政策来支持城市减少

和管理风险，以帮助它们吸引具有恢复力的发展所

需的投资。20 

地方和城市战略和计划21需要应对这些风险驱动因

素，来减少当前的风险，同时防止未来风险的产生，

并朝着更具恢复力和可持续性的包容型和公平型城市

发展迈进。22 如果城市快速增长的这些挑战得不到解

决，人员和资产（物质、文化和经济）的暴露就会增

加，更频繁的极端事件可能会带来急剧增长的风险组

合，并可能造成难以弥补的灾难性后果。

脆弱、复杂风险情境下的减灾战略

灾害风险显现的情境以及地方和国家DRR战略的设

计和实施的情境正变得越来越复杂。然而，大多

数旨在促进制定此类战略的工具和准则只考虑有益

的、“正常”发展、非危机和非复杂的风险情景。

决策者必须应对现有的已知动态发展趋势，同时应

对气候变化等新威胁以及尚未成为现实的新兴威

胁。23 一段时间以来，世界银行、OECD和世界经济

论坛等机构一直在努力识别对发展进程构成挑战的

主要威胁。24 最近，已经确定的主要威胁包括：全

球经济和金融不稳定、国际犯罪活动和恐怖主义、

严重的环境变化（包括气候和海洋变化）、网络

脆弱性和技术破坏、地缘政治动荡、不断增长的抗

生素耐药性、大流行病，当然还有自然灾害。25 这

些威胁和风险驱动因素的相互作用产生了复杂的风

险，这些风险已经对DRR、国家和地方DRR战略的

制定和实施的环境产生了重大影响，因此也对实现

《仙台框架》目标E产生了影响。

14 （UN DESA 2018b） 
15 （UN-Habitat 2015）；（Sarmiento等2019）
16  （全球城市危机联盟 2016）；（Crawford等2015）； 
（国内流离失所监测中心 2015）

17 （Rosenzweig等2018）
18 （OECD 2017b）
19 （OECD 2017b）
20 （OECD 2017b）

21 （UNISDR 2018a） 
22  （Gencer 2013）；（UNISDR 2017c）；（OECD 2017b）；
（经济学人智库 2013） 

23 （Opitz–Stapleton等2019）
24  （Opitz–Stapleton等2019）；（世界经济论坛 2018）；
（OECD 2018c）

25 （UNISDR 2015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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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制定地方和国家DRR战略时，理解复杂的风险非常

重要，因为这种复杂性会通过改变灾害、暴露、脆弱

性和应对能力的方式，来影响灾害风险表现出来的情

境。在设计政策时，受风险认知和风险承受力细微

差异影响，对风险的评估往往是主观的。发展在一

定程度上不可避免的会带来一些阻碍或促进DRR实施

的因素，从而需要根据战略指导帮助制定相应风险

的决策。因此，那些关注实现DRR的人们需要开始更

深入地理解复杂风险，采用系统思维，多时空尺度分

析，多学科领域知识学习，来更有效地处理不确定

性。DRR是减少和管理自然灾害相关风险的一种著名

的示范方法，可为更广泛的领域提供很多借鉴。DRR

界越来越认识到，DRR方法可以用于减少和管理自然

灾害以外的风险。这一点反映在全球框架扩大后的范

围内，其中《仙台框架》已经囊括自然和人为、生

物、技术和环境灾害，以及由此产生的渐发型和突发

型、大规模和小规模灾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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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0章： 
为减少综合风险提供区
域支持和国家有利环境

10.1 

对减少综合风险的区域支持 

《仙台框架》呼吁会员国建立共同平台，就共同的和跨境的灾害风险交流良好实践方法和经验，强调区域和次

区域DRR战略与合作机制的重要性。因此，区域合作被认为是为国家层面的有效DRR创造有利环境的一个重要

因素，特别是小国家和发展中经济体。

各区域组织已经认识到会员国在实施《仙台框架》方

面发挥着主要作用，同时也有能力通过以区域重点战

略和框架、定制的风险信息、风险分担机制、工具和

DRR能力建设来支持会员国的工作。它们通过整合区

域能力和资源获得国际资金和技术援助来为国家提供

支持。区域组织对较小的发展中国家尤其重要，这些

国家本身没有经济手段来投资于减少风险的众多工

具，但却更能在制定对他们最有用的制度和发展相关

能力方面向区域进程提供更有针对性的意见和经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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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大多数自然灾害高暴露地区，已经存在负责协调

DRM问题的政府间组织和机制。因此，支持《仙台

框架》实施的区域工作重点一直是确保现有组织拥有

符合其目标和优先事项的最新DRR任务。具体地说，

区域政府间组织可以通过能力建设以及支持制定和实

施国家和地方DRR战略和计划，在国家达成目标E方

面发挥切实的作用。它们还可以领导和支持他们的会

员国将DRR纳入风险知情发展规划、CCA和风险融资

工作，并就应对共同承担的区域和跨境风险的方法达

成一致意见并协调开展行动。

除了基于条约的区域组织之外，由UNDRR支持的区

域减灾平台也是一个会员国相互磋商并为他们提供支

持的重要机制，会员国可以通过此平台分享信息，

开展实施《仙台框架》的能力建设。在2005–2015

年HFA期间，区域平台发展成一种完善的机制，并在

《仙台框架》下继续发挥作用。这些平台已经在《仙

台框架》的实施方面制定或批准了很多重要的区域

战略和计划，并在政治层面与区域政府间组织进行

沟通接触。

区域减灾平台关注重点的范围或焦点并不固定，哪

些国家可以参与也不固定。例如，2018年的一项创

新是建立了首个非洲-阿拉伯减灾联合平台。这为同

样面临严重干旱、难民和移民问题的两大区域提供

了在《仙台框架》的背景下共享推进DRR方面的知

识、经验和最佳实践方法的机会。26 与之形成对比的

是，2018年举办了第二届中亚与南高加索（CASC）

次区域平台会议，这是次区域合作的典范，重点关注

将DRR与发展规划结合起来。27  

区域战略和计划并不意味着取代或代替国家战略和计

划。相反，它们提供指导，相辅相成，同时促进合作

和交流，或应对跨国界的问题，从而为国家战略和计

划提供支持和补充，因此采用协同合作的方法可以产

生协同作用、比较优势或规模效应。例如，《里斯本

条约》（2009年）要求欧盟“促进会员国在灾害风

险管理方面的合作、有效性和一致性。”28 根据非洲

联盟（AU）的非洲减少灾害风险区域战略，29 非洲

《2015–2030年仙台减灾框架》实施行动纲领30呼吁

将DRM纳入会员国的政策，但是具体的实施责任由

国家政府承担。31 除了政府的安排之外，还有其他类

型的区域合作伙伴关系，如国际减灾战略亚洲合作伙

伴关系（IAP），这是亚洲政府和利益相关方为促进

DRR而建立的非正式多利益相关方论坛。IAP一直是

亚洲部长级会议的主要磋商论坛，此论坛还发挥着亚

洲区域平台的作用，由区域政府间组织、政府、民间

社会组织、联合国和国际组织，以及双边和多边捐助

者组成。32 同样具有创新性的还包括“太平洋恢复力

合作伙伴关系”，这是太平洋地区领导人于2017年

建立的一个多利益相关方合作伙伴关系，初始试验期

为两年，旨在支持实施《2016年太平洋地区韧性发

展框架：2017–2030年应对气候变化和灾害风险管

理的综合方法》（FRDP）。33 第13.5.1节将对此进

行进一步讨论，介绍太平洋地区在DRR发展以及应对

气候变化行动方面的综合方法。

除了在减少风险以及整合发展规划和气候变化方面的

此类广泛的区域合作之外，还有很多部门内开展区域

行动的例子，针对的是特定的问题或者是较小的气候

或地质分区。例如，通过湄公河跨境发展委员会，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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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成员国柬埔寨、老挝人民民主共和国、泰国和越

南就跨境流域的可持续发展和水文/气候风险开展合

作。34 中美洲农业理事会是基于中美洲农村发展战略

针对农村发展中的灾害风险开展部门协调的一个例

子，35 该理事会致力于加强与其他风险管理协议的联

系，重点应对与综合水资源管理和气候变化相关的问

题。它与中美洲综合灾害风险管理政策（PCGIR）36 

以及中美洲林业战略是一致的。37 部分合作需要依靠

2018年非洲和阿拉伯国家区域平台媒体奖得主
（来源：UNDRR）

区域层面来放大和补充国家的努力，例如减少风险、

预警系统以及管理区域和跨境灾害。2004年印度洋

海啸之后，人们建立了国家、区域以及最终全球层级

的地震和观测监测系统网络，从而可以通过早期预警

减少海啸的影响（如第3章所述）。印度洋海啸预警

和减灾系统就是一个例子，38 此系统隶属于印度洋海

26 （AU 2018）
27 （UNISDR 2018a）
28 （Morsut 2019）
29 （AU和UNISDR 2018）
30 （AU 2016）
31 （Omoyo Nyandiko和Omondi Rakama 2019）
32 （AMCDRR 2016）
33 （SPC 2016）

34 （湄公河可持续发展委员会 2018）
35 （中美洲农业理事会 2010）
36 （中美洲灾害预防协调中心 2010）
37 （中美洲农业理事会 2010）
38 （印度洋海啸预警和减灾系统政府间协调小组 20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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啸信息中心，它不是预警系统的一部分，但是开展知

识共享和能力建设。39 国家气象和水文局之间也在开

展合作，为区域极端天气预警提供更及时的预警和更

完整的数据40，同时还有其他的合作举措也在采取区

域多灾种方法。41

第8.4节指出，灾害风险融资是国际发展合作的一

个增长领域，需要对《仙台框架》目标F的未来监测

进行更详细的分析。而且在这一领域，除全球机制

外，还正在建立区域机制，特别是在高暴露区域。相

关的例子包括：加勒比巨灾风险保险基金（成立于

2007年，是一个参数保险基金）；42 非洲风险能力

（非盟于2012年设立的一个专门机构）以及相关的

非洲风险能力保险公司；43 太平洋巨灾风险保险公司

（成立于2012年，是一个多国主权风险资金池）；44 

东南亚灾害风险保险基金（一个新的东盟保险基金，

目前正在试点）。45 ESCAP最近确定了亚太地区在风

险融资方面进行区域合作的重点领域。46  第12章还

讨论了灾害风险融资对国家和地方层面实施《仙台框

架》的重要性，指出融资如何成为将DRR纳入发展主

流方法的切入点（见第12.3.5节）。

目前DRR的区域合作和规划有多种类型的合作伙伴关

系和机制。《仙台框架》鼓励建立新的合作伙伴关系

和网络，同时也要依靠更传统的政府间进程。可能需

要新的模式来跨越部门壁垒、不同的地理区域以及时

间尺度，走出“一切照旧”的工作方式，应用系统思

维来应对当前和长期的风险。

以下概述了关键的区域机制及其在支持会员国在各个

全球区域内实施《仙台框架》方面所发挥的作用，重

点关注的是：（a）高暴露于自然灾害下并且拥有大

量较小和/或低收入国家的地区，以及（b）跨越众多

2015年后框架，为综合风险治理提供区域支持的创

新成果。基于这些原因，我们更多地关注非洲、东南

亚、中美洲、加勒比和太平洋地区的发展状况。

10.1.1 
非洲

非洲的自然和人为致灾因子（例如干旱、洪水、气

旋、地震、流行病、环境退化和技术灾害）都是灾

害增长的助力。尽管在各级问责制的作用下，减少

暴露和脆弱性的努力预计将减少灾害风险，但是经

济损失正在增加，灾害已经成为可持续发展的一大

障碍。47 

2018年非洲-阿拉伯减灾平台通过了两项宣言，其

中之一就是“关于加快落实《仙台框架》和《非洲

区域减灾战略》的突尼斯宣言”。此宣言重申了实

施2004年首次通过的战略的紧迫性48，同时支持了

《2016年非洲<仙台框架>实施行动纲领》”。《行

动纲领》已经获得了政治上的支持。49《行动纲领》

的目标是：（a）增加对DRR的政治承诺；（b）改

进灾害风险的识别和评估；（c）加强DRR的知识管

理；（d）提高公众对DRR的认识；（e）改善DRR机

构的治理；以及（f）将DRR纳入应急响应管理。它

建立在非盟和非洲区域经济共同体的政府间DRR工作

基础之上。

《行动纲领》特别与《仙台框架》的报告工作挂钩，

拥有已经通过非盟会员国正式协议认可的监测和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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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统。非盟委员会监测各区域经济共同体在实现《行

动纲领》目标方面的进展情况。然后，各区域经济共

同体与各自的会员国合作，指导其在此区域层面的实

施工作。相关进展情况将通过现有的全球和区域监测

系统和机制进行审查，预计每个会员国和区域经济

共同体都将通过SFM提交一份两年期报告。生成的

报告将用于支持对《仙台框架》和《行动纲领》进展

情况的监测工作。50 监测信息还可以为DRR部长级会

议、非洲区域平台、非洲减少灾害风险工作组，以及

各级审查流程和DRR规划提供支持。因此，这是一个

多层次的区域机制，为会员国提供信息和实施工具方

面的支持，通过区域经济共同体、非盟委员会的作用

和区域平台来促进次区域和区域合作，同时为《仙台

框架》的报告工作提供支持。

非盟的区域办法已经为区域经济共同体和会员国实施

DRR政策和战略创造了有利的环境，其重点关注的是

区域风险和利用现有的体制结构。因此，每个区域经

济共同体都拥有自己的方法和机制。

南部非洲发展共同体（SADC）之前已经拥有一项与

HFA和2004年非洲区域战略相一致的战略计划。然

后在2016年，SADC部长理事会批准了与《仙台框

架》相一致的“2017–2030年SADC区域备灾和响应

战略”。一份SADC的2017–2030年DRR战略计划草

案以及一份区域DRR和CCA研究报告正在SADC理事

会的审批议程中。51 2018年，SADC区域减灾大会确

认了区域战略、计划和框架的重要性，同时还敦促

SADC加快实施甚至超前于这些计划，帮助加快《仙

台框架》、SDG以及其他2015年后重要框架议程的

实施。52 

在非洲之角，IGAD自2011年以来就通过“IGAD干旱

灾害和恢复力倡议”将干旱风险作为区域的重点工

作，53 自2006年以来，ECOWAS就已经拥有了自己

的“减少灾害风险政策”。54 这两个区域经济共同体

都还没有采取基于《仙台框架》的新次区域政策，尽

管IGAD干旱倡议采用的是一种长期开展的方法，寻

求采取可持续的整体方式来应对IGAD区域的干旱影

响和相关冲击。此倡议仍然为制定国家和次区域方案

发挥着共同框架的作用，这些方案旨在打造该区域的

可持续性来提高针对干旱的恢复力。IGAD还在实践

层面开展工作，例如在“通过风险管理和适应气候变

化来打造灾害恢复力”项目中开展的工作，此项目是

由GFDRR与国家气象和水文气象局共同实施的。55这

也是根据更广泛的2015年后框架对气候和灾害风险

采取综合方法的证明。

39 （国际海洋学委员会和UNESCO 2019）
40 （WMO 2018）
41 （区域综合多灾种早期预警系统 2019）
42 （CCRIF 2019）
43 （非洲风险能力 2019）
44 （太平洋巨灾风险评估与融资倡议 2019）
45 （ASEAN财长会议 2018）
46 （ESCAP 2018）
47 （AU 2004）；（国际可持续发展研究所 2016）
48 （AU 2004）
49 （AU 2016）；（毛里求斯 2016）
50 （AU 2016） 

51 （SADC 2018b）
52 （SADC 2018a）
53 （IGAD 2019）；（IDDRSI 2014）
54  （Communauté économique des États de l’Afrique de 

l’Ouest和ECOWAS 2006）
55 （世界银行 2019）

305



ECOWAS还注重《仙台框架》的实际实施，包括为

实现《仙台框架》目标E开展能力建设，56 还倡导

改善水文气象服务，以应对西非的洪水和干旱风

险。57  

非洲区域和次区域机制的这一小样本说明了他们如何

与全球监测联系在一起，同时还能基于各个次区域会

员国的共同风险监测特定的地理区域重点。因此，这

些机制是在国际、区域和次区域层级实施《仙台框

架》的有利环境的一部分，它们通过共享区域专门知

识、获得国际资源以及区域战略向会员国提供直接支

持和能力建设帮助。

10.1.2 
美洲和加勒比

美洲和加勒比地区高度暴露于一系列自然灾害之下，

包括干旱、地震、洪水、森林火灾、飓风、滑坡、海

啸和火山。厄尔尼诺和拉尼娜现象周期性发生，正在

加剧水文气象事件的影响。

2018年6月举行的第六次美洲区域减灾平台会议批准

了“实施《仙台框架》的区域行动计划”。58 这是一

项不具约束力的计划，标志着在支持各国建立社区恢

复力和减少灾害风险及其影响方面，朝着更广泛的区

域努力迈出了重要一步。59 此行动框架通过识别有助

于推进一项或多项《仙台框架》优先事项的区域倡

议，来帮助在美洲和加勒比地区进一步实施《仙台框

架》，60同时重视采取《仙台框架》中强调的全社会

方法。它所包括的倡议可由会员国、民间社会组织、

志愿者和其他相关行动方集体推动。

作为2018年同一区域平台的一部分，高级别部长

级会议发表了《卡塔赫纳宣言》，确认了该地区对

《仙台框架》的政治承诺，包括对众多2015年后协

议采取综合方法，并重申了《区域行动计划》的重

要性。61 

加勒比

加勒比国家是在管理灾害风险方面采用协调一致的政

府间方法的先行者，这些国家面临着共同的自然灾害

高暴露度，而且基本上都是较小型发展中经济体，用

来管理风险的资源相对有限。

在加勒比共同体的机构内，加勒比灾害应急管理机

构（CDEMA）服务于18个国家，其中大多数是低收

入国家和/或小岛屿发展中国家。自20世纪90年代以

来，CDEMA一直在为该地区提供支持，其工具包括

《2013年综合灾害管理立法和法规范本》。62在加勒

比地区，综合灾害管理（CDM）的概念包括DRR和

可持续发展，CDEMA自2001年以来一直在CDM框架

下运作。目前已经获得会员国批准的《2014–2024

年CDM战略》是与《仙台框架》相一致的。63  

《2014–2024年CDM战略》包含四大优先领域：

（a）加强CDM的体制安排；（b）增加并持续开展

CDM知识管理和学习；（c）改进部门层面的CDM整

合；（d）加强并保持社区的恢复力。CDEMA会员国

通过其国家审计和绩效管理框架直接向CDEMA报告

《CDM战略》的实施情况，而且根据《仙台框架》

七大全球目标的指标制定了相应的一揽子指标。为了

支持该战略的实施，还制定了相应的“CDEMA企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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计划”和“CDM监测评估和报告政策”，此外还有

国家审计（用来确定国家层面的差距和需求）、“国

家工作规划”和总体“绩效管理框架”。

CDEMA是一个长期区域机制的例子，该机制能很好

地适应面临共同区域灾害、国情基本相似的会员国的

需求。它已经率先通过CDM的区域概念将DRR和可

持续发展结合起来。因此，CDEMA已经能够轻松地

基于符合《仙台框架》要求的新区域战略但是使用现

有的机制来支持会员国实施《仙台框架》的综合风险

治理方法。

中美洲

中美洲国家在管理灾害风险方面也拥有长期的区域合

作和协调机制。他们在《仙台框架》实施方面继续保

持积极性和创新性。

2 0 1 7年 1 2月，中美洲综合灾害风险管理政策

（PCGIR）64 获得中美洲统合体（SICA）的国家元

首批准。65 此政策完全符合《仙台框架》以及SDG

和《巴黎协定》的要求，在区域和国家层面上发挥

DRM指导作用，特别是那些已经加入SICA特别机构

（即“中美洲和多米尼加共和国灾害预防协调中心”

（CEPREDENAC））的国家。CEPREDENAC成立于

几十年前，是SICA会员国国家DRM机构之间的协调

机制。66 

PCGIR是SICA内主要的中美洲区域DRM公共政策工

具，包括五大支柱：（a）促进可持续经济发展的公

共和私人投资中的DRR，与《仙台框架》优先事项1

和3挂钩；（b）用于减少脆弱性的发展和社会补偿，

与《仙台框架》优先事项1、2和3挂钩；（c）与气候

变化有关的DRM，与《仙台框架》优先事项1和2挂

钩；（d）土地利用管理和治理（与《仙台框架》

优先事项2和3挂钩）；（e）灾害管理和恢复，与

《仙台框架》优先事项4挂钩。随后，根据PCGIR制定

了“2019–2023年中美洲区域减灾计划”，67致力于

帮助将减灾纳入SICA会员国的可持续发展工作，此举

是对全球层面《仙台框架》和SDG整合工作的补充。

因此，中美洲符合《仙台框架》的DRR政策框架建

立在SICA会员国之间长期合作的基础之上，而且

还将其扩展到支持2015年后议程的整合领域。除

了CEPREDENAC之外，在2015年后议程的整合方

面，SICA还设有众多开展环境与气候变化以及水与

气候方面工作的区域组织。SICA的环境子系统包括

三个政府间机构，他们已经建立了一个旨在避免竞

争、谋求联合倡导的运作机制。

CEPREDENAC的经费来自会员国的年度捐款以及通

过国际合作获取的大量资源。因此，这也是一个积极

的区域组织有效地利用国际投资从而更好地为会员国

提供支持的一个例子。对于国家面临高水平的共同风

险而且多数国家是人口相对较少的发展中经济体的地

56 （ECOWAS和UNISDR 2018）
57 （ECOWAS 2018）
58  （Unidad Nacional para la Gestión del Riesgo de Desastres
和UNISDR 2018）

59 （UNISDR 2017c）
60 （UNISDR 2017c）
61  （第六次美洲区域减灾平台、第三次高级别部长和当局会议 

2018）；（UNISDR 2016）

62 （CDEMA 2013）
63 （CDEMA 2014）
64 （中美洲灾害预防协调中心 2010）
65 （中美洲一体化体系 2019）
66 （CEPREDENAC 2019）
67 （中美洲灾害预防协调中心和世界银行 20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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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这一点尤其重要，因为这些国家可能没有国家资

源来独立开发此类工具和资源。

南美洲

在南美洲，安第斯共同体的4个会员国（哥伦比亚、

厄瓜多尔、秘鲁和玻利维亚）已经通过了《2017–

2030年安第斯灾害风险管理战略》，此战略与《仙

台框架》是一致的。新战略建立在之前的2005年战

略基础之上。新战略旨在加强其会员国的机构能力，

加强灾害风险的管理、减少和预防，同时支持与灾害

风险信息系统的协调一致。此战略得到了安第斯灾害

预防和响应委员会的支持。它还打算支持制定和实

施相关政策；包括促进安第斯国家可持续发展和社

会包容性的国家、区域和部门DRM战略和计划，例

如《2019–2030年安第斯灾害风险管理战略实施计

划》及其相关指标。因此，它着眼于囊括更广范围的

2015年议程，同时在实施《仙台框架》优先事项和

目标以及达成目标E方面为会员国提供指导并提升他

们的能力。

在南方共同市场（MERCOSUR）内，技术性政府间

DRR实体是“关于综合灾害风险管理的部长和高级当

局会议”。在制作本GAR的时候，MERCOSUR正在

制定其五年期风险减少战略。

中美洲和加勒比很久前就已经建立的两项次区域机制

已经调整了他们的合作方式，并开展了能力建设，从

而为实施《仙台框架》提供支持。在南美洲，安第斯

会员国已经建立了一个新机制。这些都是非常积极的

发展成果，而且将区域内暴露和灾害风险最高的会员

国包含在内。

10.1.3 
阿拉伯国家

从历史上看，阿拉伯地区一直受到地震活动的影

响。68 最近，阿拉伯地区还面临来自以下方面的挑

战：与人口流离失所和移徙趋势有关的次级风险、流

行病蔓延、粮食不安全、冲突和内乱、快速城市化、

环境退化和缺水。69

《2030年阿拉伯国家减少灾害风险战略》于1月份通

过，并于2018年4月在阿盟峰会上获得了各国元首的

认可。70 此战略与《仙台框架》和SDG相一致，并重

点关注采用多部门方法，从而到2030年大幅减少阿

拉伯地区的灾害风险。71 这基本上是一个旨在促进已

商定的核心实施领域取得进展的框架，并且致力于制

定2030年之前三个阶段的详细工作方案。这些方案

将通过与人道主义和发展合作伙伴的各级合作来实

施。72 2018年1月，阿拉伯减灾协调机制特别会议通

过了第一阶段工作方案。

2018年非洲-阿拉伯平台的成果文件还确定并通过了

两年一度的2019–2020年计划，其中制定了设有时

限的区域目标路线图。该平台还通过了《减少灾害风

险突尼斯宣言》。73 

阿拉伯国家联盟（LAS）负责协调关于实施区域战略

的进一步行动。阿拉伯国家联盟与其技术性组织一

起，将DRR措施纳入整个阿拉伯国家的项目和技术援

助方案的主流。

308 第 10章



10.1.4 
亚洲及太平洋 

亚洲及太平洋地区面临严重的水文气象灾害以及地球物理和人为灾害。虽然在经济上相互交织，但是该地区还

拥有很大一部分的较低收入和发展中经济体。很多亚太国家地处“环太平洋火山带”，面临持续的地震、海啸

和火山风险。74 气候变化加剧了水文气象灾害，对社会和经济发展产生不利影响。亚太地区在灾害发生频率方

面居首位，尽管在DRR方面取得了重大进展，但在死亡人数和受影响人口方面仍占全球灾害影响的一半。75 因

此，必须将DRR措施整合到各个发展规划和部门以及CCA内。

蒙古总理Khurelsukh Ukhnaa在亚洲减灾部长级会议上发言 
（来源：UNDRR）

68 （2030年阿拉伯减少灾害风险战略 2018）
69 （2030年阿拉伯减少灾害风险战略 2018）
70 （LAS 2018）
71 （2030年阿拉伯减少灾害风险战略 2018）

72 （2030年阿拉伯减少灾害风险战略 2018）
73 （AU 2018）
74 （APEC 2016）
75 （AMCDRR 2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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亚洲

2014年6月，第六次亚洲部长级减灾会议（AMCDRR）

和国际减灾战略亚洲合作伙伴关系（IAP）同意针对

2015年后框架制定一项区域计划。随后，2016年在

印度举行的AMCDRR会议最终确定并批准了《亚洲

区域<2015–2030年仙台减灾框架>的实施计划》。

《亚洲区域计划》旨在：（a）在本区域2030年可

持续发展议程的背景下，为实施《仙台框架》提供

广泛的政策指导；（b）提供一份长期路线图，在

《仙台框架》15年的时间范围内，概述为了实现七

大全球目标实施各项优先事项的时间顺序；（c）提

供一项为期两年的行动计划，其中包括基于长期路

线图和政策指导确定了优先顺序的各项具体活动。76 

该计划强调，此计划只是为国家实施《仙台框架》

提供指导和支持，而非取代国家计划，因此它确定

了优先区域行动“来支持国家和地方的行动，除了

加强区域合作来支持实施《仙台框架》之外，还加

强政府和利益相关方之间对良好实践方法、知识和

信息的交流。”

2018年7月在蒙古举行的AMCDRR会议是评估《亚洲

区域计划》实施情况的第一次会议。此会议的一项重

要成果是当前的《2018–2020年行动计划》。它强

调将要实现的主要目标，即为DRR建立国家平台和国

家协调机制，以及将DRR纳入发展计划。此行动计

划还建议加强亚太区域协调机制的作用，支持各国

推进《仙台框架》的实施。77 

以经济发展维度为重点，APEC领导人于2015年正式

通过了《APEC减灾框架》，此框架重点关注“新常

态”现象，包括：灾害发生频率、规模和范围不断

上升，以及随之发生的关联的生产和供应链中断的

破坏。78 此框架是一份聚焦包容性和可持续发展、打

造升级版抗灾型经济体的蓝图。在此基础上，还制

定了《APEC减灾行动计划》，以落实《APEC减灾

框架》，而且2015年部长级联合声明对此做出了承

诺。其目的是加强DRR方面的合作，并将通过APEC

进行落实。79行动计划包括四大DRR支柱，包括合作

和活动的具体领域、负责任的合作伙伴、时间表，

以及指标。

主要的亚洲次区域政府间组织在“灾害管理”方面

有着长期的区域合作机制。虽然与OIEWG商定并经

联合国大会认可的术语不一致，但是灾害管理是该

区域的首选术语；其中也包含DRR的要素，通常称

为减灾。

《东盟灾害和应急管理协议》（AADMER）于2009

年生效。其正在进行的工作计划强调备灾、响应和

减灾，但并没有特别与《仙台框架》保持较高的一致

性。80 但是，新的东盟经济合作协议《东盟2025：

携手共进》的一个关键目标就是要建立“具有恢复力

的社区，拥有更强的能力来适应和应对各种社会和经

济脆弱性、灾害、气候变化以及新出现的威胁和挑

战(12.4）。”81 东盟与联合国已经制定了《2016–

2020年东盟-联合国灾害管理联合战略行动计划》，

这是此行动计划的第三版。82 这三个东盟计划一起针

对区域发展规划和灾害管理采取高度综合的整体方

法。然而，尽管《AADMER工作计划》和《联合战

略行动计划》将实施《仙台框架》列为一项防灾减灾

合作领域，但它并不是这些计划的核心内容，这些计

划主要侧重于备灾救灾和经济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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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亚区域合作联盟（SAARC）也拥有一个长期存在

的灾害管理区域框架，83 但迄今尚未就支持会员国实

施《仙台框架》的具体机制达成一致。

太平洋

2012年太平洋岛屿论坛领导人会议同意建立一项有

关气候变化和DRM的联合区域框架。此框架将取代

两个现有的但截然不同的区域框架，即《太平洋岛

屿气候变化行动框架》和《太平洋减少灾害风险和

灾害管理行动框架》，这两个框架都是于2015年建

立的。

如上所述，随后又制定了FRDP，并在2016年太平洋

岛屿论坛领导人会议上获得认可。84 这是同类的首个

区域框架。它可以为会员国以及一系列不同的利益相

关方团体提供高层次的战略指导，同时帮助他们采用

有助于可持续发展的方法来增强应对气候变化和灾害

的恢复力。

FRDP为太平洋地区的人民、社会、经济、文化和自

然环境设想了一个发达的、可持续的未来。它呼吁地

方和区域利益相关方作出重大的协同努力，减少以碳

为基础的经济发展、无规划的城市化、对生态系统的

破坏、贫困、不平等、体制和能力制约因素，以及在

加强恢复力、可持续性和保护发展成果方面各自为政

的分散行动。

FRDP并非只是各种规定；相反，它给出了一套优先

行动建议，多利益相关方团体可以酌情使用。部分具

体行动倾向于在区域层面实施，还有一些行动需要在

国家层面进一步阐明，以确保符合具体的情境优先情

况和需要。85  

2018年，太平洋岛屿论坛领导人在瑙鲁举行的会议

上重申了对FRDP的承诺，强调了“采用多部门方法

应对气候变化及其影响的价值和重要性。领导人们还

确认通过‘太平洋恢复力合作伙伴关系’和‘太平洋

恢复力合作伙伴关系工作组’建立一项区域风险治

理安排。”86  

为了支持实施FRDP以及风险治理日程的全面整合，

太平洋地区领导人于2017年成立了“太平洋恢复力

合作伙伴关系”，初始试验期为两年。此合作伙伴关

系致力于加强协调与协作，其治理结构由四个主要部

分组成：（a）一个包含15个组成团体（来自国家和

地区的五个职位，来自民间社会和私营部门的五个

职位，来自区域组织和发展合作伙伴的五个职位）

的工作组；（b）一个为工作组有效运作提供支持的

单位；（c）一个支持实施FRDP三大目标的技术工

作组；以及（d）太平洋恢复力会议，致力于巩固重

点关注气候变化、灾害响应、备灾和减少风险的现

有区域会议，并且为发展共同体的更广泛参与打开

了一扇门。

76 （AMCDRR 2016）
77 （联合国大会 2018a）
78 （APEC 2016）
79 （APEC 2016）
80 （ASEAN 2005）；（ASEAN 2016a）
81 （ASEAN秘书处 2015）

82 （ASEAN 2016b）
83 （SAARC 2007）；（SAARC环境部长 2006）
84 （SPC 2016）
85 （SPC 2016）
86 （DFAT 2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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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1.5 
欧洲和中亚

同其他地区类似，欧洲也面临着各种各样不断造成经

济和人员损失的自然灾害，例如地震、干旱、洪水、

风暴、野火、雪崩和滑坡，以及各种技术灾害。与区

域能力、对自然灾害的认识以及现有的DRR知识基础

相矛盾的是，数据表明，对区域特有灾害的脆弱性

正在增加。

欧盟的DRM政策已经为实施《仙台框架》的部分建

议奠定了基础，包括有关正在开展的民防、发展合

作和人道主义援助行动的建议。87 对于其民防系统

内的DRR：“欧盟在DRR领域的做法具有很强的欧

盟特色：围绕一项共同政策将会员国召集起来，展

示所有会员国所共同面对的挑战，指出必须共同应

对这些挑战，然后以指导方针、财务支持、国家层

面的知识和经验交流等方式提供一系列应对挑战的

方法。”88  

2015–2020年欧洲减少灾害风险路线图论坛应运而

生，用来指导欧洲实施《仙台框架》四个优先行动事

项和七个全球目标，并确定了以下两个优先领域：

（a）根据《仙台框架》的目标E，基于风险评估的

构建模块和灾害损失数据库，制定或审查国家和地方

DRR战略；以及（b）将DRR纳入不同部门，特别是

气候变化和环境部门。89  

欧盟委员会已经通过了《<仙台减灾框架>行动计划

[2016–2020]：针对所有欧盟政策的灾害风险知情方

法》，通过将减灾纳入欧盟政策，来促进《仙台框

架》和其他国际协议的实施。该行动计划为每个关键

领域都确定了一套措施，为欧盟更综合的风险知情政

策格局奠定基础。90 主要的行动计划实施领域包括：

（a）在欧盟政策中构建风险知识；（b）在DRM中

使用社会共同参与的方法；（c）促进欧盟风险知情

投资；（d）支持制定一种全面的DRM方法。

2018年举办的第二次CASC次区域平台会议重点关注

在次区域层级上将DRR与发展规划整合在一起。91 此

次平台会议批准了一份行动计划、92 一份城市路线

图，以及包含对实施《仙台框架》政治承诺的《埃

里温宣言》。此宣言重点关注在2020年之前达成目

标E，但是其目的是“与《2030年议程》以及《巴黎

气候变化协定》、NUA和其他相关公约一起来实现

这一目标，同时认可地方政府参与实施和投资DRR的

重要性。”94  

87 （EC 2016）
88 （Morsut 2019）
89 （EFDRR 2016）
90 （EC 2016）
91 （UNISDR 2018a）

92  （中亚和南高加索地区实施《2015–2030年仙台减灾框架》
的行动计划 2016）

93 （UNISDR 2015a）
94 （埃里温宣言 2018）
95 （联合国 2015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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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仙台框架》的目标和优先事项强调通过监测、评

估、制图和共享来改进风险信息，从而更好地了解风

险的重要性（第14段）。95 有关了解灾害风险的优先

行动事项1对此进行重点强调，并将其作为减少风险

和预防风险产生的一个基本方面（第21–25段）。

《仙台框架》还延续HFA的说法并重申了“加强灾害

风险治理以及跨相关机构和部门进行协调的重要性，

以及相关的利益相关方在适当层级充分和有意义地参

与的重要性”（第14段）。有关加强灾害风险治理

从而管理灾害风险的优先行动事项2对此概念进行了

更全面的阐述（第26–28段）。《仙台框架》的这两

个方面都要求在相关利益相关方的参与下，在信息获

取和信息利用持续地更新互动以减少全社会风险（包

括最弱势者的风险）。这些是《仙台框架》在支持根

据目标E制定风险知情国家和地方DRR战略和计划并

有效实施这些战略和计划方面最相关的内容。

10.2 

为减少综合风险创造有利的国家环境  

本部分后面各章内容将重点介绍会员国在国家和地方各级制定和实施减少风险战略和计划的实践方法、这些战

略和计划是如何制定的、如何与发展规划和CCA规划相互作用，以及如何在城市环境和脆弱情境中运作。减灾

的实践方法以及对国家和地方案例研究的广泛使用都已经认识到，会员国在实施《仙台框架》、《2030年议

程》和其他2015年后协议方面发挥着主要作用。在讨论这些计划和战略之前，有必要强调政府、法律、文化

和风险观念等国家系统的某些方面可能会促进或阻碍减少风险，从而可能会影响此类计划的制定和有效实施。

鉴于每个国家社会政治和物理环境以及风险状况的独特性，因此不可能在全球层面具体地讨论这些问题。然

而，正如HFA一样，《仙台框架》也确定了一些关键的国家因素，这些因素不仅限于具体的目标和指标，但是

是实现这些目标的必要促进因素。

在此方面，还需要提到贯穿《仙台框架》的另外两

个原则。首先是与其他2015年后全球议程的整合问

题。这不是为了精简概念，而是因为国际社会通过此

框架协议以及其他的全球协议指出，采用综合的风险

减少和管理方法或基于系统的方法是在面对灾害风险

和气候变化的情况下实现可持续发展的唯一途径。第

二个问题是性别平等问题，更具体地说是DRR中的妇

女赋权问题，以及更广泛的将所有年龄和能力群体

纳入进来的包容性问题，此问题对于了解风险、风

险认知以及采用全社会参与来决定如何有效管理和

减少风险都至关重要。当根据其他议程及其所应对

的问题来考量《仙台框架》时，青少年和女性更加成

为所关注的焦点，例如，关于性别平等和妇女赋权的

SDG 5，而且更加意识到在应对气候变化和防范各种

类型冲击时需要保证代际平等，因为这些冲击可能对

年轻人的健康和福祉、教育和就业机会造成长期的破

坏性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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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2.1 
减少灾害风险和促进发展的法律和体制框架

减少风险的战略和计划、减少发展规划中的风险以及政府对CCA的支持都不是凭空出现的。国家和地方层面的

政府法律、法令和法规几乎都对机构的责任进行了规定，相关责任包括制定此类战略和计划、提供资源、实施

并对此类战略和计划的效果承担责任。的确，DRM和CCA的专门机构往往是通过立法设立的，或者作为部长

级任务的一部分，它们都受到有关立法制定的规则和政策的制约。96 

安提瓜和巴布达的研讨会 
（来源：UNDRR）

会员国一般不单独为DRR制定立法，这样的倡议现在

也与《仙台框架》的综合风险减少方法和本GAR第2

章所阐述的对系统性风险的新理解背道而驰。DRR任

务要纳入到更广泛的DRR和管理框架中，而且重要的

是包含在那些人们普遍认为并非风险管理框架的部门

法律内。这些部门法律包括：土地分区和土地利用规

划；建筑法规；环境保护和反污染法律，包括发展项

目的环境影响评估；水资源管理；固体和液体废物

管理；以及渔业、野生生物和森林。换句话说，针

对《仙台框架》更广泛风险范围的几乎所有要素，

都存在相关的法律框架。这些任务的要求、所建立

的机构、所分配的资源以及它们作为一个系统进行

沟通和协作的方式，都是为了应对系统性风险进行

有效风险治理的重要基础设施。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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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6   （IFRC和UNDP 2014b）
97   （IFRC和UNDP 2014b）
98   （IFRC和UNDP 2014a）
99   （IFRC 2016a）
100 （ADPC 2017b）

101 （IFRC 2017）
102 （IFRC 2015）；（IFRC 2016b）
103 （Neumayer和Plumper 2007）
104 （Nishikiori等2006） 
105 （Santos-Burgoa等2018）
106 （联合国大会 2015a）

研究表明，如果跨部门联系很少，则非政府利益相关

方通过公共机构参与风险治理的机会往往也很少。然

而，正是这些跨部门联系从根本上决定是在国家和

地方层面助力开展有效的参与性风险管理战略，还

是为这些战略制造障碍。对于希望对自己的法律框

架进行DRR有效性评估的会员国来说，已经存在很多

广泛的研究和实用工具，98 包括很多具体国家的案例

研究。99 对于特定的重点领域还可以开展进一步的分

析，例如打造亚洲中小企业灾害恢复力的法律和制度

有利环境，其中考量了DRM、CCA和业务发展领域

现有的和额外的需求。100

10.2.2 
包容与平等

《仙台框架》呼吁采取以人为中心、具有包容性和非

歧视的DRR方法，而且特别关注受灾害影响最严重的

群体。其中特别指出了让“妇女、儿童和青少年、

残疾人、贫困人口、移民、原住民⋯⋯以及老年人

参与政策、计划和标准的设计和实施”的重要性。

（第7段）。

众所周知，灾害会对基础设施、生计和机会造成直接

和间接损失，从而损害社区过上有尊严的生活和实现

其愿望的能力。灾害会破坏可持续的发展机会。因

此，将所有相关的利益相关方和平等原则纳入进来对

了解这些系统性风险如何影响人口中的不同群体以及

如何应对这些风险至关重要。DRR需要考虑由于社会

经济原因产生的一系列脆弱性，包括年龄（儿童、青

少年和老年人）、残疾、种族、贫困，以及性别不平

等情况下的妇女群体。

性别平等与赋权 

妇女作为一个群体本身并不脆弱，但性别角色的分化

和性别不平等表明，灾害对妇女的社会经济影响往往

大于对男性的社会经济影响，101而且存在更高的性别

暴力风险（GBV）。102 在某些情境中，妇女遭受更

高的死亡率和受伤率，103 正如在2004年亚洲海啸中

所观察到的那样。104 然而，这可能因具体的文化和

情境而异（例如，在波多黎各的飓风玛丽亚中，65

岁以上的男性死亡率最高）。105 确保有效减少风险

的一个重要步骤是让妇女参与进来，使她们的风险经

验成为全球、区域、国家和地方减少风险、可持续发

展和气候变化战略的默认输入信息。《仙台框架》对

此进行了认可，同时《2030年议程》通过有关性别

平等和妇女赋权的SDG 5对此进行了更详细的说明。

这些目标将通过增加妇女在有关机构和流程中的参与

和决策作用来实现。

SDG 5致力于“实现性别平等，向所有妇女和女童赋

权。”106 SDG 5的目标5.5是“确保妇女享有平等的

机会并且充分、有效地参与政治、经济和公共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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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各级决策。”其成果将通过下列量化指标来衡量：

妇女在国家议会和地方政府中所占席位的比例，以及

妇女在管理职位中所占的比例。107 当然，国家政府

和立法机构可以自由设定更高的目标；的确，许多国

家通过他们的国家发展计划制定了妇女参与政府管理

的目标，但是他们还需要制定达成这些目标的方法。

根据SDG 5，亚太地区性别与减灾会议就实施《仙台

框架》提出了明确的建议，即《河内建议》，来促

进性别平等。108 特别是在风险治理、法律和政策方

面，此会议建议政府： 

最后，这些建议强调需要实现妇女和多样化群体在备

灾、响应、恢复和重建中领导作用的“制度化”，并

提议负责制定备灾、响应和恢复决策的国家和地方机

制中至少40%由“妇女和多样化群体”组成。109 

《河内建议》运用SDG 5的视角对《仙台框架》进行

了仔细分析，为会员国提供了一些切实可行的选项，

来应对妇女在制定国家和地方风险减少战略中的占比

问题，并促进妇女参与需求评估。这两个因素都可以

更全面地说明妇女因性别不平等而面临的系统性风

险。认识到灾害产生的差异性影响并采取具有针对性

的行动是采取包容性方法的先决条件。

儿童保护与年轻人参与

正如本GAR第3章所讨论的那样，灾害在个体生命周

期的不同阶段会以不同的方式影响个体，并会产生

复合效应。虽然儿童的身份并不能界定脆弱性，但是

当风险爆发时往往会超出儿童和年轻人的应对能力。

在灾害期间，如果儿童与父母、家庭成员或照顾者分

离，会增加他们的风险；这种分离会造成严重痛苦，

可能对心理健康和发育产生严重的长期负面影响。无

人陪伴和失散儿童可能面临某些威胁的风险更大；

灾害发生后，可能出现的威胁包括绑架、贩运、售

卖、非法收养、性和性暴力风险（包括儿童卖淫和童

婚）、身体暴力和忽视。110 制定包含儿童保护各方

面内容的风险减少战略有助于预防和减轻儿童遭受的

部分影响。

儿童的灾后脆弱性状况往往与疾病和营养不良风险的

增加有关，这可能会导致学业中断、社会和认知技能

发展受阻。这些都很可能影响他们获得充分实现其收

入潜力所必需技能的能力，以及未来负担其子女入学

的能力，等等。世界范围内的数据表明，基于性别、

贫困、自然灾害暴露等因素的入学率、出勤率、学习

成果和成就等方面的不平等持续存在，这些都是决定

哪些孩子就读什么类型的学校以及受教育时间长短的

• 了解风险，包括将最新的国家和地方统计数据按

性别、年龄和残疾状况分类，以及制定社会经

济基线，以便向性别敏感型DRR提供信息支持；

• 对灾害风险进行性别分析，为国家和地方的政

策、战略和计划提供信息支持； 

• 实施强有力的法律，授权妇女参与和领导决策，

并为这些法律的落实建立问责制； 

• 投资能减少性别不平等和其他不平等现象的社会

保障和社会服务，使面临风险的女性和男性群体

减轻灾害风险，适应气候变化； 

• 实施由妇女领导的安全和保护干预措施，以减少

当前的风险，防止产生基于性别歧视和暴力的新

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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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7 （联合国经济及社会理事会 2017a）
108  （联合国妇女署和越南自然灾害预防控制中央指导委员会 

2016）
109  （IFRC 2017）；（联合国妇女署和越南自然灾害预防控制

中央指导委员会 2016）
110 （Uppard和Birnbaum 2017） 
111 （UNICEF 2017） 

112 （UNICEF 2015）
113 （国际助老会 2012） 
114 （Matsuzaki，无日期） 
115 （国际助残组织 2015）
116 （Guadagno 2017）
117 （联合国大会 2014a）

决定性因素。111 此外，儿童早期营养不良可能会损

害他们的认知能力；没有完成小学教育的孩子在首份

工作中的赚钱金额可能会少于受教育程度较高的孩

子。实质上，那些被迫早期辍学的孩子，或者那些从

未入学的孩子，很可能永远无法获得实现其全部收入

潜力所需的技能。

年轻人的需求和兴趣也受到更广泛的2015年后议程

的关注，特别是考虑到气候变化的潜在影响。112 气

候变化、可持续发展和灾害风险都提出了如何确保代

际公平的迫切问题。让年轻的成年人参与进来并确保

他们在减少风险的规划和决策流程中拥有一席之地，

是保障他们未来的重要因素。

活动受限和信息获取受限的群体

非常年幼的儿童、行动能力有限的老年人，113 以及

残疾人及其照顾者（其中大多数是妇女）在灾害情况

下可能处于非常不利的地位。身体行动问题会降低他

们的疏散能力。听力或视力障碍、智力障碍等无形

障碍会降低人们接受和理解减少风险教育、参加演

习、早期预警和疏散指示以及在混乱环境中行动的

能力。115 应与有关人员或其倡导者以参与性的方式

针对这些群体进行事先规划、准备和减少风险，以

确保提前考虑到他们的需要，并确保计划和战略的

全面覆盖。

最贫穷和最边缘化的群体参与进来

在社区DRR和灾害期间通常被边缘化的群体也具有不

同的技能和知识，可在减少风险的规划中做出贡献。

这些群体包括：移民，他们拥有的有关当地灾害、机

构和服务的知识可能有限，但也可能带来源自其之前

经验的新知识和技能；116 原住民，他们可能在社会

或经济上被边缘化，但是拥有对减少风险很重要的传

统知识；117 最贫困人口，他们可能居住在质量很差

的住所或非正式居住区内，但是也可能拥有很多个人

和集体的生存技能和组织技能。

《仙台框架》关于这些问题给出的核心信息是，通

过囊括所有的利益相关方，来实现减少风险方面的

平等和有效性。当某些群体被忽略时，相应的策略和

计划往往会不那么有效。忽视或忽略这些群体所获得

的风险和灾害影响方面的经验，可能导致不平等，

甚至歧视。

在国家法律、政策和机构框架内包含妇女、脆弱群

体、残疾人和社会边缘人群并为其赋权，是有效减少

风险和维护《仙台框架》全社会减灾原则和《2030

年议程》“不让一个人掉队”原则的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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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3 

总结 

区域和国家框架是为会员国成功减少风险创造有利环

境的重要方面。

区域政府间组织、DRR区域平台以及全球区域内的新

形式合作伙伴关系都能帮助会员国和其他利益相关方

汇聚资源和能力，支持国家和地方减少风险。它们还

提供了重点关注特定区域风险的机制。上述说明表

明，为了支持《仙台框架》的实施，在区域层面开展

了高度的互动和活动。这些进程现在已处于相关战略

和机制准备就绪的阶段，重点可以转向切实支持会员

国的实施工作，并辅以区域和跨境的减灾工作。

《仙台框架》实施的主要责任由会员国承担。旨在减

少风险、实现可持续发展和应对气候变化的更广泛的

国家法律、政策和机构框架对各国制定和实施有关

DRR、发展和CCA的国家和地方战略和计划的能力具

有重大的影响。这些总体框架对让所有利益相关方参

与进来并为他们赋权至关重要，对建立两性平等的基

础至关重要，对将那些遭受更多灾害影响的脆弱群体

纳入进来至关重要。

立法、政策和体制结构和流程要囊括妇女和女童、残

疾人士、老年人以及不同民族、宗教背景的人士的观

点和经验，还要包括儿童保护措施，这样才能在国家

和地方层面上开展更公平、更有效的风险减少措施。

可以将这些支持框架理解为国家和地方减灾、发展和

适应气候变化计划以及新兴的综合减灾方法的核心组

成部分，随后章节将对此进行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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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1章： 
国家和地方减 
灾战略和计划 

到2020年制定国家和地方DRR战略和计划是《仙台框架》的一个专门目标（目标E）。与其它将于2030年达成

协议的全球目标相比，制定DRR战略和计划的2020年截止时间表明，人们已经认识到DRR战略和计划作为减

少灾害风险和损失的推动因素的重要性。本章对第II部分报告的《仙台框架》监测数据进行了补充，给出了在

国家层面所面临的挑战、吸取的教训以及正在出现的很好的实践。

11.1 

《仙台框架》 

关于目标E的监测数据 

如上文第 I I部分所述，《仙台框架》监测系统显

示，2017年有47个会员国报告了与国家战略相关的

目标E进展情况（指标E-1）。与2016年的27个国家

相比，取得了显著的增长，但是占总体数量25%的

比例远远低于到2020年的要求。在报告的47个国家

中，6个国家报告称他们拥有全面符合《仙台框架》要

求的国家DRR战略，16个国家报告称他们拥有基本全

面符合到全面符合的国家DRR战略，15个国家拥有中

度符合到基本全面符合的国家DRR战略，7个国家拥有

中度符合的国家DRR战略，3个国家拥有有限符合或不

符合的国家DRR战略。然而，如果使用正式SFM之外

的其他国家自我报告来源，这个数字要高得多。103个

国家报告称拥有某种符合程度的国家DRR战略，其中

65个会员国自评的符合程度达到50%以上（中度符合

至全面符合）。118 这个数字要有意义得多，因为它表

示这一比例已经达到联合国会员国的50%以上（第8章

目标E：2020年减灾战略进展情况。指标E-1）。

118 （联合国大会 2018a）

319



目标E还有一个关于地方战略的指标（指标E-2）。

它要求各国报告拥有地方DRR战略的地方政府比

例。SFM显示，42个国家报告了地方战略的进展情

况。其中18个报告称，他们的所有地方政府都拥有

与其国家战略相一致的地方战略，7个报告称没有任

何地方战略（或者没有任何与其国家战略相一致的地

方战略）(第8章目标E：2020年减灾战略进展情况。

指标E-2）。

尽管关于目标E的数据仍然是部分的，但是表明我们

《仙台框架》并不要求各国制定独立的DRR战略和

计划。但是，《仙台框架》确实要确保国家拥有并

实施国家和地方计划，来支持根据《仙台框架》开

展的DRR工作。尽管过去曾就独立的DRR战略或主

流DRR战略的各自优点进行过争论，但在实践中，

这种二元概念在应用《仙台框架》要求时并不特别

有用。根据优先事项2：加强灾害风险治理，从而管

理灾害风险，第27（a）段强调需要“将DRR纳入所有

部门内和部门之间的主流工作，审查和促进国家和

11.2 

国家和地方减灾战略和计划的重要性 

国家和地方的DRR战略和计划对实施和监测一个国家的风险减少优先事项至关重要，具体方法包括设定实施里

程碑、明确政府和非政府行动者的关键角色和责任，以及明确技术和资金资源。119 虽然战略是更广泛的灾害

风险管理系统的中心要素，但是为了有效地实施政策，这些战略需要在社会各个层级得到各方面的支持，包括

协调良好的体制结构、立法授权、决策者的政治支持，以及人力和财力。

需要关注保持国家和地方DRR战略和计划与《仙台框

架》相一致的问题，同时还表明到2020年要达到此

目标还有一段路要走。同样重要的是要认识到，这些

指标并不是为了详细说明各国所面临的挑战，以及他

们正在开展哪些创新和很好的实践，从而为减少风险

创造适当的有利环境，并最终实现此目标。要求制定

和实施符合《仙台框架》的国家和地方战略的根本目

的是创造最佳的有利环境，从而支持减少《仙台框

架》中所包含的各种广泛的风险。因此，重要的是审

视各国应对这一问题的各种方法。

地方法律、法规和公共政策框架的一致性，并在适

当情况下制定相关框架。”第27（b）段还建议会

员国“通过并实施地方DRR战略和计划，跨越不同

的时间尺度，制定相应的目标、指标和时限，旨在

防止产生新风险，减少现有风险，并加强经济、社

会、卫生和环境的恢复力。”第27（b）段强调了

界定战略和计划的情境的重要性，以及到2020年制

定由国家确定的目标和指标的重要性。第27（a）

段明确了战略和计划在2030年实现《仙台框架》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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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9 （UNISDR 2015e） 
120 （UNDP 2019o） 

121 （IFRC和UNDP 2014b）；（IFRC和UNDP 2014a）

标上的基础作用。这表明，与一个国家在战略层面

追求DRR的具体形式相比，该国家战略和计划的内

容和成效更为重要。

在某些情况下，减少风险可以被纳入更广泛的国家政

策规划或部门风险管理计划和战略内；实际上，这可

以帮助达成将风险管理和发展规划相结合的目标。在

人们的DRR意识刚刚兴起的背景下，可将独立的DRR

战略和计划作为重要的倡导工具，促使决策者采取具

体的行动。120 但是将DRR纳入中长期规划流程（包括

在这些领域重叠的气候风险管理流程）应该是这些战

略和计划的目标之一。

在许多国家，需要独立的DRR战略和计划，因为DRR

战略和计划的目标不会通过国家发展或部门政策框

架自动达成，甚至为管理灾害风险而建立的系统也没

有涉及这些目标，传统上很多战略和计划只重点关注

灾害响应及其资源。121 虽然并不一定如此，但这种

情况在治理能力较低的国家经常出现，DRR战略和计

划可以在这些国家弥补发展或部门政策中风险管理方

面的不足。

显然，更容易针对和评估一个单一的战略，但是也可

以采用一种跨部门和跨部委的综合风险治理框架的形

式，这种形式可以应对气候恢复力和风险知情社会经

济发展问题。为与《仙台框架》和《2030年议程》

一致，不管是纳入主流工作或独立的风险减少战略都

应该延伸至民防和DRM系统之外，还应该包括很多

具有高度跨部门性的要素，如城市风险管理、土地利

用规划、河流流域管理、金融保护、公共投资恢复力

图11.1. 到2020年在国家和地方层面制定符合《仙台框架》要求的DRR战略和计划

（来源：UNDRR 2019）

可持
续的社会经济发展

与《仙台框架》一致的
国家和地方DRR战略和计划

减少灾害风险

国家

仙台框架

地方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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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规、备灾和早期预警，这些都无法通过任何单独的

部门战略或计划来进行全面应对。

无论是单独的、纳入主流工作的，还是两种方法相结

合的DDR战略，其都可能在稳定市场机制方面发挥作

用，这要求将应对DRR问题的公共政策作为一种“公

共物品”来提供。公共物品仅靠市场是供给不足的，

而且具有非排他性，会产生外部效应。122 例如，如

果个人和社区不考虑他们的防洪措施也可以帮助他

人，而只是建造防洪堤来保护自己，那么他们可能无

法建造出足够坚固的防洪堤，而且甚至可能会对那些

生活在堤防之外的人群产生负面的影响。123  

过去20年间，人们越来越认识到，作为国家政策框

架补充的次国家和地方DRR战略或计划是风险治理体

系良好运作的一项重要要求。国家DRR战略的实施取

决于能否根据当地的实际情况和需求，来转换和调整

国家优先事项。然后，地方战略或计划要允许采用一

种更精细的地域性方法（地方、次国家和国家），通

过需要参与进来的一系列利益相关方的直接参与来促

进问责制，从而避免产生新风险，减少风险行为，或

者让遭受灾害事件影响的主要群体能发出自己的声

音。124 DRR战略或计划向地方层面的渗透可能取决

于实际的权力下放程度，同时政府的正式架构（中央

或联邦）可能是也可能不是一项关键因素，这取决于

各个国家的具体情况。125 由于风险并不局限于任何

地域或行政分界，因此在DRR战略或计划中考虑跨境

和区域解决方案也很重要，例如基于流域或生态系统

的管理，或包含多个地方政府地域的部署。

11.3 

保持战略和计划与

《仙台框架》一致

《仙台框架》呼吁国家和地方政府通过并实施跨越

不同时间尺度的战略和计划，其中要包含相关的目

标、指标和时间框架。这些战略和计划应该致力于防

止新风险的产生，减少现有的风险，同时加强经济、

社会、卫生和环境的恢复力。重要的是，目标E也体

现了两个SDG的指标：（a）通过和实施符合《仙

台框架》要求的国家DRR战略的国家数量；（b）根

据国家DRR战略通过和实施地方DRR战略的地方政

府比例。126 

《仙台框架》建议DRR战略应涵盖几项要求，这些要

求已经被提炼为10项监测标准（框11.1）。

人们认为，符合所有10项要求的DRR战略和计划将

可以创造最佳的条件，帮助大幅减少灾害风险以及生

命、生计、卫生、经济、物质、社会、文化和环境资

产方面的损失。尽管所有10项标准都很重要，但是

如果考虑到《仙台框架》的“出新”之处及其对全球

DRR政策议程的贡献，有几项标准尤为突出。这些标

准包括更加注重防止产生和积累新风险、减少现有风

险、打造各部门的恢复力、恢复、重建得更好，以及

促进与SDG和《巴黎协定》的政策一致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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框11.1. 根据《仙台框架》，DRR战略应涵盖以下10个关键要素，才能被认为与《仙台框架》
一致

122 （Wilkinson、Steller和Bretton 2019）；（Dianat等2019） 
123 （Wilkinson、Steller和Bretton 2019） 
124 （Quental Coutinho、Henrique和Lucena 2019）

125 （Wilkinson等2014）
126 （联合国大会 2017c）
127 （UNISDR 2017d）

政策的一致性要求国家计划和地方计划是一致的，而

且是根据相关的致灾因子、高优先度风险和社会经济

背景所界定的社会和环境情境进行设计的。因此，减

少风险目标的选择和不同类型措施的平衡需要视具体

情况而定，同时还取决于以决策者为代表的社会风险

认知水平和风险承受能力。127 但是，仅仅参考其他

的相关政策和战略是不够的。要想认真地完成，建立

政策的一致性取决于是否能确定共同的行动和工具，

（来源：UNDRR 2018）

从而为共同的政策目标提供支持，即减少灾害风险或

脆弱性，或打造恢复力。

用来根据《仙台框架》的要求评估DRR战略和计划的

10项标准建议就旨在确保具有一定的一致性。但是

当我们比较2015年以来获得批准的战略或计划时，

显然不存在“一体适用”的战略或计划。根据国家或

地方的具体情况，DRR战略可以采取多种形式。一些

i. 拥有不同的时间尺度，包括目标、指标和

时间框架

ii. 有旨在防止产生风险的目标

iii. 有减少现有风险的目标

iv. 有加强经济、社会、卫生和环境领域恢复

能力的目标

v. 针对优先事项1（了解灾害风险）的建议：

基于风险知识和评估结果，来识别技术、

财务和行政DMR能力在地方和国家层面的

风险

vi. 针对优先事项2（加强灾害风险治理和管理

灾害风险）的建议：将减少灾害风险作为

部门内部和部门之间的主流工作并加以整

合，同时界定角色和责任

vii. 针对优先事项3（进行减灾投资，构建恢复

力）的建议：指导在所有行政层级进行必

要资源分配以用于在所有相关部门制定和

实施DRR战略

viii. 针对优先事项4（加强有助于高效响应的

备灾工作，并在恢复、复原和重建中致力

于“重建得更好”）的建议：加强灾害响

应准备并整合DRR响应准备和制定措施，

使国家和社区具有灾害恢复力

ix. 促进与DRR有关政策，例如可持续发展、

消除贫困和气候变化的一致性，特别是与

SDG和《巴黎协定》的政策一致性

x. 拥有后续行动、定期评估和公开报告进展

情况的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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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制定独立的DRR战略，而另一些国家则采取跨部

门战略系统的途径，然后采用一份总体文件或框架将

这些部门联系起来。此外，还存在一系列不同的战略

性以及针对特定灾害或部门的计划，例如： 

从各国为其符合《仙台框架》的DRR战略或计划选择

的标题就可见一斑。虽然在某些情况下，这些标题可

能表明的是情境的特殊性和国家的优先事项，但综合

起来，与之前根据HFA制定的战略和计划相比，它们

展现出了更多的相似性和一致性。例如：减少灾害风

险总体规划（莫桑比克）；气候变化和减少灾害风险

联合行动计划（汤加）；国家DRM计划或战略（阿根

廷、哥伦比亚、格鲁吉亚、马达加斯加和泰国）；减

少灾害风险行动计划（缅甸）；国家灾害风险管理框

架（津巴布韦）；或国家防灾、响应和减灾战略（越

南）。HFA时期的同类战略或计划通常使用与民防、

备灾和应急管理相关的字眼，尽管它们应对的是DRR

的部分问题——例如布基纳法索、加拿大、多米尼加

共和国、吉尔吉斯斯坦和马里。因此，政策、战略或

计划的标题可能并不能真正反映它们所应对的减少灾

害或气候风险的程度。

11.4 

从《兵库行动框架》和 

《仙台框架》中吸取的 

教训 

虽然《仙台框架》对目标E的监测要求为评估合规性

设定了很高的标准，但是对于切实可行的DRR战略或

计划来说还需要满足很多其他标准才能取得成果。这

些观察结果来自国家层面的经验，主要是HFA实施期

间的经验，因为根据《仙台框架》在最近批准的战略

的信息目前还无法获得。

国家的经验表明，需要留有灵活的余地来调整、发展

和适应不断变化的情境和优先事项，使战略或计划保

持相关性和可实施性。因此，强烈建议定期进行修订

和更新。这尤其与具体实践活动有关，需要反映现实

世界的变化，例如塔吉克斯坦从印刷版灾害地图转向

• 在挪威，《民防和应急规划白皮书》概述了国家

减灾战略128  

• 在俄罗斯联邦，国家减灾战略是国家安全战略的

一部分129  

• 卢森堡没有单独的国家战略，DRR战略在特定部

门中已经就绪，是一个或多个组合战略的一部

分，例如洪水风险管理130  

• 在肯尼亚，《国家灾害风险管理政策》131与肯尼

亚2030年愿景之干旱风险管理和结束干旱紧急情

况的部门计划相辅相成132  

• 安哥拉采取了双重方法，即制定了《国家预防和

灾害风险管理战略计划》（涵盖《仙台框架》的

三项全球优先事项）和《国家备灾、应急、响应

和恢复计划》（涵盖《仙台框架》的第四项全球

优先事项）

• 哥斯达黎加决定通过《2016–2030年国家风险管

理政策》来与《仙台框架》保持一致，该政策提

供了广泛的多部门授权，并辅以五年期国家风险

管理计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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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8 （UNISDR 2017b）
129 （UNISDR 2017b）
130 （UNISDR 2017b）
131 （肯尼亚 2009）；（肯尼亚 2018）
132 （肯尼亚 2013）
133 （UNDP 2019l）
134  （Chakrabarti 2019）；（Djalante等 2017）； 
（Daly等 2019）；（UNDP 2019g）

135  （孟加拉国灾害管理和救济部 2017）；（斯里兰卡灾害管
理部灾害管理中心 2017）；（Omoyo Nyandiko和Omondi 
Rakama 2019）

136 （Twigg 2015）；（Wilkinson等2017）

在线信息系统的案例。133 此外，实施工作需要得到

财政和技术资源的支持，以及与相关人员能力和技能

匹配的操作指南和工具的支持。

让次国家和地方战略或计划与国家DRR和发展政策优

先事项关联起来，也有助于这些战略或计划的实施。

印度、印度尼西亚和莫桑比克都有这种做法的好例

子。134 不同治理范围的实施计划可以是独立的（如

孟加拉国或斯里兰卡），也可以与地方发展计划结合

在一起（如肯尼亚）。135 在某些情况下，国家可以

寻求一种混合型解决方案，即次国家DRR计划与纳入

风险考量因素的地方发展计划并行的方法，如下文来

自莫桑比克的案例。

对于起草或制定DRR战略或计划的流程，现在越来越

多人呼吁将这些战略或计划建立在一个全面的“变革

理论”基础之上，以便更好地理解如何进行有益的长

期改变。这意味着战略和计划是通过利益相关方之间

的反思和对话过程产生的。通过该过程，人们会基于

一些基本的假设（作为不同倡议的结果，变革如何发

生以及为什么会发生），来讨论关于变革的想法。136  

多利益相关方参与已经成为《仙台框架》的一个关键

原则，也是在不同政府层级寻求就DRR优先事项达成

一致并设定优先事项时所必不可少的。确保妇女、残

疾人、青少年和其他群体的积极参与是确保满足他们

的需要并获得他们的具体知识和技能的先决条件。与

自我决定权和信息获取权相呼应的是，要求承认他们

参与DRM决策的权利的呼声越来越高。137这还需要

了解参与减少风险和创造风险行为的关键利益相关方

所面临的激励因素、利益、制度和权力关系。因此，

了解DRR的政治经济学是确保所有利益群体参与进来

的必要步骤。

不丹鸟瞰图

（来源：Curt Carnemark/世界银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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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5 

国家和地方各级的

良好实践方法

11.5.1 
审查或制定战略的触发因素

对国家来说制定或修订现有DRR战略或计划的最明显

动力是目标E。例如，哥斯达黎加、黑山和苏丹评估

了他们的当前战略，得出的结论是这些战略已经过

时，不符合《仙台框架》和其他国际公约的要求。138 

吉尔吉斯斯坦和马达加斯加确认需要一项新的战略，

以便更好地应对内部和外部环境的变化，符合可持

续发展原则的要求，并且成为国家发展战略的一部

分。139 在国家平台内成立了工作组，负责领导了

2016–2017年战略与实施计划的起草工作，此计划

于2018年1月获得通过。140  

吉尔吉斯斯坦的国会议员、紧急事态对策部和其他

国家机构的负责人参加了2015年的仙台会议。这是

促使吉尔吉斯斯坦政府指示紧急事态对策部和其他

国家机构考虑如何实施《仙台框架》的动力。紧急

事态对策部和国家减灾平台在进行了利益相关方磋

商后，提交了一份关于制定新战略的提案，供政府

审议。2016–2017年期间，国家平台牵头起草了战

略和实施计划；国家减灾战略于2018年1月获得通

过。141 

另一个重要的推动力是重大灾害事件的发生，以及

认识到面对无所不在的灾害破坏，难以实现可持续

发展。142 例如，2016年莫桑比克干旱和2017年墨

西哥恰帕斯洪水就是这种情况的例子。144 在阿根

廷，2015年布宜诺斯艾利斯省洪水后的一系列发

展为根据《仙台框架》进行DRM政策改造铺平了道

路，在减灾联邦大会和国家灾害风险管理大会的支持

下，2017年通过了一项新的DRM法律（27287号法

案），2018年通过了一项国家计划。145  

制定或审查DRR战略或计划的另一项典型触发因

素是颁布新立法。在HFA实施期间，菲律宾就是如

此，2010年的《减少灾害风险和管理法》要求政府

制定一项全面的DRM计划和框架。此外，阿根廷的

新DRM法（2015年）也要求制定一项国家减灾计

划。146 这些战略或计划也可以通过提供更有雄心的

新法律的实施方面的细节，在支持法律改革的过程中

发挥作用。还可以通过推进对DRR的关注或者要求将

DRR纳入发展之中，来扩大已过时法律的适用范围，

尼泊尔之前的情况就是这样，直到2017年通过了新

的《灾害风险管理法》。147  

无论是什么促使国家根据《仙台框架》调整或制定

战略，重要的是启动一个自我维持的流程，保持利

益相关方的积极性，从而在较长时间内保持减灾战略

的活力。在人们对灾害的毁灭性影响逐渐淡忘、灾害

发生不频繁的时期，这一点尤其重要。没有重大灾害

的时期是集中努力减少新风险积累和应对现有风险的

最佳时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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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7 （IFRC和UNDP 2014b）；（Sands 2019） 
138 （UNDP 2019d）；（UNDP 2019j）；（UNDP 2019m）
139  （UNDP 2019f）；（Andriamanalinarivo、Falyb和

Randriamanalina 2019）
140 （UNDP 2019l）
141 （UNDP 2019f）
142 （Maurizi等2019）
143 （UNDP 2019g）
144 （Maurizi等2019）

145 （阿根廷民防局 2019）
146 （阿根廷民防局 2019）
147 （IFRC和UNDP 2014b）
148 （Jackson、Witt和McNamara 2019）
149 （UNISDR 2017b）
150 （Bureau de Recherches Géologiques et Minières等2017）
151 （Maurizi等2019）
152 （MIDIMAR 2015）
153 （UNDP 2019p）

11.5.2 
评估的基础 

尽管先进行风险分析再进行优先事项设置和规划似

乎是不言自明的，但是这似乎还不是一种普遍的实

践方法。在分析方面，资源限制常常会导致抄近路

在欧洲和中亚，风险评估和灾害损失数据库已被确定

为制定和执行国家和地方战略的基本组成部分。149低

风险意识是面临的主要挑战之一，不仅是在设定适当

走捷径；因此，许多战略或计划将风险和能力评估

确定为要获取的一项关键产出成果。如果确实开展

了评估，并将评估结果用于审查或改善最初的DRR战

略，那么这可能也算是一种恰当、务实的解决方案。

虽然在评估过程中通常会强调地方知识和科学知识的

重要性，但是在实践中，正式战略似乎更优先考虑科

学知识。148  

的DRR优先事务方面，在实施DRR战略时也是如此。

因此，可以获取风险信息是重要的第一步。海地、150 

墨西哥、151 卢旺达 152 和乌干达 153 通过制作国家风

险地图集，在了解其风险概况方面取得了巨大进展，

埃及正在进行的基础设施开发 
（来源：Tejas Patnaik/UNDR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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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地图集可以提供国家和地方层面对高风险地区现

有风险的全面评估。这些国家的风险评估和概况信息

得到了更新和拓展，根据报告，这些工作正在为他

们根据《仙台框架》制定一致的DRR战略和计划提供

信息支持。

在哥伦比亚，在编制《2015–2030年国家减灾计

划》之前，先制定了一项风险管理指数并诊断了

2014年DRM公共支出。154 塔吉克斯坦是另一个有意

思的例子，该国政府在制定新战略时特别有意考虑了

新出现的威胁。该国工业化和采矿业规模不断扩大，

预计将带来与有害废弃物以及公路运输货物数量不断

增长有关的新风险。这些需要相应的风险管理措施，

而塔吉克斯坦政府对此并不十分熟悉。此外，由于来

自放射性物质的所谓遗留威胁在技术上很复杂，而且

往往会超出当地能力所能承受的范围，因此需要更多

的关注。155  

纳米比亚在2017年根据《仙台框架》对2009年的国

家灾害风险管理政策进行了修订。随后的《灾害风险

管理框架和行动计划（2017–2021年）》借鉴了联

合国系统通过“减灾能力倡议”和“联合国灾害评

估与协调”所促进开展的国家能力评估的结果和建

议。2017年2月，这些评估建议获得了国家DRM委员

会的批准。在上述批准之后，开始在国家和次国家层

面全面开展利益相关方磋商流程，以确定行动的优先

次序，分配责任，并就跨机构、部门和治理级别的预

算和时间表要求达成一致。156 基于综合跨部门能力

评估的DRR战略和计划的其他例子还包括科特迪瓦、

格鲁吉亚、加纳、约旦、圣多美和普林西比，以及塞

尔维亚。157 在苏丹，SWOT（优势-劣势-机会-威胁）

分析为确定DRR政策框架中的差距奠定了基础，并强

调需要制定新战略来更好地考量当地的风险情境。158   

11.5.3 
利益相关方的参与

大多数计划都是通过某种形式的多部门协作安排制定

的。机构间工作组（往往与一个国家的国家减灾平台

相关联）或机构间协调机制通常负责指导相关的制定

流程，这一流程的参与方包括各部委、部门和感兴趣

的其他各方，例如非政府组织、地方政府、学术界和

联合国。危地马拉、吉尔吉斯斯坦、黑山和秘鲁就是

如此。159 在苏丹，工作组和技术委员会的双重机制

负责提供监督和战略指导。

然而，广泛的参与并不总是成功的保证。例如，在

墨西哥塔巴斯科，“2011年民防总体规划”是在规

划部领导下由所有州政府部门的代表参与制定的。尽

管这一流程产生了政治意愿，但是该计划只得到了部

分实施。160 这表明，还有一系列其他因素可能影响

实施水平。

还有一些国家，国家DRM机构在起草过程中发挥了

领导作用，如哥伦比亚、161 哥斯达黎加 162 和莫桑比

克，163 然后在随后的步骤中通过协商来获取对草案

文本的意见。地方事务和环境部是突尼斯战略制定的

推动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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召开磋商会、研讨会和部门或重点小组会议是许多国

家的共同特点，尽管有关不同利益相关方团体（特别

是那些“最落后”的团体）参加和参与质量的信息很

少。吉尔吉斯斯坦等一些国家也要求在最后定稿前公

开发布新的政策文件，以征求意见。166 然而，一些

利益相关方团体（尤其是最脆弱的群体）参与这一过

程的能力是值得怀疑的。有趣的是，独联体国家在最

终战略中看到了价值，并赞赏了制定这些战略的协调

过程，这些战略建立在国家风险评估的基础之上，考

虑到了可能出现的气候变化情况，就优先事项讨论并

达成共识，而且与SDG建立了明确的联系。167  

除了难以确保真正涵盖整个政府和整个社会的包容各

方的程序外，在制定战略和计划方面的一大真正的挑

战是参与此流程的决策者缺乏相关认识，还缺乏有

关DRR及其与发展之间联系的知识。因此，建议在制

定DRR战略和计划的同时提供培训和能力建设支持。

11.5.4 
政策的一致性

我们要克服在实施DRR时各自为政的方法和重复工作

的问题，气候变化和可持续发展是《2030年议程》

的核心内容，也是《仙台框架》中的有机组成部分。

保持政策的协调一致可以充分利用这些相互关联的政

策和实践领域之间的协同作用，并克服在资源和权力

方面的相关竞争，但是只有少数国家在《仙台框架》

的此项要求方面取得了良好的进展。

案例研究：突尼斯提高了对DRR的认识，从而加强对DRR的政治承诺

在突尼斯，得益于地方事务和环境部（HFA和

《仙台框架》的国家联络点）的领导，从2012

年就开始了一场关于DRR的全国讨论。为了支持

与所有利益相关方开展此项讨论，地方事务和

环境部对相关法律和体制框架进行了分析，以

找出与DRR有关方面的差距。此外，该部委还建

立了一个历时30年（1983–2013年）的与灾害

有关的人员和资产损失数据库。164这些努力都

提高了决策者对灾害风险所加剧的发展挑战的

认识。它还加强了对拟订和通过国家DRR战略的

政治支持，并改善了国家和地方层面的DRR协调

工作。165 

154 （哥伦比亚 2015）
155 （UNDP 2019l）
156 （纳米比亚总理办公室灾害风险管理局 2017）
157 （UNDP和UNISDR 2018）
158 （UNDP 2019j）
159  （CONRED 2019）；（UNDP 2019f）；（UNDP 2019m）；
（UNISDR 2019c）；（联合国 2014）

160 （Maurizi等2019）

161 （哥伦比亚 2015）
162 （UNDP 2019d）
163 （UNDP 2019g）
164 （UNISDR 2019a）
165 （UNDP 2019o）
166 （UNDP 2019f）
167 （UNISDR 2017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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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8 （UNDP 2019m）
169 （UNISDR 2017d）

170 （汤加 2018）
171 （莫桑比克 2017）

作，并采取措施衡量进展情况。169 汤加关于CCA和

DRM的联合国家行动计划（JNAP）（2018–2028

年）就是以SDG以及其他相关的全球和区域政策公

约为基础，采取协调一致的方法建设恢复力的一个

例子。在第13.5.2节中，这也被作为一项国家好的

实践案例。汤加的第二个计划JNAP II的一个关键

要素是非常重视制定部门、集群、社区和外岛的恢

复力计划，这些计划充分整合了气候恢复力和实际

的实地适应措施、减少温室气体排放，以及DRR措

施。170 其他国家的DRR战略和计划（如瓦努阿图

和马达加斯加）也考虑了与气候变化有关的风险。

第13章将讨论DRR和CCA之间政策整合的其他积极

案例。

在黑山，在制定和实施此战略期间发现的主要障碍

是，决策者和利益相关方事先不了解DRR、SDG和

气候变化领域，包括这些领域之间的相互作用方

式。168  对几个与《仙台框架》相一致的战略和计

划进行的抽查显示，不符合此项要求，或者仅仅是

表面上符合。正如第10.1节所指出并在第13.5节中

进一步讨论的那样，太平洋地区并非如此。在太

平洋地区，FRDP针对如何提升气候变化和灾害的

恢复力，为一系列不同的利益相关方团体提供高层

次的战略性指导，帮助他们了解恢复力如何帮助实

现可持续发展以及如何将其纳入可持续发展。根据

FRDP，太平洋岛屿政府应提供政策指导，提供资金

激励，来支持实施协调一致的倡议，确保跨部门合

框11.2. 根据以往的经验教训和案例研究，各国在寻求DRR和其他政策领域的协调一致时应考虑
的问题

（来源：UNDRR 2017）

• 了解CCA、DRR、发展目标、程序和利益相

关方之间的异同。

• 建立关于基本原理、目标、方法、工具和术

语的共同基础。

• 明确制定CCA、DRR和发展规划的行政体

制，并就谁负责领导和参与哪些任务达成一

致。如果可能的话，整合行政体制的各个

部分。

• 制作CCA、DRR和发展规划的联合或协调一

致的监测和进度报告。

• 确保在次国家和地方层面也执行协调一致的

议程。

• 确定支持减少灾害风险的共同政策目标的共

同行动和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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素。更好地理解拥护者的作用、政治发展、行政改革

或资金分配以及它们在多大程度上会促进或阻碍政策

的协调一致，这些也是有益的。

可能需要进行更多研究，来确定有助于推动某些国家

政策调整过程的特定因素。正如第1章和第10章所讨

论的那样，全球和区域政策议程当然是一项支持因

政策整合的另一个例子是埃及的国家减灾战略，此案例为政策的协调一致提供了强有力的依据。

案例研究：莫桑比克《2017–2030年减少灾害风险总体规划》中的政策一致性

案例研究：埃及《2017–2030年减少灾害风险国家战略》中的政策一致性

在莫桑比克，《减少灾害风险总体规划（2017–

2030年）》与气候变化战略以及其他的发展政

策工具是一致的，这些政策都为相关战略或计划

制定了共同的机制和指标。

该总体规划的第4章确定了“国家司法背景和

公共政策”，其中阐明了与该国的国家发展计

划，2025年议程：国家的愿景与战略、2013–

2025年国家减缓和适应气候变化战略，以及可

持续发展目标之间的关系。

“国家减少灾害风险战略（NSDRR）行动纲

领”确定将DRR纳入可持续发展政策，特别是“

可持续发展战略：埃及愿景2030”，这是其重

点关注的关键领域之一。NSDRR还指出“通过

制定明确的愿景、具体的计划、明确规格和任

务，以及开展部门内部和跨部门的高层协调，可

以更好地减少灾害风险。”

在具体行动层面，该总体规划给出了很多具体的

例子，包括制定将减少风险和CCA综合起来的教

育方法（行动1.1.3），或制定相关机制，来确

保与减少贫困、农业和农村发展有关的所有计划

和项目都考虑到水资源的获取、环境因素、对水

资源可持续使用的贡献等方面（行动2.3.1），

并将此作为提升恢复力的一种方法。171 

此战略明确指出，由于环境、农业、水、能源、

住房和基础设施部门具有针对灾害的高脆弱性，

因此更适合纳入风险考量因素，并强调政府必须

努力减少这些部门所产生的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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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上所述，公共和私人对DRR的投资有限是DRR战略

实施不完善的主要原因。HFA期间的情况就是如此，

符合《仙台框架》的战略和计划似乎也仍然存在此问

题，因为减少风险的优先事项仍然要与其他的政府优

先事项竞争稀缺的资源，而非被视作实现可持续发展

和稳定经济增长的一种助力。对风险及其与发展之间

关系的理解有限显然是罪魁祸首。176 但同时，各国

风险治理体系中的强大阻碍因素也阻碍了减少风险

优先次序的提升。例如，在印度尼西亚，地方政府依

赖于国家灾害基金，不愿将其所在省的预算用于实施

DRM。177 其他国家也设有类似的基金，如墨西哥联

邦自然灾害预防基金，为防灾提供专门的资金来源，

并为中央政府提供一种共同为防灾提供资金的工具。

摩洛哥的自然灾害影响专项基金由内政部主持，是通

过国家预算为减少风险提供资金的又一种专门工具。

它们通常被认为在扩大用于减少风险的公共财政方面

印度尼西亚Cilicap正在践行打造韧性城市
（来源：Tejas Patnaik，UNDRR）

11.5.5 
克服实施中的挑战

很多国家在实施DRR战略或计划方面面临挑战。原

因是多方面的。172 有些DRR战略或计划过于笼统，

无法指导具体行动。预算、体制安排、指导方针和

多部门协议等实施手段尚未确定，或者待战略核准

后再进行进一步制定。173 还有一些其他情况，战略

过于雄心勃勃，而且与现有能力不相符。最常见的

原因是DRR管理能力薄弱，以及参与实施的利益相

关方认识不足。174 因此，战略没有实施，或者只是

部分实施。有鉴于此，苏丹积极制定了政府采用的

标准作业程序和DRR培训手册。在联邦和州层面还

开展了提高认识的运动，这有助于在有关利益相关

方之间建立信任、理解和主人翁意识。175 这些措施

是必不可少的，特别是在不安全、脆弱和冲突的情

境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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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2 （Omoyo Nyandiko和Omondi Rakama 2019）
173 （Amaratunga等2019）
174 （Subba 2019）
175 （UNDP 2019j）
176 （Subba 2019）
177 （Give2Asia 2018）

178 （UNDP 2019l）
179 （OECD 2017a）
180 （OECD 2017a）；（Alton、Mahul和Benson 2017）
181 （Rozenberg和Fay 2019）
182 （Rozenberg和Fay 2019）

取得了成功，但可能会带来过度依赖这些中央基金的

危险，从而损害地方和部门预算共同提供资金的意

愿；注意前者通常比更充足的部门预算更受到限制。

在塔吉克斯坦，他们汲取了实施2010–2015年DRR

战略时缺乏资金的经验教训，采取了分阶段的做法，

制定了三年期计划，来为新的2018–2030年战略提

供支持。在此流程中，第一年就将确定已获得资金和

正在进行的行动。第二年将确定下一年的行动和资金

需求，以此类推。178  

OECD最近的一份报告中提出的建议重点强调制定一

项由财政部或同等部门领导的财政战略，来支持实

施DRR战略和计划。179 此报告还建议评估金融脆弱

性，开展全面的风险评估，发展风险转移市场，并认

真管理灾害造成的金融影响。然而，它并没有明确要

求会员国和合作伙伴确保所有投资都是“风险知情”

的。公共和私人投资以及灾害风险的问题至关重要，

因为这是减少风险的“重头戏”，正是通过投资，公

共和私营部门要么创造新的风险，要么减少风险。在

考虑风险自留和风险转移的益处时，必须仔细权衡对

减少风险的事前投资。180  

世界银行最近发布的“跨越鸿沟”报告将对资源的讨

论提升到了一个新的水平，强烈主张采用一种系统方

法，将基础设施投资和减少风险结合起来，作为一种

更具成本效益的风险管理手段，同时还能降低气候变

化带来的风险。181 其中的关键信息包括：低收入和

中等收入国家可以通过提高支出效率（支出占GDP的

2%至8%）来控制基础设施支出，从而达到同样的效

果；基础设施维护对保证较长期效率至关重要；通过

适当的政策组合，低收入和中等收入国家能够以占

GDP 4.5%的投资实现与基础设施相关的SDG，同时

仍然有望将气候变化限制在2℃以内；以及“与本世

纪末完全‘脱碳’相适应的基础设施投资路径，其成

本不需要高于污染更严重的替代方案。”182 这一信

息表明，如果将基础设施需求、减少风险、缓解和适

应气候变化都纳入协调一致的全系统规划和支出政策

内，那么低收入和中等收入国家就有可能实现风险知

情的发展。

11.5.6 
地方层面的计划及其实施

到目前为止，关于符合《仙台框架》的战略对实际减

少灾害风险的影响，可用的信息还很少，因为大多数

计划直到最近才获得批准，对其实施情况的监测和报

告仍在进行中。然而，人们已经注意到，国家DRR战

略的实施往往没有渗透到地方层面。针对地方DRR战

略的一份全球调查结果显示，在拥有DRR战略的地方

政府中，27.4%全面实施了DRR战略，而大多数城市

（占53.4%）部分实施了DRR战略，还有19.2%尚未

开始实施。183 46%的受访者认为战略实施不彻底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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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因是缺乏财政资源，同时22%的受访者认为是由于

政府和优先事项的变更。184  

分散的DRM系统通常被认为比自上而下的国家方法

更有效，因为后者可能会加强顶层的权力结构，将注

意力从地方关切的问题和倡议上引开。分散化方法

还有助于实现包容性DRM，更成功地确定人们的需

求，开展自下而上的规划，并为当地群体赋权。然

而，至关重要的是确保在国家的推动下，DRR继续保

持其在政治议程上的高度优先地位，确保全国范围

内和部门间的协调，并在必要时保证分配充足的资

源。185 建立一套能够应对地域性DRR优先事项的地

方战略和计划体系，同时保持与国家DRR和发展政策

和规划框架相一致，这似乎是一种最有前景的办法。

意大利波坦察省 186 就是这样一个例子，该省概述

了“#weResilient”战略，致力于通过囊括环境可持

续性、地域安全和气候变化对比性政策的结构性组合

来实现当地发展。它提供了一个“结构性”工具，采

用广泛的战略观点和多层级的整体办法来分析100多

个地方政府和直辖市的需求以及推动他们选择自己的

方案。187 在瓦努阿图，在国际和当地利益相关方的

共同努力下，分散式DRM系统已经在纸面上得到了

很好的规划。然而，新的NGO行动者常常发现运作

治理系统不透明，也难以找到适当的渠道。其他限制

实施的因素还包括人员和自然地理因素、对风险的因

果因素了解不足、社区争端，以及对援助的依赖。还

要指出的是，虽然存在自下而上和自上而下的DRM

方法，但是自上而下的战略更为普遍，因此需要在不

同层面的DRR战略和利益相关方之间建立更多的联系

和连续性。188  

印度尼西亚1999年的权力下放政策体现在2007年的

《灾害管理法》中，并且促进在全国各省和区域内

设立了地方灾害管理机构。然而，由于技术知识或

技能不足，地方政府工作人员难以制定DRR计划。尽

管接受了培训，他们仍然不清楚DRR在实践中意味

着什么，以及如何将国家政策框架转化为具体的方

案。189 但也有一些更具前景的报告指出，印度尼西

亚地方层面的DRR行动计划为制定地方DRM立法奠

定了基础，这对于增加DRR的财政拨款产生了积极

的影响。190  

在不丹，地区灾害管理和应急计划（DMCP）191 是通

过自下而上的流程制定的，然后再被纳入国家层面的

DMCP，覆盖大约50%的地区。地区计划是根据当地

对致灾因子、脆弱性和能力的评估而制定的，这些评

估被用来制作地区层面的风险概述。这些计划的减灾

优先事项涉及《仙台框架》的四大优先行动事项。规

划过程的一个重要方面是确定必要的风险管理安排，

包括确定关键的角色和责任以及培训新任命的地区灾

害管理官员。下一步，DMCP将纳入地区的年度发展

计划和项目内，从而争取获得利益相关方对这些计划

的更多支持与认可。192 将地方DRR战略或计划与发

展规划系统联系起来似乎是一种很有前景的实施机

制，而且越来越受到重视。在挪威，大多数市政当局

将DRR战略纳入当地的发展计划，并保持地方、市政

和国家各级的计划相互协调一致。1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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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3 （Amaratunga等2019）
184 （Amaratunga等2019）
185 （Subba 2019）
186 （Attolico和Smaldone 2019）
187 （Attolico和Smaldone 2019）
188 （Jackson、Wittand McNamara 2019）
189 （Give2Asia 2018, 2）
190 （Daly等2019）
191 （UNDP 2019b）

192 （UNDP 2019b）
193 （UNISDR 2017b）
194 （Planitz 2015）
195 （Wilkinson、Steller和Bretton 2019）
196 （UNDP 2019m）
197 （UNDP 2019k）
198 （Subba 2019）
199 （Subba 2019）

11.5.7 
监测

在DRR战略中，对广泛的利益相关方群体进行模糊

的表述和模糊的DRR职能分配可能导致工作重叠和

遗漏。这样会造成组织和个人可以选择放弃自己的

责任，或者将责任转移给其他人，从而导致几乎不

可能让相关组织或个人对他们的行为或不作为负

责。即使DRR战略明确规定了任务和角色，但由于

利益相关方缺乏对其角色的认识或培训，也可能带

来瓶颈。194 在某些角色需要竞争才能担任的情况

下，或者某些职能因为看起来太复杂或回报较低导

致大家不愿意承担的情况下，要想就角色分配和

责任达成一致，可能还需要进行一些磋商。195 为

了使DRR战略保持在足够的战略水平，可以在支持

性的标准业务程序或类似的实施计划中充实这些

细节。

关于DRR战略和计划的实施情况的监督和报告，似乎

有越来越多的国家采纳了相关规定。例如，黑山规

定，内政部有义务定期报告所有相关机构已实施活

动的情况。196 南苏丹的DRR战略专门包含有关“监

测、评估、问责和学习”的一个章节。197在莫桑比

克，监测工作是针对该国多年期发展计划后续行动的

国家机制的一部分。其他具有某种后续机制的国家还

包括安哥拉、哥伦比亚、哥斯达黎加和瓦努阿图。198 

但是，对10个选定方案的抽查显示，只有5个拥有后

续机制。

11.6 

总结

政府掌握着很多可供使用的公共政策工具，可以用来

影响一般公众、私营部门、公共部门和志愿部门产生

或减少风险的行为。DRR战略和计划只是其中一种工

具，法律法规、公共行政、经济手段和社会服务等也

能决定风险的产生、积聚或减少。尽管这些战略的指

定跨度达20年时间，但国家灾害风险治理系统往往

仍然不完善；这可能对《仙台框架》的实施带来严重

的制约。199

  

对战略和计划内容的审查显示出仍然存在相当大的不

足，特别是在《仙台框架》引入的较新内容方面，例

如预防风险的产生（包括目标和指标），以及确保监

测和后续机制。令人惊讶的是，在审查过的战略中，

也没有始终如一地解决一些较确定的要素，例如明确

的角色和责任，以及设计和实施本地战略的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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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令人鼓舞的是，越来越多的国家认识到这一

过程的价值，并且正在做出更大的努力来设计更具

包容性的磋商方法，来讨论并就他们的DRR优先事项

达成一致。

在现阶段，几乎还没有关于符合《仙台框架》的相关

战略的实施水平或影响的报告，因为其中许多战略只

是在过去12–18个月内才得到批准。但有一些早期迹

象表明，尽管存在很多良好的实践方法和案例，HFA

十年期间遇到的挑战仍然存在。随着2020年目标日

期的快速临近，同时考虑到DRR战略或计划作为减少

灾害风险和损失的关键推动因素的作用，制定和实施

符合《仙台框架》的DRR战略或计划需要成为国家层

面一项紧急的优先事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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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2章： 
将减少灾害风险 
纳入发展规划和预算 

12.1 

将减少灾害风险纳入发展规划的重要性 

发展可能成为灾害风险的一大主要驱动因素，例如，发展可能导致人口和经济资产处于暴露的地理区域内；快

速的无规划发展导致城市地区累积风险；发展对自然资源和生态系统造成过度的压力；某些人口群体的创收机

会减少，从而加剧社会不平等。因此，风险应被视为经济活动和发展中正常的、不可分割的一部分，是特定发

展路径和实践方法中所固有的事物，是在特定的发展模式中存在利害关系的人们日常决策的产物。因此，灾害

风险是由每个社会的观念、需要、需求、决策和实践所制约的一种社会建构。200  

正如在以前的GAR所提及的并在本GAR中重申的那样，现在是时候抛弃风险是发展的外部因素的概念了，以及

只要为发展辅以风险减少措施，就能减少风险的观念。201 必须从关键的发展部门内部来推动减少风险（也称

作DRR主流化），从而确保评估特定部门的脆弱性，并在政策制定、规划、项目周期和投资规划过程中实现风

200 （Lavell和Maskrey 2013）
201 （Lavell和Maskrey 2013）；（Aysan和Lavell 2015）；（UNDP 2017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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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持
续的社会经济发展

《2030年议程》将DRR放在
可持续发展的核心位置

减少灾害风险

国家

地方

2

险管理的制度化。因此，将DRR纳入发展规划和预算

主要是一个治理流程。它需要确保发展要做到风险知

情，从而提高人员和关键设施的安全性，保护自然和

建成环境，打造具有恢复力的生计和经济活动。尽管

风险治理是一项多利益相关方的任务，但政府作为风

险的规避者，应该发挥模范作用，通过提供公共产品

和服务，来限制产生风险的行为。202 

因此，灾害风险与发展之间的实际关系为将DRR纳入

发展规划和预算提供了核心依据。203 然而，我们需

要应对基于发展的风险驱动因素，并且接受灾害风险

是不可持续的不良发展的症状，这些都尚未完全渗透

到传统的DRR以及发展政策和实践中。

避免通过错误的发展路径产生和传播风险，以及最

好通过具有前瞻性的纠正性DRM措施加以应对；这

两者都需要采用基于系统的风险管理方法。用于预

防或减少风险产生的前瞻性措施可以与减少现有风险

水平的纠正性DRM措施（例如，通过改造学校或医

院等关键的基础设施）结合使用。补偿性风险管理活

动也能帮助加强个人和社会面对剩余风险（不能有效

消除的剩余风险）时的社会和经济恢复力，例如通过

准备、响应和恢复活动、或有信贷、保险和安全网计

划，这些都旨在帮助受影响的人们减轻灾害影响或从

灾害的影响中恢复过来。《仙台框架》支持所有这些

方法，但是应作为整体方法的一部分，而不是作为一

套替代方案或选项。

由于风险越来越呈现多方面性，将DRR纳入发展规划

和实践需要考虑多种相互交叉的威胁。例如，与自

然灾害有关的风险可能会与人为致灾因子、流行病、

冲突或经济冲击一起表现出来，这些灾害可能跨越不

同的部门、地域和规模相互作用、级联和扩大影响。

因此，仅仅从DRR的角度来寻求协调统一不太可能实

图12.1.《2030年议程》确认DRR是可持续发展的核心 

（来源：UNDRR 20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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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 （Wilkinson、Steller和Bretton 2019）
203 （UNDP 2017c）
204 （联合国大会 1989）
205 （IDNDR 1994）

206 （联合国大会 1999）
207 （UNISDR 2017d）；（Aysan和Lavell 2015）
208 （UNISDR 2013b）；（UNISDR 2015c）
209 （联合国 2015a）

现《仙台框架》和SDG的目标和指标。但是，大家都

认为，SDG的实现将取决于《仙台框架》和《巴黎协

定》的成功实施。因此，成功与否取决于决策者实

现风险知情发展的能力，所以我们要推动采用综合

的DRR方法。综合的DRR方法的不同方面有不同的描

述方法，包括政策一致性、综合风险治理和系统性

减少风险。

12.2 

《仙台框架》与将减少

灾害风险纳入发展当中

12.2.1  
《仙台框架》的范围

将DRR纳入发展规划和预算并不是全球政策进程中

的一个新目标。之前已经是1989年关于IDNDR的

决议、204 1994年横滨战略和行动计划、205 1999年

ISDR的一部分，206 当然也是HFA的一部分。207 HFA

就呼吁减少潜在风险因素，来应对部门发展规划和

方案以及灾后情况中的灾害风险，但是在HFA十年期

结束的时候，大多数国家在将DRR纳入政策和法律

规定的工作仍处于初级阶段。即便是已经开始纳入

的国家，根据HFA监测工具的报告，实施进展也很

有限。208 

《仙台框架》要求会员国在可持续发展和消除贫困

的背景下开展DRR工作，并将DRR纳入各层级的政

策、计划、方案和预算。《仙台框架》指出，有效的

DRM可以通过风险知情的公共和私人投资来应对潜

在的风险驱动因素，从而帮助实现可持续发展。《仙

台框架》已经认识到将DRR纳入所有发展部门对于实

现灾害和气候风险知情发展的重要性。209  

《仙台框架》强调了几个可以促进将DRR纳入发展的

具体切入点。例如，《仙台框架》原则就包括基于分

类数据交换和传播的包容性风险知情决策。优先行

动事项2也强调，加强灾害风险治理是促进各机制和

机构之间协作和合作伙伴关系从而实现可持续发展的

一种方法。其中特别提到，如果要将DRR纳入发展，

需要相关的国家和地方法律、法规和公共政策框架，

来界定相关角色和责任，并为公共和私营部门提供指

导。优先行动事项3要求将灾害风险评估纳入土地利

用政策的制定和实施工作（包括城市规划、土地退

化评估、非正式和非长期住房供给），还要纳入农

村发展规划和各种生态系统的管理工作。优先行动

事项4强调需要：（a）将DRM纳入灾后恢复和重建

进程；（b）促进救灾、重建和发展之间的联系；以

及（c）利用恢复阶段的机会，培养减少灾害风险的

能力，包括通过土地利用规划、改进结构标准和其

他方法。2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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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HFA相比，《仙台框架》更关注灾害风险的驱动因

素，如贫困、气候变化、土地利用规划不善、环境退

化、建筑规范和治理不良，这些也会破坏可持续发

展。然而，呼吁通过风险知情的发展实践和优先考虑

能长期减少风险的投资来遏制新风险的产生，正是

《仙台框架》有别于HFA的真正之处。正如第11.5.5

节所讨论的那样，世界银行认为，在低收入和中等收

入国家，特别是在基础设施发展方面，通过基于系统

性政策的更有效的支出，就可能实现这种风险知情

的发展。211 

本GAR在第I部分已经阐明，《仙台框架》还涉及更

广泛的致灾因子范围（自然、人为、环境、生物和技

术）和灾害类型（渐发型和突发型、广布型和集中型

灾害），同时也包含更广泛的行动方。212 这是为了

以一种更有利于减少风险和损失和加强恢复力所需的

系统性思维方式，来促进将DRR做法纳入各部门，并

动员发展行动方助力减少灾害风险。因此，《仙台框

架》有潜力在转变风险格局的同时，促进加速实现气

候变化和SDG议程的目标。

12.2.2 
根据可持续发展目标进行灾害风险报告

2015年后各种议程的整合并非是单向的。在2018年

联合国高级别政治论坛（HLPF）上自愿提交关于实

现SDG进展情况的所有46个会员国的评估报告中都

包含与灾害相关的信息，其中很多国家强调了实施各

种风险减少措施的重要性。不同国家对这些要素的报

告各不相同。一些国家侧重于致灾因子的识别，还有

一些国家描述了他们在实施《仙台框架》方面的理解

和努力，将他们在DRR方面的工作与某项具体的SDG

联系在一起。

正如本报告第II部分所讨论的那样，在《2030年议

程》内，SDG 1、11和13都明确包含了用来衡量进

展情况的风险减少指标。同时，鉴于《仙台框架》的

致灾因子和风险范围涵盖生物、环境、技术流程和现

象等方面，其他很多目标也是相关的。213 

这些都正在推动在实施、监测和报告方面制定综合

的方法。菲律宾和墨西哥正在协调进程和方法，以

在国家层面协调一致地实施《仙台框架》、NUA、

《巴黎协定》和《2030年议程》。菲律宾内政及地

方政府部正在协调不同部委的风险评估方法和规划指

导方针，从而为地方政府单位提供明确的指导，帮助

他们确定措施的优先次序，并在规划时将气候和灾害

风险考虑在内（例如公共建筑规范）。在墨西哥，财

政和公共信贷部正在各方支持下制订相关的方法和流

程，以对需要深入的灾害风险分析的项目进行优先级

排序，同时帮助将减轻风险和CCA措施纳入优先项目

内。此外，墨西哥还正在将《仙台框架》的要求纳入

《国家可持续发展议程》内。2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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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0 （联合国 2015a）
211 （Rozenberg和Fay 2019）
212 （联合国 2015a）
213 （UNISDR 2015f）
214 （Steinich 2018）

215 （UNDP 2010）
216 （SPC等2016）
217 （Aysan和Lavell 2015）
218 （UNDP 2019h）
219  （Lassa 2019）；（Wilkinson、Steller和Bretton 2019）；
（Hamdan 2013）

12.3 

将减少灾害风险纳入 

发展规划和预算的 

国家经验

将DRR纳入发展战略和计划是复杂的，而且因具体情

况而异。各国正在寻求一系列不同的切入点，来实现

风险知情发展，并不存在单一的蓝图计划。但是，学

习和分享经验，包括从其他交叉问题中汲取经验，

都是非常有价值的。实现DRR主流化是一个动态的过

程，旨在将了解风险放在国家、部门和次国家各级政

策制定、规划、预算、方案拟订、实施、监测和评估

等发展决策的核心位置，而不是将风险管理视为一项

附加内容。215 由于发展不是线性的，因此必须拥有

足够的灵活性，以便在政治经济成熟时，把握机会以

实现风险知情发展。

在地方和次国家层面的DRR主流化工作会遇到与国家

层面类似的挑战和制约，而且往往在资源和能力方面

存在更明显的不足。地方层面的DRR主流化工作要取

得成功并扎根深入，最好将其作为跨越所有政府行政

层级、多个部门和利益相关方团体的更广泛的国家事

业的一部分。可以针对相关的交叉问题（如DRR、气

候适应和性别平等）采取联合的主流化方法，也可能

使行动更加一致有效。

在联邦或中央系统的国家之间，以及小国家或地理

上分散的国家之间，DRR的主流化经验都存在很大差

异。在许多资源有限的情况下，例如太平洋岛屿国

家，在针对DRR和气候适应采取综合方法方面已经取

得了很大的进展（例如，在《太平洋恢复力发展框

架：应对气候变化和灾害风险管理的综合方法》内）

。216 有些人敦促要谨慎行事，警告大家超负荷的风

险已经使得现有的能力不堪重负。217在斐济，减少风

险被纳入人们已经熟悉的性别和社会包容性主题的主

流化方法内。人们熟悉这种主流化方法，因此可以促

进相关人员接受这一概念，他们也可以很容易地识别

哪些人受到更多的气候变化和灾害的影响。218 

针对DRM及其与发展和全面治理之间关系进行的多

项分析表明，一般来说，一个国家的发展水平越高，

在将DRR纳入发展方面取得的进展就越大。219 

在本章的随后各节中，将根据将DRR纳入发展规划和

预算的五个切入点（如框12.1所示）来介绍国家层面

的相关经验。虽然分析时是作为单独的切入点来介绍

的，但它们当然也是相互关联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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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3.1 
政策和法律作为DRR主流化的切入点

将风险纳入法律、政策和计划是将政治意愿转化为具

体风险管理行动的重要渠道。政策切入点位于国家、

部门和地方各层级，可以混合采用自下而上和自上而

下流程来制定能反映出暴露于自然灾害之下社区的需

求和能力的计划。将DRR纳入发展规划的主流需要开

展系统化的努力，来评估来自发展的风险和对发展产

生的风险，确定DRR措施，将这些措施应用于发展活

动，并将它们列入用于指导年度规划、预算拨款以及

公共投资工具的战略文件内。

法律和监管框架可以对计划和战略发挥补充作用，因

为它们可以确立机构授权、将减少风险作为优先事

项的责任制度，以及实施所需的预算拨款。虽然到目

前为止，专门的DRM法律一直是DRR整合的首选工

具，但是人们也正在努力将风险管理纳入部门的法律

和法规内。在许多发展中国家，推动经济增长和发展

的部门（如农业、制造业和旅游业）对基于发展的风

险驱动因素有着重要的影响，因此应该更加关注为这

些部门提供指导的监管框架。220  

标准亦是一种监管形式，这些标准在获得批准后，

被部门共同采用和反复使用，不论是自愿性标准还

是强制性标准——这些标准包括建筑规范、电工设

备标准、发电厂及电力公用设施标准、管理系统标

准、社会责任最佳实践守则、建筑师和工程师专业协

会技术标准，221 以及《仙台框架》灾害相关数据、

统计和分析的最低标准和元数据。222 还存在一系列

框12.1. 将DRR纳入发展的切入点

（来源：UNDP 2019o）

• 政策和法律：为DRR主流化和实现风险知情

发展提供有利的环境。切入点包括：领导和

倡导；立法和法规；政策、战略和计划；以

及标准。

• 组织：支持实施风险知情的政策和计划。切

入点包括：用于主流化的协调和责任；能力

建设；程序和工具；以及方案和项目。

• 利益相关方：使关键行动者能够参与主流化

工作，如政府、民间社会、私营部门，以及

合作伙伴关系和网络。

• 知识：通过提高风险意识和对与发展之间关

系的理解，来推动主流化进程。切入点包

括：风险评估；意识和教育；以及监测和

评估。

• 财政：为实施提供必要的支持。切入点包

括：预算编制和支出分析；调动公共和私营

部门资源；风险融资和转移；以及风险知情

投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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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0 （IFRC和UNDP 2014b）；（IFRC和UNDP 2014a）
221 （Jachia 2014）
222 （UNISDR 2018c）

223 （ISO 2018）
224 （ISO 2019）
225 （ISO 2019）

由国际标准化组织（ISO）制定的相关标准，包括

环境管理系统（ISO 14000系列标准）、新的ISO风

险管理指南（ISO 31000:2018）和社会安全应急管

理（ISO 22320:2011），这些都将风险管理作为“

（ISO 37122）225  与城市DRR最为相关。这些标准表

明了它们针对哪些SDG贡献力量，使用这些标准需要

高度的政策一致性和综合实施。

企业不可分割的一部分”。223 在“可持续城市和社

区”类别下，正在制定密切相关的ISO新标准，而且

即将推出。可持续城市和社区 - 韧性城市指标（ISO 

37123）224 和可持续城市和社区 - 智能城市指标

由于部门标准通常是由市场推动的，而且是为了响应

工业或消费者团体、政府或区域组织和行政当局的要

求而制定的，因此往往具有高度所有权，这有助于相

菲律宾洪灾 
（来源：Mathias Eick EU/ECH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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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部门遵守。最终，政治领导力与倡导创造减少风险

的政治意愿的工作必须携手并进，自我监管——通过

标准和社区领导力等机制——从而推动并最采纳收这

种综合方法。226 

国家的经验

在肯尼亚，DRR被作为一项交叉问题成功纳入第二

个和第三个中期发展计划（2013–2017年和2018–

2022年）的九大主题领域和部门。2018年一项新的

国家灾害风险管理政策获得批准（目前正在转化为一

项议会法案），要求不同的部门在国家和次国家层面

将DRR纳入部门规划流程。227 这项政策最初是由规划

部倡导的，后来由国家减灾平台接手，此平台包含来

自技术部门、学术界、联合国机构和民间社会的更广

泛代表。肯尼亚的一个关键经验是，高层的政治意愿

是成功的先决条件。肯尼亚总统对《仙台框架》的支

持以及国会和参议院的参与（通过关键的政治家）是

推动立法的关键因素。228  

越南的第八个国家社会经济发展五年计划（2016–

2020年）和菲律宾的发展计划（2017–2022年）都

认为DRR是一个主要的交叉问题。此类整合将日益

有助于为国家和次国家政府机构调动必要的财政资

肯尼亚基苏木的清理工作 
（来源：Tejas Patnaik/UNDR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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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6 （UNDP 2019o）；（La Trobe和Davis 2005）
227 （肯尼亚 2018） 
228 （Omoyo Nyandiko和Omondi Rakama 2019）
229 （Maeda、Shivakoti和Prabhakar 2019）
230 （UNDP 2019o）
231 （Maeda、Shivakoti和Prabhakar 2019）
232 （UNDP 2019a）

233  （哥斯达黎加，Ministerio de la Presidencia 2019）； 
（哥斯达黎加，无日期）

234 （UNDP 2019e）
235 （UNDP 2019p）
236 （UNDP 2019g）
237 （UNDP 2019c）

源，来实施应对DRR问题的方案和项目。229 在突尼

斯，DRR首次被明确地纳入2016–2020年的五年发

展计划（有关绿色增长的章节）。230 印度尼西亚也

是采用先进方法将DRR纳入主流事务的一个例子，该

国的国家发展规划机构牵头将DRR作为九个发展优先

事项之一纳入印度尼西亚的2010–2014年中期发展

计划。231 亚美尼亚的国家DRM法律规定，该国的所

有发展进程和所有发展部门都必须纳入灾害风险考

量因素。232  

在哥斯达黎加，DRR主流化的法律基础也发挥着决定

性因素的作用，该国的《2005年紧急情况和风险防

范国家法》将DRM视为所有发展实践的一个交叉问

题，要求所有机构必须为防灾和备灾制定计划和预

算。因此，哥斯达黎加越来越多的公共服务机构现

在都开展了风险评估并采取了风险控制措施。迄今

为止，与不同部门（城市、农村和自然资源管理）

规划和投资有关的十项公共政策受益于DRR的主流

化。整合的范围非常广泛；包括：2014–2018年和

2019–2022年国家发展计划；国家住房和人居政策

和计划；国家地域性组织政策；国家城市发展政策；

国家湿地政策；国家卫生政策；适应气候变化的国家

政策；国家公共投资计划；国家水和卫生政策；以及

教育部门风险管理战略。233 哥斯达黎加的政府还认

识到市政当局在风险管理中发挥着特别核心的作用，

因此强烈主张将风险管理纳入地方规划工具，而不是

制定单独的地方风险管理计划。234  

乌干达通过将DRR和气候适应纳入发展规划的综合

办法，来推动DRR的主流化进程。这两个问题都在

《2015年恢复力和灾害风险管理战略框架和投资计

划》中得到确认，此计划将用于实施该国的《2015–

2020年国家发展计划》。DRR和CCA也已经被纳入

乌干达的《国家建筑控制条例》和《国家城市政策》，

其安全措施可惠及120多万人。2018年，《国家发展

规划》在审议期间评估了实施期间的灾害影响，为制

定第三个国家发展规划提供了建议。235  

在莫桑比克，DRR被作为《国家适应和减缓气候变化

战略（2013–2025年）》的一个组成部分，该战略

拥有13项战略行动，可以为气候变化适应和DRR措施

提供指导。在制定国家计划之后，DRR和CCA已经被

纳入农业、卫生、水、社会保障、道路、环境、气象

和能源等八个关键部门的地区规划和预算系统的主流

工作。236 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那也采用了一种综合

方式来实现DRR和CCA的主流化，通过其《发展规划

和管理法》，使它们成为该国战略规划流程的一个强

制性组成部分。237 通过利用现有的发展规划进程，

以已经商定的方法和组织框架为基础，DRR目前已经

被纳入23个地方和8个州发展战略的主流工作。在标

准规划过程中辅以风险评估，并在DRR主流化指南的

指导下进行实施。2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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印度尼西亚、菲律宾和意大利波坦察省也正在将恢

复力、DRR和CCA的概念纳入地方发展和土地利用规

划。239 然而，他们的经验喜忧参半。例如，在印度

尼西亚，《2007年灾害管理法》规定省级、区级和

次区级地方政府负责将DRR纳入发展方案，并要求它

们为此拨出足够的资金。在社区层面开展了DRR规划

的试点项目，预期这些项目将被纳入村庄层级的发展

计划，从而为次区级和区级的发展规划流程提供信

息。然而，由于区级和次区级政府的行政和立法机构

参与有限，这些努力的成功率很低。240 将DRR纳入

部门的发展工作可能源自教育和农业部门。马达加

斯加是最早将DRR纳入教育部门的国家之一。2006

年，该国编制了一份学生手册和一份教师指南，介绍

如何将DRR纳入学校课程，而且还正在更新。教育部

还致力于加强教育系统的恢复力，并且在教育规划局

内设立了一个DRM部门。此外，还为国家教育地区

局的负责人提供能力建设方面的支持。241  

在随后的工作中，还选择了其他的关键发展部门（包

括卫生、基础设施、旅游、城市规划和住房）来实施

DRR主流化。虽然已经制订了许多部门主流化工具和

准则，但除了农业和基础设施部门外，很少对相关的

经验和教训进行系统性分析。242 在非洲南部进行的

一项此类研究发现，除了气候变化政策之外，各部门

的DRR主流化水平普遍较低。卫生和教育等关键部门

很少提及全球、区域或国家的DRR政策框架。尽管如

此，由于其任务的性质，非洲南部卫生部门的政策和

战略本身就包含减少风险的工具和活动，并开展风险

评估、预防活动（例如疟疾），进行疾病监测、早期

预警和应急管理。243  

一个新的视角是，DRR主流化已经在很多国家的农业

部门扎根深入，他们正在采用三管齐下的方式，来促

进关于DRR、气候适应和农业的补充性规划流程，具

体方法包括：（a）将DRR纳入农业部门计划；（b）

为农业部门设计专门的DRR计划；以及（c）在国家

DRR战略和计划中优先考虑农业风险管理实践方法

（相关案例国家包括伯利兹、柬埔寨、朝鲜民主主

义人民共和国、多米尼加、圭亚那、牙买加、老挝

人民民主共和国、尼泊尔、巴拉圭、菲律宾、圣卢西

亚、圣文森特和格林纳丁斯、塞尔维亚和津巴布韦）。 

244 太平洋区域“椰子风险管理和风险缓解手册”以

及相关培训就是其中的一个例子。此项目采用综合

的规划方法，由太平洋共同体及其合作伙伴共同制

定，考虑了该地区这一关键行业的生产和市场维度中

的CCA、DRR和业务连续性风险管理问题。245  

必须在不同的政府DRR规划进程之间创造发挥协同作

用的空间，并协调好时间安排，确保将DRR纳入已经

预先设定好时间框架的不同规划文件，如农业部门发

展计划。这突出表明，在部门情境内进行DRR规划并

不是一个孤立的流程；它应该与其他的部门规划流程

相辅相成，例如国家气候变化适应计划（NAP）、国

家自定贡献（NDC）或类似的相关规划流程。2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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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8 （UNDP 2019c）
239  （Attolico和Smaldone 2019）；（Maeda、Shivakoti和

Prabhakar 2019）
240 （Hillman和Sagala 2012）
241 （Maeda、Shivakoti和Prabhakar 2019）
242 （ Koloffon和von Loeben 2019）；（联合国非洲经济委员

会 2015）；（UNDP 2018c）
243 （联合国非洲经济委员会 2015） 
244 （Koloffon和von Loeben 2019） 
245 （SPC土地资源部 2018） 

246 （Koloffon和von Loeben 2019）
247 （UNDP 2010）
248 （Benson和Twigg 2007）
249 （Lassa 2019）；（Hyden、Court和Mease 2003）
250 （UNDP 2010）
251 （UNISDR 2015e）
252 （UNISDR 2013a）
253 （UNDP 2016a）
254 （Nelson等2010）
255 （UNDP 2019c）

12.3.2 
组织作为DRR主流化的切入点

要实现DRR主流化深入人心，就需要改变组织文

化，247 同时实现风险管理流程在公共和私营部门组

织的程序、工具和项目管理周期中的制度化。248 相

关例子包括为部门规划者提供的风险筛查工具，或用

于将风险纳入进来的审批机制核查清单。这些措施

都有助于实施能打造针对灾害和气候的恢复力的风险

知情项目和方案。将DRR纳入发展规划的组织切入点

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相关组织所面临的更广泛的机

构和治理挑战。既定行政程序的改革可能非常具有

挑战性。249  

在很多国家，缺乏落实DRR主流化的人员、专门知识

和能力一直是一个瓶颈，特别是将DRR主流化流程移

至次国家层级时。250 最重要的是，工作人员必须认

识到自己的角色，并具有相应的技术和管理能力，

来履行为其分配的风险管理职能并推动DRR主流化进

程。为了进行有效落实，在能力培养方面需要超越

传统的培训方法，支持其行为产生更持久的改变。251 

除了公共规划人员和部门工作人员外，其他利益相关

方（例如民间社会、社区、私营部门和承包商）也需

要具备主流化专业知识和技术。

DRR的跨学科性质要求在广泛的政府和非政府利益相

关方群体之间建立协调和协作安排，并明确各自的角

色。国家减灾平台或国家减灾委员会应成为一种可以

寻求协助的机制，但迄今为止在推动DRR主流化方面

的收效甚微。252 

国家的经验

虽然有许多的DRR主流化工具和方法，253 但是将DRR

有效地纳入规划过程和项目周期的主流工作仍然是一

项挑战，导致DRR措施的实施零乱分散。然而，越来

越多的国家在这方面取得了进展。

在加纳，2010年就已制定了“将气候变化和灾害风

险纳入国家发展、政策和规划的指南”。该指南建议

采用五步走流程来在区层级将CCA和DRR纳入规划流

程，从而使相关项目或方案现在已经被列入区级综合

预算。254 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那通过现有的发展规

划流程，在DRR主流化指导方针的支持下，通过商定

的方法和组织框架，来将DRR纳入主流。255 

在东盟地区，会员国已就DRR的周期“计划-执行-检

查-行动”（PDCA）达成一致，此周期包含了气候变

化的影响，由五个阶段构成：制度和政策制定、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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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度和政策制定

DRR和CCA部门之间的
协调

实施

将气候变化的影响考虑
进来并开展与CCA项目

的协调

DRR

CCA

规划

风险评估

脆弱性致灾因子

能力 气候变化

审查

将气候变化的
影响考虑进来

检查

执行 计划

行动

DRR的PDCA周期
将气候变化的影响考虑进来

气候变化影响评估

气候变化的影响

（部门）

气候变化预测

（从全球到地方）

气候变化的
观察和分析

+

评估、规划、实施和审查。256 然而，一项关于风险

知情公共投资规划的区域研究发现，对气候和灾害风

险信息的重视程度还不够或者还不够一致。例如，公

路部门的公共投资计划还没有经过系统性环境或社会

在斐济，农村和海洋发展部正式将风险筛查纳入其标

准作业程序，使其成为一项持续的要求，最终帮助转

变了由经济部管理的国家公共部门投资方案。258 在

汤加，财政和国家规划部正在试行对由国家预算资助

的发展项目进行风险筛查，旨在帮助在整个政府中采

取系统化的风险知情方法。259  

影响评估，同时成本效益分析通常也不会计算采取或

者不采取减少风险措施的成本和效益，从而将风险场

景涵盖进来。257  

加强DRR主流化能力的一个关键方面是通过对挑战和

发展情境开展联合分析，鼓励来自不同背景的行动者

相互学习并分享他们的专业知识。例如，在埃塞俄比

亚，非洲气候变化恢复力联盟为政府和民间社会组织

制定了一项有关DRR和CCA主流化的培训方案。此项

倡议重点关注的是可随时应用的实用性学习，逐步提

供知识和技能，并将来自不同机构、拥有不同专业知

识的参与者聚集在一起。260  

图12.2. 将气候变化影响纳入东盟地区DRR的PDCA周期 

（来源：日本国际协力机构 20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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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乌干达，在街道层面将DRR和气候变化适应纳入主

流的一个关键起点是在地方政府之间共享好的实践做

法。由区行政长官领导的区DRM委员会将利益相关

方召集在一起，讨论和了解潜在的威胁、致灾因子、

易受灾地区，并确定和动员资源来实施各种DRR方

案。这些讨论利用了来自乌干达破坏和损失数据库的

信息，此数据库拥有30年的历史数据。除了上述能

力发展办法，该国还为地方层级规划官员提供关于如

何在发展规划中使用风险信息的培训。261 

在肯尼亚，DRR主流化进程最初是由规划主任倡导

的，他提供了决定性的领导。通过分权规划部，该国

实施了一项关于将DRR纳入发展规划的系统性培训方

案。参加培训的人员包括政策制定者、规划官员、不

同部委的DRR协调人、军事和警察官员、应急服务提

供方、公民社会成员、人道主义工作者，以及感兴趣

的公众成员。特别值得注意的是，肯尼亚所有47个

县的县发展规划官员都接受了培训，这是将DRR纳入

部分县发展计划的重要促进因素。262  

在印度尼西亚，国家发展规划署为国家和地方政府官

员提供了有关如何将DRR和气候变化概念纳入地方发

展计划的为期两周的培训。263 其他在地方层面提供

培训的例子还包括印度尼西亚、缅甸和菲律宾的农业

部门，他们向农民提供特定地点的天气和降雨预报，

并培训他们利用这些信息增加农作物产量。264  

在部门机构中设立DRR协调人是一种推动DRR部门主

流化的工具，此举在全球产生了良莠不齐的结果。事

实证明，这种方法在太平洋的区域方案中是成功的，

在斐济、所罗门群岛、汤加和瓦努阿图的各部委设立

了全职的高级政府职位，相关部委包括地方政府、农

业、财政和规划，以及妇女事务。265 这些职位对内

部能力建设非常重要，从而在次国家发展规划中推动

和保持风险知情发展。他们还找出面临灾害或气候变

化风险的现有发展项目和新发展项目，或者可能无意

中导致风险积累的发展项目。266 在某些情况下，这

些职位还能带来针对恢复力的新体制安排，例如设置

在瓦努阿图农业部内的风险恢复力小组。大多数此类

职位会在一至两年内成为在公共事务部门内长期设立

的职位。通过区域方案获取的初步培训正逐渐被能促

进国内和区域学习的同行交流网络所取代。

对国家减灾平台能够推动DRR主流化议程的期望并没

有像人们希望的那样成为现实。例如，2013年的一

项评估显示，接受调查的全国平台中，超过一半没有

在工作中涉及公共投资或风险转移选项。只有35%协

助利益相关方整合公共投资系统的风险敏感性分析，

然后利用金融机制来降低或转移风险。267 然而，在

将DRR纳入主流方面，也有很多跨机构协作的例子。

加纳就是这样的一个例子，该国的环境保护局、国家

灾害管理组织（NDMO）和国家发展规划委员会合作

努力将DRR和气候适应纳入地区发展计划当中。此流

256 （Maeda等2018）；（日本国际协力机构 2017）
257 （UNDP 2018c） 
258 （UNDP 2019h）
259 （汤加 2018）
260 （Twigg 2015）
261 （UNDP 2019p）

262  （UNDP 2019e）；（Omoyo Nyandiko和Omondi Rakama 
2019）

263 （Maeda、Shivakoti和Prabhakar 2019）
264 （Maeda、Shivakoti和Prabhakar 2019）
265  （UNDP 2019h）；（汤加 2018）；（UNDP 2019i）；
（UNDP 2019q）

266 （UNDP 2019h）；（汤加 2018）；（UNDP 2019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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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开始于区和地方议会对方法的验证，然后是进行系

统性培训。尽管取得了这些进展，但是在加纳的实施

仍然面临区层级资金有限的挑战。268  

菲律宾也正在加强跨部门协调，该国的国家减灾和管

理理事会和气候变化委员会已经就有效合作和协作达

成了一份谅解备忘录。269 在越南，农业和农村发展

部下属的灾害预防和控制综合部门与该部委内负责洪

水风险、水资源、农业和林业管理的其他部门进行有

效的协调。270 然而，一些国家DRM领导机构长期以

来都在努力争取获取足够的地位和资源，他们发现很

难将与DRR相关的“权力和资源”让渡给其他部门。

这会限制一些国家的体制和组织变革。271 斐济、所

罗门群岛、汤加和瓦努阿图都认识到DRR主流化的需

要：横向合作——将中央与各关键发展部门的规划人

员联系起来；纵向合作——将国家与次国家和社区层

级联系起来；以及对角合作——将包括私营部门在内

的各部门与地方和社区各级联系起来。272  

12.3.3 
知识作为DRR主流化的切入点

知识是任何主流化进程的一个关键组成部分。为灾害

风险与发展之间的联系提出强有力的理由，并且为风

险知情发展提供数据基础的能力，都取决于能否获得

风险信息和知识。这一切入点还包括开展公共教育和

宣传运动，以便对主流化的重要性建立共同的理解，

并确保决策者和其他利益相关方参与进来，从而调

动所需的资源和能力。此外，还应将DRR知识纳入学

校、大学、公共和专业培训机构的课程。正规教育和

培训是DRR主流化的关键切入点。

要特别重视与风险评估有关的知识，因为这是就需要

做什么达成共识的基础。如果要获取关于致灾因子的

性质和范围、脆弱性，以及潜在破坏和损失的程度和

可能性的信息，我们需要从单一致灾因子扩展到多风

险评估，从而获取交叉威胁范围内的信息。例如，应

对苏丹的沙漠化和干旱风险的解决方案需要考虑导致

定居的耕种者和游牧牧民之间土地和资源竞争加剧的

各种因素。273  

对于发展行动者来说，将风险管理纳入发展决策，需

要充分了解更广泛的发展背景、政治经济以及发展如

何支持或阻碍DRR。274 如上所述，有效的DRR主流

化需要持续的承诺，这种承诺需要时间来慢慢培养。

因此，尽管具有挑战性，但是通过良好的监测和评

估系统来评估DRR整合所带来影响的能力至关重要，

因为衡量已经避免或减少的风险并非易事。275 监测

对法律框架的遵守情况，包括土地利用法规和建筑法

规，也可以让我们了解DRR措施发挥了哪些作用。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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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众多利益相关方之间模糊的责任界限常常会妨碍

这种监测与合规。276 

国家的经验

在东盟地区，大多数国家都编制了有关洪水、风暴和

滑坡的灾害和风险地图。但是，这些地图的尺度（包

括地形数据）往往都无法提供进行详细的量化风险分

析、土地利用规划、疏散规划以及设计防灾减灾措施

所需的足够信息。

多个国家在制定风险地图时正在综合考虑气候变化的

影响。例如，印度尼西亚、马来西亚、菲律宾、新加

坡和越南正在使用全球气候模式降尺度的气候数据，

来为DRR和CCA进行风险地图绘制和规划。然而，由

于全球气候预测的高度不确定性以及缺乏将这些信息

纳入规划和实施流程的标准化指南，各国也难以利用

此类气候风险信息。277 

多个国家在将风险信息应用于政策和规划流程方面取

得了令人瞩目的进展。卢旺达国家风险地图集可以

在国家和地方层面为全国30个区的现有风险提供一

份全面的评估。278 此地图集提供了按性别分类的有

关地震、滑坡、风暴和干旱等相关风险的人口暴露

数据。自2015年推出以来，风险地图集已经帮助塑

造了政府的DRR议程，并为更新国家和区域土地利用

总体规划、《卢旺达建筑规范》和区域发展规划做出

了贡献。279  

乌干达还认识到，建立可靠的风险知识库是政策和地

方层面变革的推动力。自2013年以来，政府已经为

全国112个区编制了致灾因子、脆弱性和风险概况。

除了为公共投资决策以及国家和地方发展规划提供信

息之外，它们还被用于应急规划和备灾措施。2017

年，政府通过《国家灾害风险与脆弱性地图集》进一

步实现风险评估工作的系统化，帮助制定了第二个《

国家发展计划》。该地图集重点关注七大水文气象和

地质灾害，并辅以在线和离线数据共享机制。280  

让人们可以免费地获取致灾因子、土地利用和脆弱性

数据，从而提高决策者和公民的认识，这是波斯尼亚

和黑塞哥维那“多灾种灾害风险分析系统”的一个特

色，该系统利用地理信息系统（GIS）来绘制高风险

地区的地图。281 这些风险信息已经被应用于成本效

益分析，来帮助为公共和私营部门的DRR投资提供经

济理论基础，同时为考虑其它干预措施提供支持。282 

在东盟地区，各国尚未开始定量评估DRR和CCA措施

对经济表现的影响。283 参与“太平洋风险恢复力项

目”的国家正在开展风险治理需求评估，这有助于协

调各级领导人员，支持实施各自国家的风险减少优先

267 （UNISDR 2013a）
268 （UNISDR 2017d）
269 （Maeda等2018）
270 （Maeda等2018） 
271 （Aysan和Lavell 2015）
272  （UNDP 2019h）；（汤加 2018）；（UNDP 2019i）；
（UNDP 2019q）

273 （Aysan和Lavell 2015）
274 （UNDP 2019h）

275  （Aysan和Lavell 2015）；（世界银行 2017）； 
（Mitchell 2003）

276 （Planitz 2015）
277 （Maeda、Shivakoti和Prabhakar 2019）
278 （MIDIMAR 2015）
279 （UNDP 2017a）
280 （UNDP 2019p）
281 （UNDP 2018a）
282 （UNDP 2019c）
283 （Maeda、Shivakoti和Prabhakar 20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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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项。284 该项目还开展了风险评估；这些评估并不

是作为单独活动开展的，而是建立在已经存在的社区

优先事项的基础之上，目的是为优先行动事项识别出

具有最大潜在影响的风险。285  

多灾种的空间和时间复杂性要求根据部门的具体情况

开展特定的风险评估，这些评估可以考虑高度本地化

的广布型风险，还要考虑到特定部门可能暴露的更

广泛的灾害类型。在风险评估和采取措施保护其服

务方面，私营公用事业公司往往走在前列。然而，

这些信息和专业技术很少与其他私营或公共部门实

体共享。286  

12.3.4 
利益相关方作为DRR主流化的切入点

尽管政府负有预防和减少风险的首要责任，但《仙台

框架》明确指出，如果DRR要发挥作用，就需要全社

会的参与和伙伴关系。287 私营部门投资早已超过公

共部门投资，因此产生风险的可能性也更大。288 同

样，家庭和社区层面的行动和决定也会导致风险的积

累，尽管找到让这些利益相关者切实参与风险管理的

方法可能还存在障碍。政府也由许多产业和部门、利

益、权力和知识基础组成，需要很好地理解这些方

面，DRR才能在流程中进行很好的部署。国家、部门

和地方各级的决策者、立法者和行政人员也必须制定

必要的规定，并行使其协调和监督的职能，以确保实

施和遵守。至关重要的是，各国政府应营造有利的环

境，并为其他利益相关方参与风险管理流程提供激励

措施。最终，这种多方参与将促进更广泛的所有权，

促进主流化工作以及相关DRR措施的可持续性。

由于需要从发展部门内部推动DRR主流化，因此需要

发展行动者的积极参与。虽然国家灾害管理当局在铺

平道路和倡导主流化方面是必不可少的，但大多数国

家只有在得到发展、规划和财政部委的充分参与后才

能取得重大进展。这能确保采取更全面的办法，同时

与所有层级的发展规划和实施建立明确的联系。让一

个国家的发展规划系统参与进来有助于克服与DRR横

向和纵向整合有关的障碍，并且可以通过合作确定目

标，开展规划和行动，更系统性地将DRR纳入主流。

这项雄心勃勃的工作是朝着实现风险知情发展迈进的

一个长期的渐进过程，同时还需要加强激励制度，在

共同承担的任务上与其他方面合作。由于很多传统

DRM机构的角色仍然需要获得支持，因此建议采取

双轨办法，来帮助巩固和加强国家DRM当局或民防

机构的合法性和问责制。

社区在提供他们的当地知识、阐明对DRR措施的社会

需求并在最终实施这些措施方面发挥着关键的作用。

必须特别注意保证组成一个社区的所有成员都参与进

来，包括妇女、青少年、老年人、少数族裔和边缘群

体，以及残疾人。主流化进程不能脱离性别和其他社

会因素，因为这些因素决定着脆弱性、防灾能力和自

然灾害暴露水平。民间社会组织作为政府和社区之间

的中间人、服务的提供者和积极的活动者，也是必

不可少的。

在私营部门，我们发现，部分公司已经超越了社会责

任的考量，将DRR作为在灾害发生时确保竞争力和业

务连续性的一种手段。289 但是，部分公司和行业对

短期业务的关注仍然阻碍着DRR的长期可持续性。例

如，很遗憾的是，以脆弱的生态系统为代价来实现收

入最大化仍然是许多部门的常态。290 许多企业不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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虑他们的风险暴露，每年都面临亏损，即使在高收入

国家也是如此。291 然而，政府和商界越来越认识到

有必要加强他们自身企业及其供应商（包括中小企

业）针对灾害和气候的恢复力。这在东南亚尤其如

此，特别是在2011年曼谷洪灾之后。292 

其他的关键利益相关方还包括学术界和研究机构，以

及媒体。媒体可以发挥增强意识、透明度以及影响决

策者和更广泛公众的作用，同时也要注意到传播不实

信息的媒体也可能是有害的。合作伙伴关系和网络可

以有效地将多个行动方聚集在一起。它们各自的比较

优势、技能、经验和资源都可以汇集起来，有助于连

接各个部门和克服体制上的壁垒。

国家的经验

将DRR纳入农业部门主流的经验教训表明，这一流程

必须超越政府界限，让学术界、非政府组织和面临

风险的群体（例如农民）等其他利益相关方参与进

来。293 例如，所罗门群岛设立了社区知识中心，来

改善农业社区和政府推广人员之间的交流，从而为定

期信息沟通和提供有关气候适应型农作物的培训提供

了一个平台。294

斐济北部大区的私营部门参与案例是一个令人感兴趣

的例子，当时该国的道路部门正在实施一个经过风险

筛查的首批资本项目。除了在项目管理周期的每一个

阶段应对道路项目所面临以及所产生的风险外，承

包商还会收到具有针对性的风险管理说明，帮助承包

商充分了解风险知情道路建设背后的原理。鉴于这只

是政府资助的很多项目之一，因此随着时间的推移，

预计这种方法将对整个建筑部门的实践方法产生积极

的影响。295 

在巴西巴拉那州的城市中，大学灾害研究中心推广了

一项“打造城市恢复力”（MCR）运动，作为加强

风险管理能力的一种手段。该大学中心已在州、联邦

和国际层级建立了一个由23个公共和私营部门机构

组成的网络，名为REDESASTRE。这是巴西正式建

立的致力于促进减少灾害风险方面合作和科技交流的

首个主题网络。得益于多元化的构成，该网络已证明

其取得了成功，为巴拉那州80%以上的城市提供宝贵

的资源，来促进提升城市的恢复力。296  

284 （UNDP 2017b）
285 （UNDP 2019h）
286 （Sands 2019）
287 （UNISDR 2015e）
288 （UNISDR 2013b）
289 （UNISDR 2015e）
290 （UNISDR 2013b）

291 （Sands 2019） 
292  （ADPC 2017b）；（亚太经合组织秘书处 2013）
293 （Koloffon和von Loeben 2019）
294 （UNDP 2016b）
295 （UNDP 2019h）
296 （Pinheiro等20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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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3.5 
融资作为DRR主流化的切入点

在应对融资问题时，必须认识到向风险知情的可持续发展迈进所需的变革规模，以及资源匮乏的国家所面临的

挑战，他们每天都必须做出将宝贵的预算拨款用于何处的艰难决定。许多国家报告说，资金限制是DRR主流化

的主要障碍，这也就解释了在减少国家和地方潜在风险方面缺乏进展的原因。298 融资水平低反映出很多国家

缺乏全面的手段，同时也反映出政府和捐助者对投资于何处的看法和优先次序。从历史上看，支持长期恢复力

的投资往往会输给专注于短期目标的投资。长期以来，人们就开始认为，与灾后恢复和重建相比，减少风险是

一种更好的公共投资。在基础设施方面，世界银行进一步提供了证据，证明如果从系统的角度进行战略性支

出，就可以实现资源的优化。299  

可通过发展流程（例如通过详细工程设计和规划的

基础设施投资）来为具有前景的DRM提供资金；只

要监管足够强大，能够强制执行并监督这些要求，

则不需要增加多少开支（平均4.5%）。300 加强DRR

的融资机制仍然非常重要。同样，了解公共部门在

减少风险方面投资上的资源，以及部委或机构预算

中专项预算和内部拨款之间的关系也很重要。后者

并不总是直截了当的，因为风险减少措施并非总是

明确贴上减灾的标签，例如对滑坡高风险地区林业

管理的投资。

水资源短缺一直是哈派群岛的一个问题，对人们

的健康、农作物产量和牲畜生产产生着不利的影

响。因此，社区磋商会在拟订风险知情的社区发

展计划时将供水确定为最高优先事项，这并不令

人意外。讨论的部分问题包括：选址问题、妇女

夜间安全取水问题、残疾人和老年人的可及性问

题，并且确定了解决方案。

汇集广泛的合作伙伴的技术和财政资源增加了人

们获取新水箱的购买力，并且克服了将设备运往

隔离岛屿的物流挑战。使用当地的志愿者和工程

师确保当地保有项目实施和维护能力。技术含量

低的设备和村委会培训也帮助加强了社区的技术

应对能力。作为这种自下而上的主流化倡议的结

果，财政和国家规划部已开始根据社区发展计划

中概述的社区需求和优先事项来做出相关决策。

此外，财政和国家规划部还开始在一个自上而下

的流程中对国家预算资助的发展项目进行风险筛

选试点，这可以帮助进一步在整个政府内采用系

统化的风险知情方法。297 

案例研究：汤加哈派群岛社区驱动的主流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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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部门预算中为DRR制定专门的预算项目是将DRR纳

入国家和地方预算系统最有前景的办法之一。与之相

比，略次一点的措施是为DRR设立专项基金，或者像

菲律宾那样，拨出此类基金的一部分用于减少风险。

虽然此并非本GAR关注的重点，但是正如第10章所

指出的那样，风险转移机制作为一种管理剩余风险爆

发所带来冲击的手段，正在越来越多地受到关注。剩

专项资金在一些国家取得了良好的效果，但也可能阻

碍部门部委和机构分配自己的资源，除非能够通过预

算标记跟踪其拨款，就像菲律宾在实现气候变化支出

主流化时所做的那样。301 

余风险是指通过风险管理措施不能减少的风险或者进

一步减少的过程中可能不具有成本效益的风险。获取

和部署灾害风险融资机制正在成为政府在寻求管理此

297 （UNDP 2019n）
298 （Aysan和Lavell 2015）
299 （Rozenberg和Fay 2019）

300 （UNDP 2018c）
301 （Alampay等2017）
302 （菲律宾 2010a）

菲律宾《2010年减少灾害风险和管理法案》（DRRM法案）302对减少风险预算做出了详细规定：

案例研究：菲律宾的风险减少预算

该法案（第22条）和《实施细则和条例》还授权所有政府机构可以根据国家DRRM理事会的指导，在

预算部的协调下，将其部分拨款用于DRRM项目。（法案第5条第19款）。

• 根据《DRRM法案》，DRRM的国家预算是根据年度《一般拨款法案》拨出的，被称为“国家

DRRM基金”。金额必须获得总统的批准。《DRRM法案》规定，在拨给国家DRRM基金的款项

中，30% 为用于救灾和恢复的快速响应基金，其余70%可用于更广泛的DRR、备灾和恢复活动

（法案第22条）。

• 《DRRM法案》还要求地方政府设立地方DRRM基金，从常规来源拨出至少5%的收入，来支持所

有类型的DRRM活动： 

 о 在地方DRRM基金中，30%被自动划归为救灾和恢复方案的快速响应基金。

 о 剩下的70%可以用于灾前措施。此地方DRRM基金也可用于支付灾害保险的保费（法案

第21条）。

• 根据《DRRM法案》的规定，DRRM的国家预算还包括民防办公室的年度预算拨款（第23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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类风险方面越来越普遍的选择，特别是来自大型的

和不经常发生的事件的风险。303 国际和区域机制

（包括一系列针对主权风险定制的保险产品）正在越

来越多地提供这种风险融资机制；如第8章对《仙台

框架》关于国际合作的目标F的讨论，以及第10章关

于区域倡议的讨论（见第10.1节）。

正如以前的GAR所阐明的那样，私营部门的工程风险

知情投资可以说是有效减少风险的关键。在政府如何

制定激励措施动员私营部门更全面地参与这一联合工

作方面还有很多重要的工作要做，例如通过业务连续

性计划，或者鼓励在资本市场中降低风险的行为——

例如，针对气候适应型投资的“绿色债券”，此债

券发行购买必须遵守资本市场框架内的自愿原则。304

在本GAR第I部分之前关于菲律宾中小企业灾害恢复

力的专题案例研究中，该国的主要企业认识到了有效

运营的益处，通过菲律宾灾害恢复力基金会对供应链

的灾害恢复力进行了投资。该机制与政府合作，提供

有关业务连续性规划和能力建设方面的培训。越来越

多地利用公私合作伙伴关系来建设新的基础设施，使

政府有机会引导或鼓励投资，来防止产生新的风险，

从而提高建成环境的质量和恢复力。305 

公共资源分配受到在拟订预算提案的行政程序和批准

预算提案的政治程序中存在的竞争性计划、政策和各

种压力的影响。这需要认真地分析利用资源来吸引私

人、公共和国际资金的潜力（这对国家灾害管理当

局、气候服务部门或类似机构特别重要）。在确定什

么是“好投资”时，需要做出转变。真正致力于实现

2015年后协议的社会可持续性和恢复力成果的投资

必须考虑到人类和生态系统相互作用所带来的更广泛

风险。特别要指出的是，不这样做的后果可能产生更

广泛的、更不可预见的影响，因为社会、生态、经济

和政治系统之间的相互作用会加强。

总之，政府可以从一系列融资办法中做出选择，包括

提高税收、捐助者援助、增加债务和重新分配预算等

事后措施。其他选项还包括风险转移、应急融资和准

备金。私营部门在减少风险方面的投资潜力尚未得到

利用。对于如何通过使用基于系统的方法，更有效地

投资现有资源，来实现风险知情发展，相关的对话才

刚刚开始。

国家的经验

政府越来越多地建立内部机制，来确保对新发展

计划中的公共投资进行审查，以确定其在减少或产

生风险方面的影响。相关的例子包括斐济、秘鲁、

塔吉克斯坦、汤加和乌兹别克斯坦等国的财政部，

他们已经认识到有必要将公共投资决策与对灾害

风险及其潜在经济影响的深刻理解更密切地结合起

来。306 哥斯达黎加、秘鲁和玻利维亚所实施的公共

投资规则都是超越单纯的意向声明而实现DRR主流

化的很好例证。307

一般来说，用于DRR和CCA的预算拨款都是不足的，

而且计划和实施之间的资金缺口正在扩大。一项关于

农业部门的研究发现，除非得到立法或跨部门DRR强

制拨款的支持，否则很难为农业领域的DRR获取专项

资金。但也有例外，比如在柬埔寨；2017年，国家

预算表明，农业部的气候适应预算从2300万美元大

幅增加到2.47亿美元，这些资金直接用于帮助开展洪

水控制和干旱管理措施。在东盟地区，各国已经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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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立了专门的灾害基金，来为防灾和适应气候变化提

供资金。此外，印度尼西亚气候变化信托基金和菲律

宾人民生存基金等国家气候适应基金已经在水资源管

理、土地、生态系统保护和早期预警系统（EWS）

方面推动开展了地方适应和灾害恢复力项目。308  

在DRR的次国家融资方面，越南政府试点了一种机

制，将DRR和气候适应计划与年度省级预算流程和目

标联系起来。该方法已经在八个高风险省份推出，惠

及8000多人，其中50%以上是妇女，目前正在1700

多个行政区进行推广。309 在古巴，市政当局正在将

DRR纳入投资规划流程。每一个公共实体都有法律义

务在其经济规划中包含减少风险的行动。国家民防

局会定期检查，如果未将DRR完全纳入地方的投资规

划，会建议市政府在一定期限内实施一项强制的行

动计划。310  

正如上文菲律宾案例研究所指出的那样，菲律宾强

制要求建立一个占地方政府预算5%的资金池，用于

DRR和管理活动，此举加强了地方政府在预防和减轻

措施方面的能力。311 印度尼西亚还有一套完善的法

律框架，规定了确保将DRR纳入国家和区域预算的原

则，作为整体灾害管理资金架构的一部分。该系统的

复杂性意味着很难跟踪和评估DRR的预算和资金流，

而且针对DRR的实际投资可能更高，因为许多活动

是“嵌入”到其他部门内，并没有被确定为是与灾害

管理/DRR有关的活动。312 但是，跟踪DRM的公共支

出是一项有用的工作，可以审查政府是如何在国家部

门和/或次国家部门范围内使用公共资金的，以及所

取得的结果如何。

UNDP在老挝人民民主共和国、泰国和越南开展了一

项灾害风险管理公共支出和体制审查。此项审查发

现，这三个国家用于支持DRM的支出相对于GDP和

预算开支总额的比例似乎偏低。313 然而，在针对泰

国和越南气候变化支出的一项类似审查中，估计的

DRM相关活动支出要高于针对气候变化投资的估计

金额。在这三个国家的任何一个国家，针对DRM相

关活动的支出都集中在少数几个类似的部委和机构。

这些部委为负责农业、灌溉、自然资源、环境和建设

部门的部委。与DRM相关的支出特别集中于与DRM

政策、社区意识、能力建设、早期预警和研究有关的

活动，数额很小，而且通常作为其中的一部分嵌入到

其他的项目和投资内。

尽管其支持未来风险管理的能力没有得到充分优化，

但是利用私营保险/再保险行业和资本市场可以对灾

害易发地区的经济体系提供一定程度的财政保护。第

10.1节重点介绍了区域参数保险计划的例子，同时类

似国家保险计划也正在出现。参数保险是政府向国际

保险市场转移其日益增长的气候和灾害风险的一种融

资工具。此工具支持在灾害发生后迅速支付，由商定

的参数触发，这些参数与保险损失、财务损失或资金

需求有关。

303 （Alton、Mahul和Benson 2017）
304 （国际资本市场协会 2019）
305 （世界银行 2018）
306 （UNDP 2019h）；（UNISDR 2017d）
307  （多民族玻利维亚国 2015）；（UNDP 2019d）； 
（秘鲁经济财政部公共投资总干事办公室 2016）

308 （Maeda、Shivakoti和Prabhakar 2019）
309 （Digregorio和Teufers 2019）
310 （UNDP 2017a）
311 （Maeda、Shivakoti和Prabhakar 2019）；（菲律宾 2010）
312 （IFRC 2016a） 
313 （Lavell等，无日期）；（Abbott 2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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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0年推出土耳其巨灾保险池，已经促使47%的居

民投保了地震强制险。314其他的主权风险转移选项包

括墨西哥的巨灾（“CAT”）债券，它允许政府将灾

害风险池转移至资本市场。315  

在菲律宾，参数保险计划覆盖25个省。墨西哥的

国家灾害和紧急情况响应委员会（西班牙语名称为

CADENA）建立了一个农业保险池，提供较传统的牲

畜保险以及与农作物地区相关的指数保险。此类融资

机制要想有效运作，就必须建立在全面的国家和区域

层面风险信息的基础之上。这也是马达加斯加总理办

公室和财政部领导的西南印度洋风险评估和融资方案

所采取的做法。316  

12.4 

总结 

来自自然灾害和人为灾害的风险以及与发展有关或发

展产生的风险之间存在明确的关系，这是将DRR纳入

发展规划和预算的核心理由。除非各国加快遏制基于

发展的风险驱动因素，否则可持续发展可能就无法实

现，到2030年肯定无法实现。然而，我们需要应对

基于发展的风险驱动因素，并且接受灾害影响是不可

持续发展的一个指标，但是这些认识都尚未渗透到传

统的DRR以及发展政策和实践当中。正如本GAR前文

所述，特别是第2章，这需要对环境和人为系统之间

相互作用中的风险拥有新的理解，并且切实地在主流

的政策制定中转向基于系统的风险减少思维。

通过政策、组织、知识、利益相关方参与和融资等

一系列切入点，在DRR主流化方面已经取得了一些进

展。然而，仍然存在多项关键挑战。在足够长时间范

围内推动主流化和风险减少进程所需的能力和技能仍

然不够。尽管有很多创新型融资机制和监管方面的进

步，但是在为实现各国自定的减少风险目标（包括他

们根据《仙台框架》、《巴黎协定》、《2030年议

程》和其他全球框架做出的全球承诺）所需要开展的

工作进行融资方面，仍然存在瓶颈。

制定适当的激励措施，让利益相关方（包括面临风

险的社区和私营部门）以有意义的方式参与进来，

这不是一项新的挑战，而是一项需要切实采取行动的

挑战。在以下方面仍然存在差距：生成和获取风险信

息；能够生成分类数据和地理空间数据的相关工具，

从而为最低层级分析提供支持；理解人类系统面对级

联和系统风险的脆弱性。

314 （UNDP 2018b）
315 （国际资本市场协会 2019）

316 （Andriamanalinarivo、Falyb和Randriamanalina 20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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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1 

气候变化带来的灾害和发展风险

13.1.1 
气候变化带来的风险是巨大的，需要做出紧急响应

目前各国根据《巴黎协定》对减少温室气体（GHG）排放以及以其他方式缓解全球变暖的承诺不足以将全球

变暖限制在高于工业化前水平2°C之内，更不用说最好能限制在1.5℃之内了。IPCC的《全球升温1.5℃特别报

告》（IPCC SR1.5）预测，气候系统正在偏离轨道，升温可达2.9℃至内3.4℃。317 如果发生这种情况，未来

的水文气象极端灾害将远远超出目前已知的经验范围，并改变几乎所有已知的人类和自然系统的损失和破坏方

程以及脆弱性曲线，使它们处于未知的风险水平下。这将导致大多数国家目前的CCA和DRR策略差不多完全过

时。这也意味着抛开发展规划，孤立地应对气候适应问题已经不再足够，同时，顾名思义，可持续的社会经济

发展必须包含减缓全球变暖。

第13章： 
减少灾害风险和 
国家气候变化适应 
战略和计划的整合 

317 （IPCC 2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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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PCC SR1.5及其第五次评估报告（2014年发布）318  

还重申，全球变暖会引发非线性的气候变化影响。这

是基于多方面证据的，其中包括近几十年来的观测结

果，以及一系列不同的全球气候模型对未来影响的预

测。因此，即使全球变暖被控制在1.5°C到2°C的范围

内，由于平均气温的升高，也会对健康和社会经济产

生非常显著的影响。此外，理解和减少风险的重要意

义在于，人类现在面临的现实和未来的前景是更极端

和更频繁的“自然”致灾因子——极端的寒潮到热

浪、更长期更持久的干旱、更强烈更频繁的风暴事

件、更严重的降雨和更多的洪水。这意味着，DRR和

CCA之间的界线（如果真的存在这样一条界线的话）

将不再可能被分辨。气候变化绝不是灾害风险的唯一

来源。正如本GAR前文所强调的那样，风险源自一系

列其他的自然、环境、生物和技术致灾因子和驱动因

素。气候变化正在增加灾害风险——放大现有的风险

并产生新的风险，包括全球变暖的直接后果——并在

短期、中期和长期产生级联后果。

从这个意义来说，CCA本质上可以被描述为DRR的一

个子集。减缓气候变化也可以理解为发展规划的一个

子集。319 在本GAR的风险框架内，其主要的政策含

义是CCA至少要与DRR整合在一起，各国政府需要采

取一致的政策方针，将这两种减少风险的措施视为可

持续发展规划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

自2015年达成《仙台框架协议》以来，这种情况变

得更加清晰。会员国也没有义务根据不同主题谈判

达成的不同国际协议的范围，来分别制定和实施其

政策。因此，本章介绍了一系列关于整合CCA和DRR

的国家政策实践方法。还提供了一些更全面纳入发

展规划的例子，并敦促政府采取以系统为基础的灾

害和气候风险管理方法，更充分地发挥这种方法的效

率和效益。

13.1.2 
国际框架

作为1992年《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UNFCCC）

进程和机制的一部分，320《巴黎协定》确立了提高适

应能力、增强恢复力和减少气候变化脆弱性的全球适

应目标。此协定力求为可持续发展做出贡献，并确保

在第2条提到的温度目标范围内做出充分的适应性响

应：“将全球平均气温升幅控制在工业化前水平以上

远低于2°C之内，并努力将气温升幅限制在工业化前

水平以上1.5°C之内，同时认识到这将显著降低气候

变化的风险和影响。”321 

在《巴黎协定》签署之前的几年中，在气候谈判期

间，以及自2015年以来，围绕变暖1.5°C和2°C可能

造成的影响差异，人们展开了大量的讨论，主要集中

在适应能力和范围方面。自1990年以来，这场讨论

包含了来自小岛屿国家联盟322的一条强有力的信息：

由于预计的海平面上升和其他气候变化的影响，将升

温幅度控制在1.5°C以内对其会员国的社会经济生存

至关重要，在很多情况下，这对他们的生死存亡也至

关重要。323  

作为评估气候变化相关科学的联合国机构，IPCC成

立于1988年，旨在为政策制定者提供有关气候变化

及其影响和潜在未来风险的定期科学评估，同时提出

适应和缓解方案。IPCC的评估报告是基于全球一个

庞大的专家网络的工作编写的，长期以来，环境保

护和水文气象领域的政策制定者们都很熟悉这些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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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8 （IPCC 2014） 
319 （Kelman 2015）
320 （UNFCCC 1992）
321 （联合国 2015b）
322 （小岛屿国家联盟 2019）
323 （Thomas、Schleussner和Kumar 2018）

324 （联合国大会 1988）
325 （IPCC 2014） 
326 （IPCC 2012）
327 （IPCC 2018）
328 （科学和环境中心 2018）
329  （IPCC 2018；基于IPCC的Wilfran Moufouma-Okiasummary

意见的总结）

告。324 其工作现在也被广泛认为与关心更广泛的发

展规划和DRR议程的政策制定者们有关。

IPCC的上一份主要的综合报告《第五次评估报告》

于2014年发布，325 其中包含了来自《2012年管理极

端事件和灾害风险推进气候变化适应特别报告》的

研究成果。326 这些仍然是现行的相关资源。2018年

IPCC SR1.5具有重要意义，因为这份报告对比了全

球在变暖1.5°C和2°C的影响上可能存在的差异，特别

是“在全球加强应对气候变化威胁、可持续发展和努

力消除贫困的背景下”。327 这是一份很有说服力的

新报告，其中明确表示，缓解和适应气候变化应该作

为风险知情的社会经济发展规划的一部分，成为一个

紧迫的全球和国家DRR战略优先事项，特别是考虑到

与全球变暖2°C相比，将全球变暖控制在1.5°C以内可

以大幅减少相关影响。328 本章讨论了IPCC SR1.5的

相关重点内容，并将其作为在国家政策层面应对灾害

和气候风险问题的基本背景。

13.1.3 
2018年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全球升温

1.5℃特别报告》

IPCC SR1.5强调，全球气候已经相对于工业化前时

期发生了变化，这些变化已经对生物体和生态系统以

及人类系统和福祉产生了影响。329 人类活动已经导

致全球变暖高于工业化前水平约1.0°C，已经导致多

项可观察到的变化，包括更多的极端天气、大多数陆

地地区频繁发生的热浪、极端降水事件的频率和强度

增加、地中海地区的干旱风险增加、海平面上升，以

及北极海冰消减。如果全球变暖以目前每十年0.2°C

的速度持续下去，到2030年至2052年，地球表面将

比工业化前水平高出1.5°C，从而引发进一步的非线

性变化，并可能产生越来越严重的系统性后果。

未来与气候相关的健康、生计、粮食安全、供水、人

类安全和经济增长的风险取决于变暖的速度、峰值

和持续时间，但是与全球变暖2°C相比，变暖1.5°C对

自然和人类系统的风险预计更低。全球变暖1.5°C的

未来风险取决于我们采取的减缓途径以及可能出现

的“瞬时过冲”（即，如果升温超过1.5°C，但随后

又回到1.5°C水平）。如果缓解途径导致此类的“瞬

时过冲”，即气温上升超过1.5°C，然后在本世纪晚

些时候又恢复到1.5°C，而不是稳定在1.5°C而不超过

这一水平，那么对自然和人类系统的影响将会更大。

也就是说，最好确保变暖幅度不超过1.5°C。如果能

实现减缓和适应的协同效应最大化，同时将相互权衡

的代价最小化，就能避免气候变化对可持续发展的影

响，并为消除贫困和减少不平等提供支持。

框13.1重点介绍了气候风险与国家层面的适应战略最

相关的一些方面，同时也强调了将减缓气候变化纳入

所有发展战略的紧迫性，从而避免这些风险最终以更

极端的形式显现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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框13.1. IPCC SR1.5——与国家适应和减少风险战略相关的关键气候风险

极端灾害事件

• 将全球变暖限制在1.5°C以内，将可以限制

全球范围内和若干地区的强降水事件增加的

风险，并减少与水利用量和极端干旱有关的

风险。

• 尽管预测的变化会造成地区间有差别的风

险，但预计全球变暖1.5°C情形下人类增加

的洪水暴露要大幅低于变暖2°C的情形。

对生态系统和物种的影响对人类粮食和生计至

关重要

• 将全球变暖限制在1.5°C，而不是2°C或更

高，预计将对陆地和湿地生态系统以及维持

它们对人类的服务带来许多好处。

• 干旱地区的自然生态系统和人工生态系统所

面临的风险高于湿润地区。

• 如果可以将全球变暖控制在1.5°C以内，对

生物多样性和生态系统的影响以及对陆地、

淡水和沿海生态系统的影响预计都将低于变

暖2°C的情况。

• 将全球变暖限制在1.5°C以内，预计将减少

海洋生物多样性、渔业和生态系统及其服务

人类的功能的风险，北极海冰和暖水珊瑚礁

生态系统最近的变化就说明了这一点。

• 在全球变暖1.5°C的情况下，当地物种灭绝

的风险要远远小于气温升高2°C的情况。

农业和渔业 

• 将全球变暖幅度限制在1.5°C以内，而不是

2°C，预计将导致玉米、水稻、小麦和其他

可能的谷类作物的净减产幅度更小，尤其是

在撒哈拉以南非洲、东南亚和中南美洲。

• 在萨赫勒、南部非洲、地中海、中欧和亚马

逊地区，全球变暖2°C比1.5°C预计对粮食供

应减少的影响更大。

• 渔业和水产养殖对全球粮食安全至关重要，

但它们已经在面临海洋变暖和酸化所带来的

日益增加的风险。全球变暖1.5°C时，这些

风险预计将增加，并影响有鳍的鱼类和牡蛎

等关键生物，特别是在低纬度地区。

人类健康

• 每一点额外的升温都关系到人类的健康，尤

其是因为升温1.5°C或更高会增加与持久的

或不可逆转的变化相关的风险。

• 与2°C相比，在变暖1.5°C的情况下，预测的

与热相关的发病率和死亡率的风险更低，同

时如果导致臭氧形成的排放仍然很高，则与

臭氧相关的死亡率风险也将更低。

• 城市热岛往往放大了城市中的热浪影响。

• 疟疾和登革热等一些病媒传播疾病的风险预

计将随着变暖增幅从1.5°C到2°C而增加，包

括其地理范围的潜在变化。

（来源：IPCC SR1.5 2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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险预计将增加，与变暖2°C相比增加更多，

这会限制适应机会，增加损失和破坏。

• 在全球变暖1.5°C和2°C的情境中，根据预

测，在小岛屿、低洼海岸和三角洲等脆弱环

境下，与海平面上升和沿海地下水盐度变化

相关的影响、增加的洪水和对基础设施的破

坏都变得至关重要。

• 据预测，在变暖1.5°C和更高水平的情境

中，最强烈风暴的频率增加是一个值得关注

的重大问题，使适应成为一种关乎生死存亡

的问题。例如，在加勒比群岛，与热带风暴

和飓风有关的极端天气是这些国家面临的最

大风险之一。非经济破坏包括有害的健康影

响、被迫流离失所和对文化遗产的破坏。

• 热带地区的小型渔业严重依赖珊瑚礁、红树

林、海草和海藻林等沿海生态系统提供的栖

息地，预计在变暖1.5°C的情况下，由于栖

息地的丧失，这些渔业将面临越来越大的

风险。

小岛屿 

• 预计在全球变暖1.5°C的情况下，小岛屿将

面临多重相互关联的风险，而如果全球变暖

2°C或更高水平，这些风险将会增加。预计

变暖1.5°C的气候致灾强度低于2°C。

• 与目前的水平相比，变暖1.5°C时，沿海洪

水对人口、基础设施和资产的风险和影响、

淡水压力以及海洋生态系统和关键部门的风

影响的区域差异

• 气候模型预测了全球变暖中存在的巨大区域

气候差异。例如，撒哈拉以南非洲地区的气

温增幅预计将高于全球平均气温增幅。

• 地区之间的风险差异也深受当地社会经济条

件的影响。根据未来的社会经济条件，将全

球变暖幅度限制在1.5°C，与变暖2°C相比，

可能会使世界人口中暴露于气候变化导致的

缺水增加的人口比例减少50%，尽管各地区

之间存在相当大的差异。受益特别大的地区

可能包括地中海和加勒比地区。然而，与气

候变化相比，社会经济驱动因素对这些风险

的影响更大。

经济增长

• 与本世纪末变暖2℃相比，在变暖1.5℃的情

境下，因为气候变化的影响，全球总体经济

增长所面临的风险预计会更低。

• 变暖2°C的情境与变暖1.5°C的情境相比，预

测中低收入和中等收入国家和地区（非洲大

陆、东南亚、巴西、印度和墨西哥）的经济

增长率下降最大。

• 如果全球变暖幅度从1.5°C上升到2°C，预计

热带和南半球亚热带地区的国家受到的气候

变化对经济增长的影响最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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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应对预测的气候风险，短期内可以采取的减缓和

适应气候变化的行动范围已经众所周知。这些措施包

括：建筑、工业和交通领域的低排放技术以及新基础

设施和能效措施；转变财政结构；向低排放行业重

新分配投资和人力资源；可持续的土地和水资源管

理；生态系统恢复；加强对气候风险和影响的适应能

力；DRR；有关的研究和开发；以及调动新的、传统

的和原住民的应对气候风险的知识。

加强国家和地方当局、民间社会、私营部门、原住民

和地方社区的气候行动能力，可以支持实施将全球变

暖限制在1.5°C以内的雄心勃勃的行动。在可持续发

展的背景下，国际合作可以为所有国家和所有人实现

这一点提供一个有利的环境。

现在已经很清楚，人类的健康和福祉、全球大多数国

家的国家社会经济发展，以及全球粮食生产和贸易系

统都可能受到气候变化的负面影响，即使全球变暖被

控制在比工业化前水平高1.5°C以内。即使在这种最

有利的场景下，气候致灾因子的范围和强度也将增

加，带来更大的灾害风险。在某种程度上，关于综合

政策方法的整个讨论都基于这样一个信念：全球变暖

不会超过2°C。如果超过，则基于现有的知识，所有

人类系统和社会所面临的风险将变得不可估量，而且

可能是灾难性的。

在这个意义上，有效减缓气候变化现在已经被认为是

可持续发展、CCA和DRR的基础。然而，本章的重点

是整合CCA和DRR，同时还会讨论基于眼前的短期需

求，以及基于对中长期可以控制全球变暖的乐观估

计，在多大程度上可以让它们在实践中成为协调一致

的发展政策的一部分。

更广泛的气候行动格局正变得越来越清晰。在本GAR

的情境中，出于国家和地方风险治理之目的，我们

将进一步探讨以下方面：（a）CCA机制的选项和范

围，特别是在发展中国家以及面临气候变化最脆弱的

地区；以及（b）整合CCA和DRR，并最终将所有此

类风险纳入风险知情的可持续发展规划内是否能提升

系统效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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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2 

适应气候变化与减少

灾害风险的协同效应 
CCA和DRR拥有一个直接的共同目标，都致力于打造

人口、经济和自然资源对抗极端天气和气候变化影响

的恢复力。但是，IPCC SR1.5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

清楚地表明，气候变化可能导致非气候灾害风险水平

的变化，包括由于更高的气温、更温暖的海洋、海平

面上升和其他因素带来的级联风险对粮食安全和人类

健康造成的影响。正如已经在本GAR之前的章节中讨

论的那样，《仙台框架》要求政策制定者从多灾种的

角度来考虑灾害风险，包括传统上认为的导致灾害

的自然致灾因子，以及一系列人为的和混合的致灾

因子，尤其是在本GAR第I部分中描述的新囊括的环

境、技术和生物致灾因子和风险。330

尽管与气候致灾因子相比，DRR的范围更广，但是与

DRR相比，CCA与极端水文气象致灾因子和气温升高

的关系更为密切。本GAR的第2章提供了有关以下方

面的重要见解：多种风险是如何级联的，以及复杂系

统是如何以非线性的方式产生冲击和应对冲击的，这

些都导致通过传统的对逐个致灾因子进行监测的方法

难以预测其影响，因此需要采用基于系统的方法，来

进行有效的风险管理。

从政策和治理的角度来看，气候和灾害风险在估算

其潜在的影响方面存在很大程度的不确定性。这是

由于这些现象本身的复杂性，以及科学和技术方面

的限制，难以了解所预测的事件以及暴露的群体和

资产将如何做出反应，因为存在各种不同来源和类

型的脆弱性。然而，了解DRR和CCA在各种国家情

境中的共同点和不同点对于政策协调非常重要，特

别是在希望做出决定将DRR和CCA整合到一个国家

或地方战略的情况下。在某些情况下，这两者会被

纳入风险知情的社会经济发展规划的主流；因此，

重要的是不要忽略所需要考虑的全部范围的风险，

并且囊括采用基于系统的方法所需的短期、中期和

长期时间尺度。

需要从国家和国际维度来看待CCA和DRR之间的政策

协调、整合和协同作用的问题。在国家层面，政府倾

向于授权不同的部门分别处理这两个问题，随后章节

会对几个例外情况的国家经验进行讨论。DRR工作经

常被分配给国家灾害管理机构、民防和响应部门。考

虑到气候变化已经演变为一个环境问题，它往往通过

环境部进行协调，同时与财政和规划部保持密切的协

调。由两个部门分别领导两个议程可以确保较高的内

阁代表性，特别是在拥有较多部委的较大国家。其缺

点是，在某些情况下，这些活动之间的协调非常有

限。资金来源也是这两个问题整合程度中一大主要

因素，由于存在相应的筹资标准和合规要求，不同

的国际融资渠道在国家层面上进一步加强了两者之

间的壁垒。

330 （联合国 2015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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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合政策

可持
续的社会经济发展

《仙台框架》、

《2030年议程》和
《巴黎协定》呼吁采取综合

政策和行动

减少灾害风险

国家

地方

适应气候变化行动

适应

减缓
3

在国际层面，会员国已经就根据《巴黎协定》和《仙

台框架》开展实施工作的不同要素（报告、资金和其

他机制）达成了一致。与在国家层面一样，这两个议

程由单独的协议和机制来管理，可以确保有效的国际

代表性。会员国已经做出决定，来促进《巴黎协定》

和《仙台框架》实施工作的协同效应和协调一致。由

于灾害和气候变化都有可能会严重影响发展工作，因

此《2030年议程》为协调落实这两项议程提供了共

同的基础。正如本GAR第II部分所讨论的那样，国际

报告的实际协调尚处于早期阶段，会员国需要应对

CCA和DRR非常不同的报告要求和资金来源。然而，

目前已经存在将CCA、缓解气候变化、DRR和可持续

发展议程整合在一起的新倡议。

在考虑综合方法时，会员国也可以努力避免一些可能

由于谈判进程和既定组织任务而在国际协议中出现的

人为分歧。例如，一项分析表明，《仙台框架》中提

到的气候变化过分强调灾害风险的致灾因子维度，而

非强调采用包括气候变化和发展在内的一种考虑全部

脆弱性和全部恢复力的方法。331 将CCA视作DRR的

一部分，将缓解气候变化视作可持续发展的一部分，

也可能有助于在国家层面上调整各个机构的责任，332 

即便有些会员国已经做出选择，用建立一个单独的法

律或制度框架的方法来整体地应对气候变化。

各成员国根据《巴黎协定》提交的关于国家自定贡献

（NDC）的报告已经显示出协同作用的积极证据。

超过50个国家将DRR或DRM作为其NDC的一部分。

哥伦比亚和印度在他们的NDC中明确提到了《仙台

框架》。333  

图13.1. 基于系统的风险减少方法：《仙台框架》、《2030年议程》和《巴黎协定》呼吁整合发展、灾害和气候风险管理政策

（来源：UNDRR 20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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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3 

《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 

公约》有关开展综合气候 

变化适应工作的指导和机制 

13.3.1 
有关国家适应计划的技术指导的演变

在全球层面，会员国开展CCA的具体目标和指导来自

《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UNFCCC），特别是

《巴黎协定》，同时越来越多用于CCA的重要公共国

际资金流来自UNFCCC融资机制，特别是绿色气候基

金（GCF）。334  

UNFCCC拥有一个制定和实施国家气候变化适应计划

（NAP）的流程，此流程是在2010年根据UNFCCC

坎昆适应框架建立的。此类计划始于2001年，最初

只是为了帮助最不发达国家制定国家适应行动方案

（NAPA），从而获取“最不发达国家基金”。然

而，自2010年以来，NAP已转变成为所有发达国家

和发展中国家的一项相关工具。335 UNFCCC于2011

年出台了制定NAP的初步指南，其中概述了四项主

要元素，来帮助各国奠定基础，应对差距，开展准

备工作，制定实施战略，并定期进行报告、监测和

审查。336  

2012年，UNFCCC最不发达国家专家组为制定和实

施NAP制定了技术指南。337 这些指南包括：（a）通

过提升适应能力和恢复力，来减少面对气候变化影响

的脆弱性；以及（b）酌情在所有相关部门和所有不

同层级，以协调一致的方式促进将CCA整合到相关的

现有和新的政策、项目和行动内，特别是发展规划流

程和战略。338  

在NAP/NAPA的初始指南中没有明确提到DRR，这些

指南主要针对的是与气候相关的致灾因子，特别是干

旱、洪水、海平面上升和严重的风暴。然而，各国为

制定NAP和根据自身需求评估实施广泛的国家和地方

适应计划，而付出的近期和持续努力，为各国提供了

一个在发展决策中考虑多种风险，并加快实现气候与

灾害恢复力共同目标的明确机会。

针对这一机会，2017年，UNFCCC从灾害风险的角

度为国家制定了NAP技术指南补充，专门致力于“在

国家适应计划中促进与DRR的协同作用”。339 2018

年，UNFCCC适应委员会审议了一个专家会议的报

告，此报告重点关注的就是国家适应目标/指标及其

与SDG和《仙台框架》的关系。340  

331 （Kelman 2015）
332 （Kelman 2015）
333 （UNFCCC 2017）
334 （GCF 2019a）
335 （UNFCCC 2012a）

336 （UNFCCC 2012a）
337 （UNFCCC 2012b）
338 （UNFCCC 2012a）
339 （UNFCCC 2012b）
340 （UNFCCC 2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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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补充指南旨在为负责适应规划的国家当局以及参与

适应的众多行动者提供实用建议，指导他们何时以

及如何将DRR元素纳入适应规划流程。它还致力于让

DRM当局更好地了解NAP过程，包括有关如何为制

定NAP做出贡献和提供支持的建议，同时还致力于促

进中央规划当局（例如规划部和财政部）在打造具有

恢复力的发展规划时利用国家适应计划。

13.3.2 
再上一层楼——全面统筹的发展规划

考虑到在国家CCA战略（例如NAP和NAPA流程）中

整合DRR和具有恢复力的可持续发展在方法和要求上

的共同性，以下三项主要行动可以为取得成功提供最

大帮助。首先，建立一个使所有利益相关方都能参与

进来的跨学科的强大治理机制，这有助于避免无效和

低效的行动、沟通和合作。其次，为CCA和DRR开发

一个集中的、可访问的知识管理平台和风险评估系

统，从而将科学知识和本地知识、良好实践方法、自

然和社会科学数据，以及风险信息平衡地结合起来。

最后，为支持协调一致的CCA和DRR解决方案重新设

计融资计划和机制，鼓励合作和协调，从而更有效

地利用财政资源。341 2017年在德国波恩举行的适应

气候变化技术专家会议建议各国将DRR和CCA结合起

来，以确保实现可持续发展（框13.2）。

13.3.3 
国家适应计划-可持续发展目标一体化框架 

为了支持制定能与发展规划很好结合的N A P， 

UNFCCC最不发达国家专家组制定了“NAP-SDG一

体化框架”（NAP-SDG iFrame），该框架通过管理

切入点与被管理系统之间的关系，来促进规划时不同

切入点的整合。通过关注对一个国家的发展至关重要

的各种系统，可以提供不同驱动因素的信息（例如气

候致灾因子），这种方法同样适用于不同的部门或部

委、特定的SDG、不同的空间单元、发展主题，或其

他框架，如《仙台框架》。参见图13.2，中间位置显

示了这些系统集合的一个示例。这些系统成为评估以

及随后的规划和行动的重点，从而帮助实现适应目

标。在确保与该目标相关的所有必要的治理体系都包

含在分析以及后续行动内的条件下，特定的SDG能够

保证实现。

NAP-SDG iFrame正在一些国家接受测试。早期的结

果表明，这种系统方法能够有效地集中关注对发展红

利产生最大影响的产出和成果，同时避免在行动者将

其利益置于更重要的系统利益之上时所产生的潜在

偏见。该方法还有助于确保同时应对多个框架。该方

法拥有管理多种重叠的气候因素或致灾因子的潜力，

而且应该还可以促进治理以及不同行动者和部门之间

的协同作用。这些系统可以是单一的（如关联方式）

，也可以是复合的，从而代表不同的发展主题，例如

粮食安全，其中必然包括农作物/粮食生产的各个方

面，以及粮食供应、获取和利用的其他方面。这种方

法有助于在更广泛的发展框架内，方便地设计和实施

系统的综合模型，从而帮助评估气候影响和潜在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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框13.2. 将CCA与可持续发展目标和《仙台框架》整合起来的机会和选项，2017年5月

（来源：UNFCCC 2017）

失。它还能帮助轻松评估一个或多个相互作用的气候

驱动因素或致灾因子的影响，因为在给定一年内国家

经常可能面临多种灾害，例如严重干旱、洪水、季节

气候的变化和热浪。

国家可以采取对自己有意义的方式来定义iFrame框

架核心的各种系统，还可以包含价值和供应链，每一

个系统都拥有一个内含的尺度以及驱动因素模型和相

互作用的部分，同时为气候或其他自然灾害如何产生

影响设定特定的路径。iFrame可以用于消除各自为

政的工作方式，管理不同的适应角度，预计将会在适

应规划、实施、监测和评估以及知识管理方面开辟全

新的视野，取得新的发展。

世界银行和GFDRR也制定了一套方法，来支持各国

将气候变化和DRM纳入发展规划。到目前为止，喀

麦隆、加纳、马拉维和塞内加尔已经使用了此方法，

但是必须指出发展中国家的财政资源和财政规划能

341 （UNISDR 2017a）

主要建议： 

• 在保持各个2015年后框架自主权的同时，加

强实施这三个框架的行动一致性，这样可以

节省资金和时间，提高效率，进一步支持适

应行动。

• “恢复力”和“生态系统”都可以作为激励

协调统一的核心概念。行动者们（包括国家

和非国家行动者，并且在多个部门以及从地

方到全球的所有层级开展行动）帮助促进政

策的一致性，脆弱群体和社区可以从中受

益，也可以自下而上地发起由地方推动的有

效解决方案，助力同时实现多项政策成果。

• 提升政策一致性和协调统一方面的能力也能

帮助明确各自的角色和责任，并鼓励各个领

域的行动者之间建立合作伙伴关系。

• 数据的可用性（包括气候和社会经济数据）

以及数据的分辨率问题仍然是一项挑战，特

别是在非洲。仍然需要更好的数据管理、更

知情的决策和相关的能力建设。

• 拟定和实施NAP的过程可以有效地支持实施

更强有力的适应行动和制定综合的适应、

可持续和DRR方法，这在一定程度上是因为

NAP已经被证明是一种成功的规划工具，拥

有为其提供支持的可用资源，而且具有可重

复使用的性质，并且采用灵活的国家驱动的

形式。

• 适应工作能获取公共、私人、国际和国家来

源的充分且可持续的支持是至关重要的。获

取资金、技术发展和转化以及能力建设支持

也至关重要，特别是对发展中国家而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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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3.2. 作为UNFCCC最不发达国家专家组开发的NAP-SDG iFrame的一部分，样本集国家系统显示了多种切入点要素（包括SDG）之
间存在关联

（来源：UNFCCC最不发达国家专家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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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非常有限。342此方法通过审议现有的政府主导的计

划（如国家发展计划、NAP、NDC等），通过帮助找

出投资哪些领域和部门能对提升恢复力产生最大的影

响，同时还能支持国家的发展目标，从而支持政府确

定其投资的优先次序。此方法依赖于国家和国际气候

科学家和经济学家、部门机构、决策者和公民社会之

间开展的基于证据的参与性和迭代流程。

除了流程和资金问题外，DRR和适应计划的内容至

关重要，这些计划的实施机制也同样重要。IPCC 

SR1.5由于其范围的限制，没有对所有自然和人类系

统的风险和适应选项进行全面的讨论，但是它清楚地

说明了海洋生态系统和部门的关键风险和适应选项。

如果根据各国的具体情况精心选择适应方案和有利条

件，将可以通过将全球变暖控制在1.5°C，来帮助实

现可持续发展和减少贫困，尽管可能存在各方面的权

衡。全球变暖1.5°C与2°C相比，大多数的适应需求都

会更低。尽管存在部门差异，但是已经存在广泛的

适应选项来帮助减少气候变化的风险。在全球变暖

1.5°C的情况下，一些人类和自然系统的适应状况和

适应能力也会受到限制，并造成相应的损失。此外，

如果突破1.5°C的阈值，随着生态系统服务的崩溃，

实现适应的可能性将下降。由于部分地区的自然条件

无法支持目前的经济活动和人口，可能会引发前所未

有的大规模人口移徙，从干旱和半干旱地区迁移到海

拔较低的沿海地区，从而进一步带来风险。

目前正在地方层面开展很多适应举措，来应对已

经观察到的和预计的环境变化以及社会和经济压

力。最近的研究表明，某些气候适应行动是不可持

续的，缺乏评价框架，存在适应不良的可能性。利

用原住民的知识和地方知识，让利益相关方参与进

来，都可以帮助制定适应政策，促进更广泛的可

持续发展，同时还可以实施更积极主动的、区域协

调一致的适应计划和行动，并开展区域合作。但有

时，这种方法需要从更广泛、更系统的角度来看待

风险和适应。例如，通过农村和城市地区的几个总

体适应方法的系统化转型就能实现协同效应。在卫

生、社会保障、风险分担和传播方面的投资是具有

成本效益的适应措施，具有很高的推广潜力。如果

结合综合的气候风险管理办法，社会保障方案（包

括用来保护贫困和脆弱家庭不受经济冲击、自然灾

害和其他危机影响的现金和实物补助）也可以帮助

打造一般适应能力，并减少脆弱性。

DRR和基于教育的气候风险适应措施是建设适应能

力的关键，但与上面提到的某些整个系统的适应方

法相比，推广的前景可能较低。作为一个设计、

实施和评估各种旨在加强风险了解的战略、政策和

措施的流程，DRR是一个可以与气候变化适应相结

合用来减少脆弱性的工具。然而，位于第一线的机

构在体制、技术和财政能力方面的挑战往往会带

来制约。

因此，下文将对一些国家和区域在DRR和CCA综合方

法方面的实践来进行探讨，旨在找出其中面临的部分

挑战、实践中发现的协同效应，以及从不同方法中吸

取的经验教训。

342 （De Bettencourt等20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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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4 

开展综合气候变化适应和

减少灾害风险的具体国家 

经验 

13.4.1 
有利的立法和制度

红十字会与红新月会国际联合会（IFRC）与联合国

各组织和捐助者合作，已经制定了支持各国加强其

DRR和CCA法律和政策框架的工具。“有关法律和减

少灾害风险的核查清单”是一种简明易用的评估工

具，通过为研究和评估过程提供指导，来帮助各国找

出法律框架中的优势。政策制定者需要更加重视这

些领域的实施工作，还要注意是否有必要起草或修

订相关法律。另一个相关工具是“法律和气候变化

工具箱”。这是一种全球电子资源，旨在供各国政

府、国际组织以及协助各国实施国家气候变化法律的

专家使用。

为了建立强有力的治理机制，一个适用于综合DRR和

CCA战略的有利法律框架也能促进相关战略的实施。

最近对各国DRR法律和法规的审查表明，将DRR和

CCA纳入法律框架仍然是一种例外而非常规。343 被

审查国家中存在的趋势是，把管理CCA法律的责任分

配给环境部，而不要求他们与DRM机构进行协调，

同时也不要求DRM机构与环境部协调。直到最近，

一些国家（特别是太平洋国家，也有其他区域的国

家）才采用了一种将CCA和DRR与发展规划和资源管

理立法整合在一起的新模式。

这种综合法律框架的例子包括阿尔及利亚、墨西哥和

乌拉圭。在阿尔及利亚，设在环境部的国家气候变化

机构负责将CCA纳入发展规划的主流。然而，依据相

关法律成立的阿尔及利亚国家重大风险委员会负责协

调该国的所有重大风险活动，包括针对CCA和DRM机

构的实施机制，此机构提供了一个全面的协调机制。

阿尔及利亚关于此方面的授权法律是《2004年重大风

险预防和灾害管理法》。如果按计划实施，这一法律

和制度框架有可能实现CCA和DRR的高水平整合。344 

在墨西哥，《2012年气候变化一般法》得到了一个

国家气候变化特别方案和一个跨部委气候变化委员会

的支持，此委员会是一个由14个联邦政府部委的首

长组成的跨部门协调机构。在乌拉圭，2009年通过

了一项特别法令，即《国家气候变化响应法》。此法

令由住房、空间规划和环境部执行，其目的是在其整

个领土内协调与实现风险预防有关的所有机构之间的

各项行动。

13.4.2 
融资

为气候变化适应和DRR提供资金是一个提高能力和确

保成功实施的关键因素。虽然很多国家已经进行了气

候和灾害风险评估，但是系统地将这些评估纳入国家

金融和财政规划流程的国家仍然非常有限。这说明需

要重新设计融资计划和机制，以鼓励合作和协调，从

而更有效地利用财政资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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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CA的国际公共资金现在也是一个主要资源，也会

对国家采取的方法产生影响。2010年，UNFCCC缔

约方设立了绿色气候基金（GCF），此基金是公约

资金机制的一部分，旨在增加发达国家向发展中国

家提供的用于缓解和适应气候变化的资金流动。它

通过实施《巴黎协定》的融资条款（特别是第9条）

，致力于通过促进低排放和适应气候变化的发展，

将气候变化保持在2°C以下，同时还考虑到那些面对

气候变化影响非常脆弱的国家的需求。345 这是国家

适应计划最重要的公共国际融资来源（通过一系列

工具，如赠款、优惠债务融资、股权和担保），截

至2019年初已承诺资金达50亿美元，超过100个国

家的缓解和/或适应项目正在通过经认证的合作伙伴

进行开展。346  

很多GCF适应项目整合了经常被视为DRR或可持续发

展的组成部分。这体现了在此机制下已经能够实现的

政策一致性或综合风险治理的程度。这些项目以及它

们能帮助实现的SDG都有明确的文档记录。相关标准

包括对原住民的保障、性别主流化，以及环境和社会

保障。例如，在纳米比亚刚刚开始的一个提升社会恢

复力的项目，旨在通过基于生态系统的适应方法来帮

助受到气候变化威胁的社区提升恢复力。（SAP006

项目）。此项目服务于GCF成果领域（卫生、粮食和

水安全；人民和社区的生计；以及生态系统和生态系

统服务）；以及有关气候行动的SDG 13；有关水下

生命的SDG 14；有关陆地生命的SDG 15。347 用DRR

的术语来说，此项目还涉及干旱恢复力。希望GCF的

这些趋向综合风险治理的明确举措，将鼓励灾害和气

候风险存在明显重叠的国家提出综合项目建议，无论

是在总体上还是针对特定区域或部门的项目。

13.4.3 
风险信息

综合的CCA/DRR政策、战略或计划需要辅以充足

的、可获取的和可理解的风险信息。理想情况下，这

些风险信息在政策制定阶段就是一种可用的资源，来

帮助制定目的和目标，而且联合风险评估和持续的信

息分享是综合战略的关键要素。

瓦努阿图的一项研究确定了一个完善的DRR运作治理

结构，由多个政府层级和非政府行动方共同努力，

实施自上而下和自下而上的DRR战略，其中包括CCA

的元素。瓦努阿图的利益相关方接受当地的和科学

的风险知识来为DRR政策提供信息支持，尽管科学知

识对于开发减少灾害风险的正式工具来说仍然只是

第一步。348  

已经发现英国有多项良好的实践方法。这些实践方法

包括通过《气候变化法案》下的适应报告权力，对洪

水和气候风险评估提供强有力的支持，该法案鼓励主

要的基础设施机构考虑洪水和气候变化等致灾因子对

其业务和提供关键服务的影响。此外，政府鼓励使用

基于生态系统的方法（如可持续的城市排水）和能适

应未来的灵活性基础设施（如在英格兰东北部墨佩斯

343 （IFRC和UNDP 2014b）；（Picard 2018）
344 （UNISDR 2013c）
345 （GCF 2019a）

346 （GCF 2019a）
347 （GCF 2019b）
348 （Jackson、Witt和McNamara 20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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构建的防洪墙，此防洪墙可以根据未来的需要轻松地

进行调整）。349

阿拉伯地区评估气候变化对水资源和社会经济脆弱性

影响的区域倡议（RICCAR）评估了气候变化对阿拉

伯区域淡水资源的影响及其对社会经济和环境脆弱性

的影响。此倡议应用了科学的方法，并开展了CCA界

和DRR界共同参与的磋商流程。此倡议开展了一项综

合评估，将气候变化影响评估的结果（为综合的脆弱

性评估提供信息支持）与气候变化影响（如气温、降

水和径流的变化；降雨模式的变化和极端天气事件

造成的干旱或洪水）联系起来。350 RICCAR的例子表

明，由原本孤立的两个领域的专家参与的联合评估和

知识开发可以帮助建立对风险的共同理解，而这是制

定规划和预算的前提。

13.4.4 
国家适应计划 

虽然很多国家都制定了NAP，但是UNFCCC的监测重

点是发展中国家，同时还维护了一个这方面的公共数

据库——NAP Central。截至2019年3月31日，发展

中国家缔约方共计制定并向NAP Central提交了2015

年至2018年期间的13份NAP，这些国家包括巴西、

布基纳法索、喀麦隆、智利、哥伦比亚、埃塞俄比

亚、斐济、肯尼亚、圣卢西亚、斯里兰卡、巴勒斯

坦、苏丹和多哥。351 所有这些计划都包含DRR的各

个方面，为在实施NAP期间加强DRR与更广泛的适应

工作之间的一致性提供了空间。

在评估NAP最不发达国家的案例时（似乎拥有与DRR

进行整合的巨大潜力），开展了一项调查，其中介绍

了以下国家的经验。

卢旺达将DRR纳入其NAP内。卢旺达根据《巴黎

协定》的国家自定贡献（NDC）将早期预警和

基于社区的DRR列为适应措施，同时其“国家灾

害管理政策”的指导原则是将气候变化纳入DRR

的主流。

这两个主题领域是通过灾害和难民部（负责

DRR）和环境部下属的卢旺达环境管理局（负责

CCA）来进行管理的。这些机构是DRR和CCA方

面的主要合作伙伴，已经采取了多学科和多部门

的方法。“国家灾害管理政策”规定，卢旺达的

所有公共机构都应参与灾害管理，并拨出必要

的资源，以确保将灾害管理被充分纳入各项计

划的主流。

卢旺达的灾害和气候变化脆弱性的根源在于，其

大多数人口依赖陡峭地形上的雨养类农耕来维持

生计。鉴于生计依赖于天气条件，因此至关重要

的是要将气候变化作为主要因素考虑进来，用来

帮助指导各种干预措施，减少面对潜在不利影响

时的脆弱性。该政策致力于使用东非共同体区域

气候变化政策和“卢旺达绿色增长和气候恢复力

案例研究：卢旺达国家适应计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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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略”作为参照，确保将气候变化纳入与灾害管

理有关的所有活动的主流。

“卢旺达绿色增长和气候恢复力战略”的14项

行动纲领之一是从卫生角度来开展DRR，题为“

灾害管理与疾病预防”。该行动纲领帮助支持风

险评估、脆弱性地图绘制，以及病媒传播疾病的

监测；建立综合的早期预警系统（EWS）和灾

害响应计划；将灾害和疾病考量因素纳入土地

使用、建筑和基础设施条例；以及根据当地环

境和经济条件，采用以社区为基础的DRR方案，

来调动当地的应急响应能力，减少当地特有的

灾害发生。

卢旺达的例子表明，在生计受到灾害风险和气候

变化影响的科学证据的基础上，强有力的政治领

导可以带来综合治理框架的发展，并在不同的政

策层面将DRR和CCA整合起来。由于气候变化和

灾害管理在国家最高经济发展文件中被列为交叉

问题，因此所有部门的计划都必须包括针对这些

问题的干预措施，同时预算分配也应该遵循相同

的指导方针。但是，实施工作的主要障碍仍然是

人力和财政资源有限，导致信息交流和协调难以

转变为协同行动。

卢旺达的案例说明了在农业经济中灾害和气候风险之

间的密切联系，以及对人类健康造成级联风险的可能

性，对此，卢旺达采取了包括多灾种风险评估和机构

合作伙伴关系在内的综合方法。

巴勒斯坦国的例子表明，自然灾害、人口增长和农业

的压力、脆弱的生态系统、缺水和区域政治之间存在

着复杂的相互作用，需要采取以系统为基础的方法来

评估和管理灾害和气候对发展的风险。

349 （Clegg等2019）
350 （联合国西亚经济与社会委员会 2017）
351 （UNFCCC 20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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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勒斯坦国在地震、洪水、滑坡、干旱和沙漠

化、迅速减少的地下水资源和海水入侵等方面具

有高度的脆弱性。水资源的过度开发和跨境限制

都加剧了水资源短缺。最近的干旱事件和高人口

增长对其适应能力增加了压力。在获取和控制自

然资源（例如淡水和农田）方面的制约还加剧了

污染和环境问题，这些都是过度放牧、滥伐森

林、土壤侵蚀、土地退化和沙漠化的关键驱动因

素。在加沙地带，沿海地区的环境退化和固体废

物的处理正在成为严重的问题。这些风险对经

济、社会、环境、卫生和其他部门造成不利影

响。在对它们进行全面评估之后，巴勒斯坦国在

2017年颁布了一项部长法令，现在正在从灾害

管理转向风险管理。

从气候适应的角度，用于2016年NAP的综合评

估明确了一系列与水、农业和粮食有关的“高度

脆弱性”问题，这些问题也会影响其他部门的脆

弱性。352NAP评估显示，复杂的政治环境对巴勒

斯坦许多部门的适应能力都有影响，从而加剧其

气候脆弱性。随后政府启动了与环境质量管理局

的磋商，来支持制定相关战略，更好地将基于生

态系统的DRR和CCA纳入保护和管理国家生态系

统和自然资源基础的政策。

两个国家委员会为政府机构和其他行动方之间的

协调提供了平台：国家减少灾害风险平台，由总

理办公室主持；以及国家气候变化委员会，由环

境质量管理局主持，该管理局还在建立一个气候

变化和减少灾害风险总指挥部。

一个由众多政府机构组成的国家团队在国际咨询

小组的支持下制定了DRM系统的体制和法律框

架，此外还有一份总理办公室提出的DRM法律

草案。DRM框架是灾害管理政策的一部分，已

经被列入2017–2022年国家政策议程。撰写本

文时，风险分析研究的准备工作和国家DRM战

略的制定工作正在进行中，计划在2019年绘制

一份风险地图。

为了探索生态系统服务能对CCA和DRR做出哪些

贡献，巴勒斯坦正在制定一套连贯的政策，目前

正努力在巴勒斯坦主要相关机构的机构设置中建

立CCA和DRR单位。得益于现有的政治意愿和承

诺，很有可能会取得进展。CCA、NAP以及生态

系统-DRR-CCA之间的关系已在国家政策、战略

和计划中得到良好的确立。

相关的阻碍因素包括对自然资源控制的制约、缺

乏财政资源和环境教育、对气候变化风险认识不

足，以及综合发展方案实施中的困难，特别是在

流动的贝都因人社区。此外，还存在一些问题，

如不同的巴勒斯坦机构间任务重叠、不同的传统

知识和文化来源，以及有限的数据可用性等。

案例研究：巴勒斯坦国家适应计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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乍得的NAP包括一个以社区为基础的气候风险管

理项目。它的目标是到2021年确保农场、渔业

社区和小型生产者（特别是目标地区的青少年和

妇女）使用可持续生产系统，帮助满足他们的需

求，将粮食推向市场，并打造一种对气候变化和

其他自然挑战更具恢复力的生活环境。

作为一个萨赫勒国家，乍得人民的所有活动领域

都受到气候变化的不利影响，特别是在农村社

区。近年来，发生了许多极端事件（如洪水、干

旱和野火），而且土地退化也在加剧。该项目的

背景是当地人们的气候风险适应能力有限，因此

该项目提出了各种方法，来加强当地社区适应

气候变化的能力，并且针对气候变化适应制定

财政机制。

该项目的牵头机构是农业部，它将把项目成果纳

入其计划和政策内，并将影响乍得关于气候风险

管理的讨论。同时，环境、水和渔业部、民航和

国家气象部、对抗气候变化理事会、小额信贷私

人机构和民间社会也密切参与了该项目。

该项目令人感兴趣的一个特点是其特别关注性别

问题，加强了妇女对CCA系统的参与。该项目将

为妇女提供定期获得信息和生产贷款的机会。由

于妇女在以社区为基础的生产系统中发挥着重要

的作用，此倡议将使妇女参与实施所有的项目可

交付成果，包括信息获取、信贷和小额保险。有

关气候风险管理的培训模块设计使妇女能够从当

前的CCA和风险管理知识中受益。

金融风险转移机制的推广可以帮助农村家庭减

少损失，提供应对气候冲击的安全保障网，同

时有助于为DRR和CCA的整合提供一种更全面

的方法。

乍得的做法采用的是一种重点关注社区恢复力和能力

建设的国家政策，通过认可和支持妇女在这些社区中

案例研究：乍得国家适应计划

352 （巴勒斯坦国 2016）

作为领导者和主要生产者的角色，来帮助农村家庭应

对直接影响他们的灾害和气候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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菲律宾《减少灾害风险和管理法案》及其体制系

统经常被作为一个说明面临非常严重的自然灾害

（水文气象和地质灾害）的发展中国家高度重视

减少风险的积极例子。相比之下，菲律宾的《气

候变化法案》不太为人所知，该法案旨在通过气

候变化委员会的倡导和技术支持，将气候行动纳

入所有政府部委的主流。这些法律相互参考，以

确保CCA和DRR的协同作用和协调一致，其中还

都包含了性别平等条款和妇女组织的意见。

国家经济和发展管理局已经牵头制定了《将减少

灾害风险纳入发展规划主流的指南》。基于这

份指南的评估结果被用于加强规划过程的所有方

面：愿景、环境规划分析，以及确定发展潜力和

挑战；转化为相应的目标、目的和指标；以及制

定适当的战略和计划、项目和活动。

这两种方法的特点都包括将CCA和DRR纳入每个

地方政府单位编制的综合土地利用规划的主流，

并且作为“重建得更好”方法的一部分。这些计

划界定了特定行政区域的土地用途，也是实现

CCA和DRR主流化的重要切入点之一。

2015年，住房和土地使用委员会与气候变化委

员会共同制定了《将气候和灾害风险纳入综合土

地利用计划的补充指南》，将气候变化考量因素

作为风险评估的一部分纳入进来。这些指南能帮

助地方政府制定气候和灾害风险敏感型综合土地

利用规划和分区条例，来指导土地使用的分配和

监管，从而尽可能地减少甚至防范人口、基础设

施、经济活动和环境产生面对自然灾害和气候变

化的暴露和脆弱性。鉴于气候变化和自然灾害带

来的挑战，土地利用规划和分区流程的改善将可

以加强地方政府实现其可持续发展目标的能力。

菲律宾的例子表明，DRR和CCA的整合可以在国家、

部门、地方各级取得成功，包括知识管理和数据提供

的整合。强烈的政治意愿（部分上是因为极端高风

险的环境）加速了这一进程，同时涉及所有相关行

动者的一个稳固的治理框架为实际的行动和实施提

供了支持。

353 （De Bettencourt等2013）

案例研究：菲律宾国家适应计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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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6步
确立发展方向和 
空间战略

第4步
分析形势

第5步
设定目标和宗旨

第3步
设置愿景

第2步
识别利益相关方

第12步
监测和评估CLUP和

ZO

第10步
审查、通过和批准

CLUP和ZO

第11步
实施CLUP和ZO

第9步
进行公开听证会

第8步
草拟分区条例

第1步
组织

第7步
编制土地利用规划

菲律宾气候与灾害风险评估（CDRA）

第2步
确定致灾因子和气候变化的

潜在影响范围

第3步
开发暴露数据库

第1步
收集和组织气候变化和
致灾因子信息

第6步
总结研究结果

第4步
开展气候变化脆弱性

评估

第5步
进行灾害风险评估

综合土地使用规划

图13.3. 菲律宾将气候和灾害风险评估纳入综合土地利用规划的主流化框架 

（来源：菲律宾住房和土地利用监管委员会政策制定小组，2014）

13.4.5 
其他综合战略和计划

明确的国家立法可以为DRR和CCA的成功整合设定先决条件，并建立协调机制，但是为具有气候和灾害恢复力

的发展工作确定并协调制度安排往往仍然存在困难。这可能是由于制度上的阻力，因为不同的制度在历史上推

动气候变化和DRM议程的资金来源是不同的。353 新出现的经验表明，为了拥有有效的号召力，有关机构应设

在尽可能高的政府级别内。事实上，由于气候和灾害风险会影响多个部门，领导机构需要拥有强大的号召力，

来召集来自多个机构和各级政府以及私营部门和民间社会的决策者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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墨西哥的例子表明，基于对风险的理解，强大的政治

意愿可以促进建立一个有效的治理机制，从而克服能

力差距和有限的预算问题。

除了根据UNFCCC报告架构和GCF定制的NAP之

外，各种收入水平和各种经济发展类型的会员国

还正在将气候和灾害风险作为国家和地方综合政策

和规划流程的一部分来加以应对。例如，在哥斯达

黎加，2017年通过的《国家灾害风险管理政策》

和《国家适应政策》就是在实践社区的参与下制

定的，并且在实施过程中共同承担责任。如第11

章所述，在莫桑比克，《减少灾害风险总体规划

（2017–2030年）》保持与《适应和缓解气候变化

国家战略》以及其他政策文件协调统一。在这两种

墨西哥拥有《2 0 1 2年气候变化一般法》和

《2014–2018年气候变化特别项目》，这是一项

用于确定气候适应和减缓气候变化优先事项的规

划工具。354 通过这些举措，DRR已经被纳入墨

西哥2020–2030年NAP和NDC的制定工作。355 

DRR还通过两个项目（国家水利应急计划和国家

抗旱计划）被纳入了CCA的战略和计划。这些项

目都是由多个机构实施的，由“关注干旱和洪水

的部际委员会”负责协调。

在墨西哥，选择将DRR纳入适应计划的行动

包括：

• 实施水资源储备，以满足环境需求和未来的

供水需求

• 开发用于更好地衡量复杂流域水资源储量范

围和分布的算法

• 干旱早期预警系统（EWS）

• 为农业部门制定风险减少措施，包括干旱

场景

• 河流恢复措施与流域水文-农林复合恢复

• 改善线性基础排水设施的措施

• 洪水预报措施

• 保险推广

• 改进实时的水文气象监测网，并应用洪水和

干旱数值模型

从墨西哥的案例中，我们可以看到在制定和实施

DRR知情的适应战略或计划中存在的部分有利因

素或阻碍因素。联邦政府强有力的政治支持确

保了能够建立包含减少风险组成部分的强有力

的CCA治理机制。综合洪水和干旱管理概念和建

模数据的可用性及其使用，使实质性制定和整

合成为可能。但是，与预算和融资有关的能力

差距（例如，训练有素的人员不足以及监测站

数量较少）是导致各参与机构之间沟通不足的

阻碍因素。

案例研究：墨西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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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况下，国家都为相关战略或计划制定了共同的机

制和指标。

在非洲，纳米比亚已经采取措施，通过《减少灾害风

险和适应气候变化主流化国家战略》（2017–2021）

将DRR和CCA的优先事项整合在一起。其他几个国家

的战略和计划也通过主管部门或协调机制的参与，在

DRR、气候变化、卫生、环境或其他发展目标之间建

立了联系。但是，这种做法似乎太笼统，无法带来具

体的联合行动或互补行动以及具体的实施。一项关于

肯尼亚的研究指出，国家政府和国家干旱管理局在支

持恢复力建设方面的作用是相辅相成的，但几乎没有

证据表明他们正在实践中开展合作。356 

本GAR第11章研究了莫桑比克《2017–2030年减少

灾害风险总体规划》的第4章，其中确定了“国家法

律背景和公共政策”，阐明了与该国的国家发展计

划，2025年议程：国家的愿景与战略、2013–2025

年国家减缓和适应气候变化战略，以及可持续发展目

标之间的关系。此总体规划包含了提升恢复力的很多

行动，包括制定包含减少风险和CCA的教育方法（行

动1.1.3），或制定相关机制，来确保与减少贫困、

农业和农村发展有关的所有计划和项目都考虑到水资

源的获取、环境因素、对水资源可持续使用的贡献等

方面（行动2.3.1）。357 在撰写本文时，莫桑比克正

在受到气旋“伊代”的影响。“伊代”于2019年3月

14日登陆莫桑比克。“伊代”造成的洪水淹没面积

约520平方公里，风速约为160公里/小时，还造成了

广泛的暴风雨破坏，贝拉市尤其严重。初步估计至少

有600人死亡，超过150万人受灾，数十万公顷的农

作物受损。莫桑比克政府于4月16日开始启动灾后需

求评估。“伊代”的巨大危害程度会给任何国家的恢

复力和应对能力带来考验。但是，在适当的时候，对

损失和破坏的根本原因进行事后评估可能指明实现风

险减少存在机会。

除了NAPA之外，尼泊尔还在2011年制定了“地方适

应行动计划的国家框架”。358 实施工作一直都是一

项挑战，但最近，多家政府、非政府和国际机构一直

把重点放在与气候适应有关的活动上，从而提高最脆

弱群体的适应能力。水、医疗、卫生、农业、生物多

样性、粮食安全和营养已被确定为面临气候影响的

最脆弱部门，同时也被作为向当地脆弱群体提供支持

的优先事项。359 其他项目还重点关注了气候智能型

村庄的概念和一种打造地方层面恢复力的综合方法。

巴西在其NAP中直接参考了《仙台框架》。360 荷

兰已经制定了一项将气候变化场景考虑在内的水管

理长期规划愿景，并制定了综合的安全和适应政策

来应对相关风险。其他国家（如法国、西班牙和英

国）与私营部门合作，来基于公私合作伙伴关系建

立保险和风险融资机制，同时瑞士等其他国家通过

建立一个多层级的风险治理系统，来支持与地方政

府的垂直合作。

354 （墨西哥环境与自然资源部 2014）
355 （墨西哥 2016）
356 （Omoyo Nyandiko和Omondi Rakama 2019）
357 （莫桑比克政府向UNDP提供的信息 2017）

358 （尼泊尔环境部 2010）；（尼泊尔森林与环境部 2018）
359 （Dhakal、Wagley和Karki 2018）
360 （巴西环境部 2016）；（Urrutia Vásquez等20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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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5.1 
支持整合统一的区域方法—— 

《太平洋地区具有恢复力的发展框架》

正如关于区域方法的第10.1节和关于政策一致性的第

11.5节所指出的那样，太平洋地区在区域和国家层面

都在引领着在FRDP中实现减少气候和灾害风险与发

展规划相统一的步伐。361  

尽管没有规定，但FRDP建议在区域和国家层面，在

部门或其他群体中适当地由不同的多利益相关方团体

酌情使用优先行动。362 FRDP的实施还得到了“太平

洋恢复力合作伙伴关系”的支持。此合作伙伴关系是

太平洋地区领导人于2017年成立的，初始试验期为

两年。此合作伙伴关系致力于加强协调与协作，与多

利益相关方工作组、支持单位、技术工作组和太平洋

恢复力会议共同合作。

13.5.2 
太平洋国家

考虑到气候相关灾害对太平洋岛屿的重要性，该地区

的许多国家自2010年以来就已经制定了联合国家行

动计划（JNAP），即同时考虑DRM和CCA的行动计

划。这一流程早在2016年FRDP之前就开始了，FRDP

就是在区域层面上从国家实践发展而来的。

JNAP通常都会认识到发展、灾害和气候风险之间的

关系，并且认可环境管理在发展和风险管理中的作

用。363 库克群岛、马绍尔群岛、纽埃岛和汤加代表

了部分已经制定并发布了其JNAP的国家，而瓦努阿

图则选择了通过国家立法和机构重组来整合DRR和

CCA的另一条途径。

太平洋岛屿国家在JNAP和NAP方面采用了两种广泛

的做法。一组国家正在制定明确的NAP，目前正在

通过相关提案和/或计划获取GCF NAP制定资金的支

持（如斐济、图瓦卢和瓦努阿图）。另一组国家将

其JNAP作为他们的NAP（库克群岛、基里巴斯、马

绍尔群岛、瑙鲁、纽埃、帕劳和汤加）。第二组国

家计划利用GCF NAP制定资金，来修订或更新他们

JNAP中的CCA组成部分，以确保全面涵盖NAP的所

有方面。

还有一个国家，萨摩亚正在把它的国家发展战略作为

发展规划、气候变化、DRR、可持续发展目标等方面

的总体规划，将所有问题都放在一起，不针对不同的

问题制定单独的计划。通过国家中期支出框架来协调

各项活动的实施。364 

库克群岛于2016年发布了第二项计划——JNAP2，

涵盖时期为2016–2020年。JNAP2包含9个部门战

略，以确保建设一个安全的、具有恢复力的、可持续

的未来。其目的是加强气候和灾害恢复力，采用部门

13.5 

太平洋地区气候、灾害和发展政策的综合实践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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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61 （SPC 2016）
362 （SPC 2016）
363 （太平洋区域环境规划署秘书处 2013）
364 （萨摩亚 2016）
365 （库克群岛 2016） 

366 （基里巴斯Te Beretitenti办公室 2013）；（基里巴斯 2012）
367  （瓦努阿图 2015）； 
（Jackson、Witt和McNamara 2019）；（UNDP 2019q）

368 （瓦努阿图 2017）

霍尼亚拉海滩碎片 
（来源：UNDDR）

间合作的方式来保护库克群岛的生命、生计、经济、

基础设施、文化和环境资产。前言中提到了《巴黎协

定》和《仙台框架》，并对两者如何为JNAP提供信

息支持进行了介绍。365 

《基里巴斯联合实施计划》（KJIP）也正在更新，

以对其《国家灾害风险管理计划》和《国家气候

变化和适应气候变化框架》作出补充。366除此之

外，KJIP的修订也是对《巴黎协定》中有关性别平

等政策规定的响应。

马绍尔群岛也正在更新其2014–2018年JNAP。该国

已经确定将SDG、《巴黎协定》（连同NDC和NAP）

和《仙台框架》作为其更新JNAP的国家政策背景和

指导原则。该国计划将其《国家恢复力改革框架》与

NAP统一起来，以确保其与资金筹集的适当相关性。

瓦努阿图已经整合了CCA和DRR机构和政策制定流

程。367“气候变化和减少灾害风险国家咨询委员会”

由瓦努阿图气象和地质灾害部和NDMO共同领导，是

瓦努阿图应对气候变化和DRR所有事务的主要政策、

知识和协调中心。此委员会早在正式确定整合CCA和

DRR的新法律出台之前就已经设立了。3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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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3.4. 汤加第2版JNAP的体制安排

（来源：汤加 2018）

汤加是该地区第一个制定2010–2015年JNAP的

国家。汤加在考虑根据HFA以及当时的区域DRM

框架《太平洋减少灾害风险和灾害管理行动框

架》来制定其《灾害风险管理行动计划》时就

开始酝酿制定JNAP了。与此同时，汤加还根据

UNFCCC和《太平洋岛屿气候变化行动框架》制

定了有关气候变化的NAPA。考虑到该群岛的社

区脆弱性和风险状况，因此采用综合的CCA和

DRR方法是有意义的，而且对于能力有限的政府

来说这也是最有效的办法。

汤加和太平洋其他国家的经验帮助为2016年

FRDP铺平了道路。

2016年1月《汤加气候变化政策》获得批准， 

然后开始了对有关气候变化的JNAP 1和DRM 

（2010–2015年）的审查工作，并于2018年5

月批准了到2028年的第二版JNAP。369 第二版

JNAP流程也明确了相关利益相关方的角色，在

一个JNAP工作组的支持下，由气象、能源、信

息、灾害管理、环境、气候变化和通信各部位下

属的气候变化司负责领导。

案例研究：汤加

汤加NCCCC
国家气候变化协调

委员会

汤加议会
气候变化常设委员会

内阁
气候变化内阁委员会

NCCCC和NEMC
CCDRM联席会议

MEIDECC
气候变化部门
JNAP秘书处

捐助者和
发展合作伙伴

私营部门
JNAP实施、MEL和报告

民间社会组织/
非政府组织

JNAP实施、MEL和报告

部委
JNAP实施、MEL和报告

社区
JNAP实施、MEL和报告

NEMC
全国应急管理委员会

INAP技术团队和
非政府组织论坛

跨部门CCDRM工作小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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汤加的案例研究表明，在灾害和气候风险之间存在高

度重叠，并且在与国家发展存在明显联系的情况下，

是有可能实现政策和体制整合的。此案例还表明，如

果政府对JNAP优先事项做出坚定的承诺来，从而吸

引来自发展合作伙伴的长期资源承诺，那么这些政策

的整合可以成为小型政府的一项有效的解决方案。

13.6 

总结 

为气候变化适应与减少灾害风险制定协调一致的

国家政策 

在制定为发展提供支持的战略和计划期间，可以在国

家层面最有效地实现协调统一。CCA和DRR都是足够

灵活的概念，使各国能够根据本国情况和需求来制定

和实施相关计划和战略。

各国如何根据不同的多边协议进行报告和计划制定则

是一个不同的问题；有时，此类要求反而会妨碍政策

的整合统一。国际环境还包括根据各个来源的特殊要

求，在不同的范围内协调来自各方的支持。

369 （汤加 2018）

JNAP被认为是国家在灾害风险和气候风险管理

方面的优先事项摘要。作为针对政府以及非政

府组织及其合作伙伴的一份高规格文件，执行

部委和非政府组织会在他们的项目提案中参考

JNAP，特别是与气候变化相关的项目，这也体

现了这一治理机制的有效性。建立健全的治理安

排和整合方法以及专门的技术资源是汤加取得

成功的关键因素。JNAP秘书处由三人组成，可

以获取相关的人力和财政资源，担任JNAP技术

委员会所确定活动的协调人角色，也被认为对

汤加JNAP的成功协调至关重要。虽然来自发展

合作伙伴的长期外部支持也被认为对确保实施

非常重要，但是这些资源从长期来看可能是不

可持续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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协调国家针对风险全面的技术评估和解决方案 

针对气候变化和灾害的风险评估通常是由不同的小组

开展的，并接受国际上不同协议和机构的支持和指

导。必须认识到，虽然灾害和气候风险存在很大的重

叠部分，但它们也有许多不相一致的地方，这对国家

和地方层面的综合风险治理来说也是一项重要的挑

战。但是，在水文气象风险领域，已经拥有一套可用

的适用工具，其中包括可以应对气候变化适应/减少

风险（无论是计划的还是偶然的）的工具，还包括

管理极端情况和灾害损失的工具。一个国家可以选择

协调CCA/DRR评估的这些方面，但是前提是评估应

涵盖每一种风险的相关维度和时间尺度（从现在一直

到中期和长期）。

然而，正如本GAR第I部分所指出的那样，在依据

《仙台框架》的全面综合的方法中，相关评估和解

决方案还必须考虑非气候相关的自然和人为灾害和

风险（尤其是地球物理和生物、技术和环境灾害和风

险），以及级联和系统性风险，包括可能的气候变化

放大效应。

综合的协调活动——尽量减少复杂性和避免重复 

很多组织已经为NAP技术指南编写了补充材料，从

而为如何促进与其他框架的协同效应提供建议。在

最不发达国家适应专家组的密切合作下，UNDDR和

UNFCCC正在制定一份涵盖DRR问题的补充指南。这

份补充指南将为各国提供在通过NAP来应对DRR和

CCA时在国家层面上更好地协调各项工作的选项。

此外，还有其他一些全球框架和多边协议也涉及应对

CCA和DRR的各种行动。例如，NUA和区域框架（例

如非洲2063）中就拥有可以在国家层面更好地进行

整合的工作领域。还有一个更广泛的综合框架（如

UNFCCC最不发达国家专家组正在制定的NAP-SDG 

iFrame）可能也适合为适应计划的制定和实施提供

支持。

如果拥有强大的领导机会为区域、国家和地方各级的

协调提供保证，则创造协同效应的全球范围的努力通

常都能够成功。由于DRR和CCA是影响许多部门的问

题，孤立的行动很少会取得成功，只有在实施层面打

破壁垒，才能实现真正的协调一致。

将减少灾害风险和适应气候变化纳入财政和预算

工具和框架 

所列举的很多国家案例都说明了充足的能力和资源对

实施的重要性。尽管强有力的治理机制和可获取的风

险信息是实施的必要条件，但是除非将其转化为预算

流程，否则减少风险仍然是一种奢望。我们需要提供

在DRR和CCA之间运作并提供综合财政资源的金融工

具，而不是让机构间对单独资金来源的竞争长期持续

下去。政府和管理部门仍然需要根据这种范式来调整

融资机制。

总体而言，在水文气象灾害风险最为突出、气候变

化影响最为明显的地区，将DRR纳入CCA计划的方法

似乎最为成功。综合方法可能并不适合所有国家，

但是只要有政治意愿，这种方法加速实施的潜力是

巨大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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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1 

《2030年议程》中城市地区和地方层面行动的 

重要性

打造城市的恢复力一直是全球努力的一个主题，也体现在一系列的国际框架内——包括《仙台框架》、

《2030年议程》和《新城市议程》（NUA）——所有这些框架都认识到地方政府和次国家政府开展的城市行

动对打造包容、安全、具有恢复力的、可持续的人类住区方面的重要性。370 在2015年联合国世界减灾大会

（WCDRR）上，地方和次国家政府也承诺采用地方DRR战略和计划、目标、指标和时间框架，如《地方和次

国家政府仙台宣言》所述。本议程认可地方政府在灾害期间作为主要负责当局的作用，并强调需要加强与地方

和次国家政府的国际合作。371 

《2030年议程》还认识到地方层面行动的重要性，特别是通过SDG 11：建设包容、安全、具有恢复力和可持

续的城市和人类住区。SDG 11的目标包括：到2030年，提高具有包容性的、可持续的城市化水平，提升具有

371 （Gencer和UNISDR 2017） 370 （联合国 2015a）

第14章： 
城市地区的 
地方减灾战略和计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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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与性、综合性和可持续性的人类住区的容纳能力；

到2030年，减少灾害（特别是与水有关的灾害）造

成的死亡、受影响人数和直接经济损失，重点关注保

护贫困人口和最脆弱群体；到2020年，根据《仙台

《巴黎协定》也建议地方政府发挥作用。《巴黎协

定》欢迎城市和地方当局做出努力，并邀请他们“加

大努力和行动上的支持，来减少排放和/或打造恢复

力，降低面对气候变化不利影响的脆弱性，并展现出

这些努力。”373  

NUA通过提出在城市地区可实施的行动，将所有这些

框架汇集在一起。特别要指出的是，在其关于“环

境可持续性和韧性城市发展”的章节中，NUA认

识到“世界各地的城市中心，特别是发展中国家的

框架》，在各个层面上通过和实施综合政策和计划来

促进包容性、资源效率、减缓和适应气候变化、灾害

恢复力和整体灾害风险管理，从而大幅增加城市和人

类住区的数量。372  

城市中心，往往都具有使他们及其居民特别容易受

到气候变化和其他自然和人为灾害的不利影响的特

点。”NUA呼吁致力于“加强城市和人类住区恢复

力的国家城市政策，包括通过开发优质的基础设施

和空间规划、采用和实施具有年龄和性别响应性的

综合政策和计划，以及符合《仙台框架》的基于生

态系统的方法。”374 NUA还呼吁在所有政策层级

实现数据知情DRR和管理的主流化，从而减少脆弱

性和风险，并强调了正式和非正式居住区（包括贫

民窟）都存在风险。NUA的一个重要元素是其致力

图14.1. 受灾害影响人口超过75万的城市区域数量（1985–2015年） 

（来源：Gencer和UNDDR 20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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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72 （联合国大会 2015a）
373 （联合国大会 2015b）
374 （联合国 2017b）
375 （联合国 2017b） 

376 （UN-GGIM 2017）
377 （Hardoy、Gencer和Winograd 2018）
378 （Anton等2016）

于“支持家庭、社区、机构和各项服务针对灾害的

影响（包括冲击或潜在压力）做好准备、响应和适

应，并在遭受影响后迅速恢复。”375 

获取相关的地理空间和统计信息也能帮助各国更好地

了解风险和影响，并制定政策，来管理风险和影响。

因此，联合国全球地理空间信息管理专家委员会已经

制定了一项“针对灾害地理空间信息和服务的战略框

架”。376 此方法可以为城市地区和城市提供加强风

险治理的选择，使这些地区能够获得和利用国家层面

产生的地理空间信息，同时将地方信息反馈至国家层

面。这能减轻在提供地理空间信息方面持续存在的挑

战，并加强在危险事件发生之前、期间和之后的知情

决策和监测。

14.2 

地方减灾战略和计划的 

机会和效益 

地方DRR战略要与《仙台框架》完全一致，就必须与

上述所有全球框架一致，并且被相关城市地区或地方

政府（次国家或国家地区政府）纳入其发展议程。会

员国在通过各项2015年后全球协议时确认了 ，采取

地方层面行动来减少当前风险、防止产生新风险和增

强城市恢复力的重要性。然而，现实情况是，国家之

间或国家和地区内部并没有协调一致地进行综合实

施。许多国家的城市政策也没有采用基于系统的方法

来减少城市风险。

将DRR战略纳入城市发展规划的主流面临着特殊的挑

战，但也为可持续发展带来了机遇，具有带来经济效

益的潜力。在地方层面，所感受到的灾害影响是最直

接、最强烈的。灾害经常发生在地方层面，风险经常

在地方层面显现出来；因此，很多减少暴露和脆弱性

的最有效工具都是在地方层面执行的；这些工具包括

土地利用法规和建筑法规的实施，以及对有效的DRR

至关重要的基本环境管理和合规监管。政府和社区

不仅可以在地方层面就DRR进行最佳的交流和合作，

还可以在实施可持续发展和环境管理方面进行交流

和合作。377 

一些研究表明，当在国家或区域政府层面缺乏相关战

略和行动或者行动有限的情况下，地方政府更有可能

制定DRR战略或实施DRR和恢复力建设行动。气候和

发展知识网络对非洲、亚洲以及拉美和加勒比地区的

次国家行动者开展的有关气候适应型发展的一项研究

显示，“各国政府可能在创造有利的条件上扮演着更

加被动的角色，他们制定的法律和政策框架能含蓄地

支持气候适应型发展或者至少不会破坏这种发展就不

错了。”378 国家和次国家政府对于关键的法规，不

仅要制定，并且要不断升级、执行并激励其生效，例

如建筑和洪水风险标准，这仍然是至关重要的一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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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看到各级政府之间富有成效的相互影响。例如，

对美国过去二十年的DRM和恢复力打造工作进行的

审查发现，存在多级政府“是一种有效的安全防范措

施，以防任何单个政府不愿意开展保护性风险管理或

气候恢复力建设。”在州和地区层面缺乏政治意愿的

地方，联邦层面的支持与私营部门倡议以及慈善基金

会相结合，可能使有关工作取得宝贵的进展，尽管 

“已经证明美国的气候恢复力建设行动在城市行政层

面最为有效。”379 

地方层面的成功倡议可以影响区域甚至国家层

面的行动，从而产生受原始项目启发的第二或

第三波倡议。 3 8 0  美国国际开发署（U S A I D）在

拉美城市非正式居住区的“邻里方法”项目评

估人员注意到，U S A I D资助的一些地方项目在

不同层面上产生了乘数效应。例如：非政府组

织仁人家园（Habitat for Humanity）在牙买加

确立的土地保有权战略打算拓展到全国范围，

同时让其他民间社会组织和机构参与进来；

秘鲁用于土地利用管理和D R R的造林战略在国

际上获得F A O的认可，也是一种良好的实践方

法；在哥伦比亚，“邻里方法”项目拓展至

城市社区，已经成为市政D R R方法扩大后的一 

部分。381 

灾害事件可以触发地方层面的DRR行动，为恢复力建

设提供“时机之窗”。上述“邻里方法”项目已经观

察到，2017年在秘鲁北部由厄尔尼诺引发的多次紧

急情况实际上促进了地方当局提升灾害风险意识的进

程。382对印度邦层级的DRM活动也开展了类似的评

估，发现“少数遭遇特大灾害的邦已经从灾难中吸

取教训，并且制定了应对灾害的制度和流程”；然

而，“还有一些面临重大灾害的邦没有那么积极主动

地把挑战转化为机遇。”383 因此，还存在很多其他

的触发因素和益处，来促成地方政府将DRR和恢复力

作为其发展议程的一部分。

减少灾害风险和增强恢复力可以提升领导人功绩，加

强人们对地方政治结构和权力的信任及其正统性，同

时帮助产生权力下放和资源优化的机会。在减少灾

害损失和保持经济增长的同时，推动产生社会文化收

益，可以为投资者带来更积极的保证。发展具有平衡

生态系统，更好的城市规划和设计，以及公民积极参

与的更宜居社区，可以为城市治理创造一个成功的平

台。最后，随着可以获取越来越多的致力于DRR的城市

和的合作伙伴的案例，相关知识库的发展扩大可以借

助交流实践方法、工具和专业知识来提升恢复力。384 

一个着重介绍成功的协作网络的基本因素及其与打

造新西兰恢复力网络的相关性的研究项目，突显了

全球网络在分享知识和资源方面的重要性。通过评估

新西兰七大城市的恢复力水平发现，更大、更有活力

的新西兰城市（其中包括“洛克菲勒100座韧性城市

项目”中的两座会员城市）都是“良好的风险知情城

市，拥有恢复力计划，优先实施与提升恢复力有关

的项目，并且可以获取所需的资金、人力和其他资

源。”385 该研究还指出，其他小城市拥有更分散的

恢复力倡议，其中一些被评为“稳健和有效的”。386 

这再次表明采取灵活的、针对具体情况的方法来减少

当地风险的重要性，特别是在当地能力有限和资源稀

少的情况下。这些经验可以转移至发展中国家的城市

情境中，这些城市可能需要一种更实际的适应性方法

才能取得成果，而不是假设复杂的集中规划和战略流

程就是最佳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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险场景

3.增强提升恢复力所需的财政能力

4.追求韧性城市发展和设计

5.保护自然缓冲因素，增强自然资本提供的保护功能

6.加强有助于提升恢复力的机构能力

7.了解并加强有助于提升恢复力的社会能力

8.增加基础设施的恢复力

9.确保有效的灾害响应

10.加快恢复并重建得更好

379 （Gencer和Rhodes 2018）
380 （Sarmiento等2019） 
381 （Sarmiento等2019） 
382 （Sarmiento等2019）
383 （Chakrabarti 2019）

384 （UNISDR 2012）
385 （Elkhidir、Wilkinson和Mannakkara 2019）
386 （Elkhidir、Wilkinson和Mannakkara 2019）
387 （UNISDR 2018b）

打造城市恢复力项目分析——一个例子

在通过“打造城市恢复力”（MCR）运动的10大基本要点之后，UNDDR与合作伙伴还制定了一份“灾害恢复

力记分卡”。其目的是支持城市评估他们的恢复力，并促进制定地方DRR战略。对169个MCR运动城市的记分

卡进行分析后发现，基本要点4：追求韧性城市发展和设计取得的进展最大，此项基本要点包括风险知情城市

规划和设计、土地利用规划和管理、制定和执行建筑规范。在这169个城市中，51个来自亚洲，48个来自非

洲，50个来自美洲，20个来自阿拉伯地区。387  

图14.2. 用于制定地方DRR战略和计划的MCR运动10大基本要点

（来源：UNDRR 20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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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计划/未遵循

全面综合的DRR计划，
全面遵循《仙台框架》，
涵盖所有十个基本要点

整
体

亚
洲

非
洲

美
洲

阿
拉
伯
国
家

部分遵循《仙台框架》的计划，
涵盖其中一部分基本要点

独立的DRR计划，
符合《仙台框架》要求，
应对所有十个基本要点

分析还发现，基本要点3：增强用于恢复力建设的财

政能力在这些地区得分最低；财政拨款并不鼓励地

方政府将DRR纳入其规划和实施——“对大多数城

市来说，为DRR获取大量的预算都是一项严峻的挑

战。”388 尽管存在此类预算限制，但是此项研究包

含的地方政府中有85%拥有全面符合或部分符合《仙

台框架》的计划，并涵盖了10个MCR基本要点中的

部分要点。然而，只有12%的地方政府根据《仙台框

架》实施了全面综合的DRR计划，囊括所有的10个

基本要点；15%的地方政府根本没有任何计划（见图

14.3）。问题仍然在于在预算很少或没有预算的情况

下是否能实施这些计划，或者，如果没有来自国家或

地方城市收入的大量财政拨款，这些计划是否仍能

进展下去。

388 （Amaratunga等2019） 389 （Gencer和UNISDR 2017）

图14.3. MCR运动中169个城市报告的地方DRR计划的状态

（来源：UNDRR 20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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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Gencer和UNDDR 2017）

14.3 

地方减少灾害风险战略和 

计划的设计、制定和实施 

挑战 

如上述分析所示，拥有完全符合《仙台框架》和

MCR运动十大基本要点的DRR计划的城市所占比例

仍然很低。原因之一是，对许多地方政府来说，获取

有关DRR的明确授权仍然是一项挑战。国家和地方当

局之间的权力下放和风险治理的垂直整合仍然非常有

限。此外，缺乏改善灾害相关决策质量的工具也会加

剧这种情况；例如，用于系统分析（模拟、优化和多

目标分析）的工具。负责城市地区管理的官员需要完

整、全面地了解受灾地区和邻近地区的物理系统动态

情况。同样，需要对于控制人类（人和经济）和自然

（水、土地和空气）系统之间相互作用的变量进行

深入研究，特别是对建筑环境（建筑物、道路、桥梁

等）进行深入研究。

在地方政府为开展十大基本要点相关活动所拥有的权

力、能力和责任水平方面，只有46.7%的受调查政府

拥有充分的权力和能力来开展在地方层面确定的13

项DRR行动（见框14.1），39.7%拥有部分权力（有

限的权力，或分布在其他机构内），以及13.5%没有

权力开展这些行动。389在许多情况下，地方政府只拥

有部分或者根本没有制定城市愿景或战略规划的责

任；十分之一的被评估地方政府不承担任何责任，而

是由多个机构分担责任。

a. 制定一个包含恢复力概念的城市愿景或战

略计划

b. 为DRR确立单一协调人

c. 开展多灾种风险分析 

d. 为恢复力建设制定财政计划 

e. 根据最新的风险信息制定和更新城市规划

f. 更新建筑规范和标准，并强制执行 

g. 通过保护、保存和恢复生态系统来打造恢

复力 

h. 通过制定关键基础设施计划或战略来打造

恢复力 

i. 加强机构的恢复力 

j. 识别并加强社会的恢复力 

k. 制定灾害管理和/或应急响应计划和规程 

l. 建立或确保与早期预警系统（EWS）的关联 

m. 制定灾后恢复和重建战略，确保重建得更好 

框14.1. 能显示地方政府权力和能力的DRR行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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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同承担制定城市愿景或战略规划的责任并不罕见。

例如：在仙台市（日本），国家政府和县政府共同承

担城市愿景和规划的责任；在马卡蒂市（菲律宾马

尼拉大都市区），地方当局、大都市机构和国家政府

机构共同负责规划和发展；在洪都拉斯和委内瑞拉，

中央政府是负责制定城市愿景或战略规划的主要机

构。390 从政府的角度来看，可能会出现地方层面权

力不足的情况，正如《城市气候变化研究网络第二次

气候变化和城市评估报告》所强调的那样，这份报告

即使地方政府拥有制定DRR战略或管理风险的相关权

力，但有限的能力和资源也会阻碍实施。例如，他们

经常缺乏更新和强制执行建筑法规以及进行多灾种风

险分析的能力。392 次国家当局开展的气候适应性发

展行动也面临着类似的问题，“在次国家层面应对气

指出在国家政策和城市政府需求方面存在着重要的差

距，尤其是在小国家，这些国家采取干预措施的权利

大多在国家层面。391  

图14.4根据同一项研究，显示了地方政府在DRR方面

的总体权力、能力和责任，表明规划DRR的权力（甚

至是实施必要行动的法律权力）与用于实施的资源和

能力并不匹配。

候相关挑战的政治和财政权力、资源和能力与实际的

权力、资源和能力之间往往存在差距”。这通常是由

于部分权力下放或权力下放不明确、缺乏明确的授权

或垂直整合造成的。393  

图14.4. 地方政府的DRR权力、能力和责任（完全权力、能力和/或责任的百分比%）

（来源：Gencer和UNDDR 20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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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90 （Gencer和UNISDR 2017） 
391 （Gencer等2018）
392 （Gencer等2018） 
393 （Anton等2016） 
394 （Anton等2016） 
395 （Anton等2016）
396 （Hardoy、Winograd和Gencer 2019）

397 （Hardoy、Winograd和Gencer 2019） 
398 （Hardoy、Winograd和Gencer 2019）
399 （Gencer等2018）
400 （Anton等2016）
401 （Gencer等2018） 
402  （Hardoy、Winograd和Gencer 2019）；（Anton等2016）；
（Gencer等2018）；（Maurizi等2019）

作为长期存在的市政活动的一部分，许多地方政府确

实拥有采取具体DRR行动的明确权力，例如制定城市

规划。然而，对于传统上由环境、区域或次国家当局

负责的生态系统保护和恢复等活动，地方政府的法律

权力往往是有限的。394  

因此，横向和纵向机构和部门壁垒之间缺乏协调可能

会加剧地方政府在积极开展DRR和恢复力建设方面的

权力限制。这种协调对于应对跨越行政和系统边界的

风险（例如环境风险）特别重要，因为有效的合作是

必不可少的。395 从本质上讲，应对城市风险需要一

种风险治理的系统性思维方法。这对大多数国家和地

方行政当局来说都是一项挑战，因为它需要新的方法

和工具来支持垂直和跨部门整合。

协调不足和交互式利益相关方合作伙伴关系可能会阻

碍地方政府获取知识和开展管理。一个关于拉丁美洲

三座城市的“针对具气候恢复力发展的参与性决策”

项目发现，这三座城市都拥有可用的足够信息和数

据，来开始开展脆弱性和风险评估，这与之前的假设

相反。他们所面临的挑战在于这些信息由不同的行动

者持有——政府办公室、学术和研究中心以及国际组

织-——因此难以获取这些数据和信息。396 相互冲突

的数据核查制度和往往不兼容的格式都导致机构和行

动者之间难以共享信息。因此，地方政府无法获得产

生和处理他们所需信息的技术能力。397 除了信息缺

口之外，地方DRR行动的其他障碍还包括缺乏技术能

力和培训，以及难以组建具有适当决策影响力的技术

政治团队。398  

预算限制是地方DRR和气候适应行动面临的最大

挑战。要克服这一障碍，重要的是要能够在各种

情景下证明事前开展DRR行动是对稀缺资源的更好

利用，而非在遭受破坏和损失之后再采取响应措

施。399在没有国家政府支持的情况下调动私人资金

仍然是中小规模次国家实体面临的主要挑战。400 能

够减少风险和提高适应能力的投资往往没有得到优

先考虑，而且效益可能在随后的阶段才会显现出

来，因此会被严重低估。401 制定包括DRR在内的国

家和地方城市政策对长期的经济发展的成功、城市

竞争力和恢复力至关重要。但是，短期的任务以及

经常性选举、政治议程的最后期限和日常管理的紧

迫性都会妨碍这种长期的系统思维。通常导致的必

然结果是缺乏有助于加强技术和专业能力的投资，

而且未能在韧性城市发展规划所要求的较长时间框

架内进行规划和开展工作。4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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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3.1 
灾害风险知情的城市愿景与可持续增长战略

通常是在重大灾害事件发生后，城市才会有采取DRR方法的动力，就像飓风桑迪过后纽约市的情况一样。

纽约市的愿景为追求可持续性、气候适应和恢复力采取协调一致的综合方法提供了基础，并且为实施具体的战

略和倡议提供了路线图。

2013年，飓风桑迪过后，纽约市发布了《PlaNYC：

一个更强大、更具恢复力的纽约》，其中记录了

从桑迪飓风中吸取的教训，并制定了一项“重建

得更好”的战略，并实现针对气候变化影响的恢

复力，包括应对来自海平面上升和极端天气事件

的风险。4032015年，纽约市发布了最新的城市

愿景文件《OneNYC计划：打造一个强大而公正

的纽约市》，此计划是与“洛克菲勒100座韧性

城市”项目合作制定的。OneNYC计划以“可持

续性”为基石，表示纽约市将成为世界上最具可

持续性的大城市，并将成为应对气候变化方面的

全球领导者。此计划还提到了“恢复力”，即确

保纽约市的社区、经济和公共服务能够经受住

气候变化和其他21世纪威胁的影响，并且变得

更加强大。

在成为韧性城市的愿景中，纽约市已经在社

区恢复力方面取得了重大进展。自2015年以

来，此计划已经支持了社区以及以信仰为基础

案例研究：纽约市 

的组织和小企业开展恢复力和备灾规划，并在

所有五个行政区内鼓励志愿者和公民参与，来

应对热浪和气温上升带来的风险。此计划向小

企业提供培训、技术评估和备灾赠款，来增强

他们的恢复力。在建筑恢复力方面，自飓风桑

迪以来，这座城市在通过一种多层次方法让现

有建筑适应不断变化的气候风险方面处于引领

地位，包括升级家庭住宅和多户建筑的实体系

统、修改分区和土地使用政策、与联邦紧急事

务管理局（FEMA）合作制作更精确的地图，

以及为业主提供有关气候风险和缓解选项的教

育。纽约市继续应对飓风桑迪对其基础设施的

影响，保护其电力、交通和水利系统，同时还

在通过具有恢复力的设计来应对新兴风险，例

如极端降雨。自2015年以来，纽约市还推进

了许多海防工程。通过与社区利益相关方的协

调，纽约市寻求提供最先进的洪水风险缓解解

决方案，将其整合到社区的城市结构中，并在

可能的地方提供娱乐空间等附带效益。

396 第 14章



14.3.2 
在不同地区制定减少灾害风险战略所面临的挑战和 

机遇

说到城市，这个主题涉及广泛的不同特征。这些特征

包括行政限制、人口规模、密度、相邻的城市地区

及其社会经济联系、治理机制和资源。对于众多的

2015年后DRR议程，《仙台框架》、NUA、《巴黎

协定》或SDG中并没有特定的方法来考虑各种不同城

市和城市环境中存在的不同的条件。对NUA来说，风

险管理机制考虑了城市的收入水平（高低），但没有

考虑城市的类型或城市规模及其人口对风险管理的影

响。然而，对于那些中小城市规模稳步增长的发展中

国家来说，这些都是至关重要的条件。404 

根据2018年《世界城市》报告，世界上绝大多数城

市的人口不足500万。其中，598个城市的人口在50

万至100万之间；467个城市的人口在100万到500万

之间；48个城市的人口在500万至1000万之间；33

个城市拥有超过1000万居民（特大城市）。预计到

2030年这些数字将出现大幅增长：710个城市的居

民人口预计在50万至100万之间；597个城市的人口

在100万至500万之间；66个城市的人口在500万至

1000万之间，其中13个位于亚洲，10个位于非洲。

403 （Gencer和UNISDR 2017）；（纽约市 2011）；（纽约市 2018）
404 （Garschagen等2018） 

摩加迪沙的景色 
（来源：MDOGAN/Shutterstoc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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居民人口在1000万以上的城市数量预计将增加到43

个。405  

为了理解制定DRR战略所面临的挑战和机遇，认识全

球各地城市环境特征的显著差异也很重要。例如，在

阿拉伯和北非地区，人口超过100万的大型聚集点的

数量正在增加。预计到2030年，这一数字将达到18

个，占该地区1.28亿总人口的24%。406 此地区的城市

情境以及相关的脆弱性和风险是由这个地区所特有

的人口、社会政治和经济发展特点决定的。这些特点

包括难民和移民流动的增加；该地区拥有全球最多的

国内流离失所者，达1730万人。整体来看，城市贫

民窟并不是阿拉伯和北非地区的一个重要特征，但北

非的部分国家拥有很高比例的非正式居住区。例如，

在苏丹，生活在贫困的非正式居住区的人口比例为

91.6%，毛里塔尼亚为79.7%，索马里为78.6%。407 

阿拉伯和北非地区的许多城市面临着水文气象和地球

物理灾害。不断变化的风险状况的复杂性在沿海地区

表现得最为明显，这些地区特别容易受到洪水以及地

震和气候风险的影响。由于极度干旱的条件，该地区

还是最容易受到气候变化影响的地区之一，使城市面

临缺水和极端高温的风险。在这些复杂的情况下，通

过制定战略和计划来减少阿拉伯和北非地区城市的风

险，打造恢复力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重要。

人们对25个阿拉伯地区城市的恢复力评估进行了一

项比较分析，确定了相关趋势，并研究了在阿拉伯

地区地方层面实施《仙台框架》所面临的挑战和机

遇。408 在参与此项研究的25个城市中，有18个城市

（72%）已经拥有部分符合《仙台框架》并涵盖十个

基本要点中部分要点的城市总体规划或相关战略。然

而，研究还发现，“人道主义危机和灾害的潜在风险

正在挑战阿拉伯地区建立恢复力的进程，同时在该地

区在面对气候变化、冲突和流离失所问题时也缺乏应

对能力。”409 

在阿拉伯和北非地区制定DRR战略和计划的另一个障

碍是缺乏灾害相关数据。最近的一项评估显示，涵盖

整个城市的致灾因子危险性地图往往有限或根本不存

在，同时对风险评估的更新很少，而且缺乏明确的多

灾种组成部分。410 这一挑战通常与灾害风险治理有

关，因为法律框架不要求维护和更新灾害数据。考

虑到该地区复杂的风险环境，最重要的是城市DRR战

略要基于可靠的风险信息，这样才能确保针对风险最

大的人口和资产优先实施相关措施。如果要成功实现

现有的城市总体规划，相关城市必须在近期内解决

这些挑战。

405 （UN DESA 2018a）
406 （Eltinay和Harvey 2019）；（UNDP 2018d）
407 （UNDP 2018d）
408 （Eltinay和Harvey 2019）
409 （Eltinay和Harvey 2019）
410 （Eltinay和Harvey 2019）

411  （基于联合国人居署城市恢复力概况项目信息的案例研究；
联合国人居署，无日期）

412  （莫桑比克 2010）；（Instituto Nacional de Estadística 
2019）

413 （联合国新闻 20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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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3.3 
协同、综合和整体的恢复力建设 

地方政府部门无法独自有效地开展恢复力建设。在莫桑比克马普托开展的进程表明，广泛的利益相关方和跨部

门参与能让所有人受益。

莫桑比克正在经历一个迅速的城市化进程。411 

该国有32%的人口可以被认为居住在“城市地

区”，到2020年这一比例预计将上升至37%。

到2025年，莫桑比克预计将成为撒哈拉以南非

洲第四大城市化国家，城市居民占50%。莫桑比

克国家统计局的数据显示，首都马普托的人口

超过127.3万。这给地方政府提供基本服务和食

物以及改善城市基础设施的努力带来了巨大的挑

战，也带来了巨大的脆弱性和风险暴露。412 

马普托是莫桑比克最大的城市，也是该国主要的

金融、企业和商业中心。这座城市位于马普托湾

西岸，靠近莫桑比克、南非和艾史瓦帝尼（前称

斯威士兰）的三国边界。由于其地理位置，这座

城市对自然灾害（尤其是洪水和气旋）的暴露很

高，而且随着气候变化导致海平面上升，预计这

一状况还会进一步恶化。马普托很幸运地逃过了

2019年3月气旋“伊代”造成的损失和破坏，当

时气旋“伊代”席卷了贝拉市及其西部广大区

域，让这座城市及其周边地区的脆弱性显露无遗

（参见第13.4.5节）。413  

降雨模式的改变和河流流量的减少预计将导致

土壤水补给和可用地表水的减少。在总人口

中，70%居住在非正式居住区，这造成了巨大的

城市挑战，同时经济危机和失业还会造成广泛

的、根深蒂固的脆弱性。

2010年，世界银行和国家灾害管理研究所将马

普托市列为莫桑比克最容易发生灾害的城市之

一。自此之后，市政当局与国际倡议和项目开展

合作，更好地了解和应对城市中的各种冲击、压

力和挑战，特别是与气候变化有关的。最主要倡

议之一是“城市韧性绘制工具”（CRPT），此倡

议于2017年推出，并将持续至2019年。此倡议

的目标是通过深入的数据收集、恢复力分析、关

键行动方的识别以及制定优先行动事项，来更好

地了解城市灾害及其对居民和城市功能的影响。

通过C R P T提供的指标，马普托已经能够根据

恢复力基线对其数据进行分析研究。分析的结

果是拥有了一份这座城市自己的“恢复力概

述”，其中重点给出了这座城市的脆弱性、风

险、数据缺口和能力瓶颈。在马普托，初步分

析表明，传染病和流行病（如疟疾）、自然灾

害风险（如热浪、洪水、干旱和热带气旋），

以及环境风险（如海岸侵蚀）是这座城市最紧

迫的问题。尽管这些风险对这座城市来说可能

案例研究：莫桑比克马普托

399



用多利益相关方和跨部门流程，由此产生的灾害恢复

力政策将更容易被纳入现有的城市发展战略，而且也

更容易得到实施。

马普托建设城市恢复力的方法正在进行中，但高度参

与性的流程为新政策提供了坚实的基础，并且成功地

为地方政府吸引了资源和其他必要的支持。得益于采

马普托的景色 
（来源：hbpro/shutterstock.com）

不是“新”的，但通过CRPT，他们拥有了一个

支持开展行动的证据基础，同时可以深入了解

压力点、压力源以及应该能够推动转型和可持

续变革的关键行动者。

通过在制定名为“恢复力行动”的政策方面提

供强有力的指导和援助，CRPT流程正在为地方

政府吸引资源和其他支持，来改善决策，并为

长期的、以恢复力为基础的可持续城市发展做

出贡献。

为了在整个实施过程中都让利益相关方参与进

来，“恢复力行动”将通过城市官员与相关利益

相关方之间的对话来最终敲定。此外，数据收

集、分析和诊断阶段也考虑了城市中正在开展的

计划、政策和项目，因此由此产生的马普托“恢

复力行动”将更容易被纳入现有的城市发展战

略，而不是一项孤立的、无法与城市中的其他倡

议联手的恢复力行动计划。此流程支持与“基于

生态系统的适应计划”、“都市交通项目”以及

目前正在市政层面制定的其他相关新政策、计划

和协议整合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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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4 

制定和实施地方减灾战略和计划的有利因素 

前一节指出成功设计、制定和实施城市DRR战略和计划的最重要潜在因素之一是良好的风险治理。具有明确授

权和必要权力的地方政府做出承诺是地方层面DRR行动的第一步。然而，城市风险治理是一个比仅仅有必要的

立法和制度更为复杂的问题，更需要广泛的参与，才能有效实施。

城市层级的风险治理要促使DRR的利益相关方在各个

层面参与进来，从决策一直到设计和实施，而且还

需要考虑正式和非正式的城市情境。这有助于地方

层面的DRR行动取得成功，也有助于在城市地区制

定和实施地方DRR战略和计划。这种城市风险治理与

《2030年议程》是一致的，因为它有助于实现具有

包容性的可持续城市发展。

制定、设计和实施DRR战略的一个有利因素是能获得

足够的信息、资源以及处理风险相关信息的技术能

力，并将这些信息纳入风险评估和风险知情发展规划

的主流。虽然地方政府层级的能力往往非常有限，但

是他们可以通过利用私营部门、学术和研究组织以及

民间社会的资源来加强这些能力，只要这些资源的数

据是循证的，而且采用易于地方政府使用的精简格

式。风险信息需要通过“参与性，包容性的方法来

生成，改进和管理”，包括与风险相关的地理空间

信息，而且所有参与DRM工作的实体都应该使用这

些信息。414 

在城市地区成功制定和实施地方DRR战略和计划的另

一个关键因素是该地区规划机构和规范的能力水平。

将DRR纳入城市发展计划的主流离不开规划的作用。

对USAID在拉美非正式居住区开展的“邻里方法”项

目进行的上述研究发现，地方政府拥有最能促进跨部

门融合和将DRR实践方法纳入城市发展主流的更综合

的促进城市发展的能力。415 

各种类型和规模的城市计划（从区域规划到土地使用

分区）都可以帮助保护环境敏感地区，从而提高恢复

力。这些计划可以：通过规划更好的基础设施和创建

开放空间来减少灾害风险；通过在适当地点安置的住

房和其他关键服务来减少脆弱性；通过确保对能源的

最佳利用和减少温室气体排放来减缓气候变化；通过

确保升级和改造规划不良和建造不当的居住区来提高

恢复力，这些举措最好能采用参与性流程，这样可以

确保有效实施和可持续性。416 此外，对创新型规划

和设计理念（例如，城市绿色增长战略、以公交主导

的设计、创造性开放公共空间开发，以及使用绿色和

414 （UN-GGIM 2017） 415 （Sarmiento等20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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蓝色基础设施）的考量也可以帮助降低城市地区的风

险，同时提高生活条件，推动城市迈向具有恢复力的

可持续发展。417 

中国的“海绵城市计划”就是一个例子，该计划通过

使用生态基础设施，来构建降低洪水风险、节约用

水、改善水质和减少热岛效应的方法。通过保护和恢

复坚硬不透水表面上的绿色空间，减少了地表径流

量，同时也降低了白天和夜间的温度。此举还能带来

文化、生态和健康方面的益处，这些都有助于建立社

区的恢复力。418  

实施风险敏感型规划可以帮助减少已存在的非正式居

住区和贫民窟的风险，为所有收入群体提供适宜的住

房用地也可以减少非正式居住区的增长。鉴于很多快

速城市化的城市中都存在非正式居住区，如果无法立

即提供合适的土地、基础设施和服务来满足因为农村

贫困或因为冲突和危机而迁徙过来的人口的需求，那

么采用参与式贫民窟升级实践方法可能是这些地区开

展DRR和恢复力建设的先决条件。419 

在城市地区实施地方DRR战略的一个有利因素是，在

系统和系统风险建模的帮助下，加强对新兴风险的理

解，从而可以在从社区到城市和地区层级的地方DRR

战略和规划中制定出针对具体情境的方法。作为国家

城市政策的一部分，这些方法必须通过执行和更新国

家法规和标准得到支持。

416 （Johnson等2015）
417 （Bendimerad等2015）
418 （Lenth 2016）

419 （Bendimerad等2015）
420  （Hardoy、Winograd和Gencer 2019）；（Hardoy、Gencer

和Winograd 2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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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4.1 
制定具有气候变化恢复力和包容性的参与式城市发展战略

具有气候变化恢复力和包容性的城市发展需要政府、社区和私营部门行动者的参与，这样才能有效地管理灾

害风险，应对城市中的治理问题，阿根廷圣多美的情况就是如此。

圣多美是一个发展迅速的拉美中小城市。这座城

市容易受到自然灾害和气候变化的影响，正在

努力实施具有气候恢复力和包容性的城市发展计

划，来增强其恢复力。420 

圣多美位于圣塔菲省，是阿根廷圣塔菲大都市区

的一部分。过去十年间，这座城市经历了12%的

人口快速增长，几乎是全省平均速度的两倍，预

计到2025年，增长速度还会进一步提升。由于

地处萨拉多河口，该市容易发生洪水；暴露最高

的是这座城市中的非正式居住区。这座城市已经

发展了一个防御和水泵系统，但是在防护方面已

经达到此系统的极限。没有充分风险规划的城市

增长以及不充足的基础设施和服务都在导致城市

灾害风险的增加。

包括地方政府代表、水利工程师、公共工程和服

务官员、城市规划、社会发展、卫生和环境以

及民间社会组织在内的多元化行动者团体认为有

必要开发一个风险信息系统，并改善地方行动者

之间的交流。他们还建议在城市规划过程中以及

在基础设施和服务的扩展和完成过程中都推进

DRM计划，从而减少风险。

采取的优先行动范围广泛。这些优先行动包

括：加强固体废物收集系统，以减少排水沟堵

塞和环境风险；为地方行动者提供有关DRM、

气候变化和恢复力问题的教育运动和能力建

设；改善防洪基础设施、城市交通、水利基础

设施和水资源管理，并在现有规范的基础上纳

入绿色基础设施选项。

案例研究：阿根廷圣多美 

市风险方面，采用广泛利益相关方参与方法的重要

性。此方法涉及一系列利益相关方，包括地方和国家

政府、民间社会、科学和技术专家、社区和学生，以

及各种实施活动，包括参与性风险测绘、利用地理空

间数据和公共教育。

圣多美的案例突出表明，在采取以系统为基础的方法

来制定和实施综合城市恢复力计划时，可能需要多样

性的行动者和活动范围。

在第III部分之前对坦桑尼亚达累斯萨拉姆的案例研究

也突出了在应对一系列跨部门、层级和时间尺度的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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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4.2 
采用多尺度、多层次的整体方法，通过模型缩放，来促进地方的恢复力建设和可持续发展 

对提升城市恢复力的支持也可以从省级开始，如意大利波坦察省案例所示。

波坦察省的例子及其《省级区域协调总体规划》的制

定证明，在一个地区内面临共同风险和挑战的众多城

市使用各种创新方法（例如，集群化、将省级模型缩

小至城市层级），也能够提升资源效率，开展共同的

能力建设。

波坦察省是意大利的一个超级城市层级和次地区

层级的地方当局。该省领土内包含100个市，而

且暴露在各种自然和技术致灾因子下。421 2013

年，坦察省制定了“#weResilient”战略，致力

于通过囊括环境可持续性、地域安全和气候变化

应对政策的结构性组合方式，来实现当地发展。

“#weResilient”战略的一个里程碑是《省级区

域协调总体规划（2013年）》的制定。这份计

划已经作为一份指导和应对省级区域发展治理问

题的重要文件下发至社区，同时这也是一件分析

需求和推动地方政策选择应对方法的“结构性”

工具。这份计划具有广域战略性观点，采取多尺

度、多层次的整体方法。一个新的地区治理概念

已经出台，其中包括将灾害和气候变化“恢复

力”结构性地纳入地区发展政策，并且通过地方

和城市层面的具体行动来进行实施。

“#weResilient”实施战略的一个基本方面是让

社区积极参与地区政策的当地决策流程，并且

为市政当局提供协助和支持。这能确保特定的

城市/地方战略和行动被纳入“#weResilient”

有关可持续的、具有恢复力的地区发展的总体

框架内。

签署加入此项计划的市政当局都致力于将重点更

加突出的可持续发展和社区恢复力纳入城市规划

和相关行动内，也包括其他的相关部门。通过对

波坦察省提出的模型进行降尺度分析，并在此模

型的支持下，这些城市正在当地实施一种多利益

相关方的方法。此方法的基础是代表不同专业和

社会类别的地方机构、组织和协会的积极参与，

因此要向他们提供成为减少灾害风险驱动力的机

会。这些城市还与来自各个部门的关键社区行动

者们一起参加集群化流程。他们还研究社会类别

的概念，试验使用具体的计划/行动，把不同的

社会群体转变为制定和实施安全的、可持续的城

市政策的一股力量。通过采用这些不同的技术，

此方法通过地方参与来产生自下而上运作的城市

规划新模式。

案例研究：意大利波坦察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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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5
 

总结 

正如《仙台框架》、《2030议程》、《巴黎协定》

和NUA所指出的那样，鉴于城市风险的复杂性和动

态性，特别是在目前预测会经历快速城市增长的发展

中国家，关注城市地区和地方层面的行动不仅非常迫

切，而且对打造具有包容性、恢复力和可持续性的社

区至关重要。这些全球框架突出了城市减少风险行动

以及制定相关战略和政策的重要性。它们反映出会员

国已经明确地认识到，如果没有风险知情规划，人们

生命将处于危险之中，资产将暴露在外，发展成果将

会丧失，而且城市地区的这些风险尤其严重。目前，

世界上有一半以上的人口生活在城市环境中，这一数

字预计在未来几十年还将大幅增长。在制定解决方案

时，如果没有对跨学科、多风险评估和以系统为基础

的方法做出适当的承诺，就进行无规划的城市发展，

可能会导致面对现有风险和新风险的脆弱性以及暴露

严重增加。

各国政府都拥有充分的社会经济和生态方面的理由来

制定国家城市政策，其中包括支持在城市地区制定和

实施国家和地方的减少风险战略和计划。制定和实施

地方和城市DRR战略符合地方当局的利益，除了根据

不同情境的特定益处外，还能基于对地方政治结构和

当局的信任及其合法性产生领导层的政治功绩，从而

让民间社会、私营部门、科学和技术机构以及发展合

作伙伴继续参与下去。地方和城市DRR战略可以保障

社会文化收益，促进社会平等（包括性别平等），大

幅减少损失并维持经济活动，同时向投资者保证环境

是安全可靠的。

地方战略还能为分散能力和优化通常比较稀缺的资源

提供机会。如前文所述，资源和能力有限的城市往往

会忽视风险，但一旦被迫面对灾害的后果，他们可

能会开始应对风险。正如经常观察到的那样，灾后恢

复也可以为在未来的发展过程中综合减少风险提供机

会，因为政府可能利用这些情况作为“加深对风险

的理解并将DRM方法纳入不同发展部门主流的触发

因素”。422 

随着可以获取越来越多的致力于DRR和恢复力建设的

城市和合作伙伴的案列，全球倡议之间的协作可以打

造一个知识库，从而促进实践方法、工具和专业知识

的交流。423 然而，尽管制定地方DRR战略和计划的意

识得到增强，而且效益明显，但很多城市在设计、制

定和实施DRR行动方面仍未取得显著进展。

地方政府面临着诸多挑战，阻碍了DRR的推进和恢复

力建设。城市政府缺乏足够的权力、预算拨款不足和

技术能力有限都是评论和重点提到的问题。在没有国

家政府支持的情况下调动私人资金仍然是中小型次国

家实体面临的主要挑战。424  

在风险信息差距方面，横向和纵向机构、利益相关方

合作伙伴关系以及部门壁垒之间缺乏协调似乎是应对

423 （UNISDR 2012）
424 （Anton等2016）

421 （Attolico和Smaldone 2019）
422 （Maurizi和Fontana 20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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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方政府知识不足和提高他们DRR能力的最大障碍。

必须克服这一点，尤其是在设计DRR战略和行动计划

的关键阶段，因为共享数据是这一阶段的关键。

地方DRR面临的最大挑战之一是提出投资的理由；要

说服面临有限资源和需求相互竞争问题的国家和地方

政府当局和社区，投资于减少风险是值得的，因为恢

复和重建的成本更高。政治进程和周期的短期性会加

剧这一困境。

为了克服其中的一些挑战，我们已经确定了能支

持制定和实施地方和城市DRR战略的三个主要的促

进因素。

良好的城市风险治理：政府结构、法律和政策需要为

横向治理提供支持，在城市边界内以及与周边县市之

间促进利益相关方参与和跨部门整合。这一点也适用

于纵向治理，促进将国际、区域和国家实体和框架缩

小至城市层级的发展方法。此类城市风险治理应该结

合正式和非正式的具体情境，从数据收集、评估和决

策开始，就让公众参与所有层级的工作，从而促进设

计和实施符合具体情境的地方DRR战略和计划，特别

是在涉及最脆弱群体所关心的问题时。这种城市风险

治理与其他的发展框架也一脉相承的，因为它有助于

实现具有包容性的可持续城市发展。地方参与战略还

可以通过将学术界和研究部门以及私营部门纳入恢复

力建设流程，来推动弥合能力和资源缺口。

持续使用和应用风险信息：地方政府要能很容易地识

别和找到基于证据的风险数据，即使这些数据的收集

分散在不同的政府实体，或位于学术或私营部门内。

易于应用在决策中也是关键；案例研究表明，采用参

与性技术生成地理空间数据，然后在地方政府环境中

以精简的方式获取这些数据的做法是成功的。

风险知情的城市规划和发展：这也被认为是地方DRR

战略和计划取得成功的另一个不可或缺的促进因素。

应该通过相关法律、法规和准则强制要求将致灾因子

和风险信息纳入城市规划、设计和建设当中，而且这

些法律法规还应该定期进行更新。风险知情的城市规

划需要有意义的利益相关方参与，特别是在城市发展

过程（例如那些无法提供关键基础设施和服务的发展

过程）可能增加城市人口脆弱性的情况下。在非洲、

亚洲和拉丁美洲迅速发展的城市地区，由于越来越多

的人口因为农村贫困、工业搬迁、冲突和危机等原因

迁入城市，非正式居住区居民的绝对人数正在不断增

加，因此必须了解新出现的风险。这意味着要让最脆

弱的利益相关方参与规划流程，例如参与式贫民窟改

造，同时还需要在地方DRR战略和规划中制定基于具

体情境的方法，然后在社区、城市和地区各层级应用

这些方法。人们也越来越认识到，将生态基础设施纳

入韧性城市土地利用规划内，可以在减少风险、提供

更清洁的供水、降低夏季最高气温、改善健康和福祉

方面带来多重好处。

良好的城市风险治理框架能利用更容易获取和更容易

应用的风险信息，而且能获得在系统和系统性风险建

模方面新兴能力的支持。这种良好的城市风险治理框

架对支持根据具体情况有效地设计、制定和实施地方

DRR战略和计划至关重要。这种在城市地区建立恢复

力的方法可能具有变革性，可以赋予社区权力，确保

实现具有包容性的可持续城市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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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1 

问题描述 

《仙台框架》明确表示要从灾害管理向风险管理转变。这为“传统的”DRR界提供了强大的动力，努力纠正多

年来的实践方法，采用应对产生灾害的复杂风险驱动因素的事前行动，来替代针对显现出来的灾害采取的响应

行动。将这一转变转化为所有情境中和所有层面上的风险知情的、基于系统的决策、投资和实践方法，并且在

地方和国家战略中反映出这一点，可以说是DRR界的首要任务。

随着人们不断加深对发生灾害的复杂风险环境的理解，对经常在复杂情境中开展工作的DRR政策制定者和实践

者来说产生了一个问题：相关灾害是否与复杂的健康危机相关联，425 或者只是在环境或经济压力下或者武装冲

突下426的与自然致灾因子相关的灾害；又或者是其中部分因素或所有因素组合的结果。因此，人道主义响应 427 

和DRR 428 的实施情境通常比政策和规划文件中所认识到的和描述的情境更复杂、更具挑战性。这导致人们开始

思考如何有效地设计DRR战略，才能充分地反映和应对灾害风险所在情境的复杂性，以及灾害本身的多样性。

第15章： 
脆弱、复杂风险情境下
的减灾战略

425 （Lo等2017）
426 （Peters和Peters 2018）

427 （Hilhorst等2019）
428 （Harris、Keen和Mitchell 2013）；（Peters 2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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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仙台框架》的范围扩展支持DRR界开始思考自然致

灾因子之外的其他致灾因子，并纳入复杂的系统性风

险。这需要与2015年后的其他框架结合实施，包括

更适合应对其他威胁、致灾因子和冲击的机制、实践

者和工具。除了应对可持续发展、气候变化、良好的

城市化和发展融资等问题之外，《难民和移民问题纽

以下来自孟加拉国、伊拉克、索马里和南苏丹的各种

例子向我们展示了灾害风险是如何发生的，以及在新

出现的灾害和新威胁构成的复杂风险环境下如何管

理灾害风险。虽然任何情境都是不简单的，但是这些

例子的所在情况尤其复杂，来说明如何开展适应性的

DRR措施，从而更全面地应对环境、气候、经济、社

会和政治挑战，包括冲突、环境脆弱性和气候变化、

约宣言》还反映出一个与脆弱情境下的灾害风险密切

相关的问题；所有这些都在国家层面上与重点针对特

定威胁的框架一起运作。在加强协调一致实施各种

全球框架的呼吁中，都非常重视对恢复力的讨论。429 

为了更好地理解风险的复杂性，已经出现了一些很好

的评估方法，例如，OECD韧性系统分析。430

政治动荡、人口流离失所、经济冲击和卫生危机。这

些例子并非详尽列举，也没有反映出DRR战略的传统

表现形式，但它们确实涉及了DRR政策、战略、框架

和干预措施的各个方面，而且这些都来自DRR界的直

接经验。这些例子说明了灾害风险是如何形成的以及

如何减少的。

429 （Peters等2016）
430 （OECD 2014a）
431 （Wilkinson等2017）

432 （改编自UNDP的信息）
433 （案例研究改编自GFDRR、IDMC和UNHCR的信息）

15.2 

在脆弱情境中减少灾害风险的经验例子 

在一个系统内的多个相互作用的风险，或者复杂的风险，存在于所有的情境中，而且这种复杂性的表现形式对

每个特定情境来说都是独一无二的。在给定情境的不同时间，不同的风险组合可能会变得更突出或者更不突

出。例如，在雨季期间，政治不稳定国家的卫生系统摇摇欲坠，水、清洁和卫生（WASH）系统的特定脆弱性

就会表现出来。即使在给定的情境内，在应对风险之间复杂的相互作用方面也存在很多的DRR方法，这也说明

了适应性管理的必要性。尽管应对复杂系统具有挑战性，而且目前对复杂系统了解得也不多，但是如果能将对

系统性风险细致入微的理解应用到地方和国家的DRR战略中，就可以为实现《仙台框架》规定的目标提供更多

的机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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贯穿所有案例的一个主题是冲突的挑战。暴力冲突的

激增已经被证明会减缓、破坏或阻碍DRR战略及其实

施。由于在如何应对不断变化的冲突环境方面缺乏切

实可行的政策指导，许多国家对DRR法律的立法批准

都停止了——斐济和尼泊尔的情况就是如此。431 在

其他情境中，不安全感的增加可能会导致DRR方案

临时暂停。中非共和国（CAR）就是这种情况。始

于2013年的暴力冲突和政治危机引发了人道主义后

果，导致大规模的人口流离失所、教育系统退化、对

卫生和用水方面的负面影响，以及粮食不安全。

鉴于中非共和国的安全形势，发展项目和方案的实施

已经暂停。发展合作伙伴已将其注意力和资金用于应

对目前的紧急形势。这些因素推迟了DRR战略和政策

的制定，但是尽管存在这些挑战，中非共和国政府还

是成立了一个重点关注DRR的反思委员会，其主要任

务是协调各项活动并为国家战略制定计划。国家减少

灾害风险战略（NSDRR）的初稿已经将当前的政治

危机考虑在内。此外，武装冲突也是在此战略中提到

的各种风险和灾害之一。国家战略的最后定稿、确认

和实施都取决于资金，而资金是急需的。432 正如中

非共和国案例所证明的那样，尽管运作环境困难，但

在DRR政策和实践方面取得进展也是可行的——如下

面的案例所示。

索马里是一个极易受灾的国家。索马里容易受到

干旱、河流洪水和山洪的影响，而且因为拥有

漫长的海岸线，还会遭到来自亚丁湾和印度洋的

风暴和气旋的袭击。它还受到几十年的冲突以及

政治不稳定和不安全的影响。433这包括武装组织 

（如青年党）发动的袭击，以及可能因取水点和

放牧区等稀缺自然资源而爆发的部族暴力。在索

马里，灾害和冲突极具影响力的特殊组合每年都

在不断变化。这些复杂危险的动态局势造成了大

规模的人口流离失所，增加了该国灾害风险和脆

弱性的复杂性。

截至2018年7月，索马里估计拥有260万国内流

离失所者，其背后是多方面的冲突以及气候相

关灾害事件导致资源竞争的加剧。根据UNHCR

保护和返回监测网络的数据，在2018年1月至7

月期间，约记录了64.2万新增流离失所者，其中

43%的主要流离失所原因是洪水，29%的主要原

案例研究：索马里 

15.2.1 
不断发生的灾害和冲突情境下的人口流离失所 

在索马里，人们被迫迁移（其中大多数是国内流离失所，而非跨境逃亡）可能既是灾害和冲突的后果，也是

灾害和冲突的起因。与干旱和洪水有关的灾害经常发生，还有冲突的爆发，都经常迫使人们逃离家园，有时

甚至不止一次。索马里每年都拥有非常高的新增流离失所人口流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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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是干旱，26%是冲突。然而，应该指出的是，

虽然通常有一个主要原因，但流离失所往往是一

系列风险驱动因素（包括经济压力）共同作用的

结果。这些不断增加的压力最终迫使人们离开家

园。生活在资源匮乏的安置营或非正式居住区的

流离失所者更有可能因灾害再次流离失所。

近几十年来，索马里经历了几次严重干旱。2011

年，非洲之角遭遇了60年来最严重的一场干

旱，导致26万人死亡，1300万人受灾。干旱加

上政治局势动荡导致大规模的饥荒，并造成大规

模的流离失所、基本服务中断和贫困。2017年

初，索马里出现大旱，饥荒风险很高；半数人口

严重缺乏粮食保障。2017年因冲突和灾害导致

的有记录新增流离失所者近130万人，其中84%

的国内流离失所者称流离失所的原因与干旱有

关。由于人道主义援助的大规模增加，饥荒得以

避免，但它仍然是一种未来隐现的风险。

人道主义工作也并不简单或一帆风顺。索马里南

部和中部受干旱影响的大部分农村地区由青年

党控制，政府和大多数人道主义组织及国际行动

者都无法进入。为了评估这些情况下的干旱影响

并保障工作人员的人身安全，人道主义行动者采

用了结合遥感技术和社交媒体分析的远程评估方

法。然后与通过合作伙伴网络获取的信息以及在

索马里实地开展的有限的家庭调查结果相结合，

来确定干旱的影响及其人道主义需求的程度。

除了干旱，索马里还受到洪水的严重影响。再加

上冲突和不安全，这些问题都在持续导致国内和

跨境的人口流离失所。2018年初，索马里“非

洲之角”遭遇大面积山洪，大片农田、卫生设施

和学校被毁，15643栋房屋遭到破坏。在遭受洪

水影响的地区中，国内流离失所者居住区已经人

满为患。在索马里南部的谢贝利河流域，成千上

万的流离失所者中的很多人以前就曾因干旱流离

失所，住在无法承受大雨的临时住所内。这些居

住区的洪水进一步使沿河地区的人们流离失所。

山洪对索马里人民的严重影响还包括急性水泻病

例增加、霍乱、受污染的饮用水和粮食价格上涨

等。2018年5月热带气旋“萨加尔”袭击了该国

北部地区，进一步加剧了受灾人口本已迅速增长

的人道主义需求。

灾害和冲突导致的流离失所在索马里一再发生，

导致城市化进程加快，许多人搬到城市中心地区

来获取人道主义援助和其他援助。人口结构的变

化给土地、住房、医疗、教育、供水、卫生和生

计等本已紧张的关键部门增加了额外的压力，从

而造成了新层面的风险。此外，在摩加迪沙，抵

达该市的流离失所者往往住在非正式居住区内，

在这里他们很容易遭受强迫驱逐，随后又面临流

离失所。他们往往被转移到更糟糕的地方，形成

一个流离失所和痛苦的正反馈循环。作为响应

措施，干旱评估和恢复框架越来越多地将城市

部门作为一项优先领域纳入进来；根据一些评

估，城市部门拥有继农业部门之后第二高的恢

复需求。434

人们已经在尝试为非洲之角的灾害流离失所风

险建模。这些工作显示，社会造成的脆弱性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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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4 （改编自GFDRR的信息）
435 （UNISDR和国内流离失所监测中心 2017）

436 （FEWS NET 2018）

况，以及灾害暴露地区的密集人口，都会对流

离失所风险产生很大的影响。在受冲突影响的

脆弱情形中，特别注意打造针对性干预措施，

将短期、紧急、挽救生命的援助和保护最脆弱

群体与索马里的较长期可持续解决方案结合起

来，从而加强其恢复力，并应对潜在脆弱性的

根源。全面的干旱影响需求评估（DINA）增

进了人们对反复出现的紧急情况的动态状况和

驱动因素的理解，同时通过“恢复和恢复力框

架”提出了打造受干旱影响人口恢复力的长期

持久的解决方案。435

索马里最近已经采取步骤将DRR措施正式化，

目前正在着手制定NAP。这也是针对2013年至

2027年期间的“IGAD干旱灾害恢复力和可持续

性倡议”（IDDRSI）的一部分，并且在此进程

中也拥有自己的国家计划。IDDRSI在干旱和对

传统生计影响的背景下，探讨了灾害与冲突之间

的相互联系。此倡议还讨论了作为灾害和冲突原

因和后果的被迫流离失所问题，包括跨境和国内

流离失所。

索马里还依赖该国已经建立的现有网络和专业知

识来制定其DRR战略。由国际组织资助的技术专

家（例如农学家、气象学家、兽医和水利工程

师）多年来一直从事与干旱及其对畜牧和农业影

响有关的问题研究。几十年来，他们一直在与社

区和地方政府合作（有时是非正式的），并运用

他们的知识。436人道主义和发展组织之间也有很

多的合作例子：分发粮食和非粮食物品和现金；

治疗儿童和孕妇或哺乳期妇女的营养不良；通过

修复和恢复供水点来增加改善后的供水；推广良

好的卫生实践方法；提供水处理材料；以及为农

业、畜牧业和河流渔业分发生计物资。此外，还

正在支持脆弱社区制定社区层面的抗旱准备和

响应计划。

尽管面临自然灾害风险和冲突相关流离失所的复杂情

形，索马里继续努力制定正式的减少风险规划和气候

变化适应措施，这些都是促进和维持社会经济发展的

基本工具。在此过程中，索马里还利用在该国的长期

人道主义和发展合作伙伴网络，来开展能力建立，在

需要时提供技术支持和人道主义援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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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2017年8月以来，缅甸若开邦针对罗兴亚社区的暴

力事件已经导致72.7万人437 逃离家园，其中大部分

是妇女和儿童，他们越过边境逃往孟加拉国科克斯巴

扎尔区。438 这次人口外流使流离失所的罗兴亚人总

数达到91.9万人，远远超过原本居住在当地社区的人

口数量。流离失所的罗兴亚人约占科克斯巴扎尔总人

口的三分之一，该地区人口本来就密集，面临着严峻

的发展挑战。439

科克斯巴扎尔的罗兴亚人营地 
（来源：Mohammad Tauheed, Flickr）

在孟加拉国科克斯巴扎尔，流离失所的罗辛亚人

被安置在极其拥挤地区的临时居住点内，其中

包括库图巴隆“巨型难民营”，这里很快成为世

界上最大的难民营。这些营地几乎得不到基本的

基础设施和服务，而且很容易遭受自然灾害的影

响，尤其是气旋、洪水和滑坡。设立营地导致了

森林遭到迅速砍伐，进一步增加了流离失所的罗

兴亚人遭受季风降雨影响的脆弱性。面临滑坡和

洪水风险最大的家庭正在进行搬迁，但是即使是

风险最高的人群也没有足够可用的合适土地。

中期需求评估和风险评估确定了用于改善DRM

以及向流离失所的罗兴亚人口和收容社区提供公

共服务的优先投资。这些投资涉及卫生、教育和

应急响应等方面。“卫生部门支持项目”帮助进

一步提升了卫生和家庭福利部的疾病监测和疫情

响应能力。加强疾病暴发响应的活动包括疫苗接

种运动以及具体疾病的诊断和治疗服务，还包括

应对可能疾病的健康影响的机制，如霍乱和腹

泻以及其他水传播和媒介传播疾病的传播，同

时应对与风暴和洪水有关的溺水和伤害风险增

加的问题。

案例研究：孟加拉国科克斯巴扎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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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7 （ISCG 2018）
438 （国际移民组织 2018）
439 （改编自GFDRR的信息） 

440 （改编自GFDRR的信息）
441 （Wake和Bryant 2018）

正在进行的“向校外儿童伸出援手项目”的活

动专门致力于确保该区域所有30万受危机影响

的儿童和青少年（包括难民和收容社区）享有

安全和平等的学习机会。这些干预措施包括小

学改造、采购学习材料、提高对性别暴力风险

（GBV）的认识，以及促进心理社会福祉活动，

从而克服暴力和被迫重新安置带来的冲击。鉴于

存在高灾害风险，改造工作将包括相关的物理措

施，以确保儿童拥有安全的学习环境。

“多部门罗兴亚危机应急响应计划”旨在通过改

善基本服务的可及性以及为流离失所的罗兴亚人

建立灾害和社会恢复力，来加强孟加拉国政府应

对罗兴亚危机的能力。此计划的干预措施包括：

改善清洁水供应和卫生条件；改善多用途救灾避

难所的可达性、疏散路线和灾害响应能力；改善

公共服务基础设施；加强GBV支持服务；实施一

项社区服务和工作方案，让流离失所的罗兴亚人

参与难民营内的小型工程和服务；以及加强负责

管理危机的政府机构的能力。

与此同时，通过现有项目为科克斯巴扎尔区的收

容社区提供支持，来开展以下行动：为备灾提供

支持的多用途救灾避难所；改善参与救灾的城市

地方机构的市政治理和基本城市服务；支持财政

转移支付系统；改进协作式森林管理；以及帮助

依赖森林的社区增加收益。440

在科克斯巴扎尔基于项目的行动虽然为受影响社

区提供了宝贵的支持，但是在帮助受影响社区、

科克斯巴扎尔收容社区以及新到的罗兴亚人打造

较长期的风险减少成果方面的能力可能有限。从

东道国（孟加拉国和缅甸）的角度来看，与永久

重新安置、公民身份和权利等问题相关的政治敏

感性意味着，国际机构在支持DRR响应措施方面

面临着很多重大挑战。在为保障受影响人口尊严

的响应措施提供支持方面，利用难民自身的资源

和能力仍然具有非常大的挑战性。441 

孟加拉国科克斯巴扎尔的案例研究表明，应对科克斯

巴扎尔居民面临的更广泛风险并没有一种简单的解决

方案。政府的持续参与和能力建设对于更长期的减少

风险至关重要。在社区层面，通过教育和社会福祉倡

议，为收容社区和新到移民提供支持，应对整个社区

的需求，这样可以获取更多成效。

413



南苏丹的局势显示了自然灾害和武装冲突对人民构成的复杂风险的影响。尽管如此，政府的对策仍然应是继续

建立更长期的恢复力，从最紧迫的灾害风险和气候变化影响开始，同时还要满足眼前的人道主义需求。

15.2.2 
减少干旱和气候变化带来的灾害风险以及冲突的影响

南苏丹暴露在干旱等自然致灾因子之下，这些致灾因子往往会演变为灾害。442 天气模式和气候的变化对南苏

丹这样的地方影响尤甚，因为这里的生计主要依靠畜牧业、农业、渔业和贸易。443 南苏丹还深受战争和暴力

的影响。经过22年的内战，南苏丹于2011年脱离苏丹独立。

仅经过了两年的和平，南苏丹的冲突后过渡自

2013年以来又陷入了政治不稳定、权力斗争

和新内战的泥潭。自然灾害和战争的结合对南

苏丹人民造成了极其严重的后果。在经历了多

年的干旱和战争之后，2017年4月，联合国宣

布南苏丹正在遭受饥荒，至少10万人受到影

响。444 

尽管南苏丹的冲突旷日持久，国家和非国家行动

者还是认识到必须建立更长期的恢复力，同时还

需要平衡应对更紧迫的人道主义需求。南苏丹于

2017年推出了“国家适应性行动计划”，概述

了其最紧迫的气候适应需求。在拥有此计划的基

础上，国家和非国家行动者现在已经开始讨论制

定南苏丹NAP的路线图，来应对更长期的CCA优

先事项。已经处于最后阶段的国家DRM政策也

认识到了减少灾害风险和适应气候变化的必要

性。与这些政策流程并行的是，民间社会也正在

与地方社区合作，来整合各种CCA、DRR和生态

系统管理方法。445 

其中包括由社区主导的湿地管理实践方法，此方

法旨在保护必要的生态系统服务，以减轻洪水和

干旱的影响。类似地，人们还在应用脆弱性和能

力评估（VCA）工具（此工具通常用于非冲突场

景中），来确定以期了解当前风险的适当战略，

并为设计适当的风险减少措施提供信息支持。446 

此外，2018年中期还发布了一份关于环境状况

的报告，这份报告将指导多个政府部门和非国家

行动者开展有关DRR的自然资源可持续管理。447

尽管做出了这些努力，但仍需要更多的工作来更

好地了解如何支持实现气候适应和灾害恢复力政

策和项目之间的一致性和互补性，包括采用对冲

突敏感的方式。

442 （改编自IFRC的信息）
443 （海外发展研究所和人道主义实践网络 2013）
444 （IFRC 2018a）
445 （湿地国际 2019）

446 （IFRC 2018b）
447 （UNEP 2018）
448 （改编自UNDP的信息）

案例研究：南苏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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伊拉克的极端干旱是由环境、发展和政治因素造成

的，而且会产生级联的后果。448 气候变化加剧了该

地区的干旱，导致该地区水资源枯竭，而上游用水量

的增加又加剧了干旱形势，包括伊拉克境外的幼发拉

底河和底格里斯河沿岸的新水坝。近几十年来，流入

伊拉克的河水流量下降了约50%，随着上游用水增加

和气候变化带来的干旱加剧，预计还会再下降50%。

案例研究：伊拉克Hawr al-Huweizah

伊拉克Hawr al-Huweizah的干旱问题是最近

出现的，因为来自伊朗的供水停止，同时来自

Mashrah和Kahla河的水量在减少。这些河流的

水量来自底格里斯河，而由于流量减少和抽水量

增加，底格里斯河也在面临水压力。由于其文化

历史和独特的自然特征，伊拉克南部的Ahwar沼

泽地于2016年被列为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文

化遗产，这里也在遭受生态系统的影响。

该国的干旱和严重缺水已经导致了沙漠化的增

加、绿色地区和农业用地的减少，以及牲畜死

亡率的增加。由于牧场和田地退化，农业生产

摩苏尔在战争中被毁的清真寺、房屋和街道 
（来源：摄影师 RM / Shutterstoc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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预计将大幅减少。对生计的预期影响有可能促

使伊拉克农村人口向城市和城市社区迁移，因

为他们需要寻求其他的谋生机会，来获取家庭

收入。除了这些挑战之外，电力系统的中断还

将直接影响到家庭的电力供应以及工业用电和

基础设施活动，例如卫生设施。如果没有有效

的卫生系统，幼发拉底河和底格里斯河受到污

染的风险（来自多种类型的废物）和本已稀缺

的水资源水质下降的风险就会很高。此外，科

学家和环保人士警告说，伊拉克最大的水坝摩

苏尔大坝可能会倒塌，评估显示，随之而来的

洪水将造成严重的生命损失。

伊拉克的安全局势也使该国面临的风险因素更加

复杂，武装袭击摧毁了全国各地的城市，导致平

民死亡和流离失所，从伊拉克北部地区向中部和

南部迁移。这影响了人们的经济和社会生活，包

括民用和政府建筑物毁坏和公共服务中断，特别

是与医疗和教育有关的公共服务。冲突造成的化

学污染阻碍了重建工作，大约700万立方米的碎

屑必须运输和检查，以确保没有辐射或有毒的化

学物质。449  

伊拉克已经采取了几项具体措施来应对干旱和沙

漠化问题。这些措施包括CCA活动，例如实施综

合水资源管理（IWRM）系统，以及使用现代灌

溉方法，例如喷灌和滴灌。伊拉克还采取措施加

强与用水和耗水有关的环境立法，并通过监测和

控制站（包括地震监测站、气象站和辐射测量

站），加强对水、空气和土地资源的监测。

伊拉克在更广泛的DRR相关行动上也取得了进

展。DRR已经被纳入国家发展计划，适合国家情

况的减灾行动正在获取实施批准。“国家灾害管

理战略”的优先事项基于《仙台框架》的优先事

项，但它们采用了针对伊拉克行动优先事项的具

体措施，即环境、气候以及经济、社会、文化和

政治状况等方面的优先事项。450 

伊拉克的“国家减少灾害风险战略”描述了安全

形势，包含减少安全风险的行动。在应对系统

性风险方面，国家战略还包括各种消除贫困和增

强社会恢复力的方案和计划，来减少灾害风险及

其级联影响。面临特别和持续灾害风险的社区包

括：位于河流附近的社区、靠近易受洪涝影响的

水坝的社区、易受暴雨影响的低洼地区的社区、

地震活跃地区的社区，以及受冲突影响地区的

社区。DRR活动包括：提高认识；完善和制定立

法和法律；成立关于DRR的国家委员会和特别论

坛；以及开展支持国家和地方计划和方案的区域

和国际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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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49  （改编自伊拉克政府提供的信息，经由UNISDR阿拉伯国家
区域办事处）

450  （改编自伊拉克政府提供的信息，经由UNISDR阿拉伯国家
区域办事处）

虽然复杂性产生作用的方式在每个特定情境下都是

独一无二的，但是上述案例研究中出现的主题是复

杂的风险系统中比较常见的主题。这些主题包括：解

决风险组合地方广泛脆弱性的重要性；考虑到特别脆

弱的个人和群体，并让他们参与减少风险的流程；促

进跨部门、多层级的长期参与；以及适应快速变化的

动态情境。

15.3.1 
在风险组合的地方应对广泛的脆弱性

在复杂的风险系统中运作的DRR政策、战略和项目都

必须应对比传统DRR范围内所需考虑的更广泛的脆弱

性，因为这些脆弱性会相互作用形成灾害风险。例

如，多个案例研究表明了灾害、冲突和人口流离失所

是如何相互作用的，从而产生复杂的级联风险系统

（第2章也对此进行了讨论）。在索马里，突发型和

渐发型灾害和事件加上旷日持久的冲突，已经导致持

续的国内和跨境人口流离失所。非洲之角的“IDMC

灾害流离失所风险”模型确认，社会造成的脆弱性情

形，以及灾害暴露地区的密集人口，都会对流离失所

风险产生很大的影响。在中非共和国、伊拉克以及对

罗兴亚人来说，持续的危机和不断的灾害导致了大规

模的人口流离失所。

这些人口流离失所（包括多次流离失所的人们）对

DRR构成了多重挑战。向已经拥挤不堪的国内流离失

所者居住区、难民营和城市中心继续转移人口，会导

伊拉克面临着一系列具有挑战性的风险，尤其是干旱

和缺水，而武装袭击的直接影响以及由此造成的污染

残留物和社会混乱又加剧了这些风险。伊拉克已经

将这些作为其国家战略和减少风险措施的重点，来应

对综合水资源管理（IWRM）和安全方面的问题，以

及环境、气候、社会、文化和政治方面的问题。因

此，伊拉克的目标是通过一系列超越传统DRR概念的

社会经济措施来应对系统性风险，这反映了其情境

的特殊性。

15.3  

复杂性对应对灾害风险的 

意义

上述案例研究说明了自然灾害风险与其他环境、社

会、政治和经济条件及变量之间相互作用的复杂性。

要理解这些“邪恶的问题”非常具有挑战性，部分原

因是在这个复杂的世界中，确定灾害风险从哪里开

始，到哪里结束是困难的，甚至是徒劳的。在一个复

杂的相互作用中孤立出灾害风险这一个因素是一种人

为的行为，因为人们经历自然灾害和其它情况的结

果，与他们自身的脆弱性和能力密不可分。这些案

例研究还说明了关注DRR的不同组织如何以不同的方

式来应对复杂的风险；在复杂的风险情境中，在实现

DRR上并不存在单一的正确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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致已经达到或超过能力的机构和服务不堪重负，特别

是在政治不稳定或危机的情况下。灾害、冲突和流离

失所的级联效应可能导致教育、卫生、医疗、粮食和

水系统以及服务的恶化，可能导致霍乱或腹泻等卫生

危机，并加剧对稀缺资源的竞争和冲突。这种级联影

响是未能充分应对广泛的风险和脆弱性的征兆，而且

可能加深脆弱性，放大或产生新的风险。

一些案例研究表明，在这些复杂的情境下，DRR必须

应对更广泛的脆弱性。相关例子包括：在索马里应对

与干旱和饥荒相关的潜在脆弱性的项目；或者通过满

足眼前的基本需求，以及加强流离失所的罗辛亚人的

社会恢复力，来支持孟加拉政府提升其应对罗辛亚危

机的能力。451

在伊拉克，“国家减少灾害风险战略”不仅应对该国

面临的持续安全威胁，还应对洪水、干旱和战争遗留

的有毒和无毒物质所造成的风险，这些都会带来健康

风险，并妨碍基本服务的扩展。跨情境的国家和区域

DRR政策必须正式和明确地认识到灾害、冲突和流离

失所之间相互关联的风险，并着眼于应对当前和未来

的情况。在设计眼前的人道主义和长期的发展战略时

都应该考虑目前和将来可能出现的一系列情况。

阿富汗也是一个面临复杂风险的国家，2017年已经

完成了多灾种风险评估。阿富汗的“国家减少灾害风

险战略”（NSDRR）认识到，数十年的冲突破坏了

该国的应对机制和保护能力。除了评估来自五种不同

灾害（雪崩、地震、洪水、干旱和滑坡）风险之外，

脆弱性分析部分还将多年的冲突作为导致其基础设施

和公共设施的退化和更高的脆弱性的一个因素。452在

中非共和国，NSDRR的初稿考虑了政治危机及其负

面影响，明确将武装冲突作为一种风险和灾害类型。

15.3.2 
考虑特别脆弱的个人和群体

在关于脆弱性的讨论中（见本报告第3章），显然，

个人和群体会经历独特的风险组合，因此需要针对性

的具体考虑。拥有更集中的脆弱性和关键需求的可能

群体包括：妇女和女孩、青少年和儿童、老年人、女

同性恋、男同性恋、双性恋、变性和跨性别群体、残

疾和能力不足群体，以及在宗教、种族、社会经济、

地理上被剥夺权力和被边缘化的群体。向最脆弱的群

体和社区提供援助和支持，可减少因灾害影响而增

加的脆弱性。453 在阿富汗，社会经济不平等正在加

深，这加剧了灾害的影响，增加了特定群体的脆弱

性。阿富汗的NSDRR除了开展具有针对性的能力建

设活动外，还承诺促进公平的经济增长以及社会包容

和环境保护的原则，并将此作为应对特别脆弱群体的

灾害风险的一种方式。454

在受到冲突、政治不稳定和暴力影响的地方，这些需

求会被放大，在这些地方，脆弱群体还包括大量的暴

力受害者以及面临的暴力风险增加的人群。灾害和冲

突往往导致性别暴力风险（GBV）升高，使妇女、女

童和女同性恋、男同性恋、双性恋、变性和跨性别群

体在这些环境中面临更高的风险。455 有几个项目重

点关注应对与暴力有关的脆弱性。在孟加拉国，已经

设计了一个专门的项目，致力于确保该区域所有30

万受危机影响的儿童和青少年（包括难民和收容社

区）享有安全和平等的学习机会。项目规划包括提高

对GBV的认识，以及推广心理社会活动，来克服暴力

和被迫重新安置所带来的冲击。在索马里，采用多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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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51 （改编自GFDRR的信息）
452  （阿富汗、国家灾害管理和人道主义事务部，以及阿富汗国

家灾害管理局 2018）
453  （IFRC 2015）；（Gaillard等2017）；
（Gaillard、Gorman-Murray和Fordham 2017）

454 （阿富汗、国家灾害管理和人道主义事务部，以及阿富汗国
家灾害管理局 2018）
455  （IFRC 2015）；（Gaillard等2017）；
（Gaillard、Gorman-Murray和Fordham 2017）

456 （GFDRR 2019）

措施组合的方式来应对GBV，包括针对妇女的经济赋

权、在社区层面向GBV幸存者提供综合的临床、心理

多项案例研究都突显了国内流离失所者、难民和收容

社区面对灾害风险的严重脆弱性。例如，在孟加拉

国，流离失所的罗兴亚人被安置在临时居住点内，几

乎无法获取基本的基础设施和服务，这使他们在面临

和法律服务，以及加强相关体制和能力建设。456 

气旋、洪水和滑坡等自然灾害时尤其脆弱。快速建设

临时住所导致了森林砍伐，进一步增加了受季风降雨

影响的脆弱性；2018年的山洪和滑坡就是证据。降

雨在科克斯巴扎尔附近“造成130多处滑坡，3300个

在索马里拜多阿难民营运水的人们在树下休息

（来源：Mustafa Olgun/shutterstoc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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避难所被毁，28000名难民受灾”，其中妇女受灾害

影响最大。457 由于缺乏合适的可用土地，受洪水影

响难民的紧急重新安置也遭遇了挑战。在其他的跨境

流离失所情境中，还要强调指出的是，在某些情况

下，新到的难民可能较不适应收容国的气候，在其调

整期间，可能更容易受到极端天气的影响。458

在生计严重依赖稳定生态系统的地方，DRR流程应

在脆弱性分析中包含相关社区并制定适当的响应措

施。在南苏丹，国际行动者正在与当地社区合作，整

合CCA、DRR和生态系统管理方法，来保护必要的生

态系统服务，减轻洪水和干旱的影响。459 在孟加拉

国，一项面向收容社区的可持续森林和生计项目正在

改善协作式森林管理，增加依赖森林的社区的收益。

在索马里，正在支持脆弱社区制定社区层面的抗旱准

备和响应计划。460

15.3.3 
跨部门、多层级的长期参与

解决系统性风险并非一蹴而就。它需要跨部门、多层

级的长期参与。即使拥有良好规划和执行的战略，反

复发生紧急事件的可能性仍然很高。然而，随着时

间的推移，只要持续关注并采取渐进式行动，就可以

管理和减少复杂的灾害风险。将DRR工作与其他的国

际平台、国际和地方人道主义和发展合作伙伴、私

营部门、国家和地方政府、地方社区和治理结构结合

起来，就能为协调跨部门和多层级的治理工作提供机

会。协调一致的协作行动可以使组织能够在不超出其

本身机构能力的情况下发挥自己长处，同时还能在行

动者之间产生协同作用，促进积极的相互交流。统一

行动还能减少不同群体无意中的重复劳动以及未能满

足某方面需求（甚至是迫切的维持生命的需求）的

可能性。风险的复杂性要求所有行动者必须作为合

作伙伴携手共进，在减少系统性风险的第一线共同

采取行动。

在孟加拉国，孟加拉国政府和发展合作伙伴之间制定

了一份联合响应计划；在索马里，为人道主义响应计

划提供补充（而非取代）的一项干旱影响需求评估

（DINA）计划也已经在进展之中。在阿富汗，《阿

富汗减少灾害风险国家战略》要求将DRR纳入发展规

划、部门计划、能力建设、CCA、生计安全、性别平

等主流化、社区赋权，以及响应和恢复管理的主流。

此项战略旨在提高各方面工作的一致性和统一性，

包括减少来自灾害、气候变化、冲突和脆弱性的风

险以及其他的发展计划，并将此放在追求实现2015

年后各种国际协议和框架（包括SDG）成果和目标的

核心位置。

索马里人道主义和发展行动方之间的协调已经帮助

促进了数据共享，综合了在提高效率方面的经验教

训，并且确保资金不会从应急需求中转移出去。461 

同样，如果新政策建立在国家内已经存在的网络和专

业知识（包括国际和地方人道主义组织、技术专家和

地方政府）的基础之上，则特别成功。这种协调可以

以正式和非正式的方式开展。在阿富汗，shuras是

一种传统的以社区为基础的非正式听证和判决方法，

具有多种用途，例如在灾害期间提供援助，以及作

为一种地方层面的冲突解决机制。462 相反，在伊拉

克，更正式的合作结构（包括已经建立的国际协调机

制和合作伙伴关系）更有可能促进达成解决办法，来

满足该国在资金、技术能力和能力建设方面的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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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57 （OXFAM 2018）
458 （IFRC和UNDP 2014b）
459 （湿地国际 2014）
460 （GFDRR 2019）
461 （GFDRR 2019）

462  （ 阿富汗、国家灾害管理和人道主义事务部，以及阿富汗
国家灾害管理局 2018）

463 （改编自GFDRR的信息）
464 （改编自GFDRR的信息）

15.3.4 
适应快速变化的动态情境

复杂的风险情况具有内在的动态性，可能会以无法

预料或不可预测的方式迅速变化。因为这个视角下

的风险被认为是多中心的，没有哪一种风险优先于

其他风险。消除某一特定的风险可能不会从根本上

改变整个系统，而一种风险的显现却可能会触发系

统内的其他风险。在复杂的情境中，变化的速度、

围绕变化的不确定性，以及可能出现的变化数量都

会对长期参与以及实现承诺和目标所需开展的行动

产生特别的影响。在受到政治不稳定和社会动荡影

响的情境中，安全问题可能会突然且急剧地改变运

行环境，从而改变了进行有效设计、规划和实施战

略和方案的能力。

在索马里，环境和安全情境在整个实施阶段迅速演

变，因此需要灵活的、具有适应性的方案规划。463 

武装团体袭击和部族暴力不断发生，加上干旱和洪水

相关的灾害影响，因此必须改变方案。通过预算措施

（例如将预算合并到单个项目中），可以使方案具有

更大的适应性，从而可以在安全形势突然改变而禁

止开展某些活动时，在类别之间进行方案调整。同样

地，监测系统需要基于一定的目标范围而非固定的目

标，这样可以保持对快速变化环境的适应性。在特别

不安全和危险的操作环境中，可以运用相应的技术，

例如在索马里南部受干旱影响的大部分农村地区，这

些地区由阿尔-沙巴布民兵控制，政府部门和大多数

人道主义组织都无法进入。464 如第15.2节的案例研

究所述，结合遥感技术和社交媒体分析的远程评估方

法在这种情况下非常有用。然后，再将这些信息与合

作伙伴网络提供的信息以及在索马里实地存在的供应

商所开展的有限的家庭调查结果结合在一起。

环境条件有可能迅速恶化或在极端情况之间摇摆不

定，特别是在与环境退化和气候变化影响相结合的情

况下。例如，索马里容易遭受山洪和干旱，这两者都

与一系列的相关风险有关。在孟加拉国，罗兴亚难民

危机突然大规模爆发导致了森林砍伐，增加了山洪和

滑坡的风险。气候变化的影响会增加极端和不可预测

的天气模式和事件的风险因素，同时也会助长环境的

脆弱性。例如，2018年气候中心（红十字会红新月

会）指出，土耳其目前接纳了约340万叙利亚难民，

与此同时也正在经历47年来最热的夏天。大范围的

热浪席卷了人道主义和卫生系统，这表明必须让机构

做好准备，向最脆弱群体伸出援手。

基础设施状况也可能导致复杂风险的迅速变化。在伊

拉克，摩苏尔大坝位于摩苏尔市，摩苏尔市受到冲突

的严重影响，摩苏尔大坝存在坍塌的风险。脆弱的安

全形势使DRR活动更具挑战性。如果大坝崩溃，相关

安全挑战将有可能影响灾害响应和恢复行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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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4  

总结

灾害风险源于发展途径，是发展流程中所固有的各

种权衡关系的表现。在某种程度上，这一点一直都

是公认的。在如今这个日益互联的社会中，新出现

的是威胁和灾害的多样性和复杂性以及它们之间复

杂的相互作用，这些都会导致“在全球产生前所未

有的风险，而这些风险通常都是先前的社会经济发

展趋势与现有的和新的发展动态以及新兴的全球威

胁相互作用的结果。”465 除了强度、持续时间、频

率和速率等方面的因素外，还有一些独特的风险特

征需要加以理解和应对——互联性、跨境性、过渡

性、转换元素和同时性。466 但也有机会出现，因为

风险只是对可能结果的描述。467 在了解和管理风险

的过程中，对风险多维性质的探索正在加强，并且

获得了更大的关注。要应对和克服这些挑战，就必

须采用更系统性的方式来认识发展所面临和所产生

的复杂威胁、风险和机会。468

《仙台框架》范围的扩大是一个起点，必须反映在国

家和地方DRR战略所包含的范围内。因此，《仙台框

架》呼吁采取风险知情的发展方法，系统性地将风险

信息纳入所有部门的规划流程。在任何情境下都可以

开展DRR行动，但是什么样的范围是可行的和适当的

需根据具体情况而定。对于部分人来说，例如那些受

武装冲突和脆弱性影响的人们，仍然需要进一步了解

他们的具体情况。469 对于如何设计和实施应对复杂

风险环境（包括DRR行动所在的更广泛环境包含暴力

冲突的情况）的DRR战略，仍然缺乏切实可行的政策

建议。因此，要实现《仙台框架》目标E，这是一个

值得进一步关注的领域。

采取更广泛和更细致的方法来了解威胁、灾害和冲击

之间的相互作用方式，反映出人们正在越来越多地开

始利用系统性思维，着手应对复杂的风险，并将不确

定性纳入考量。在许多方面，DRR界都在引领前进的

道路，例如全球风险评估框架（GRAF）的启动就是

此方面的证明。这将需要采用“风险知情发展方面的

良好实践原则”，例如包容性和透明性、分阶段和迭

代、灵活性和适应性、持续学习和反思方法。470 必

须做出能为发展道路提供支持的发展选择，通过减少

复杂的风险、避免产生新风险，以及更好地管理剩余

风险，继往开来，不断前进。

465 （联合国西亚经济与社会委员会 2017）
466 （Opitz–Stapleton等2019）
467 （世界银行 2013）

468 （Opitz–Stapleton等2019）
469 （Harris、Keen和Mitchell 2013）；（Peters 2018）
470 （Opitz–Stapleton等20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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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III部分  
总结和建议 

总结

正如第10章所述，区域合作是具有类似风险状况和

区域问题的国家之间共享知识和能力建设的关键，同

时也是为会员国提供机制用于管理发展资金和提供风

险融资的关键。区域DRR平台和其他创新型区域多利

益相关方合作伙伴关系在提升DRR意识和促进合作方

面发挥着重要的作用。在最容易发生灾害的地区，政

府间组织已就DRM开展了合作，但它们可以更有力

地发挥更积极的作用，来促进区域和国家减少风险，

例如通过重点关注以下方面：（a）区域风险评估和

减少风险；（b）小岛屿发展中国家、小国家和最不

发达国家在能力建设和风险信息系统方面获取切实支

持的需求；（c）风险融资机制。

国家层面的有利环境对于在国家、次国家和社区各级

实施综合风险治理至关重要；应对地方政府在规划和

实施基本DRR行动的权力方面的问题。这需要审查授

权立法和体制框架，这些框架往往鼓励各自为政，而

非鼓励开展从地方到国家层级的跨部门垂直合作。国

家层面的有利框架也是确保将脆弱群体的需求以及平

等和参与原则纳入进来的主要机制，特别是针对妇女

和青少年。

在国家层面，研究表明，大多数国家在DRR、CCA和

发展规划之间没有协调机制。已经提供了一些太平洋

国家的例子，这些国家正在打造跨这些领域的体制结

构，并且通过2016年FRDP在区域层面得到了加强。

关于根据《仙台框架》的原则制定DRR战略和计划的

问题，在国家层面存在许多不同的方法，包括制定独

立的计划和战略，以及全面纳入发展计划主流的方法

（第11章）。《仙台框架》目标E不一定需要额外的

单独计划，但是确实要求各国根据《仙台框架》审

查现有的DRR战略，并确保地方战略与国家战略相吻

合。到2020年达成的目标E只是必须要完成的《仙台

框架》目标和成果的一项小指标。它也是到2030年

实现《仙台框架》目标的基础。

在国家层面将DRR纳入发展规划战略和框架对许多国

家来说仍然是一项挑战（第12章）。同样，也存在

一些在国家层面良好实施的国家案例，但迄今为止，

还没有足够的时间和信息来确定这些措施是否影响了

发展规划的结果，特别是在防止产生新风险方面。

将DRR纳入国家层面的CCA政策和计划是大多数国家

正在开展的一项新努力。从国家实践方法中得到的

证据显示，许多国家迄今尚未采取这种做法（第13

章）。鉴于气候变化对人类构成的迫切威胁，必须采

取更综合的方法来适应和减缓气候变化，同时采取更

广泛的发展行动，来防止产生新风险和减少现有风

险。还必须认识到，有些国家还面临着特殊的挑战，

因为在这些国家，减少其他灾害风险（例如地球物

理风险）被认为具有更重要的优先地位。按照《仙

台框架》的要求，所有国家都必须确保充分重视减

少自然和人为灾害以及相关的技术、生物和环境灾

害和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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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和地方政府在管理城市地区的系统性风险方面所

面临的挑战是将DRR和CCA纳入发展规划的一项主要

挑战（第14章）。城市地区存在的相互关联的风险

具有动态性和多维性，要求采取系统性办法，来设法

了解各种相互作用的系统的性质，并采取适合当地具

体情况的综合风险治理措施。

脆弱和复杂的情境（特别是在因为战争、饥荒和社会

动荡导致大量国内和跨境移民的情境下）为地方和国

家减灾和综合风险治理带来了一系列特定的挑战（第

15章）。风险情境和格局不断变化，要求国家和地

方层面的流程具有灵活性和敏捷性，这样才能适应正

在出现的新风险。

建议

第III部分提出的主要建议是综合风险治理或政策一致

性，这是在国家和地方层面有效减少风险的关键，同

时还重点强调了下列问题：

• 当务之急是所有会员国都要重视根据《仙台框

架》制定和调整其国家和地方DRR战略，不仅是

因为2020年的期限即将来临，还因为这些战略可

以为实现《仙台框架》和《2030年议程》的成

果、目标和指标所需采取的各种行动提供基础和

有利的环境。

• 气候科学的发展（在2015年制定和通过《仙台框

架》时尚不可用）呼吁采取比之前认为的更紧迫

的行动并且怀有更大的雄心。考虑到短期和长期

的时间框架，这加强了将风险视为系统性问题的

必要性。根据2018年IPCC SR1.5的研究结果，明

确指出DRR战略需要在国家和地方层面上将适应

和缓解气候变化纳入减少风险工作的核心。

• 统一的综合国家和地方计划也是会员国能够最好

地履行其根据《2030年议程》、《巴黎协定》、 

AAAA、NUA和其他主题、部门或区域性协议所

作承诺的重要工具。这些承诺的多维性质以及更

重要的是它们所应对的潜在风险都要求我们采用

基于系统的方法来评估需求，包括针对如何最有

效地利用现有资源做出国家和地方决策。

• 建议政府和国家利益相关方在私营部门以及一直

到社区层面的民间社会的大力参与下，审查国家

和地方相关的有利框架，促进公平的可持续发

展、适应气候变化和减少风险。其目标是找出实

现综合风险治理的有利因素和机会以及相关的障

碍，这些因素可能来自立法授权、体制结构、能

力、资源、社会平等/脆弱性、性别角色、人们

对风险的认识和思维习惯。这方面的工作也称作

综合风险治理评估，评估时要考虑多种灾害（人

为、自然和混合）和相关风险 ，以及致灾因子、

脆弱性和经济活动与环境的互动关系以及在复杂

系统内和复杂系统之间这些因素的互动方式，同

时还需要考虑调整相关政策和实施方法，来支持

采取基于系统的风险减少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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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源
……分散的太阳能
发电和水力发电为
电网提供支持

早期预警系统
（EWS）

……预报、
监测、
行动计划

供水系统
……多样化的水库、
防洪型供水设施、

水循环利用

粮食供应系统
……洪泛区和
城市生产、
具有恢复力的

供应链 

城市化世界中的 
风险知情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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废物管理和环境保护
……废水处理、
循环利用、
固体废物管理

健康、住房和福祉
……安全的建筑、社
会保障性住房、绿色

基础设施

减少洪水、
滑坡和海水淹没的风险
……植被、堤坝 
非建筑区

交通、通讯和其他基础设施
……具有气候和灾害恢复力的
结构和系统

虚构的三角洲城市Drecca-Susdev的 
综合风险治理要素

（来源：UNDRR 20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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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洪泛区和沿海前滩可以保留用于休闲娱乐，

以及可以吸收洪水或海洋风暴影响的植被

• 机械或人造屏障可以减少影响和/或分流洪水

或风暴潮

2. 早期预警系统：

• 基于天气预报、雨量和强度记录的洪水和

滑坡风险早期预警系统，以及监测上游河流

水位的早期预警系统，可以通过控制大坝

泄洪、打开/关闭城市周围的防洪闸门/防洪

堤，并在需要时进行疏散响应，来减少洪水

风险

• 针对海洋风暴、飓风和/或海啸的早期预警系

统，此系统基于的是天气预报、地震活动和

其他监测工作，包括区域/全球系统，能够根

据需要进行疏散和使用机械屏障

3. 卫生、住房和福祉： 

• 在安全土地上的中高密度住宅包括社会福利

住房，遵守有关风险的最新规范建筑，配有

水和卫生设施，可获取医疗、福利和教育设

施，并且可以获取消防和紧急服务

• “绿色基础设施”的花园和树木可以为城市

降温，改善健康，提供娱乐和文化活动所需

的空间

• 步行和骑行路线网络可以改善安全和健康，

并减少车辆造成的空气污染

4. 供水系统： 

• 多个小型水坝可以为农田和城市提供多余的

供水，增强整个地域的抗旱能力

在管理复杂风险的同时，还要治理生活的日常方面，

并鼓励社会经济发展，这似乎遥不可及，而且只停留

在理论层面。面对如此多的需求，很难想象成功实现

会是什么样子。出于这个原因，本GAR描绘了一个虚

构的沿海三角洲城市Drecca-Susdev的场景，介绍一

种基于系统的风险管理方法。此场景具有选择性——

甚至可能看起来属于未来主义——但确实基于专家的

深思熟虑，并且可以提供一次对“我们想要的未来”

的想象练习。

许多沿海三角洲城市都面临季节性洪水风险、气旋飓

风和风暴潮，以及潜在的地震和海啸风险。他们正在

审视一个因气候变化导致海平面上升和极端天气增加

的未来，再加上以下方面带来的社会经济挑战：人口

快速增长、暴露和脆弱性增加、各种建设和建筑、能

源需求、环境污染的风险、废物管理的压力、水和食

物资源、交通和通讯系统，以及全球对减少温室气体

排放以减缓气候变化的迫切需求。要应对这些挑战并

朝着风险知情可持续发展的方向前进，需要在地方区

域规划和风险治理内了解各个系统和子系统之间的相

互关系，并且保持与国家社会经济发展规划相一致。

此图展示了虚构的沿海三角洲城市Drecca-Susdev综

合风险治理的一些要素。这些要素包括：

1. 减少洪水、滑坡和海水淹没的风险：

• 植被恢复和/或工程措施可以稳固滑坡易发

地区

• 规模更小、数量更多的堤坝可以降低因堤坝

崩溃带来的洪水风险 

• 住宅、企业和敏感的基础设施应远离洪泛区

和沿海前滩，或者通过挑高/调整来适应季节

性洪水/风暴，并按照相关规范建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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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交通和通信系统在设计上通过灵活的系统响

应和冗余来降低网络风险

8. 能源： 

• 小型水坝发电站为当地供电，并与电网相连

• 城市屋顶上设有分散的太阳能光伏发电板，

为建筑物提供热、冷和电力，包括储电和为

电动汽车充电，从而减少对电力配送的大型

新增投资，提高针对电网系统故障的恢复力

• 饮用水系统、水泵和处理设施都是防洪的

• 水在城市中被重复利用和循环利用，并配备

备用能源

5. 粮食供应系统： 

• 洪泛区被用来种植利用季节性洪水的农作

物，季节性洪水能恢复土壤肥力

• 拥有河流活水的水坝可以促进鱼类繁殖

• 阳台和屋顶的城市农业能促进获取新鲜的农

产品；高密度的商业水产养殖可以结合植物

和鱼类的营养需求，减少对海洋过度捕捞和

农业氮肥的流失

• 具有恢复力的交通和通信可以帮助维持地方

和区域的食品供应链

6. 废物管理和环境保护： 

• 所有的雨水径流以及人类和工业垃圾和废水

都经过处理，让干净的水排放到陆地和海洋

环境中

• 最大限度地回收材料

• 在全市范围内对固体废物进行管理

7. 交通、通信和其他基础设施： 

• 桥梁和道路被加高，而且建造得足够坚固，

可以承受更极端的天气事件和海平面的上升

• 经过风险评估的专用公共交通与道路系统是

分开的

• 防灾型通信基础设施可以增强包括能源和供

应链在内的所有其他城市系统的恢复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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缩略词

AAAA

AADMER

AAL

ADB

ADPC

AIDS

AMCDRR

AMR

APEC

APP

ASEAN

AU

CAR

CASC

CCA

CCRIF

CDEMA

CDM

CRPT

DAC

DiD

DINA

DMCP

DRM

DRR

DRRM

EC

ECLAC

ECOWAS

EEA

EFFIS

EM-DAT 

EO

ESA

ESCAP

EU

亚的斯亚贝巴行动议程

东盟灾害和应急管理协议

年平均损失

亚洲开发银行

亚洲防灾中心

获得性免疫缺陷综合症

亚洲部长级减灾会议

抗菌素耐药性

亚太经济合作

亚洲备灾合作伙伴关系

东南亚国家联盟

非盟

中非共和国

中亚和南高加索

适应气候变化

加勒比巨灾风险保险基金

加勒比灾难应急管理机构

综合灾害管理

城市韧性绘制工具

发展援助委员会

纵深防御

干旱影响需求评估

灾害管理和应急计划

灾害风险管理

减少灾害风险

灾害风险减少与管理

欧盟委员会

拉丁美洲和加勒比经济委员会

西非国家经济共同体

欧洲经济区

欧洲森林火灾信息系统

紧急事件数据库 

地球观测

欧洲航天局

亚洲及太平洋经济社会委员会

欧盟

cdxxx 缩略词



Euratom

EWEA

EWS

FAIR

FAO

FDES

FEMA

FEWSNet

FRDP

GAR

GBD

GBV

GCF

GDP

GDPPC

GEM

GEO

GEOSS

GFDRR

GFP

GHG

GIS

GISRS

GPS

GRAF

GSHAP

GWIS

GWP

HFA

HIV

HLPF

IACRNE

IAEA

IAEG-SDG

IAP

IDDRSI

IDMC

IDNDR

IDP

IEAG

IFRC

IGAD

IHR

INES

INSAG

IPC

IPCC

IPCC SR1.5

欧洲原子能共同体

早期预警早期行动

早期预警系统

可查找、可访问、可互操作和可重复使用

联合国粮食及农业组织

环境统计发展框架

联邦应急管理局

饥荒早期预警系统网络

太平洋地区韧性发展框架

全球评估报告

全球疾病负担

基于性别的暴力

绿色气候基金

国内生产总值

人均国内生产总值

全球地震模型

地球观测组织

全球地球观测系统的系统

减灾与恢复的全球性机构

全球洪水合作伙伴

温室气体

地理信息系统

全球流感监测和响应系统

全球定位系统

全球风险评估框架

全球地震灾害评估计划

全球野火信息系统

全球水伙伴

2005–2015年兵库行动框架：构建国家和社区的恢复力

人类免疫缺陷病毒

高级别政治论坛

辐射与核事故紧急状况机构间委员会 

国际原子能机构

可持续发展目标各项指标机构间专家组

国际减灾战略亚洲合作伙伴关系

发展、干旱、灾害恢复力和可持续性倡议政府间管理局

国内流离失所监测中心

国际减轻自然灾害十年

国内流离失所者

独立专家咨询小组

红十字会与红新月会国际联合会

政府间发展组织

国际卫生条例

国际核与辐射事件分级表

国际核安全小组

感染预防及控制

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

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全球变暖升温1.5℃特别报告》

cdxxxi



IRDR

IRGC

ISDR

ISIC

ISO

IT

IWRM

JNAP

JRC

KJIP

LAS

LPG

MBBF

MCR

MERCOSUR

MERS

MHEWS

MMLM

MSME

NAP

NAPA

NAP-SDG iFrame

NASA

NATECH

NDC

NDMO

NEA

NGO

NIDIS

NOAA

NSDRR

NSO

NUA

OCHA

ODA

OECD

OIEWG

PCGIR

PCRAFI

PDCA

PDNA

PDRF

PML

PTHA

PTRA

REC

RICCAR

RSBR

综合灾害风险研究科学委员会

国际风险治理委员会

国际减灾战略

国际标准工业分类

国际标准化组织

信息技术

综合水资源管理

联合国家行动计划

联合研究中心

基里巴斯联合实施计划

阿拉伯国家联盟

液化石油气

多个产粮区减产

打造城市的恢复力

南方共同市场（南美洲）

中东呼吸综合征

多灾种早期预警系统

滑坡减灾的多标量方法

中小微企业

国家适应计划

国家适应行动计划

国家适应计划和可持续发展目标一体化框架

美国国家航空航天局

自然灾害诱发事故灾难

国家自定贡献（根据《巴黎协定》）

国家灾害管理组织

核能机构

非政府组织

国家干旱综合信息系统

美国国家海洋和大气管理局

国家减灾战略

国家统计局

新城市议程

联合国人道主义事务协调办公室

官方发展援助

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

有关制定减灾相关指标和术语的不限成员名额的政府间专家工作组

中美洲综合灾害风险管理政策

太平洋巨灾风险评估与融资倡议

计划-执行-检查-行动

灾后需求评估

菲律宾灾害恢复力基金会

可能最大损失

概率海啸危险性评估

概率海啸风险评估

区域经济委员会

阿拉伯地区评估气候变化对水资源和社会经济脆弱性影响的区域倡议

风险敏感性预算审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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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AARC

SADC

SARS

SDG

仙台框架

SFM

SICA

SIDS

SME

SPEI

SPI

SPREP

TB

TMF

2030年议程

UN DESA

UNDP

UNECE

UNEP

UNESCO

UNFCCC

UN-GGIM 

UN-Habitat

UNHCR

UNDRR / UNISDR

UNSCEAR

USAID

VCA

VISUS

WASH

WASP

WCDRR

WHO

WMO

WUI

YDSI

横滨战略

$

南亚区域合作联盟

南部非洲发展共同体

严重急性呼吸系统综合症

可持续发展目标

2015–2030年仙台减灾框架

仙台框架监测工具

中美洲统合体

小岛屿发展中国家

中小型企业

标准化降水蒸发指数

标准化降水指数

太平洋区域环境规划署秘书处

肺结核

尾矿管理设施

改变我们的世界：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

联合国经济社会事务部

联合国开发计划署

联合国欧洲经济委员会

联合国环境计划署

联合国科教文组织

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

联合国全球地理空间信息管理专家委员会 

联合国人居署

联合国难民署

联合国减少灾害风险办公室

联合国原子辐射影响科学委员会

美国国际开发署

脆弱性和能力评估

用于确定安全升级战略的目视检查

水、环境卫生和保健

标准化降水加权异常

世界减灾大会

世界卫生组织

世界气象组织

城镇森林交界域

年干旱严重程度指数

建立更安全世界的横滨战略：自然灾害预防、备灾和减灾指南

美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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